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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读

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魏玛共和国，于1918年

11月7日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废墟之上，卒于1933

年1月30日那个阴霾的冬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纳粹党接管

了德国政权。在十余年的短暂生涯中，魏玛共和国力图甩掉旧

时代的种种弊端，努力向着民主与和平前行，但是仍然不敌世

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动乱和国内的严重社会矛盾，最后倒在了各

种保守势力和极端势力的围剿中。

魏玛共和国①的历史恰似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划过漫漫

的黑夜，它的轨迹弧线照射出耀眼的光芒，记录了德国人民不

断努力，力图克服《凡尔赛和约》带来的弊病，为后世留下

不可多得的经验和教训。

在本书中，德国历史学家温克勒教授围绕一个核心主题，

按照时间顺序铺开了这幅历史画卷：为什么会走到1933 年希

特勒上台的这一步，从而导致德国废弃共和制，继而发动了世

界上最疯狂的战争?作者重在陈述这十余年发生的种种事件、

各届政府频频出现的危机、渴望救国救民的政治家力挽狂澜的

尝试、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踌躇，以期从中找出答案。

①《魏玛宪法》第一条写道：“德意志帝国为共和制”(Das Deutsche Reich
ist eine Republik)。即当时的正式国名为“德意志帝国”,体制为议会共

和制。因此魏玛时期皆称总理为帝国总理，部长为帝国部长等，中文译
文也保留了这种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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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初冬，德国已经无力挽回一战的败局，德皇威廉

二世出逃国外。各种势力集结在德国首都柏林，为了安全召开

第一次国民会议，地址是距离柏林约200千米的魏玛。选址在

为世界贡献了大文豪和古典人道主义理想家的魏玛，而非柏

林，可谓寓意深长。一战战败后，德国人希望能够借此抛弃军

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旧形象，向世界宣告，在歌德和席勒的故

乡，一个文化的、理性的、民主的崭新德国诞生了，也暗暗希

冀在进行战后赔款事宜和谈时，战胜国能够顾及魏玛这个名字

的辉煌历史。“魏玛共和国”这一称呼是后世历史学家的称

呼，并不是政府的正式用名。魏玛共和国也被称为“第一共

和国”。

从建国起的那一天，魏玛共和国就一直着力解决《凡尔

赛和约》规定的巨额赔款方面的问题。在西方，没有哪一个

国家像魏玛共和国这样，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战后不

久，政治局面还未稳定，就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竟然出现

“上午买面包的钱，下午连面包渣也买不起”的场景。然而，

哪些国民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大容克地主和资本家如

何从中受益?这次恶性通货膨胀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长期停

留，挥之不去，继而影响着现代德国政治家的决策。温克勒的

分析鞭辟入里，读到此处难免令人掩卷沉思。

如何在国际上改善德国的政治地位，修缮和战胜国的关

系，特别是和邻国法兰西的关系，也与这个年轻共和国的生死

存亡休戚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令睿智的政治家看

到为保证欧洲和平，德国和法国必须建立友好睦邻关系。1926

年，和法国外长白里安一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是享有魏玛共

和国最伟大政治家美名的德国外长施特雷泽曼，在这位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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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懈努力下，意在争霸欧洲大陆、彼此虎视眈眈的两个宿敌

转为携手共进，为欧洲一段时间内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魏玛共和国宪法的分析，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倾

注了德国自由主义精英大量心血的《魏玛宪法》,体现着德国

人的严谨和深思熟虑。对德国而言，最重要的在于《魏玛宪

法》终结了德国帝制传统，宣告了一个民主共和德国的诞生。

但《魏玛宪法》的缔造者们并未停留在单纯照搬英式的议会

制或美式的总统制，而是试图创造性地实现议会制和总统制的

衔接，创立一种半议会制、半总统制的新政体。这一设计看似

完美精巧，却未能经受住德国现实的严峻考验。在代表保守力

量的兴登堡总统与议会的冲突中，《魏玛宪法》的缺陷暴露无

遗：最致命的条款就是第48条紧急状态法。兴登堡通过持续

使用第 48 条足以规避议会对总统的监督，最终导致总统权力

的失控。希特勒则将《魏玛宪法》的漏洞利用到了极致，而

各党派政治家因囿于文字中的条条框框，德国人性格中根植的

固执，或者宪法中的时间规定等限制，竟然无法阻止希勒特组

阁，最终酿成悲剧性结局。

史料丰富，用实例说话是此书的一大特点。每一次选举结

果，每一个政党的竞选口号，都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每一次国

民议会的重大争执，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每一次左右权衡

的考量，每一场政治势力的输赢，都辅助以翔实的历史记录。

例如兴登堡两次荣登共和国总统宝座的详细选举情况，他如何

在1925年第一次选举的第二轮中险胜，第三个获选票不多的

候选人如何助力这位威廉皇帝时代的军中遗老，直至其顺利掌

握共和国的生杀大权?援引政府要人的书信往来，温克勒让读

者能更直观地理解决策者的矛盾心态，议会档案记录的整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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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为后人了解各党派争论的主题和论点，以及研究和总结

历史经验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温克勒这位历史学家并未仅仅停留在搜集史料的阶段，而

是循序渐进地剖析每个重大决策前，决策者面临的挑战和难

题，以及各届政府和其领导人在举步维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

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时，历史并未给决策人留下任何迂回的空

间；有时，后人会顿足叹息没有抓住可能会扭转乾坤的机会。

历史没有如果，发生的就是发生了。但是，反复探讨其他可能

性和抉择，会为后世提供审视和思考的余地，吸取历史教训。

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一连串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在

《魏玛共和国》这本书中栩栩如生，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

思维过程，他们的决策背景以及悲剧般的结局：德国社会民主

党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同在

柏林遇害的罗莎·卢森堡，提出修正暴力革命理论的伯恩施

坦，借助德国地租马克结束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金融天才汉

斯·路德，1930 年到1932 年担任总理、清教徒似的布吕

宁——他秉持“距离胜利还有 100 米”的方针，提出修正

《凡尔赛和约》中的赔款条约已近在咫尺，敦请德国人为此节

衣缩食，以向国际社会证明，德国已经竭尽全力，但实在无力

偿还。还有时任德国外长的施特雷泽曼。他在魏玛数个内阁中

均担任外长，一直致力于打破德国孤立的僵局，和平修改

《凡尔赛和约》,促成道威斯计划的制订，以及1926年国联接

纳德国作为会员国。不幸的是，1929年，年仅51 岁的施特雷

泽曼心脏病发作离世。如果他能再坚持几年，或许会阻止住纳

粹运动的发展，德国的历史可能会转上另一个轨道。

这些充满矛盾的人物和事件，在温克勒的笔下是那么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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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细节。每一次国会的争论，每一次大事件的发生，都令

人身临其境。如此多的巧合或命运的摆弄，致使在1933 年的

1月底，一个阴冷的柏林冬日，魏玛共和国不幸倒下。

纵观全书，作者将主要篇幅集中于还原魏玛共和国从诞生

到消亡的发展历史，以及其中或场面宏大的历史事件，或影响

深远的人物及其行为，研究方式严谨、科学，描写叙述客观。

在极个别情况下，限于作者的教育背景和所处环境，或者是忠

于原始史料的描述需要，对某些历史事件中社团组织的活动和

个人行为的描述不完全准确，敬请读者留意。翻译如此大部头

的著作，难免挂一漏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魏玛共和国》这部书以丰厚的史料见长，语言精练，感

情深沉，读起来如同一部侦探小说，紧张而扣人心弦，睿智的

分析更是令人醍醐灌顶。字里行间凝聚着作者对他的祖国的热

爱，跳动着他对挽救厄运的尝试发自内心的深情赞美和顿

足叹息。

最后，让我们跟随着温克勒的文字和思绪，让时光回溯到

100年前，来一次魏玛共和国的深度之旅。在尘封的档案中，

史海钩沉，从德国第一共和国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难得的宝

贵经验与教训。



新版前言

I 不断延长的时间间隔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离

我们越来越远。1993年，眼前的这部《魏玛共和国》德文版

第一版出版时，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覆灭已经过去了60年。

“魏玛”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德国历史中一个完结的篇

章。今天，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人们相比那时会更加经常

地听到针对“魏玛局势”(Weimarer Verhaltnisse)的警告。虽

然历史学家早就不再像两德统一之前的几十年中，如此激情澎

湃地争论1918～1933 年的德国历史，但是，在更加广阔的公

开场合还活跃着一些历史观，其起源可以部分追溯到这个国家

的成立时期，它诞生于一百年前(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

大战最后的革命斗争中。

在柏林，每年1月中旬，极左翼群体都会纪念1918年的

一月起义，但柏林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真正起义目的却几乎

无人提及：阻止具有立宪性质的德国国民议会举行的选举，因

为它会威胁遥遥无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

侧，即极右翼群体那里，人们最近却在试图重提“保守主义

革命”的遗产——所谓“保守主义革命”是指 20世纪 20年

代以及30年代早期反自由的知识分子运动，这一运动根本性

地破坏了议会民主，并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为支持希特勒

的上台奠定了基础。如今，联邦议会中不仅有一个党派认为自



新版前言/ 007

己是第一共和国的德国共产党的继承者，而且从 2017年开始

还出现了另一个党派，虽然没有明确提及魏玛先辈，但不容忽

视的是它秉持魏玛时期的国民权利的传统，尤其体现在该党奉

行的那种德国民族主义变体上。

不过目前还谈不上是“魏玛局势”。因为现在既没有以推

翻民主宪制国家为目标的左翼或者右翼民众运动，也没有产生

尝试发动内战的政党军队。而且在 2017年 9月的联邦议会大

选之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离1930年之后那样的民主危机依

然很遥远。渐渐增多的党派虽然使政府的组建更加困难，但是

这也可以被认作德国版欧洲标准化进程的标志。因为存在着广

泛的宪法共识，并且在欧洲政策、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这些根

本问题上，“正统”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共识有着坚固的基础， Ⅱ

由此，一个必须依靠不断变动的多数意见的政府与德意志第一

共和国中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不稳定状态的政府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人们不能从被大量引述的“魏玛经验”中推导出被

迫组建大联合政府的必然性。

1948年秋天，当位于波恩的制宪会议打算为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制定宪法的时候，它认为其主要任务在于从德意志第一

共和国的失败中总结具体结论。尝试从魏玛借鉴经验的结果是

制定出防御性的、代议制的，以保证立宪机构运作能力的要求

为导向的“总理民主”宪法。尽管一开始很多人抱有疑虑，

这部宪法还是为人们所谓的联邦共和国“成功史”做出了决

定性贡献。这部在70年前制定的宪法是当时为西德量身定制

的权宜之计。然而，它在“旧”联邦共和国经受住了考验，

因此它在核心部分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今天仍在重新统一的德

国发挥着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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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争议的只是制定宪法的先辈们从魏玛汲取的教训中的

一点，即他们广泛地拒绝了所有形式的直接民主。这一决定的批

评者们习惯指出，第一共和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公民表决太多，

而是因为国民议会中民主主义者太少。但这一指责只是表面上看

起来正确，因此人们可以反驳说，在帝国层面上进行的两次民众

裁决——1926年的没收亲王财产(Fürstenenteignung)和1929年

的青年计划——不仅没有为巩固民主党派地位做出贡献，反而加

强了他们处在左派和右派边缘的对手，也就是说在第一次裁决中

加强了共产党人的实力，在第二次裁决中加强了民族社会主义德

国工人党人的实力。

在民众裁决中只在否决中一致、对于建设性合作却无能为

力的各种力量，它们联合起来的危险至少在“更高”的、民

族国家的层面上仍然是反对民众和议会之间竞争性立法行为的

主要论据之一。在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

(Ernst Fraenkel)发表于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以一种判决形

式做出的表述依然有效：“一个不信任其议会具有代理能力的

民族，必会忍受一种民主少数派情结的折磨。”

如果说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有最决定性的一个原因，那么它

就是针对存在于德国社会所有领域，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市民阶

层中的西方民主做出了大规模保留。这些保留的深刻原因在于

德国政治文化的当权者特色，在于德国大部分精英面对不可剥

Ⅲ 夺的人权、民众独立性和“代理议会”这些观点时的距离，

在于18世纪末期两次大西洋革命，即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遗产，这些遗产可以用西方标准化工程这一概

念进行概括。

虽然德国在帝制国家的时代就已经是一个法治和立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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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它却是在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失败中才成

为议会民主制国家的。在德意志第一共和国所有的不利遗传因

素中，这也许是最沉重的一点。虽然面对着自由主义新政体的

持续敌视，但是魏玛通过民族主义权力在社会政策、住房建设

政策和健康政策领域做出的改革和创新在国际比较中也是值得

高度关注的。在知识和文化方面，德意志第一共和国散发出直

到今天依然继续产生着影响的魅力。

在帝国和地方层面，德国在1918年之后才第一次获得机

会去积累议会民主制方面的经验，所以，当到了建立一个新的

民主国家的时候，变得聪明的魏玛人在波恩的制宪会议上就能

够从中汲取知识。1975 年初在纽约，在希特勒逼迫之下流亡

的魏玛政治家、帝国议会议员、普鲁士地方议会中社会民主党

派的副主席恩斯特·汉姆伯格(Ernst Hamburger)在一次和我

的谈话中，用下面的话总结了这一事实：“波恩没有变成魏

玛，也是因为以前有过魏玛。”

1930年之后将魏玛带向衰亡的民主仇视已经不再是当代

的问题了。在今天，西方的民主受到的威胁主要来自对民主理

解过于简单的民主人士。与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者的理解不

同，民主，比仅仅表达多数派的意愿要内涵丰富得多。它是以

这样一种宪法现实为前提，在其中，权力统治、权力分配，尤

其是司法的独立性都获得了保障，在其中，少数派和多数派一

样享有人权和公民权。正是这样一种西方政治文化，德国对它

反抗了如此之久，直到1933年至1945年的灾难之后，才对它

长期有效地秉持开放态度——这是一种迫切需要捍卫的文化。

在可以从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中推导出来的所有教训中，这是最

重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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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这部魏玛共和国史是我主要在1990年至1992年撰

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得以依据自己的前期工作，其中就有

我出版于1984年至1987年的三卷本《魏玛共和国工人和工人

IV 运动史》。这份文稿的大部分是我在慕尼黑历史研究所进行为

期一年的研修期间完成的。1991年，我邀请了国内外的专业

人士前来历史研究所参加了“1930～1933 年的德国国家危

机——回旋余地和其他选择”这一学术讨论会，我从中学到

了很多东西。这次大会的论文集于1992 年在慕尼黑奥尔登伯

格(R.Oldenbourg)出版社出版。

我对于魏玛共和国及其建立、发展、衰落，以及其在德国

历史中的位置的观点，自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并未发生改变。

因此我仅对小的文字错误进行修改。此外，本次新版的主体内

容相对于2005年出版的第四版而言没有变化。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

2018年1月，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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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意志帝国的灭亡到“第三帝国”的兴起，德国经历 11

了历史上极具争议的14年。史书上称为“魏玛共和国”的这

个历史章节，是古典现代派的伟大实验室，是文化崛起的岁

月，是摆脱空泛习俗束缚的解放，是国际化艺术和知识前卫的

凯旋。然而，一提到德意志第一共和国，人们就会联想到无数

次暴力政变尝试、疯狂的通货膨胀、大规模失业和政治激进主

义、民主的危机以及最终的灭亡。这个民主共和国是从第一次

世界大战德国的军事失败中诞生的，因此它在许多德国人眼中

从一开始就带有自身的缺陷。

魏玛共和国之后发生的林林总总如此恐怖，以致我们必须

将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失败视为世界历史上的大灾难。正因为

如此，我们在关注魏玛时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导致

了1933年的事情发生?因此，撰写一部魏玛史也必然是一项

善后的反思工作。

我们从魏玛的失败着手研究，并非要假设这种失败是不可

避免的。追究共和国灭亡的原因与这样一个问题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魏玛当时有多少活动余地和选择可能?也就是说，当

年的境况能给予决策者多少空间?我们只有尽可能从源头去研

究这个主题，才能回答这个双重问题。同时，这个问题迫使我

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的本质上。所以，我不可能也不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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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把这本书写成一部魏玛共和国“全史”。这不是一部百科全

书，而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的一幅历史画卷。

魏玛不仅是“第三帝国”的前身，它也是“帝制德国”

的后续。三者密不可分，但魏玛又和二者截然不同。魏玛也是

德国人学习议会制民主的第一次重大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

魏玛属于“老”联邦共和国①的历史，而这个联邦共和国经历

了第二次民主的学习过程。分析魏玛对波恩带来了影响，对德

意志帝国的第二个继承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也是如

此，但影响的方式截然不同。1990 年完成统一的德国再次成

为，迄今只有魏玛共和国或至少是其创建者想要建立的：一个

民主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12 民主和民族国家，这两者能在德国并存吗?对此的怀疑之

声在德国内外都能听到。有人会问，波恩共和国之所以成为如

此成功的民主制国家，难道不是因为它把自己当作一个“后

民族的”、以普遍价值观为导向的“宪法爱国主义”共同体

吗?统一后的德国的确不能再把自己定义为“后民族”国家，

但它也不再是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融

入超民族共同体内的后经典意义的民族国家。困扰魏玛的民主

和民族间的冲突此时不再重复，因为第一共和国的经验仍然历

历在目，正如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86 年

在《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一书中所说，德国在战

后取得的一项伟大的精神成就是“联邦共和国毫无保留地对

西方政治文化开放”。

将魏玛民主纳入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以下

① 指东西德合并前的西德。(如无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释均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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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德意志第一共和国的14年是一个戏剧性的时代，历史

学者既不应该试图去戏剧化，也不应该否认历史会出现悲剧：

那些本意良好的人，例如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坚定捍卫者，他们

没有机会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做出选择，而只能做出

二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这种抉择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但谈

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表达无可奈何的宿命论。只要去探询历史

的明朗程度就不能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具体的情况下，历

史局势不及观察者回顾历史时所希望的那样明朗。

本书重在陈述事件而不是梳理结构，以叙述见长。在一些

读者看来，这种做法未免有些老派。但是，结构在某种程度上

随着事件的铺展显现出来，叙述也是一种分析。然而，叙述与

分析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而展开的：为什么会走到1933 年这

一步?本书在结尾处尝试找出答案。这一尝试是否成功，则由

读者自己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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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德意志帝国垮台近两年半后的1921年3月，社会民主党理

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完成了他的著作

《德国革命，起源、历程和结果》(Die deutsche Revolution, ihr

Ursprung, ihr Verlauf und ihr Werk)。当年这位 71岁高龄的作者

试图为自己也为同代人阐明，为什么在德国的国家变革完全不

同于历史上其他所有重大革命，为什么它不那么激进。伯恩斯

坦认为，德国革命的温和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会

发展程度。根据伯恩斯坦的观点，社会受教育程度越低，就越

易于接受用激进变革的方式。“内部结构越复杂，劳动分工越

细致，各个机构的协作已经定型，如果尝试在很短的时间内，

用暴力彻底改变它们的内容和形式，那么生存机会遭到严重损

害的危险性就越大。无论在理论上是否还需要对这个观点论

证，社会民主党的关键领导人都从实际情况的认知中领悟出这

个道理，并用它指导了自己的革命实践。”

伯恩斯坦认为，德国革命温和的第二个原因是德国已经实

现了某种程度的民主化：“由于半封建机构的继续存在，军方

在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上占据支配地位，这些虽然令德国相对

落后，但是作为行政管理国家，现有的国家机器实现了初级民

主化，这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大步。革命之前这些苗头

就已显现。在帝国层面、邦层面和社区实现的民主化，进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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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行政机构中的工人代表发挥的作用，都起到了有效的杠杆

作用，促进了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法律和措施的落实，因此在这

方面，德意志帝国可以与政治上先进的国家媲美。”

对伯恩斯坦的论点简单地加以概括，德国不能实行激进变

革，就是因为它一方面工业化程度过高，另一方面又过于民

主。让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双重论点中的第一个方面。西方的

所有“经典”革命，如17世纪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 14

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确实都发生在工业生产方式大变革

之前，也就是说发生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那些东方的大型

革命，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也是如此。在农业社会中，大多

数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为自己提供生活必需品。在这种社会

中，可以彻头彻尾地更换国家机构，而不使经济和社会陷入混

乱。而在复杂的、分工严谨的工业社会中，情况则不同。这里

的多数人严重依赖国家和地方当局的服务，以至于公共服务的

崩溃必然令整个社会生活陷入瘫痪。如同后来的作家里夏德·

勒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一针见血指出的，这种局面造

成了在工业社会中出现了一种敌视革命的“拒绝混乱的条件

反射”。

并不一定是艾伯特领导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①的追随者，

才会在1918年底得出和伯恩斯坦同样的结论。伯恩斯坦是反

马克思主义的著名批评家，1917年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分道

扬镳，他因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投票同意发放战争

贷款，暂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的独立社会民

① 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SPD)是1917～1922年社会民主党(SPD)
的非正式名称，主要是为了强调与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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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机关报《人民之友》(Volksfreund)在1918年11月23日

写道：“经济生活如同一个组织，一台机器。所有部分彼此之

间相互交织。高度文明的民族有机体非常复杂。它无法承受任

何形式的停滞不前，否则很快会彻底崩溃。”

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obel)是独立社会民

主党右翼的一名领袖，他在1920年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德

国绝不能进行委员会专制以及立即践行全部社会化，因为那将

是对经济和政治选项的一个致命误解。极端激进的左翼无产者

以为德国可以完全效仿俄国模式。俄国是农业国，只有十分之

一的人口靠工业为生，因此能够忍受工业生产的暂时瘫痪和中

断，而不会造成灾难。失业工人可以在平原农村或红军中找到

栖息之处。但是在德国，三分之二的人口靠工业和商业生存，

他们将以什么为生?如果无计划的生产社会化令全部工业设备

陷入停工，这4000多万人怎么办?”4

同时代的批评家认为，德国属于高度工业化国家，所以从

一开始革命的深度就有局限。但同时，工业化又是1918～1919

15 年革命的先决条件。正是先进的社会立宪与落后的政治制度的

矛盾，深深地制约着这个帝制国家，并使它早在1914 年前就

陷入不断的危机中。没有这种矛盾，就根本不会有采用革命的

方案去解决危机的尝试。

帝制德国的根本矛盾存在于其建国时的逻辑。1848～1849

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试图建立一个统一和自由德国的努

力失败。1866～1871 年，俾斯麦“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对自

下而上革命失败的一种反应。帝国的建立为德国人带来了渴望

已久的统一，但是俾斯麦不能也不想实现议会制意义上的自

由，从而赋予自由资产阶级政治权利。1866年战胜奥地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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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迎合了旧普鲁士上层提出的自由要求，即王室、贵族、军队

和高级公务员的要求，自由资产阶级能够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自

由发展，可以在立法方面施加影响，但是在俾斯麦帝国中，他

们无法进入国家权力中心，不能染指真正的国家管理权。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民事政权受宪法约束：君主的命令必须

征得部长同意。但普鲁士国王(同时也是德国皇帝)的军事

指挥权不属于部长签名的宪法规定范围，因此某种专制主义的

成分本来就根植在帝国的宪政当中。帝国首相无须对议会负

责，国王作为最高军事权威，拥有高于宪法的特殊地位，这两

个因素使得德意志帝国成为一个在本质上与北欧和西欧议会制

国家截然不同的集权国家。

然而帝制的德国并没有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集权国

家”。1867年俾斯麦在北德联盟开始的，并于1871 年在德国

全境推行的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使德国在某些方面比

议会制诞生地英国更加民主。与其他议会君主制相比，在俾斯

麦帝国中，大众在选举权方面的政治参与程度更高。

平等化的男性普选权和一个没有议会的执政体系，这就是

德意志帝国的部分民主化。正是这种部分民主化构成了伯恩斯

坦两个论点中的第二点。德国名义上已存在政治参与权，因此

1918年时要做的只是扩大而不是限制这一权利。呼吁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这也许在一个类似于沙皇俄国那样的警察

国家会找到肥沃的土壤。但是对于一个早在半个世纪前就经过 16

普选而诞生的帝国来说，这样的口号最多只能赢得少数工人的

赞同。

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扩大政治参与权意味着废

除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代之以普选权、妇女选举权以及实现



018/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帝国议会制。早在1893年，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就

认为，推行英国模式的议会制度在某种情况下是德国革命的唯

一理由。考茨基不久后跻身坚决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行

列。对于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来说，无产阶级的

历史任务是弥补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其胆小懦弱而未竟的事业，

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议会制。然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并不想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按照英国模式组建强有力的议会，并得到社会民主党多数

以及强大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支持。我的看法是，为实现

真正议会制进行的斗争将成为社会革命的决定性抗争，因为在

德国，议会制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反之亦然。”5

与社会民主党类似，1910年合并到进步人民党的左翼自

由派也力争实现帝国议会制。虽然社会民主党在1912年最后

一届选举的帝国国会中成为最强大的议会党派，但并没有形成

过渡到议会制政府所需的多数，更不用说能够修宪的三分之二

了。两个保守党坚决反对将权力交给帝国国会。民族自由派不

希望从根本上动摇现有的分权制衡，天主教的中央党已经在君

主立宪体系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它担心如果完全议会化，自己

将会失去这一地位。因此在1914年前根本谈不上在德国实现

势不可挡的国会议会化进程。当然，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德国

国会的政治势力有所扩大。但是将君主立宪制转变为议会君主

制的最重要前提并不存在，因为在德国缺少真正想实现议会立

宪制的议会多数派。

即使在社会民主党中，在某种程度上对议会化的承诺也只

是纸上谈兵。虽然在1912 年大选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他

们在国会中并不占有绝对多数席位，且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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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他们也只能是与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即进步人民党和中

央党一起组成议会多数政府的一个基础。然而与资产阶级政党 17

组成联盟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理念相互矛盾，而无产阶级

的阶级斗争又是该党官方理论的核心。如果党的领导层或议会

党团忽视这一准则，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会因此而分裂。

帝制国家的宪法制度反映在政党体系中。由于政党并不承

担执政的责任，因此他们也没有必要做出任何妥协。他们可以

只满足于在议会中代表其“社会背景”的利益，在意识形态

上夸夸其谈。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各党派加速了德国社会的断

层，使其分裂为社民派、天主教派，以及各种资产阶级派别、

中产阶级派别和乡村派别，而这些派别之间往来较少。

社会背景的分界与阶级的界限并不是完全平行的。社会民

主党人的社会背景主要是无产阶级，但并不是所有工人都是社

会民主党人。天主教的社会背景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缩影，这里

遍布着所有社会阶层的成员。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政党

的社会背景都非常固化，因为俾斯麦统治时，社会民主党人和

天主教徒都受到迫害。他们被视为“帝国的敌人”而深受歧

视。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比对天主教党人的更为严重，这种

歧视一直持续到帝国末期。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划清界限，在这

一点上市民阶层是有广泛共识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

通过这种界限划分，市民阶层才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阶

级”。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些威廉皇帝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他的

分界线：教派之间、城乡之间、受过教育的人与普通人之间、

满足现状的群体和其他人之间的分界线。1914 年之前的德国

社会是一个多阶级社会，一个文化割据的社会。6

对国家的忠诚应该把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从内部凝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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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建立帝国之前，统一民族的口号一直是自由派和民主派

提出的战斗口号。从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新兴工人运动的角度

出发，捍卫德国的统一就是为了自由和进步，反对王国及其贵

族的诸多追随者。帝国建立后，民族口号中的自由主义光芒迅

速消失。这个民族口号首先是在“文化斗争”中令天主教徒

边缘化。在1878年《反社会主义法》的框架下，这个口号又

是发起与社会民主党人斗争的工具。1879 年在向钢铁和谷物

保护关税过渡的进程中，这个口号又击败了自由贸易理论。从

18 此时起，民族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反对国际化。在短短几年内，

“民族”一词已经从自由和民主的概念转变为“右倾的”保守

派口号。

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者喊着“他们自己的”口号，实际上

却在打德国世界政治这张牌。他们的考量是，跻身世界强国的

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实行国内现代化，削弱普鲁士容克阶层的势

力，增强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天主教徒们则倾向于另一种补

偿式的民族主义：他们不想被视为德国二等公民，因此许多人

争做特别优秀的爱国者。只有社会民主党人被称为“没祖国

的家伙”,这样的说法几乎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坚信国际无产

阶级大团结，坚持阶级斗争的学说。

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1914年 8月4日。这一天，社会民

主党人与德国国会的其他所有议会党团一样，批准了帝国政府

要求的战争贷款。这并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突然开

始确信德意志帝国的和平愿望，一改他们在开战前几天的想

法。实际上，积极支持战争贷款的人深知，奥地利皇位继承人

在萨拉热窝被谋杀后，德国一定会敦促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

战，并会引发欧洲战争。这场战争已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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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努力维护国内的“城堡和平”和支持国家的军事行动外，

看不到其他的办法。俄国是德国的对手之一，这使得社会民主

党人更容易做出决定。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整个左派看

来，自1848～1849年革命后，沙皇俄国一直是欧洲的反动派

堡垒。对俄国的仇恨伴随着对德国内部改革的希望，党的领导

层至少希望，通过民族团结来消除仍然阻止工人争取社会和政

治平等的障碍。8

但是，1914年8月4日的决定也起到了另一个作用。它

一下子让大家都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已经完

全融入了当前的社会。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承诺是一回事，

与本民族人民团结的情感是另外一回事。虽然社会民主党仍旧

受到歧视，但是工资的增长、社会的改良和政治上的参与权给

他们带来的益处也不可小觑。1914 年前后，德国工人失去的 19

并不仅仅是锁链。因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已经做好了充分准

备，愿意为自己祖国的胜利做出贡献。

1914年，当然也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本党的这一新爱国

路线。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在战前就站在党的立场左翼，而罗

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则代表党的极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

中心”代表，如胡戈·哈泽(Hugo Haase)、社会民主党主席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卡尔·考茨基，甚至

是“右翼的”爱德华·伯恩斯坦，都属于这一官方路线的早

期批评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坚持德国负有战争罪责，他是

1914年12月2日第一个投票反对战争贷款的社会民主党国会

议员。1915年12月，又有19名国会议员效仿他。这些人又

一次“违反纪律”之后，多数派对此做出了回应，这些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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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出议会党团。之后，反对派组成了“社会民主工作小组”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这就是1917年4月

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的核心。

反对战争贷款的人士采取的是第二国际在1914 年前一贯

坚持的立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所谓的“防御战争”不

过是对公众的欺骗，实质上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有多重

理由指责社会民主党背离了战前的观点而选择资产阶级民族主

义的路线。但是，如果为这些人1914年 8月4日的投票打上

“背叛”的标记，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爱国情绪影响了大部分

德国社会民主党民选代表及其支持者。甚至在议会党团行动之

前，自由工会总委员会就已经同意与政府合作。如果社会民主

党不同意战争贷款，它不仅要考虑这会导致党内的分裂，而且

会受到国家强烈的压制和公众舆论的排斥。那样社会民主党就

在客观上站到了德国的反战人士一边，并很可能会引发内战。

正是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深渊前戛

然止步。9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楚地表明这不是一场保卫德

国的战争。泛德意志分子和重工业界想要征服欧洲和非洲更多

的地区。将这些战争目标放进官方的政治措施中，就足以确保

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当德国获胜的信念开始减弱时，

温和派势力便开始试图建立一个内部阵线，反对那些贪婪无度

的征服政策的拥护者。资产阶级中间派中的急先锋要数中央党

议员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他在战争

最初几年里还是一个坚定的吞并主义者，现在却努力争取议会

20 多数达成和平谅解。1917年 7月，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进

步人民党就一项决议达成一致，该决议呼吁达成没有“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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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让，没有政治、经济和金融压迫的和平”。这项“和平决

议”标志着德国国会三党之间密切合作的开端。这三个政党

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因此无论是国家民事领导层还是最高

统帅部(OHL)都不能忽视这股势力。

“胜利和平”的支持者马上行动起来反对国会中的这一新

的多数(派)。成立于1917年的“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致力于不断升级的征服计划，并得到军方领

导层的大力支持。它在很短时间内便发展为群众运动。此时工

人阶级厌倦战争的情绪开始激化。1917年 4月，已经出现第

一批大罢工，它们是对当年3月俄国“二月革命”的回应，

也是一种抗议的表达。工人们抗议很久以来他们承受的巨大压

力：1916年与1917年之交的冬季物资极端匮乏，战争负担分

配日益明显的不平等，逾期已久的改革，普鲁士选举法的民主

化。1917年春天一系列“自发”的罢工也向工会发出了警报：

1916年12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祖国援助法》把工人和战争

经济捆绑在一起。在许多工人的眼中，工会作为自己的利益代

表已经丧失了可信度。0

就像1917年4月的罢工一样，1918年1月柏林军械工人大

罢工也和俄国事件相关。希望和平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给德

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中欧强国带来了希望，让它们看到东线战

争结束的可能性。经布尔什维克敦促，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Brest-Litowsk)开始了公开的和平谈判。1月12 日，霍夫曼

(Hoffmann)将军在谈判中用拳头敲桌子，强调德国是胜利者，

谈判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但他在无意间透露出德国国内发生

大罢工的信息。在柏林，金属工业工会革命领导人发起了罢工

运动，他们基本上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仅在1月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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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0万人参加了帝国首都的罢工。工人们一方面反对战争，反

对德意志祖国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恶劣的粮食供应状况，另

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俄国工人和十月革命的支持。罢工委员会中

有三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是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

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和奥托·布劳恩(Otto

21 Braun)。他们的目的是尽快结束罢工。2月3日罢工结束：在

大规模的抓捕、强征数千人服役之后，工会革命领导人不得不

终止这次毫无希望的行动。

1月罢工明确表示了工人对“城堡和平”政策的支持正在

不断减弱。保守派中央党的政治家、帝国总理赫特林(Hertling)

伯爵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加剧了两极分化。当德意志祖国党声称

总理也赞同祖国党的目标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实际上，在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强制和平的和谈后，政府在东线遵循的

政策完全符合民族主义右翼的精神。赫特林向激进吞并主义者

立场的靠拢，使得在议会中与总理所属的党派紧密合作的社会

民主党陷入困境。独立社会民主党因此获益，它在工人当中的

吸引力不断扩大。2

在如何判断俄国事件的问题上，两个工人政党意见相

距不远。最初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布尔什维克在1917

年11月接管政权，因为这一举动促进了和平的到来。但是

自1918年1月19日列宁的支持者驱逐民选议员后，社会

民主党得出明确结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所为并不是社会

主义或民主，而是政变和无政府主义。列宁主义者的政策

必定将俄国推入一场流血内战，即1918年初席卷俄国的内

战。让德国免遭这样的命运，成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当时

迫在眉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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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批评并不少于多

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批评。考茨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

人民中的多数统治少数才可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无产

阶级专政通过民主进行协调的道路。少数派专政起到的作用是

负面的，并会引发反革命。甚至连独立社会民主党当中极激进

的斯巴达克团(1918年改名为斯巴达克同盟)对布尔什维克

的做法都态度不一。俄国革命期间正在监狱服刑的罗莎·卢森

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十月革命后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相

当克制。罗莎·卢森堡就布尔什维克解散俄国立宪议会一事指

责列宁和托洛茨基，认为他们排斥民主的行为扼杀了革命的生

命源泉。斯巴达克团的另外两位共同创始人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和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则站在列宁

一边，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汉堡和不来梅的“左翼激进分

子”也持同样态度。他们认为，1918年1月19日的暴力行为

对打破德国无产阶级的民主幻想做出了可喜的贡献。3

1917年至1918年，工人对战争的厌倦达到了最强烈的程 22

度，而普遍的不满情绪早已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其他阶层。早在

1917年 8月，巴伐利亚邦的冯·布雷特里希(von Brettreich)

部长就认为，中产阶层“目前的情绪比其他所有阶层都更

糟”。政府机构受到了种种抱怨，手工业界在分配原料时遭到

忽视，订单和销售额普遍下滑。另外，贷款紧缺、房租拖欠、

人员短缺，对最高价格规定和哄抬物价处罚规定的投诉也在不

断增加。这种不满情绪在1918年夏天开始政治化。宗教哲学

家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在8月就观察到，甚

至在阿尔高(Allgau)“爱国的”和“拥护战争的”农民及奶

酪制造商那里，也聚集着“一种近乎疯狂的仇恨，这种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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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军官阶层，因为他们是所有不公正和既得利益者的化

身”。1918年9月23 日，在一次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和党委

会的联席会议中，巴登的国会议员奥斯卡·盖克(Oscar

Geck)在报告中指出，德国南部“有一种针对普鲁士的愤怒。

这种愤怒并不是针对普鲁士人民，而是针对容克和军人阶层

的。大家普遍认为，必须搞垮普鲁士，如果普鲁士不垮掉，那

么德国将垮在普鲁士手上”14。

在9月23 日的这次会议上，议员盖克阐述了美因茨以南

地区的局势，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得出了旧政权权威

已经崩溃的结论。他给党内朋友提出了明确的选项：“我们如

果现在不想与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达成一致，那么就必须听

任事态发展，之后采取发动革命的战略，我们只能依靠自己

的力量，把我们政党的命运交付给革命。经历了俄国发生的

一切，那么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所有人都不会希望这种事

情在我们这里发生。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我们必须观察，是

否有足够的影响力来贯彻我们提出的要求，并尽可能地将这

些要求与拯救国家的使命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

责任和义务。”

“选择多数政府还是发动革命?”在艾伯特看来，这根本

不是一个问题。俄国的做法完全摧毁了选择“革命”的基础。

如今无论谁发起革命，都必须明白革命的进程将与俄国相同，

也就是选择反暴政、内战和混乱。那些不希望这样做的人必须

立足于和平改革的政策。在德国，这只能由多数政党执政的政

府来实现，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说，与资产阶级温和派做

出阶级妥协。战前，社会民主党会斥责这一政策是违反马克思

23 主义的。但1914年以来，尤其是1917年以来在该党遵循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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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前提下，过渡到与中产阶级组成开放式政府联盟，几乎是长

期以来一系列决策的必然结果。社会民主党党委会和议会党团

对党主席的这一路线表示赞同，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的形式

赞成。5

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中间党派也认为社会民主党参与

执政是防止国内危机导致革命爆发的唯一可能，要想达成可以

接受的和平，这也是必要前提。但是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不愿

意加入赫特林伯爵政府。社会民主党呼吁以议会化为目标进行

宪法改革。进步人民党同意这一要求，但中央党持反对意见。

当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议会党团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严重

争执时，赫特林的中央党才表示，如果有必要，已经准备好放

弃这个备受争议的总理职位。此后赫特林在议会中陷入孤立地

位，并提交了辞呈，皇帝于9月30日接受了他的辞职申请。6

向德国第一届国会政府的过渡，这并不仅仅是这几个多数

政党促成的。更重要的是，第一军需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将军和1916年后就任总参谋长的冯·兴登

堡元帅(Marshal von Hindenburg)在1918年9月底也都认为

实现议会制乃必要之举。中欧列强的军事局势当时已陷入绝

境：自1918年8月8日这个亚眠的“黑色之日”以来，就连

鲁登道夫也知道，德军已经无法与敌方的优势抗衡。9月14

日，奥匈帝国第一次提出与西方大国和谈，另一个盟友保加利

亚于9月29日接受了协约国的停火条款。同一天，鲁登道夫

力劝威廉二世，德国应尽快向美国总统威尔逊表达停火与和谈

愿望。但是，这一责任不应由最高统帅部承担，而应由国会多

数政党组成的政府来承担。

鲁登道夫把支持议会化与德军遭人暗算的说法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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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我已请求皇帝阁下，让那些人进入政府，我们落入今天

这般境地主要就是因为这帮人。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先生如何

进入各个部门。现在必须实现和平，而他们得出面缔结和平

(条约),他们这是自食其果。”1

赫特林的继任者马克斯·冯·巴登亲王(Max von Baden)24

迄今尚未表明立场，他是否支持议会体系，是否赞成1917 年

7月的和平协议。进步人民党政客提名由他出任总理。这个提

名最后勉强得到议会各党团的同意，因为其他得到提名的议员

都不愿意履职。社会民主党认为接受这个决定并不妥当，其议

会党团主席菲利普·谢德曼在 9月23日曾明确表示赞成社会

民主党参与多数政府。但他在10月2日表示，不能指望社会

民主党同意由一位亲王出任内阁首脑，在最糟糕的时刻让该党

承担几乎无法承担的责任是不合适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则

竭力强调社会民主党的责任意识，他最终说服了绝大多数国会

议员同意加入巴登亲王内阁。8

在这个时候做出另一个决定也是非常困难的。社会民主党

参与政府是希望由此能避免军事独裁和爆发革命的双重危险，

并为达成谅解的和平铺平道路。社会民主党做出这一决定的结

果是，不仅要在君主制国家的框架内，而且要在现任政府元首

的领导下，去尝试达到实现和平的近期目标。当然，这一努力

能否成功还要取决于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政策，而社会民主党

及其资产阶级盟友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很有限的影

响力。

10月3日成立的新内阁第一个官方举措，是在最高统帅

部的高压下，于10月4日夜间向威尔逊总统发出一份照会。

德方要求就停火进行谈判。美国总统1918年1月提出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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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原则”,示人以一个公正和平辩护人的形象。他一再发出

的声明令人们产生希望：一个议会制的德国能够在和平谈判中

得到比迄今的专制国家更优惠的条件。尽管如此，总理和内阁

仍然犹豫是否要屈从于军方的压力而要求和谈。一个重要的理

由是：仓促请求停战无异于承认不可挽回的失败，这必然会削

弱军队士气，并会促使协约国将战线向德国方向推进。

美国国务卿兰辛(Lansing)10月23日的最终回复是与协

约国长时间磋商后的结果，这个回复摧毁了所有残存的幻想：

德意志帝国必须在军事上投降，并以直言不讳的形式提出德皇

必须退位。在这个回复面前，德国最高统帅部进行了一次大掉 25

头。它强调军人要守护其荣誉，宣布不能接受投降的要求，并

于10月24日以电报形式通知所有野战部队军事领导人继续战

斗，不惜一切将战争进行到底。

帝国领导层别无选择，只能全力以赴应付这一有针对性的

挑战。10月25日，巴登亲王要求皇帝通过“更换最高统帅部

的统帅人选”来结束双重政府，作为帝国首相，亲王本人也

可以退位。威廉皇帝采取了折中方案。10月26日，鲁登道夫

不得不辞职，最高统帅部的另一负责人兴登堡继续留任。同一

天，帝国国会通过了1871 年宪法的修正案。这是德国向议会

君主制转变的必要条件。10月28日，德国宪法的修正案正式

生效。

但是议会制度的基础并不稳固。解雇鲁登道夫并未结束民

事政府和军事领导的双重政权。10月24日的军事命令完全是

企图阻挠再次进行停火谈判，同时也让议会君主制走向失败。

10月29日，在签署宪法修正案的第二天，威廉二世在兴登堡

的建议下离开柏林，前往位于比利时斯帕的军队总部。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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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沃尔夫冈·绍尔(Wolfgang Sauer)表示：“迈出这一步的意

义毋庸置疑。第一眼看上去，这只是霍亨索伦君主专制的一种

本能反应，在危机时刻要努力恢复自己的军事根基。但这一步

骤也意味着，旧势力现在毁了好不容易与人民政府建立起来的

纽带，并开始不假思索地尝试恢复君主制。”

民事政府受到的更大挑战来自海军战争指挥部。10月30

日发布的远洋舰队出海令虽然获得了皇帝批准，但并未获得帝

国总理的明确批示。此时此刻，任何一场与英联邦的海战都会

以败北告终。不管军事上还会起到什么作用，舰队出战的政治

目标非常明确：海军战争指挥部关心的是要消除内政权力的新

布局，帮助军队重获国家领导权。指挥官们认为，这是他们的

历史诉求。

1918年10月德国的议会化是不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26

命”,这个问题可以去探讨。但是议会多数对这一转变做出了积

极贡献，因此不能将修宪视为仅仅是执行了鲁登道夫的一项指

令。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德国军事强人对这一发展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这种体制的改变，一方面让人看到议会制改革阻力

重重，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看作来自最高统帅部的“自上而下的

革命”。军队领导和海军战争指挥部之所以在这个时刻试图扭转

事态的发展，是因为他们清醒地看到，议会化进程会比鲁登道

夫9月底的设想引发更为深远的后果。10月底以来，军方活动

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企图反对革命。以皇帝为首的反对派希望

能够在国内再次扭转局面。如果暂时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也许

还可以打一场内战，以对付咄咄逼人的德国布尔什维克化。9

较温和的军官们以为，帝国政府和国会多数也感觉到严厉

打击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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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统帅部意见是一致的。鲁登道夫离开最高统帅部之后，来

自符腾堡的将军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接任了他的

职位。11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这位天生不善鼓动的将军说，

他和兴登堡的总体看法是：“军队要抵御的最糟糕的敌人来自

家乡。布尔什维克主义咄咄逼人，它的影响让人精神崩溃。”

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曾任内阁国务秘书但未兼任具体职务的

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甚至明确保证，他本人也希望保

住前线，令其坚不可摧，在他看来现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比外

部敌人更大的危险。

谢德曼和他的社会民主党与格勒纳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们认为，只有皇帝退位，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才能成

功。不仅仅工人阶级认为威廉二世是达成和平协议的主要障

碍。早在10月31日，谢德曼在一次小型战争内阁会议上就得

出结论，在中产阶级和农民阶层中，没有人支持皇帝。而令他

感到最惊讶的是公务员的意见：“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人如

此一边倒。”虽然中央党的议会党团主席阿道夫·格罗伯

(Adolf Groeber)在同一次会议上还提到，该党的决议是赞同

皇帝和王朝的，但他的同党盟友、自10月初以来任内政部国

务秘书的卡尔·特林博恩(Karl Trimborn,由于没有帝国部

长，因此他就是该部领导)则支持谢德曼，他提到要求皇帝

退位的公众舆论在急剧增加。

在10月23日美国照会的影响下，以社会民主党和进步人 27

民党为首的帝国议会多数敦促皇帝退位，并敦促政治上难辞其

咎的皇储退位。11月5日举行的联席党团委员会议上，艾伯

特说，团结的纽带不再是帝国，而是民主。自愿退位为时不

晚，但当时的局面还需要有人推波助澜。“如果任局势自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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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那么我们就会走向灭亡。”进步人民党议员奥托·维默尔

(Otto Wiemer)也希望威廉皇帝和他的长子自愿放弃皇位，这也

与德国南部的氛围吻合。当然，这在普鲁士也可能出现强烈的

反抗运动。“如果军队出面支持，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得掉以

轻心，否则就会引发内战。现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内战。”

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要求威廉二世和皇储退位是一种现

实政治。他们同时也把建立共和国这个意义深远的核心方案搁

置到不久的未来。11月5日，《前进报》(Vorw?rts)根据对未

来的清醒认识，解释了社会民主党理性看待君主制的态度。这

一中央机关报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民主

政党，但是正如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所说，它

迄今从未特别重视过国家代表的形式。在一个年轻的共和国

内，也许要花上 30年的时间和保皇的堂吉诃德们打打闹闹，

从而阻碍了国内必要的正常发展，这种展望实属最不愉快的事

情。”11月6日，艾伯特向鲁登道夫的继任者保证，虽然他和

谢德曼一样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但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个

问题上，目前对他们来说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实际上，他们

也可以同意议会君主制的形式。因此，他力劝格勒纳将军抓住

拯救君主制的最后机会，尽快让一位皇储摄政。20

当柏林还在为皇帝退位和拯救君主制的问题争吵不休的时

候，革命早已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10月29日以后，海军舰

队中抗拒命令的事件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士兵拒绝冒着生命

危险去参加某些充其量只能破坏国会多数努力实现和平的行

28 动。1917年夏季，海军率先爆发兵变。自1916年 5月斯卡格

拉克海峡战役(即日德兰海战)以后，海军几乎没有参与过

任何军事行动。军舰狭窄的空间、单调的兵役生活、官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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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巨大反差，所有这一切营造了一种令人沮丧且愤怒的氛

围。谢德曼11月4日在战争内阁中表示：“海军的情况非常糟

糕，因为人们一直在前线，有些人已经服役七年，船上生活如

同地狱一般。”为远洋舰队做出海的准备工作成了导火索，它

引爆了积压已久的炸药。

11月1日的起义蔓延到陆地，并传到了基尔(Kiel)市。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政府试图派遣进步人民党的国务秘书康

拉德·豪斯曼(Conrad Hau?mann)和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海

军军官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这两名代表去控制局

面，但未能奏效。诺斯克于 11 月 7 日当选为基尔 总督

(Gouverneur),他基本上稳定了这个波罗的海城市的局面。但

是他无法阻止动荡的蔓延。11月4日，只有基尔落入叛变的

士兵手中。但两天后，其他五个城市也相继失控。它们是吕贝

克(Lübeck)、布伦斯比特尔(Brunsbüttel)、汉堡、不来梅和

库克斯港(Cuxhaven)。11月7日，驻扎在不伦瑞克的军团加

入了从基尔过来的大批士兵队伍，并控制了这座城市。当天基

尔的200名水手抵达科隆，并于11月8日成立了工人和士兵

委员会，持合作态 度 的市长康 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立即腾出市政厅的办公室供他们使用。

此时德意志的第一个国王被推翻，也就是维特尔斯巴赫

(Wittelsbach)王朝。①巴伐利亚非常憎恨普鲁士和普鲁士军国

主义，它成了第一个过渡到共和国的德意志邦。11月7日下

午，两个社会民主政党一起召集会议后，在巴伐利亚独立社会

① 指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末代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该家族自奥托一世始统治

巴伐利亚开始延续了 738年，堪称德意志地区最古老家族，作者此处的
“第一个”有最古老、最先被推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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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民主党领导人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和巴伐利亚农民

协会激进派的领导人路德维希·甘道夫(Ludwig Gandorfer)

的带领下，数千名士兵和市民前往慕尼黑西部和西北部的军

营。驻扎在那里的士兵也加入示威队伍，他们共同占领了诸多

公共建筑。在卡尔广场旁的马特泽啤酒馆(Math?serbr?u)内

成立了一个士兵委员会，由艾斯纳领导的工人委员会也成立

了。王室成员在内政部部长建议下离开了首府。当日傍晚，艾

斯纳在邦议会召开巴伐利亚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宪会

议，他被选为邦总理。第二天早晨，在向民众发出的一份呼吁

书中，艾斯纳宣布建立巴伐利亚自由邦，选举制宪国民议会，

并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战争。22

自由派的外交官哈利·凯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

在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革命的苗头开始出现。叛变士兵

的油污沿着海岸逐步蔓延开了。柏林被孤立起来，将很快成为

一座孤岛。与法国革命不一样，这里采用的是维京人的战略，

边远地区的革命火焰燃烧到首都，海洋革命挺进到陆地。”第

二天，普鲁士战争部的简报总结了这一事态的发展：“上午 9

时：马格德堡发生严重动乱。下午1时：第7军指挥部出现暴

动的苗头。下午 5时：哈雷和莱比锡变红。晚间：杜塞尔多

夫、哈尔滕、奥斯纳布吕克、吕讷堡变红，马格德堡、斯图加

特、奥尔登堡、不伦瑞克、科隆变红。晚7时：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的第18军副军长被废黜。”

11月7日晚，柏林战争内阁的办公桌上放着社会民主党

的最后通牒。社会民主党中央及其议会党团要求，11月8日

下午之前，第一，必须撤销马尔肯总司令冯·林辛根(von

Linsingen)将军对独立社会民主党集会的禁令；第二，警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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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要尽量保持克制；第三，改组普鲁士政府，实行国会的多

数原则；第四，加强帝国政府中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第五，皇

帝和皇储退位。

巴登亲王认为这是最后通牒，其目的就是解除当天上午他

以为已经和艾伯特达成的“协议”。根据时任首相的描述，当

他问艾伯特是否会站在亲王一边反对社会革命时，艾伯特回答

说，如果皇帝不退位，社会革命则不可避免。“但我并不希望

革命，是的，我像憎恨罪恶一样憎恨它。”毫无疑问，11月 7

日晚上艾伯特的想法不会和当天上午不同。但现在越来越清楚

的是，社会民主党在君主与君主制之间所做的区分已经维持不

下去了。群众的愤怒摧毁了这一精心构思的战略，迫使社会民

主党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

巴登亲王最初想以辞职来回应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最后通

牒，但谢德曼于11月7日晚向战争内阁保证，停战之前社会

民主党不会让内阁破裂，因而阻止了巴登亲王的计划。各资产

阶级政党对社会民主党的行动感到恼火，但很快就顺应了不可

扭转的趋势。中央党和进步人民党也要求皇帝退位，甚至连民

族自由主义者也表示他们赞成皇帝退位。进步人民党的一位匿 30

名重要领导人强调了社会民主党的关键地位，他对《柏林午

报》(B.Z.am Mittag)说：“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社会民主

党就无法管理德国，这个政党是组成多数政府的必要条件，否

则革命将不会以有序与和平的方式进行，而会采用布尔什维克

的方式，这将导致极端恐怖的内战。”

11月8日晚，威廉二世仍然是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

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还是公布了谢德曼前一天在战争内阁中

的承诺：“本党不会在停战协定达成之前离开政府。”(德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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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代表于11月6日离开柏林，但尚未到达协约国军队总部，

因此还需要数日才有可能达成和谈协议。)社会民主党推迟了

最后通牒的期限之后，还是在与政府和多数政党的谈判中取得

了一些进展：在比例代表制基础上，在普鲁士落实和所有邦相

同的选举权，并将其写进帝国的法律；确保普鲁士立即实行议

会制；并在帝国政府中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此外撤销最

近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的招募军人的决定。4

1918年11月9日上午，《前进报》刊登出党中央和社

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这一声明时，革命已经蔓延到帝国的首

都。11月8日，工会革命领导人恩斯特·多伊米希(Ernst

Daumig)被抓捕。马尔肯总司令下令在大企业布局安保人员，

这一举动犹如火上浇油。11月8日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通过

工会负责人得知柏林工人已经拥上街头。第二天上午9时，柏

林党委书记奥托·韦尔斯(Otto Wels)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宣

布发动总罢工，并呼吁工人“在共同的旗帜下参加这一决定胜

负的斗争”。一个小时后，谢德曼宣布辞去国务秘书一职。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召集会议。艾伯特向大家

汇报，他已经与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工人代表进行了谈判。如有

必要，社会民主党将与工人和士兵一起行动。“社会民主党应像

在慕尼黑一样彻底接管政府，但尽可能不要流血。”此次会议

后，应立即与工人和士兵代表进行谈判，并要求政府“把政权

移交我们”。如果政府不交权，就抗争到底。几乎在场的所有工

人代表都参与了讨论，最后议会党团一致通过了党主席的提议。

31 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不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1月9日还

无法展开全方位行动，因为党的领导人胡戈·哈泽还在基尔。

他不在场，独立社民党不想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做出任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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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再敦促要提前行动，但独立社会民主

党左翼的工会革命领导人还是计划在11月11日展开大行动。

因此，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在11月9日上午填补组织和

战略上的真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

可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幸运是双重的。11月9日，在

柏林只有三个猎兵营(Jagerbataillonen),没有一线部队驻扎在

此，瑙姆堡(Naumburg)山地作战营几天前才迁到首都，据

说这个营特别效忠于皇帝。该部队自发地邀请社会民主党中央

委员会派出一个人向他们阐明情况。奥托·韦尔斯答应了这一

要求，结果引发了不同凡响的回应。他呼吁士兵们应该站在人

民一边，站在社会民主党一边，这一号召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瑙姆堡猎兵营加入起义的消息让巴登亲王认识到，他的政

府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这个消息在斯帕也产生了影响。上午

11时前后，首相通过电话获悉皇帝已决定退位。尽管半小时

后还没有得到威廉二世的正式声明，巴登亲王还是把皇帝和国

王放弃权位的意图通知了沃尔夫电报局。同时，首相宣布他将

继续任职，他会一直坚持到皇帝和皇储退位以及摄政等问题得

到澄清为止。他打算向执政者提议任命艾伯特议员为总理，并

建议提交立即进行普选的法律草案，选出立宪国民议会，由这

个议会最终确定德国人民的未来国家政体。

但试图通过摄政来拯救君主制的努力为时已晚。午间12

时35分前后，以艾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来到巴登亲

王办公室，国务秘书们恰巧也聚集在那里。根据上午国会党团

的决定，代表团的目的是提出交接权力的要求。艾伯特解释了

该举动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保障安定和秩序，避免流血。独立

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很有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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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会加入新政府。只要确保社会民主党的优势，也可以接受资产

阶级加入政府。巴登亲王随即提出应该先安排好执政交接，社

会民主党主席的回答是，现在为时已晚。巴登亲王随后建议请

艾伯特担任总理。根据巴登亲王的笔记，艾伯特先是犹豫了一

会儿，之后回答：“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我会接受。”

除担任帝国总理外，社会民主党人还希望出任普鲁士战争

部部长和管辖柏林军务的马尔肯总司令。然而在场的普鲁士战

争部部长海因里希·朔伊希(Heinrich Scheüch)提出他应该

继续任职，因为要处理战地物资供应以及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

等问题，艾伯特随即表示同意。海因里希·朔伊希也接受了谢

德曼的建议，由社会民主党给他配备一名副国务秘书。马尔肯

总司令的人选也由他推荐，还可以为其配备一名社会民主党

人，没有后者的正式签名，不得下达任何命令。谢德曼认为这

是一个解决办法。与海因里希·朔伊希一样，外交部国务秘书

威廉·海因里希·索福(Wilhelm Heinrich Solf)也希望继续任

职。总理与各位国务秘书进行了短暂的内部磋商后，启动了以

下步骤，艾伯特首次向德国公民简要地做出如下声明：“迄今

任德国首相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在征得所有国务秘书的

同意后，委托我接任总理一职。”

社会民主党11月9日遵循的政策，完全符合谢德曼三天

前提出的口号：“站在运动最前线的时机到了，否则国家会陷

入无政府状态。”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0月初以来成为执政党，

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一支革命运动力量，它依然

是维护秩序的中流砥柱。正如艾伯特11月5日在国会党团联

席委员会上所说，指导一切的思想是“我们如何维护德国及

其经济秩序”。谢德曼两天后在战争内阁中表示，为了达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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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目标，社会民主党已经竭尽所能“把握群众”。11月9日，

大众的忍耐到了极限。现在关键的是要引导士兵和工人的运动

方向，不要和艾伯特提出的原则背道而驰。既然社会民主党未

能阻止革命，那么现在就必须驾驭它，不要让革命陷入混乱和

内战。这个方针是1918年11月9日及之后的几周内，指导艾

伯特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行动指南。25



2.中断的革命

33 1918年11月9日下午，谢德曼在德国国会大厦的阳台上

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此时他并未得到艾伯特授权。

刚刚被任命为“帝国总理”的艾伯特更希望把“共和国还是

君主制”这个问题留给制宪国民议会决定。但是谢德曼有着

准确无误的直觉，巴登亲王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涂上的君主制

油膏，虽然可能会给军方和高级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并不

能影响普通大众。革命的士兵和工人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期

望是，与令人憎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彻底决裂。宣布共

和国的成立吹响了这一号角。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就连卡尔·

李卜克内西都无法削弱它。谢德曼宣布共和国成立两个小时

后，李卜克内西站在柏林宫的阳台上宣布：“自由的德意志社

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了。

威廉二世前往斯帕，这一举动通常被视为临阵逃跑，它给

诸多保皇的德国人的情感以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在普鲁士核

心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对霍亨索伦家族末代皇帝的依恋感，

但是在传统的普鲁士地区，少数保守的、忠于教会的路德派成

员在君主垮台后仍然忠于他。当然，其他邦中信仰新教的德国

人比天主教徒更难接受君主制的结束，因为各个君主也是新教

教会的“最高主教”。无论如何，不管他们的信仰是新教还是

天主教，君主制的支持者一开始都感到非常茫然。德国的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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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的伤害甚至超过了共和国的诞生，而皇帝的退位令他们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暂时接受新的国家政权。2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共和国是与实现公正和平以及希

望内政重新起步联系在一起的。“腐败的旧世界已经崩溃。军

国主义完蛋了!”谢德曼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11月9日

的气氛。亲王和将军们赌光了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他们代表着

战败的失望和物质的匮乏。他们代表着一个实际上已经四分五

裂的、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社会。新

时代开始了，人民摆脱对往日统治者的服从，成为主宰自己命

运的主人。不管民主具体意味着什么,它总是要好于一个专制 34

国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架起和西方民主国家沟通的桥梁，

而当务之急是要跟这些国家商谈和平条件。

本土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前线和后方：君主制几乎得不到什

么有力的支持。11月9日，希望在皇帝带领下一起重返家园

平息革命，或用他们的话说，平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

官占绝对少数，而绝大多数人都聚集在格勒纳周围。格勒纳力

劝兴登堡放弃“进军自己家园的计划”,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内

战，而且意味着与协约国的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所以这是完

全无望的。正是这个格勒纳，他于11月9日上午在斯帕对威

廉二世直截了当地说：“军队将在其领导人和将军们的率领下

和平有序地返回家乡，但军人们不再听从陛下的指挥了，因为

军队已经不再支持您了!”

格勒纳和艾伯特一致表示拒绝内战。艾伯特任“帝国总

理”期间的第一项以及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向政府和官员保

证，新政府接管政务的“目的是让德国人民免于内战和饥饿，

落实德国人民合法的自治要求”。艾伯特呼吁官员留任，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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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就是表明，在旧有国家秩序崩溃和军事失败之时，哪些目

标需要被最优先考虑：“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组织的失调意

味着让德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可怕的灾难。”他认为最关键的

是要维护公共机构的功能和运转，或者用艾伯特的前任巴登亲

王的话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防止政府机构崩溃”,

并“尽可能维持合法性和连续性”。

为了避免混乱和内战，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前任民事和军

事国家政权中能够做出清醒判断的代表达成了基本共识。为确

保这一目标，新掌权者和向左转的旧政府精英之间必须良好合

作。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虽然拥有群众支持，但这还不足以防止

类似一年前俄国革命的脱轨现象。能否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达成

35 协议阻止这种局面，还是个未知数。尝试与独立社会民主党达

成一致，否则别无其他更理性的选择，这一点毋庸置疑。新政

府只有展示其坚定的决心，准备结束这场社会民主党党内兄弟

之间的争斗，才有可能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反对派和“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之

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这同时也严重地影响了他们之间的人际

关系：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议员甚至不再和社会民主党常委成员

打招呼。但是在11月9日，个人的感情不再那么重要了。上

午，在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召开那次关键的会议之前，

两个政党的主要代表就组成联合政府进行了初步讨论，艾伯特

下午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建议：内阁由数目等同的多数派社会民

主党成员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组成，左派资产阶级政党成员

可以担任专业部长。这意味着：允许资产阶级多数党参加政

府，但他们与两个社会民主党派并不平起平坐，两个社会民主

党派拥有政治领导权，两党各派出行使权力的人数也应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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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没有就人事问题提出条件，艾伯特甚至

不反对李卜克内西加入内阁。倒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对多数派社

会民主党选入政府的三名政客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这三个人

是艾伯特、谢德曼和议员奥托·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

独立社会民主党就加入内阁人员提出一个具体条件，这是多数

派社会民主党无法接受的。李卜克内西和工会革命领导人要

求，整个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应完全交给由全体劳动人民和士

兵推选的代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对此所做的回复体现了他

们的政治信仰：“如果这个要求意味着让那些得不到大多数人

民支持的一个阶级实行部分人的专政，那么我们必须拒绝这种

要求，因为它违背我们的民主原则。”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了

另一个要求，即资产阶级政党成员不得加入政府，对此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也明确地予以拒绝。他们的顾虑是，这样做会无法

保证居民的食物供给，或者会严重损害食品供应。

直到11月10日下午，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哈泽从基尔返

回之后，双方才达成协议。在哈泽温和立场的影响下，独立社

会民主党撤回了被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视为不合理的要求。现在 36

独立社会民主党也同意资产阶级专业部长入阁，但只能在一个

真正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内阁中担任技术性助理职务，而且两

个社会民主党派各派一名党员监督其工作。就多数派社会民主

党提出召开的制宪会议一事，独立社会民主党希望在“革命

局面巩固”后再决定。此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关键问

题是“政治权力掌握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手中，这个委员会

不久将召集全国性大会”。尽管这种要求听起来非常激进和

“俄国式”,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有希望能在这个德国委

员会大会中占据多数，并通过这种多数把政府与这个临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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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之间的冲突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独

立社会民主党原则上不再拒绝立宪会议，也不再提出任何会导

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为，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做出妥协的步骤是

合理的，也是当务之急。

在新内阁即“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正式成立之前，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成员必须做出首个政治

决策。11月10日12 时，他们和三位社会民主党的新内阁成

员，以及旧政府的国务秘书共同协商后，决定同意接受协约国

的停战条件。第二天，以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为首的德国代

表团在贡比涅森林里签署了停战协定。1918年11月11日11

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

“人民代表委员会”这个称呼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的。

这个词语来自俄语概念“人民委员”(Volkskommissare),并

根据兰茨贝格的建议译成德语。这个委员会由六名成员组成。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有：艾伯特，1871年出生于海德堡，

做过马鞍匠学徒，1893 年任不来梅党报编辑，1913年起接替

奥古斯特·倍倍尔任社会民主党主席；议会党团主席谢德曼，

1865年生于卡塞尔(Kassel),在担任编辑之前是印刷工；奥

托·兰茨贝格，律师，1869年出生于上西里西亚的里布尼克

(Rybnik),自1912年以来一直是德国国会议员。独立社会民主

党的代表分别是：胡戈·哈泽，来自柯尼斯堡(K?nigsberg)的

律师，1863年生于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1913

年先与倍倍尔一起任社会民主党主席，1913～1916年再与艾伯

特一起任该党主席；来自奥伊廷(Eutin)的威廉·迪特曼

(Wilhelm Dittmann)出生于1874年，曾经是木匠，后来任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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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柏林金属工人罢工后，他于1918年1月被判处五年徒

刑；最后一位是埃米尔·巴尔特(Emil Barth),工会革命领袖

的挚友，1879 年出生于海德堡(Heidelberg),是一名金属工

人。人民代表委员会中，哈泽和兰茨贝格这两个人来自犹太家

庭。除了公开承认信仰犹太教的哈泽外，其他人民代表都称自 37

己为“异见人士”。这意味着他们不属于任何宗教团体，艾伯

特和哈泽名义上是委员会中权力平等的主席，但实际管理权从

一开始就握在艾伯特手中。

11月9日和10日的政治决定是由两个社会民主党派的领

导人共同做出的。而帝国首都金属业左翼先锋队的工会革命领

袖们对频发的事件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直到11月9日夜间，

工会的两位领导人埃米尔·巴尔特和里夏德·米勒(Richard

Muller),才在一个自发组成的柏林士兵委员会上强行通过一

项决议。根据该决议，第二天要在首都所有工厂和军营中选举

新的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应在11月10日下

午 5时在布施马戏团剧场(Busch Circus)召开全体大会，并

举行临时政府选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不可能进行有条不紊

的选举，而且11月10日是星期日。这一次又是奥托·韦尔斯

采取的果断行动使该政党成功抢先行动。他马上印发传单，呼

吁柏林士兵积极参加士兵委员会的选举。被选举出的148名士

兵代表马上向韦尔斯表示，忠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路线。这就

意味着他们赞成组建一个各派人数相等的政府。11月10日，

《前进报》向柏林工人发出的口号符合当时普遍的情绪。这份

党机关报的大标题是《放弃内部斗争!》。

在布施马戏团剧场举行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大会约有

3000名工人和士兵参加，其中激进分子并未占多数。艾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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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成立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报告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而李卜克

内西对艾伯特的猛烈攻击遭到了激烈反对，特别是遭到了韦尔

斯带来的参会士兵的抗议。当巴尔特提议选举一个行动委员

会，并由工会革命领袖拟定一个候选名单的时候，引发了轩然

大波。艾伯特认为这样一个委员会是多余的。如果一定要选举

行动委员会，那么它的结构必须像政府一样，由各派选派对等

人数参加。此时，斯巴达克同盟的支持者开始威胁艾伯特。艾

伯特离开会场，前往总理府去找普鲁士战争部部长朔伊希，让

他在必要时出面保卫新政府。

新组建的人民代表委员会面临严重的危机，哈泽对激进分

子的行动非常恼火，他在布施马戏团剧场宣布，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能加入政府。士兵代表动用了最终威胁：如果不遵守均等

38 原则，他们将独自组建政府，以敦促工会革命领袖让步。大会

最终选举产生了一个由14名成员组成的工人行动委员会，多

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各派出7名代表。士兵行动

委员会同样由14名成员组成，大多数人为无党派人士。第二

天两个行动委员会共同组成了“柏林大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

执委会”,由工会革命领袖里夏德·米勒任主席。在米勒的提

议下，当日下午达成一致的人民代表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得到了

再次确认。布施马戏团剧场的会议结束后，两个社会民主党派

也明确重申了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前达成的共识。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1月10日晚有足够的理由对局

势进展感到满意。一切迹象表明，在关键时刻政府能够调动柏

林执行委员会。柏林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德国委员会全体会

议召开之前负责监督人民委员会代表的工作。不仅是柏林工人

和士兵委员会，而且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都赞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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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政府，至少它们都追随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路线，因此

德国几乎不可能发展成1917年后俄国的样子。这时的俄国经

受双重统治：一边是激进的议会，一边是临时政府。1918年

的德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与俄国不同，它们并不要求拥有所有

权力，大多数人只是希望在过渡时期控制住旧政府，直到选举

出民主合法的人民代表为止。至少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占优势的

地区委员会中是这样，独立社会民主党温和派控制的地方委员

会也是如此。1918年11月，德国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通常视

自己为一个临时机构，而不是未来“更纯粹”的民主模式。

在11月9日至10日的关键时刻，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最

重要的权力基础是他们得到了起义士兵的支持。继续担任

“专业部长”的普鲁士战争部部长朔伊希11月10日向艾伯特

表示了支持的态度。这种支持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一

天晚上，军需总监格勒纳打电话给艾伯特，提出结成反布尔什

维克“联盟”的建议。这个电话常常被后人提起，而实际上

它也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让军队返回祖国，艾伯特需要最高统

帅部的帮助。但格勒纳和艾伯特之所以不可能结成反布尔什维

克联盟，是因为最高统帅部11月10日并没有可供支配的必要

实力，因此起决定性因素的是士兵委员会的态度。他们在

1918年11月更倾向于听从艾伯特和韦尔斯的话，而不是格勒

纳和兴登堡的指令。6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在11月9日采取了将士兵拉到自己 39

一边的政策，这对防止流血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天中午，马尔

肯总司令下令部队停止使用武器。不久后，被认为特别忠于皇

帝的柏林警察接到了警察总长冯·奥彭(von Oppen)的命令，

不得再开枪。冯·奥彭也将其职位移交给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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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1月9日下午，在宫廷

马厩(Marstall)附近和大学里的战斗仍很激烈，一些军官隐

藏在那里并向示威人群开枪。在发生暴乱的那天，柏林共有

15名革命工人和士兵身亡。

不多的伤亡人数证明，帝制的德国即便在最可靠的支持者

那里都已经得不到什么依靠了。在皇帝退位、共和国宣布成立

的第二天，柏林似乎又回到了常态。正如恩斯特·特勒尔奇所

记载的那样，11月10日是一个周日，市民如同往常一样去格

鲁讷瓦尔德(Grunewald)散步。“没有人盛装打扮，都是普通

市民，有些人特意穿得随意些。气氛不免有些压抑，似乎这些

人的命运决定权远在天边。但一切依旧平静安逸，一切都过去

了。电车和地铁照常行驶，这证明所有生活的必要环节都有条

不紊。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工资会继续支付的。”8

对于人民委员会代表来说，执政的日常工作始于11月11

日。艾伯特1919年2月6日在魏玛制宪国民大会上回顾多数

派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工作的情况时说：“我们实际上是旧政权

的破产管理人：所有仓库都空空如也，所有物资都已用光，信

誉扫地，道德低落。我们在‘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中央委员

会的支持和赞助下，竭尽全力应对过渡时期的危险和痛苦。我

们没有抢在国民议会前行动。但是在时间和困境不等人的地

方，我们都努力满足工人最紧迫的要求，尽一切努力使经济生

活步入正轨⋯⋯如果成就与我们的愿望不符，那么就必须对阻

碍我们取得成就的情况予以公正的考量。”

40 在帝国被推翻和国民议会选举之间的这十周里，执政的社

会民主党人并不是民主的奠基人，而是德意志帝国的破产管理

人。作为民主派，他们认为没有德国人民的明确授权，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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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开展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在战争与和平的危

险关头不适合实现社会主义。不能采用轻率的实验来损害社会

主义的理念，而应着眼于处理当前的困难，这意味着首先让经

济进入正轨，保卫帝国的统一。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实

现这些目标也需要政府能够得到人民明确的委任，因此应尽可

能地限制革命过渡政府的任期，尽早举行制宪国民议会的选

举。1919年1月进行选举乃情理之中的选择。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委员代表中，温和派哈泽和迪特曼

则认为要晚一点进行选举，最好在第二年4月或5月。如果把

选举推迟到1919年春天，当时仍在东线的士兵和战俘也能参

加选举，因此从形式上讲不无道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

论家之一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1月18日在党

的机关报《自由》(Freiheit)中指出了更深层次的原因，说明

为什么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要出面反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尽

早进行选举的要求。过渡政府必须“尽力采取行动，让无产

阶级相信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只能够向前。必须夯实民主，不

能出现任何倒退。行政机构不得成为反革命活动的乐园。最重

要的是，我们必须证明我们不仅是民主主义者，而且是社会主

义者。落实一系列社会主义过渡措施是完全可行的。必须实行

这些措施，建立抵御资本主义的反击阵地”。

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希法亭的话：现在掌权的民主势力应该

利用手中的革命权利，对社会做出预防性的干预。因为此刻还

根本不清楚，社会主义力量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是否能够达到所

需的多数席位。希法亭的政治盟友卡尔·考茨基并不赞同用推

迟选举日期来强化社会民主。考茨基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

推迟选举日期甚至会削弱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独立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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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派的立场与党内左翼有着更为本质的冲突。工会革命领袖

根本不想召开资产阶级可能会占据政治优势的制宪会议，而是

希望贯彻委员会制度，这样工人阶级就可以专政或者占据领导

地位了。斯巴达克同盟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就更加一

目了然了。10

人民委员代表的行动余地是否真像艾伯特及其朋友所说的41

那样狭窄，关于此事时至今日仍然有激烈的辩论。可以肯定的

是，激进左派的政策必定会引发协约国的军事干预。一边是多

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和“老派精英分子”,另一边是美国人和英

国人，他们之间有一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共识。根据停战协

定，协约国批准德军仍可留在战事激烈的波罗的海国家，以防

止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国家掌握政权，由此可见一斑。法国人则

担当了一个特殊角色，一旦德国发生某种“混乱”,法国人就

会出面强调他们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觊觎之望。但是，没有任

何迹象表明，如果按照独立社会民主党温和派的政策，对军队

和管理机构实行民主化，对某些关键工业行业实行社会化，就

会导致协约国出兵。

然而，如果人民代表委员会故意推迟国民议会的选举，帝

国内部则极有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危险。其实并不需要推迟

选举日期，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在选举前进行社会政治改革。

民主的反对派依然拥有强大的权力壁垒，可以想象他们只是等

待时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温和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士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

面要解决眼前最紧迫的问题，另一方面要保护未来的民主。2

选举日期的分歧给人民代表委员会带来了不小压力，但这

并没有影响政府开展工作。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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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温和派代表通常能够就最紧急的日常问题达成共识。独立社

会民主党人也不再一味反对资产阶级派来的国务秘书，所以后

者并未受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副手”的

控制，反而被认为是真正的部门负责人。外交部国务秘书威

廉·海因里希·索福就是这样工作的。只有在他认为有必要时

才允许给他的副手考茨基审阅文件。一些重要的行动都绕过了

考茨基和形式上负责外交政策的人民委员会代表哈泽。索福

11月13日向协约国发出的一个秘密信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这封信里，他要求战胜国明确声明，一旦激进势力在德国得

手，战胜国军队将不遗余力地开进德国。3

11月15日，人民委员代表任命左翼自由派人士、柏林宪 42

法专家胡戈·普罗伊斯(Hugo Preuβ)担任德国内政部领导，

承担起草德国宪法的任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部宪法

不会带有社会民主党的特有痕迹。即使在最重要的经济复苏领

域，两个社会民主党派也决定不派出自己人担任重职：新经济

复苏部国务秘书由军事专家约瑟夫·克特(Joseph Koeth)中

校担任，他是巴登亲王领导的前任内阁选定的。多数派社会民

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各自推举了一位国务秘书：多数派社会

民主党的右翼人士奥古斯特·米勒进入帝国经济部，而独立社

会民主党温和派的埃马努埃尔·武尔姆(Emanuel Wurm)入

职帝国农业部。

由于两个不同方向的社会民主党人几十年来从未担任公

职，所以并不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掌控好 1918年国家和经

济的制高点。出于这种原因，人民委员会代表需要依靠“资

产阶级”专家的帮助。只要这些专家是民主改革的支持者，

或者是议会制度的坚定支持者，那么与他们的合作通常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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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问题的，但是比较困难的是与那些仍坚持旧体系思维的高

级官员相处。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就是这样一个实例。12月13

日索福提交辞呈，起因是4天前他的一个丑闻。他拒绝与人民

代表哈泽握手，因为根据苏俄驻德大使越飞(Joffe)的说法，

哈泽知道苏俄向独立社会民主党提供金钱资助德国革命。4

然而像索福这样的辞职乃属例外。政府官员、检察官和法

官都基本留任，尽管他们明明是前政权坚定的同路人，是民主

的坚定反对派。在普鲁士，帝制时代的邦议员继续执政，好像

1918年11月9日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地方工人委员会抱怨

邦议员的不忠行为，这些抱怨通常被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内政

部部长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驳回，或者根本不

予理睬。即使保守的邦议员主动辞职，海涅仍敦促他们继续任

职以维持秩序。十一月革命8个月之后，依据三级选举权组建

的管理机构才被新机构取代。

当然，让民事行政领域保持高度的连续性有充足的理由。

如果革命政府撤销大量官员、法官和检察官的职务，德国将陷

入混乱。由于两个工人政党没有可以填补空缺职位的人手，因

此新的掌权者别无选择，只能要求以前的任职者留任。但是，

绝对没有必要让极端保皇派官员继续担任重要职务。示范性地

解聘一些人也会对那些难以认同共和国的官员发出警告。另

外，不仅新的政府机构要依赖原有的官员，如果考虑到这些官

员离开公职后的社会影响，实际上也存在着相反的依赖性。

1918年秋，完全有可能实现公共服务领域的部分民主化。之

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认为这并不是优先

考虑的事项。?

社会民主党与武装力量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执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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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柏林执行委员会制订了计划，准备创建一支人民志愿

自卫军。11月16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委

员会没有做出任何具体决定。直到12月6日，政府才接受了

艾伯特三天前提出的组建一支人民志愿自卫军的法律草案。该

部队最初的规模为11000人，采取由团队选举领导人的原则。

但是人民代表没有自己着手负责这条法律的落实，而是将这项

任务委托给了普鲁士战争部，而战争部又请最高统帅部参与。

以上两个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预料之中的：这条法律仍然停

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德国与奥地利不同，它没有能够在1918年建立一支忠于

共和派的保卫部队。在这里，人民代表的疏忽是一个原因，但

还有另一个原因：德国与奥地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德国的工人

运动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与独立社会民主党

之间的矛盾，给建立人民自卫军的所有计划带来了浓重的阴

影。如果两个社会民主党派的支持者组成一支志愿部队，人们

都会怀疑他们能否在极端左翼发动政变时一致全力抵抗。11

月10日，《前进报》呼吁工人不要卷入一场“特殊的斗争”。

与工会革命领袖的支持者和斯巴达克同盟的武装冲突是一场兄

弟间的内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就不应高估社会民主党人参

与这场斗争的意愿。另外，工人当中反军事主义情绪非常普

遍。经历了四年战争后，即便只是暂时从军，也没有多少人愿

意再次步入士兵的行列。

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人民自卫军的建立，仅仅用工 44

人的愿望以及厌战的情绪是解释不了人民代表做出的军事政策

决定的。11月11日，革命政府按照格勒纳的请求，在一份电

报中要求最高统帅部“命令整个野战军，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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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军纪，保持镇定和严肃的纪律。只要不被解职，就必须绝

对服从其军队上级的命令。只有接到军队上级的命令才能解职

军职人员”。军官必须携武器和佩戴军衔徽章。所有建立士兵

委员会的地方都要“毫无保留”地支持军官维持纪律和秩序。

第二天，人民代表的另外一个决议以更详细的形式确认了这一

指令。

再次毫无保留地赋予军官以指挥权，而士兵委员会则把自

己放在从属地位上。这种做法让最高统帅部感到满意：人民代

表用他们的签名批准了军界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对“普鲁士

军国主义”做出这种明显的支持，士兵委员会是深感受到挑

战的。他们并不否认，野战部队的返乡和遣散需要遵守纪律，

但是他们认为，恢复之前的状态根本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12月1日和2日，在巴特埃姆斯(Bad Ems)召开的野战

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大会上，与会者一致要求进行必要的改

革，取消专制国家的军事体制：废除非执勤期间的强制性敬

礼，关闭军官餐厅，军官、文官和部队成员享有同等的伙食条

件。另外，士兵委员会应该有权讨论所有涉及部队的经济和社

会问题，以及发布纪律处分和处理投诉。后勤部门应“定期

与士兵委员会”沟通协调。

最高统帅部对此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而且取得成功。艾

伯特于12月14日宣布，他原则上同意格勒纳和兴登堡的立

场，但也指出士兵一致的反对立场所造成的困局。艾伯特的让

步明确表明，政变后仅一个月，最高统帅部已成功晋升为和政

府平起平坐的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的反对情绪只会继

45 续增长。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正在失去士兵委员会的支持。11

月10日在与工人队伍中的激进势力抗衡时，多数派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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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正是得到了这一支持才站稳了脚跟。6

除了公务员队伍和军官队伍之外，企业家也属于“旧时

代精英”。1918年秋天，无论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执政

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必须与企业家合作。对于人民代表来说，他

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让数百万返乡士兵重新融入生产大

军。而完成这个任务只能通过国家、企业家和工会的共同努

力。对于工业企业家来说，与工人组织的合作，从社会角度考

虑还意味着避免了两种危险：一方面是企业的社会化，另一方

面是国家的调控。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工会也有类似的看

法。企业家的认可，让自由工会无论在国家面前还是在新成立

的委员会面前都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工人委员会正是自由工

会很不喜欢的一个竞争对手。

早在1918年10月，电气行业的各方代表就开始了首次会

谈。不久后，重工业和工会代表的会谈也相继跟进。双方同

意，迫在眉睫的复员工作需要雇主方和工人方的积极参与。工

会和雇主协会联合倡议建立一个帝国经济复员办公室，同时再

组建一个专业委员会来辅助这个机构的工作，并由双方派出对

等人数参加。

11月9日之前举行的高层会谈中，讨论了要建立一个涉

及面更广的“工作小组”。但此举还面临两大难题：到目前为

止，工会还未能说动雇主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并且放弃倾向于

企业家的“橘色”工厂协会。之后的政治动荡似乎使企业家

在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向工会方向迈进了一步。11月15日，

双方签署了所谓的《施廷内斯-莱吉恩协定》,该协定的名字来

自两个谈判代表，他们是来自重工业的胡戈·施廷内斯

(Hugo Stinnes)和自由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卡尔·莱吉恩(C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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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en)。

在这份文件中，企业家承认工会是工人大众推举的代表。

他们还保证，退役回乡的工人有权恢复原职，并接受与工会谈

判达成的工资协议及工作条件的规定。在有 50名以上员工的

公司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并设定每天的正常工作时间上限为 8

46 小时，不允许因缩短工作时间而减少收入。未来合作的组织框

架是由双方指派同等人数参与，并根据同样的原则进行专业分

类的“德国工商业雇主和雇员协会中央工作小组”,简称为

“中央工作小组”(ZAG)。

《施廷内斯-莱吉恩协定》似乎让工会实现了长久以来的

愿望。这主要体现在承认工会是工资定价合作方，实行全额工

资的8小时工作制。但是这个协定也有一个问题，企业家们表

示，只有在所有文明国家通过国际协议同意采用相同工作时间

的情况下，德国的8小时工作制才会持续下去。

企业家要求附上一个会议记录，声称只有所有文明国家通

过这一国际协议，确认 8小时工作时间，德国8小时工作制才

能持续实行。在“橘色”工厂协会问题上，莱吉恩11月5日

向雇主保证，如果这个组织是自发的，并且在没有财政赠款的

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6个月，那么它就可以与工会商谈

进入中央工作小组一事。

对于雇主来说，成立中央工作小组所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对

工会阵营做出的让步。最重要的是，1918年11月15日的协

定等同于一个反对社会化的合约。接受企业家作为合作伙伴，

工会就承认了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实际上，自由工会

1918年11月最想实现的是关键行业的社会化。工会作为工人

经济利益的代表参与谈判，这些人正是出自对自己地位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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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去涉足上层政治。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人民代表

委员会的手脚。即使政府愿意，积极的社会化政策也很难在工

会那里得到贯彻。7

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中极力推动重要经济部

门的快速社会化。虽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私有财产关系

的变更会对经济复苏构成威胁，但他们不想被指责背叛自己推

行社会主义的基本承诺。人民代表在11月18日做出的决定似

乎给这道难题指明一条出路。根据这个决定，对那些“根据

其发展程度，已经做好社会化准备”的工业分支立即实行社

会化。但是在此之前应该任命一个“权威的国家经济学家委

员会”,“让工人和企业家行列中的实践家共同参与，以确认

细节”。

在这个社会化委员会中，除了两名社会民主党派和工会的 47

代表外，还有几位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包括经济学家约瑟夫·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2 月5日，由卡尔·考茨基领

导的社会化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但是工作进展很不顺

利。负责“监督”该委员会的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奥古斯

特·米勒(August Muller)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社会化。12月

底，他甚至声称，煤矿业的任何一种社会化行为都是犯罪和愚

蠢的。米勒试图用限制场地、限制助理和限制资金的办法，尽

量给委员会的工作制造困难。专家们在1919年 2月中旬才提

交了一份有关煤炭行业社会化的初步报告，主要困难是这些行

政条件。8

1918年底，只有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者才会谈论德国经

济的全面社会化。在工人政党、工会、国家政府机构中，没有

人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及其经理人。大规模的没收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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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只有在煤矿业这一领域，社会

化在经济层面是可行的，因为该领域的市场规则基本失效，作

为诸多煤矿企业的所有者，国家已经具有企业管理的经验。煤

矿业实现社会化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论据。煤矿业是当时德

国的重要产业，矿主不仅是工会的死对头，而且坚决反对帝制

国家的民主化。因此，煤矿业的社会化意味着将在反共和势力

前线取得突破。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搁置社会化问

题，无疑是放弃了巩固议会民主制的部分准备工作。

在帝制时期有一个社会团体，这个团体像莱茵-威斯特法伦

的重工业界一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化，这就是易北河

东部地区的大地主阶层。君主制的垮台意味着这个团体的政治

影响力急剧下降。但是在1918～1919年，容克的社会势力受到

的威胁远远小于矿业主。农民和贫穷农民没有发动没收土地的

运动，德国政府以及普鲁士革命政府都没有考虑过变更这片富

48 饶平原上的所有权关系。最重要的是，令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

无法进行激进农业改革的原因，是他们担心采取严厉措施可能

危及粮食供应。为了小农和农业工人的利益而进行农庄财产分

配，确实会带来不可预见的经济风险。在这方面，也可以采用

“国家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普鲁士、梅克伦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

Strelitz)这些邦可以没收大宗财产，然后交给有能力的佃户经

营。但是1918年根本没有讨论这样的方案。农业问题并不是

社会民主党的强项。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在工业领域还是农业

领域，大企业要比小企业更为合理，因为小企业几乎没有生存

的机会。而从这个视角出发处理问题，实际上为1918年接受

易北河东边的现状提供了理由。在主要由大地主出任代表的



2.中断的革命/ 059

“德国农业战争委员会”的敦促下，人民代表委员会于11月

12日向“农业人口”保证向他们提供保护，“使其免遭不请

自来者对其财产和生产条件的一切干扰”。不久后，人民代表

同意成立由大地主、中小型农户和农业工人组成的联合委员

会，但这个委员会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对农村现有所有权结构的

一个全面保证，在政治上大大削弱了本来就很弱势的农业工人

运动。

独立经营的农民和农业工人并没有按照《施廷内斯-莱吉

恩协定》的模式建立工作合作小组。农场主拒绝承认两个农

业工人工会拥有农业工人的代表权，它们是社会民主党农会和

基督教农会。但农业工人也取得了一些革命性的成果：1919

年1月24日的临时农业劳工法为他们提供了帝制时代不曾给

予他们的农会活动权和社会工资协议权。然而农业工人权利远

不及工业工人那样有保障。早在1919年春季，波美拉尼亚的

农业联盟就开始准备用准军事手段破坏农业工人工会。不久就

有更明显的迹象表明，容克地主的社会权利并未因十一月革命

而受到多少损失。9

按照艾伯特的意见，所有政治领域在国民议会选举前应遵

循的原则是，不要抢先在国民议会之前做任何决策，而应将精

力集中于解决迫在眉睫的日常问题上。在人民代表委员会上，

艾伯特的这一方针得到广泛赞同。但是他的影响力不足以让另

一个柏林政府，即普鲁士邦内阁也落实同样的方针，该内阁由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派出同等比例的代表组

成。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阿道夫·霍夫曼(Adolph Hoffmann) 49

很快就在普鲁士部长中上升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与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人康拉德·黑尼施(Konrad Haenisch)共同担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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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领导人，后者的灵活度远不及他。

霍夫曼出版过一部尖锐批评宗教十诫的作品，他因此获得

了“霍夫曼十诫”的绰号。这位激进的无神论者上任时就宣

布，普鲁士将来只有不受政治和教会监管的统一学校，并严格

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11月底霍夫曼颁布了两项法令，在小

学里废除现有的校方宗教监管，废除宗教课程。

霍夫曼颁发的反教会法令引发了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文化斗

争。抗议来自新教和天主教。在莱茵兰和上西里西亚，这种来

自部委的反教权主义助长了试图摆脱柏林的情绪，它既针对普

鲁士，也部分剑指帝国。中央党在对抗阿道夫·霍夫曼政策的

过程中，找到了迄今求之不得的振奋人心的竞选口号。在政治

光谱的右翼，帝国保守党的继承人，即保皇派的德意志民族人

民党(DNVP),在忠于教会的基督教派的动员中得益。1919

年元旦，中央党和柏林新教团体召集了6万人前往普鲁士文化

部，抗议在德国最大邦颁布的教育政策和教会政策。多数派社

会民主党人没有及时，或只是态度敷衍地和霍夫曼划清界限，

但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政策不仅引起了左派的抵制，而且

激起了右派和中间派的反抗。20

艾伯特暂时未受到“右翼”的反对，这位人民代表委员会

主席被视为坚定地反对极左派的代表，因此是站在多数派社会

党人右边的天然盟友。12月初，高级军官和高位官员出台了一

个计划。根据该方案，艾伯特得到军队支持，被暂时赋予全权

履行德国总统之职，解散以柏林执行委员会为首的工人和士兵

委员会。12月6日，“弗朗茨皇帝”步兵团后备营的武装军人、

人民海军师的水兵和一支学生民兵队向帝国总理府进军，以向

艾伯特致意。游行代表提出要求，在12月选举国民议会，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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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柏林执行委员会“管理不善”,最后宣告艾伯特为共和国总

统。艾伯特的回答小心翼翼，也相当克制。这批示威者发动的 50

类似推翻执行委员会的行动几小时后，正规军士兵与斯巴达克

同盟①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枪战，造成16人死亡，12人受重伤。

四天后的12月10日，根据最高统帅部和艾伯特之间达成

的协议，近卫军进入柏林。按照格勒纳的说法，只有这些前线

部队才能解除平民武装，清除帝国首都的斯巴达克分子。另

外，近卫军的目的是强调最高统帅部的要求，最高统帅部才是

保证内政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格勒纳希望部队进驻带来的

效果未能实现：士兵们回国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进入柏林

的10个师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完成交给他们的清缴任务。艾伯

特在12月11日向返回家园的部队发表的一次讲演，在心理上

给了军队一个巨大安慰：“任何敌人都未能战胜你们!”这似

乎在为那句致命的所谓背后捅刀的说法进行强力辩解。

12月16日至 21日，工人和士兵委员会首届全国代表大

会在柏林召开。这符合柏林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确实

只视自身为德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临时领导。在大会开始

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基本可以确认，他们在514名代表中占大

多数，因此他们比较放心。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一方大约有300

名来自地方和地区委员会的代表，独立社会民主党大约有100

名代表。剩余的人或倾向左翼自由阵营或倾向无党派阵营。斯

巴达克同盟的两名领导成员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

没有得到席位。会议开始时，绝大多数人拒绝了接纳他们作为

① 也译作“斯巴达克团”或“斯巴达克联盟”等，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

人的革命组织。主要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
拉·蔡特金等。



062/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客座顾问的申请。

由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占据强有力的多数，这次会议最重

要的问题似乎在开会前就得到确认：尽早举行国民议会的选

举。推迟选举日期的支持者以及“纯委员会制”的支持者几

乎没有什么机会。柏林执行委员会主席里夏德·米勒11月19

日在工人委员会大会上放言：“只要我活着，就别想召开国民

议会。”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米勒也因此被称为“尸首米

勒”。他再次警告：“资产阶级希望尽早召开国民议会，就是

要吞噬工人的革命果实。”工会革命领导人恩斯特·多伊米希

在其精彩讲演中提出要坚持“纯委员会制”,强调劳动人民要

实行自我管理的倡议。但这并未能改变与会者的态度。

5112月19日，与会代表达成344 票对98票的投票结果。这

个结果事先就被多伊米希称为革命的“死刑判决书”。代表们

拒绝了多伊米希的提议，否定把委员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共和

国宪法基础，拒绝承认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拥有最高立法和执法

权。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斯·科恩-罗伊斯(Max Cohen-

Reu?)的动议以约400 票对50票得到通过。该动议建议1919

年1月19日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个日期比人民代表委员会

在11月 29日达成一致的2月16日提前了不少。

激进左派指责保守势力希望通过尽快选举国民议会来结束

革命，或者至少部分地扭转其成果，在这一点上激进左派并没

有冤枉后者。但是多伊米希提出的“纯委员会制”确实是建

立在幻想的基础之上。他的设想是，在一个分工明确、高度发

达的工业社会中，能够长时间地动员群众持续监督当选者。因

为极少的工人有所需的空闲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可以预

见，“纯委员会制”将很快成为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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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更糟糕的是，如果废除了资产阶级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

三权分立，那么实际上就无法对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也许“纯委员会制”的某些支持者非常厌恶一党专政，但他

们对直接民主的设想是没有任何保障的，这反而为最不民主的

现实铺平了道路。

与多伊米希同台发言的科恩-罗伊斯在其激情洋溢的讲演

中用俄国的例子警示国民议会的重要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这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发言人关于委员会统治在德国可能

造成的内政和外交后果的陈述，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即使没

有科恩-罗伊斯的精彩讲演，赞同议会和反对委员会制度的决

定也不会有太大不同。半个世纪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德国男

性一直享有平等的普选权，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用一

场民主革命取缔这项民主成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场革命本

应带来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民主，这是德国第一届委员会代表

大会绝大多数人的明确意愿。

虽然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就大会最重要问题的投票结果感到

满意，但是在其他领域，代表们的立场仍站在多数派社会民主

党人民代表路线的“左”侧。大多数人同意，政府应立即对 52

成熟的相关产业，特别是采矿业开展社会化进程。而让艾伯特

感到更为不安的是，汉堡士兵委员会起草并得到大会一致批准

的军事政策草案《汉堡要点》(“Hamburger Punkte”)。要点

规定，在新当选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控制下，由

人民代表行使军事指挥权。作为“打倒军国主义和废黜盲目

服从的象征”,取消所有军衔徽章，不得在军务外佩带枪支。

士兵们自己推举领导。士兵委员会负责维持纪律，废黜现有的

军队，加快建设一支人民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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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接受《汉堡要点》,首先是对政府疏忽的一种回应。

如果人民代表们接受了野战军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12月1日

在巴特埃姆斯提出的温和要求，也就没有必要在委员会大会上

做出这个决议。《汉堡要点》的某些部分，尤其在领导人的选

举和取消所有军衔的问题上是不成熟的，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既没有尝试进行相应的更改，也没有努

力去赋予该决议以指导性的特征，因为这个文件需要有具体条

例才能实施。

在最高统帅部的巨大压力下，这个文件后来做了一些修

改，但是这些改动从根本上颠覆了《汉堡要点》的核心。委

员会大会的决议现在只适用于国内军队，而野战军不在其列。

1919年1月19日发布的执行条例完全允许建立一支共和国国

防军，但与《汉堡要点》截然不同的是，条例明确规定了指

挥权只属于军官。在1919年 3月6日国民议会颁布的建立一

支临时帝国国防军的法律中，已经根本看不到第一届委员会大

会关于军事政策方面所做决定的任何痕迹了。

《汉堡要点》的决定暴露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民代表领

导能力不足，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同事们在大会上的表现证明

了他们是“没有士兵的军官”。12月18日，多数派社会民主

党人提出申请，“在国民议会出台其他规定之前”,将立法权

和行政权移交给人民代表委员会。由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

53 会来任命人民代表，由人民代表对议会进行监督。党内盟友对

此问题发出追问，哈泽就议会监督的概念做了解释。所有法律

都要提交中央委员会，较重要的法律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讨

论，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认为这远远不够，他们希望中央

委员会拥有在法律颁布之前同意或拒绝的“全权”。多数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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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人则坚持人民代表要拥有政治上的活动空间，并且发

出威胁：如果大会接受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提议，社会民主党人

就不再出任人民代表、国务秘书和普鲁士邦部长。大会多数赞

成哈泽对“议会监督”的解释方案。之后独立社会民主党激

进左翼决定，自己的团队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

选举的结果是，被选入“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

员会”的17名成员是清一色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应起

到制衡政府作用的中央委员会远不及柏林执行委员会。独立社

会民主党的内部分裂此时已经公开化。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人民

代表也因这个党团的决议失去了工作基础。政府合作伙伴之间

自1918年11月10日开始的公开决裂，现在已不可逆转。2

所谓的“柏林圣诞节之战”是令这一合作终结的最后一

次事件。“圣诞节之战”起因是围绕着人民海军师持续两周的

冲突，事关水手的工资和让他们撤离占领的城市防御堡垒

(起义军的防御工事)的指令。这场冲突在12月23日达到高

峰，并演变成一场人民代表委员会和部队之间公开的权力斗

争，部队一方越来越接近左翼极端派的立场。圣诞节前夕，两

名叛乱的水手在与忠于政府的共和军士兵自卫队交火中被枪

杀。之后，叛乱的士兵包围了政府办公地，占领了帝国总理府

的电话局。此外他们还冲进城市指挥部，把担任城市指挥官的

奥托·韦尔斯等人逼困在马厩。

艾伯特12月24日晚上得知，韦尔斯受到了监视人员的虐

待，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通过一条不受叛军控制的秘密电

话线向普鲁士战争部请求军事援助。格勒纳从位于卡塞尔的最

高统帅部总部通过另一条不受监控的电话线联系了艾伯特，请

求授权他以军事全权，对水手采取行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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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三位人民代表随后向普鲁士战争部部长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上

午 8时前，勒奎斯(Lequis)命令炮兵向宫殿和马厩开火，其

实这对韦尔斯和其他被囚人员构成了直接的生命危险。宫殿先

被勒奎斯的军队占领，后来警察总长艾希霍恩的保安卫队、红

色士兵武装和武装的工人赶来帮助水兵。宫殿又被夺回。之后

艾伯特下令结束战斗。

勒奎斯部队的行动最后以军方的军事失败和政府的政治失

败告终。人民代表不得不再次与起义的士兵进行谈判，以达到

释放韦尔斯、收回宫殿和马厩的目的。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

政府不得不向这个人民海军师做出让步，承认其可以保持现有

兵力，并被整体纳入共和军。另外水手们提出，韦尔斯必须辞

去城市指挥官的职务，这个要求也得到了满足。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向军方发出求救是极端的无

奈之举，根据当时的局势也是在情理之中。另外，他们没有与

普鲁士战争部部长商讨该行动实施的细节，而完全听任军队摆

布，这未免过于轻率。艾伯特和格勒纳的政治联盟在1918年

圣诞节前才最终敲定。在12月28日的人民代表委员会和中央

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讨论了12月23 日和 24 日的事件，哈泽

的抱怨不无道理，他批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同僚没有必要给军

队开出一份空白授权书。独立社会民主党质问中央委员会，是

否批准了战争部部长的指令，中央委员会承认了此事，随后人

民代表哈泽、迪特曼和巴尔特以此为由退出了政府。

虽然哈泽对以艾伯特、谢德曼、兰茨贝格为一方和以格勒

纳与朔伊希为另一方的互动方式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独立社

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本身也负有很大责任，因为没有一支足够

强大、可靠的共和派保安部队，人民代表委员会只能依靠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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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在过去的几周里，不仅是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

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在军事政治领域也很被动。后

者在委员会大会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其党团抵制中央委员

会的选举。并不是12月24日的军事失败，而是这个决议，才

是两个社会民主党派结盟失败的真正原因。

12月29日，两名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取代了三名独立社 55

会民主党人 民代表的席位。其中一人是鲁道夫·维塞尔

(Rudolf Wissell),一位熟练的机械师，也是自由工会中央秘书

处的长期负责人，1869 年生于哥廷根。他接手了社会和经济

政策部门。另一人是比他大一岁、来自勃兰登堡的古斯塔夫·

诺斯克，曾是木匠，后来任党报编辑，在帝国议会党团担任专

员时颇受瞩目。诺斯克负责军队事务，因此一入职就必须做出

影响重大的政治决策。

组建纯粹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政府并任命诺斯克，这使得

执政权的政治方向向右移动了一大步。圣诞节之战让部分柏林

工人开始明显向左转。在不少工人看来，投入军队似乎证实了

斯巴达克同盟的观点，即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已成为反革命的

盟友。阵亡水手的葬礼成为帝国首都无产阶级激进势力的大型政

治集会。示威者把争夺宫殿和马厩之战的罪魁们的名字写在标语

牌上：“我们谴责艾伯特、兰茨贝格和谢德曼杀害水兵!”3

联合政府破裂两天后，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柏林召开。

它起源于两种不同的政治流派：一个是斯巴达克同盟小组，它

曾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极左翼；另一个是德国共产国际，源自

汉堡和不来梅左翼激进派。德国共产国际经熟知德国情况的布

尔什维克专家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介绍，直接和列宁

取得联系。拉狄克自12月19日以来一直以苏俄领导人的代表



068/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身份非法逗留柏林，也是他一再敦促共产国际与斯巴达克同盟

结盟。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莱

奥·约基希斯(Leo Jogiches)本并不愿意脱离独立社会民主

党。但是12月15日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全体大会并没有采纳

他们提出的建议，即独立社会民主党应退出人民代表委员会，

确立“所有权力归委员会”口号，因此在组建一个独立政党

的问题上他们不再有什么顾虑。

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大多数代表是熟练工人和知识分

子，而且是这些人群中的年轻人，这种社会和年龄构成是这个

56 年轻政党的整体特征。共产党的追随者大多根植于社会民主党

的传统，但也有一些成员，尤其是在柏林，他们是因为革命才

关心政治。他们非常容易受党代表大会上那些乌托邦激进思潮

的影响。受过马克思主义熏陶的领导人面对这种倾向有些束手

无策。李卜克内西一向愿意和“基层”保持一致，自然不想

出面反对。只有罗莎·卢森堡敢于出面指责激进势力。她对喧

闹的代表们大声说：“你们就是想快刀斩乱麻地推进你们的激

进主义。你们大声嚷嚷‘快点投票’就是最好的证明。”

罗莎·卢森堡还在党章中写入了：“斯巴达克同盟行使执政

权必须符合德国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大众的明确意愿，并且在得

到他们明确同意斯巴达克同盟的观点、目标和斗争方法基础

上。”实际上，党代会“狂热的乌托邦精神”还是占据了上风，

这是历史学家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在1935年

出版的《德意志共和国历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publik)

中的陈述。1927年前他本人一直是一名共产党员。这种情绪

主要体现在会议最重要的争执议题上，即对国民议会的态度。

虽然党的领导层在原则上承认委员会制度，但他们还是认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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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选举，因为他们将选举视为培养和教育人民的一种手段。

但投票结果是62 票对 23 票，通过了来自皮尔纳(Pirna)的

代表奥托·吕勒(Otto Rühle)抵制选举的提议。

罗森贝格称该决议是“间接地呼吁篡权的冒险行动”,这个

决议与罗莎·卢森堡提出的章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像李卜

克内西一样，卢森堡也服从了多数人的决定，成了这一思潮的

囚徒。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是一种不明智的激进主义表

现。工会革命领袖以及有长期工会工作经验的专业工人代表因

不同意共产党反议会主义的观点，没有参加这个新的党组织。4

1919年1月4日发生了所谓的“斯巴达克起义”,但这个

说法有失公允：起因是普鲁士邦总理保罗·希尔施(Paul

Hirsch)解除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人士埃米尔·艾希霍恩柏

林警察局局长的职务。普鲁士政府的几位独立社会民主党成

员，效仿几天前独立社会民主党三位人民代表的榜样行为，退

出了普鲁士邦政府，之后希尔施试图说服艾希霍恩辞职，而艾

希霍恩本人并不愿意，所以总理将他免职。鉴于艾希霍恩在圣 57

诞节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解除其职务只是时间问题。任何政

府都不能将首都的警察交给一个准备推翻政府的人管理。

激进左派并不这么看：他们把解除艾希霍恩的职务视为一

场有针对性的挑衅。1月4日晚上，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与

工会革命领袖一起，决定举行抗议活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

签署了相关的呼吁。从参加人数和战斗精神来看，1月5日的游

行远远超出了组织者的期望值。但是那天事件失控了。在柏林

警察总局，工会革命领袖、柏林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和共产党

中央领导人正讨论如何进行下一步工作时，武装的示威者占领

了《前进报》和《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印刷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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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Mosse)出版社、谢尔(Scherl)出版社和乌尔施泰因

(Ullstein)出版社大楼、布克森施泰因(Büxenstein)印刷厂和

沃尔夫(Wolff)电报大楼。

警察 总局讨论期 间，人 民 海军师指挥官多伦巴 赫

(Dorrenbach)上报了一个消息：不仅是他的部队，而且所有

柏林军团都站在工会革命领袖一边，准备用武力推翻艾伯特-

谢德曼政府，但后来被证实这是一个误传。正是听到这个军队

支持抗议活动的误报，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在这种情况

下，不仅要抵制对艾希霍恩的打击，如有可能也要推翻艾伯

特-谢德曼政府”。大多数与会人士不顾里夏德·米勒和恩斯

特·多伊米希的反对，表示要继续占领报社，呼吁柏林工人进

行大罢工，掀起反政府的抗争，彻底推翻政府。5

柏林部分工人的1月起义最初群龙无首。并不是德国共产

党计划要推翻政府，而是工会革命领袖支持者和共产党支持者

的要求，而工会革命领袖支持者的数量占大多数。但是占领印

刷厂和报纸编辑部之后，已经迈过了使用暴力的门槛，此时各

个革命团体都争先比谁更激进。先是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

对来自下面的压力示弱，随后坚定反对政变行动的罗莎·卢森

堡也在群众的自发性面前屈服，她一向视群众为历史最重要的

推动力，而莱奥·约基希斯则希望共产党应该公开疏远李卜克

内西。卡尔·拉狄克在1月6日德国共产党中央会议上表示，

推翻政府的呼吁是错误的，并在三天后要求该党退出这场无望

的战斗。

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对极左翼行动的回答是呼吁发起大罢58

工。1月6日上午，社会民主党的大批支持者拥入政府办公

区，在人民代表委员会前组成人体盾牌。但现在除了报刊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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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外，电报大楼和帝国印刷厂都已落入激进分子手中，因此政

府和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采用更强硬的抵抗形式。极左翼的起义

显然是一种阻挠国民议会选举的尝试，意在将少数派的意愿强

加给多数派。此时的局面和俄国有一定的可比性：布尔什维克

在一年前驱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一年后他们的德国追随者正

在努力抢先一步让制宪会议落空。因此，必须抵制这种对民主

的攻击，必要时必须用武力来反对武力。

1月起义开始时，柏林的几个后备营、部分共和派的士兵

卫队和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安全部队站在政府一边。此

外，刚刚启动的“社会民主党志愿服务队”也加入了。1月8

日，由这些志愿者和“爱心小组”(Gruppe Liebe,以其组长

的名字命名)的成员组成了“爱心”和“国会”两个兵团。

与这些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组织不同的另一个极端，则是政

治上右翼的两个志愿军团：一个是“柏林神枪手军团”

(Freischützenkorps Berlin),根据政府1月7日发出的“志愿者

站出来”号召而成立，由原第1近卫师的士兵组成；另一个是规

模更大的“赖因哈德志愿团”(Freiwilligenregiment Reinhard),由

威廉·赖因哈德(Wilhelm Reinhard)上校领导，他本人后来

积极参与纳粹党的活动。最初，人们还不知道配有重机枪、轻

型榴弹炮和野战炮的“波茨坦军团”(Regiment Potsdam)的

意向。1月起义期间，这个后来自称为“波茨坦志愿军团”

(Freikorps Potsdam)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受共和派卫队军官的影

响。最高统帅部的其他志愿部队在1月8日之后才接到命令前

往柏林，并在首都附近准备发动进攻。

“好吧!总得有人出面当恶人，我不怕承担责任!”这是

诺斯克的一句名言。1919年1月7日，人民代表古斯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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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克接任柏林及其周边地区政府军的最高指挥。此时已经很

清楚，人民代表委员会已经争取到了强大的军队支持。根据多

伦巴赫1月5日的判断，声称支持起义的那些军事团并没有真

正地投身极左翼阵营，甚至多伦巴赫自己的部队人民海军师也

持中立态度。

59 起初并不能确定是否会出现武装冲突。1月6日，根据独

立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建议，政府阵营和起义一方开始谈判。多

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温和派一致认为，必须充分

恢复新闻自由。对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来说，这种要求具有生

死攸关的重要性，因为《前进报》报社被占领，新闻自由实

际上名存实亡。因此艾伯特认为，如果起义方不立即撤出印刷

厂和编辑部，那么谈判没有任何意义。考茨基仍坚持进行调

解：中央委员会和人民代表委员会应再次事先申明立场，如果

谈判的结果无法充分恢复新闻自由，谈判就必须被视为失败。

这个建议是为避免工人运动中发生兄弟之间流血冲突提供的最

后一次机会。起义方是否会接受考茨基的妥协建议还不得而

知。他们提出的所谓无理诉求是恢复艾希霍恩的职位，这是根

本不能答应的。但他们又没有收到任何调解的方案。艾伯特和

他的盟友担心放弃他们的现有立场会有损威望。由于《前进

报》也是地方党的机关报，所以社会民主党的柏林党组织也

坚持对激进分子采取强硬路线。中央委员会也持这种观点。1

月7日，大多数人拒绝了考茨基的提议。用暴力解决冲突的骰

子终于掷下。

1月11日早晨，“波茨坦军团”开始进攻《前进报》报社，

甚至动用了野战炮。炮轰持续了几个小时，占领者后来投降。

就交接问题参与谈判的5名议员被俘，随后被带到百丽联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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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Belle-Alliance-StraBe)的龙骑兵营(Dragonerkaserne)里，

并立即被就地执行死刑。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为起义占领者当信

使的3名工人头上。这次谋杀案的主要负责人是冯·斯特凡尼

(von Stephani)少校，事后对他进行了13个月的调查，但最终

他还是被无罪释放了。

《前进报》报社被夺回的同一天，政府军也接管了其他被

占领的新闻机构大楼。就在1月11 日这同一天里，根据诺斯

克的指令，冯·吕特维茨(von Lüttwitz)将军率领由最高统帅

部组建的志愿军团开始向柏林进军。因为1月12 日已经彻底

平息了起义，所以志愿军团在军事上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

于1月15日进驻柏林。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成 60

了志愿军团进驻柏林的第一批受害者。这两人都于1月15日

被军官枪杀。据第二天的新闻报道，李卜克内西在逃离时遇

害，而罗莎·卢森堡则被众人围攻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尸体

被凶手扔进兰德韦尔运河里，4个月后才被找到。

1919年 5月，一些直接参与谋杀的军官被军事法庭宣布

无罪释放。对另外两名同犯，法院仅仅判处了轻刑，而其中一

人还得以逃到国外。坐镇伊登(Eden)酒店指挥的“谋杀犯

们”,包括瓦尔德马·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上尉在内，

都未受惩罚。虽然军事法庭的枉法行径遭到了主要社会民主党

人的尖锐批评，但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最终仍然在判

决书上签了字。

1月起义后的流血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卡尔·李卜克

内西首先喊出“推翻政府”的口号。罗莎·卢森堡为共产党

机关报《红旗报》(Rote Fahne)撰写的最后一系列文章中，

也反对起义分子与政府进行谈判。当“群众”行动起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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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卢森堡并没有发声批评左翼激进主义。1月起义是少数极左派

人士的政变尝试。如果这些人实现了直接目的，成功地推翻艾

伯特-谢德曼政府，就会在整个德国引发一场血腥的内战，导

致协约国的军事干涉。因此政府认为自己有理由出面镇压起

义。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支持采用谈判方式说服起义方投降

的观点。尽管如此，也应该给考茨基的调解尝试一个机会。因

为暴力镇压起义的后果不言自明：受到常规军和志愿军团支持

的反革命风险加剧，工人运动中温和派和更激进派之间的分裂

必定会日益加剧。

1月起义期间，柏林以外的地方出现了许多较大规模的游

行示威，以及起义分子支持者与政府军间的流血冲突。只有在

不来梅发生了共产党的政变尝试。1月10日，共产党在独立

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废除市政管理

机构，阻止4天前新选出的社会民主党占绝对多数席位的工人

委员会召集会议，以及支持在柏林战斗中的革命者。结果导致

了政治和行政管理的混乱。1月16日，银行宣布终止委员会

政府的贷款，后者做出了让步，并同意选举不来梅制宪议会。

1月28日，《不来梅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出台。

虽然此时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全面崩溃，但诺斯克仍试

图在不来梅树立一个典型。他拒绝了所有调解建议，并在2月

4日让“格斯滕贝格师”(Division Gerstenberg)进驻这个汉萨

同盟市。当然，志愿军团在那里的屠杀行径并不是诺斯克希望

看到的，但身为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代表，他此时甚至接受了

“他的”将军们的军事战略思想。他也认为内政就是用战争手

段延续战争。并不是“纯苏维埃制度”,而是对“白色恐怖”

及其始作俑者的憎恨必定引发混乱，这个认知就是不来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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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的结果。26
与不来梅苏维埃共和国不同，在莱茵河和鲁尔地区起步的

社会化运动，最初和1月柏林之战没有直接关系。不仅是工人

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普通”工人都希望借助革命形势实

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1918年12月21 日这一天提供了明显

的佐证。在今日部分划归杜伊斯堡的汉博恩(Hamborn)举行

了矿工罢工大会，大会向人民代表提出立即实现煤炭业社会化

的要求。几天后汉博恩矿工们更关心的另外一些具体问题都摆

到了台面上，例如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轮班时间。1919年 1

月9日，矿业社会化这个问题重新进入鲁尔工人的议程，而且

这次是持久的。由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派出

同等人数组成的埃森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组建了一个“九人委

员会”,委员会也是由三个工人政党代表等比组成。该组织要

求工人和矿区管理层在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工业区携手合作，

落实矿业的社会化工作。1月11日，为了控制矿产主的商业

行为和监督煤炭批发贸易，九人委员会占领了煤炭集团和采矿

协会。

呼吁煤炭采矿业的社会化是一个预警。显然有很大一部分

工人，甚至在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中，都有人对人民代表的政

策不满意。自11月9日以来，社会权力结构几乎没有什么改

变：企业家仍然是工厂的主人，军事将领的影响力又逐步增

加。柏林1月起义遭到镇压，令人们更加担心反革命势力的反

攻。工人应该肩负起经济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口号，这个口号在

1919年初比政治动荡后的那个时间段更受欢迎。第二波革命

的浪潮开始出现，而且有可能比第一波更加激进。

如果说站在社会民主党右侧的政治势力在某个问题上达成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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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致，那么这个立场就是无论如何要阻止社会民主党向左发

展。1918年11月9日以后，工人运动的政治势力迅速壮大，

以至于资产阶级认为最重要的目标莫过于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影

响力。如果能够克服资产阶级政党以往的分裂，那么实现这一

目标的机会就必定会大大提高。

但是，在1918年末真正把力量凝聚在一起的是那些最有

理由相信自己不得不背水一战的派系，这就是保守派。1918

年11月24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成立，它集结了帝制时代的

德国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另外，加入这个政党的还有基督教

社会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其他反犹太团体的成员。德意志民族

人民党在建党的呼吁中并没有公开承认君主制。他们更重视宣

传已经做出的决定，准备在“坚持法律和秩序的任何一种国

家政体的基础上参与合作”,并称议会形式的政府是“根据最

近事件发展唯一可能”的形式。他们原则上赞同私有经济，

但在某些情况下，力求促进“共同经济的企业形式”。在旧普

鲁士的新教地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得到最强有力的支持，它

是代表易北河东部大地主和重工业极右翼的政党，其支持者主

要是保皇的知识分子、农民、小企业主以及有“民族主义倾

向的”职员和工人。

自由派阵营中，分裂的党派没有达成类似的结盟。1918

年11月16日，《柏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号召成立“德

意志民主党”,签署人是60位名人，主要是记者和教授，以

该日报总编特奥多尔·沃尔夫(Theodor Wolff)为首，还有社

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他是更为著名的马

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弟弟。这个倡议明确承认共和国

体制，赞同社会民主改革，甚至建议“在垄断的经济领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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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社会化的思想”,向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布尔什维克”

和“反动派”宣战。签字人当中，有一些人曾隶属于进步人

民党，他们很容易站到这样一个新平台的基础上。但是为了实

现自由派的集结，它至少需要民族自由党大部分人的共同参

与。这一扩展的努力没有成功，一方面因为以沃尔夫为首的 63

“民主派”对民族自由党的帝国议会党团主席古斯塔夫·施特

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有着强烈的成见，施特雷泽曼在

1917年前站在支持德国全面吞并政策的行列。另一方面，施

特雷泽曼对沃尔夫派系左倾思想表示不满。因此，只是民族自

由党人中的少数左翼分子参加了11月20日正式成立的德意志

民主党。

施特雷泽曼领导的德意志人民党(DVP)于1918年12月

15日成立，该党继承了民族自由党的遗产。德意志人民党与

德意志民主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德意志人民党更强调民族因

素，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更为分明，提出的要求更惠顾农业经

济。在社会化问题上，德意志人民党在12月15日的竞选口号

中赞同“把适当的企业部门归于公共权力机构的管理和所有

权下，只要能为公众创造更高的回报并为员工创造更好的生活

条件”。德意志人民党虽然拥护重建帝国，但是如果人民愿

意，它也表示会“在当前的政体下”通力协作。

就其社会背景，两个自由党比较类似：它们主要获得受教

育阶层、独立业主、工匠和商人、公务员和职员的青睐。德意

志人民党获得了重工业界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而德意志民主党

得到了电气工程工业和商贸界领衔企业家，以及一些银行的支

持。它也是犹太中产阶级自由派的政党，深得柏林一些大型报

刊和全国性报纸的支持，例如《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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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

天主教派政党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参加德意志共和国

的第一次大选活动。1918年11月12 日，巴伐利亚的中央党

独立，成为巴伐利亚人民党(BVP)。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建立

是一项维护联邦制的预防性举措，意在反对向中央集权化方向

发展。可以预计，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左翼自由党如果组成

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政策基本上会调整到埃茨贝格尔的方向

上来。在巴伐利亚，中央党工人“左翼”势力越来越大，保

守的，特别是农民选民的权重不断减少。因此，巴伐利亚人民

党清楚地定位在中央党的右边。在其建党纲领中，巴伐利亚人

民党明确表示不认同11月8日和9日引发慕尼黑各种事件的

“手段”,但它依然承认，新的局面“是一个既成历史事实”,

64 只能借助法规和法律对其进行修改。这一倾向联邦制的章程猛

烈地批评“单方面的、无情的普鲁士霸权”。该党认为，柏林

不应成为德意志，德意志也不应成为柏林，用一句口号总结：

这个新政党最关切的要求是“把巴伐利亚还给巴伐利亚人”。

推翻帝制后的头几周，作为老牌政党的中央党开始讨论一

个问题：是否将党改造为一个跨信仰的、对新教徒也开放的基

督教人民党。最后，中央党还是决定保持原有的方针，保持自

己依然对各阶层开放的天主教政党状态。阿道夫·霍夫曼反教

会的文化政策大大帮助了中央党内顽固势力占据上风。中央党

在竞选中出面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并对共和国持保留态度。

1918年12月30日，中央党帝国委员会发出号召：“德国的旧

秩序已被暴力推翻，目前国家权力的支柱部分被清除，部分陷

入瘫痪。必须在现实的基础上创建新秩序。君主制垮台后，这

一新秩序不应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形式，而应该是一个民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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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的形式。”28

在德国制宪国民议会选举之前，种种迹象表明多个资产阶

级政党会胜出，社会民主党不会赢得多数席位。1918年11月

9日至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六次邦选举中，两个社会民主

政党只在两个地方比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更多席位。在12 月

15日安哈尔特(Anhalt)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22个

席位，德意志民主党得到12个席位，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得到

2个席位。一周后在不伦瑞克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17

个席位，独立社会民主党得到14个席位，而资产阶级政党总

共有 29个席位。12月15日，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选举结

果是平局：社会民主党是进入邦议会唯一的工人党，和资产阶

级政党一样拥有 21个席位。1919年1月5日举行的巴登国民

议会选举中，中央党成为势力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位居第

二，德意志民主党第三，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得到任何席位。

一周后，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举行了选举。巴伐利亚人民党在

巴伐利亚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二大政党，而

邦总理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只排

第三位。在符腾堡，德国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成为势力最大的政

党，其次是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在巴登，社会民主党的

36名议员对峙71名“资产阶级”代表；在巴伐利亚，分别为

101名“资产阶级”议员和55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在符腾堡

为94名对56名议员。9

中央革命政府，即仅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人民代 65

表委员会在无议会的过渡时期，取得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绩。

战争结束时还有800 万现役军人，1919年1月底他们当中已

经有相当一部分人重新融入生产流程。大约300万军工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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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中，也有许多人找到了新工作。1919年2月，仍然有110

万失业人口领取救济，这个数字在4月降到了83 万。一系列

强制措施推动了去军事化经济。企业家有义务接收1914年 8

月1日前为他们工作的工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要时可以

扩展工作范围。强制措施的不利一面是那些不一定必须就业的

工人遭到了解雇。妇女受到的影响最大。人民代表提高了医疗

保险的强制性限额，引入了失业救济金，并在国家出面介绍工

作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他们废除了 1916年12月《爱国援助

法》中为工商行业规定的军事仲裁系统：保留由同等数量的

雇主和雇员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但从现在起，由他们选出

的仲裁者不再是军官，而是平民。赋予帝国劳动部权限，可以

根据申请宣布社会工资协议具有普遍约束力。《爱国援助法》

原本规定雇员数量超过50人的公司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现

在20人以上的小型企业也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

从狭义上讲，这些措施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所有这些

措施都与资产阶级社会改革家的思想吻合。人民代表颁布的这

些法令是希望从战争经济过渡到和平经济时尽可能平稳顺利，

尽可能减少革命动荡。不仅财产所有权的变革要让位于这个主

要目标，妇女解放这样最初的社会主义理想也一样：在经济进

入正轨的过程中，大规模裁减女性员工完全违背了男女平等的

社会原则。

作为某种补偿，妇女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1918年11月

12日人民代表的纲领承诺，“所有年满 20 岁的男性和女性”

都享有同等的、不记名的、直接的和普遍的选举权。选举按照

比例代表制进行。社会民主党认为这种选举方式能够纠正以前

66 多数投票制的不公正现象：例如在第二轮投票的决选中，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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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候选人通常比政治上孤立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有更多的机

会。另外，不公正的地方还有选区的划分，这种划分有利于农

村而不利于城市。1918年11月30日的《选举法》纠正了这

种扭曲现象，现在每15万名居民可推选一名议员，虽然整个

德国被划分为大小并不一样的38个选区，但是都根据人口数

量向国民议会选送不同数量的议员。30

38个选区中的一个选区仅仅在形式上被列入《选举法》:

阿尔萨斯-洛林仍被法国占领，没有人能预料1871年被吞并的

这个地区是否还会留在德国。另外，本应该在1919年1月19

日参加选举的一些地区，如波兰人的居住区波森(Posen)、

西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等地，只要没有和谈协议，这些地区未

来的命运还不得而知。维也纳临时国民议会于1918年11 月

12日一致决定并入德意志帝国，共同成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

国，大家很清楚这不可能实现。11月25日在柏林召开的德意

志各邦帝国会议上，奥地利特使提出希望合并的申请时，外交

部国务秘书索福以和谈为由表示反对。没有一个人民代表支持

奥地利的倡议，其理由很充分：德奥合并意味着扩大德国领

土，这会被协约国视为敌对行为，也会令其出台相应的举措。

在国民议会大选前，迹象已经很明显，奥地利的历史宿敌

普鲁士将继续作为一个邦存在，而德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统一的

国家。人民代表已委托胡戈·普罗伊斯起草宪法。他设计了一

个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架构，但各邦新政府，特别是社会民

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马上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个

架构完全不顾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在巴伐利亚，传统的独立

愿望与艾斯纳的想法吻合，即尽量少把权力交给帝国政府。普

罗伊斯的方案是，把德国最大的邦普鲁士分解成几个小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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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这个方案在人民代表理事会中只得到一个人的支持，即艾伯特

本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反对德国领土的重

组，特别是反对肢解普鲁士。鉴于法国在莱茵兰发起的分离主

义活动，他们更希望保住普鲁士，将其当作帝国在东西部之间

的牢固纽带。普鲁士邦总理、社会民主党人保罗·希尔施在

1919年1月25日宣布，普鲁士必须保持为一个完整的邦，以

保证在共和国本身成立之前，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宗教矛盾不会

加剧。此外强化小型邦的做法只会符合法国利益。

这些警告背后隐含着一种没有说出的恐惧，即分裂普鲁士

是分裂德国的第一步。这种恐惧绝不是没有根据的。由于法国

一直觊觎莱茵河以西地区，而新兴的波兰也在努力争取得到尽

可能广阔的波罗的海入海口地区，因此帝国的统一受到了二者

的威胁。较小的德意志邦可能无法像普鲁士这个“大邦”那

样承受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但不管维持普鲁士不变的外交论

点有多么强烈，它都无法解决该结构带来的内部问题。普鲁士

的人口和领土分别约占德国的五分之三。邦首脑同时出任国家

政府首脑这种人事重叠的现象已成历史，因此共和国下的普鲁

士的霸权地位远没有在君主制度下那么明显。在共和国成立之

初可以预见的是，帝国与最大邦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对双方都

很重要，但在制度上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保障。32

君主制灭亡与国民议会选举之间的革命过渡期保持了高度

的连续性，普鲁士就是一个例子，这不仅有内政也有外交方面

的原因。人民代表的行动范围受到德国政治的国际框架，以及

德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传统的局限。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实现

激进左派所要求的与过去彻底决裂。多数人的意愿是实现议会

民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不能忽略多数人的意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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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马克斯·科恩-罗伊斯在第一届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

呼吁直指问题的核心：“不可能实现大多数人民不希望的社会

主义。”33

但在1918年与1919年之交的冬季，某些彻底的改革在德

国社会也许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民政管理

中，都没有必要尽可能保持现状。在帝制国家被推翻后的最初

几个月，资产阶级政党也认可煤矿工业的社会化。放弃这些干

预措施是因为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些问题并不那么紧迫

或者过于危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深知历史带来的社会 68

进步是其必然性所致。同时他们也是德意志帝制国家的产物，

在某种程度上，法治国家和宪法制度已经成为他们内在的一部

分，以至于在他们眼中，发动革命无异于发疯。1918 年 11

月，当他们突然掌权时，他们首要关注的是民主合法化和新局

面的合法化。相比之下，他们所追求的民主需要社会变革的理

念并没有足够的贯彻力。因此，1918年至1919年的动荡为德

国社会民主化提供的(有限的)机会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3.进退两难的多数

69 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德国制宪国民议会选举中，多数

派社会民主党以37.9??票数成为最强政党，但即使和获得

7.6??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一道，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派也不

占绝对多数。1912年的上届德国国会选举时社会民主党赢得

了34.8??选票，此次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相比之下虽然增幅

不小，但并没有飞跃式增长。只有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和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加在一起，才会感觉有较大的增幅。

最成功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德意志民主党，获得了18.5%

的选票，比其前身进步人民党在1912年选举时多6.2??两个

天主教政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也有增加：总计达到

19.7比中央党在1912年的得票高3.3??德意志民族人民

党得票数有所下降，10.3??表现明显差于在上届德国国会选

举中得票15.1??保守党、农业党和反犹党的总和。右翼自

由派的票数减少也很明显：德意志民族自由党在1912 年得票

13.6而施特雷泽曼的德意志人民党在1919年只得到4.4%

的选票。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增加主要归功于易北河东部的农

村地区，尤其是农业工人的选票。在帝制时代，社会民主党和

工会很难获得这一群体的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几个明

显的根据地，它们都在美因河以北，大部分在德国中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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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在具有悠久社会民主传统的工业城市中很强大。在

战争期间，地方党报一向支持左翼反对派。在特征明显的两个

选区莱比锡和梅泽堡(Merseburg),独立社会民主党甚至强于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在梅泽堡行政区，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

44.1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最佳成绩，那里有德国最重要的军

备企业，如新建的洛伊纳(Leuna)工厂。除了“左翼传统”

因素外，独立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获得高票，还因为在巨型企业

中聚集了大批工人。

如果没有普鲁士文化部部长阿道夫·霍夫曼无意中的帮 70

助，很难解释中央党的选票为何大幅增加：在抵御霍夫曼反教

会的政策中，长久以来受到威胁以及被瓦解的天主教阵营得到

强化。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也要感谢霍夫曼。如果在普鲁士推行

的教育和教会政策没有把忠诚的天主教选民推向右边，保守派

阵营的损失肯定会更大。德意志民主党的票数增加，与其竞争

对手、右翼自由倾向的德意志人民党也有关。人民党于1918

年12月中旬才刚刚成立，选举时在德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建

立起可靠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许多选民认为社会民主党会和

德意志民主党结成联盟，所以希望通过手中的选票支持左翼自

由党，来加强未来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成分。也正是出于这样的

考虑，德意志民主党在竞选期间声称社会民主党会将所有生产

资料社会化，而德意志民主党则是私有财产的保护者，因而尤

其受到个体经营的业主、手工业者和商人的青睐，也吸引了公

务员和职员这些“新中产”阶级，他们特别看重与体力劳动

者之间的明显区别。

参加投票的人数占 83略低于1912年德国国会选举的

84.9??但与此同时，由于妇女现在拥有投票权，而且投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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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降低，有资格投票的年龄从25岁大幅降到20岁，所以投票

人数比上一次选举多167即近2000万人。社会民主党是争

取女性投票权最坚定的先锋，但并未从中获益：按性别分开投

票的选区中，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男性多于女性。例如在科

隆，社会民主党获得了 46.1??男性选票，但仅获得了

32.2??女性选票。在天主教强势的地区，1919年中央党和

巴伐利亚人民党主要受益于女性的投票权；在新教占上风的地

区，则是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受惠于女性选票。

1919年2月6日，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宪会议。之所

以选址在魏玛，最初是要避开危机四伏的柏林。在柏林，人民

代表似乎无法开始有序和不被干扰的议会工作。但是，选择图

林根的这座城市也有其他积极的原因。魏玛位于德国中部，艾

伯特希望由此可以强化德国统一的观念。此外他在1月14 日

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如果能够把魏玛精神与建设一个新德意

志帝国联系在一起，将会得到全世界的欢迎。”

选举的结果似乎只有一种形式的政府联盟可行：旧国会中71
的三个多数政党再次携手合作。它们是1918年10月支撑着巴

登亲王政府联合内阁的三个政党。但从理论上讲还有另外两个

选择：两个社会民主政党组成少数政府，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

和德意志民主党组成“社会自由派”联盟。第一个选项不成

立，因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矛盾太

深，资产阶级中间派也不会容忍一个纯社会主义的内阁。第二

个选项则会使左派自由党直面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势力，这也是

为什么左派自由党在2月3日与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次会谈中，

提议请中央党也作为一方联合执政。2月8日，与巴伐利亚人

民党组成议会联合党团的中央党决定与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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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一起参与执政。

对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而言，与左翼自由党和中央党组

成“魏玛联盟”① 的决定，就是再一次确认他们 1917年 7月

支持帝国国会和平决议方针。如果他们希望实行议会民主制，

那么就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温和派势力合作，而与“资产阶级”

的正面对抗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进入政府的一个条件，这与多数

党的民主目标和议会民主的要求相互矛盾。没有人比爱德华·

伯恩斯坦更加深刻地看到这一点。他在1919年初重新加入他

原来归属的政党，在之后一段时间同时属于两个社会民主政

党，他的目的是发出一个信号，希望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

社会民主党再次统一。1921年他在关于德国革命的一本书中写

道：“共和国可以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和阶级做斗争，但不能与

所有人做斗争，否则会陷入困境。只有大部分公民关注共和国

的存在和顺利发展，这个共和国才能承担起落在它肩上的重任。

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数字上的多数，那么

接受资产阶级共和党参与政府，这是保护共和国生存之必需，

同时也是德意志作为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必要条件。”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在1919年2月10日通过内

政部国务秘书胡戈·普罗伊斯提交的临时宪法的法律草案。第

二天，多数议员选举艾伯特为临时总统。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 72

这位最高领导在担任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期间，也赢得了资产

阶级的尊重。他自己也希望，作为共和国最高职位的负责人，

承担起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角色。在他看来，保证工人温和派与

① 魏玛联盟这个称呼特指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共和国和各邦的层面上三个

政党的联合执政——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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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之间持续至今的合作至关重要。艾伯特不是一个冷

静、有胆识或超凡魅力的人物，他的公开演讲与其说具有强大

吸引力，不如说是正直可信。他与众不同的特点是清醒、勤奋

和执着，这种“资产阶级”的美德使中间党更容易投票支持

他，并相信他会公正履职。当然，许多保守市民认为，让一个

只上过小学，曾经修马鞍的手艺人作为皇帝的继承人，实在不

尽如人意。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通过自身努力获得

的广博学识，在他们眼里不算什么。他们断然否认来自“人

民”的人选有能力担任高级职务，帝国总统艾伯特从一开始

就受到这种蔑视的困扰。

2月1日，艾伯特在任职的第一天就委任一直担任人民代

表的谢德曼组建政府。与艾伯特不同，谢德曼是一位出色的演

讲家，他知道如何打动庞大群体以及小范围受众。这位有经验

的议员善于避免正面冲突。通常他在知道胜券在握时，才会努

力支持某事。正如这一正式头衔所表达的，作为帝国总理，他

的任务是主持而不是引导。社会民主党的其他执政党伙伴也都

赞同谢德曼担任这个职位。共和国的这位第一任议会政府首脑

几乎没有给别人提供任何可以反对的理由。

谢德曼内阁面临的最大国内挑战是罢工运动，该运动在

1919年头几个月撼动了整个德国。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战

争大大减少了实际收入。《施廷内斯-莱吉恩协定》取得的社会

成果，尤其是每天工作 8小时，只是为进一步改善奠定基础，

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当务之急是要明显提高工资，工会和雇

主很快就这一要求达成一致，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阻止社会动

荡的好办法。工资的上涨伴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因此雇主的

让步可以被抵消。工资和价格螺旋式上涨的通货膨胀效应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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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明白的道理。1919年4月，复员部负责价格上涨的一名专

员在一份报告上写道，目前工资的高水平本身不值得担心。“工

资的提高有市场自身校正的因素，因为钱的购买力也在下降。”5

但是，无论工资谈判伙伴之间达成的工资增加还是工时的 73

减少，总体上远远没有达到劳动者的期望值。尤其是矿工们深

感不满，作为重体力工人，他们从每天8小时工作制中受益相

对较少。1918年与1919年之交的冬天，他们扛起了“国有

化”的第一面大旗，当然根据政治倾向不同，他们对此的理

解也有很大区别。以汉博恩为首的工团主义思潮希望将矿山直

接交给工人经营管理，而1月9日组建的埃森“九人委员会”

提出的首选是，不论私人矿山还是国有矿山，一律由民选工人

委员会管理。

随着提出建立经济委员会的要求，也提出了企业委员会要

全面控制生产的要求，这标志着1919年1月开始的革命第二

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围绕着政治民主问题，不仅是工人阶级，

广大的资产阶级也认同这一目标。在第二阶段，革命的基础层

面缩小到部分工业无产阶级。这些需求变得更加物质化，更加

激进。经济委员会运动追求的目标，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未能赢

得多数。在工团分子和共产党人有话语权的地方，要求社会化

的罢工常常充斥着暴力。因此与谢德曼联盟内阁的冲突不可

避免。

政府投入志愿军团来应对动乱和自发的罢工。这是一支由

年轻军官组成的新型志愿组织，成员多数来自曾经参战的学

生，这些志愿者政治上非常右倾，他们组织起来抗击“布尔

什维克主义”。例如在 2 月14 日，明斯特第 7 军军长瓦特

(Watter)下令，让利希特施拉格(Lichtschlag)志愿军团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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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攻击，占领赫尔维斯特-多尔斯滕(Hervest-Dorsten),原

因是四天前有一名保守派办公室主任在那里被左翼激进分子杀

害。之后共产党人和左翼激进分子发起大罢工。罢工于 20 日

达到高潮，鲁尔区一半多的矿工都停止工作。几天后该行动才

得以平息。

4月，在鲁尔地区发生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罢工。在此之

前，矿工协会与雇主之间就逐步减少轮班时间达成了协议：最

初将轮班时间从8小时减少到7个半小时，1921年后减少到6

小时。工会本希望这个结果能起到缓解作用，但事实恰恰相

反。3月24日至25日，在维滕(Witten)发生了工人与警察

之间的流血冲突，导致11 人死亡，多人受伤。维滕起义在波

74 鸿和多特蒙德一带引发了新一波罢工。罢工者要求承认工人和

士兵委员会，立即落实委员会大会的军事政治决议，立即实行

6小时轮班制，并在工业区和整个德国解除警察武装。3月30

日，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完全控制的矿山代表会议在埃

森召开。虽然有些反对的声音，但代表们仍决定脱离工会，建

立一个在委员会制基础上的“矿工总工会”。埃森九人委员会

被中央矿业委员会取代。此外还一致决定举行无限期大罢工。

4月1日，超过三分之一的员工开始罢工。4月10日，近四分

之三的员工加入罢工行列。

这种局面给谢德曼政府造成了极大威胁。煤矿业是德国经

济的关键领域，鲁尔矿工的长期罢工必将导致帝国的经济崩

溃。3月31 日，内阁下令鲁尔区戒严，并命令部队进驻。政

府还决定，不得给罢工工人任何食品补贴，而那些遵守目前 7

个半小时工作制的劳动力则分配到更多的食品津贴。卡尔·泽

韦林(Carl Severing)是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的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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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刊物《人民岗哨》(Volkswacht)的编辑，他在4月7日被普

鲁士邦政府任命为国家专员派往工业区。他自1907年以来就

是德国国会议员，也是国民议会议员。这个当年的金属技工、

后来的工会秘书长做了很多努力，才在4月底逐渐平息了这次

大罢工。1919年5月2日，鲁尔区的煤矿开采恢复正常。

1919年春，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工业区只是数个动荡不安

的地区之一。另一个地区是哈雷(Halle)和梅泽堡附近的德

国中部采矿区。与鲁尔区不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作为社会

化运动的驱动力，在这里自始至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本质

上讲，这些运动代表的要求与埃森九人委员会的想法很接近：

当选的企业委员和企业管理层一样，在工资、薪资和裁员问题

上拥有同等影响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了解公司的所有运

营、经济和商业流程。企业委员会和企业管理层之间的纠纷由

地区工人委员会裁决。根据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设想，这样

的社会化最起码暂时并不意味着没收财产，而是剥夺企业家的

权力。

德国中部地区矿工与国家政府之间的谈判2月中旬在魏玛 75

举行。企业委员会运动的真正领导威廉·克嫩(Wilhelm

Koenen)认为谈判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他宣布谈判失败。

2月23日，哈雷矿工代表大会决定举行罢工。一半的参加者

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各占四分之

一。次日，罢工在萨克森、图林根和安哈尔特开始。大型化工

厂和电厂的工人以及铁路工人都加入了大型煤矿和钾矿矿业工

人的罢工队伍。2月27日罢工达到高峰，德国中部的工人约

四分之三参加了此次运动。

谢德曼内阁马上派政府军进驻哈雷，伴随着这一军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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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政府同时还开始宣传攻势，利用两个大标题“社会主义

在进行中!”和“社会主义即将到来!”,承诺在3月的头几

天，政府将采取迅速和彻底的措施推行经济民主化，包括依法

成立企业委员会，启动煤矿和钾矿的社会化。这也是内阁对

1918年11月成立的社会化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的回复。2月中

旬，这个社会化委员会中多数人赞同煤矿业落实社会化。

与罢工者的再次谈判始于3月3日。政府对矿工的承诺比

2月中旬迈进了一大步：把原则上已经接受的企业委员会制度

纳入宪法，这个制度也扩展到采矿业之外的行业，允许工人有

更多知情权。作为补偿，政府向参加谈判的企业家保证，只有

企业家拥有管理企业的领导权。但必须允许企业委员会对公司

的所有经济流程有知情权，前提是商业秘密不受损害。关于聘

任和解雇工人，必须由工会和雇主协会达成原则共识，企业管

理层和企业委员会必须遵守这个共识。虽然有不少人反对，但

是罢工代表大会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这次德国中部的大罢工

于3月8日结束。6

而在柏林，3月4日开始的大罢工斗争仍在继续。它们与

鲁尔区和德国中部大罢工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方面，从一开始

这场罢工的倾向与其说是经济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另一

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这里参加罢工的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

更多，而罢工矛头直指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政策。在德国首都

之所以不可能有“社会化”的问题，是因为这里没有被视为

76“可以社会化”的产业。柏林罢工者的要求旨在承认工人和士

兵委员会，立即实施《汉堡要点》,即委员会大会的军事政治

决议，成立革命工人卫队以及与苏俄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

与魏玛政府谈判后，3月7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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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决定撤出罢工统一阵线。做出此决定的原因是，工人和士

兵委员会大会在前一天决定，罢工要扩大到提供日常生计用品

的企业，而在3月3日已明确表示这些企业不得参与罢工。3

月8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也退出了罢工领导层。

从那时起，这个名不副实的“大罢工”仅受共产党领导，

并逐渐呈现出地方内战的特征。3月3日，社会民主党领导的

普鲁士联合政府宣布在柏林警察管辖区、施潘道城区、泰尔托

(Teltow)和尼德巴尼姆(Niederbarnim)实行戒严。从这天

起，该地区的执法权归德国国防部部长诺斯克。3月9日，诺

斯克发布了臭名昭著但受法律保护的命令：“对所有持武器与

政府军作战的人，格杀勿论。”之所以发布该命令是源于一则

消息，说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在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谋杀

了60名警员。虽然很快证明该消息是误传，但国防部部长的指

令的有效性一直持续到3月16日。在柏林3月的战斗中，大约

有1000名受害者，其中包括26名手无寸铁的海军士兵和无数旁

观者，《红旗报》编辑、共产党领导人约基希斯在被捕后遭到一

名警察开枪射杀，尽管他并没有参加战斗。

除鲁尔区、德国中部和柏林外，1919年前 4个月，在上

西里西亚、符腾堡和马格德堡也发生了大规模罢工。曼海姆和

不伦瑞克甚至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在这两个地方，共和国

政权只维持了一天。慕尼黑的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给同代人及后

世留下的记忆更为深刻，与其他德国革命的插曲不同，慕尼黑

苏维埃共和国引发了更为强烈的恐惧感，让人感觉俄国的局面

似乎也会在德国出现。先是在巴伐利亚，然后整个帝国都将陷

入血腥的内战。

巴伐利亚革命的第二阶段始于一次政治谋杀。1919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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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1日，法学院学生、度假中的中尉安东·阿尔科-维勒伯

爵(Anton Graf Arco-Valley)枪杀了巴伐利亚邦总理库尔特·

77 艾斯纳。这位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当时正在前往邦议

院途中，准备在会上宣布辞去邦政府首脑职位的决定。1月12

日邦议院选举中独立社会民主党惨败，他早就应该走出这一步

了。艾斯纳之所以深受阿尔科所属右翼团体的憎恨，不仅是因

为他数周内无视多数人的愿望，没有辞职，也因为他是来自柏

林的犹太作家和和平主义者。正是他出版了1914 年战争爆发

时巴伐利亚的部分档案节选，严重地加罪于帝国领导人，向

“民族主义的”德国发出挑战。而且艾斯纳删除了一些重要段

落，甚至那些有冷静判断能力的人也倾向于怀疑他在有意操纵

舆论，令这些文档有失澄清事实的作用。

艾斯纳的遇刺立即引发了另外一件暴力事件。为了报复，

革命工人委员会的共产党人阿洛伊斯·林德纳(Alois

Lindner)在邦议会上向巴伐利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主席埃哈

德·奥尔(Erhard Auer)开枪，致其重伤。赶来阻挡刺客的

一位国防部专员中弹身亡。在之后的枪战中，巴伐利亚人民党

的一名议员也被乱枪射死，枪手很可能也是林德纳。

1919年2月21日当天，慕尼黑工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宣

布实行戒严，并决定举行为期三天的大罢工。2月22 日，慕

尼黑委员会大会召开。该大会选举出巴伐利亚共和国中央委员

会，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农民委

员会的代表组成。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来自奥格斯堡的教师恩

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担任主席。中央委员会不顾极

左派的强烈反对承认邦议院，并承诺邦议院可以继续召开会

议。2月28日，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巴伐利亚委员会大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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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票否决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动议，于是包括共

产党人马克斯·莱温(Max Levien)在内的一些激进左翼退出

了中央委员会。

但大会也遭到了巴伐利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最大

的工人政党拒绝参加由委员会大会成立的临时政府，并坚持认

为，只有从自由选举的人民代表机构才能诞生一个能够运作的

内阁。最后大会终于屈服于这次决定。根据双方之间的协议，

邦议院于3月17日选举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教育部前部长约

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为新任邦总理。霍夫曼 78

组建了一个新内阁。这个内阁由两个社会民主党政党、巴伐利

亚农民协会以及非党派专家组成，并得到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德

意志民主党的支持。3月18日，邦议院通过了一项赋权法案，

政府拥有特别的全权，此后议会进入无限期休会阶段。

几天以来，始于谋杀艾斯纳的这场内部危机似乎已经结

束。但独立民主党的领导层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达成的协

议，完全没有得到党内基层的赞同，在独立社会民主党支持者

最多的邦首府也得不到支持。3月22 日，一次突然的寒潮袭

击了慕尼黑，加剧了失业者的困境，助长了极左派的煽动。同

时从布达佩斯传来的消息鼓舞了激进分子：库恩·贝拉(Bela

Kun)领导的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者一道，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

苏维埃共和国，从根本上打破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了一

个社会主义社会。

4月3日，奥格斯堡委员会当着尼基施的面，率先宣布成

立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与苏俄和匈牙利的苏维埃政府

结盟，并开始推进“全面国有化进程”。次日，慕尼黑中央委

员会提出不同意原定4月8日召开邦议会，并威胁在整个巴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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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利亚举行大罢工。邦总理霍夫曼此时滞留在柏林，内阁表示服

从委员会。在4月4日慕尼黑社会民主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

已经可以看到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有“苏维埃共和国”

口号的支持者。甚至两位内阁部长——内政部部长塞吉茨

(Segitz)和军事部部长施内彭霍斯特(Schneppenhorst)也支

持与左翼激进分子达成谅解。4月4日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

共产党谈判，施内彭霍斯特为了不让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陷入孤

立，甚至同意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赞成三个工人政党合作。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最坚定的支持者不是共产党，而是

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3月初以来，来自苏俄的欧

根·莱文(Eugen Leviné)领导的慕尼黑共产党，拒绝与多数

派社会民主党共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内

部无法形成一个明确的方针。4月5日至6日，多数派社会民

主党在慕尼黑举行的特别地区大会上同意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但条件是三个工人政党共同参与。但4月6日在纽伦堡召开的

社会民主党区域大会上，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否决了成立

苏维埃共和国的动议，比例是47票对6票。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重要领导没有参加4月6日至7日夜间

决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慕尼黑中央委员会的讨论。这个大会

还任命了11名临时“人民代表”。一份由尼基施签名的呼吁

书，称邦议会为“过时的市民资本主义时代中没有任何成果

的机构”,并宣布邦议会解体和霍夫曼政府下台。为了保护巴

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免遭内部和外部的反动活动，将立即组建

一支红军。“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以苏俄人民和匈牙利人

民为榜样，立即与这些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另外，它拒

绝与以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和埃茨贝格尔为代表的可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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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合作，因为这个政府打着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旗号，却继承了

已经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帝国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

的事业。苏维埃共和国呼吁所有德国兄弟民族走上共同的

道路。”

仅存在一周的第一个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是一场悲喜交加

的闹剧。周边地区保守派占据上风，考虑到巴伐利亚本邦内和

德国其他地区的实际关系对比，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苏

维埃共和国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艾斯纳遇刺以来慕尼黑政治气

氛的升温，以及慕尼黑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参

与，与其说是他们满怀无产阶级的激进情绪，不如说是出于知

识分子的狂热，以及巴伐利亚一些重要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的

机会主义倾向。苏维埃共和国的宣布和公告令它在短短几天之

内就沦为众人的嘲弄对象。无政府主义者西尔维奥·格泽尔

(Silvio Gesell)作为负责财政的人民代表，承诺借助“自由货

币”战胜资本主义，负责外交政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弗

朗茨·利普(Franz Lipp)博士宣布和帝国断绝外交关系，并

电报通知列宁，巴伐利亚无产阶级已经团结起来了。

无论施瓦宾(Schwabing)文人军团的举止多么滑稽，他

们推翻了民选国家机构，因此必须予以消灭。已经搬到班贝格

(Bamberg)的霍夫曼政府最初试图仅仅动用巴伐利亚军队夺

回政权。4月13日是复活节前圣枝主日，共和军士兵卫队与

政府达成共识，发起推翻委员会政权的进攻。战斗造成 20人

死亡，100多人受伤。人数众多的红军得胜。

苏维埃共和国似乎得救了。但曾经拒绝参加“虚假苏维

埃共和国”、自4月11日起才出面担任“顾问”的共产党，

在4月13日晚上接管了慕尼黑的政权。他们声称主要功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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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他们的：他们击垮了政府军的“政变”,地方的成功证明了反

革命已经被击败，巴伐利亚可以成为中欧乃至世界革命的堡

垒。“今天，巴伐利亚终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由欧根·

莱文领导的新成立的慕尼黑企业和士兵委员会执委会在一份呼

吁中这样宣称，“世界革命的太阳升起了!世界革命万岁!巴

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无产阶级万岁!⋯⋯共产主义

万岁!”

围绕在莱文周围的慕尼黑共产党人的独自行动，并没有得

到柏林或莫斯科的指示。德国共产党中央在 4月11日还发表

声明，表示德国无产阶级的救助只能来自德国，而不是来自巴

伐利亚、符腾堡或者不伦瑞克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且反对自己

队伍中的极端激进分子。在莱文动手后，他还得到了列宁的祝

福。4月27日，苏俄最高领导人发电报给慕尼黑，表示衷心

地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意。列宁很想更多地了解夺权的

一些细节，特别关心是否安顿工人住进富人住宅，资产阶级的

居住空间是否受到限制，所有银行是否都被接管，是否关押了

资产阶级人质，等等。

班贝格的“流亡政府”从4月13日的事件中得出结论，

巴伐利亚军队不足以消灭苏维埃共和国。霍夫曼政府得到了德

国国防部部长诺斯克和符腾堡志愿军团的帮助。他们共动用了

约3.5万人来对付红军。苏维埃共和国的捍卫者根本没有任何

机会战胜这一特遣部队。此外，慕尼黑的经济状况日趋恶化。

巴伐利亚的首府因军事封锁几乎与外界隔绝。新委员会政府于

4月14日宣布为期10天的罢工，令工业生产陷入瘫痪。4月

25日，不得不发布牛奶饮用禁令。粮食库存几乎耗尽。为了

确保支付能力，执行委员会下令打开保险箱和银行储物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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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执行委员会命令达豪造纸厂印刷数百万

马克，增发巴伐利亚中央银行的纸币。

4月16日，在作家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的指挥

下，一支“红军”部队从“白军”手中夺回了达豪。这次胜

利让共产党领导人对真正力量的对比更加抱有幻想。然而两天

后，奥地利人民卫队在维也纳镇压了共产党起义，从而摧毁了

建立慕尼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一革命轴心的希望，第二苏

维埃共和国开始分裂。包括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托勒、81

埃米尔·门纳(Emil Maenner)和古斯塔夫·克林格尔赫弗

(Gustav Klingelhofer)在内的温和派领导人，敦促与霍夫曼政

府谈判。他们甚至还促成了慕尼黑企业和士兵委员会大会，在

4月27日对执委会投不信任票，迫使执委会退出。共产党人

随后退出行动委员会，即苏维埃共和国的“议会”。努力和班

贝格政府调和的托勒出任该执委会主席。但在诺斯克的命令

下，班贝格政府拒绝接受任何妥协，并坚持要求苏维埃共和国

无条件投降。而担任慕尼黑“城市指挥官”和红军指挥官的

26岁水兵鲁道夫·埃格尔霍费(Rudolf Egelhofer)也同样固

执。在共产党的支持下，这位红军指挥官宣布红军最高统帅部

将不惜一切代价抗击白军，保卫革命的无产阶级。

结局是恐怖的：4月30日，红军大概是听从了埃格尔霍

费的命令，在卢伊特波尔德高中(Luitpoldgymnasium)枪杀了

10个人质。这些人都是德国民粹图勒(Thule)协会成员。不

久后志愿军团进驻慕尼黑，他们听说了这一经过添油加醋渲染

后的恶行的消息，随即开始了血腥的报复行动，经常不由分说

地枪杀携带武器的男子。他们枪杀了曾经在红军中执勤的53

名俄罗斯战俘，12 名因政敌告密被俘、大多为社会民主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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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佩拉赫(Perlach)区的居民，另外还枪杀了21名被误认

为是斯巴达克分子的圣约瑟夫天主教协会成员。5月3日“解

放”慕尼黑时，共有606人在战事中丧生，其中38 人是政府

军官兵，335人是平民。

苏维埃领导人中，只有马克斯·莱温成功逃跑。埃格尔霍

费和无政府主义者作家、曾在第一苏维埃共和国负责人民启蒙

事务的人民代表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都被志

愿军团士兵杀害。虽然欧根·莱文的法庭辩护引起很大反响，

但他仍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19年 6月5日他被处决，该

事件引发了抗议浪潮，柏林继而发起24 小时大罢工。托勒被

判处 5年徒刑。共同起草第一委员会《共和国宣言》的无政

府主义者作家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与兰道尔都被

判处15年徒刑。尼基施被判2年徒刑。8

对于大部分德国居民来说，两个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似

乎是一种不祥之兆。极左派第一次成功地控制了一个德国大城

82 市，在长达数周的时间内推行少数人专政。因此志愿军团奋力

夺回慕尼黑的行为受到广大阶层的欢迎，特别是资产阶级认为

志愿军团是邦首府的解放者，许多人无动于衷地默认甚至接受

了这些暴行。1919年春季以来，慕尼黑比其他德国主要城市

更加憎恨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其憎恨程度甚至达到

了狂热的程度。艾斯纳、托勒、米萨姆和兰道尔都出身犹太家

庭，共产党的两位领导人马克斯·莱温和欧根·莱文是从俄国

移民的东方犹太人，这一事实大大助长了本来就很强大的反犹

主义。霍夫曼政府5月9日甚至在一份呼吁书中称，被推翻的

掌权者们是“来自外国的、毫无良心的人”。最能干的反犹激

进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在1919年夏季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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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得巴伐利亚帝国国防军指挥部的信任。在革命后的慕尼

黑，希特勒找到了传播他的政治思想的理想温床。

慕尼黑第二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1918～1919年

革命第二阶段的结束。革命初期，人们表达了对第一阶段结果

的不满。许多工人对1918年11月政治动荡给他们带来的结果

不满，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和议会民主未来的基础上取得的

某些社会进步。苏维埃共和国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求关键工

业领域实现社会化，要求广泛的企业参与权和跨企业的决定

权。狭义地讲，1919 年1月后的运动才能称为“委员会运

动”。1919年春季，只有少数工人争取实现“纯委员会运动”,

争取以“一切权力归委员会”为原则的政治制度。根据工人

阶级的激化程度，这个少数中的少数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

机到来了。慕尼黑第二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是这个极左势力的

失败，但绝对不是企业委员会运动或无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结

束。左翼共产党、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潮流在德国工人阶级

中依然很强大。因此慕尼黑的失败只是意味着始于1月柏林起

义的左翼武力政变的尝试暂时告一段落。

德国共产党中央认为，慕尼黑事件证明了他们对各地方苏

维埃共和国的否定态度是正确的。约基希斯被暗杀后，保罗·

列维(Paul Levi)逐步晋升为党领导人。他称自己是罗莎·卢

森堡精神遗产的践行者。这位来自大资产阶级犹太家庭的律师

是出色的分析家和杰出的演讲者，他认为鼓动发起武装行动的

左翼极端势力是共产党内的最大问题。剔除这些成分是德国共 83

产党成为革命的群众政党的唯一机会，也是赶超独立社会民主

党的唯一机会，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如今已经从工人阶级日益增

长的不满中获益。1919年6月中旬，列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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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的全国会议上取得首次成功：德国共产党要坚决和工团主

义划清界限，因为工团主义者不承认建立一个严格实行集中管

理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他们最多只能在一些共产党拒绝

的地方组织政变活动。0

与共产党相比，独立社会民主党则是政治巨人，但内部分

歧更严重。1919年春，关于委员会制度的争执导致两极分化。

在3月的柏林“革命党大会”上，恩斯特·多伊米希这位委

员会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坚持把一句话写入纲领性宣言中，即

委员会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

社会主义的前提。另外，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具体的要求中，则

体现着温和派党主席胡戈·哈泽的影响，独立社会民主党只是

呼吁“委员会制度纳入宪法”,目的是确保委员会在立法、国

家和地方行政以及企业中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这两种对委

员会制度解释的矛盾如此明显，以至于与会代表克拉拉·蔡特

金讽刺地指出，“委员会制度与议会的共存”相当于兔子与鲤

鱼的婚姻。蔡特金此时已加入共产党，当时仅出于策略原因仍

隶属独立社会民主党。

试图在委员会制度和议会民主制之间进行调解的多数派社

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工会的冲突相对较少。1919年春天，这两

个组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想要阻止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对委

员会的某些让步势在必行。4月，以木材工人协会主席特奥多

尔·莱帕特(Theodor Leipart)为首的一些年轻领导人坚持他

们的观点，认为工会和委员会之间迄今的对抗是有害的，要用

新方案取而代之：将企业委员会纳入工会，双方努力建立

“企业民主制”。1919年6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战后在魏玛

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上通过了以下纲领：在政治议会外还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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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个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应享有提出法律动议的权利，

进行评估的权利，但没有否决人民代表的权利。这样一来保证

了议会的绝对优先地位，也尽量明确地表明了拒绝“纯委员

会制度”的态度。

企业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得到法律保障的未来初具轮廓，84

地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日子却已屈指可数。这些早期委员会

最初只是视自身为未来人民代表机构的前身。议会组成时，这

些委员会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仍未解决：军队和民事管理机构

的民主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显然也因为不相信人民代表机

构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此事，1919年春，温和派的工人和士

兵委员会提出在宪法中确保这个委员会持久的权利。一边是地

方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另一边是民选的地级和县级管理委员

会，出于财政原因这种双元政权根本不可行。因此在1919年

1月26日普鲁士邦议会立宪选举后不久，许多地级议会和市

议会拒绝给地方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拨款。社会民主党内政部

部长海涅对有关投诉基本予以驳回。直到1919年 6月中旬，

海涅才承认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县一级的监督功能。因为此时

十一月革命已过去8个月，经民主确认的新委员会已经取代了

根据三级选举法组建的县级委员会。

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在1919年2月还表示，

在行政管理实现民主化前要继续维持工人委员会，但是到了秋

季就迈出了无法规避的一步。普鲁士财政部宣布1920年预算

没有用于工人委员会的资金，中央委员会随即取消了筹划很久

的工人委员会的选举，而且是永久取消。1919年秋冬时节，

剩余不多的委员会几乎都解散了。随着帝制时代军队的解散，

“纯”士兵委员会在1919年春天就已消失。与此相反，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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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在许多地方出现的“市民委员会”则站稳脚跟。这是一

个资产阶级联盟的联合委员会，他们通常以“反罢工”的形

式来回应罢工，所谓“反罢工”就是关闭工厂、商店和医生

诊所。2

1919年春天，为争取实现社会化的工人大罢工在谢德曼

政府时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部部长鲁道

夫·维塞尔赞同国务秘书维夏德·冯·默伦多夫(Wichard

von Moellendorff)“共同经济”的理念，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

保守甚至独裁的特征。默伦多夫原则上追求一种“有利于国

85 民共同体的、按照计划运营并受社会监督的国民经济”,即原

则上保留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但受企业的自治管理和公共监督

的限制。默伦多夫和维塞尔还希望能够控制工人，在某些经济

最重要领域的工人一年之内不得罢工。

默伦多夫和维塞尔理解的“共同经济”,在联合内阁中引

起了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农业部部长

罗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明确指出，1891年《爱尔

福特纲领》不仅意味着要控制企业，而且要把私有财产转变

为社会共有财产。德意志民主党人、德国财政部部长格奥尔

格·戈特海因(Georg Gothein)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反对意

见。他认为，维塞尔的“受管控的计划经济”相当于“以资

本主义行会的形式永远保留统制经济”。

帝国经济部出台的两部法律把“共同经济”更加具体化

了，3月和4月国民议会颁布了《煤矿业经济法》和《钾矿业

经济法》。两部法律都没有涉及私有财产这个问题，只是将这

两个高度卡特尔化的经济分支转变为强制性大型集团。在德国

煤矿业委员会和帝国钾矿业委员会中，企业家代表处于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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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比雇员人数多。鉴于这种结构，在价格决策方面做出反对

企业家的决定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这两部法律没有限制矿产

企业家的政治权利。同样在1919年3月13日，尽管有右翼的

反对票，国民议会仍然通过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项社会化法

案，这项法案也没有改变社会力量的比例关系。它允许帝国将

某些符合社会化的企业合法转变为“公共经济”,前提是给予

适当的补偿，但并未提及哪些生产行业必须进行社会化。

有关社会化争论最有洞察力的文件，是2月中旬煤矿业社

会化委员会的报告，谢德曼政府在批准了维塞尔的两项法案

后，即已经为社会化问题画上句号后，才把这份报告提交给国

民议会。社会化委员会中多数专家支持煤矿业国有化的理由

是，煤炭不仅构成了所有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由于其垄断地

位，早就应该对其进行公共干预。当然，委员会提出的“社 86

会化”并不意味着国有化。它认为财产的持有人应该是一个

独立的经济体，即德国煤炭共同体。在煤炭理事会这个控制机

构中，有工厂管理层、工人、德国国会和包括煤炭的工业购买

者在内的“消费者”代表，各界代表的人数是一样的。帝国

派出的25名代表中，10名由议会推选产生，其中最多有 5名

公务员代表。委员会称煤炭共同体作为一个独立法人，可以享

有独特的优势：煤炭共同体与国有财产不同，不属于“公共

财产”。根据停战条件，公共财产被协约国视为战争赔偿的担

保。专家们希望这种结构能够驳倒反社会化人士的一个代表性

观点。

社会化委员会努力争取的煤矿业的社会化，也许会大大改

变德国的社会力量平衡。与那种官方机构提出的采用集团方式

的解决方案有很大不同，专家们的模型凸显出积极的一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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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它保证了对德国经济最重要部门的公共控制，而另一方面

它并未降低其生产率，并考虑到了工人的参与权。如果这种模

式得以实现，那么大多数反对这个新生民主国家的权力精英

(Machtelite)将失去其影响力。但是尚不能肯定，工人阶级的

激进分子是否赞成这一与无产阶级实施自治的理想毫无共同之

处的解决方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共和国剥夺了工

人阶级对立面的部分权利，那么共和国就有机会在工人中得到

更多支持。3

煤矿业社会化的失败，首先并不是因为在国民议会中没有

多数。如果社会民主党采纳了社会化委员会的提议，与中产阶

级政党的联合政府不会因此而破裂。关键的问题是，社会民主

党和自由工会认为现在不是改变所有权的时机。首先是经济

重建，然后才是社会化改革——德国最大的政党坚持这个轻

重缓急的顺序，尽管他们已经清楚地预见到，时间越拖延越

不利于矿产业的社会化，但这个政党依然不改变这个原则。

巩固矿场主的权力地位，强化了企业家阵营的右翼，这反过

来又促使工人队伍中的力量向左倾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中的温和派备受忽视，而他们的合作不仅是魏玛联盟也是整

个共和国存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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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19年，德国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道德层面 87

上，都几乎没有与帝制德国决裂。然而，这样的机会还是出现

过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真相，在1919年春大

部分已经公开。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担任外交部副

部长，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斯·夸克(Max Quarck)在德

国内政部担任副部长。1918年11月，他们受人民代表委托，

收集和出版有关战争爆发的德方档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

立社会民主党决裂后，艾伯特在1919年1月初要求考茨基继

续负责整理有关德方文件。夸克后来辞职，文件发布的准备工

作全部由考茨基负责。

就在考茨基完成调研工作前不久的1919年3月22 日，谢

德曼内阁讨论了谁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的问题，艾伯特也在

场。帝国总统指出，在巴黎和平谈判中必须对此表明态度。英

国拒绝接受请中立方出面审查，因此德国必须自己做出评审。

重要的是“最严厉地谴责旧政府的罪责”,并在备忘录中写下

新政府的立场。艾伯特还主张成立一个宪法法院，调查战争主

要负责人的罪行。

大多数部长都同意总统的意见，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

帝国财政部部长欧根·席费尔(Eugen Schiffer)。他曾是民族

自由党党员，于1918年11月加入德意志民主党。他发出警



108/魏玛共和国：1918~1933

88

告：“认罪会剥夺人民最后的自尊，让对手凯旋。”席费尔将

战争定义为“预防性战争”,是德国试图挣脱“包围圈”的努

力。“这种包围圈在一到两年内就会给我们脖子套上绞索”,

因此不能把这种努力视为“犯罪”。公布有关战争爆发的德方

文件，会“从内部和外部伤害我们”。来自社会民主党的不管

部部长爱德华·达维德(Eduard David)的回答也很有代表

性。他说德方文件中提到的负面行为，协约国早就知道。但是

“如果我们与席费尔一样，承认这是一场预防性战争，那我们

就承认了协约国指控我们的一切”。帝国总理谢德曼认为没有

必要参与这场争论。

1919年4月18日，内阁再次讨论战争罪责问题。考茨基

的文件收集工作已经完成，政府必须决定如何处理。外交部的

文件无疑证明了，帝国领导层在1914年7月危机期间，督促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从而承担了引发世界大战的主要责

任。作为报告人，隶属中央党的司法部部长约翰内斯·贝尔

(Johannes Bell)表示反对公开这些文件。他认为这些文件会

造成对德国不利的影响。因为这些文件仅涉及战争前夜一个很

短的时间段，而只有和战争前的其他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例

如英国的包围政策、法国的复仇政策、泛斯拉夫和大塞尔维亚

政策等，才能真正理解大部分文件的含义。

作为第二报告人，达维德则力主发表这些文件。他认为在

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将真相完全透明地”公布才会有益。

同时也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在的执政者在战争爆发时以

及战争期间并不了解某些材料，而且德国已经完全取缔了旧制

度。他还认为，战前的某些背景虽然不能证明这是一场预防

战，但可以提供免责效果，至少可以提供某些解释。内阁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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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达成一致意见。未介入辩论的谢德曼最终表示反对达维德的

意见，建议“目前不予公布这些文件”。

1919年6月11日还是出版了德方文档的一些节选。外交部

发表的《关于战争发动者责任的白皮书》(Wei?buch betr. die

Verantwortlichkeit der Urheber am Kriege),正如考茨基切中要害分

析的那样，“看不出与被推翻政权有任何政治上的决裂”。在考

茨基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一份更为详细的汇总文件《战争爆发

的德方文档》(“Deutsche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直

到1919年底才公布。但是这份文件发布的时间实在太晚了，

它已经无法影响德国对和平条件的判断，甚至已经无法去影响

和平条件本身了。另外，试图从法律角度调查澄清战争罪行的

努力也未成功。1919年8月16日，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否决

了帝国政府提出的成立国家特别法院的法案。宪法委员会提议

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战争的起因、延续以及德军

失败的原因。全体会议于8月20日通过了这一提议。但是指

望调查委员会来消除这些历史争议性问题的政治冲击力，则

是自欺欺人的做法。1919年11月18日，就是在这个委员会

面前，兴登堡借助一位匿名的英国将军之口说出了他本人想

要说的话：德国军队遭到了身后的袭击。此后，“背后捅刀传 89

说”(DolchstoBlegende,也译作“刀刺在背传说”)成了经典

的表述方式。

1919年春季，德国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能毫无保留地披露

自己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所作所为。那些主张公布德方档

案的人，原则上希望以诚实的攻势打动协约国，并以此获得宽

容的和谈条件。那些不同意公开的人则担心这样做会起到相反

的效果：到头来是德国人自己验证了惩罚性和约的合理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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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协约国坚信战争罪责在中欧列强，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德国人承认战争罪责就会影响和谈的条件。然而从长远来

看，与之前的政体明显决裂的德国有望在战胜国中引起积极的

反响。1919年夏天已经出现了这种发展的苗头：意大利、英

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对《凡尔赛和约》发出抗议。

如果公开披露德国的战争罪责，就难以预计会在内政方面

带来什么后果。可以肯定的是，公布7月危机肯定会导致两极

分化。如果考茨基的文档收集录在1919年 4月出版，那么德

国政府和魏玛联盟将受到缺乏爱国主义、背叛德国利益的指

控。与激进民族主义的斗争无论如何已不可避免。关于战争罪

责的争论提供了可以对发动战争和拖延战争的党派主动出击的

机会。另外，现在的执政党也支持过德国的战争努力。如果他

们承认自己被军事和民事领导层愚弄了四年，这些政党将有何

颜面?他们事后依然赞成在战争爆发不久后称德国防御战将成

为帝国奇迹的那些人的观点，这会引发什么后果?出于这些担

心，大多数知情人决定不能毫无保留地澄清历史真相。

1919年5月7日，《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的和谈条件》在凡

尔赛被递交给德国和谈代表团。帝国政府事先没有让德国公众

做出任何准备要承担这种可预见的惨重代价，因此德国公众的

回答是愤怒的吼声。大多数德国人期待的是一个《威尔逊和

约》,一个标志着妥协与谅解的和约，一种在所有民族自主权

90 基础上，当然也在德国人民自主权基础上的和平协议。但是，

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和平协议似乎并不是由美国总统，而

是由“死对头”的精神在为战胜国执笔。

强加给德国的大面积领土割让，令德国东部地区受到的损

害最惨重。波兰应全盘接收上西里西亚、波森和西普鲁士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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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土，由此切断了东普鲁士和帝国其他地区的联系。梅默

尔地区归入协约国。但泽被划为一个自由市，受新建立的国际联

盟监管。如果以自主权为基础做出裁决，那么毫无疑问应该只有

波森归属波兰。最初只限于在东普鲁士南部和西普鲁士维斯瓦河

东部，即马林堡(Marienburg)和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附

近的居民才有权在德国或波兰之间做出选择。战胜国优先考虑

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强大工业潜力、能够生存的波兰，让它拥有

进入波罗的海的直接入口。而重新界定领土的民主合法性则退

而次之。

西部大面积的领土损失让人感到的震惊似乎小得多。1919

年春天，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已经板上钉钉。在奥伊彭-

马尔梅迪(Eupen-Malmedy)地区割让给比利时的问题上，至

少还举行了投票，但人为操纵严重，因此几乎没有任何说服

力。法国一直觊觎的萨尔地区现在归国际联盟管辖，为期15

年，之后再由这里的居民自行决定该地区归属的命运。

在莱茵兰问题上，法国不得不做出让步：莱茵河左岸地区

没有从德国分割出去，也不受协约国持续的军事控制。和平条

约规定了分别被占领5年、10年和15年的不同区域，设立德

国莱茵河左岸的永久非军事化区。在德国最北部实行自决的原

则：北石勒苏益格(Nordschleswig)的居民以全民表决的形

式，在德国和丹麦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另一个问题上，和平条

款则否定了自决权：禁止将德语区的奥地利与德国合并。

为了防止德意志帝国将来再对邻国发动袭击，战胜国对德

国的军备予以严格限制：德国必须取消义务兵役制，军队人数

不得超过10万，海军不得有超过1.5万名长期服役的职业军

人。不允许德意志帝国拥有空军和潜艇，这一条也适用于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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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毒气武器。解散总参谋部，上缴远洋舰队，只许留下很少一

部分。1919年6月21日，德国海军在斯卡帕湾的舰队抢在该

条款生效之前采取行动，击沉了自己的军舰。

总体而言，根据这个和谈条约，德国将丧失七分之一的领91
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经济影响则更深远，如果算上1921年

对上西里西亚的瓜分，帝国将损失三分之一的煤炭资源和四分

之三的矿产资源，另外还会丧失殖民地。战胜国就战争破坏和

战争损失的赔款未能达成最终赔偿金额的共识，还需要制定一

个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协约国只是确定了某些赔偿范围。德

国必须交出长途电缆、90??商船和11??牛存栏量，每年要

向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提供约4000万吨煤，期限

为10年。赔偿要求的理由依据《战争罪责条款》第 231条，

这个条款称德国及其盟国为战争的始作俑者，他们要对协约国

及其盟国遭受的一切损失和破坏承担责任。2

在政府阵营中，最初占上风的是那些认为和平条件令人无

法接受的派别，他们希望尽早向公众表明这一态度。谢德曼内

阁的帝国外交部部长布罗克多夫-兰曹(Brockdorff-Rantzau)

伯爵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但他与德意志民主党有密切关系。他

第一个站出来说，经过深思熟虑只能拒绝这个和平条约。这位

自由派职业外交官 5月7日在凡尔赛宫的和谈条约交接仪式上

就表达了其立场，他说“此时此刻扑面而来的是仇恨的力

量”,并强烈反对德国是世界大战唯一罪人的观点。5月12

日，帝国总理的语气更加强硬。在柏林大学礼堂举行的国民议

会的一次公开大会上，谢德曼提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诘问：

“那只为自己和为我们套上这个镣铐的手，难道不应该烂掉

吗?”谢德曼的盟友、普鲁士邦总理保罗·希尔施喊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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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宁愿死，也不做奴隶!”国民议会主席、中央党议员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Konstantin Fehrenbach)甚至以第二次

世界大战威胁协约国：“这份和约⋯⋯就是要将战争永远继续

下去。现在，我用一种他们也能听懂的语言，告诉我们的敌

人：敌人们，请记住，一个复仇者将(从阵亡尸骨中)站起

来(Memores estote, inimici, ex ossibus ultor)。德国妇女将继

续生育子孙，这些后辈将打破奴隶的束缚，洗刷我们德国人蒙

受的耻辱。”

抗议和平条款，似乎暂时形成了从德国民族主义者到社会

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企业家总联盟和工会总联盟于 5月20 92

日发表联合声明，称《凡尔赛和约》草案是“给德国经济和

民众生活判处死刑”。自远古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

一种像现在这样对待德国的罪行，这是对一个伟大、勤奋和文

明的民族犯下的罪行。德国工业界曾抱有野心勃勃的战争目

标，但并未妨碍企业家协会现在与工会站在一起，抗议“抢

劫我们的殖民地和所有国外财产”,他们期待的是“公正的和

平、自由的和平及民族和解的和平”。

在政府内，主要是德意志民主党的部长们希望内阁拒绝接

受该条约。他们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司法部部长奥托·兰茨贝

格、劳工部部长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Bauer)以及中央党

政治家邮政部部长吉斯伯茨(Giesberts)的支持。强硬路线的

拥护者希望他们的态度能够为德国和谈代表团提供支持，后者

正在努力缓解凡尔赛会议的强硬要求。对于德意志民主党而

言，这种考量不无道理，因为他们可以放心地持拒绝态度，且

不会冒什么风险，因为国民议会中即使没有民主党的同意，也

会形成接受和约条款的多数。而德国停战委员会主席、不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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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及其社会民主党的同事达维德和诺

斯克则持另外一种立场。这些“务实政客”深知，如果拒绝

和平条约，协约国将占领整个帝国，而德国当时无法依靠其精

疲力竭的军队来阻止协约国的入侵。诺斯克还指出，他的估计

与军需总监格勒纳的评估完全吻合，而格勒纳的意见又给国防

部部长的论据增加了分量。

因此，执政党中只有德意志民主党对和谈条约一致采取拒

绝立场。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内部意见不一。国民议会中社会

民主党议会党团和本党未来的党主席赫尔曼·米勒的建议截然

不同，他们5月12日宣布和平条约是不可接受的，党团成员

中只有5人持反对意见。中央党内，埃茨贝格尔和吉斯伯茨的

各自拥护者立场针锋相对。但是自 6月16日，这两个政党的

阵线出现了新变化。这一天，协约国回应了德方代表团 5月

28日对和平条约提出的反建议(Gegenvorschlage)。与5月 7

日的和谈条件相比，这一次最重要的进展是，同意全民投票决

定上西里西亚归属波兰还是德国。对于莱茵兰，协约国同意如

93 果德方表现良好，会提前结束占领。在一份综合性照会中，战

胜国以严厉的态度详尽地驳斥了德国对战争罪责问题的解释。

德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抗议令协约国的立场更加强硬。德国人现

在只有5天时间来决定是否接受和约。

以布罗克多夫-兰曹为首的德国和谈代表团建议政府立即

拒绝这一和平条约。德意志民主党已经在6月4日决定，如果

签署和约就退出内阁，他们在 6月19日仍然坚持这一方针。

同一天，中央党议会党团以五分之四的多数同意“在一定条

件下，并表示在提出抗议的前提下”接受该和约。社会民主

党的大多数也表示接受和约。谢德曼和兰茨贝格在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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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辞职相要挟，两人宣布，如果议会党团放弃“不接受和约”

的立场，他们就辞职。在当天的预投票中，有75名议员投票

赞成签署，39名表示反对。这种情绪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德

国国防部部长诺斯克有关德国军事局面毫无希望的报告，以及

农业部部长罗伯特·施密特有关粮食供应几乎同样令人沮丧的

陈述。数小时前，内阁中7人支持，7 人反对，因而陷入僵

局。在 6月19日深夜的另一场内阁会议上，双方再起冲突，

谢德曼最终决定践行自己做出的威胁。他与布罗克多夫-兰曹

和兰茨贝格一起，于6月20日清晨向德国总统提交辞呈，退

出内阁。6

谢德曼仓促决定对和平条约说“不”,最终他别无选择只

能辞职；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协约国军队就会占领德国，帝国

的统一就会遭到破坏。在莱茵兰和普法尔茨，分裂运动已经很

活跃，这些运动得到法国占领势力的支持。另外，还要考虑到

波兰可能会在东部发动进攻。如果不能通过军力阻挡协约国的

占领，那么必然导致流血冲突，也很有可能发生民族主义右派

的武力行动以及极左派的政变尝试。外侵和内战交织一体，德

国会陷入混乱，而防止混乱一直是社会民主党和中产阶级的主

要关注点。

当然，和平条约的签署伴随着巨大的内部风险。普鲁士东

部各省已经做出积极筹备，一旦德国屈服于协约国的和平条

件，就成立独立的“东部国家”。普鲁士战争部部长瓦尔特· 94

赖因哈特(Walther Reinhardt)将军以及社会民主党极右翼代

表、负责普鲁士东部和西部事务的帝国专员奥古斯特·温尼希

(August Winnig)都表示，这个邦将成为未来整个德国民族起

义的核心。包括洛斯贝格(LoBberg)和冯·贝洛(vo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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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更是急不可待，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

太晚，应该在和平条约签订之时，马上就从东部发起解放德国

的武装斗争。军需总监格勒纳将军坚决反对这一军事冒险计

划。但格勒纳在政府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也无法肯定，军队中的

反对派是否会用政变的方式对签署和平条约做出回答。

6月21日，艾伯特任命他的党内同志和知己作为谢德曼

的继任者：前帝国劳工部部长、自由工会总委员会前任第二主

席古斯塔夫·鲍尔。鲍尔在上一任内阁中是政治上最不起眼的

一位部长。这个49岁的东普鲁士人在前几周仍反对签署和平

条约，但此时他对局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领导的这届内阁

只有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参与，即魏玛联盟中多数同意有条件

接受和平条约的两个政党。为了保持自己的新民族形象，德意

志民主党选择了放弃参加内阁，因为新内阁的首要任务之一就

是签署《凡尔赛和约》。在认为必须迈出这一步的人当中，有

4名最重要的内阁成员。前几天刚当选为党主席的社会民主党

人赫尔曼·米勒现在主管外交部，古斯塔夫·诺斯克依旧担任

帝国国防部部长，爱德华·达维德担任内政部部长，中央党人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新加入鲍尔内阁担任财政部部长。

由于德国政府出现危机，协约国将最后通牒的期限延长了

两天，到期时间为6月23日。6月22 日，国民议会以 237 票

对138票，6票弃权的实名表决同意签署和平条约，但是仍悄

悄地加入了政府自己表述的保留意见，即德国既不能承担唯一

的战争罪责，也没有义务将德国战犯送交战胜国。当天晚上德

方就收到了协约国的答复：必须无条件签署和约，并且拒绝了

德方提出延长通牒 48小时的要求。

95 这一消息传出后，国民议会在 6月23 日的几个小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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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已经没有多数人赞同无条件接受和平条约了。中央党党团

会议上，负责魏玛军事安全的默克(Maercke)将军表示，如

果接受这个条约，军官们将不再支持政府，因此无法保障内部

秩序。同属中央党的诺斯克承认因这条消息而“深受打击”,

他现在转而表示拒绝签字。一时间反对签字的意见占了上风。

12点进行的非正式投票中，包括 4位部长在内的68名中央党

人投了反对票，只有14 票同意接受该和约。这次投票还意味

着黑红新联合政府的终结，它的成立只是为了有一个可以签署

和平条约的德国政府。

此时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只有两个社会民主政党，即德国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还同意签约。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这两个右翼政党没有丝毫兴趣出面

承担政府责任，因此现在社会民主党只能努力说服更多的中央

党成员赞同这个协议。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也准

备迎合中央党的愿望发表一个声明，表示尊重那些投票赞成和

平条约议员的“爱国理由”。另外两个声明对中央党形成自己观

点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诺斯克试图削弱对局势的悲观评

估；格勒纳在给艾伯特的一封电报中指出，作为军需总监，他

断言采取军事行动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如果诺斯克发出一封公

开呼吁书，阐明签署和约的必要性，就有望“得到军方的支持，

因此可以避免内部产生新的动荡以及东部地区的对外冲突”。

这些解释促使中央党的微弱多数决定同意无条件接受和

约。鲍尔政府得救了，国民议会中终于有了多数人投赞成票同

意签字。在不记名投票表决中，议会宣布同意政府的观点，并

授权政府签署和平条约。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

德意志民主党多数，以及中央党部分议员投票反对。6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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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交部部长米勒和运输部部长贝尔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了

和约。?

战后德国对战胜国的“强硬指令”义愤填膺，在此问题96
上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凡尔赛和约》中的内容并没有考

虑德国希望用战争达到的目标，也没有考虑《布列斯特-立托

夫斯克条约》达成的条件。《凡尔赛和约》评估的标准仅仅是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中公正和平的理念。

其实《凡尔赛和约》持久地伤害了威尔逊最有效的口号，即

民族自决权。这一点特别反映在德国东部边境的问题上。但

是，有没有机会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被野蛮剥夺了生存权的

波兰转变为一个德国认可的有生命力的独立国家呢?在民族混

居地区，在东欧中部和东南欧，是否可以实现某个民族的自决

权，而又不损害其他民族的自决权呢?就奥地利人的自治权而

言，如果战败的德国和德语区的奥地利合并，在战后获得大片

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那么战胜国各民族又将做何反应呢?

战胜国的政治家们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本国人民在各

个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期望值。要让德国人支付战争费用，这

是战争期间法国政府曾多次向本国人民做出的保证。现在是

兑现这个诺言的时候了。还未确定规模的战争赔偿必须重创

德国，使其在数年之内都不能“恢复常态”。法国和英国一

样，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把战争的负担压在“德国佬”或

“酸菜佬”身上，而是让本国人民承担，都必定会被愤怒的

风暴席卷下台。

协约国政府希望达成一种能够永远阻止德国复仇的和平。

法国政府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但是正像我们提到的那样，盎格

鲁-撒克逊人的干预使法国无法实现自己的最大期望。英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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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想限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但也不想让威尔逊总统过度丧失政治信誉。德国应感谢英国和

美国，正是因为这两国的反对，莱茵兰才能留在德国，而没有

被协约国永久占领。对法国来说，这样一来安全性有所降低。

作为补偿，法国将得到英美两国的援助担保。伦敦下议院批准

了这个相关协议，但华盛顿的参议院没有批准，因此英国的援

助义务也就无从提起。美国参议院拒绝了在巴黎郊区签署的所 97

有条约，也拒绝批准威尔逊最倾心的成立国际联盟项目，因而

“凡尔赛体系”失去了美国提供担保的这个基础。可以预见，

法国现在将通过其他方式来防御德国，以保护本国的安全。

德国认为《凡尔赛和约》把德国人降为二等民族。德国

暂时被排除在国际联盟组织之外，这个组织成了战胜国和中立

国的亚略巴古(Areopag,古典时期雅典的仲裁会议)。德国主

权受到限制，领土缩小，经济实力被削弱，霍亨索伦治下辉煌

的军事实力现在仅留下微弱的余晖。但是帝国依然存在。它仍

然是俄罗斯边境以西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

国家。

在外交方面，德国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无望。如果说法国

在波兰和在1920～1921 年形成的小协约国那里，即捷克斯洛

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找到了天然的合作伙伴，那么德国

仍然有机会与其他“欧洲之间”的国家，即芬兰以及从波罗

的海到保加利亚之间的国家建立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

说曾经有对德国形成的“包围圈”,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这不再是一个话题。西方列强与苏维埃俄国之间出现了鸿

沟。协约国支持“白军”的干预活动到1920年末才结束。虽

然共和的德国还未恢复与莫斯科的外交关系(断交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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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5日巴登亲王政府抗议俄国向德国革命者提供财

政支持),但是1919年的和平秩序促使两个“被遗弃者”相

互靠拢，这本蕴含在发展的逻辑之中。《凡尔赛和约》丝毫没

有影响德国晋升为欧洲列强的前景。

在内政方面，《凡尔赛和约》很快就成为右派的武器。议

会多数同意接受和谈条款是出于爱国的理由，这是德意志民族

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曾经做出的承诺，然而这个承诺很快就

被遗忘了。共和势力遭到指控，他们在和约上的签字助长了敌

人羞辱德国的气焰。自1919年 5月得知协约国和谈条件以来，

要求批判性地查明德国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所作所为的警

告者就再也没机会了。6月中旬，伯恩斯坦在魏玛召开的社会

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谈论“罪责和责任的问题”,并呼吁他的战

友们不要再次成为1914年 8月4日投票的俘虏(在那次投票

98 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赞同了战争贷款),他因此立即受到

党领导和与会代表的围攻。各个派别的代表在反对“战争罪

谎言”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外交部也支持相应的活动，德

国历史学家几乎团结一致，站在所谓的正义事业一边。为了反

击德国是引发世界大战的唯一罪魁祸首这个错误论点，很快就

诞生了一种“德国无辜说”。它不亚于孪生姐妹“背后捅刀传

说”,助长了魏玛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民族主义情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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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2月底，德国立宪国民议会开始进行主要工作。在 99

起草新宪法之前，已经做出了两项初步的重要决定。首先，宪

法不具有社会主义特色，而要彰显自由主义特征。1918年11月

15日，人民代表委托左翼自由派宪法学家胡戈·普罗伊斯起草

宪法草案。他在前一天发表的题为《人民的国家还是与此相反

的专制国家?》(“Volksstaat oder verkehrter Obrigkeitsstaat?”)

的论文中向社会民主党发出呼吁，让资产阶级自由派参与德国

新秩序的建设。两个社会民主政党虽然在寻求某些具体的宪政

目标，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宪法方案。他们让内政部新任国务

秘书普罗伊斯在宪法事务中发挥带头作用，就是承认自由派阵

营在这个领域中卓越的专业知识。其次，也可以预见，宪法的

集权程度将达不到普罗伊斯的原本预想，因此“邦委员会”

自1919年1月27日以来一直在商讨普罗伊斯的草案，那些社

会民主党领导的邦为草案做了联邦意义上的修订。

此后一段时间里，帝国与各邦的关系成了议会讨论帝国宪

法的主要争论点。在魏玛联盟内，中央党的多数认为自己是邦

联制圣杯的守护者，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则倾向

于中央集权。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拥有国家政权比意识形态

传统更为重要：议会党团努力争取强化中央政府，削弱邦势

力。但是此举因遭到各邦社会民主党总理的反对而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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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还提出，德国参议院①不再由各地方政府代表，而

是由邦议会代表组成。国民议会宪法委员会试图让中央获得更

多的权力。所有这些企图也都没有得到落实。帝国政府不想与

最重要的邦发生冲突，并一再奉劝联合政府的其他政党也做出

让步。

普罗伊斯本计划将普鲁士分解为几个较小的邦，但未得到100

魏玛联盟各议会党团的支持。我们已经提到过持这种拒绝态度

的主要原因：大多数议员都意识到领土重组可能对帝国的统一

构成威胁，在德国西部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普鲁士似乎更能够

阻止法国支持的分裂主义，防止地方自治运动成立一个隶属帝

国但相对独立的莱茵兰邦的要求。宪法讨论最后确认的一些规

定令帝国大幅重组即使并非不可能，也很难实现。宪法试图从

两方面抑制普鲁士的霸权：一方面，普鲁士人口占德国的五分

之三，但它只能占有德国参议院所有席位的五分之二；另一方

面，其他邦由政府成员出任德国参议员，而对普鲁士不采取这

一规定。在德国参议院中，普鲁士的代表一半由政府成员组

成，另一半由普鲁士省级行政管理代表出任。

最后的结果是，帝国比联邦主义者要求的更集权化，比中

央集权主义者要求的更加联邦化。各个邦不是纯粹的自治机

构，帝国也不是普罗伊斯想象的统一国家。普鲁士政府和帝国

政府的脱钩意味着德国这个最大邦少了一些特权。但此外，德

国参议院的分量远小于帝制时代的邦联议院。德国南部各邦失

去了俾斯麦授予他们在军事、邮政和税收系统方面的“保留

权”,巴伐利亚损失最大。因此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这个

① Reichsrat,各邦派驻国会代表的机构，即魏玛共和国上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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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南部的自由邦会长期认同这种地位的落差。

与帝国和邦之间关系的问题一样，人们在议会与国家首脑

关系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普罗伊斯希望帝国首脑是一个人民

直选的强势总统。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最亲密的顾问、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位德国内政部国务秘书

给总统设计了一个平衡国会的角色。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

这种平衡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党完全有机会在议会

中赢得多数席位。普罗伊斯对“议会专制”的警告反映出他

的愿望。他希望直选的总统能够践行一种比人民代表的多数更

为保守的政策。普罗伊斯和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认为，这位超

越党派的总统还要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对于专职公务员而言，

这一点尤其重要，公务员不应是各党派的猎物，公务员应该为

整个国家服务。强大的帝国总统是一个超越党派的国家强大保

障，因而也是一个国家连续性的保证：这就是普罗伊斯 1919

年2月24日向国民议会提交方案的本意。

这位自由派的“立宪之父”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强烈反 101

对。在2月25日的党团小组会上，老党员赫尔曼·莫肯布尔

(Hermann Molkenbuhr)说，这种帝国总统不过是“代理皇

帝”,并指责这是“利用民选总统的机制，玩拿破仑式的把

戏”。在2月28日全体会议上，宪法草案首次宣读，社会民主

党发言人里夏德·菲舍尔(Richard Fischer)表示，与法兰西

共和国总统以及美国总统相比，该法案赋予了帝国总统更高

的、更少限制的权力。“现在担任德国总统的是一个社会民主

党人，但我们不应让这种想法影响我们。如果说之前的帝国宪

法是为俾斯麦首相量身定制的，现在的宪法则不应为艾伯特总

统量身定制。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某一天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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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党的一个代表，也许是来自一个反动的、渴望政变的政

党的代表站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必须对这种情况有所准备，特

别是其他共和国的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了很有启发的案例。”3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更为尖锐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忧

虑，然而这些担心并未引起资产阶级政党的共鸣。1919年春

季，德国种种矛盾激化到近乎内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甚

至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都越来越拥护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必不可

缺的看法。与最初的意图相反，社会民主党同意了帝国总统长

达七年的任期，并同意资产阶级政党的建议，在紧急情况下甚

至扩大总统的特权。1919年7月30日的三读中删除了宪法委

员会在6月18日建议的条款。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根据《紧

急条例》第 48 条，帝国总统采取的措施需要获得国会的批

准。这个条款现在改为德国总统需立即将他的举措通知国会。

当然这一修改并未触动国会的权力，国会依然可以否决帝国总

统实行的措施。

国会体现着代议制民主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受到直选总统

的限制。作为立法者，国会与国民也形成了竞争关系。社会民

主党是推行全民公投和全民决策的原动力。虽然他们中间也有

人对全民立法表示担忧：在1919年2月25日的议会党团会议

上，议员里夏德·菲舍尔表示，一个作为整体出现的民族，已

经一再被证明会形成一种反动的力量，所有国家都有这样的实

102 例，全民投票总是反对进步革新。但是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

希望坚持迄今党的纲领，并将直接的全民立法纳入宪法。德意

志民主党并不像两个社会民主政党那样重视这个问题，但仍支

持全民公投和全民公决的建议。而德意志人民党称全民公投和

全民公决这两种形式都是激进民主政策的工具，因此对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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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一部

分人的意见一致。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全

民公投和全民公决会产生保守效应，所以赞成全民公投。中央

党起初并没有表明立场。

漫长的讨论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社会民主党人威廉·

凯尔(Wilhelm Keil)提议，宪法需要经过全民投票通过，国

会解散需要全民公投，这些建议在宪法委员会中未得到多数赞

成。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有十分之一有表决权的人通过全民公

投要求进行全民公决，那么就必须进行全民公决。此外，如果

二十分之一的选民提出要求，且之前国会内有三分之一的议员

反对某条法律，那么国会通过的这条法律就需要举行全民公

决。在三读时，来自社会民主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提议获得

了多数。这项提议是，参加投票的人数必须超过选民总数的一

半，才能以全民公决的形式废除帝国国会的决议。这样一种方

式应该增加了帝国总统反对国会的难度。与凯尔提议的不同之

处是，宪法委员会授权德国总统(如果要变更宪法，还要授

权帝国参议院),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来否决德国国会通过的

法律。

国会在立法领域免受了另一方面的竞争：一旦成立经济议

会，人民代表的基本权利就可能受到挑战。要求成立经济议会

的呼声来自各个方面。1919年4月8日至14日，在柏林举行

的德国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第二届大会上，代表们通过了

马克斯·科恩-罗伊斯和尤利乌斯·卡利斯基(Julius Kaliski)

的提议，这两个“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成立一个与政治

议会平等的“劳工协会”。该提案遭到倡议人所属政党的拒

绝，但获得极右派的赞许。1919年 7月21 日，德意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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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党议员、前帝国国务秘书克莱门斯·冯·德尔布吕克

(Clemens von Delbrück)在国民议会上表示，委员会的设想中

有一点受到该党的赞许，即建立专业协会的想法，他和他的朋

友们一直视专业议会是“对过分的议会制和议会优先制的制

衡”。

国民议会的大多数议员并不赞同这样一种附加的立法机103
构。魏玛宪法第165 条“委员会”中，并没有限制民众成立

代表机构的权利。工人和职员应组成自己的委员会，并与所有

重要的行业团体一起，在地区和帝国层面建立的经济委员会中

派驻代表。帝国经济委员会有权提出立法动议和审查法案，但

无权否决法案。帝国经济委员会是第165条中提到的委员会中

唯一真正问世的委员会，它是根据1920年 5月4日颁布的一

项法令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临时帝国经济委员会并未发挥真

正的政治影响。

第165条中最重要的内容仍然是它的第一段：承认劳资双

方平等的原则，并从国家层面上认可劳资谈判伙伴以及他们之

间达成的协议。这比宪法中关于大多数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其他

说法更为具体。关于“社会化”问题，宪法纳入了一些“非

硬性规定的”条款，但并未超越1919年3月23日的《社会化

法》的框架。“为了保护工作条件和经济条件”,宪法赋予

“每个人和所有职业以结社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承认罢

工权。如果宪法中规定了罢工权，那么就必须规范其界限。这

两个问题都会引起巨大争议，因此立宪者宁愿放弃有约束力的

规定。

但是，国民议会必须解决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否则宪法

无法成形。宪法的名称问题就已经引发了争议：应将其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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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宪法”还是“德意志共和国宪法”?两个社会民

主政党赞成第二个提法，但他们未能说服资产阶级政党的统一

阵线。在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国旗问题上，独立社会民主党希

望将红色作为国旗颜色，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则希望继承

1848～1849年运动的遗产，采用黑红金色。这些颜色也受到中

央党多数和民主党少数的青睐。两个右翼政党、多数德意志民

主党人和少数中央党人则希望保留俾斯麦帝国的黑白红色。7

月初，关于国旗的争论达到了顶峰，社会民主党人有一段时间

甚至考虑，如果无法通过黑红金的解决方案，则与独立社会民

主党人一起投票支持红色。折中方案最终在二读时获得多数赞

成，黑红金色被定为帝国国旗颜色。据说为了提高海上的识别 104

度，议会对商船旗帜做出特殊规定：船旗为黑白红色，内上角

有一个黑红金色的标志。很明显，不仅仅政治右翼在用这种办

法悼念帝制，就连魏玛政府的部分执政党也不例外。

宪法中关于学校的条款引发了最尖锐的分歧。在1919年

7月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整个基本法部分都因这个问题而无法

成立。社会民主党人主要的关注点是，通过重组教学体系让较

低阶层的人们获得更好的社会晋升机会。中央党更关心在整个

帝国认可教会学校。而自由派的重点在于减少教会对学校各方

面的影响。因此，魏玛政府各政党唯一的共同点是，至少为全

国的学校做出一个统一规定。宪法委员会中多数人最初同意，

所有儿童，不论其信仰如何，都应该上全民普通学校。然后应

由立法机关决定是否也可以根据法定监护人的要求设立教会

学校。

但是中央党对这种解决方案不满意，社会民主党中也有反

对的声音。自6月21日以来，中央党是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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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伙伴，中央党希望通过宪法确认教会学校的地位，而社

会民主党议员凯尔则认为宁愿否认宪法，也不能承认教会学

校。7月3日，社会民主党同意与中央党开始新一轮谈判，但

指示其谈判代表必须坚持迄今的讨论结果，如果中央党不妥

协，就彻底放弃“基本权利”这个章节。对于中央党来说，

这样的放弃根本不可能，因为其中第二编“德国人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涉及宗教和宗教社会的问题。因此社会民主党如

果不想让联盟破裂，就不得不做出妥协。在二读中，国民议会

通过了社会民主党与中央党达成的折中方案，两个政党也都投

了赞成票。根据这个方案，由法定监护人来决定一个社区的学

校是对所有教派开放的、按教派划分的还是应该无宗教信仰

的。但民主党人表示反对，因此有必要进行新的谈判。最终找

到的解决方案在三读中通过：设立一种对所有教派开放的

“非教会学校”(Simultanschule),这种学校就是常规学校；但

是在法定监护人的要求下，可以用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学校取而

代之。8

在学校问题上的妥协确保了《魏玛宪法》获得多数通过。105

最终投票于7月31日举行：帝国宪法以 262 票赞成，75 票反

对，1票弃权获得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意志民

主党投票赞成宪法，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和德意志人民党持反对意见。1919年8月11日，德国总统艾

伯特签署了宪法。三天后，《帝国法律报》宣布宪法生效。

1919年7月31日，社会民主党出身的帝国内政部部长爱

德华·达维德用这样一番话对宪法获得通过表示祝贺：这部宪

法贯彻了民主，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德意志共

和国从此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民主国家”。正是宪法中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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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民主成分让达维德使用了这样的最高级。如果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再去回顾魏玛时期，就不会有人能做出如此趾高气扬的

判断。在许多情况下，评论家甚至更倾向于认为，达维德极力

称赞的《魏玛宪法》中的全民表决正是魏玛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全民公投和全民公决的问题上，达维德的观点就无法自圆其

说。在1919年至1933 年举行的全民公投中，没有任何一项能

够取得预期的成功，甚至未能让1929年的《杨格计划》获得

成功。人们常常高估这个计划对民族社会主义崛起的意义，但

是确实可以从这个实例中看到全民表决的煽动效果。直接民主

的拥护者们经常将1926年没收贵族财产的另一次公投引证为

全民立法的进步，但是仍可以从中看出，全民公投发起人的大

规模动员对议会民主制来说并没有任何益处。从总体上看，魏

玛并没有提供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代议制民主中全民“动员”

的优势。

与全民公投和全民公决相比，魏玛全民民主的另一个因素

更是备受指责：直选帝国总统。人民授总统以权力，任他使

用，这样一种民主授权很容易与国会产生竞争和冲突。帝国总

统的宪法权包括对整个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有权举行全

民公决和解散国会，拥有任免总理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总理需

要得到国会的信任，但并非由国会选出。而且“在德意志帝

国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严重干扰或危害”时(第 48 条),总

统享有绝对的独裁权，但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说明紧急状态的范

围。从国民议会的角度来看，权力从议会转移给总统的情况只 106

是紧急状态。但用来界定紧急状态的第 48条实施法没有成文，

致使紧急状态和正常状态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正如政治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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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魏玛宪法》的创立者接受了美国民选总统的机制，但

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非议会式的政府体系，以及与之

相关的美国政党体系的特点，这一切令美国国会非常强大，可

以在美国政府体系中保持全民成分和代议制成分之间的

平衡。”

在德国，宪法中的全民决策成分，尤其是强势的总统削弱

了议会的地位。令人担忧的并不是执法人在紧急状态下获得强

大的权力，而是事实上无法受控的帝国总统的权力扩大。《魏

玛宪法》没有任何措施来保护政府对待无执政能力的议会多

数。如果议会制度不起作用，就由总统介入。这样一来，政党

逃脱责任变得极为容易。弗伦克尔对新议会制度先天缺陷的点

评非常尖锐：“魏玛宪法之父们依然受到这样一种看法的困

扰，即执法人领袖的使命是象征全体人民并且洞察全民利益。

由于缺乏对议会代表任务的理解，他们制定了一部全民集权的

宪法。一个民族不信任议会有代表自己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

民主自卑感的表现。这个所谓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其实是专制

国家思维的产物。”10

后来的有些批评家还把宪法规定的比例代表制视为魏玛政

治制度的弱点。20世纪 5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比例

选举制令政党体制分崩离析，令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成为可

能，如果采取相对多数选举制，可能会阻止两者的发生。实际

上，1919年确立的比例选举制标志着选举权的进一步民主化：

它确保了席位的分配在更高程度上符合选民的意愿。这要比皇

帝时代的多数选举权更加合理，特别是排除了选举人少数组成

议会多数的可能性。如果魏玛议会民主制在起步阶段就背上这

样一种扭曲选民意愿的负担(大概有利于左翼势力),就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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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两极分化而不是维稳的效果。本来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门槛条 107

款来防止政党制度分裂，但这与当年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格格不

入，因此不值得辩论。相对多数选举制可以阻止民族社会主义

势力的兴起，这纯粹是一种猜测。也可以想象，这种投票制度

在1930年以后会对希特勒的政党有利。但无论是这个还是那

个论点都得不到“证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从1919年的

选举法中不可能推断出魏玛共和国的垮台。

《魏玛宪法》是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达成的一个折中方

案。大家一致同意在这部宪法框架内解决诸多矛盾。关于社会

制度，该宪法不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出决

定，而只能确认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未来立法的基础是建立

在现有的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秩序，但要从社会福利角度予以规

划。在立法机构中获得相应多数的前提下，可以在社会主义的

意义上进行改革。如果这个方案是一个真正的折中方案，那么

与其并行的还有一个虚假的方案，或者如宪法专家卡尔·施米

特(Carl Schmitt)在1928年的《宪法学说》(Verfassungslehre)

中归纳的那样，只能在表面上解决异议的“拖延性妥协方

案”。施米特把普通学校作为常规学校的那个章节，以及国家

与教会之间关系的有关规定都归入此类妥协范畴。这些规定虽

然否认了国家教会，但并未明确区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魏玛宪法》中这些“拖延性”条款，是

唯一被收入1949 年《基本法》的条款，因此今天仍然有效。

我们更有理由把“拖延性妥协方案”这个概念用在国旗问题

的表面解决方案上，因为这个方案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加剧了

哪种颜色代表国家问题的争执。2

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阶段，大多数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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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国家制度的政党。卡尔·施米特在 1932 年对这种不断

“以功能主义-形式主义的方式掏空议会立法国家”的做法发

出严厉指责。这种做法演变成了“一种对内容无动于衷的、

对自身的有效性都是中立的，放弃实质正义的合法概念”。票

数统计的多数本身毫无内容，这就剥夺了合法性的所有说服

力。中立首先是区别是与非的中立。施米特批评当时占上风的

宪法理论为废除合法性开辟了合法之路，它在中立中走向自

杀。“任何革命的，或反动的、颠覆的、反国家的、敌视德国

的或无神论的目标都通行无阻，都不得剥夺其以合法方式得以

实现的机会。”3

施米特的批评击中了《魏玛宪法》的要害。当然，从

1919年的认知范围来看，不可能有一种做好防御的民主，一

种预防性地向敌人宣战的民主。帝制国家瓦解后的几个月里，

任何将选民的决定与立宪的限制规定联系在一起的企图，都会

被视为向集权国家倒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对多数

人原则和选民意愿做出限制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立宪委员

会获得了 1919年宪法创始人所没有的经验：魏玛共和国的

失败。4

108

与其说多数德国人接受了《魏玛宪法》,不如说他们容忍

了这部宪法。因为这部宪法是折中的产物，所以赞同该宪法的

所有政党都不是对它完全满意。在激进右翼势力煽动仇恨并实

施暴行之后，宪法才成为共和国的象征。激进右翼的这些做法

让执政党意识到，有关宪法的斗争在其颁布时并没有结束，而

只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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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夏季以来，德国政治渐渐趋于稳定。随着《凡尔 109

赛和约》的签署和《魏玛宪法》的颁布，德国的外交和内政

框架初步确定。因此，内部重组的一些特别紧迫的问题再次浮

出水面，这些问题曾一度被“大政治”掩盖。

对于鲍尔内阁来说，和平条约获得批准后，政府的日常事

务工作便开始了。黑红架构的政府联盟做出的首批重要决策，

重在确定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7月8日，内阁表示不同意社

会民主党经济部部长鲁道夫·维塞尔提出的计划经济和共同经

济的政策，四天后维塞尔辞职。他的继任者罗伯特·施密特是

维塞尔在社会民主党中最强的对手。施密特与维塞尔不同，他

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追随者。由于此时已经确立了社会化的

法律框架，因此任命施密特并不意味着左倾。而维塞尔的辞职

倒是清除了重建魏玛联盟的障碍：德意志民主党因反对《凡

尔赛和约》,于6月20日退出谢德曼内阁。可以想象，与富有

使命感的国家调控者维塞尔相比，民主党现在更加容易与善解

人意的施密特合作。

7月8日，就在内阁决定否决维塞尔的公共经济的同一

天，财政部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一整

套影响深远的税务法。这位勇于革新的中央党政治家1875年

出生于上施瓦本的一个小村庄。他曾经是小学教师，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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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的人”。与该党的大多数人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

中央集权论者。这次帝国财政改革以他的名字命名实不为过，

改革的目的是要强化帝国的优先地位。俾斯麦时代曾经是帝国

“寄宿生”(Kostg?nger)的各个邦，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丧失公

共财政领域的优先地位。在战争期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

埃茨贝格尔决心继续这一进程，以确保财政主权完全归属帝国

中央。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管理机构，铁路系

110 统的“全国一体化”以及确保埃茨贝格尔税改法的整体性。

帝国财政改革的“受害者”是各个邦和地方政府。地方本身

的税收远不足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从现在开始地方就需要依赖

帝国补贴。而那些战后因社会困境深受重创的地区，由于税收

体系的改革，比以前更加依赖债券发行。

除了全国一盘棋的意图，还有社会层面的考虑。埃茨贝格

尔想借助他的税制改革让“战争获利者”买单，启动大规模

的财富再分配，让富人的财富流向较贫穷的阶层。在他于

1919年7月提出并实施的税收政策中，有三项完全是针对这

一目标的。这三项税种分别是针对收入和财产征收的两种战争

税以及遗产税。1919年12月，继而出台的帝国紧急救助税是

一次性财产税，这是埃茨贝格尔推行的税收法中最具争议的部

分，引发了右翼政党和资产阶级愤怒的浪潮。国民议会在

1920年3月通过“帝国所得税法”决议。这些当时被认为高

额的税率和帝国紧急救助税，更加令右翼视埃茨贝格尔为没收

财产的社会主义者。

帝国财政改革的紧迫性无可争议。埃茨贝格尔上任时几乎

面临着灾难性的财政局面。国债在1913年约为50亿马克，而

此时已达到1530亿马克。在这些债务中，有720亿马克是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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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务，这意味着要么必须在短时间内偿还，要么需要提供担

保。帝制时的德国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战争提供融资，本指望

能从战败的对手那里得到赔偿。帝国银行的信贷政策为货币贬

值起到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帝国银行的流通纸币，从1913

年的20亿马克增加到1919 年的450亿马克。埃茨贝格尔希

望，通过一种充公似的税收来遏制或者扭转通货膨胀局面，但

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由于支出水平依旧非常高，为度过新税种

到款的衔接期，帝国仍需像以前一样靠发行债券满足其财务需

求。结果是令货币再次贬值。

但税收本身也加剧了通货膨胀。企业家把依据财富和收入

征收的高税额转嫁到价格上。纳税时，自营职业者比拿工资的

工人和拿薪水的职员受益更明显，因为后者的收入中被立即扣

除了税款，而自营职业者因事后纳税获得的延迟时间而受益。

在这段时间里货币又贬值了。埃茨贝格尔为争取社会公平所做

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货币贬值毁于一旦。帝国金融改革的

结果只剩下统一税收和财政管理。但是这一成就也有副作用：111

各邦失去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力，令它们和帝国中央的关系趋于

紧张。埃茨贝格尔大力限制各邦财政来源致使地方政府债台高

筑，这是造成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德国财政不稳定的主要

原因。2

鲍尔内阁的另一个改革项目也蕴含着同样的政治爆炸力：

以法律形式确认企业委员会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在

1919年春季就力主建立企业委员会，因此帝国政府必须商讨

此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工作，1919年 8月9日在“德国国

会预告”上发表了一部法律草案，规定 2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

需成立企业委员会。企业委员会在雇用和解聘员工方面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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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雇主应告知企业委员会与员工有关的企业运营信息。较大

的公司还要提交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允许在监事会中派驻员

工代表。倾向于企业家的德意志民主党认为，这些权利要求太

过分。德意志民主党的一名重要政治家、普鲁士商业部部长菲

施贝克(Fischbeck)在 8月5日的一次内部磋商中称，该草

案意味着“有组织地落实布尔什维克主义”。德意志民主党在

1919年10月3日重新加入政府后，就竭尽全力按照他们的想

法修改该草案。

11月底，冲突急剧升温。帝国总理鲍尔(自宪法生效以

来他就一直用这个称呼)发出威胁，如果德意志民主党不支

持政府该法案，他就辞职。中央党向德意志民主党提出的最终

要求是，要么妥协，要么退出内阁。最后，在两个特别有争议

的问题上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向工人代表提交企业资产负债

表，但无须提交理由和解释。企业委员会在监事会中的代表问

题应在另一特别法中处理。

社会民主党很难接受对自由派政党做出的让步。1920年1

月13日在该法律二读时，社会民主党人又尝试争取按照他们

的意愿修改该法案。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保罗·勒贝

(Paul Lobe)在1月15日警告其党内朋友，该法律无论如何

都不得失败，否则政府将崩溃，而且在1919年11月25日，

内阁已经一致做出了相应的决定。在 1月18日进行三读时，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终于同意了“企业委员会法”,其中有 5

票持反对意见。尽管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国

独立社会民主党表示反对，国民议会仍然在当天通过了该

法案。

1月13日在柏林国会大厦前发生的流血骚动，令“企业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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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法”的二读和三读黯然失色。国会大厦从9月底开始

就一直是国民议会的所在地。向国会大厦进军的号召，不仅来

自“红色”柏林执行委员会，还来自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

地区领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期待借助非议会的行动，再次

为工人阶级注入革命精神。组织者原本不打算攻击国民议会，

但行动完全失控。当个别团体开始闯入国会大厦时，由当年的

士兵和志愿军团的战士组成的柏林安全警察试图用刺刀挡住他

们。第一枪显然是示威者队伍开的。维持秩序的警方没有发出

预警，立即开枪还击。事件造成 42人死亡，105 人受伤。同

一天，艾伯特总统宣布除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和巴登以

外的德国所有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帝国国防部部长诺斯克接管

了柏林和勃兰登堡地区的执法权。3

除治安警察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对国会大厦前发生的

血案也负有很大责任。虽然“企业委员会法”可能远未达到

工人政党的期望值，但它在获得企业内部的决定权方面迈出了

重要的第一步。鉴于国民议会中的多数票原则，社会民主党未

能争取到更多成果。但是筹备1月13日行动的左翼独立社会

民主党是要证明，议会体制无法满足无产阶级的要求。牺牲并

不在计划之中，但必须面对：牺牲帮助了革命事业，因此这样

做是值得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出现了明显的左倾迹象。

引起思想分歧的问题，源自对两个相互竞争的国际组织的态

度：一个是“老派的”第二国际，它试图在战后尽快在政治

上重整旗鼓；另一个是第三国际，这是1919年3月在莫斯科

成立的共产国际，而德国共产党是第一个加入第三国际的政

党。以希法亭为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温和派拒绝加入这个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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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认为它仅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工具。以德国独立社会

民主党总书记瓦尔特·施特克尔(Walter Stoecker)为首的左

翼则赞成加入第三国际。1919年9月在柏林召开的全国会议

上，施特克尔为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辩护并批评希法亭，认为不

发动内战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完

113 全是非革命的”。1919年12月初在莱比锡召开的德国独立社

会民主党特别党代会上，做出了脱离第二国际的决议，并启动

了加入第三国际的谈判。独立社会民主党温和派和激进势力的

最终决裂只是时间问题了。

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矛盾的激化令德国共产党看到了希望。

共产党领导人保罗·列维坚定地与自己党内的极端左派做斗争，

并最终果断与之决裂。他的这种做法是想赢得那些支持德国独

立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大众。列维的反对者，即激进的左翼

认为党魁列维的策略是一种变相的改良主义，背离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康庄大道。1920年2月左翼成员被开除出共产党后，在4

月成立了自己的党，即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ommun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 KAPD)。它重在倡导最大化

纲领：用无产阶级专政立即消灭资产阶级民主。但这个德国极

左派似乎更加关注的是自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他们把主

要精力都用在争论当前的形势、什么是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

等问题上。

激进右翼的表现也是五花八门。根据泛德意志协会的动

议，1919年2月成立了德意志保护和抵抗协会，其宗旨是借

助反犹口号，动员大众反对民主共和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

犹太人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自从革命以来，犹太人被民粹

主义团体指责为失败和颠覆的策划者。1919年10月，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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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抵抗协会与另一个反犹组织德意志民粹联盟合并，成立

了德国民粹保护和抵抗协会。就在当月，会员人数猛增到不可

思议的10万人。反“犹太共和国”的斗争成为战斗的口号，

这受到了小型个体经营者、职员和公务员的青睐。1920 年1

月底，该保护和抵抗协会以“致德国总统艾伯特一封信”的

形式散发大量传单，宣称如果德国履行协约国引渡“战犯”

的要求，那么就要对那些“反民族的和非德国的势力”进行

报复。众多民间团体都认为，正是这些势力在从事和落实引渡

事宜。

民粹运动甚至渗透到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内部。为努力争取

获得政治上的尊重，民族人民党考虑反犹要求，但不想背上种

族激进主义的名声。1919年10月，该党领导层通过了一项决 114

议，向所有“分裂的、非德国的思想，不管是来自犹太人还

是其他圈子的人”宣战，反对“犹太优先权”,因为这种优先

权“随着政府和社会革命导致了越来越灾难性的后果”。1920

年4月，民族人民党将这些声明纳入其最终的政党纲领，并补

充上一项针对东欧犹太人移民的要求：“禁止外国人拥入我们

的边境。”7

帝国国防军就是极端右翼宣传的首选对象。1920年2月，

诺斯克不得不出面干预，因为一位将军同意分发德国民粹保护

和抵抗协会的传单，该传单呼吁对“反民族和非德国势力”

处以私刑。在国防军中，反共和行动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国旗问

题上屡屡发生的冲突。《魏玛宪法》通过后，原第4步兵团重

组后的帝国国防军第 29团团长宣布，他和他的军官们将对宪

法宣誓，但有以下条件：“1.允许我们佩戴当前的黑白红帽

徽。2.不能强迫我们对黑红金国旗宣誓。3.黑红金国旗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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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在我们的建筑物上。”第15步兵团团长威廉·赖因哈德

上校也支持这一要求。1919年 9月1日，柏林的帝国国防军

第1 集团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吕 特维茨(Walther von

Lüttwitz)曾向诺斯克阐述自己的看法，说明他和这些反对派

的观点一致。

1919年夏天以来，帝国国防军基本上由以前的志愿军团

组成。这些志愿军团是最高统帅部于1918～1919年组建的，

目的是保卫东部边界，平息国内动荡。根据1919年3月6日

临时帝国国防军法，只有部分志愿军团被纳入帝国国防军。除

帝国国防军外，还有第2海军旅和第3海军旅，分别以其指挥

官埃尔哈特(Ehrhardt)旅长和勒文费尔德(Loewenfeld)旅

长命名。此外还有一支“波罗的海部队”,这是一个由志愿者

组成的联盟，在协约国的认可下在波罗的海国家反击布尔什

维克。

1919年5月底，布尔什维克运动基本上平息了，但在爱

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仍有很大一部分“波罗的海部队”队员。

他们现在要求拉脱维亚政府兑现曾经的允诺，接纳他们为拉脱

维亚公民，并允许他们获得拉脱维亚的土地。但是，拉脱维亚

政府不承认有过这样的承诺，德国政府也认为无法支持这些游

击队员的立场。这些人随即投身拉脱维亚新爆发的内战中，在

一段时间里还站到以贝蒙特(Bermondt)上校为首的俄国反布

115 尔什维克支队一边参战。最后一批“波罗的海部队”队员于

1919年12月返回德国，他们决心在德国继续进行反对共和国

的斗争，认为正是共和国出卖了他们。

另外一部分“波罗的海部队”队员已经于1919年夏天返

回德国。他们在波美拉尼亚(Pommerrn)、东普鲁士和西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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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大庄园务工。他们取代了参加工会以及罢工的农业工人，

在波美拉尼亚，大批农业工人因参加1919年 7月的一次区域

性大罢工后被解雇。大罢工是对斯德丁(Stettin)的第 2集团

军在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波美拉尼亚乡村同盟的煽动下，于7月

12日包围波美拉尼亚所做的回应。在斯德丁武装力量的积极

帮助下，许多大农庄变成了武器储藏库。得到这些新支持后，

大地主拒绝遵守与农业工人协会达成的工资协议。1919年 9

月初，普鲁士农业部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奥托·布劳恩颁布了

紧急法令，强令执行农村劳工工资协议。但是布劳恩的党内盟

友、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海涅没有重视波美拉尼亚乡村同盟

反革命活动的信息，他既没有考虑布劳恩的要求，也没有罢免

那些与乡村同盟关系密切并做出妥协的议员。没有“波罗的

海部队”,庄园主就无法维持其反抗路线，“波罗的海部队”

最终成为德国内政的一个重要主题。

1919年夏天和初秋，正规军领导层做出重要的人事变动。

6月25日，兴登堡对《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做出回应，他辞

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军需总监格勒纳将军也在同一天提出辞

呈。7月4日，最高统帅部解散。8月20日，艾伯特总统将整

个帝国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委托给德国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

诺斯克。9月13日辞去普鲁士邦战争部部长职务的瓦尔特·

赖因哈特上校接管了帝国国防军普鲁士邦司令部。在很短时间

内，赖因哈特就把他的新职位扩展为全国陆军的最高指挥官。

担任这一职务后，他成了帝国国防部军队办公室新任主任汉

斯·冯·泽克特(Hans von Seeckt)少将的上级。来自符腾堡

的赖因哈特与普鲁士人泽克特从一开始关系就非常紧张：赖因

哈特坚定地力促帝国国防军忠于共和国，而泽克特对这个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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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持冷淡态度。泽克特的目标是让帝国国防军更加强大，以便

德国能够重新成为强国。因此，泽克特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危害

这一目标的影响和力量。

116 泽克特认为，帝国国防军内部最危险的势力是共和领导联

盟，这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军官和士官组成的协会，他们密

切注视军中的反共和活动，并一再向人们发出预警。1919年

10月28日，他们当中的一位代表，米勒·勃兰登堡(Müller

Brandenburg)中尉借着向国民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

做报告的机会，表达了共和领导联盟对帝国国防军以及对国防

部部长的不满：以冯·吕特维茨将军为首的反动活动几乎令国

防军完全落入反动势力的手中。具有共和意识的军官被系统地

撤职。虽然诺斯克“做了很多努力”,但他周围的人在暗中破

坏他的工作。这位年轻军官的讲演在议会党团中引起了强烈反

响。议员卡岑施泰因(Katzenstein)指责诺斯克在波罗的海参

战的德国志愿军团问题上“欺骗并背叛了”党内的盟友。议

会党团主席勒贝认为，“整个军官团队都是反革命的”;议员

弗里德里希·福格特(Friedrich Voigt)表示，“我们在革命头

几个月的被动行为和左派疯狂的愤怒”造成了帝国国防军目

前的局面。诺斯克躲躲闪闪的回复并不能平息这种愤怒。11

月13日，党主席呼吁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鉴于反动派武装

暴动的危险越来越大，在军事和安全政策方面必须急速调转

方向。

议会党团和党主席的提议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鲍尔总

理认为这种批评是对他个人的攻击并予以驳斥。12 月13日，

德国国防部部长在党委会上反驳了谢德曼对他低估部队中的反

动派危险的指责，并表示他确信这种危险会日益减少。政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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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谢德曼及韦尔斯的观点不一致。社会民主党有两位平行主

席，自 6月以来韦尔斯是其中一位。谢德曼和韦尔斯认为，正

是帝国大部分地区现行的紧急状态催生了国防军中的反共和势

力。12月5日，普鲁士政府取消了自1919年初实行的大柏林

戒严令。然而帝国政府在鲁尔区继续维持戒严状态，甚至在

1920年1月11日铁路罢工日强化了戒严令。在国会大厦前血

腥暴动两天后，德国总统发布紧急令，宣布德国大部分地区进

入紧急状态。铁腕政策的追随者离他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9

1920年最初几个月，引起公众最大关注的事件是帝国财 117

政部部长埃茨贝格尔提交的诉讼案，他控告内政部前国务秘

书卡尔·黑尔费里希(Karl Helfferich)对他的侮辱。诉讼原

因是黑尔费里希发表的一本题为《埃茨贝格尔滚开》的小册

子。在这本小册子中，这个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政客不仅指

责中央党这位最杰出的代表犯下损害德国利益的政治错误，

而且断言埃茨贝格尔行欺骗之能，不断把商业利益与政治混

为一谈。没有哪个共和派政客像埃茨贝格尔这样引发德国右

翼如此深重的仇恨。埃茨贝格尔是1917年7月和平决议的发

起人，1918年11月停火协议的签署人，也是1919～1920 年

帝国财政改革的创始人。这一改革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保

守阵营的精英人物黑尔费里希试图以攻击埃茨贝格尔的方式

来打击整个共和国。这个意图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司法部门的态度。

与诉讼直接相关的两次事件抢了这场争执的风头。1月26

日，埃茨贝格尔参加了位于柏林莫阿比特(Moabit)的第一区

法院第六刑事法庭的庭审后离开法院，被解职的20岁预备役

军官奥尔特维希·冯·希施费尔德(Oltwig von Hirschfeld)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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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部长开枪，致使部长右肩受重伤，但事后不久埃茨贝格尔

重新出庭。2月21日，肇事者被判处 18个月监禁。其罪名并

非谋杀罪，而是严重的人身伤害。法院轻判的原因是，肇事者

的行为是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动机。2月22 日，右翼的《汉

堡消息报》(Hamburger Nachrichten)公布了埃茨贝格尔的个人

纳税申报表，这个表格是在一名柏林财政官员的帮助下偷出来

的。乍一看，该声明好像有逃税的嫌疑。公众反响非常强烈，

两天后埃茨贝格尔被迫启动针对自己的调查，并承诺暂时不履

行公职。

希施费尔德诉讼案暴露了一些可能不利于埃茨贝格尔的事

情。作为议员，他多次支持那些他曾任监事会成员或股东的企

业。在某些交易中，他也许利用从官方获得的信息获益。对于

共同原告埃茨贝格尔来说，尤为致命的是公诉人在诉讼过程中

118 改变了立场，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被告希施费尔德的论点。

1920年3月12日，希施费尔德因诋毁罪和公开侮辱罪被判处

300马克罚款或 30天监禁。但是，诉讼案真正的失败者是埃

茨贝格尔。法院证实，希施费尔德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证明其观

点的真实性，他的行动是出于“爱国的动机”。特别是在两起

伪证案和七起把个人利益与政治混为一谈的案件中，法官认定

埃茨贝格尔有罪。

埃茨贝格尔当天辞去了财政部部长的职务。虽然帝国法庭

1920年12月拒绝了他提出修正判决的申诉，但在两个非常重

要的方面，他还是得以恢复名誉。第一点，由于证据不足，他

对自己提出的伪证案诉讼未能开庭。第二点，埃茨贝格尔在

1921年 8月，也就是他被谋杀的前几天还得知，指控他逃税

和非法资本外逃的初步调查证明他免于一切指控。但埃茨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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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的政治生涯已经在1920年3月12日结束了。自由派的《法

兰克福报》也对他的辞职发表了定论：从长远角度讲，埃茨

贝格尔是一个失败的部长和政府领袖，“他没有维护好个人

的、私人品行的纯洁性，而民主制度比任何一种其他政体都更

有必要把这种纯洁性作为参与公共活动行为的先决条件”。0

1920年3月12日，就在德国右翼组织对埃茨贝格尔和希

施费尔德案件审判的结果欢呼时，德国内阁从德国国防部部长

诺斯克的口中得知，据可靠消息，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小圈子

经常开会，“目的是重新整合帝国政府”。这个小团体认为现

任内阁太软弱。这些人主要憎恨普鲁士农业部部长奥托·布劳

恩和外交部部长赫尔曼·米勒，称他们的政策“特别有害”。

这些人还要求直选德国总统并重新选举国会。诺斯克的报告记

录员的笔录是，两周前这个圈子里的人员就在考虑占领政府所

在地威廉大街，并改组内阁。“这项工作将由土地局局长沃尔夫

冈·卡普(Wolfgang Kapp)和瓦尔德马·帕布斯特(Waldemar

Pabst)上尉指挥。作为德国国防部长，他认为立即摧毁正在

筹备中的这个组织势在必行。因此他下令逮捕要犯。此时还有

传言说某些部队，特别是埃尔哈特的海军旅，准备在第二天夜

间实施上述计划。因此他下令进入紧急状态，并强化警卫

工作。”

自1月13日起，担任柏林和勃兰登堡行政长官的诺斯克 119

告知同僚的情况的确存在。自 1920 年1月10日《凡尔赛和

约》生效以来，帝国国防军部分人员一直在找借口和政府发

生冲突。国会答应了协约国处理德国“战犯”的要求，即使

不把战犯移交战胜国，也要在德国法院予以审判，这令大部分

军官无法容忍。许多军官认为，《凡尔赛和约》规定把军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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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减少到10万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虽然协约国把降到这个

数字的日期从1920年3月31 日推迟到了1920年7月10日，

但这并不能改变军队的拒绝态度。1920年1月，包括志愿部

队在内的帝国国防军仍有25万多人。若要满足协约国的要求，

意味着一定要解散包括“波罗的海部队”的志愿军团，而这

些军团大部分已经发展为最有攻击力的军事部队，包括诺斯克

提到的埃尔哈特海军旅。帝国政府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战胜国

较量，在志愿军团的眼中，这一事实足以证明鲍尔内阁的完全

失职。

柏林的帝国国防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冯·吕特维茨男爵出

面为志愿军团说话。3月10日，吕特维茨当着诺斯克的面向

帝国总统提出了最后通牒般的要求：立即解散国民议会，重新

选举国会(国民议会在前一天拒绝了两个右翼政党同样的申

请)。外交部、经济部和财政部要重新任命专业部长。任命吕

特维茨为整个帝国国防军的总司令，撤职忠于政府的赖因哈特

将军。最后的要求是，收回诺斯克于 2月29日颁布的解散海

军旅的命令。艾伯特和诺斯克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德国国防

部部长并没有逮捕这名显然打算发动政变的将军，只是力劝其

离职，次日马上去度假。因此吕特维茨有机可乘，就在3月

10日当天与海军旅旅长埃尔哈特上尉讨论进一步行动方案，

并马上联络其他最重要的谋反分子。

吕特维茨和埃尔哈特是右翼阵线中军队一翼的先锋。军队

右翼一方面主要是当年普鲁士贵族出身的正规国防军军官，他

们认为签署和执行《凡尔赛和约》与他们的荣誉观念背道而

驰；另一方面是志愿军团的士兵，他们面临被遣散的威胁，他

120 们更希望继续战争，不想重返市民生活。与这个活跃的阴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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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对应的民事一翼是极右派政治家，他们大多来自原普鲁士

各省保守的新教资产阶级，他们最重要的支持是易北河东部的

大庄园主，而许多准备发动武装行动的军官大多来自这个阶

层。虽然庄园主得以保住他们的财产且未受革命影响，但自

1918年11月以来，他们被驱逐出权力中心。他们把农业工人

最重要的革命成就视为眼中钉。农业工人结社的权利，让他们

无法忍受。

阴谋的枢纽是1919年10月在鲁登道夫赞助下在柏林成立

的民族同盟。民族同盟的领导核心除了前军需总监外，还有觊

觎担任政府首脑的东普鲁士土地局局长沃尔夫冈·卡普，他在

1917年与海军元帅冯·提尔皮茨(von Tirpitz)共同创建了德

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后来出任德意志民族

人民党中央委员；马克斯·鲍尔(Max Bauer)上校，他在战

争期间就是鲁登道夫的密友和政治顾问；瓦尔德马·帕布斯特

上尉，正是他负责策划谋杀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

堡；还有曾经积极参加祖国党活动、现在加入民族人民党的一

些政客。民族同盟的目的是筹划政变。政变的目的是建立一个

专制的，但最初还不是君主制的政权，该政权要对外推动积极

的修正政策。

阴谋者中也有战略上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他们与

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以及采取行动的时间问题上。大多数人认

为，像诺斯克以及海涅这样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普鲁士的财

政部部长阿尔贝特·苏德库姆(Albert Südekum),以及威斯

特法伦的帝国及邦专员卡尔·泽韦林应加入新政府。卡普、鲁

登道夫和鲍尔希望尽早发动政变。另外，自 1919 年10月以

来，与密谋者保持密切联系的吕特维茨认为，只有在确认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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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军事指挥官支持的情况下，政变才是合理的。卡普所争取的

宪法具有浓厚等级制国家的特点，吕特维茨则满足于改组政

府，尽快举行议会选举，如可能进行总统直选，则由兴登堡出

任右翼势力候选人。

阴谋家们认为可以不必依赖一个统一的群体组织。在某种

程度上，取代这个群体组织的是居民防卫队，这是一支准军事

力量。这一主要从市民阶层中招募组成的“自我保护协会”,

被帝国和各邦视为解散正规军的某种补偿。因此这支自卫队伍

121 也得到了资助，并同时发展成为反共和势力的聚集处。作为政

变的心理准备，紧锣密鼓的民族主义公关活动是必不可缺的。

广泛传播所谓“背后捅刀传说”非常有效。兴登堡和鲁登道

夫1919年10月在国民议会委员会提到的这个说法被正式记录

在案；有组织地发起抗议引渡或定罪德国“战犯”的活动；

黑尔费里希发起对埃茨贝格尔的攻势——所有这一切都是为政

变做心理准备。

3月10日，吕特维茨在艾伯特和诺斯克那里碰了一鼻子

灰后，认为必须采取行动。但是阴谋家们无法在3月13日之

前行动，埃尔哈特海军旅认为，在技术上只有3月13日这天

才能占领政府。13 日这一天仍担任土地局局长的卡普也可以

出任新“总理”。他躲过了两天前诺斯克的逮捕令，这是因为

柏林警察总局事先向他透露了风声，鲍尔和帕布斯特也因此逃

之夭夭。

令诺斯克防御对策完全失败的不仅仅是一次失误。军事办

公室主任冯·泽克特将军很晚才将吕特维茨将军的意图告知国

防部部长；帝国国防军递交给诺斯克关于埃尔哈特海军旅在柏

林附近德贝里茨(Doberitz)基地活动的报告故意降低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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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普鲁士邦公共秩序监察专员赫伯特·冯·贝格尔(Herbert

von Berger),这个极右翼公务员故意向帝国和各邦有关单位隐

瞒了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计划。社会民主党部长诺斯克和海

涅的疏忽大意，以及不理睬对所有反对革命行动的预警，在

1920年3月13日酿成了大祸。人们忽然发现，无论在军事领

导层还是在民政管理部门，到处是至少对右翼发动政变不持敌

意态度的人。2

3月13日大约1时，诺斯克正在和一些高层军官讨论局

势，埃尔哈特海军旅开始向柏林挺进。国防部部长的立场是必

须以武力来对付暴力，但只有最高统帅部总司令赖因哈特将军

同意这个意见。其他所有将军，包括军事办公室主任冯·泽克

特将军，都认为军事抵抗吕特维茨和埃尔哈特指挥的政变部队

徒劳无益。泽克特此时是否说了那句常常被引用的话——

“国防军不向国防军开枪”或“军队不向军队开枪”——这在

后来并未得到证明。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泽克特的态度很明

确。在他看来最关键的是，帝国国防军作为内政的工具，要保

证其完好无损。因此他拒绝召集部队对付叛军，在立宪合法政 122

府与起义军的斗争中，他实际上采取了中立立场。3月13 日

加入起义军一边的柏林治安警察也不准备支持政府。

政府在凌晨4时左右召开会议。普鲁士政府成员，以及泽

克特和奥尔德斯豪森(Oldeshausen)将军也临时参加了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内阁别无选择，只得放弃军事抵抗，让部队撤

离政府区。海军旅旅长埃尔哈特在最后通牒中，重申了3月

10日吕特维茨提出的要求，另外还提出用另一位将军取代诺

斯克，要求承认所有参与政变的人无罪。这个最后通牒遭到内

阁拒绝。在是否继续留在柏林的问题上，内阁意见不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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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帝国总统艾伯特、总理鲍尔，以及自1919年10月3日

任不管部部长的爱德华·达维德都认为，撤离意味着政府威严

受损，因此不能离开首都。诺斯克和10月加入内阁的三名民

主党人中的两名政治家，即副总理兼司法部部长欧根·席费

尔，以及内政部部长埃里希·科赫-韦泽(Erich Koch-Weser)

则认为，只有总统和总理在柏林外面组织与政变分子的抗争，

才能取得成功。第二种解决方案的支持者还有一个更好的论

据：合法的国家机关已经错失良机发布军事命令抵抗造反的国

防军，国家机构若在柏林会面临着被消灭或被勒索的危险。内

阁最终商定了一条中间路线：艾伯特、鲍尔和大多数部长撤离

到德累斯顿，诺斯克认为那里的指挥官默克将军值得信赖，以

席费尔副总理为首的其他部长留在柏林。3

3月13日上午，政府已经撤离首都，卡普接管帝国总理

府。此时柏林流传着一纸呼吁书，宣布举行“全面罢工”,号

召无产者团结一致。该呼吁书上有艾伯特、社会民主党各位部

长和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韦尔斯的签字。就在同一天，受到

驻扎在德累斯顿的默克将军严厉指责的各位部长表示和该呼吁

书没有关系。这份呼吁书确实与迄今艾伯特、鲍尔和诺斯克的

口吻不一致。呼吁大罢工意味着完全违背1920年3月13日之

前执行的政策。然而，诺斯克肯定事先知道并批准了帝国政府

新闻官员乌尔里希·劳舍尔(Ulrich Rauscher)起草的文字，

123 这是我们从他自己的陈述中得知的，其他社会民主党部长和艾

伯特也许并不知情。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奥托·韦尔斯在呼吁

书发表之前就已经知道此事，并且他认为这一呼吁在政治上是

正确的。4

号召大罢工风险巨大，但确是当务之急。社会民主党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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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激进左派会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次罢工，这样

一来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如果经济生活像往

常一样继续，那么政变分子就没有什么理由立即做出让步。其

次，可以想象，如果工人对总统和德国政府发出的忠于共和国

的呼吁没有表达出应有的重视，那么很大一部分公务员就会承

认既成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没有要求工人努力为共和国而

战，大批工人肯定会倒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由此看

来，3月13日的大罢工势在必行。

但总罢工不是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而是由德国总工会联

合会(ADGB)指挥的。这是1919年 7月自由工会第一届战

后大会上为其顶层组织的新冠名。1918年11月以来，在社会

民主派的工会内，倾向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力量迅速增

强，以至于领导层无法继续无视这股势力。1920年春天，工

会代表了工人运动仅存的团结。此外，工会不必像德国社会民

主党那样顾及政府。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正是工会所面临的问

题。如果工会不对政变分子发起斗争，那么这个组织的团结就

会受到威胁。因此，对于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及其姐妹协会——

自由雇员协会工作组(AfA)来说，3月13日这一天无须考虑

太多：呼吁总罢工势在必行。

工会认为没有必要征求自1918年11月以来一直与他们在

中央工作小组共事的雇主方同意。1920 年春天，劳资之间的

关系不再像中央工作小组成立时那么和谐。最强大的行业工

会，即德国金属工人协会于1919年10月离开了中央工作小

组，以表达更积极地代表工人利益的意愿。在反对企业委员会

法的斗争中，雇主方已明确表示，他们不准备进一步向有组织

的工人做出让步。一般情况下，企业家是反对极右翼政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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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但也不能期望他们同意大罢工。另外，雇主以大罢工为理由放

弃与中央工作小组的合作也不大可能。即使他们决心这样做，

也不会改变工会的方针。

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席卡尔·莱吉恩希望德国独立社会民

主党进入罢工领导层来确保这次行动的左倾路线。但是由于独

立社会民主党拒绝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合作，相关建议未能得

到通过。3月16日，德国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加入由德国总工

会联合会和自由雇员协会工作组组织的大罢工。激进左翼组成

了单独的“大柏林罢工管理中心”,柏林工会委员会、德国共

产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红色”柏林执委会和企业委员

会中央都加入了这个管理中心。

关于大罢工的目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存在着很大分

歧。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想让符合宪法的鲍尔内阁重新归位，独

立社会民主党力争组建一个纯社会主义政府。德国共产党因保

罗·列维还在服刑中，所以摇摆不定。3月13日，德国共产

党宣布，革命的无产阶级“不会向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

罗莎·卢森堡的凶手政府伸出援手，这届政府已陷入深深的耻

辱和羞辱的泥潭中”。但由于共产党在许多地方从一开始就参

加了大罢工，第二天该党发布了一项新指令。在第二次呼吁

中，共产党称大罢工是反对军事独裁斗争的开始。党中央在一

封通函中甚至提醒共产党人，不仅应该认清自己的最终目标，

而且应该认识到“必须参与行动，而且受制于大多数工人目

前锁定的目标”。这无非就是呼吁共产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采取统一行动，这表达了与共产党3月13

日宣言正相反的观点。5

从一开始，积极支持卡普和吕特维茨势力的就只有德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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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个狭窄的层面。这些人主要是易北河东部的保守势力，他

们在1920年3月起来反抗自己权力的丧失。老普鲁士地区的

大地主、军官和担任公职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构成起义的骨

干。与大地主阶层不同，大多数企业家认为政变在政治上是错

误的，因为政变必定会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甚至为好战

的反共和民族同盟提供财政支持的实业家也持这种态度。这次

极右翼政变的直接后果将是大批人拥入激进左派队伍，持这个

观点的人在帝国国防军领导层中也占多数。从现实政治角度出 125

发的帝国军事将领们认为，这样一种极端化行为的风险太大，

右翼独裁带给他们的好处与此相比太不值得。行政机构中的情

况也类似。只有在普鲁士东部省份，才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包

括许多邦议员与起义一方同心同德。帝国和普鲁士邦的部级官

员几乎毫无例外地遵循所属部委国务秘书的决议，只接受立宪

政府的指令。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的服务誓言使他们不能与卡

普合作，而且许多人担心如果共和思想减弱，“布尔什维克主

义”就会增强。在各部委下属机构中，官员们大多采取观望

态度。对起义一方的保留态度越来越强烈，起义一方胜利的可

能性也越来越小。

两个右翼政党中，既有同情起义一方的人，也有持怀疑态

度的人。与参加政变的东北部地方组织相比，帝国层面的德意

志民族人民党总部对这一行动更加持保留态度。与代表大实业

家的德意志人民党相似，民族人民党力促政变之后局面的合法

化，两党提议尽快举行新选举，这个建议3月9日被国民议会

拒绝。3月13 日后，德意志人民党还试图在“旧政府”与

“新政府”之间进行调解。而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对反抗政

权的态度显然是拒绝的。在自由派的制高点符腾堡和巴登，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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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政府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起义者自称代表某种特有的普鲁

士精神，显然也对这些地区带来了很大影响。

政变初期，在帝国一些地区爆发了工人和军队之间的武装

斗争。受到攻击的帝国国防军并不都是叛逃到卡普和吕特维茨

一边的部队。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农业和工业工人从大

地主的非法仓库中搞到了武器。这些地区的国防军如同在易北

河东部各地的帝国国防军一样，几乎都站到起义者一边，军方

吃了几次败仗，无法攻进帝国的“红色”地带，去镇压在中

部和西部起义的工人。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莱茵河和鲁尔工业

区。3月13日这里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夺取

了国防军和安全警察的权力后，大多更名为“执委会”。在鲁

尔地区的一些城市，执委会由三个工人政党组成，在其他城

市，执委会由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成。执委会的武装力

量是地方工人武装，他们在最初的数场战斗中打败了刚刚侵入

工业区的志愿军团，之后他们组成了鲁尔红军。武器最初来自

当地居民自卫队，后来他们从被击败的志愿军团缴获了很多战

126 利品。3月16日，红军在多特蒙德歼灭了特别令人厌恶的利

希特施拉格志愿军团。两天后，红军占领了埃森。在武装斗争

开始一周后的3 月22 日，鲁尔红军获得整个鲁尔区的控

制权。6

此时，在柏林的卡普和吕特维茨政变早已分崩离析。虽然

还有投奔他们的人，例如易北河东部平原的诸多官员，以及普

鲁士内政部负责警察事务的政府顾问多伊(Doye)和柏林保

安卫队，但这对于起义者来说已经无济于事。大罢工和部委官

员们拒绝执行新统治者的命令，“帝国总理”卡普的指令犹如

耳旁风，使政变方无法执行任何实质性的政务。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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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通知自告奋勇的调解者默克将军，表示准备与迁至斯图加

特的鲍尔政府达成和解。此时，德意志人民党的提案在柏林获

得多数党派的支持，即“两个政府”都辞职，成立一个新的

联合内阁，尽快举行国会选举和德国总统直选。3月16日副

总理席费尔表示，如果卡普辞去“总理”职务、吕特维茨辞

去“总司令”职务，就可以履行上述承诺，届时几位在场的

普鲁士部长表示同意，这里面包括了社会民主党人希尔施和苏

德库姆，以及作为政变一方的代表帕布斯特上尉。此外席费尔

还表示将尽快重组内阁，并尽力落实大赦。

但是在斯图加特的鲍尔政府出于两个原因，不能向卡普和

吕特维茨妥协：一、起义方政权显然已经失败，因此没有理由

和他们谈判；二、与起义方达成任何协定肯定会令工人情绪更

加极端化。逃亡内阁多数派的坚持不懈得到了回报：在军方的

压力下，卡普和吕特维茨于3月17日辞职。卡普称其这样做

是因为祖国处于极度困境。“团结一致对抗具有毁灭性威胁的

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当务之急。吕特维茨让资产阶级政党做

出保证，并得到社会民主党人苏德库姆的同意，去落实他们提

出的要求，如举行新大选、民选帝国总统，政府改组和颁布大

赦令。吕特维茨还从席费尔处得到享有辞职退休金的承诺。除

吕特维茨以外，大多数起义领导者于3月17日带着假护照离

开了柏林。卡普逃往瑞典。埃尔哈特海军旅3月18日撤离首 127

都时，还制造了一场血案。海军旅士兵穿着他们的军服，唱着

德国歌曲，向勃兰登堡大门行进：“钢盔上的十字标，黑白红

丝带/我们是埃尔哈特海军旅。”此时人群中爆发出此起彼伏

的抗议声。士兵们立即开枪，造成12 人丧生，30多人受伤。

但这还不是这个志愿军团对这次政变失败最后的报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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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方的投降并未结束大罢工。3月18日，德国总工会

联合会、自由雇员协会工作组和德国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决定继

续罢工，直到下述要求得到满足：对大部分国防军的背叛负有

重大责任的诺斯克不得以军队总司令身份返回柏林。必须彻底

遣散不可靠的部队并解除其武装。必须对军队进行重组，以免

将来发生军事政变。此外这三个团体都提出“积极参与重建

秩序”的要求，同一天发表了一个九点方案，工人组织还要

求惩罚所有参与政变的人员，在行政机构中彻底落实民主化，

采矿业和能源生产业立即社会化，成立一个得到有组织的工人

阶级支持的新保安队伍。除诺斯克外，普鲁士内阁的另外两名

成员也应辞职：社会民主党的内政部部长海涅，公务员工会联

合会谴责海涅对反动势力不负责任的宽容；民主党的交通部部

长鲁道夫·厄泽尔(Rudolf Oeser),铁路工会认为他没有采取

必要的严厉措施反击政变活动。8

3月18日，工会在这九点方案基础上与多数派社会民主

党代表以及帝国和普鲁士邦政府代表开始谈判。莱吉恩发出的

最后通牒使谈判蒙上阴影：如果工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鲍尔

内阁就不能返回柏林。不仅民主党对此项声明提出抗议，基本

上同意这九点的社会民主党也反对这个最后通牒。艾伯特总统

在电话中获悉谈话的过程，立即表示工会“参与政府工作”

的要求不可取，但愿意接受并支持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达成的意

见：联合政府的代表应承诺，在组阁“人事问题”上，“与工

会的工人组织达成一致”。

128 两天后的3月20日，工会的一系列要求得到满足：诺斯

克部长和海涅部长提交了辞职申请。资产阶级政党同意社会民

主党的提议，解散不遵守宪法的保安警察，由忠于共和国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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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卫队，即有组织的工人、雇员和官员组成的自卫队取代；立

即成立社会化委员会，为已经成熟的产业的社会化做准备。尽

管这远未满足工会方的所有要求，但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和自由

雇员协会工作组认为谈判的结果总体令人满意，宣布结束总罢

工。但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持不同意见并力促重新谈判，之后鲍

尔总理于3月22日承诺：接纳工人加入保安警察，与多数党

派谈判组建“工人政府”,解除柏林的强化戒严状态。此外，

鲍尔还同意在鲁尔地区不会对武装工人发动袭击。基于这些让

步，独立社会民主党才同意了3月23日结束大罢工的号召。9

帝国政府在3月27日完成改组。毫无特色的帝国总理鲍

尔的威望因政变进一步受损，他的职位由外交部前部长赫尔

曼·米勒接任，米勒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位平行主席之一，

另一位主席是奥托·韦尔斯。米勒的政治才能和才智远远超过

他的前任。这个出生于1876 年的曼海姆人年轻时当过店员，

掌握多种外语。这一技能非常有助于他的政治生涯：1919年6

月担任德国外交部部长之前，他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非正式

的外交部部长，担任与西方国家的兄弟党会晤时的发言人。

但是，米勒领导的新内阁并不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和工

会所希望的政治新起点。米勒花费很大力气说服德意志民主党

和中央党采取一种至少不拒绝与工会达成协议的立场。任何指

望现在驶向新海岸的人都只会对国防部领导的人事变动感到失

望。由于奥托·韦尔斯拒绝接任诺斯克的职位，德国社会民主

党随后彻底放弃了这个不受欢迎的部门。民主党右翼的前重建

部部长奥托·格斯勒(Otto GeBler)成为新任国防部部长。这 129

位纽伦堡前市长曾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坚定支持者。格斯勒

本人提到，当艾伯特请他出任国防部部长时，他回答：“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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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共和国不是我心中的挚爱。现在到处都要求向共和国表

示衷心的时刻，我充其量是个理性共和者。”总统的回答则令

人震惊：格斯勒代表的立场令他特别适合“成功克服这个职

务面对的种种困难”。根据同样的标准，最高统帅部也更换了

负责人：为表示对诺斯克的支持，赖因哈特将军于3月25日

提交辞呈，4月2日临时接任他职务的是汉斯·冯·泽克特将

军，而泽克特在政变期间一直在政府与起义一方之间摇摆

不定。0

由“工人政府”取代鲍尔内阁，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真

实的假设。莱吉恩3月17日向独立社会民主党提交了这项提

议，本意是想弱化自己队伍中领导层和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也

就是加强工会的团结。但是建立一个像某些左翼工会成员设想

的纯社会主义政府，还缺乏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社会民主党和

独立社会民主党缺乏结盟的意愿，在议会中也没有所需多数席

位。资产阶级政党根本无意支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政府，而且

不能强迫他们今后只派遣工人进入魏玛联盟内阁。

如果同意自由工会1920年3月要求的政治参与，那么魏

玛会变成一个工会国家，一种与1919年宪法不符的政治体制。

资产阶级中间党派和以艾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温和派反对这

种要求，因此他们不仅坚持了宪法，而且坚持了未成文的议会

民主法。但坚持宪法是一回事，放弃从卡普-吕特维茨政变得

出的实际结论是另一回事。大罢工两周后，在帝国层面上执政

党似乎没有理解这次未遂政变的真正教训。社会民主党不再让

自己人担任德国国防部部长的决定，无异于逃避承担政治责

任。伴随着这个举动，社会民主党人调整了方向，朝着这个方

向的发展必定令他们难以认同自己创建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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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帝国不同，在普鲁士这里，卡普-吕特维茨政变发生了 130

深刻的政治转折。起义失败后，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这个最大的

邦大批更换了领导层，从而为普鲁士在后几年晋升为德国民主

重要的“制高点”创造了先决条件。个性不鲜明的邦总理保

罗·希尔施被前农业部部长、思维敏捷的东普鲁士人奥托·布

劳恩取代，从此之后一直到1932年，尽管中间有短暂的中断，

布劳恩一直担任普鲁士邦总理。卡尔·泽韦林曾任德国和普鲁

士专员，专门负责动荡不安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的维稳

工作，现在他取代了倾向妥协的内政部部长沃尔夫冈·海涅。

财政部部长苏德库姆像海涅一样，属社会民主党极右翼，他与

希尔施在3月甚至与起义者直接对话，苏德库姆的职位由左翼

的赫尔曼·吕德曼(Hermann Lüdemann)接任。

新任与前任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人目标明确，精力充

沛。他们需要这些素质来弥补推翻君主制后将近一年半时间内

所耽搁的一切。1920年 3月，只有普鲁士邦政府最高领导人

来自魏玛联盟的政党。但政府主管中皇帝时代的官员占三分之

二，邦议员甚至占十分之九。政变期间，普鲁士东部和西部对

国家忠诚度暴露出明显的差别：在普鲁士西部，虽然不能排除

也有来自工人的压力，但几乎所有邦议员都效忠宪法政府。在

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波森和西普鲁士边界地

区，几乎五分之一的邦议员都发表个人声明承认卡普政府。

泽韦林着手解雇站错队的人，启动了在普鲁士政府内早就

应该进行的民主化进程。11名政府高级领导人中有3人被免职，

33 名政府主管中3人被免职，480 名邦议员中88 人被免职，他

们几乎全部来自东部省份。被罢免的政府高级首脑中有一名社

会民主党人，他就是奥古斯特·温尼希，他本来负责管辖东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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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在政变之前就与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建立了联系，并于3

月13日与地区指挥官冯·埃斯托夫(von Estorff)将军一道承

认了所谓“新政府”。西里西亚社会民主党政府高级首脑恩斯

特·菲利普(Ernst Philipp)及其党内朋友、负责管辖布雷斯

劳(Breslau)的警察局局长弗里德里希·福格特也被解职，

因为他们在3月13日之前没有全力打击反革命活动。沃伊特

的柏林同事欧根·恩斯特也不得不辞职，原因是他身为社会民

主党人在政变期间没有辞职，尽管他这样做得到了海涅的

批准。

泽韦林安插了他认为坚定捍卫共和国的人选去替代那些被

解职的人。新任内政部部长坚定不移地聘用魏玛政党党员，即

他自己所属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让他们担任内政管理的

131 关键职位，甚至担任大城市中的警察局局长。泽韦林从容接受

别人对他推行一种新型的党票官员制的指责：卡普-吕特维茨

政变恰恰表明，传统的专职公务员根本没有坚定地支持共

和国。2

巴伐利亚则发展为普鲁士的反面。卡普-吕特维茨政变

之后，德国最大的邦向共和方向靠拢，而第二大邦巴伐利亚

则在1920 年 3月开始掉头反对共和国。3月14日在慕尼黑

发生了一次巴伐利亚式的政变。与巴伐利亚居民自卫队队长、

林业顾问格奥尔格·埃舍里希(Georg Escherich)、上巴伐利

亚政府高级官员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和

慕尼黑警察局局长珀纳(Pohner)等保皇派政客商量后，帝

国国防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冯·莫尔(von M?hl)将军要求

社会民主党邦总理霍夫曼把行政权交给他本人，目的是保证

和平与秩序。巴伐利亚少数联合政府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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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农民协会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这个政府也需要巴

伐利亚人民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的支持。少数政府同意了这一

要求。反对这一决定的霍夫曼提出辞职。3月16日，邦议会

以仅多一票的多数选举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新任邦总理。

新政府由巴伐利亚人民党、巴伐利亚农民协会和德意志民主

党的政客组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在野党，且持续到魏玛

共和国灭亡。巴伐利亚从此发展为右翼派系“秩序的监狱”,

发展成为所有反共和势力的堡垒，这些人的目的是尽快彻底

消灭令他们痛恨的共和国。2

帝国、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政府的重组还没有给卡普-吕特

维茨政变的章节画上句号，鲁尔地区的血腥动乱最终结束了这

一章节。虽然帝国总理鲍尔在3月22 日与工会、社会民主党

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谈判中承诺，不会对武装工人，特别是不

向鲁尔地区的武装人员发起进攻。但是参与谈话的人并不知道

鲍尔所说的只代表他自己，并不代表德国政府。即使所有部长

都赞同鲍尔的允诺，德国政府也不能让工业区落入鲁尔红军的

掌控。由于合法政府重新执政，从法律上讲，鲁尔的“红色”

统治代表着对宪法国家权力的反抗。因此鲍尔的诺言只能意味

着，柏林希望先尝试和平解决冲突，如果这种尝试失败的话，

将诉诸武力解决。

在战斗的高峰期，鲁尔红军至少有5万名武装工人。工会 132

组织的人员中，近半数属于自由工会，少数属于工团主义的自

由工人联盟。按照政党成员分类，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接近

60远远超过了占30??共产党人。10??于社会民主党

人。右翼人士称鲁尔红军的战士是“斯巴达克分子”,这实属

一种歪曲。鲁尔红军绝不是仅由共产党的支持者组成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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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德国最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一支军事力量。

鲁尔红军占领了市政厅和监狱，从城镇和乡村的私人手中

征用汽车、牲畜和食物，对资产阶级报刊进行“红色”新闻

审查。起义运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中心。埃森中央委员会

未能在整个鲁尔地区享有领导权威，相对温和的哈根中央

(Hagen Zentrale)独立于这个中央委员会，特别激进的、工团

主义占上风的米尔海姆(Mulheim)执委会也不例外。跨地区

的委员会对3月26日在杜伊斯堡建立的无政府主义专政没有

任何控制权，不久后共产党就表示与其保持距离。总体而言，

以主要经济体为金属加工业的东部和南部，独立社会民主党在

政治上占领导地位，与工团主义者以及左翼共产党人的据点

“野蛮西部”矿产区相比，东部和南部地区并不那么激进。3

起义运动内部的政治分歧为柏林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在温

和派和激进派之间见缝插针的机会。3月21 日，中央党的帝

国邮政部部长吉斯伯茨和普鲁士邦社会民主党的农业部部长布

劳恩被派往该地区，目的是通知民众，如果这个工业区不再由

共产党管理，那么就会尽快发运期待已久的来自荷兰的食品。

3月23日至24日在比勒费尔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吉斯伯茨

和布劳恩代表帝国和普鲁士邦参会，除执委会、城市行政管理

人员和政府首脑外，工会和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以及共产党都

出席了这次会议。泽韦林当时还是鲁尔地区的德国和普鲁士邦

专员，他开场就明确申明，该会议的目的是就解除鲁尔红军武

装和武器交付的组织问题达成一致。

会议上设立的一个委员会确实出台了一个帝国国防军和鲁

尔红军之间的停战协定。该委员会于3月24 日通过了《比勒

费尔德协定》。这个协定重申工会四天前与柏林多数政党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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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议，同时还有一些补充，例如大规模赦免反政变运动中发 133

生的违法行为。武器的上缴应由执委会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

双方还负责建立地方共和防卫军。如果这些协议得到忠实遵

守，帝国国防军就不得进驻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

第一眼看上去，《比勒费尔德协定》是一种颇有希望的尝

试，它还是能够和平解决鲁尔地区的冲突的。此时起义方的阵

线开始分裂，这正中泽韦林下怀：温和势力、独立社会民主党

和哈根中央赞成这个协定，埃森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党则要求与

帝国政府重新谈判。米尔海姆执委会和汉博恩执委会拒绝接受

这个停战协定。鲁尔红军的武装领导人持同样的观点：他们希

望进行军事较量，宁愿光荣的沦陷，也不要所谓的不值得信赖

的妥协。4

如果不是因为杜伊斯堡的局面混乱，赫尔曼·米勒领导下

的帝国新政府可能会如埃森中央委员会所望，开始新一轮谈

判。但这座城市的局面是如此危险，以至于帝国内阁和泽韦林

都认为不能做出让步。3月28日政府方面对埃森中央委员会

建议的回复是，最后通牒到3月30日中午为止。3月29日，

地区指挥官冯·瓦特中将没有征询泽韦林以及帝国政府的意

见，就对帝国政府提出的交付武器和解散鲁尔红军的要求擅自

加上了附加条件：这些工作必须在第二天中午之前完成。这根

本无法完成。宣布进行新一轮大罢工是埃森中央委员会的回

复。3月29日，33 万名鲁尔矿工，或者说超过四分之三的工

人开始罢工。

瓦特擅自纳入的附加条款，显示出《比勒费尔德协定》

的根本性缺陷：军方不是缔约方，因此军队如何行事基本上不

受限制。3月29日，米勒内阁向受瓦特指挥的部队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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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愿望：请尽可能不去触动哈根和贝尔吉施地区(das

Bergische Land),部队进入时尽量“不要挑衅”,士兵应尽可

能佩戴黑红金徽章。但让准备进入鲁尔区的部队满足这些愿望

是基本无望的，因为他们当中大都是志愿军团的军人，他们刚

刚支持了卡普-吕特维茨的黑白红政变。此时被任命为国防军

总司令的泽克特甚至准备让埃尔哈特海军旅去攻打鲁尔红军，

但最后这个任务并未交给他们，而是由勒文费尔德海军旅执行

134 的。该旅也参与了初期的起义，现在终于得到机会，在工业区

为“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大显身手。

3月31日，现任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泽韦林为防止不必

要的流血，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在明斯特，他向执行委员会和

各个政党的代表解释了帝国政府的决议，并征得谈判各方的同

意。随后达成的协议把上缴武器和拆除壁垒的最后期限延长至

4月2日中午 12时。在此之前，帝国国防军应停止前进。4月

1日举行的埃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上，出席会议的鲁尔红军

武装领导人也认为继续战斗毫无意义。但是红军现在已经分裂

为多个小团体，鲁尔地区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权威机构

还能发布有效的指令。泽韦林回忆道：“勒索和纵火、虐待和

枪击事件的消息急剧增加。居民、城市管理部门和政党领导人

的紧急呼吁越来越急迫。”这些话没有任何夸张。根据地方政

府负责人的报告，直到4月2日晚上，鲁尔红军的武器仍未上

缴或只有少量上缴。因此《明斯特协议》没有得到贯彻，帝

国国防军随即开始进驻鲁尔地区。25

军队的挺进伴随着武力和暴行，甚至令“红色恐怖”都

相形见绌。4 月 2 日在佩尔库姆(Pelkum)附近，埃普

(Epp)旅队员开枪射杀在上一次战斗中受伤的武装工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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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红军战士在“逃跑时被枪杀”,他们都是背后中弹身亡的。

鲁尔工人的死亡总数从未确切统计过，但应远远超过千人。大

多数人被俘后被杀。国防军一方有 208 人死亡，123人失踪，

41名保安警察死亡。帝国政府在 4月3日做出废除军事常设

法庭的决议，才防止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此时军事

法庭已经下达 205 份死刑判决书，其中50 份已经执行。但

是，鲁尔区的特别军事法庭数月后还在运作，它们并没有理

会政府的大赦决定。鲁尔起义还引发了另一个影响时间并不

长的事件：帝国国防军进入了属于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地界，

于是 4 月6 日法军占领了包括法兰克福市在内的迈因高

(Maingau)。鲁尔地区的军事介入结束后不久，5月17日法军

也撤出了。26

始于1917年自发罢工的群众运动结束于鲁尔的无产阶级 135

起义。激进工人的抗议主要指向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政治制

度和社会制度，直指那些在1918年后试图复辟的团体。其次，

这些群众运动抗议还针对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融入现有

社会秩序的工人组织。但是，受到这一指责的工会和多数派社

会民主党的背后也有工人支持，而且人数多于工团派、共产党

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因此工人阶级中间出现了一条裂缝。温和

派希望依靠那些具有较高技能的熟练工人，也就是较有地位的

工人，采取逐步改善的步骤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激进派的目的

是尽快彻底改变社会状况，他们的大众支持者是那些非熟练工

人，而且非熟练工人是最主要的群体。镇压鲁尔起义不仅给直

接参与的工人泼了冷水，而且影响了之后很多年。此后激进左

翼组织进行过几次起义，但规模都不大，都只是少数人尝试的

共产主义政变。革命群众斗争的时代随着鲁尔起义而告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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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讲，革命的时代也画上了句号。27

1920年3月的大罢工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推翻

反革命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成果丰硕。另一方

面，它也形成了一股自身的爆发力，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对此

却束手无措。1920年春季，大罢工的先决条件近乎最理想状

态，德国几乎没有失业人口，因此罢工者不必担心失业者会抢

占他们的工作岗位。此外，只要是反抗政变的罢工，参加的工

人就是站在国家合法权力机构一边的。然而，大罢工给工会留

下了痛苦的回忆。这导致了在魏玛共和国发生最后一次危机

时，都没有人严肃地考虑采用这种抗争方式，更提不上使用

它：激进的左派违反了工会的意愿，令1920年的大罢工演变

成武装斗争，但胜出的是军队，而不是工人阶级。28

击败鲁尔红军后，帝国国防军也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

1920年4月6日，帝国政府出台了紧急状态的管理方案，规

定民事政府优先于军队。这样一来，帝国国防军不能像之前那

136 样堂而皇之地独揽维护内政秩序的大权了。1920年 6月正式

担任国防军总司令的冯·泽克特将军利用权力的重新分配，按

照他的意愿大力巩固了帝国国防军，并把它建设为“一个国

中国”。卡普-吕特维茨政变证实了他的估计，即国防军的兴

趣并不是对抗宪政，而是意在与民事执法部门的较量中胜出。

因此在泽克特看来，正式承认现有国家制度乃当务之急。他在

1920年4月的一份公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高统帅部并不

过问每个人的政治倾向，“但是对于仍在国防军服役的所有

人，我必须能够相信，他要严肃对待他的誓言，并出于完全的

自愿，做一名忠于帝国宪法的士兵。不谴责灾难性的三月暴

乱，甚至认为再来一次这样的灾难也不会给人民和国防军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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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伤害，这种人应该知道，他们在军队中绝对没有立

足之地”。

然而，帝国国防军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亲共和。1920 年

夏天，军官队伍清除了支持“卡普精神”的成员。1920年 8

月的大赦使支持政变的军官又被接纳到最后组成的帝国国防军

中。帝国海军更是得寸进尺：它接管了发动政变的埃尔哈特海

军旅和勒文费尔德海军旅，并将这两支队伍变为海军中的骨

干。军队必须远离“任何政治活动”,泽克特1920年 4月18

日说出的这个警句，首先是指赞同共和国的活动。然而任何坚

定反共和的思想，帝国国防军和帝国海军都认为没有什么

不妥。9

司法部门也很照顾起义者。大多数领导者都未能受到起

诉，因为他们像卡普和吕特维茨一样，已逃往国外。因叛国罪

受审的只有前柏林警察局局长特劳戈特·冯·雅戈(Traugott

von Jagow),他在3月曾任卡普政权的内政部部长；前农民协

会主席康拉德·冯·旺根海姆(Konrad von Wangenheim),卡

普曾准备让他担任普鲁士农业部部长；以及资产阶级政客、准

备担任经济部部长的格奥尔格·威廉·席勒(Georg Wilhelm

Schiele)。判决结果于1921年12月21日宣布。被告中只有雅

戈一人被定罪，因协助叛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而法院认为

这次轻判的原因是他的行动乃出于“对祖国的无私热爱”。

1924年12月他得到赦免，而且在对普鲁士邦提起的诉讼中获

胜，得到了退休金补偿。吕特维茨1921年从流亡地匈牙利返 137

回德国后，也提出诉讼，要求得到退休金，补偿日期从政变日

开始计算。吕特维茨因交了保证金没有被审前拘留，也没有出

庭受审。鲁登道夫甚至未受到起诉。被通缉的海军上尉埃尔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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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受到官方掩护，得以在“秩序的壁垒”巴伐利亚开始筹备

下一步反革命活动。卡普于1922 年春从瑞典返回后被拘捕，

1922年 6月去世，但没有被定罪。1925年艾伯特的继任者兴

登堡颁布大赦令，获释者包括卡普-吕特维茨政变的发起人和

领导人，从而终止了悬而未决的其他诉讼，逮捕令也被

取消。30
帝国政府在3月20日至24日对罢工工人做出的承诺只兑

现了一部分。煤炭业的第二次社会化尝试又以失败告终。帝国

临时经济委员会和帝国煤炭委员会的联合委员会，经过数月讨

论之后于1920年7月底提交了两个建议：煤矿业立即启动全

面社会化，交由一个公有权的煤矿共同体管理；在30年内逐

步将煤炭业转化为公有财产。1921年 2月做出的最终决定是

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化。外交部和司法部的联合评估得出的结

论是，通过社会化形成的国有资产有可能被协约国用来抵押战

争赔款。即使评估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也很难在国会中形成赞

成煤炭业社会化的多数。

帝国政府的另一项承诺是解散不可靠的警察队伍。这一承

诺最初只是在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地方得以贯彻。迫使帝国政府

实施这一措施的还有一些外交上的原因。1920 年3月12 日，

协约国军事委员会要求1920年4月10日之前必须解散居民自

卫队，以及由国防军组建的临时志愿者联盟。由魏玛联盟执政

党领导的普鲁士邦内阁，在要求到期的两天之前下令解散居民

自卫队，用地方自卫队取而代之，这支地方自卫队是由赞同共

和思想的居民组成的。其他大多数邦政府也相继采取了近似的

措施。

事实证明，希望大批工人加入新的地方自卫队是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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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自卫队的社会成分变化并不大。另外，政府努力的成

果比较突出，这就是解除居民防卫队武装，将其转变为地方保

护或土地保护联盟。但是有一个邦固执地反对这种做法，这就 138

是巴伐利亚。巴伐利亚与帝国的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1921年

春天。如果不是协约国施加巨大压力，这场争执中胜出的也许

不是柏林，而是慕尼黑。这个问题会在其他地方加以详细

讨论。2

政变后的几周里，帝国政府满足了右翼势力的一项要求：

4月30日，赫尔曼·米勒内阁决定于1920年 6月6日举行首

次德国国会选举。政变之前，政府和多数党派都赞成在1920

年秋季举行大选，理由是届时大多数地区会按照《凡尔赛和

约》的要求，对其未来的归属问题进行全民表决。在石勒苏

益格，全民表决在1920年 2月和3月举行，结果是北部的大

多数人支持并入丹麦，南部的大多数人支持加入德国。但是两

国之间的边界尚未划定。维斯瓦河以东的西普鲁士、东普鲁士

南部和上西里西亚尚待投票。因此在所有需要全民表决的地

区，国会选举需要推迟举行。政府和多数政党都容忍了这个缺

陷，因为他们不想令人觉得好像是他们害怕选民的裁决。从宪

法角度讲，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国会选举的要求。成立国

民议会的目的是拟定宪法，这个任务早已完成。国民议会之所

以还没有解散，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许多紧急立法任务不得

拖延。

1920年6月6日举行的国会选举结果令魏玛联盟大失所

望。明显的赢家是两个右翼政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输家

首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民主党。魏玛联盟失去了多数席

位。事后来看，这个政府是永远失去了多数席位。德国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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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的票数从1919年1月大选时的37.9??降到21.6而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份额从7.6??加到18.6??首次参加

竞选的德国共产党得票率为 1.7??中央党的损失比较小：

1919年得票率为15.1不包括巴伐利亚人民党),现在为

13.6??德意志民主党从18.5??降到 8.4与德意志人民

党的增长比例几乎相同：人民党的得票率从 4.4??升到

13.9??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得票率从10.3??加到14.4??

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了人们的第一感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39

选民主要流向德意志独立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的选民则

投入德意志人民党的怀抱。在大城市，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增长

和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损失特别明显。在广袤的农村，特别是

1921年2月20日举行补选的东普鲁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

票也有所减少。1919年投票给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工人，在

1921年大部分把票投给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自由派阵营也

出现了变化，德意志民主党的选民转向了施特雷泽曼的德意志

人民党。社会民主党议员安东·埃克伦茨(Anton Erkelenz)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描写了这种情绪的变化：在1919年，德意

志民主党的党员证被认为是“在可怕的圣巴托洛缪之夜①的一

份人寿保险单”。在1920年，许多人在德意志人民党的党员证

上看到了“反对财产共享的保险单”。

第一次国会选举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工人阶级左倾，资产

阶级右倾。不支持阶级妥协的势力在政治上得到回报，而阶级

妥协则是魏玛赖以生存的基础。中间派左右两旁的温和势力受

① Bartholomausnacht,指法国宗教战争期间，从1572年8月24日持续了数
月的一次大屠杀，法国天主教暴徒对新教胡格诺派施以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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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惩罚，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左翼指责魏玛联盟

政府怂恿了反动势力，右翼指责执政的多数党派损害了国家荣

誉，伤害了财产权益。不仅是3月之战，而且《凡尔赛和约》

和税收改革也影响到选民的决定。1920年 6月6日的选举结

果证明，由于选民的两极分化，此前的政府模式已经无法再维

持下去了，但是又没有一个新的多数可以取代迄今的魏玛

联盟。

最强大的政党依然是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看来，与德意志

人民党合作组成大联合政府不在选项之内。卡普-吕特维茨政

变期间，施特雷泽曼及其政党奉行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

策，德意志人民党喊出坚决反对社会民主的口号投身竞选：

“只有德意志人民党才能让我们摆脱红色锁链。”如果社会民

主党领导层同意与这样的人民党结盟，那么就会激起社会民主

党党员的群愤。上届魏玛联盟执政党此时在 466 个议席中占

225个席位，因此只能组成少数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得到巴伐

利亚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或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默认，在

这种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体现出社会民主党的特

色。这样一来，原则上只剩下一个解决方案，这也是最符合党

内普遍情绪的方案：社会民主党不再参与执政，让资产阶级少

数派组阁。

1920年6月25日，艾伯特总统任命国民议会主席康斯坦 140

丁·费伦巴赫出任总理。这位 68 岁的中央党政客是来自黑森

林高地(Hochschwarzwald)弗赖堡的律师。这届内阁由中央

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部长，以及两名无党派部

长组成。这是自1918年10月以来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参与的

第一届政府，但这届政府可以在议会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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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承担政府职责，但它已经无法担当起

“典型”的反对党角色。为了共和国正常运行，社会民主党就

必须容忍资产阶级新内阁。不管 1920 年 6月6日的选举改变

了什么,但是在当下的德国，政府还不能实施反对社会民主党

的政策。3
尽管如此，1920 年下半年的德国工人运动比战争刚结束

时要弱得多。虽然激进右翼武力政变的企图被制止了，但改良

主义者和激进左派试图利用革命成果实现自身利益的尝试都没

有获得成功。1920年春天，在这场大型势力较量中胜出的是

右翼温和派，而他们对卡普和吕特维茨行动的指责并不是针对

其目的而是其所采用的方法。

1919年和1920年，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在德国受到挫

折。奥地利在1918年至1919年的革命比在德国的革命更加彻

底，但在1920年10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者被基督

教社会党人所取代，被排挤到在野党的位置上。匈牙利是苏俄

边界以西建立的唯一苏维埃共和国。在那里，反革命力量在协

约国的支持下于1919年8月取得了胜利，并在1920年初建立

了一个“白色”专政，由王国摄政尼古劳斯·冯·霍尔蒂

(Nikolaus von Horthy)领导。在中立国和新成立的国家，社会

主义政党也都没有取得国家政权。1918年12月的英国大选是

对劳合·乔治领导下的自由-保守党联盟继续执政的确认。

1918年以来的大罢工都没有真正撼动资产阶级制度。在法国，

乔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领导的右翼和中间党

派组成的国民联盟在1918年11月的选举中胜出。战后最严重

的社会动荡，即1920年5月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工会失败而告

终。意大利的局势也不稳定，形式上意大利属于战胜国，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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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其胜利果实被盟友们骗走了。在1919年11月的选举中，

社会党成为最强势政党，但它未能进入政府。之后是一系列社

会动乱，“红色双年”(biennio rosso)里发动了一系列罢工和

总罢工。1920年8月和 9月事态发展到顶峰，占领工厂的事

件频频发生。但控制工厂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工会也只能满足 141

于雇主和政府对共同决定权的承诺。这些情况对贝尼托·墨索

里尼代表的法西斯运动无疑是一种鼓励：左派势力显然很软

弱，游行和抗议活动不过是一种假象。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失败把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推向极端

化。在意大利，社会党多数在 1919 年 秋天的博洛尼亚

(Bologna)党代会上同意加入第三国际。在德国，独立社会民

主党的多数在1920年10月的哈雷党代会上支持采取相同的步

骤。1920年12月，在法国图尔(Tours),三分之二的社会党

人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并将社会党改组为共产党。1920 年夏

天，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推出了“二十一

条”,规定了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类型，以及获得权力后布尔什

维克要采用的方法，这对所有共产党具有普遍约束力，因此加

入第三国际就意味着彻底与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决裂。马克思主

义工人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在意大利和法国最初是多数人，而

在德国则是少数人，立即向多元化民主和工人阶级内部的

“改良主义”宣战。工人运动的激进派当时锁定的模式是苏维

埃俄国，这是唯一看起来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家，因此被认

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品。

自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冬季以来，在苏俄的反革命活

动基本上已经失败。苏波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1920年夏天

占领了波兰大部分土地，有一段时间里，似乎中欧地区的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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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会乘胜前进。1920年8月波兰取得了胜利，“维斯瓦

河奇迹”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梦想。但是布尔什维克在自己

的国家中站稳了脚跟。这一点让布尔什维克确信，虽然世界革

命的步伐比以前想象的要慢，但仍会继续前进并最终获胜。34

德国对待这一革命霸主的态度依然存在分歧。一方面，苏

俄是努力推翻当前社会秩序的中心，因此是一个危险的对手。

另一方面，苏俄是西方列强的敌人，也是德国原政府首脑不能

容忍的波兰的敌手。1920年 2月初苏波战争前夕，冯·泽克特

142 将军在一份备忘录中写下了他的看法：“只有与大俄罗斯建立紧

密联系，德国才有希望再次赢得世界大国的地位⋯⋯普鲁士德

国绝不认可布龙贝格(Bromberg)、格劳登茨(Graudenz)、马

林堡和波森落入波兰手中。犹如上帝的奇迹一般，在艰难困苦

的至暗时刻，我们迫切需要的帮助出现在地平线上。此时此

刻，不要再指望德国在波兰遭受灭顶之灾时会动一动小

手指。”

苏波战争期间，德国于1920年7月20日正式宣布保持中

立。不久后德国政府颁布法规，禁止运往东方的武器和战争物

资过境。在此问题上，德国站到了波兰的对立面，也就是站

在西方盟国，特别是法国的对立面，也间接地站到俄国一边。

早在1920年夏，世界政治的这两个难兄难弟之间的国际互助

已经初见端倪。这种相互靠近的推动力在德国一边是其权力

精英的国防军领导层，而他们内心武力反共的态度是他人无

法超越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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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1920年和1921 年经历了一个特殊的经济发展阶 143

段。其他工业国家纷纷陷入战后萧条，说这是一场全球经济危

机也不为过，德国却出现了一个繁荣期，基本上充分就业。法

国1920年的工业生产比上一年增长了8但1921年下降了

12??美国则分别增加了3?下降了22???国在1920年和

前一年一样，但1921年下降了31??同期，英国加入工会的

工人失业率从6.9??升到17瑞典的失业率从 20.1??升

到28.3挪威的失业率从11.7??升到 23.4??在德国正

好相反，工业生产从1920年到1921 年增长了45?922 年

又增长了 20?921 年1月，工会会员的失业率为 4.5%,

1922年4月下降到创纪录的0.9??点。

德国繁荣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当然，我们不能把它想

象为一个持续贬值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带有明显区别的

几个阶段。1919年5月到1920年2月是货币迅速贬值的阶段。

战前1美元可以兑换4.20马克，在这个时间段1 美元的兑换

值从12.85马克升至 99.1 马克。帝国银行做出相应举措后，

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一直持续到1921年 6月。这

时，平均60马克兑换1 美元。资金雄厚的美国人指望马克的

地位继续强化，投机资金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涌向德国，这

并不出乎意料。自1921年 8月以来，马克的对外比值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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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真正的恶性通货膨胀始于1922 年秋，一年后达到了

顶峰。2

我们谈过通货膨胀的原因。它始于以国债形式筹集的德国

战争融资，且规模远大于协约国。帝国银行的货币政策也很不

健全。早在1914年 8月，帝国银行就把长期国库券和短期国

库券这种纯融资性票据与商贸票据等同起来，除黄金之外，这

些票据也完全可以用来给马克做“抵押”。从这时起，帝国银

行就可以无限造币了。原计划可以用德国战争对手的赔款偿还

144 这些国债。德国战败后，“1 马克等于1马克”的原则，不过

是掩盖了变相没收数百万储户购买的战争债券的事实。

货币贬值的另一个原因是战后工资、薪水和社会福利的急

剧上升。国家和工会，甚至包括企业家都认为这是化解社会不

满和抵制政治激化的一种手段。1919年春季至1921 年春季，

几乎可以说在最重要的社会群体之间达成了某种“通货膨胀

共识”。有意识的货币贬值促进了德国的出口，这是1920年和

1921年德国一反国际常态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显然，通

货膨胀使德国免于大规模失业造成的严重萧条，避免了也许会

令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无法幸存的局面。

最后一个原因是，战争赔款推动了通货膨胀。当时大多数

德国人认为这是货币贬值的真正原因，其实并非如此。赔款确

实给帝国预算增加了负担，以“正常”税收的形式根本不可

能筹集到这么多钱。据可靠的估计，在通货膨胀年代，德国需

要国民收入的10??履行赔偿义务。根据卡尔-路德维希·霍

尔夫雷希(Carl-Ludwig Holtfrerich)的统计，战争赔款在帝国

总支出中所占比例，1919年为51.4?920年下降到17.6%,

1921年升至32.7?922年升至69??《凡尔赛和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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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战争赔偿总额，这给德国造成了致命的影响：由于须赔偿

的金额迟迟无法确定，潜在的私人信贷方就不可能切实评估接

受国的信贷信誉，因此德国无法找到长期外国贷款。权衡一下

所有因素的影响，1919年至1923 年，公共财政不稳定的主要

原因在于这个悬而未决的赔款问题。

我们之后会详细讨论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1922 年秋天，

在恶性通货膨胀到来之前，某些影响已经浮出水面。贬值有利

于财产所有人，毁掉了存款人。它促进了财富进一步流向少数

强人手中，削弱了独立自主的中产阶级。通货膨胀使非独立自

主的受雇人群的生活趋于平均化：在战争前一年的 1913年，

一名较高职位的公务员工资是一个非熟练工人的 7倍，到了

1922年 2月1日仅为后者的2倍。和公务员相比，工人受货 145

币贬值的冲击并不那么严重，原因是，一方面工会在组织上的

贯彻能力远远强于公务员工会，另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了

相对有利于工人，尤其是有利于他们中间较贫穷工人的紧急政

策。战后的政府希望尽快消除令国家和社会陷入危机的隐患。

出于同样的原因，1918年没有取缔“战争社会主义”中某些

重要条款。住房强制管理以及由国家控制食品价格等条款仍然

有效。

但是，如果认为工人阶级是这次通货膨胀的赢家，乃大错

特错。战后年代，大多数工人的实际收入比1913 年少得多。

马克购买力的下降使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天平向后者倾

斜。最迟自1921年夏天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都意识到，货

币贬值的社会弊端远远超过了它带来的好处，只有通过“统

计实物资产”才能实现财政重组。通货膨胀的共识破灭，是

因为识破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只要实物资产受益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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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统计实物资产”的要求就不会受到应有的关注。

1920年至192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典型的战后危机。这

种危机是从战争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的重重困难造成的。战争

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流向以及国内生产的重点和居民的基

本保障。没有危机般的震撼就不可能做出适应新环境的调整。

战后不久，其他工业国家经历了这场危机，而德国则借通货膨

胀推迟了它的到来，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短期内，战

后通货膨胀导致的繁荣能够较容易地解决许多社会问题：返回

家园的士兵能够迅速融入经济进程，工资上涨有助于遏制甚至

化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仅被通货膨胀掩

盖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必定会抑制增长。战后第一个五年结束

时，德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幅下降。1925年，世界工

业指数比1913 年高 21 点，德国仅仅达到战前水平的 95??

1929年，德国的工业生产比1913年增长了13而法国增长

了38美国增长了70日本增长了200??德国虽然再次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它和英国一样都是战

146 后工业竞赛的失败者。战争和通货膨胀热潮导致生产率只有小

幅的提高，这就是德国经济在整个20世纪 20年代没有摆脱相

对停滞状态的原因之一。

如果1920～1921年达成了一个让德国经济实力可以承受

的、比较现实的战争赔款规则，通货膨胀也许不会演变为恶性

通货膨胀。然而，法国并不准备达成这种规则。1920年 7月

在斯帕召开的有关落实《凡尔赛和约》的国际会议上，狭义

上讲战争赔款问题只占次要地位。除德国裁军问题外，重点谈

及德国在和平条约中承诺的煤炭供应。就已经答应的6个月内

每个月向协约国运送200万吨优质煤炭一事，德国说服战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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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一些财政让步，其中包括提供每吨煤获得5个金马克作为

奖金，用于保证矿工的食品供应。但是斯帕的煤炭协议给德国

经济生活带来了沉重负担：铁路、冶金和煤炭加工业首当其

冲，这些行业受到了重创。但如果不答应这个条件，事情会更

糟糕：如果德国延迟交付，协约国扬言要占领鲁尔地区。

几个月后，似乎就赔偿问题开始了实质性谈判。1920年

1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专家会议上，德国和协约国专家

在寻找可行方案的努力上已经非常接近。但是法国政府不想让

专家来制订赔偿计划，并确定每年支付赔款年金的额度，这些

要求也得到了其盟友的认可。在1月29日的巴黎照会中，协

约国提出一个类似最后通牒的“提议”,德国要在 42 年内支

付总计 2260亿金马克，此外德国出口额的12??要作为额外

的战争赔款。为了确保这些要求的落实，应严格控制德国的货

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并要求德国政府派遣授权代表参加2月底

在伦敦举行的会议。

伦敦会议于1921年3月1日开始。德国代表团提出了自己

建议中的一部分，如总赔款金额为500亿金马克，但应扣除德

国已经提供的300亿。3月3日，协约国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并

威胁如果德国在4天内不接受巴黎“提议”,协约国就要实施惩

罚措施。由于德国没有屈服于这一最后通牒，制裁于3月8日 147

生效：协约国占领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鲁尔欧特

(Ruhrort,西部鲁尔区和莱茵河交汇处以北),协约国莱茵兰

委员会接管了整个占领区的海关业务。

如果此时德国没有和协约国发生另一场冲突，法国是否能

够将其盟友拉到最后通牒和军事制裁的强硬路线上来，我们还

不得而知。这是一场《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引发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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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天，志愿军团被解散，许多被遣散的士兵和一些残

部统一被帝国国防军和帝国海军收编。还有一些志愿军团的士

兵加入了警察队伍和“农业合作组”。这个组织负责加强波兰

一侧边境的保卫工作，并且保护国防军的秘密武器库。根据

1920年2月18日协约国的照会，国防军的兵员在同年7月10

日应该减少到《凡尔赛和约》规定的10万人。在斯帕会议

上，德国政府试图把兵员维持在目前的 20万人，但此提议遭

到了拒绝。谈判带来的结果是只可延长期限：德国在1921年

1月1日前必须把兵员减少到10万人。

在驻地警卫队和居民自卫队这两支准军事力量的问题上，

协约国的态度更加坚决。《斯帕协定》要求立即解除这两支队伍

的武装。大多数邦已经按照协约国之前的要求开始对居民自卫

队缴械。素有“秩序的壁垒”之称的巴伐利亚却强烈抵制。

1920年8月，巴伐利亚居民自卫队的创建者、林业顾问格奥尔

格·埃舍里希创立了“埃舍里希组织”(Organisation Escherich,

简称 Orgesch),它自视为所有“反布尔什维克”自卫联盟的

顶层组织。这个联盟反共和的立场在其章程中暴露无遗：“埃

舍里希组织”要求“拒绝一切旨在分裂人民的行为”,对青年

进行道德培养和体育训练，嘉奖劳动意愿，培养劳动义务感。

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泽韦林对此立即做出反应。8月15日，他

向各邦高级领导人发出一道公告，指出“埃舍里希组织”违

反了解散居民自卫队的命令，因此应予以取缔或解散。“埃舍

里希组织”请求得到各个邦的承认，结果除了巴伐利亚之外，

所有邦都拒绝了这一请求。

协约国的语气在1920年至1921年变得更为强硬，但巴伐

利亚依然拒绝解散居民自卫队。1921年1月29日，战胜国在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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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巴黎照会中提出了最终形式的赔偿安排。就在同一份照会

中，协约国还要求德国必须在3月15日前制定解散居民自卫

队的法律规定，并在1921年6月 30日前完成其解散工作。3

月19日，德国国会通过了相应的法律，但巴伐利亚拒绝执行。

德国副总理、人民党政治家海因策(Heinze)3月24 日前往

慕尼黑，目的是向卡尔政府陈述协约国军队咄咄逼人的制裁威

胁，但并未得到向巴伐利亚各位部长解释帝国立场的机会。由

于不可能从帝国层面对巴伐利亚进行制裁，因此1921 年 3月

底就可以预见，只有协约国的介入才能解决巴伐利亚与帝国层

面的冲突。

1920年秋季至1921年春季，“埃舍里希组织”反布尔什

维克口号之所以找到了特别肥沃的土壤，关键在于极左翼的发

展。1920年10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哈雷举

行，代表们就参加共产国际一事进行表决。参会代表是直选产

生的，实际上这也是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一次全党公投。因此，

结果在党代会之前已经很清楚了：近 58??多数人赞成加入

共产国际，也就是同意和共产党合并。赞成的人大多比反对派

更年轻，他们通常是非熟练工人、职场新手。“赞成者”主要

来自以矿产业和化学工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地区，而以纺织业

为主的地区的工人多持否定态度。加入第三国际的意愿，不是

来自受过社会民主传统熏陶的工人，而是强烈地体现在战争期

间或战后才参与政治活动的工人中，并包括那些因走投无路而

被迫反对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工人。这种反抗“积极”的

一面是出于对苏俄的钦佩，苏俄是唯一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的国家，加入共产国际似乎是帮助俄罗斯阶级兄弟，同时也是

帮助自己的最保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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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和 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

表大会上提出了“二十一条”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先决条件。

独立社会民主党大会上236 名代表赞成接受“二十一条”,

156人投了反对票。就是说大多数赞成完全采用布尔什维克政

党的模式。代表少数派的希法亭在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季诺维也夫(Sinowjew)的讲演对决中，重申了民主与社会主

149 义的统一。少数派在投票后立即选举出了新的党领导。担任剩

余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两位领导人平级：阿图尔·克里斯平

(Arthur Crispien)和格奥尔格·莱德布尔(Georg Ledebour)。

克里斯平于1919年11月接任原党主席胡戈·哈泽，哈泽被一

个精神失常的人枪杀身亡。莱德布尔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

人之一，也是工会革命领袖。在致德国无产阶级的宣言中，少

数派向改良主义的右翼社会主义政策宣战，向由资产阶级政党

组成的联合政府宣战，向与企业家同流合污的工人组织宣战，

同时还向共产党宣战，宣言称共产党用“每天不断变化的口

号煽动政变”,“故意隐瞒真实力量的比例”去唤醒“无法实

现的幻想”。8

左翼核心的党代会推选“纯”苏维埃制度的主要代表人

恩斯特·多伊米希和普鲁士前文化部部长阿道夫·霍夫曼为权

力相等的(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1920年12月上旬在

柏林的两党联席大会上，被多数独立社会民主党称为左翼独立

社会民主党的一派与德国共产党完成了合并。这次合并后德

国共产党称自己的党为德国联合共产党(VKDP)。这个政党

通过这次合并才真正发展为群众政党。在统一之前，德国共

产党大约有 8万名成员，而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大约为

43万。这个人数还不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前的一半。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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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初，德国联合共产党有近 45万名党员。由此可见，有

很大一部分当年的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拒绝与德国共产

党合并。

像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和“左派”一样，德国联

合共产党也选举了形式上“权力平等”的两位主席：德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罗·列维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前代表恩

斯特·多伊米希。列维长期以来有计划地致力于与独立社会民

主党的左翼合并，由他担任党领导似乎无懈可击。但表象是靠

不住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中占上风的是季诺维也夫、尼古拉·

布哈林和波兰人塞缪尔·古拉尔斯基(Samuel Guralski)等

“左派”。这些人认为，罗莎·卢森堡的学生和朋友列维是世

界革命的绊脚石。联合共产党1921 年初给其他工人政党和工

会发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建议加强紧密合作，以实现具体社

会和政治目标。德国共产党内左翼反对派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

的主要势力都指责党领导的这个举动是在推行机会主义政策。

如果不是列宁出面阻止，共产国际执委会必定会明确谴责这封

公开信。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此时做了一个急转弯。虽然苏 150

维埃经受住了协约国的干预，在和“白军”反革命分子的斗

争中立足下来，但它目前在经济上面临崩溃。列宁从中得出结

论，现在要结束战争共产主义的暴力活动，在有限的范围内恢

复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活动，为农业经济提供重要的减负措

施。俄国共产党在1921年3月初党代会上制定的新经济政策

(Neue Okonomische Politik,简称 NEP),也是向外国私人资本

发出邀请。列宁认为，这个方针和列维践行的灵活的统一战线

政策一致，这种做法比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发动共产主义政变更

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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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另外，列宁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左派一样，要求第三国际

的所有成员党要保持步调一致。根据他的指令，共产国际代表

1921年1月在里窝那(Livorno)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

会上，要求开除以图拉蒂(Turati)为首的党内右翼，但以塞

拉蒂(Serrati)为首的多数人表示反对，之后这些人也被开除

出党。意大利社会党人已于1919年秋加入第三国际，现在他

们内部发生了分裂。只有少数人在里窝那组建了意大利共产

党，并在“二十一条”的基础上重新加入共产国际。

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是德国共产党发生严重危机的直接原

因。保罗·列维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里窝那党代会，他支持

塞拉蒂的立场，认为共产国际遵循的政策是灾难性的。在他看

来，外部命令导致的政党分裂必将使革命的劳工运动蜕化为一

种宗教运动。他在《红旗报》上发表的谨慎批评，立即受到

第三国际德国专家卡尔·拉狄克在同一报纸上的尖锐反驳。

1921年2月22日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一次会议上，列维

提交的一份决议没有获得多数同意，这个决议对共产国际代表

在里窝那的行为表示担忧。但是，由“左派”提出的一份决

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匈牙利人拉科西·马加什

(Mátyas Rákosi)的支持，并以 28 票对 23 票获得通过。该决

议批准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意大利社会党的政策。之后，

列维和中央委员会的四名成员宣布放弃自己的职位，他们是恩

斯特·多伊米希、阿道夫·霍夫曼、奥托·布拉斯和克拉拉·

蔡特金。

“列维中央”辞职乃迫于外部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同时

也为那些坚持所谓“进攻理论”的势力铺平了道路。这一势力

最突出的代表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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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在和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前的上一届共

产党代表大会上，塔尔海默表示，当苏维埃俄国的世界政治在

国际上陷入防御状态时，中欧和西欧有义务对资产阶级发起进

攻。德国工人阶级必须给在暗中武装的反革命“发出行动的

指令，引诱他们出击，利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时机和局面，指

引他们进入战斗”。

塔尔海默很可能是从拉狄克那里得到了灵感，他的建议完

全符合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数人的路线。1921 年 2月 22 日，

“列维中央”辞职的同一天，古拉尔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

要求“采取最直接和最严厉的行动，因为‘埃舍里希组织’

是在挑衅无产阶级，而这种挑衅应该是在我党选择的正确时间

段内引爆的”。布哈林也有类似的表述。拉狄克用下面的话概

括了他的革命方案：“如果‘埃舍里希组织’向我们发起进

攻，工人们就会团结为一个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迫使‘埃舍

里希组织’做出有利于我们的事情。‘埃舍里希组织’正在等

待我们的行动，以便能够向我们发起进攻。”0

“进攻性理论”就是对迄今列维路线的彻底否定。如果说

列维继承了罗莎·卢森堡的传统，认为赢得无产阶级群众是德

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革命的必要前提，那么进攻性理论家

则认为，革命是唯一确保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的机会。从这个

角度来看，革命的时机不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条件是否成熟，

而是取决于革命诞生国的需求。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古拉

尔斯基看来，要借助中欧和西欧的革命来平衡俄国革命进程放

缓的速度。特别是在德国，很容易催生发动革命的诱因：战争

赔款危机，即将在上西里西亚举行的公投，居民自卫队问题的

冲突。似乎这些都是天赐的良机，可以让以“埃舍里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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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极右翼出面“一起干”。城市中明显的粮食供应不足，

以及煤矿行业即将签订的加班协议令社会不满情绪加剧。1921

年的春天为寻衅的策略提供了不少切入点，因此共产国际执委

会和德国共产党的进攻性理论家决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带来的

所谓优势。

在3月的头几天里，共产国际的三名代表——极左派的匈

牙利人库恩·贝拉、他的同胞波加尼·约瑟夫 [ Jozsef

Pogány,别名彼得·佩珀(Peter Peper)] 和塞缪尔·古拉尔

152 斯基[又名奥古斯特·克莱纳(August Kleine)] 抵达柏林。

他们与德国共产党新“左翼”中央着手筹备在德国的政变活

动。革命的时间和地点被安排在复活节后的3月27日至28日

的德国中部工业区。在2月20日的普鲁士邦选举中，德国共

产党在这个地区取得了可观的票数，在哈雷-梅泽堡

(Merseburg)大约获得19.7万张选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得到了7.5万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得到了7万张。德国中部是

一个工业化相对较晚的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化工

厂，1918年后失去重要的煤炭开采区，所以褐煤矿业的重要

性减弱。工人阶级的社会来源和地缘来源各不相同，也没有

受过多年工会工作的培训。除了德国共产党外，另一个更

“左”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动员

了那些易于激进的工人团体。1920 年11月，德国共产主义

工人党被临时接纳为共产国际成员，作为“有咨询权的支持

性政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获得一个席位。它从一开始就

参与了德国中部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左派

认为它的存在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力量，可以制衡迄今过于谨

慎的德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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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21年3月，不仅德国共产党人把目光聚焦在德

国中部工业区，普鲁士邦的管理机构也不例外。自卡普-吕特

维茨政变后，这个地区就没有平静过。1921 年初，自发的罢

工、掠夺和抢劫天天发生。激进工人手中仍然有很多武器。3

月13日在柏林胜利纪念柱上发现的炸药显然来自德国中部。

消息灵通的国家公共秩序监督专员罗伯特·魏斯曼(Robert

Weismann)在3月14日告诉泽韦林，苏俄政府正在加紧布局

在德国的行动，鉴于苏俄严重的内部危机，它正设法在德国发

动政变。泽韦林和他的党内盟友、普鲁士邦萨克森政府高级领

导人奥托·霍辛(Otto H?rsing)随后扩大了先前的计划：他

们原计划到3月14 日前只在曼斯费尔德(Mansfeld)采取整

治措施，现在他们准备在整个德国中部筹划一次警察行动。

德国共产党在3月17 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知了

警察策划的这个行动。这个消息改变了共产党的时间表。他们

在当天就做出立即出击的决定。3月18日，《红旗报》杂志发

表了一份库恩·贝拉起草的呼吁书，称巴伐利亚邦总理卡尔蔑

视法律：“卡尔是一个反革命的现实政治政客，他知道他在说

什么,做什么。确实⋯⋯必须响应卡尔先生的哨声!每个工人

不必对法律有所顾忌，要想尽一切办法找枪支弹药!卡尔不在 153

乎法律，无产阶级也不必在乎法律!每个反革命分子都有武

器。工人作为革命者一定不会比那些反革命分子软弱!”

但是此次运动未能按计划进行。3月21 日，抗议罢工从

曼斯菲尔德的铜矿场区开始，但最初只是一场罢工。德国共产

党新组建了一个军事组织，但几乎没有运作能力，这个非法军

事组织的负责人胡戈·埃伯莱因(Hugo Eberlein)在哈雷准备

发动炸弹暗杀，目的是把这些活动归咎于“反动派”。此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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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行为怪异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员，名

叫马克斯·赫尔茨(Max Holz),在卡普-吕特维茨政变期间，

他因为行为鲁莽被称为无产阶级的罗宾汉。赫尔茨来自福格特

兰地区(Vogtland)贫困的家庭手工业区。1920年3月政变失

败后，他逃到捷克斯洛伐克，并于当年底非法返回德国。他与

共产主义工人党制造的柏林胜利纪念柱未遂袭击案的策划者有

紧密联系。3月初，他本人一手制造了福格特兰地区法尔肯施

泰因(Falkenstein)市政厅的爆炸案。

3月22日，赫尔茨来到曼斯费尔德，负责组织武装工人，

第二天就与警察发生了首次冲突。洛伊纳工厂的工人开始罢

工。从哈雷出发，埃伯莱因的队伍炸毁了通往图林根的铁路。

德国共产党于3月24日发出的总罢工呼吁没有受到什么关注。

仅在卢萨蒂亚(Lausitz)、鲁尔部分地区、图林根州和汉堡有

一些声援性的罢工。在汉堡这个汉萨城市，失业者根据德国共

产党的指示临时占领了几家造船厂。3月23 日与警方的武装

冲突造成16人死亡，30人受伤。

与一年前的鲁尔起义不同，1921年的“3月行动”不是

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起义，而是来自共产国际及其德国所属机构

“上层”指令的一次政变尝试。即使在德国中部工业区，德国

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人党罢工和斗争的支持者很大程度上都是

自己人。他们基本上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工

人的支持。从军事角度看，德国中部起义结束于复活节后周二

的3月29日：洛伊纳工厂遭到炮击后投降，但至少有60名工

人身亡。4月1日警方与赫尔茨领导的一群起义者在贝森施泰

特(Beesenstedt)附近展开了最后一场血战。逃走的赫尔茨两

周后在柏林被捕。德国中部此次起义共牺牲了180条生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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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35名警察和145 名平民。大约6000名工人被捕，4000人 154

被判刑。截至1921年6月，特别法庭针对此次起义案共判处

4人死刑、8人无期徒刑，以及共计 2000多年的劳改和监禁。

德国中部颁布的紧急状态令一直持续到1921年9月。2

这次冒险的政变行动给德国共产党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1921年11月，根据中央委员会估计，德国共产党最多还有15

万名成员，占年初党员数量的三分之一。领导层也有外流。保

罗·列维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道路：反对政变》(Unser

Weg. Wider den Putschismus)中严厉批评了3月行动，之后他

被开除出党。许多著名的德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议会党团中的

共产党人都表示积极声援列维，但其中许多人受到谴责、排

斥，多人自愿退党。1921 年 9月，那些在国会党团中失去党

团资格而偏向“右翼”的成员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工作小组

(Kommunistische Arbeitsgemeinschaft,简称 KAG)。1922 年 1

月，当年的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更倾向左翼的代表弗里斯兰

[Friesland,原名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多年后他成

为柏林市长而享誉全球],与两名志同道合的朋友因反对德国

共产党不断加速布尔什维克化而退党。他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

工作小组，这样一来这个党团共有15名议员，因此获得了议

会党团的地位，而缩减到11名议员的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现

在降到了议会党“小组”的级别。与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合

并一年后的德国共产党，似乎蜕化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左翼

组织。3

1921年3月给德国共产党和俄国共产党的想象力插上翅

膀的是上西里西亚的冲突急剧激化。共产主义起义一旦成功，

就可能会让德国和俄国对波兰形成夹钳形进攻。即便是德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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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帝国国防军和“埃舍里希组织”或与其

靠近的右翼势力暂时获得了政权，然而这种局面也会给苏维埃

俄国的外交政策带来好处。一个公开宣扬民族主义的帝国政府

是无法与西方列强达成谅解的。与费伦巴赫内阁相比，这样一

个新政府或许会给俄国提供更多的保险因素。从这个角度出

发，极左翼的春季行动不仅针对德国右翼，同时也剑指波兰和

协约国。4

在上西里西亚冲突中，德国一方和波兰一方的民族情绪一

度高涨，甚至有可能发生战争。1919年 8月和1920年 8月，

波兰发动两次起义，德国出动了志愿军团和治安团。1921年3

月20日，恰逢德国中部起义期间，《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投

票在上西里西亚举行。近60??人赞成归入德国，40??人赞

155 成归入波兰，工业区主要选择德国，农村地区多倾向于波兰。

此后，帝国政府提出整个上西里西亚归属德国，而波兰和协约

国则提出分割这一地区。为强调波兰的要求，波兰负责投票的

专员科尔凡蒂(Korfanty)在与华沙政府进行秘密协商后，于

5月3日发动了第三次上西里西亚起义。起义期间，波兰起义

者占领了大部分投票区。起义开始三天后的5月6日，仍然在

职的德国总理费伦巴赫在德国国会发表讲话，声称将在波兰发

起军事动员并暗示可能在上西里西亚投入帝国国防军。如果将

这一声明付诸行动，那不仅意味着与波兰开战，而且很可能与

法国、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协约国发生武装冲突，协约国部队

会对上西里西亚实施军事管制。?

然而费伦巴赫在位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执政的最后

日子完全笼罩在战争赔款危机的阴影中。协约国赔款委员会4

月24日提出最后要求，德国必须在4月30日之前支付给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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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10亿金马克作为到期付款的担保。两天后赔款委员会通

知德国政府，德国需要赔偿的金额为现值的1320 亿金马克，

这笔款项未考虑相应的利息，并要求德国在4月29日之前给

出答复。自3月底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和美国商谈赔款问题，

德国随即请求美国出面调解。德方的建议于4月24 日送交华

盛顿：德国政府同意支付现值500亿金马克作为战争赔款，年

偿还率待定，这笔赔款将通过发行 2000亿金马克的国际债券

来筹集。5月3日，美国发出回复照会：华盛顿认为，德国的

建议对协约国政府来说不是谈判的基础。帝国政府应直接与协

约国联系，并且提出自己“清晰的、明确的和适当的”建议。

争取请美国担任调解人的努力失败，让总理和内阁顿感手

足无措。德意志人民党敦促政府立即辞职。德意志民主党举棋

不定，不知如何正确行事。担任总理的费伦巴赫一开始就力不 156

从心，5月4日上午，因上西里西亚爆发波兰人起义，所以他

决定继续执政，但几个小时后，继无党派外交部部长瓦尔特·

西蒙斯(Walter Simons)辞职后，总理也递交了辞呈。由于联

合政府各党派领导人不想说服这届政府留任，其他部长也追随

西蒙斯的决定：5月4日晚上，费伦巴赫内阁一致决定辞职。

5月 5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德国大使施塔默

(Stahmer)递交了协约国的伦敦最后通牒。协约国政府威胁德

国，如果德国不遵守以下条件，他们将于5月12日开始占领

整个鲁尔地区：按照迄今协约国的照会解除武装；根据《凡

尔赛和约》的规定，支付1921年5月1日到期的120亿金马

克；接受附件的赔偿计划；审判德国战犯。赔款的时间计划分

为两部分，即目前的费用和今后发生的费用。“A 债券”和

“B债券”总计为500亿金马克的国债，须从1921年开始连本



192/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带息一并偿还；“C债券”的偿还和利息额为 820亿金马克，

可以日后支付，总额共1320亿金马克。另外支付60亿美元作

为1914年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赔款。10亿金马克必须在

25天内，也就是在1921年5月30日到位。年偿还金额最初定

为30亿金马克。这个数额的计算方法是，在固定偿还年金 20

亿金马克基础上再附加一笔额外的金额，这笔金额取决于出口

额的高低，此时这笔金额被定为10亿金马克。6

不出所料，德国内部对伦敦最后通牒的反应各异。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对此表示拒绝。德国

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因顾及咄咄逼人的

制裁，对此表示接受。德意志民主党内分歧很大，反对人数略

多。如果强硬路线的代表占上风，德国经济必将崩溃。右翼政

党中的许多国会议员对此心知肚明。如同在《凡尔赛和约》

表决问题上一样，他们可以完全放心，即使没有他们的赞成，

也会有足够的赞同多数。如果德国屈服于协约国的压力，它不

仅可以保住莱茵河和鲁尔河畔的工业区，还可以指望日后缓解

赔款负担。出于这种选择，新的政府联盟也是根据这个逻辑组

成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决定与能够确保实现

和平外交政策的各党派合作。中央党从一开始就准备支持

“接受条款的新政府”。在中央党的敦促下，德意志民主党在

157 最后一刻决定加入政府。于是魏玛联盟的第一届少数内阁诞

生了。

5月10日，艾伯特总统任命来自巴登的中央党政治家约

瑟夫·维尔特(Joseph Wirth)担任新总理。维尔特在1920年

3月时接替埃茨贝格尔担任德国财政部部长，并在费伦巴赫内

阁任职。这位1879年出生在弗赖堡的政治家当过中学数学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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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非常有活力，也是出色的演讲家。在他的政党内，他属于

支持共和的左翼，这并没有妨碍他同时也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

义者。伦敦最后通牒远远超过了德国的经济实力，在这一点上

他和德国右翼观点一致。但与右翼党派不同的是，他认为必须

通过德国先尽其所能履行让它承担的义务，来证明这种赔款负

担是荒谬的。维尔特和那些持同一观点的人都认为，正是这种

尝试必然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迟早会迫使协约国修订伦敦赔款

计划。正是出自这种“履行政策”的考量，维尔特内阁开始

了其执政期。7

5月10日，德国国会不得不对接受还是拒绝最后通牒做

出决定，而此时组阁工作还未完成。维尔特本人临时兼任外交

部部长和财政部 部长。5 月 29 日任命瓦尔特·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担任重建部部长之前，这个职位一直空

缺。维尔特在政府声明中表示，他在接受最后通牒的同时也关

注上西里西亚问题。他呼吁协约国不要容忍“波兰恐怖”行

动，并履行和平条约规定的义务。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投赞成

票，独立社会民主党也对伦敦最后通牒投了赞成票。德意志民

主党有17 张赞成票，21 张反对票。德意志人民党的比例为 6

比41,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比例为2比15,德国共产党为1比

15。国会议员中220人投票赞成授权政府签字，172 人投票反

对。维尔特少数内阁在议会上的首次较量中胜出。8

新政府面临的第一个重要挑战是上西里西亚的波兰起义。

从一开始，维尔特内阁就意识到，费伦巴赫派驻帝国国防军的

提议不可行，因为协约国不会接受。因此帝国政府和普鲁士邦

政府鼓励向上西里西亚自卫队提供武器，这是1920 年以来成

立的一个准军事组织。但是出于内政和外交考虑，维尔特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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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与这个新组建的或重组的志愿军团保持距离，这支队伍在

158 波兰起义后不久就赶往西里西亚。5月19日，政府发出了反

对组建志愿军团的呼吁。5月24日，德国总统发布一项紧急

法令，对任何未经官方授权而建立军事联盟的人员予以严惩。

一天前，自卫队和巴伐利亚的奥伯兰德(Oberland)志愿军团

占领了上西里西亚的制高点安娜贝格(Annaberg),德方在军

事力量对比上占优。6月底，协约国协调委员会成功说服双方

武装团体撤军。7月5日，上西里西亚自卫队解散，尽管这只

是名义上的。由于英法两国无法就未来的边界线达成共识，法

国偏向波兰一方，英国则偏向德国一方，该争端于8月12 日

移交给国际联盟裁决。因此上西里西亚的问题上升到外交层

面，这帮助维尔特政府在外交上赢得了喘息空间。9

维尔特内阁上任的前几周，在内政方面解散巴伐利亚居民

自卫队的冲突一直断断续续。接受伦敦最后通牒后，卡尔政府

也认识到无法继续坚持严厉的拒绝态度。5月底，卡尔准备承

诺“尽可能”对居民自卫队缴械，但仍拒绝解散它。在法国

和英国外交官发出最终威胁后，卡尔才不得不让步。6月4

日，卡尔下令解除居民自卫队武装。6月 24日，帝国政府宣

布，巴伐利亚居民自卫队、东普鲁士地方军和边防军以及全国

范围内的“埃舍里希组织”已经解散。但准军事组织形式上

的解散并不是准军事政治的终结。作为“秩序的壁垒”,巴伐

利亚仍然是众多“爱国联盟”的圣地，这些爱国联盟的极端

态度远超居民自卫队。在自卫队解散后，极右翼鼓动者的私人

军队在组织人数上增长最快，这就是希特勒的冲锋队(SA)。

在审判德国“战犯”的问题上，伦敦最后通牒中的相关

要求实际上没有得到满足。早在1920年2月3日，协约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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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了要求德国交出受战争罪指控的 895 名人员的要求。这些

人包括了威廉皇储、1909年至1917年的德国首相特奥巴德·

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兴

登堡将军、鲁登道夫将军和冯·提尔皮茨海军元帅。虽然协约

国保留重申这一要求的权利，但原则上同意由德国法院对其追

究刑事责任。1921年5月至7月，德国确实对12名被告进行

了9次审判，其中6人被无罪释放，6人被定罪。对2名海军

中尉的定罪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们参加了击沉救生艇的行

动，而这些救生艇是此前被鱼雷击沉的英国轮船放到海面上

的。他们均被判处4年徒刑，这在帝国海军中激起了极大的愤 159

怒。刑拘时间并不长，1922 年1月由埃尔哈特领导的“领事

组织”(Organisation Consul)中的2名队员，也就是5个月后

暗杀了瓦尔特·拉特瑙的这些人，帮助上述2名军官成功越

狱。协约国抗议德国取消诸多审判、法院量刑少和量刑宽松的

行为，1922年 8月甚至威胁要重新要求引渡战犯，但这些都

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抗议：除了1921年的6项定罪外，德国战

争犯罪行为没有承担任何刑事后果。

然而，德国人无法软化伦敦最后通牒的硬核：在1921年

就必须支付33亿金马克赔偿金，其中第一笔10亿在 5月30

日到期。帝国只能筹集到1.5亿现金，剩余的金额则用为期三

个月的国库券融资，这也是在到期前费了很大努力才筹到的。

这些举措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很显著。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部

部长罗伯特·施密特估计，每年因战争赔款，德国就需要额外

的400亿至500亿马克纸币，这还不包括向协约国支付的占领

费用和补偿费用。因此，施密特在1921年5月19日的一份秘

密备忘录中提议，对财政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只要没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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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盈余，就只能没收 20??农业、工业、贸易、银行和

房屋资产，来筹集战争赔款。

“统计”实物资产和货币价值的要求，意在终止迄今默认

的通货膨胀共识。1919年以来通货膨胀影响着德国的经济、

金融和社会政策。1921年春季开始，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

开始明白了两件事：通货膨胀使社会力量的重心不断向财产所

有者倾斜，增加了员工的负担；如果不对资产状况进行大规模

干预，就不可能进行财务重整。施密特的建议就是基于这一认

知，也正因如此他的建议没有任何机会得到支持。帝国财政部

的保守派高级公务员们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经济部部长提出的

没收财产的计划，曾任综合电力公司主席、倾向于民主党的新

任重建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认为，施密特的计划是再次掠夺

德国的经济自由，仅从数字上看，消费比财产(资本)更重

160 要。身兼总理和财政部部长的约瑟夫·维尔特与其专家们意见

一致，认为“找不到必要的支持力量来落实这些计划”。

1921年夏天德国的财政状况出现了一定的缓解迹象：8月

底，拉特瑙与他的法国同事卢舍尔(Loucheur)谈判后达成

《威斯巴登协议》(Wiesbadener Abkommen),该协议把德国应

支付给法国的大部分现金转化为实物支付。战争赔款的通货膨

胀效应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遏制，实际落实的情况却远没

有预期那么好。法国实业家担心，这样一来法国的重建工作就

不经过自己的手，而是让德国人去完成了，所以法国实业家们

竭尽全力破坏这项协议。结果《威斯巴登协议》几乎没有减

轻赔款的财务负担，在国内政治上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曾希

望与法国的协议能使赔偿政策会更受欢迎的人很快发现这是一

个错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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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履行政策就为激进右翼提供了廉价的煽动借

口。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

社会民主党协助国会接受伦敦最后通牒，而且自5月10日以

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又参与政府执政，这一事实足以把整个

维尔特内阁钉上耻辱柱。在巴伐利亚发行量很大的右翼地方报

《米斯巴赫公告》(Miesbacher Anzeiger)中，隐去真实姓名的

作家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oma)称维尔特是“比伯拉

赫(Biberach)骗子的密友”。作家在这里把埃茨贝格尔比作

比伯拉赫的骗子。托马这样描写前萨克森邦总理、现社会民主

党内政部部长格奥尔格·格拉德瑙尔(Georg Gradnauer)的外

貌：“他长着一对萨克森人特有的眯缝眼，希伯来人的鼻子和

下巴，两个大耳垂更具希伯来人的特点，一副狐狸般的狡猾面

孔，令人极不舒服。见面五分钟后你就恨不得和他大吵一架，

单独和他干一仗。这就是内政部部长。”1921年6月中旬，国

防部部长格斯勒准备把巴伐利亚志愿军团前领导人冯·埃普上

校调到普鲁士，托马对此的评论是“我们既不允许施普雷河

边的犹太猪来统治我们，也不允许他们来骚扰我们，如果在柏

林的人还没有完全被上帝抛弃，那么就应尽快把格斯勒赶出帝

国国防军”。

《米斯巴赫公告》这类报纸对共和国代表的仇恨宣传，营

造了一种随时都可能爆炸的气氛。1921年6月 9日，巴伐利

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主席卡尔·加赖斯(Karl

Gareis)在慕尼黑被一个陌生人连开4枪射杀。加赖斯一直是

卡尔政府最尖锐的批评者，因此也是路德维希·托马愤怒攻击

的首选目标。巴伐利亚首府工人阶级对此的回答是，举行3天 161

大罢工。但这次谋杀案的凶手并没有被抓到。而另一次政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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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案得以在很短时间内破案。1921年 8月26日，财政部前部

长埃茨贝格尔在北黑森林的格里斯巴赫(Griesbach)附近散

步，被海军中尉海因里希·蒂勒森(Heinrich Tillessen)和预

备役中尉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ulz)枪杀。两个凶

手是上文提到的右翼极端组织“领事组织”和慕尼黑“日耳

曼秩序”(Germanenorden)的成员。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曼弗雷

德·冯·基林格(Manfred von Killinger)中尉给这两个人下达

了暗杀指令。舒尔茨和蒂勒森从慕尼黑逃到匈牙利，直到

1950年他们才被判刑，服刑期分别为12年和15年，但他们

只坐了2年牢。1922 年6月，奥芬堡陪审团认定基林格没有

参与协助谋杀，宣布无罪释放。

右翼媒体以暗杀埃茨贝格尔一事为契机，传播为这一行为

辩解的观点。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十字报》(Kreuz-Zeitung)把

刺客比作布鲁图斯(Brutus)、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和

1793年杀死雅各宾派马拉(Marat)的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文章谴责“眼下还在赞美埃茨贝格尔的人”,这些人

彻底忽视了“对埃茨贝格尔的斗争完全是一场防御战”。持同一

观点的《柏林地方公告》(Berliner Lokal-Anzeiger)认为，任何

一个国家都会对这样的刺客表示理解。东普鲁士的《奥莱茨

科日报》(Oletzkoer Zeitung)也是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报纸，这

家报纸声称，所有有民族意识的德国人都会认为埃茨贝格尔的

命运是他应得的。“埃茨贝格尔这种人对我们祖国的不幸负有

主要罪责，只要他活着，就必定是德国的威胁。用这样的话追

悼一个死去的人，听起来很粗鲁和无情。但是打感情牌无济于

事。我们必须播种仇恨!正如我们学会憎恨外部的敌人一样，

我们还必须满怀仇恨和蔑视来惩罚德国内部的敌人。调解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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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的，只有采取极端立场，德国才能再次成为战前的

德国。”4

埃茨贝格尔被谋杀后，工会、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

党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共产党也参加了游行。8月29日，在

帝国总统艾伯特的主持下，维尔特内阁根据《魏玛宪法》第48

条第2款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令，授权内政部部长取缔反共和国

刊物、集会和协会。任何承认或赞美反宪法制度的行为，以及

危害国内和平、对国家宪法机关和机构的蔑视，都被视为反共

和国。5
紧急法令立即引发了巴伐利亚和帝国之间的新冲突。巴伐 162

利亚政府拒绝执行内政部部长格拉德瑙尔颁布的禁令，拒绝执

行对《米 斯 巴 赫公告》、《慕尼 黑观察家报》(Münchner

Beobachter)和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观

察家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的禁令。巴伐利亚联合执政的

党派分别是，1920年 6月6日选举出的巴伐利亚人民党、德

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巴伐利亚农

民联盟。他们抱怨帝国之前未与各邦进行沟通，且这项法令只

是单方面针对右翼。邦总理冯·卡尔坚决反对国会为解除

1919年11月以来在巴伐利亚的紧急状态做出的种种努力。巴

伐利亚谈判委员从帝国政府处得到的让步，卡尔和内阁都觉得

不够，但在巴伐利亚邦议会常务委员会中，谈判委员会在柏林

争取到的改善却得到普遍认可。卡尔随后提出条件，只有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巴伐利亚的紧急状态。然而，他自

己的政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对此表示拒绝。1921年9月11

日，卡尔辞职。第二天，整个内阁也跟随卡尔一起辞职。

卡尔的继任者是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莱兴费尔德伯爵(G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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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chenfeld),他立即宣布与德国政府进行新一轮谈判。达成

的结果是9月24 日的《柏林协议》,该协议更符合巴伐利亚

在联邦意义上修订紧急令的愿望，为此巴伐利亚承诺不迟于

1921年10月6日解除邦紧急状态。9月28日，德国总统颁布

了第二项保护共和国法令，不仅承诺为“共和民主国家政体

的代表”,而且采用巴伐利亚提议的说法，为所有“公众人

物”提供保护。为保护共和国而发布禁令和没收等具体工作

下放到邦一级政府。与最初的法令相比，扩大了对此类措施提

出申诉的可能性。1921年9月28日的法令修改稿结束了巴伐

利亚与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是在保护共和国的问题上，这还不

是最后一次交锋。26

当巴伐利亚牢牢掌握在巴伐利亚人民党占上风的资产阶级

阵营手中时，1921年的普鲁士经历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阶段。

2月20日邦选举后，三个魏玛政党只得到微弱多数，社会民

主党邦总理奥托·布劳恩辞职。借助上届联合政党和德意志人

民党的票数，邦议会选举基督教工会领导和中央党政客亚当·

施特格瓦尔德(Adam Stegerwald)担任邦总理。但是，施特格

瓦尔德寻求组阁大联盟的努力未能成功，因此社会民主党撤回

163 了对政府首脑的支持，施特格瓦尔德辞职。4月21 日，邦议

会再次选举施特格瓦尔德为邦总理。这次包括德意志民族人民

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投了赞成票。施特格瓦尔德组建

了一个多数内阁，中央党与德意志民主党的政治家和非党派专

家加入了内阁。这届内阁需要依赖社会民主党或德意志民族人

民党的交替支持。1921年10月，社会民主党宣布不再支持内

阁，理由是这届内阁越来越依赖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之后，各

执政党派开始谈判，目的是将目前的联合政府扩大为大联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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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谈判取得成功：11月5日，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进

入内阁，大联合政府成立。在此之前，只是在不来梅(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甚至加入了邦政府)、梅克伦堡-什未林和利珀

(Lippe)出现过这样的合作。同一天，得到三个魏玛执政党和

德意志人民党的投票支持，邦议会选举奥托·布劳恩出任邦总

理。从此德国最大邦一直由一个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内阁领

导，为时三年之久，即使在严重危机撼动帝国的时刻，普鲁士

也是共和国的一个稳定因素。7

1920年6月帝国国会选举后，德意志人民党首次努力与

社会民主党组成政府联盟，但没有成功。德意志人民党加入普

鲁士大联盟后，权力有所增加，也赢得了共和势力的尊重。对

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与德意志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决定也不

再困难。1921年9月举行的格尔利茨(Gorlitz)党代会上，奥

托·布劳恩、赫尔曼·米勒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热情洋溢的演

讲，原则上就是批准了这样一种联盟。视德意志人民党为工人

之敌的党内左派很难接受这一决定。但是没有人能反驳伯恩斯

坦的观点，即人民党是一支“社会力量”,实际上它是德国资

产阶级的政党：“它得到德国金融、大工业和知识分子的支

持。我们必须设法把这个政党拴在共和国的战车上。”

在格尔利茨会议上，社会民主党开始努力向中产阶级开

放，把自己转变为左翼人民政党，为此伯恩斯坦做出了最大贡

献。受他启发发布的《格尔利茨章程》中，社会民主党称自

己是“城市和乡村中劳动人民的政党”,“团结所有依靠自己

工作成果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达成共识和共同目标，

形成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体”。由此，社会民主党不再 164

将自己定义为纯手工劳动者的政党。他们不再认为社会主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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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意愿的结果。改良者最希望把

“阶级斗争”一词从党的宣传军火库中剔除，虽然这个词在新

章程中仍然出现，但不再作为斗争的口号，而是用来描述需要

共同努力克服的社会环境。

对《格尔利茨章程》的反响并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振奋。

重新定位引起了独立手工业者联盟的怀疑和拒绝。公务员认为

他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独立社会民主党谴责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人，称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永恒认知。像库尔

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这样的独立左翼知识分子，

以辛辣的讥讽称其为“资产阶级化”的社会民主党。在《世

界舞台》(Weltbuhne)报上，图霍夫斯基发表了一首诗，他是

这样描述格尔利茨党代会的：

我们曾被囚禁，戴上镣铐

为了拯救一个席位，我们做出牺牲

放弃了金钱、自由、工作和舒适

钢铁企业视我们为敌

我们内心在燃烧，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向往

纯洁无瑕、遍布全球

皇帝憎恨我们

还有邦议员和法官

思想就是力量

这帮人感觉到了⋯⋯

但是，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今天却不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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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命不凡，留意种种思想迷雾，

我们对坚强年迈的倍倍尔不屑一顾，

青年人起义，我们会意微笑

数百个集会用枪支和社论

与我们抗争，

我们坚持现实政治，

阶级斗争为布尔什维克分子带来好处

我们曾嘲讽部长名单⋯⋯

但是，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今天却不再如此。

巨大的雪茄、汽车和他们的举止

深深震慑了我们

毕竟，谁也不是虚无主义者。

我们也不是去求婚

我们的谢德曼却向各个方面倾倒。

施廷内斯先生笑了，所有小天使都笑了。

我们看不到他们准备对我们做什么,

我们看不见那些危险⋯⋯

我们是读马克思的斯卡特牌友。

我们从来没有走得这么遥远，

远离了拉萨尔带领我们走上的轨道!8

格尔利茨党代会召开几天之后，社会民主党在是否真正愿 165

意和德意志人民党在帝国层面组成联合政府一事上，经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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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考验。1921年9月28日，在帝国总理维尔特主持下，联合

执政的各个政党代表与德意志人民党商谈政府联盟的扩大一

事，帝国总统艾伯特也在场。在国家政体和保卫共和国问题

上，谈话没有争议，大家取得“共识，德意志人民党愿意支

持宪法，并准备用各种权力工具捍卫它”。在外交政策方面也

没有矛盾。甚至在特别有争议的金融政策问题上，双方立场也

相互靠近。在此期间政府出台的税收草案以及征收第二个三分

之一的“帝国紧急救助税”,即1919年底埃茨贝格尔推出的

一次性财产税，也得到了人民党的同意。政府申请的15亿马

克的工业贷款也获得了批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以实际物质征

税的核心要求，至少没有被人民党立即否认。这一轮谈判达成

的公式是：“统计实物价值，如果此办法可以稳定马克，以解

决战争赔款的问题。”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备忘录，是否可以

消除社会民主党对内阁建议征收新消费税的疑虑，社会民主党

代表心中没底。

然而在之后的几周内，社会民主党的反应非常灵活。为促

成工业、贸易和农业的“贷款行动”,他们甚至同意先不统计

实物价值。在企业家当中，有愿意向政府让步的势力，也有拒

绝维尔特内阁要求的势力，后者主要来自重工业。最后，德国

最有实力的大集团老板胡戈·施廷内斯让德国工业帝国协会

(RDI)同意他的立场。该协会是1919年德国企业家建立的总

协会。施廷内斯的要求是，只有对铁路以及其他帝国企业实行

私有化才有贷款可言。德国工业帝国协会的苛刻要求近乎是对

民主共和国的勒索，逼迫共和国屈服于“经济界”的利益。

面对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强力抗议，维尔特总理只能于11月

11日宣布贷款行动失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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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维尔特已不再是魏玛联合政府的领导人，而只是社会 166

民主党和中央党组成的留守联合政府的一号人物。政府危机的

起因是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关于上西里西亚问题的决定。10月

20日，该委员会同意国际联盟委员会评估的意见，即大约五

分之四的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应归属波兰，包括卡托维兹

(Kattowitz)和科尼舒特(K?nighütte),而3月20日当地的全

民投票中，绝大多数人赞成这些地方归入德国。由于这项无视

自决权的决定，德国损失了上西里西亚煤炭和铅矿产量的四分

之三、锌矿产量的 85?铁矿产量的 70??在联合政府内，

德意志民主党和态度不是很坚决的中央党敦促内阁立即辞职，

以向全世界表明对协约国指令的抗议态度。德国社会民主党认

为此举既危险也没有作用，但是这种顾虑未得到其他各方的认

可。10月22日，维尔特向帝国总统递交了政府辞职的辞呈。

之后3天，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努力争取德意志人民党参

与新内阁。社会民主党甚至准备搁置税收政策问题的争执，将

其交由未来的大联合政府做决定。然而，德意志人民党因为担

心自己会成为其他政党的提线木偶，并没有答应这个要求。他

们对大联合政府说不，当然不能对外说是因为税收问题，而是

对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性表示怀疑。他们不知道社会民主党在上

西里西亚问题上能否站在民族抵抗阵线一边。这样一来，仅仅

因为人民党而未能组成大联合政府。因为不想让右翼自由派竞

争对手在民族问题上占上风，德意志民主党随即决定也不向新

政府派遣部长。因此剩下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组成红黑少数内

阁。在对《凡尔赛和约》做出决定后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在

中央党内，反对单独和社会民主党组成政府的势力非常强大，

以至于大联合政府的最坚定支持者——帝国总统艾伯特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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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位相要挟。最后在10月26日还是组成了以维尔特为首的

新内阁。虽然德意志民主党不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但仍然同意

由格斯勒继续担任专业部长领导国防部。这个决定使上届内阁

的辞职看上去似乎是一场闹剧。0

维尔特第二任内阁在10月26日获得议会多数，这是因为

独立社会民主党赞同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关于国会应该通过

167 总理的政府宣言的提案。1月31 日，暂时兼任外交部部长的

维尔特把外交部的职位委任给前重建部部长拉特瑙。这样一

来，德意志民主党形式上已经再次参与执政。在金融政策方

面，1922年1月内阁说服了德意志人民党同意10亿马克的强

制性国债，为此社会民主党需要同意提高某些消费税。因为协

约国同意了德国付款延期的申请，所以社会民主党也较容易放

弃广泛统计“实物价值”的要求。协约国为它们的让步在3

月补充了绑定条件，其中包括额外征收约10亿金马克或 600

亿马克纸币的税，赔款委员会监督帝国财政预算等内容。3月

28日，维尔特严厉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相信国会多数会

同意他这样做的。但是也有理由认为这一要求并不是协约国最

后的决定。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邀请德国参加 1922

年4月10日的日内瓦国际会议。这也是战后第一次，战败国

和战胜国一起讨论世界经济重建问题。

受邀国家还有苏维埃俄国。可以预见，柏林和莫斯科这两

个世界政治的二等公民，事先会就参会一事进行协商。两个国

家虽然没有恢复外交关系，但1921年5月以来，两国分别在

对方首都设立了贸易代表处。1922年1月中旬，拉狄克来到

柏林，向长期以来支持与苏俄合作的维尔特提出建议，如何能

让两国在世界经济会议上保持一致。德国和苏俄应共同警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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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危险，即法国强迫它们接受《凡尔赛和约》第116 条的有

关解释：苏俄可以向德国提出战争索赔，但具体的条件是，莫

斯科要承认自沙皇时代以来对西方的财政义务。在经济上，苏

维埃俄国希望和德国紧密合作，但不允许协约国提议的由国际

机构监督苏俄经济重建工作。最后拉狄克关注的是全面恢复外

交关系，但他并未给德国谈判伙伴施加任何压力。

当瓦尔特·拉特瑙在1922 年1月31日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168

时，外交部东欧事务负责人阿戈·冯·马尔灿(Ago von Maltzan)

已经和拉狄克制定了协议的基本纲要。与维尔特和马尔灿不

同，拉特瑙希望避免德苏单独行动，因此赞成建立一个国际经

济联盟。外交部新领导的亲西方立场令这场谈判陷入僵局。直

到4月初，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Tschitscherin)率领苏

俄代表团在前往日内瓦途中经停柏林时，才恢复了谈判。当时

最有争议的问题是苏俄社会化没收行动致(外国)财产受损

的补偿问题：德国放弃该要求的前提是，苏俄答应给予德国最

惠国待遇，即第三国待遇不得优于德国。4月3日，苏俄表示

基本同意，但德国人对相应条件仍不满意。德国人提出的替代

方案又被苏方拒绝，因此谈判无果而终。但是在很多方面，观

点已经趋于一致，似乎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签订协议。

以总理维尔特为首的德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之前，艾伯特

总统在4月5日向内阁再次强调他拥有的宪法权限和政治意

愿。作为帝国国际法的代表，他必须“再次强调，如果要达

成任何具体的协议或规定，我必须特别提请注意，请事先征得

我的同意”。艾伯特的想法是一回事，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是

另一回事。德国代表在财政委员会处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协

约国专家承认德国的论点，即货币贬值主要是因为战争赔款造



208/魏玛共和国：1918~1933

成了财政入不敷出。此外专家们还承认赔款绝不应该超过帝国

的生产能力，但是这种令人高兴的发展抵不住令人不安的传

言：苏俄在与西方列强的单独政治谈判中，达成了以德国为代

价的谅解。在这种消息的影响下，拉特瑙终于屈从了马尔灿的

坚持，下令恢复与苏俄中断的会谈。

马尔灿很快得知，苏俄与协约国的谈判距离成功还遥遥无

期，但同时他仍竭尽所能与苏俄达成专项协议。一封应发给帝

国总统有关德国和苏俄之间谈判的晦涩电报，被马尔灿扣押了

一天。这一做法是为了防止艾伯特产生什么想法，去说动本来

就犹豫不决的拉特瑙出面抵制与苏俄达成协议。决定是在4月

15日夜间，在拉特瑙下榻酒店房间里开“睡衣派对”时做出

169 的。马尔灿汇报了刚刚和契切林沟通的电话，苏俄同意德方的

条件，马上签署和德方的协议。拉特瑙想将此事告知英国首相

劳合·乔治，马尔灿随即以辞职相威胁。而受外交部部长邀请

参加夜间会议的维尔特，果断支持外交部这位东欧负责人的立

场，最后拉特瑙做出让步。第二天是复活节星期日，德国代表

团前往意大利北部海滨度假胜地拉帕洛(Rapallo),傍晚契切

林和拉特瑙在那里签署了这个不久后被说得神乎其神的条约，

该条约也以此地命名。苏俄和德国相互放弃所有与战争有关的

索赔要求，恢复外交关系并承诺相互的最惠国待遇：两国将来

给予其他国家的优惠贸易政策，将自动适用于签约对方。

拉特瑙长时间的犹豫不定是可以理解的：像艾伯特一样，

这位外交部部长担心，如果德国在和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关系中

起了带头作用，甚至让人感觉到德苏互动意在反对西方，这会

持久地伤害德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然而他最后准备签署

《拉帕洛条约》,这是因为他意识到，德国在背水一战，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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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抓住最后的机会，阻止西方和东方联合起来损害德国的

利益。

强调加强苏俄与德国紧密合作的那些人则不这样看。他们

坚信德国只能在苏俄帮助下才能克服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这里

主要指波兰，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纯粹的干扰因素。维尔特

1922年7月对魏玛共和国驻莫斯科第一任大使布罗克多夫-兰

曹说：“必须解决波兰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和军队是一致的，

特别是和泽克特将军的观点是一致的。”1922 年10月，他对

同一个谈话对象说，德国和苏俄必须再次成为邻国。必须

“瓜分”波兰，而其他的邻国，这里指的是波罗的海各个共和

国，他恨不得今天就解决掉它们。总理在日内瓦还毫不隐讳地

与契切林谈及恢复1914年时的国境线问题。2

在这个问题上，维尔特援引泽克特的话是有理由的。1922

年9月最高统帅部这位高官在一份备忘录中的记录，再现了他

在1920年初就认为正确观点的基本特征：“不能忍受波兰的存

在，这与德国的生存条件格格不入。波兰因为自身的弱点，因

为有苏俄，再加上我们的助力，它必须消失，也一定会消失。

苏俄比我们更不能容忍波兰的存在。苏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认 170

可波兰的存在。随着波兰消失，凡尔赛和平最强大的支柱，岌

岌可危的法国霸权就会轰然倒下⋯⋯恢复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漫

长边界是相互强化的前提。恢复1914年时俄国和德国的边界!

这应该是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

德国国防军领导层的苏俄政策以这个方针为准。自1921

年9月以来，德国国防军与红军之间开展了系统化的秘密合

作。对于德方而言，在苏俄帮助下打破《凡尔赛和约》的限

制至关重要。而对俄国人来说，关键的是要从德国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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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益。1922 年初，在部队管理局组建了“俄国特别小组”

[Sondergruppe R(uBland)],协调相关工作。1921年11月前

一直担任德国财政部部长的维尔特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在维

尔特的协调下，1922 年初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

(Norddeutscher Lloyd)支付给国防部的1.5亿马克，容克飞机制

造厂得到最大份额。根据与“俄国特别小组”的临时协议，该

工厂于1922年4月在苏俄开始制造军用飞机，而《凡尔赛和

约》是严格禁止德国制造军用飞机的。1922年，第一批德国国

防军军官被派往苏俄接受飞行培训。德国和苏俄军事接触的另

一个成果，是在柏林和莫斯科成立了“工商业企业促进会”

(Gesellschaft zur Forderung gewerblicher Unternehmungen,简称

Gefu),这是德国工业驻苏俄的总机构。为生产有毒气体创建

了一家德国和苏俄股份公司“贝索尔”(Bersol),并派遣一名

德国技术总监到苏俄。由于“苏德互动”,1922年底时《凡尔

赛和约》中的军事条款有很大部分失效。战后秩序的修订由

此奠定了基础，作为第一个明确表示履行政策的帝国总理为此

发挥了决定性作用。3

德国和苏俄之间军事方面的互动并没有写进《拉帕洛条

约》,该协议也没有像四起的传言所说的那样有什么秘密附加

条款。尽管如此，该条约的签署引发了西方列强的激烈抗议，

一段时间甚至无法确定日内瓦会议是否还会继续进行。这次冲

击在法国持续的时间最长。苏德协议对1919年巴黎接手欧洲

大陆岌岌可危的霸权提出了质疑，因此可以想象，法国的外交

171 政策不可能甘愿承认这次失败。《拉帕洛条约》签署一周之后

的4月24日，自1922年1月以来任法国总理的雷蒙·普恩加

莱(Raymond Poincare)在巴勒迪克(Bar-le-Duc)的一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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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提到，法国可能会进行军事干预。1922年 5月2日，莱

茵兰占领区的协约国总司令德古特(Degoutte)将军在一封信

中警告战争部部长马奇诺，鉴于苏德在拉帕洛的和解，如果法

国想占领鲁尔盆地，不应再损失任何时间。拉帕洛令威斯巴登

政策化为泡影，摧毁了和平共处的经济共识。占领鲁尔区的骰

子此时还没有掷下，但毫无疑问，苏德条约打压了法国外交政

策的温和派，强化了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34

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非常恼火，日内瓦会议还是按计

划完成了日程，但并没有达成值得一提的实际结果。即使没有

《拉帕洛条约》,德国和法国专家商谈的 40 亿马克“小额贷

款”也不会落实。许多迹象表明，如果法国未受到苏德条约

的挑战，与财务委员会就战争赔款问题的讨论可能会取得进一

步的进展。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央党财政部部长赫尔梅斯

(Hermes)马上表达了他的担忧：“对于德国来说，为规划战

争赔款建立一个相应的基础，比缔结一个还不能预见成果的条

约重要得多。我们口袋里有一份俄国人的合同还不够，我们必

须从协约国那里带回一笔解决战争赔款问题的信任基金。”赫

尔梅斯的国务秘书希尔施的表述更为简洁生动。他在4月19

日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在拉帕洛可能是“为了屋

顶上苏俄的鸽子”,而牺牲了“手中肥胖的赔款麻雀”。35

在柏林，人们对《拉帕洛条约》的反应喜忧参半，但总

体上是积极的。艾伯特总统对维尔特和拉特瑙无视他的指令很

恼火，但对外依然表示支持帝国政府。条约的内容得到了共产

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积极评价，甚至得到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持保留态度的赞许。该条约于 1922年7月4日在国会三读时

通过，仅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几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当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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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批评和保留意见。早在4月20日，社会民主党的《前

进报》就提出了质疑：做出这一备受关注的决定是否选择了

合适的地点和成熟的时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鲁道夫·布莱特

沙伊德(Rudolf Breitseheid)称这份 4月底的条约是对“未

来”德国利益最严重的损害，因为它损害了和西方列强刚刚

172 开启的在经济问题上的谅解。民族人民党的俄国专家奥托·赫

奇(Otto Hoetzsch)则认为 5月29日国会辩论中没有承诺如

何抵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并担心因最惠国待遇条款令东方犹

太人开始大规模移民。36

围绕《拉帕洛条约》的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如果将这

个意大利浴场的名称当作争论性的关键词，那就是德苏共谋反

对西方。实际上这就是1939 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即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前奏。这种解释与条约的内容没有

任何共同之处。为这份条约辩护的德国历史学家强调德国代表

团在日内瓦的困境，并强调这份苏德条约的防御性特点。这一

恰如其分的评价体现了拉特瑙的动机。但维尔特、泽克特和马

尔灿等德苏合作的真正倡导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更为远大，这

是一个有进攻性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目标。毫无疑

问，《拉帕洛条约》给法德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虽然那

些仁慈的评论者都不很情愿承认这一点，但是《拉帕洛条约》

确实与1923年1月法国进驻鲁尔区有很大关系。1922 年4月

德国得以大幅扩大外交活动空间，但为此付出了国内外危机的

代价，这些危机在第二年就让德国陷入了深渊。德国早晚要在

外交上承认苏维埃俄国，但采取这一行为用的是奚落西方的方

式，这就意味着重拾威廉皇帝时代的冒险政策。艾伯特这样的

预警人认为签订这种条约很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不久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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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明他是对的。

1922年5月31日是一个期限，在此之前德国必须履行协

约国为1月赔款延期支付捆绑的附加条件。帝国政府和各个政

党认为，一个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条件是，德国要增加600亿马

克新税收，以避免未偿还债务继续攀高。维尔特3月28日在

德国国会上明确拒绝了这一要求。尽管如此，德国财政部部长

赫尔梅斯5月中旬在与巴黎赔款委员会代表进行谈判期间认识

到，如果要避免5月31日之后协约国的制裁，德国必须做出

某些让步。因此，赫尔梅斯在英国人的敦促下做出一个说明，

德国政府会在必要时征收新税种，或者如果能够通过外债得到

足够的帮助，将发行新国债。德国总理维尔特虽然认为赫尔梅

斯已经越权，但是总理这种解决冲突的方针在内阁得不到足够

的支持，最后他还是服从了多数。5月29日，德国政府向巴 173

黎提交一份照会，同意赫尔梅斯的允诺，承认赔款委员会有权

审查德国金融的措施，当然前提是不得影响德国的主权。随

后，协约国在5月31日批准了德国要求延迟付款的请求。

1922年春季和初夏，德国国内民族主义右翼活动日益增

强。5月19日至6月中旬，兴登堡将军进行了一次东普鲁士

之旅。根据奥托·布劳恩的说法，这次旅行变成了一次“德

国民族主义宣传之旅”。帝国国防军特意参加了集会，以向这

位最高统帅部的前任领导表示敬意，特别是在柯尼斯堡，6月

11日甚至造成了工人党的反示威游行和流血冲突。6月4日，

卡塞尔的市长和前帝国总理菲利普·谢德曼在卡塞尔遭到氢氰

酸袭击，暂时出 现健 康 问题，右翼激进《德 国 日报》

(Deutsche Zeitung)取笑这个事件是“用灌肠注射器发动的恐

袭”。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内民粹一翼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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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威廉·亨宁(Wilhelm Henning)在《保守派月刊》

(Konservative Monatsschrift)上发表了题为《〈拉帕洛条约〉真

相》(“Das wahre Gesicht des Rapallo-Vertrages”)的文章。他

指责外交部部长拉特瑙放弃了俄国社会革命者1918年7月谋

杀德国公使米尔巴赫伯爵(Graf Mirbach),苏俄对此应做出的

赎罪和赔偿。“国际犹太人拉特瑙的手指还没有抓牢德国的荣

誉，就不再提及此事了。德国的荣誉不是国际犹太人手中的棋

子!必须赔偿德国的荣誉。但是拉特瑙先生，德国人民将追究

您和您的支持者的责任，否则用您自己的话说，‘世界历史将

失去意义’。”38

亨宁这里的暗示，长期以来一直是右翼激进分子对犹太知

识分子拉特瑙宣传攻势中的固定套话。1919年3月拉特瑙在

他出版的《皇帝》(Der Kaiser)一书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据说

他在战争的头几天就向一名密友预言过：“世界征服者皇帝被

白马圣骑士簇拥着穿过勃兰登堡大门，这一时刻永远不会到

来。如果有这么一天，那么世界历史将失去意义。”在民族主

义的资产阶级眼中，这一说法就是非德意志思想的证据，甚至

是精神上的叛国行为。激进反犹分子把他们对犹太裔外交部部

长的仇恨编进一个顺口溜：“拉特瑙，瓦尔特，也别指望能高

寿。一枪崩了瓦尔特·拉特瑙，这头该死的犹太猪。”39

1922年6月24日近中午时分，瓦尔特·拉特瑙从他在格

鲁讷瓦尔德的别墅开车到外交部的途中中弹身亡。有两个人开

车超越了他的座驾并向他射击。事后迅速找到了肇事者：退伍

海军中尉埃尔温·克恩(Erwin Kern)和预备役军人赫尔曼·

菲舍尔(Hermann Fischer)中尉。7 月 17 日，两人在科森

(K?sen)附近的萨勒克堡(Burg Saaleck)被警察抓捕。克恩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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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追击者的子弹，菲舍尔随后自杀。两人都是德国民粹保护

和抵抗协会和“领事组织”的成员，后者是筹备并实施埃茨

贝格尔谋杀案的组织方，1921 年秋天事发后曾进行重组。这

个秘密组织中幕后操纵此次暗杀事件的几个人很快被警察拘

捕。一个得以逃跑的主犯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

(Friedrich Wilhelm Heinz),这个志愿军团首领也担任过冲锋队

首领。他在1933 年称，这次暗杀的准备工作始于美因河畔法

兰克福，海因茨在那里领导了一个名叫“领事组织”的地区

小分队。谋杀案发起人希望借谋杀拉特瑙来打击《凡尔赛和

约》的履行政策和整个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特瑙代

表了他们所厌恶的一切。因为他批评原有的德国，如果没有革

命，拉特瑙就当不上外交部部长。他对西方采取履行和约的政

策，也没有维尔特那种向东扩张的野心。但与此同时，拉特瑙

也是威廉皇帝时代的产物，他是一个德国爱国者，力图打破凡

尔赛秩序。正是拉特瑙身上的这些矛盾，使他成为年轻共和国

的化身，也成了那些希望发动反革命、从右边推翻魏玛共和国

的人憎恨的对象。40

拉特瑙被暗杀后，分裂的左翼马上开始重新相互靠拢。除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外，共产党也参加了德国

总工会联合会呼吁的6月27日大规模示威。对他们来说，反

对激进右翼的统一行动，是落实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良

机。自1921年夏季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无产阶级

的“统一战线”已成为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然而这次合作

很短暂。6月27 日许多城市发生武力骚乱后，工会、社会民

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呼吁他们的支持者不要被挑衅者误导而

鲁莽行事。7月1日又开始对社会民主党发动攻击的共产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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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7月7日，其他工人组织得出结

论，他们公开宣布共产党脱离迄今的联合行动。直到1926 年

就没收贵族财产组织的全民投票前，再也没有出现过帝国层面

无产阶级新的“统一战线”。4

6月24 日的国会财政委员会出现了群情激昂的场面。左

翼议员甚至动手威胁拉特瑙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人黑尔费里希。第二天，维尔特在全体会议上先向被

谋杀的外交部部长致敬，然后把下面的话甩给右翼，为此右翼

再也没有原谅他：“敌人就在那里(向右指),他们正在把毒

药注入人民的伤口。敌人就在那里，毫无疑问：敌人就在右

边。”会议记录这样写道：“听众席的中间和左边发出暴风雨

般的持续掌声和敲击声。持续良久的骚动。”42

又过了一天(6月26日),帝国总统根据帝国政府的要求

颁布了一项保护共和国的紧急法令。埃茨贝格尔被谋杀后，

1921年9月28日颁布的紧急法令已于1921年12月23日由艾

伯特撤销，因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局面已经稳定，该法令已经

没有存在的理由，所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共产党和独立社会

民主党提出撤销提案时在国会得到多数通过。保护共和国的新

法令规定严厉处罚反共和行为，授权地方政府禁止反共和的团

体、集会和出版物。此外，为了保卫共和国，在莱比锡帝国法

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宪法法院作为上诉机构。

此时，与第一次保护共和国法令颁布后一样的情况，巴伐

利亚出现了抗议帝国的举措，此举得到了符腾堡的大力支持。

莱兴费尔德政府主要反对成立新的宪法法院，因为它会干涉各

邦的司法主权。莱兴费尔德政府还反对该规定单方面地针对右

翼反共势力。尽管有巴伐利亚的抗议，6月29 日依然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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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法的新法令出台。这项法令对凡是参加以“谋杀帝国

或邦的共和派政府成员”为目标的各种协会的人员处以死刑

或无期徒刑，对知情不报者判处监禁。3

这两项法令仅仅是共和国保护法的初期部分，这是事先就

如此安排的。而这部共和国保护法本身，维尔特内阁直到6月

27日才首次着手研究。7月3日参议院召开了决定性会议，会

上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萨克森、图林根和不伦瑞克政府提出了更

加严厉的提案，巴伐利亚提议的删除以及弱化某些条款的提案

都未能通过。7月5日国会开始一读。这里的局面比参议院更 176

为复杂。因为这部法律需要修改，所以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

要到达这个目标需要独立社会民主党或德意志人民党的赞同。

对于资产阶级中间政党来说，只能考虑与温和右派达成一致，

因此德意志人民党被推到一个关键的位置上，该党也知道如何

巧妙地利用它。党主席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声明，他的政党

绝对不会牺牲资产阶级自由和正义的原则，但是会出面保护宪

法，保护德国国旗，保护德国总统和共和国的其他机构。这样

一来就为达成妥协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妥协有助于1922 年 7

月18日通过《共和国保护法》获得必要的多数。

称《共和国保护法》的最终版本是单方面针对右翼的责

备，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尽管如此，巴伐利亚仍在 7月24 日

对帝国做出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攻击。它在第二天就废除了

《共和国保护法》,并且用巴伐利亚保护共和国的法规取而代

之。虽然该法规接受了帝国法律的实质性惩罚条例，但把保卫

共和国的宪法法院的所有职权转到了巴伐利亚法院、人民法院

或巴伐利亚最高地区法院。7月26日，帝国政府宣布巴伐利

亚的程序违反宪法，但表示会努力寻求和解方案。谈判于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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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开始，两天后达成妥协：在宪法法院下设立第二个判决委

员会，负责处理在德国南部的犯罪行径，并由德国南部的法官

在判决委员会任职。8月以来，慕尼黑的各个执政党，即巴伐

利亚人民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巴伐利亚称为“巴伐利

亚中间党”(Bayerische Mittelpartei)] 和巴伐利亚农民协会对

此并不满意，并敦促进行新一轮谈判。在后续谈判中，帝国政

府没有再让步，但对目前为止达成的协议做了一些补充性解

释，最终说服了巴伐利亚邦政府在8月25日废除了7月24 日

的法规。巴伐利亚右翼势力不同意莱兴费尔德做出这样的妥

协，11月2日莱兴费尔德不得不辞职，11月8日其继任者欧

根·冯·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上台，他比前任更倾向

于民粹保护和抵抗协会与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

魏玛各党派因暗杀拉特瑙事件促成的这部《共和国保护

法》,执行效果根本不尽如人意。法官们现在有了能够处理反

宪法活动的工具，但法律不能强迫他们拥有必要的果断性。深

受君主制影响的司法系统，对右翼政治刑事犯做出的评判一般

177 比对左翼事件更为宽容。同一个法院对两个相似案例做出完全

不同的判决，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名共产党人因使用

“强盗共和国”一词被判处4周监禁，而一个民族主义分子发

出“犹太人共和国”这样的咒骂，仅被处以 70 马克的罚款。

巴伐利亚法院并不惩罚“蠢猪共和国”的说法，因为在巴伐

利亚方言中这并不是骂人的话。可以用“黑红黄”、“黑红芥

末黄”或“黑红鸡蛋黄”称呼国旗的颜色，而不必担心受罚。

一个人称国旗色是“黑红屎”,一审无罪释放，再次上诉后被

罚款 30马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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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特瑙被谋杀后不到3周，普鲁士政府不得不禁止在马堡

(Marburg)举行的全体学生活动，因为根据组织者迄今的表

述，政府有理由担心他们会公开为这次暗杀事件辩解。于是，

德国学生会内这一民粹倾向势力迂回到了巴伐利亚的维尔茨

堡。在那里通过的决议规定，除帝国国民外，学生会还向德意

志奥地利人和有“德意志血统、母语为德语的”外国德意志

人开放，由此迈出了“雅利安人说法”的第一步。民主少数

派、共和派学生联合会8月初在耶拿开会。他们提出的要求包

括“对那些滥用教职工作权利进行反共和宣传、党派煽动或

容忍这一切的教职人员给予惩处”。但实际上因在讲台上进行

反共和主义宣传而真正受到惩罚的案例数量微乎其微。就像司

法机构一样，德国大学依旧是共和国敌人的堡垒。45

教会对魏玛的强烈保留态度一如既往。虔诚的新教徒尤其

如此，他们当中许多人并没有认为君主制已经倒台。官方教会

的态度可以归纳为一句押韵的顺口溜：“教会在政治上中立，

但它选择德意志民族主义。”德国新教教会委员会像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一样，1922 年 7月谴责谋杀拉特瑙的事件是“可恶

的罪行”,但同时又称战胜国才是真正的元凶：“我们要控诉

敌人，他们的狂妄让我们的民族蒙受耻辱、陷入困境，所有的

罪恶思想由此而生。”

天主教教会并不像新教那样把自己捆绑在君主制上，但它

与共和国的距离同样遥远。8月下旬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天主

教大会上这一点显露无遗。慕尼黑和弗赖辛(Freising)的大

主教福尔哈贝尔(Faulhaber)谴责1918 年的十一月革命是

“做伪证和叛国罪”,是“不当行为”。不能因为它给天主教徒

带来了一些好处，就对其“顶礼膜拜”。天主教会议主席、科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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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市市长康拉德·阿登纳在闭幕词中表示，他和福尔哈贝尔的

观点不一样，天主教的内部分裂已经很明显。总理维尔特没有

出席这次会议。巴伐利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天主教徒公开向

他建议，请他不要来慕尼黑。如果维尔特像前一年在法兰克福

的天主教大会上做出对共和国的坚定承诺，那么1922 年 8月

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类似举止肯定会引发争吵。4

总理及其内阁深知共和思想在德国有多么不受欢迎。1922

年夏，帝国政府做了一些尝试，激发群众的国家共同体意识。

这种做法是为了在刑法保护的基础上再给共和国加上一层积极

的保护。7月1日，内阁同意社会民主党内政部部长阿道夫·

克斯特(Adolf K?ster)的提议，将8月11日《魏玛宪法》签

署日定为法定假日。但由于某些邦的抵制非常强烈，以至于相

应的法律草案悬置在参议院中，不能在这个立法期内通过。之

后的尝试也没有成功。8月11 日正是暑假期间，因此尽管有

官方规定，但大多数学校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法定假日。在

高等学校里，宪政庆典活动也没有带来什么改善的转机。和大

学一样，魏玛时代的大多数高等中学对共和的影响力都视若

无睹。

而克斯特的另一倡议至少在表面上达到了目的：在有关

1922年 8月11日的一个呼吁中，德国总统宣布选择《德意志

之歌》作为国歌。艾伯特说，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的歌曲并不是夸张的民族主义表

达方式。“像当年的这位诗人一样，今天的我们依旧喜爱‘德

国至上’。为了实现他的愿望，应该在黑红金旗帜下，歌咏团

结、正义和自由，这是我们爱国情感的庄严表达。”企盼《德

意志之歌》会有助于共和国的颜色更受人欢迎的愿望未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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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唱了这首歌的第一段，并非就会变成共和人士了。正好相

反，工人阶级共和派很难在这样一首歌中找到共鸣，虽然起源

于民主，但它早已成了黑白红右翼的标志。7

拉特瑙被谋杀的长期影响还包括在德国政党体系中发生的

深刻变化。就《共和国保护法》进行谈判的同时，在柏林也

举行了各种扩大现有少数联合政府的商谈。社会民主党6月 179

28日要求独立社会民主党参与政府，以确保政府推出的法律

获得宪法多数。赫尔曼·米勒这样解释这一举动：自从拉特瑙

去世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已“转变了看法”,并“准备积极参

与合作”。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伙伴中央党和民主党并没有从

根本上拒绝米勒的要求，但是他们要求德意志人民党也加入政

府，以防止内阁中社会民主党权重过高。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在1921年 9月已宣布，原则上有可

能建立这样一个大联合政府。然而此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向多

数派社会民主党的靠拢，助力了强烈反对与德意志人民党结盟

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想战胜1917年的

分裂，而1922年夏天的机会比任何时候都难得，那么他们就

不能同时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企业家政党合作。7月14

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两个议会党团合并组成一

个工作组。五天后，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组

成了“忠于宪政中心工作组”。建立一个大执政联盟的努力虽

然没有彻底失败，但要先推迟一段时间了。48

两个社会民主政党议会党团的工作组只是两党合并的预

演。分裂后，自1920年秋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客观地”向

右移动。即便是共产党前主席列维身旁的共产党工作小组中的

多数异议人士在1922年3月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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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没有什么改变。8月29日，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

党领导人达成一致，他们开始准备联合行动章程，为两党统一

做准备。这个章程于9月4日完成，在两天之后公之于众。与

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一年前在格尔利茨通过的章程相比，这份章

程更强调阶级斗争，更具反资本主义的特征。实际上，拒绝

《格尔利茨章程》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与多数派社会民主

党合并的先决条件之一。

新的行动章程先分别在两党各自的党代会上获得通过，然

后在1922 年9月24日纽伦堡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与独立社会

民主党的统一令社会民主党大步向左倾斜。党员人数和议会席

位大大增加，但同时缩小了他们的政治迂回空间。对社会民主

党来说，与温和资产阶级中间政党的合作，现在比以前更为困

难。领导层不能忽视那些原则上拒绝与“阶级敌人”达成谅

180 解的派别，或认为允许这样做纯属例外的派别。激进右翼的好

战行为必然使温和左翼结成联盟，但左翼与右翼之间的两极分

化也妨碍了魏玛从中间派左边的势力集结中获益：1922 年初

秋，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克服了一些分歧，但造成了这种进退两

难的结果。49

拉特瑙的谋杀案导致政治势力重组。暗杀事件发生后，德

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国会的辩论中一再受到严厉抨击，正是他们

的议会党团容忍了狂热的反犹分子，如威廉·亨宁、赖因霍尔

德·乌勒(Reinhold Wulle)和阿尔布雷希特·冯·格雷费

(Albrecht von Graefe)等人。以前普鲁士财政部部长奥斯卡·

赫格特(Oskar Hergt)为首的党领导认为，如果这个政党不想

失去将来在一个反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阵营中应该承担的执

政责任的机会，就必须远离民粹集团中最激进的代表人物。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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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在《保守派月刊》发表仇视拉特瑙的文章，这一举动使民

族人民党主席有理由做出决定在7月把他开除出党。但这需要

议会党团来做最后决定。最终的决定是仅把他从议会中除名，

但不开除党籍。亨宁在 8月1日以传单的形式做出回应，他猛

烈攻击赫格特，此举还得到了乌勒和格雷费这两个最重要的同

党的支持。这两个人后来也被从议会党团中除名。

极右翼在9月成立了“德国民粹工作组”,导致了民族人

民党在组织上的分裂。在10月召开的格尔利茨党代会上，赫

格特强调，民族人民党的反犹基本态度不容置疑。但是，党领

导层同时还通过了一个新规章，对德国民粹工作组发出威胁。

如果这种组织试图争取独立的议会代表权，这批人就将被开除

出党。曾非常接近民粹立场的原德意志保守党代表库诺·韦斯

塔普伯爵(Kuno Graf Westarp)现在倒向赫格特一边，亨宁及

其盟友被彻底孤立。

党代会结束后不久，德国民粹势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

们立即向议会主席申请组成一个独立小组。1922年12月，德

国民粹自由党(Deutschvolkische Freiheitspartei,简称 DVFP)

成立。慕尼黑成了这批人最强大的堡垒，德意志民族党地方协 181

会加入了该组织。在巴伐利亚首府，德国民粹自由党找到了一

种繁荣发展的气候。当然，在憎恨犹太人方面，他们还有一个

无法超越的竞争对手：阿道夫·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而此时甩开了极端民粹包袱的民族人民党，在1922

年秋天向其最重要的目标迈进了一步：加入中间右翼势力的联

盟，以确保这一联盟能够推行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或反社会民主

党的政治。0

拉特瑙谋杀案对德国通货膨胀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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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6月10日，协约国国债委员会巴黎会议结束。此时可以

确定地说，由于法国的反对，维尔特政府向国外举借国债的尝

试失败。6月13日，内阁汲取了教训并决定寻求国内支持来

稳定马克。在协约国的压力下，1922 年 5月26日的一条法律

使德国银行拥有了完全的自治权，但德国银行对此犹豫不决。

帝国银行行长哈芬施泰因(Havenstein)拒绝使用相当于 5000

万到6000万金马克的外币来支持本国货币，并声称这种干预

只会引起国债委员会的不信任。帝国银行最终同意的一项支持

活动仅仅维持了几天汇率，但不足以降低和美元的兑换比。即

使这种无伤大雅的行动，也马上受到以施廷内斯为首的重工业

界的抨击，而正是他们从帝国银行迄今的信贷政策中获益匪

浅：他们称该支持举措是错误的，通货膨胀是德国对抗失业的

唯一武器。拉特瑙的谋杀案彻底摧毁了对马克仅存的信任，令

帝国银行支持运动的所有努力毁于一旦：国内和国外恐慌性地

出售马克资产，资本外逃骤增。同时其他工业国家的经济复苏

也对德国产生了不利影响：1920年以来，世界其他地区工业

生产的下降对德国来说是一种“奖赏”,现在这种奖赏不复存

在。1922年5月1美元兑换66.11马克，6月下跌至 75.62 马

克，7月为117.49马克，8月为270.26马克，1922年12月达

到了1807.83 马克。德国进入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的迅速衰落意味着维尔特履行政策

的“成功”:劳合·乔治政府在此期间确认，德国已经尽了最

大努力来履行对协约国的义务。现在需要长期暂停赔款以及减

182 轻赔款负担，才能让德国在经济上恢复实力。但是，自从签订

《拉帕洛条约》以来，普恩加莱一直认为维尔特政府极不诚

实。他坚持认为德国是为逃避赔款义务而有意破坏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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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德国照会申请暂停赔款，有关争论一直到 8月最后几

天才结束：德国获准可以延迟支付1922 年到期的款项，为时

6个月。这又在第二年导致了更加严重的金融危机。

工人一方的组织早已认识到，只有稳定马克才能解决赔款

问题，但稳定货币不可能不对实物财产增加税收。通货膨胀导

致的经济繁荣在1922年夏末进入尾声前，因货币贬值受益的

企业家们希望马克继续下跌，直到赔款新规出台，修改现行工

作时间规定为止。大型工业企业家认为，经济的新开端有两个

前提：尽可能大规模取消向国外支付战争赔款，放弃采矿业 8

小时工作制或7小时轮班制。雇主们能够提出的论据是，他们

在1918年11月做出这一让步的捆绑条件并不存在，国际上并

未实行8小时工作制。他们还指出，短工时和停战和平条约与

德国承受的沉重负担彼此不相容。出于这些原因，企业家视

1920年2月和1922年 8月与工会达成的采矿业加班协议，只

是普遍恢复更长工作时间的一个前奏。

胡戈·施廷内斯利用通货膨胀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工业帝

国。1922年秋天，他在处理赔款问题和工作时间的问题上，

展示出企业家阵营自革命以来在政治权重和自信心方面都有所

增长。9月初，他与法国工业家让·德·吕贝萨克男爵

(Baron Jean de Lubersac)签订了实物交付协议，远远超出了

一年前拉特瑙和卢舍尔达成的《威斯巴登协议》。这份新合同

最初对施廷内斯本人的集团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但这个协

议也为国家带来了好处，特别是德方提供的服务马上记入赔款

账户。施廷内斯的私人外交当然还无法令法国的态度发生根本

改变：法国继续坚持必要时投入军事力量，以强迫德国履行赔

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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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廷内斯在革命四周年之际的1922年11月9日，在帝国183

经济理事会上提出了关于稳定经济的构想。10月底，他也和

美国大使霍顿(Houghton)就此沟通过。这个方案的核心之一

是要求在10年到15年内，工人每天多工作2小时，而且不给

特殊工资补贴。至少5年内，“极重要”企业内禁止罢工，否

则视为刑事犯罪。胡戈·施廷内斯说的稳定主要是指加班和工

人阶层的纪律性。无论德国政府还是施廷内斯所属的德意志人

民党，甚至德国工业帝国协会都不能认同这个计划。1922 年

末，采矿业的企业家与帝国劳工部协商后，已经开始降低矿工

的工资。始于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灾难发展为维稳的助产士，

这也是长期以来重工业一直梦寐以求的目标：1918年和1919

年革命迫使企业家对工人做出的让步现在得到了根本上的

修正。2

施廷内斯的提议激起了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愤怒

风暴。自从施廷内斯担任德意志人民党的国会议员以来，他的

声明也可以被看作人民党中重工业代表反对大联合政府的迹

象。10月底以来，根据维尔特的建议，再次就组成大联合政

府进行了商谈。中央党和民主党对这样一种政府联盟的扩展很

感兴趣，因为自从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以来，联

合政府内部的权重已明显向左倾斜。德意志人民党在一个非常

重要的政治问题上，采取了巧妙的策略并成功进入内阁：在施

特雷泽曼的动员下，德意志人民党在10月 24 日投了赞成票，

令国会拥有了所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将帝国总统(形式上

仍然是临时的)艾伯特的任期延到1925年6月30日。这使原

定1922年12月初的直接民选成为多余，两个自由党出于对国内

和平的担忧，也希望尽量避免新的选举活动。10月26日，维尔



7.被推迟的危机/227

特在与联合政府各党党魁和人民党党魁的一次谈话中，成功地

说服他们成立一个委员会，为即将出台的经济政策决策，也就

是赔款问题搭建一个共同的平台。代表德意志人民党加入该委

员会的是电气工业家汉斯·冯·劳默尔(Hans von Raumer),他

也是1918年11月中央工作小组的发起人之一。社会民主党的代

表是鲁道夫·希法亭，9月前他一直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1910年他出版了《金融资本》(Das Finanzkapital)一书，此后

在全球享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盛名。

11月初，德国政府邀请一个国际专家小组在柏林讨论赔 184

款问题，这对刚才提到的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极为重要。专家成

员包括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自1922 年出版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以来，

凯恩斯一直被视为批评赔款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和其他志

同道合的专家，例如瑞典金融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都认为有必要重新调整赔款条约，但他强调，由于德

国帝国银行有很多黄金储备，因此它可以用来参与支撑马克币

值的措施。在这个观点上，凯恩斯和卡塞尔得出的结论与社会

民主党的观点完全一致，但与帝国银行和德国重工业坚持的路

线截然相反。

帝国政府现在认为，不能一再躲避解决赔款问题的具体建

议。11月4日，德国在致赔款委员会的照会中表示遵循凯恩

斯及其同事的评估。当然这份照会的形式还是非常笼统的，也

没有任何帝国银行应参与支持举措的表示。但是，议会党团的

联合委员会迈出了更大步伐，商议出一系列经济和财政措施，

提供给政府作为11月13日赔款照会的附加资料。这个委员会

的建议中包括减少支出和增加收入，旨在平衡国家预算，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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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增加产量的建议，包括工时法的新规定。而最后这一条可

以说是引发轰动的真正原因：“规定8小时工作日为正常工作

日，但是根据劳资谈判或经官方渠道批准，允许出现在法律框

架下的例外情况。”委员会并没有完全搁置1918年11月取得

的最重要社会成就，但建议至少在经济界的某些领域可暂时增

加工时，以期达到整顿财政、经济重建以及与邻国达成和平解

决方案的目的。

维尔特政府1922年11月13 日的赔款照会接受了这些提

议，首次提出帝国银行将提供大规模支持的举措：如果筹措到

5亿金马克的国际债券，帝国银行将提供同等金额参与这项支

持行动。不仅执政党领导，而且德意志人民党代表也同意这个

照会。成立大联合政府的基石似乎已经奠定。但这种幻想只持

185 续了一天。11月14日，统一后的联合社会民主党(自9月纽

伦堡党代表大会以来一直这么称呼)的议会党团，以压倒性

多数决定反对组建大联盟。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尽力敦促

建立这一联盟，但他的观点没有被众人接受。党的领导层不想

承担与当年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的风险，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

多数人与希法亭不同，仍然严厉拒绝与向工业家示好的德意志

人民党合作。

就在当天，约瑟夫·维尔特根据和中间党派的商定提出辞

职。1922年11 月 22 日，德国总统艾伯特任命威廉·库诺

(Wilhelm Cuno)为其继任者。库诺是无党派人士，曾任汉堡

美洲航运公司总裁，以及政府秘密高级行政专员。他是天主教

徒，1876年生于图林根的苏尔地区，政治上处于中间靠右。

艾伯特希望，内阁领导由一位经验丰富的经济专家来担任，这

样既可以使德国企业更靠近新生的国家，也可以在国外留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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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库诺的政治立场甚至可能会成为

一种正面资产。

新任总理组成的内阁，除他本人外还有四名无党派人士参

加：专业外交官出身的弗雷德里克·冯·罗森贝格(Frederic

von Rosenberg)出任外交部部长；曾担任埃森市长的汉斯·路

德(Hans Luther)出任农业部部长；前军需总监威廉·格勒

纳如同在费伦巴赫和维尔特内阁时期一样再次执掌交通部；最

后是1919年2月至1921年 5月担任总理府国务秘书的海因里

希·阿尔贝特(Heinrich Albert),出任财政部部长。其他部长

是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

成员。

库诺的部长团队非常类似于君主制时代的公务员内阁，这

是魏玛政府从未有过的。1922年11月的总理人选基本上是由

总统决定的，这也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可以夸张地说，资产阶

级的库诺少数派政府就是魏玛共和国第一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

总统制内阁。这种向集权国家的倒退不能仅仅归咎于艾伯特的

一次错误行动，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共和国建国政党社会民主党

的失败：由于担心政党的团结受到破坏，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议

会的危机解决方案，从而使总统制的解决方案成为可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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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922年11月24日，威廉·库诺在国会发表政府声明，

强调了政策的连贯性，在这里他特别指外交政策。新任总理毫

无保留地坚持11月13日照会的立场，支持维尔特政府首次向

协约国提交的解决赔款问题的德方具体建议。这项承诺架起了

通向社会民主党的一座桥梁，也事关这届政府的命运。仅仅出

于外交原因，单方面依靠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行不通，因此内阁

必须得到人数远超其他政党的最大议会党团的支持。尽管如

此，许多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社会民主党能够坚持无条件

反对库诺的政策。如果社会民主党真这么做，就会不可避免地

受到这样的指责：他们这是奉行阻挠政策并使德国陷入无法治

理(regierungsunfahig)的局面。这种指责也不无道理。社会

民主党人看到了这种危险，经过激烈辩论后，多数人的观点占

了上风。11月25日，社会民主党同意德意志民主党的提案表

述：德国国会仅仅“获悉”了总理的声明，但明确同意政府

以11月13日照会作为这届政府政策的基础。对库诺内阁这一

有附加条款的信任票，开始了社会民主党对迄今魏玛极右翼内

阁的宽容阶段。

法国是第一个对德国赔款照会和库诺政府声明做出回应的

协约国。11月27日，普恩加莱发表正式声明，生硬地拒绝了

德国提出暂停3~4年所有现金和实物交付的要求，并以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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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尔地区的三分之二为要挟，包括波鸿和埃森等城市。自

1922年10月底以来，由保守党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领导的英国内阁认为法国这种制裁太过冒险。英

国向巴黎通报了英方的立场，同时这位英国新任首相也通知德

国政府，德国并未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赔款危机的办法。但对

德国暂停赔款建议做出决定之前，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问题令

冲突升级。12月2日，德国政府提出申请，把根据《凡尔赛 187

和约》应于1922年底提供的木材，延期到1923年4月1日交

付。12月26日，赔偿委员会不顾英国代表的反对，认为德国

在板材和电线杆供货问题上故意失责，因而进驻鲁尔区的合法

理由成立。

德国延误供货的做法可以追溯到上一届内阁。这种做法符

合1922年8月16日维尔特提出的口号“有了面包才能赔款”,

库诺政府在声明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1922 年秋季前，德国

基本是全员就业。如果真有相应的政治意愿，应该完全可以履

行木材和煤炭的供应义务。但德国就是要让协约国明白，自己

的供货能力已经超过极限。这与维尔特，特别是其后继人的想

法相吻合，因此可以说供货延迟有政治意图。

另一方的普恩加莱认为，德国人的行为只是一个借口，他

们实际上是打着更有深意的算盘。普恩加莱决定占领鲁尔区的

想法在1922年已经成熟，但是没有《拉帕洛条约》带来的震

惊就无法自圆其说。苏德协议让法国总理坚信，德国在努力推

翻战后秩序。他认为，《凡尔赛和约》并没有持续影响德国的

经济实力，而事实正好相反，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工业得到机

会，通过抵制洛林铁矿给法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出于这

两方面的考量，法国希望通过占领鲁尔盆地来为此提供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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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救。如果把拥有大型煤矿储藏的德国最重要工业区掌握在自

己手中，法国就有希望实现1919年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阻挠

而未实现的目标：把莱茵兰从德国分离出去。这样一来，法国

再也不会受到东面邻国的威胁，同时可以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

的霸主地位。

美国1922年底发出的一个信号似乎暂时为和平调解开启

了可能性。12 月 29 日，国务卿休斯(Hughes)在纽黑文

(New Haven)召开的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会议上，提议组建一

个国际专家委员会，以核实德国的经济能力，并在这个基础上

重新确认赔款事宜。但是，休斯并没有提美国是否会在协约国

内部的债务问题上，特别是在法国对美国所欠债务问题上做出

让步。因此从一开始就可以确定，休斯的建议不会让法国扭转

立场。

188 1923年1月2日到4日的巴黎赔款会议上，普恩加莱和
比利时总理特尼斯(Theunis)拒绝了博纳·劳的建议。劳的

建议是允许德国有 4年的暂停付款时间，到1927 年后再以逐

年增加金额的形式支付赔款。另一个折中方案同样遭到了拒

绝。这个折中方案是由贝尼托·墨索里尼领导的、1922 年10

月底取得政权的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提出的建议，内容是允许德

国暂停付款2年，其赔偿债务减少到500亿金马克。德国没有

得到任何机会向协约国阐述自己的立场：1月4日，德国驻巴

黎大使在向大会转交德国政府照会时遭到了拒绝。这次会议结

束时，没取得任何结果。后面的步骤就掌握在赔偿委员会手中

了。尽管再一次遭到英国代表的投票反对，1月9日该委员会

仍断言德国1922年故意延迟煤炭交付。最终占领鲁尔区成为

定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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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比利时于1月11日出兵，德国的反应是愤怒的吼

叫。德国总统和政府向德国人民发出的一份呼吁书中，称这是

一种失去理智的行为，而德国还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一行为。

在占领区，各个政党和社团联合起来组成民族防御阵线。在埃

森被占领前不久，企业家们已将鲁尔-威斯特法伦煤炭集团的

鲁尔矿业中央管理部门转移到汉堡。工会与帝国政府协商后，

拒绝了德国共产党提议的大罢工，而是主张对占领势力采取消

极抵抗政策。1月13 日，库诺总理在国会上发言抗议入侵，

几乎国会全部成员都为其鼓掌。中央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

议会完全支持政府坚决反对法国、比利时的武力入侵活动。这

个议案以284票对12票获得国会的支持，反对票中有10票来

自共产党。但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意见并非完全一

致。16名弃权的议员中，有13名来自由49人组成的社会民

主党议会党团，且多数为前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他们用拒绝

投票的方式表示他们的反对态度。

德国政府与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库诺内阁

也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明确反对用武力抵抗外国部队的入

侵。自1923年1月以来，在落实消极抵抗策略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的自由工会向帝国政府靠近，这样一来在占领区几乎可以

把工会视为国家机构。借助普鲁士邦政府这层关系，社会民主 189

党成了帝国内阁的不发声参与者。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泽韦林

甚至秘密参与了建立“黑色国防军”的工作，目的是培训临

时志愿者，以加强目前受到严重威胁的德国安全。1923 年1

月30日，泽韦林与德国国防部部长缔结一项正式协议，向军

方保证普鲁士政府将支持“保卫国家”的行动，在东部边界

一带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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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韦林签署这项协议时，东普鲁士北部发生了一起严重事

件：1月10日，一支立陶宛小分队闯入协约国享有特殊地位

的梅默尔地区。德方担心，波兰也可能利用鲁尔地区被占领的

机会向德国发起进攻。社会民主党人泽韦林当然也希望，他签

署的这个协议会阻止德国国防军与极右翼私人组织在非法武装

方面继续合作。但这种希望落空了：1923 年出现了许多曾经

被正式解散的新志愿军团，它们都受到了国防军的积极支持。

·国防军还及时提供资金，让这些人在占领区搞破坏活动。国防

军总司令冯·泽克特将军非常清楚，他这样做与官方政策背道

而驰。但是他可以猜测，至少总理会采取与对外表态不一样的

立场，对这一类活动表示理解。

激进右翼当然没有站在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去参与反对鲁

尔区占领的活动。在慕尼黑活动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故意袖手旁观。这个政党凭借着“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

煽动才能，从1920年2月的一个很小的民粹团体，发展为巴

伐利亚众多民族主义武力组织中最重要的一个党派。1923 年1

月11日，希特勒在克朗马戏团剧场(Zirkus Krone)的一次聚

会上喊出口号：“不是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11月的罪

犯!”他把矛头直指社会民主党。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称联合阵线的高谈阔论都是骗局。必须先

消灭德国的“刺客”,然后才能成功采取对付法国的行动。积

极参加抵抗运动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被视为叛变分子。克尼林

政府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宣传攻势过于危险，于

是在1月26日断然宣布慕尼黑戒严，并禁止了近日内准备召

开的纳粹党全国大会。没想到这种做法却帮助希特勒取得了惊

190 人的成功：上巴伐利亚最高行政长官古斯塔夫·冯·卡尔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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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司令洛索(Lossow)直接出面干涉，他们偏袒希特勒，并

要求邦政府撤回禁令。希特勒似乎成了战胜国家机构的英雄，

这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右翼势力中的声誉。

左派认为，与其他右翼激进政党相比，希特勒的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更像是德国版的法西斯政党，像是法西斯主

义在德国的一个分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基本一

致，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主要反对

的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纳粹分子模仿他们所钦佩的榜样意大利

法西斯，公开展示暴力。他们和意大利法西斯一样，强烈反对

现有的民主制度。在这两个方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不同，后者期待着展示自己的政府能力，

因此采取的策略更为收敛。希特勒则丝毫不掩饰其意图，他想

以1922年10月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方式推翻柏林宪政

政府。德国和意大利一样，也存在财政上支持用武力反对马克

思主义的企业家圈子，因此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般称法西斯

主义分子，特别是纳粹分子为资本家的帮凶。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大批支持者主要是“小资

产阶级”背景的群体，这些人是手工业者和独立经商者、职

员及公务员。但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都不否认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煽动性口号也吸引了工人，特别是中

小企业、农业和公共企业中的工人，这些人在组织上几乎还没

有被工人政党顾及。鲁尔的抗争给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的蛊惑性宣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势力像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这样，能够如此巧妙地把对外的民族

怨气发泄到内部对手身上。1922 年底，希特勒的政党在普鲁

士、萨克森和图林根受到禁止。根据1923年3月15日莱比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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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判决，除巴伐利亚外，该党在整个德国遭禁止。这严重

限制了希特勒政党的扩大。然而它在巴伐利亚这个“秩序的

壁垒”中取得了重大成功，以至于1923 年初左派有充分理由

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入极危险的反革命形式中。

德国共产党在1923 年1月22日对入侵鲁尔区行动做出的

回应是：“打倒鲁尔河畔的普恩加莱和施普雷河畔的库诺。”

法国资本家一点不比德国资本家好，法国占领军的刺刀和国防

191 军的刺刀同样锋利。德国共产党这样来解释对两个阵线出击做

出的呼吁。坚决反对库诺政府——这个魏玛共和国里最倾向于

企业家的内阁——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接下

来的几周里，反对外国占领者的行为成了重中之重。海因里

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领导

的共产党，必须考虑到1922年12月正式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的利益，因此德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明确的反对法国

“帝国主义”的政策。简称为苏联的这个新生国家，在外交上最

担心的就是德国与西方列强结盟。共产党的理论家塔尔海默2

月中旬在《国际》(Die Internationale)杂志上写道，如果德国

资产阶级站到法国的对立面，那么他们就能够暂时地、不情愿

地“客观地对外表现出革命性”。共产党不要从背后袭击他们，

而应助力他们坚持这一路线，这是不言而喻的结论。

共产党的极左翼认为，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推行的党中央

路线不外乎共产党的城堡和平政策，应该予以谴责。激进左派

的领导人是两位知识分子：露特·菲舍尔(Ruth Fischer)和

阿尔卡迪·马斯洛(Arkadij Maslow),他们原来的名字分别是

埃尔弗里德·艾斯勒(Elfriede Eisler)和伊萨克·柴莫里斯基

(Isaak Tschemerinsky)。他们共同领导柏林地区的共产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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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盟中的三把手是汉堡港口工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almann),他们三人在其他问题上也和党领导层不一致。根

据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党中央认为

暂时建立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是目前唯一有效手

段，这样可以阻止库诺政府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公开专政，防

止其发展为法西斯意大利模式的体制。极左派则拒绝任何

“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特别是拒绝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

国共产党组成“工人政府”。1923年春，党的领导层与反对派

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以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出面

干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认同党中央的意见，

但也建议他们要加强团结极左翼。为此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5

月中旬选举露特·菲舍尔和恩斯特·台尔曼进入党中央。但党

内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暂时得到缓解。共产党对外再次

显示出团结一致的一面。

在内政上，围绕着成立工人政府的争论，绝不是仅仅探讨

其理论上的可能性。1923 年春，萨克森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实

践性的第一步。上一次邦选举 5个月后，社会民主党的邦大会

决定不顾邦工作委员会和柏林党首的愿望，于3月4日开始与

德国共产党谈判组阁事宜，而没有和德意志民主党进行联合政

府谈判。这种做法是为了寻求出路，摆脱长期以来不断发酵的

政府危机。2周后的3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 192

党达成四点协议，组成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纯社会民主党政

府。双方达成的主要意向是组建一支无产阶级防卫队，以反对

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主义，成立打击高利贷的监控委员会，其成

员由企业全体大会或工会大会选出。3月21 日，前司法部部

长、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埃里希·泽格纳(Erich Zeigner)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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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投票支持，正式当选邦总理。

德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第一次取得巨大成功。有一段

时间，似乎图林根左派政党也会达成类似的一致。德国社会民

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于 5月中旬就成立联合政府展开会谈，并同

意建立共和紧急防卫队以对抗法西斯主义。但是社会民主党人

在5月26日中断了谈判，并声称共产党希望进入内阁的条件

无异于令社会民主党做出全方位的自我牺牲，因此无法接受。

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的决定令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层陷

入窘境。虽然党主席认为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有害于整个

政党，但是没有任何法律工具来阻止德累斯顿的同志们向左转

的方针。毫无疑问，德国共产党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所追求的长

远目标是为革命政变做准备。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

党同路而行，他们将被卷入不断恶化的激进旋涡，迟早要与帝

国宪法和邦宪法发生冲突。动用国家权力对付工人运动，这正

是极右翼所期待的，这种危险在不断加剧。德国社会民主党没

有达到与德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削弱法西斯势力的目的，

结果却适得其反：促进了极右翼获益最大的极端化。

无论如何，德国在1923 年春天经历的逐步去议会化的过

程，正符合右翼的愿望。2月 23 日，在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

民主党的同意下，国会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案”。这项法案授

权政府在法律、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领域可以颁布代替立法

的行政令。内阁要求获得这一特权，本来是为了落实防御措

施，但是这也意味着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自身的立法功

193 能。库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此时批评声也越来越大

了：自3月初以来，社会民主党公开批评总理没有向占领国表

示任何谈判的意愿。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席特奥多尔·莱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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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在4月17日总工会的一次联席委员会上，他提出

成立大联合政府的要求，必要时请施特雷泽曼出任总理，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与法国达成和平协议。然而社会民主党认为不能

采纳这个建议。只要党内左翼拒绝与德意志人民党建立政府联

盟，社会民主党只能停留在批评库诺政府上。自己不承担政府

责任，同时搞垮库诺政府，这是灾难性的政策，因此对社会民

主党来说，这一做法不可取。8

对库诺政府越来越不满的主要原因是，1923 年春天消极

抵抗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这项政策的确挫败了占领国的

计划，因为它们没有成功迫使德国支付战争赔偿：私人公司和

公共机构只为德方服务，甚至有一段时间法国和比利时即使支

付现金也买不到煤。但是，占领者在3月和4月陆续关闭矿山

和炼焦厂，继而又关闭了其他加工厂，没收了煤炭并接管了铁

路系统。帝国不仅要为被逐出占领区的德国铁路雇员支付工

资，还要向煤矿和钢铁行业提供数万亿贷款，让停工的企业能

够继续支付工资。此外，德国还要用外汇进口昂贵的英国

煤炭。

从财政角度看，占领区的消极抵抗是一个无底洞。帝国的

短期债务从1922年11月的8400亿马克上升到1923 年 4月的

8.4万亿马克。1923 年 6月，这个数字攀升到 22 万亿马克。

按批发价(GroBhandelspreis)计算，1913 年的 1 马克等于

1923年1月的 2785 马克纸币，这个指数在 4月升至5212 马

克，5月升至8170马克，6月升至19385马克。帝国银行出售

黄金储备和外汇，力求稳定德国货币的对外价值，1923 年 2

月到4月暂时稳定在1美元兑换21000 马克左右，但在5月降

至48000马克，6月降至110000 马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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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银行希望通过这种支持的举措来遏制必需的煤炭和粮

194 食进口价格不断攀升。但是工业界和银行业都不准备为这项行

动的成功做贡献，不去认购3月12 日帝国银行发行的黄金国

债。这次支持运动失败后，生活成本突然暴涨。政府与雇主协

会达成协议，5月1日起平均工资上调40??但是这仍不能弥

补马克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因此工人无比愤怒。5月中旬在多

特蒙德开始了自发的罢工运动，这导致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和警

察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5月23 日，占领区有 30万工人罢

工。德国共产党最初对罢工感到意外，到了5月20日才参与

其中。5月28日，受德国共产党控制的核心罢工领导层在调

解会谈中达成的结果是工资上调52第二天罢工随即结束。

罢工伴随的武力行动致使多人受伤，20 多人丧生。但绝

非只有德国共产党和工团主义的追随者试图用武力达到目标。

3月31日，法国军队可能因为受到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挑衅，

开始对埃森的克虏伯公司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共有13名工人

被杀，41人受伤。占领者并未对要犯提出指控，而是指控公

司管理层和一些雇员。5月，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

海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ibach)被判处 15年

徒刑和1亿马克罚款，他的一些雇员甚至受到了更重的刑罚。

占领者的暴行给德国的某些势力提供了动力，他们早就等

待着有一天从消极抵抗转向全面的积极抵抗。3月和4月在前

志愿军团领导人海因茨·豪恩施泰因(Heinz Hauenstein)指

挥下的破坏小分队，与克虏伯公司的高层雇员、埃森商会和德

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对占领区的铁路设施进行了多次爆炸恐

袭。这个活动的指挥官之一，激进民族主义者、前“波罗的

海部 队”成员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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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ageter)被法国刑警拘捕。5月9日，杜塞尔多夫的法国军

事法庭认定施拉格特犯有间谍罪和破坏活动罪，并判处他死

刑，5月26日执行枪决。

处决施拉格特的事件在德国引发了抗议风暴。在给普恩加

莱的照会中，德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占领国法院不得对德国

人做出审判，更不能裁决德国人的生死。照会称德国政府是从

媒体那里得知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豪恩 195

施泰因小分队筹备的行动，德国国防部和交通部总务管理部主

任埃伯菲尔德(Elberfeld)是知情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甚至德国总理也与志愿军团的另外一名领导格哈德·罗斯巴赫

(Gerhard Ro?bach)亲自交谈过，后者因涉嫌叛国罪于1923年

3月底被捕。德国民粹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阿尔布

雷希特·冯·格雷费也多次获得总理接见的殊荣。这个政党在

实施破坏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怀疑民粹自由党在普鲁

士领地从事叛国活动，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泽韦林于3月 23 日

取缔了民粹自由党，为此库诺对普鲁士政府很不满，并批评他

们对共产党没有采取同样严厉的举措。但这种指责并不能维持

很长时间：5月12 日，泽韦林禁止了德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

百人团，理由是他们的街头巡逻挑衅了国家主权。0

1923年初夏有一次非常轰动的尝试，目的是弥合极左翼

与极右翼之间的沟壑。6月 20日，共产国际德国问题专家卡

尔·拉狄克在莫斯科扩大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中称赞“法西

斯分子”施拉格特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殉难者”“反革命的勇

敢战士”,他值得“我们，革命士兵，真诚地敬仰他的男子汉

气概”。“如果那些真诚地为德国人民服务的德国法西斯团体

没有理解施拉格特命运的意义，那么施拉格特就白白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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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纪念碑上应该写着：无处可去的流浪者⋯⋯我们要竭尽全

力，让施拉格特这样为共同事业不惜自我牺牲的人，不要成为

无处可去的流浪者，而是成为全人类美好未来的寻路人，他们

无私的热血不要为煤炭和钢铁贵族的盈利白白流淌，而是为伟

大的德国劳动人民的事业而抛洒，德国人民也是为争取解放而

战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施拉格特再也听不到这个回答了。但我

们确信，数百名施拉格特会听到并理解这个回答。”

拉狄克关于施拉格特的讲话是争取民族主义分子抛弃自己

领导人的一次尝试，是把这股势力转化为社会革命力量的一种

努力。在同一场会议的另一份报告中，他做出了解释：“民族

主义以前是一种手段，为的是巩固资产阶级政府，现在是加速

现行资本主义灭亡的一种工具。”在德国被称为德国民族主义

的，“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而是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广泛的民

族运动。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体，科技知识分子的群体，他们

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主要作用，因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制

196 度下日益无产化的人群。所有被践踏、被贬低、陷入无产化的

大众，以民族反抗的形式表达他们和令其社会地位日益低下的

资本主义的关系”。

德国共产党并不需要先转向拉狄克力荐的这种“民族布

尔什维克”的策略。早在 5月17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要

求所有党员，必须让现在仍站在法西斯主义者一边的、“被误

导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明白：“只有团结起来反对内部的

资产阶级，他们才能捍卫自己和德国的未来。只有击败施廷内

斯和克虏伯，才有可能战胜普恩加莱和卢舍尔。”

根据拉狄克的莫斯科讲话，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做了一些有

目的性的尝试，以争取激进右翼的追随。《红旗报》上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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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让后来成为纳粹党国会议员的民粹派作家恩斯特·雷文

特洛伯爵(Ernst Graf Reventlow)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保

罗·弗勒利希(Paul Frolich)公开交流自己的观点。另一名

共产党中央委员赫尔曼·雷莫勒(Hermann Remmele)8月初

在斯图加特召开的一次德国共产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参加的

集会上狠批犹太牛肉经销商，称他们在市场上不惜高价囤积牲

畜，令斯图加特的肉食商两手空空。虽然露特·菲舍尔本人是

“半个犹太人”,但她在 7月底柏林举行的大会上对反犹分子

做出更为大度的鼓励。她说：“先生们，任何呼吁反对犹太资

本的人，都已经是阶级斗争的一员了，虽然他们本人还不知

道。”她在《前进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你们反对犹太资

本，希望打倒股票经纪人。没错，打倒犹太资本家，将他们挂

在路灯上，把他们踩在脚下。但是，先生们，你们怎么看大资

本家呢?怎么看施廷内斯和克勒克纳(Kl?ckner)呢?⋯⋯只

有和苏联结成同盟，亲爱的民粹派先生们，德国人民才能把法

国资本主义赶出鲁尔区。”

共产国际喊出“民族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对5月初

局面做出的反应。德国将无法长期坚持消极抵抗，这已经是越

来越明显的事实。这一点莫斯科已经从 5月2日德国发出的照

会中判断出来。在该照会中，库诺政府首次向协约国提出具体

赔款建议：在暂停赔款四年后支付总计300亿金马克，如果另

一方不同意这一建议，则将此案提交专家委员会进行裁决。如

果德国真屈服于法国的压力，那么欧洲力量将会失去现在的平

衡，而局面就会变得对苏联不利，莫斯科就不再有反对帝国主 197

义西方列强的缓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势力可能再次尝试

扭转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共产国际把矛头指向英国的进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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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摩尔曼海岸的冲突，英国于5月8日向苏联提交了一份措辞强

硬的照会，即寇松最后通牒。5月13日，英国政府拒绝了德国 5

月2日的照会，称照会令人“大失所望”。苏联领导人和共产

国际认为，这一回答是伦敦和巴黎之间即将达成一致的信号。

苏联反复呼吁德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众不要屈服

于法国，而是要反抗协约国。这种呼吁毫无疑问是为了达到让

德国向苏联靠近的主要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挫败世界资本可能

采取的战略。2

对于库诺政府来说，英国对德国5月2日建议做出的反应

是一次严重的外交败笔。柏林并没有能够在协约国之间钉入楔

子，反而拉近了伦敦和巴黎的距离。通过冷静观察，任何人都

会对这个结果感到惊讶：德国内阁为开始谈判捆绑的条件，是

让法国和比利时撤离占领区，这不仅对法国是一个挑战，而且

在明确鼓励德国提出赔款问题新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看来，这也

是德国人的一种傲慢表示。

收到英国的回复照会后，德国政府只能设法控制内政和外

交方面的损失。具体来说，必须细化之前德国向协约国做出的

含糊其词的暗示性保证和担保。在这方面，库诺需要工业界的

支持。总理先是试图说服企业家，让他们原则上同意参与履行

赔款的合作。但是胡戈·施廷内斯在 5月5日对此发表了反对

意见。库诺在10天后做了第二次尝试，德国工业帝国协会的

回复于5月28日发布。德国工业帝国协会现在同意提供担保，

但绑定了某些先决条件：国家不得介入私有财产的生产和分

配，废除战争和统制经济的现存规定，劳资谈判允许打破 8小

时工作制的惯例，减轻非创造性经济的工资负荷。

就像1921年秋天的“贷款行动”一样，工业界现在又尝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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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让国家听从自己的指挥了。企业家要求的无异于以货易货：

允许统计实物价值，但是必须放弃现有的社会成果，返回曼彻

斯特自由主义。不同派别的工会，包括无党派、基督教派和自

由派工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复。这些组织在6月1日给总理的

一封联名信中表示，工业界这样做是想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向

国家叫板，提出的要求都是让国家履行对公民的义务；工业界

要求国家撤出经济领域，这将会让我们倒退到 80年前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完全依靠追求利润，共同的

经济思想将被彻底摧毁。我们不可能放弃8小时工作制，取消

所有解雇限制，也不想和工业帝国协会就这方面的要求进行

谈判。”13

库诺内阁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反对工业家，

就会失去“经济界”的支持；如果同意其要求，就会受到整

个工人阶级的反对。库诺选择了一个不是出路的解决方案。他

从没有和工业界方案保持距离，现在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

是个企业家的总理。因此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在 5月30

日向工会承诺，将会全力支持工会的斗争，反对削减已经取得

的社会成果。此时库诺发现，在国会中支持他的只有德意志人

民党了。

德国6月7日的新照会基本上重复了5月2 日照会的原

则，只是详细规定了提供的担保并放弃了捆绑的“条件”,但

这并未给政府带来任何缓解。虽然伦敦和罗马对该照会表示欢

迎，但巴黎仍坚持原有的回复：德国必须在谈判开始前毫无条

件地放弃消极抵抗。显而易见，5月 2日的建议之所以失败，

不仅是由于帝国政府的无能，而且因为普恩加莱强迫德国人无

条件投降的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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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德国没有人准备屈服。甚至自4月以来，比其他任

何社会团体都更主张与占领国谈判的自由工会也不想冒险，使

自己沦为一个新的“背后捅刀传说”的牺牲品。向普恩加莱

投降可能会丧失莱茵兰，因此如果做出投降的宣传将会导致灾

难性的后果。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绝不可能

毫无保留地屈从巴黎的要求。占领区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代表

5月31日与科隆和柏林总部的代表们一起，再次强调他们的

决心，即使在谈判开始后依然以同样的力度继续进行消极抵

199 抗。总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他的职位现在还没有受到威胁：

只要德国不准备承认失败，换上任何一位总理都不可能取得成

功。此外，社会民主党依然对组建大联合政府犹犹豫豫。批评

人士认为，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缺少决心，才得以让库诺暂时

继续政府工作。4

货币贬值在1923年夏天创下了新纪录。6月11万马克兑

换1美元，8月460万马克兑换1美元。与1913年相比，批发

价格在6月上浮了19400倍，8月上浮了586000倍。德国的短

期债务从6月的22 万亿增加到 8月的1196万亿马克。工资的

调整依旧落后于马克购买力的下降速度：1923 年 7月，鲁尔

区矿工和运输工人得到的实际平均周工资只有 1913 年的

47.6印刷工人仅为36.6??由于等待货币改革，许多农民

拒绝出售他们的农产品，这导致某些地方的工人自己去田里摘

土豆，其实就是偷土豆。

7月中旬，占领区的德国金属工人协会的一名负责人发出

警告：“工人士气低落⋯⋯必将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一份极

有可能是出自德国财政部的备忘录在7月底得出结论，认为马

克已经失去了衡量价值和报酬的意义：“在不能通过存货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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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各个行业，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也许在警察的大力

干预下，暂时能阻止大规模的起义。如果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物

流停止了，城里缺乏必要的粮食就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与其说

是担心供给不足的城市居民发动大型政治反抗运动，不如说是

害怕在城市里人们因为食不果腹而相互斗殴。帝国各个地区为

维持本地的秩序而各行其是，最终会导致德国四分五裂。一个

国家如果不能阻止货币全线崩溃而只能宣布破产，不能对发行

的货币赋予任何购买力，这个国家必定会彻底失去权威性，最

终将会丧失其存在的理由。”5

1923年夏天的困境为德国共产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民

族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虽然没有得到他们争取的对象“小资产

阶级”的呼应，但是可以肯定，大批工人的绝望为德国共产

党人输送了新的支持者。阿图尔·罗森贝格回忆说，“毫无疑 200

问”,1923年夏季德国共产党得到了德国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支

持。这话有些夸张，但是在企业委员会选举中，在各个工会大

会的选举中，在市议会和邦议会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的票数

明显增加。在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192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

得票25000 张，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2000 张，而德国共

产党根本没有参加选举。1923 年 7月 23 日的邦选举中，共

产党一举得到近11000 张选票，合并后的社会民主党只得到

约12000张选票。7月23 日举行的德国金属工人协会代表的

选举中，多数票投给了主要持反对派立场的德国共产党。

1922年9月到1923年9月，德国共产党党员从不足22.5万

人增加到近 29.5万人，地方组织的数量也从约2500个增加

到约3300个。6

1923 年夏，德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罢工。这些罢工大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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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发起。在汉堡、不来梅和埃姆登(Emden)这样的港口城

市，德国共产党担任了海员罢工行动的发起人。但试图把失业

者牢牢地与党联系起来的尝试并未成功。失业者的游行常常变

成商铺抢劫，这迫使德国共产党小心翼翼地和这种暴动保持

距离。7

7月11 日，共产党中央断言，法西斯精心准备的军事暴

动就要发生。1923 年夏，慕尼黑右翼圈子确实有计划建立一

个巴伐利亚领导小组，据说上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古斯塔夫·

冯·卡尔、慕尼黑警察局局长恩斯特·珀纳和阿道夫·希特勒

都属于这个领导小组。但不管是在“秩序的壁垒”慕尼黑，

还是在德国其他地方，此时都没有出台具体的政变或暴动计

划。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呼吁他们的追随者用红色行动反击

白色恐怖，消灭法西斯起义。“如果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分子

打死无产阶级的战士，那么就要不留情面地消灭所有法西斯分

子。如果法西斯分子杀害十分之一的罢工者，那么革命工人就

必须枪毙五分之一的法西斯组织成员。”

7月29日的“反法西斯日”就是要证明共产党人可以比

民族人民党和法西斯分子集结更多的民众。共产党的粗暴语言

却导致了与意愿相反的后果：按照德国政府的建议，图林根和

巴登以外的所有邦都下令禁止为这一天准备好的游行。共产党

201 中央既不愿就此屈服，也不愿冒险流血。因此布兰德勒建议，

只在无产阶级的据点鲁尔区、上西里西亚和萨克森举行户外示

威活动。露特·菲舍尔坚持要在柏林游行。最后的决定由莫斯

科做出。拉狄克认为，如果德国共产党与警察发生冲突，就会

造成1921年3月那样的惨败。在征询了联共(布)中央总书

记约瑟夫·斯大林的意见后，共产党选择了谨慎的路线。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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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的行动没有发生重大冲突。

共产党在 7月31日的一份声明中说，“反法西斯日”取

得了成功，数百万工人信赖他们的领导。为了争取有民族主义

情结的群众，共产党喊出了极具好战精神的口号：“我们有能

力创造一种力量，即便是和平手段失效，这种力量也可以借助

革命战争的手段成功抵抗协约国资本的外来压迫和剥削。”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于8月5日和6日在一份呼吁书中强调反对帝

国主义战争的口号，要求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把民族解放和革命

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德国工农政府将立即与苏维埃建立保护

和防御联盟。工农政府将与红军并肩作战，打倒外国资本主义

剥削者以及本国剥削者。德国共产党毫不掩饰后者将面临什么

结局。中央委员会称：“在流血内战中，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统一阵线两大势力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18

几天后德国的社会危机急剧恶化。柏林的图书印刷工人自

由工会8月8日决定，如果不给印刷工人增加工资，8月10

日就开始罢工。德国总工会联合会试图阻止印刷纸币的国家印

刷厂罢工，但没有成功。1923年8月10日，货币印刷机停机

一天，随后立即出现了明显的纸币短缺的情况。

国家印刷厂的停工是德国共产党的杰作。德国共产党马上

意识到，印刷厂的罢工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杠杆。通过

“革命企业委员会”,共产党也赢得了发电厂工人、建筑工人

和柏林运输公司雇员的支持，在柏林的某些地区，还争取到医

院工作人员参加罢工。8月10日，柏林工会委员会与德国社

会民主党、剩余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以及德国共产党开会，

露特·菲舍尔要求举行三天大罢工，如果社会民主党主席奥

托·韦尔斯没有告知大会以下这些消息，该动议大概会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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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受。韦尔斯告知大家，德国政府刚刚允诺进口 5000万金马克

的食品，由德国经济界出具黄金债券提供融资，政府也承诺出

台稳定马克的行动计划。在德国共产党投票支持下，国会一致

通过了一项有关提高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法律，即所谓的莱茵和

鲁尔救助强制税(Rhein-und Ruhropfer),这些措施很快就会

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露特·菲舍尔的提议被

拒绝。

但是德国共产党中央不想承认这个失败。8月11日，“大

柏林区革命企业委员会大会”号召发动推翻库诺政府的大罢

工。但《红旗报》尝试发布共产党企业委员会公告的努力没

有成功，原因是德国总统8月10日发布了紧急命令，禁止所

有呼吁暴力更改宪法制度的期刊，禁止一切用威胁公共和平的

方式呼吁暴力的媒体。德国共产党的这份机关报是8月11日

被查封的第一份报纸，但是“反库诺罢工”仍然在帝国首都

蔓延，并扩展到汉堡、卢萨西亚(Lusatia)、普鲁士的萨克森

省，以及萨克森和图林根等邦。鲁尔占领区没有发生罢工，而

仅仅是践行“消极抵抗”的策略。罢工中，共产党的工人占

领了工厂并赶走了管理层。在个别工厂里，工人还竖起绞刑

架，挂上草人，写上标题：“如果24 小时内不同意我们的要

求，这就是雇主的下场。”19

“反库诺罢工”持续时间不长，之所以说它是成功的，是

因为矛头直指的头号人物于 8月12日辞去了总理职务。总理

辞职的直接原因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前一天做出的决议。

决议的措辞是这样的：鉴于“国内外政治的艰难局面，社会

民主党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得到广大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政

府”,这一政府应比目前的政府更为强大。社会民主党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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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政府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社会民主党做出决议的起因是德国共产党在 8月10日提

出了不信任动议。面对新一轮罢工潮，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认为

制止混乱的唯一选择就是加入大联合政府。不久前，在 7月

29日魏玛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以保罗·列维为首的30名左翼

议员表示反对这种联盟，他们想和德国共产党进行“尽可能

的合作”。但是，当社会危机出现了要闹革命的端倪时，大多 203

数人就不再准备考虑激进左派的建议了。

鲁道夫·希法亭是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员，他在“反库诺

罢工”第一天的 8月10日就敦促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

雷泽曼与社会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积极支持

希法亭的有其党内盟友、普鲁士的布劳恩和泽韦林，总工会联

合会主席莱帕特，《前进报》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

(Friedrich Stampfer)和党内理论家伯恩斯坦。就在同一天，

国会采纳了社会民主党的意见，在莱茵和鲁尔救助强制税之

外，还决定提高所得税和公司税的非常规预付款，以及根据财

产核算的企业税和农业税的预付款。

在达成新共识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在次日为加入大联盟

内阁提出了条件。社会民主党要求果断落实国会决定的财务举

措，迅速遏制通货膨胀，提供黄金信贷，筹备金本位货币，工

资与物价挂钩，设立社会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断绝国防军和

所有非法组织的联系。另外，社会民主党还有意识地用外交辞

令宣布：“在尊重国家统一和共和国主权的基础上，用外交方

式解决赔款问题。”这句话特意没有被放到一系列条件的首要

位置上。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最后一个条件是，德国要申请加入

国际联盟。20



252/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库诺的辞职不仅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杰作。资产阶级

政党在前几周对总理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7月27日，中央党

的重要报纸《日耳曼》(Germania)猛烈抨击总理，这通常被认

为是政府危机即将来临的迹象。8月12日，倾向于德意志人民

党的施廷内斯新闻喉舌《德国汇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提出建立一个大联合政府，施特雷泽曼是一届内阁

天生的领导，是对新局面应有的回答。德意志民主党和中央党

持同样观点，只有巴伐利亚人民党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持强烈

的保留态度。

如果大多数企业家不认为这样一个政府联盟非常必要，那

么德意志人民党就不会为成立大联合政府做出努力。多数大型

工业家在1923 年夏天意识到，停止消极抵抗是迟早的事情，

而像施廷内斯这样有政治头脑的人认为大联合政府的结果是，

204 社会民主党要为这一不受欢迎的步骤共同承担责任。持续的通

货膨胀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它不再给大型资产所有者带来任何

好处，而只是造成经济混乱。可以预见，在一个大联盟中，就

如何达到稳定方式的看法会有很大分歧。但对于企业家而言，

首先要解决消极抵抗的问题。如果大联盟完成了这项任务，这

届政府就完成了主要的目标。

施特雷泽曼作为库诺的候选接任者实际上没有争议，这其

中有多个原因。社会民主党作为势力最大的政党不愿意出任政

府首脑，因为这样会更损害党内的凝聚力。这种苗头在与德意

志人民党结成政府联盟时已经出现了。社会民主党认为，由施

特雷泽曼这样具有民族倾向并与工业界接近的政治家来负责艰

难的外交政策方针矫正只有益处。这位德意志人民党主席出生

于柏林，1923年 5月刚好 45岁，国民经济学专业毕业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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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工业家联合会顾问，后在工业联盟主席团中担负重任。

1907年以来，他一直是民族自由党派的国会议员。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他是狂热的吞并主义者，也是鲁登道夫的追随

者，因此左翼自由主义派认为他的这种前科过于严重，以至于

1918年底两个自由党的合并都失败在这一点上。在卡普-吕特

维茨政变期间，施特雷泽曼和他领导的德意志人民党摇摆于各

个阵线之间，采取了机会主义策略。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施特

雷泽曼能够从中吸取教训。他坚定地主张采取温和的外交政

策，并说服1918年仍然赞同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人民党拥护

共和国这个既成的历史事实，捍卫它并与共和国的敌人斗争。

1923年 8月9日，他在国会上再次做出对宪法制度的坚定承

诺。这一承诺令社会民主党人容易做出同意他担任总理的决

定。而中产阶级的中间政党，如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没有

人能够在讲演天赋和政治贯彻力方面与他媲美。他们也认为，

在1923年8月时，施特雷泽曼是最有能力继承和成功处理库

诺遗产的政治家。2

8月12日，总统艾伯特委任施特雷泽曼组建政府。两天

之后新内阁组建完毕。四位部长出自社会民主党：前农业和经

济部部长罗伯特·施密特担任副总理兼重建部部长；出身于维 205

也纳犹太家庭的鲁道夫·希法亭担任财政部部长部，他医学院

毕业后做过医生，后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党内

右翼领袖、来自科隆的帝国议员和《莱茵报》编辑威廉·绍

尔曼(Wilhelm Sollmann)出任内政部部长；法律哲学家和刑

法专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担任司法部

部长，维尔特时代他就是这个部的领导人。经济部部长由汉

斯·冯·劳默尔担任，这位德意志人民党的议员是1918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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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工作小组的创建人之一。德意志民主党的鲁道夫·厄泽尔担

任交通部部长。中央党政治家安东·赫夫勒(Anton Hofle)担

任邮政部部长。继续留任原职的有：中央党的劳工部部长海因

里希·布劳恩斯(Heinrich Brauns);天主教神学家和无党派

人士，但倾向于人民党的汉斯·路德担任农业部部长；一贯反

对社会民主党的德意志民主党人奥托·格斯勒继续任德国国防

部部长。施特雷泽曼本人还临时兼任外交部部长。3

社会民主党中对加入大联盟一直争吵不断。8月13日议

会党团中有 83 名议员投票赞成参与政府，39 名议员投票反

对。同一天，包括萨克森社会民主党和大多数前独立社会民主

党人在内的43 名议员，公开宣布反对新的大联合政府，并呼

吁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绝不与大企业资本建立同盟。施特雷

泽曼发表政府宣言之后，8月14 日举行了关于联合政府党的

信任投票，社会民主党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除两人外都没有

参加投票，而这两个人投了反对票。以埃森商会负责人赖因霍

尔德·夸茨(Reinhold Quaatz)为首的德意志人民党右翼12

名议员组成了一个类似“资产阶级”小团体，在唱票之前高

调地离开大会会场。德意志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议员中约有三

分之一没有参加投票。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和

德意志人民党这四个联合政府党中有 240名成员投票支持政

府。76名人民代表，即德国共产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民

粹自由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2名成员和社会民主党的2名成

员投票反对。包括巴伐利亚人民党在内的25名议员弃权。24

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帝国层面的第一届大联合政府，稳定了

工人大众的情绪。几天之后全国各地开始逐步复工。因此，德

国共产党希望借助“反库诺罢工”起到的作用适得其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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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荡并没有演变成一场革命危机，而是为在议会框架下的政

治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显然工人当中大多数支持社会民主

党，但他们并不准备引发社会和政治动荡。而德国共产党则认

为，德国出现动荡的时机日趋成熟。基于这样的判断，德国共 206

产党中央在 8月14日宣布，组建大联合政府只是意味着人员

的改变而不是路线的改变：“社会民主党的公开参政，就是继

续其原有的、已经破产的联合政府的方针和合作政策。新的灾

难不可避免。新的崩溃近在咫尺。”25

右派对施特雷泽曼新政府的反应并不比左派好。来自巴伐

利亚的评论充满敌意，巴伐利亚对《共和国保护法》耿耿于

怀，库诺政府并未能够阻止巴伐利亚废除这部法律，现在巴伐

利亚开始担心“秩序的壁垒”的特殊角色会受到威胁。8月

16日，曾在库诺内阁任总理府国务秘书的德意志民主党国会

议员爱德华·哈姆(Eduard Hamm)在来自慕尼黑的一份报告

中指出，绝大多数巴伐利亚人认为大联合政府“没有任何进

步，它是对民族力量强大的邦强有力的领导层的威胁，并且对

维护巴伐利亚经济和政治利益构成威胁。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

法”。新任司法部部长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尤其不受欢迎。

他被视为《共和国保护法》的代言人，免除堕胎惩罚的倡导

者。库尔特·艾斯纳的私人秘书、宪法律师费利克斯·费申巴

赫(Felix Fechenbach)也不例外。1922年10月，费申巴赫被

巴伐利亚人民法院判处11年徒刑，指控的理由是，他和艾斯

纳一起在1919年发表了德国要对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承担罪

责的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据说是伪造的。

但巴伐利亚并不是反对大联合政府的唯一根据地。联邦公

民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的前身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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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家乡服务中心(Reichszentrale für Heimatdienst),这个中

心的一名工作人员9月中旬从鲁尔地区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

中称，不仅在德国民粹自由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支持者

中，而且在德意志人民党纵深处，煽动民族主义本能和激情的

活动比比皆是。“这些人说，要不是犹太人政府像1918年那样

出卖和背叛我们，我们还可以长久地继续抵抗下去。奥地利的

犹太人希法亭和半个犹太人施特雷泽曼(实际上不是施特雷

泽曼，而是他妻子有犹太血统),他们对民族的尊严和德国的

荣誉一无所知。”社会民主党在1923 年 8月14日再次加入政

府，这一举动是对民族主义团体的挑衅。这些团体以为，所谓

超党派的库诺内阁才是朝集权国家的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从

宣传的角度看，大联合政府也给激进右派带来了好处。为鲁尔

地区争议的失败寻找替罪羊不难，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207 那样，他们在政治左翼、犹太人那里找到了替罪羊。鲁道夫·

希法亭在施特雷泽曼内阁中掌管最不受欢迎的部门——德国财

政部，这就给反犹分子提供了最好的攻击目标。他们可以发动

一场对维也纳犹太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势，其恶意并不逊色于对

瓦尔特·拉特瑙的攻击。26

1923年夏天紧急叫停消极抵抗运动的当然不是社会民主

党和工会，倒是那些领导行业的企业家力促尽早结束这场无望

的鲁尔斗争。8月下旬，科隆凤凰集团的股东奥托·沃尔夫

(Otto Wolff)开始与驻莱茵兰的法军指挥官德古特商讨莱茵铁

路的管理和未来向法国运输货物等事宜。希法亭则在 8月 30

日向内阁发出警告，放松消极抵抗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会被

视为“背叛工人”的举动。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委员会于9月7

日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在占领区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社会



8.被避免的灾难/257

民主党马上出面干涉并阻止了这项决议的发表。社会民主党的

一名发言人9月19日在埃伯菲尔德召开的占领区各政党联席

会议上保证：“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的工人群众绝不

屈服。”27

温和左派竭力避免被人再次说成是“背后捅刀传说”中

的凶手，但他们最终不得不承认，德国的气数已尽。没有马克

的稳定，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只要德国为鲁尔地区的抵抗

提供融资，马克与其他货币的兑换汇率就降不下来。帝国银行

的贷款让停工的矿业继续支付工人的工资，从技术上保住了企

业，却大大加速了货币的贬值。购买力的迅速下降是“反库

诺罢工”的主要原因，而“反库诺罢工”又进一步加剧了通

货膨胀。为了遏制社会动荡，企业家们同意大幅提高工资，并

于9月1日与工会签署了一项协议，让工资和生活指数挂钩。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主要是因为与指数挂钩的工资，物价再次

快速上涨。9月3日，1千克的黑麦面包价格为27.4万马克，

9月24日需要支付300万马克。1千克土豆的价格在同一时间

段内从9.2万马克升至124万马克，1千克黄油的价格从1400

万马克升至1.68亿马克。28

施特雷泽曼内阁中关于如何解决马克问题的意见分歧很

大。达成的唯一共识是必须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在德国发生大

饥荒：虽然收成不错，但农民和大地主仍在囤积货物，目的是 208

在货币改革后用稳定的价格出售货物。为了消除农业界的不信

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国会议员卡尔·黑尔费里希8月18日

在内阁向各位部长建议，将黑麦作为新马克的价值衡量工具。

黑尔费里希应希法亭之邀在内阁做报告，报告中还提议建立一

个私人货币银行，由工业界和农业界代表出任股东。因为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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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需要确保“黑麦马克”的稳定，所以这位昔日的皇家国务

秘书同时提出，废除刚刚出台的给工业界和农业界增加负荷的

特殊税种。29

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部长认为，黑尔费里希的计划是无法接

受的。货币银行如果由有产者“行业”来支撑，这意味着国

家权力进一步封建化，致使权力从劳动人民手中向企业家方向

偏移。拒绝德国国会刚刚决定的统计有形资产的做法，一定会

被工人视为有针对性的挑衅。希法亭同样不能接受的是，为什

么要放弃坚实货币只能以黄金作为衡量标准的思路。财政部部

长起初不想提出自己的改革计划，他认为解决鲁尔问题后才能

进行货币改革。在总理和内阁同事们的坚持下，希法亭还是在

9月初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马克和黄金挂钩，建立独立的中

央黄金银行，用经济抵押作为兑现纸币以及向帝国提供贷款的

基础。

内阁于9月10日批准了希法亭的提议。但第二天帝国银

行宣布，任何允许国家干涉帝国银行的举措都是无效的，因此

它将立即停止贴现国库券。但是，帝国银行比较看好黑尔费里

希的计划，于是德国经济部部长冯·劳默尔9月13日表示赞

成那名民族人民党政客的方案。德国工业帝国协会和中央党也

赞成这一决定。因此内阁9月13日在希法亭和黑尔费里希的

提案之间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中央黄金银

行，但首先必须创建一种价值稳定的临时支付工具，以便让农

业界接受。内阁于9月26日通过的法律草案也遵循这一原则。

草案采纳了黑尔费里希建立一个由行业支撑银行的要求，但是

209 把任命这家银行行长的决定权交给了帝国政府。按照希法亭的

要求，衡量价值的标准不是黑麦而是黄金。向实物资产征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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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基本上不变，因此财政部部长和他的同行也不必有挫败

感。但是这个法律草案与内阁9月10日明确表示的立场有很

大差距。在帝国银行的帮助下，工业界和农业界成功修订了法

律条款，这些修订条款对希法亭宣扬的国家优先提出了影响深

远的质疑。30

如果不解决鲁尔问题，就不可能对马克进行永久性修复，

希法亭的这个论点在1923 年9月底与在施特雷泽曼政府成立

之初时一样有效。总理在 8月23 日向内阁表示，由于民众士

气低落，消极抵抗运动只能坚持到入冬前。在这一点上，在场

的所有人都没有表示反对。参会的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泽韦林

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提不上什么消极抵抗了。保安警察已经屈

服于占领势力，经济界已经向法国人妥协，占领区的工人阶级

道德低下，需要数年的教育工作才能重整工会纪律。

施特雷泽曼最初希望英国出面调停与占领者的冲突。但是

总理最迟在9月19日不得不认识到他不能再指望伦敦：普恩

加莱和5月底上任的保守党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巴黎会面

后，英国传来消息说，两国在所有问题上没有根本的意见分

歧。第二天，鉴于英法之间明确的相近立场，德国政府不得不

做出表态：内阁准备无条件投降，并决定请占领区的代表、邦

总理和党领导做好准备，以应对不可避免的局面。此时，只有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出面反对并要求德国政府宣布“《凡尔赛和

约》无效”。9月26日，德国总统和德国政府在一项联合呼吁

中宣布结束消极抵抗，同时再次提出严重抗议，称占领行动是

非法的。

停止消极抵抗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一种冒险行动。帝国政

府只能希望法国现在会与德国开始谈判，哪怕是先开始就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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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尔局面的谈判，但这个愿望是否能够实现还不得而知。同

时，政府也非常担心那些迄今在居民中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的

占领区分裂分子会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支持下加速他们的活动，

以达到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或至少一部分地区从帝国分离出去

210 的目的。最后，政府还要预防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政变企图。9

月26日的投降对极左翼和极右翼来说是天赐良机，他们可以

借机发动攻势反对施特雷泽曼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政党。

9月26 日，巴伐利亚对帝国发动了第一次攻击。停止消

极抵抗运动后，巴伐利亚邦政府立即根据《魏玛宪法》第 48

条第4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将执法权交给上巴伐利亚行政

长官古斯塔夫·冯·卡尔。第二天，邦总理冯·克尼林向帝国

总理辩解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巴伐利亚上上下下群情激愤。

为防止来自任何一方的“愚蠢行动”,所以特此任命与右翼组

织有“特殊关系”的冯·卡尔先生为邦总专员，因为此人可

以对这些人施加影响。卡尔甚至被《巴伐利亚国家报》

(Bayerische Staatszeitung)称为“巴伐利亚爱国势力的中心和

集成”。卡尔在“第一次公开声明”中说，他希望“能够依靠

所有出身德意志的团体，希望这些团体能够像我本人一样诚实

地报效我们的祖国”。这句话的明确含义就是，犹太人并不在

这个“圈子”里。3

9月26日夜间到27日凌晨，帝国政府对巴伐利亚的单独

行动做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动用紧急法令，宣布整个德国进入

紧急状态。这个法令限制了一些基本权利，对犯有叛国、纵

火、爆炸恐袭以及破坏铁路设施等行为之人判处死刑。紧急法

令赋予帝国国防部部长执法权，他可以把这一权力委托给其军

事指挥官。从纯法律角度来看，德国总统或德国国会可以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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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利亚政府提出要求，勒令其停止自己的行为。但是施特雷泽

曼和内阁中资产阶级政党成员认为巴伐利亚不会遵守这一要

求，因此最好不向慕尼黑提出这个要求。

而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则因这些同僚的软弱战术陷入了严

重困境。正如内政部部长绍尔曼9月27 日所说，任命卡尔为

总专员是“对所有共和团体的一个严重挑战”。社会民主党领

导层及其议会党团在同一天表示，这是巴伐利亚右翼极端分子

发出的“信号”,在德国其他地方“腐蚀民众的民粹团体”可

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出于这个原因，在整个帝国延长紧急状

态是有理由的。因资产阶级政府伙伴的抵制，社会民主党未能

坚守住自己的最初要求，即帝国应该要求巴伐利亚取缔那里的

紧急状态。9月30日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只满足于同意给巴 211

伐利亚邦政府发出一封信，信中请巴伐利亚“澄清”邦总专

员的法律地位，并“审查”是否需要“废除”颁布的法令。

绍尔曼、施特雷泽曼以及格斯勒共同起草了这封信，信中还强

调帝国政府非常重视卡尔在民政管理方面采取的措施，要对各

方都不偏不倚。这封信无非是向这位总专员提出一个礼貌的请

求，他不应该像他上任最初几天那样，继续宽厚地对待纳粹

党人。

9月 30日，总理本人在内阁会议上罗列的一些事件，说

明了必须“迅速澄清”巴伐利亚与德国之间的关系。最严重

的事件是卡尔拒绝执行格斯勒作为执法权全权代表对《人民

观察家报》发布的禁令，这份由希特勒出版的民族社会主义

德意志工人党机关报，在9月27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独裁

者施特雷泽曼和泽克特》的文章，对总理和军队领导人做出

猛烈的反犹攻击，指责他们一个和犹太人结婚，另外一个和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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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犹太人结婚。除格斯勒外，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部长都认为

施特雷泽曼给巴伐利亚政府的信函毫无用处，达不到任何目

的。甚至国防部部长也公开表示，这封信最终不会有任何结

果。但是他说国家不能动用军队对巴伐利亚实行惩罚，这句话

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国防军不准备对公开敌视国家的巴伐利亚

采取行动，因此帝国没有办法强迫这个自由邦听话。

格斯勒说完这番话的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10月1日，

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冯·洛索将军拒绝按照卡尔的意见取缔

《人民观察家报》。这是拒绝执行命令的一个明显案例。只要

洛索继续担任巴伐利亚国防军的司令，帝国国防部部长在巴伐

利亚的执法权就意味着只是纸上谈兵。当然，这也符合“国

防军不会向国防军开火”的口号。这个口号出自卡普-吕特维

茨政变期间泽克特之口，尽管不是逐字逐句的复制，但还是表

达了主要含义。因此不必期待国防军司令部会动用军事力量强

迫洛索辞职。3

除了“部队不向部队”开火以外，1923 年秋天还有另一

个原因促使这位国防军总司令对巴伐利亚持宽容的态度：泽克

特准备在柏林担任类似卡尔在慕尼黑的职务。9月，大农场主

代表，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有一段时间甚至泛德意志协会的

代表都敦促泽克特接管政权。更为重要的是，胡戈·施廷内斯

还希望这位国防军司令加入一个独裁的“领导团体”,以应对

德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行动。除了泽克特外，这个计划中还提到

了一些名字。至1923年10月初一直担任施廷内斯集团柏林部

门总经理的弗里德里希·米诺克斯(Friedrich Minoux),克虏

伯集团的前董事会成员、现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奥托·维德费尔

特(Otto Wiedfeldt)等人都是这个拥有特殊全权“领导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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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

施廷内斯的动机通常都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在他看来，

只有一个专制国家才能破除1918年11月以来的一些社会成

就，特别是8小时工作制，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新的经济增长。

9月15日，施廷内斯向美国霍顿大使解释道，为了实施这些

改变，必须找一个“有权的”独裁者“来做必须做的事情。

这个人必须讲人民的语言，而本人又是来自资产阶级。这个人

选已经准备就绪了”。在这里，施廷内斯不可能指希特勒。可

以肯定的是，这个独裁者应该为计划中的“领导团体”奠定

广泛的基础。施廷内斯告诉霍顿，至关重要的是右翼势力不得

主动出击，而是在即将发生的共产党暴乱时下手，否则外界将

对德国有成见。在柏林甚至有传言称，10月1日布赫鲁克

(Buchrucker)少校在屈斯特林(Küstrin)发动的地方政变是

施廷内斯挑动的。这次政变以惨败告终。据说施廷内斯之所以

要推动这次政变，是因为他想用这种方式来防止民族主义势力

过早地发动更多的政变。4

1923 年秋天，不仅是企业家，而且极右翼军人和政客都

在考虑用独裁方案来解决危机。甚至共和国最高代表在9月底

也认为，维持国家统一的最后办法只有尽可能地将权力交给军

队，即便这只是暂时的做法。9月22 日，艾伯特和施特雷泽

曼当着内政部部长绍尔曼和国防部部长格斯勒的面，与泽克特

讨论了总理作为行政权所有人，将权力交给国防军总司令的可

能性。泽克特表示同意，尽管他认为这种权力转移的形式并不

是最佳办法。他不久后起草的政府计划和政府宣言与帝国总统

和帝国政府的意图当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位国防军总司令 213

想作为紧急总理将德国转变为一个专制的等级国家，也就是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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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麦1880年设想的政体。

鲁道夫·希法亭认为建立另一种独裁统治是大势所趋。为

了防止大联盟在巴伐利亚问题上发生破裂，这位财政部部长 9

月30日提议，应向国会要求授权政府“在财务和政治上采取

必要行动，此外还要让国会休会。这是保住帝国的唯一途

径”。内政部部长绍尔曼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也表示，局势如

此危险，以至于无法避免部分偏离议会民主制度。“来自右翼

和左翼的风暴不断增加，”会议记录员绍尔曼这样写道，“人

们担心，一旦出现暴力，后果将是让德国人民倒退数十年。因

此，大联盟的任务是保护帝国和人民，这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

支持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到。现在大家都认为独裁措施是必要

的。必须寻求一种不会引起新的严重震荡的形式。”5

1923 年秋天出台的各种独裁方案都提到了共产党暴动的

危险，这绝不是德国共产党对手们的凭空想象。在谈论极左翼

的革命尝试时，通常会联想到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的泽格纳少

数政府在议会中需要得到共产党的容忍，因此政府给予共产党

的活动空间是德国共产党在其他邦享受不到的。特别从中受益

的是无产阶级百人团这个准军事联盟。1923 年 8月以来，这

个组织越来越多地进行大规模地野外演习，测试警报，并且囤

积武器。武装工人最坚决的反对者是萨克森国防军司令阿尔弗

雷德·米勒(Alfred Muller)将军。泽格纳一再公开提及与

“黑色国防军”有关的非法活动，对此米勒以自己的方式做出

了回答：1923年8月，他禁止军官参加德累斯顿举行的官方

立宪庆典活动，拒绝与萨克森政府继续交往，称这种接触对

“热爱荣誉”的士兵来说是一种苛求。9月27日全德宣布紧急

状态时，萨克森的行政权被移交给了米勒将军。自此情况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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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地进一步恶化。9月底时就可以预见，帝国政府如果对萨

克森采取惩戒措施，它将不必担心会产生像巴伐利亚那样的后

果。在萨克森只会发生国防军与激进左翼之间的战争，而不会

出现士兵打士兵的局面。

除了萨克森，图林根也为共产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214

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在魏玛议会的关系比在德累

斯顿更为紧张，9月11日，德国共产党甚至帮助资产阶级政

党成功通过了对奥古斯特·弗勒利希(August Frolich)领导的

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内阁的不信任动议，但是在普鲁士和其他邦

早就被禁止的无产阶级百人团在图林根仍然安然无恙。9月27

日，德国国防部部长格斯勒授予现任地方军事指挥官赖因哈特

将军行政权，这位将军在1919年是普鲁士邦的战争部部长。

这标志着图林根政府与军方之间进入急剧冲突的阶段。与此同

时，左翼势力占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开始与共产党靠近。36

然而，在德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尝试的决定，不是由魏

玛、德累斯顿或柏林做出的，做出这个决定的是莫斯科。“反

库诺罢工”的消息使某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欣喜若狂，共产

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8月15日从他在苏联南部的度假

地向执行委员会发出指示：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行动的决定

性新篇章即将开始，因此德国应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危机做好准

备。托洛茨基也持相似的乐观态度，他立即邀请共产国际执委

会的两名德国共产党议员奥古斯特·恩德勒(August Enderle)

和雅各布·瓦尔歇(Jakob Walcher)来到他在苏联南部的度假

地，更详细地向他通报德国的情况。

为德国革命做准备的下一个重要日期是 8月23 日。这一

天联布(共)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拉狄克、托洛茨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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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赞成德国共产党发动革命进攻，并认为在接下来的

几周或几个月内将进入决定性战斗。斯大林对此持怀疑态度，

并对革命是否会在1923 年秋天爆发表示怀疑。讨论结束时成

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门负责准备和领导德国的行

动。委员会成员包括宣传和军事专家拉狄克，以及苏联驻柏林

大使尼古拉·克列斯京斯基(Nikolai Krestinski),当然这不是

公开的。这位苏联最高外交代表负责管理秘密资金，用于准备

“德国十月革命”。

8月23日秘密会议上不成文的座右铭是“机不可失，时

215 不再来”。此时重病在身的列宁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决策

人。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认为，1923 年夏末的德国和1917

年夏末的俄国类似。外部和内部危机升级，暴力行为一触即

发。共产党人必须决定，是自己先出击还是让法西斯分子先下

手。迅速采取行动的一个理由是，施特雷泽曼政府试图靠近英

国，如果这样做就比较容易形成反苏阵营的开端。正因如此，

拉狄克也为新的进攻理论积极辩护。他是“永久革命”代言

人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他希望在德国获得成功后，红军的创建

者之一托洛茨基能更容易对付其对手季诺也耶夫、加米涅夫和

斯大林。当然，莫斯科的一些策划者也希望，德国的共产主义

革命会转移苏联工人对物质匮乏的不满，并长久地帮助苏联解

决巨大的经济问题。

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相比，德国共产党主席海因里希·布

兰德勒对德国革命的可能性保持更为冷静的态度。8月底或9

月初他抵达莫斯科，经过数周的讨论之后，他似乎在逐渐改变

态度，做出更为积极的判断。布兰德勒到访不久之后，“左

派”阿尔卡迪·马斯洛、露特·菲舍尔和恩斯特·台尔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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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前往苏联。让这些人成为马上要发动的革命的支持者，并不

需要费很多口舌。季诺维也夫称“2200万德国工人”就是红

军的招募群体，并做出大胆预言，“700万农业工人”也会加

入。共产党人进入萨克森政府应该成为革命的引爆器。共产党

可以站在这个战略位置上组织工人武装。托洛茨基为“德国

十月革命”挑选了一个确切的日期，这就是1918年11月9日

德国革命的五周年纪念日。布兰德勒则把日期的选择定得更加

灵活一些，革命的时间可以在10月下旬或11月初。10月1

日，季诺维也夫给德国共产党中央下达指令，只要“泽格纳

等人”确实准备反击巴伐利亚和法西斯分子，用实际行动来

捍卫萨克森，共产党就应该进入萨克森政府。接下来的话是：

“立即实实在在地武装5万到6万人，不用管米勒将军，在图

林根也是如此”。37

在莫斯科积极准备德国革命的同时，德国的危机继续恶 216

化。在外交方面，停止消极抵抗并没有带来积极效果：普恩加

莱依然拒绝与德国政府正式谈判。另外，施特雷泽曼内阁拒绝

了法国让德国官员宣誓效忠占领当局的要求。在法国和比利时

当局半公开半隐蔽的支持下，鲁尔河畔分裂分子的挑衅活动日

益加剧。9月30日，分裂分子在杜塞尔多夫组织的一次大规

模示威游行中和德国警察发生流血冲突，随后被法国占领军包

围并被缴械。共产党的非法无产阶级百人团也参加了分裂分子

的斗争，据称在杜塞尔多夫甚至使用了手榴弹。但总体而言，

消极抵抗结束初期工业区还比较平静。德国共产党的地区领导

呼吁 9月27日举行一天罢工，反对“施特雷泽曼-希法亭政

府”,反对“法国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大约只有一半的工

人参加了这次罢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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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内部危机的加剧不能仅仅算在共产党的头上，而更

应算在企业家头上。9月30 日，非占领区的矿主们在翁纳

(Unna)通过的一个决定，无异于对国家和工人阶级的蓄意挑

衅。这项决定规定，从10月8日起矿山企业每日矿下工作时

间从7小时延长到8个半小时，包括进矿和出矿的时间。这项

决定把矿工的作息时间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虽然重工业和德

国工业帝国协会早就预告，松动 8小时正常工作制的规定难以

避免，但是翁纳的决议远远超出了这一要求：采矿公司的要求

违反了1922年7月17日《帝国法》,该法规定矿井内工作时

间为7小时，加班时间要按劳资协议执行。

翁纳决议最初没有公开发表，而是寄给了实际的收件人帝

国政府。矿场主管们认为参与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不可能屈服于

来自企业家的压力。一切迹象表明，9月30日的举动旨在摧

毁施特雷泽曼内阁。以胡戈·施廷内斯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

消极抵抗结束后，大联合政府已达到了它存在的目的：社会民

主党已经为必要但不受欢迎的外交政策承担了连带责任。但是

内政的关键问题只能采取与社会民主党抗衡的方式解决，最起

码这是德国这位最有权势的企业家的看法。9

但是社会民主党部长们绝不否认德国要恢复经济就要加班217

工作的观点。中央党政治家、帝国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在10

月1日的部长会议上明确表示，无法维持现有形式的 8小时工

作制。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最长工作日”,即

在不损害健康的前提下提高工作量。社会民主党对这一点并没

有提出反对意见。布劳恩斯要求 8小时的采矿工时(包括下

矿和出矿),经济部部长冯·劳默尔要求加强对重要企业的保

护，并禁止在收割期间农业工人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人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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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异议。副总理施密特只是认为，无须过多公开讨论，落

实必要措施才有用。施特雷泽曼提出第二天向国会递交授权法

案的建议，此举得到全体内阁的同意，授权法案要求赋予政府

在金融、社会和经济政策领域的全方位特权。

9月30日，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首次在辩论中使用“全

权”一词，财政部部长希法亭立即采纳了这一说法。内政部

部长绍尔曼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到了“独裁措施”,措施内

容主要是指工作时间问题。显然，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认为，

他们的政党最好是通过政府的授权间接地承担暂时偏离8小时

工作制的责任，而不是以参与制定工时法规的方式来直接承担

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迄今践行的联合政府政策已经通过某种

方式被取消了。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甚至施特雷泽曼全体内

阁都认为，只有短时间让部分执法权独立出来才能拯救议会

制。与此同时，还有一场关于让帝国国防军暂时成为国家权力

主要承担者的讨论。这场讨论和授权法的讨论一样，标志着德

国正处在卡普-吕特维茨政变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之中。

虽然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认为局势不可逆转，但他们都不

敢肯定自己的党主席和议会党团是否会同意他们的观点。10

月2日上午的议会党团联席会议上，党主席赫尔曼·米勒提出

了比社会民主党部长们更为强硬的路线。在巴伐利亚问题上，

他代表社会民主党对此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至于给政府扩大授

权的要求，米勒并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拒绝。他提到了货币问

题，并间接批评了党内盟友希法亭，认为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

浪费了很多时间。米勒指出，授权法草案将会引起强烈反响，

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不应该讨论工时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布

劳恩斯刚刚宣布了失业救济金新规定。最后他对提高煤矿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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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也提出了异议，毕竟现在矿场里都堆满了褐煤。

然而，10月2日上午，各党领袖的会议上真正引起轰动

的并不是赫尔曼·米勒的忧虑，而是德意志人民党议会党团主

席恩斯特·朔尔茨(Ernst Scholz)的提议。他坚持全方位放

弃 8小时工作制，并完全站在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立场上要求

“与法国决裂”,邀请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加入大联合政府。朔

尔茨的要求反映出德意志人民党当时的观点。9月28日至10

月1日，国会议员胡戈·施廷内斯和他的几名密友，如埃森商

会负责人赖因霍尔德·夸茨与施廷内斯集团下属的德国卢森堡

矿山和冶炼厂总经理阿尔贝特·弗格勒(Albert Vogler),成功

地将德意志人民党的议会党团拉到破坏大联合政府的立场上

来，对外则把施特雷泽曼内阁的失败归咎于社会民主党。

这个精心策划破坏大联合政府的人，不仅仅是想把社会民

主党赶出政府。大联合政府的终结是通往“民族专政”的一

个阶段，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互动是为筹备“领导团体”

提供一定数量的议会支持。他们并没有想克服危机后重返议会

民主制，施廷内斯团体的活动无非就是要密谋推翻魏玛共和国

的宪法体制。施特雷泽曼身为总理，很少能参加本党的议会党

团会议，而右翼势力又故意向他隐瞒这些阴谋：按照人民党右

翼的想法，大联盟的结束也是总理生涯的终结。

施特雷泽曼从10月2 日第一次党领袖会议得出的结果是

放弃当天计划提交给国会的政府宣言。当天傍晚的第二轮联合

政府会谈中，朔尔茨虽然不再要求民族人民党参政，因为这对

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根本不能接受，然而这次讨论也没有找到解

决政府危机的办法。内阁辞职似乎只是几个小时之内的事情。

在后来的内阁会议上，社会民主党部长们做出了一个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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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即同意关于工作时间的提案，这个提案在很大程度上

与布劳恩斯“以健康为基础的最长工作日”提法类似，同意 219

在授权法案基础上，在矿山企业实行矿下8小时一个班次，包

括进矿和出矿时间，在“第一产业”普遍把工作时间提高到

“无损健康”的程度。但在巴伐利亚问题上，各派的立场没有

取得一致：资产阶级政党希望避免与慕尼黑发生冲突，而社会

民主党根据上次党领导会议上米勒的声明，准备提出废除9月

26日巴伐利亚紧急条例的提案。施特雷泽曼认为，在这种情

况下只有一条出路：“内阁必须有勇气承担责任，必要时不必

考虑议会党团的意见。”

总理认为，只有联合政府的所有伙伴意见一致，内阁才能

取得独立。第二天早晨，即10月3日，大家似乎依然不能达

成共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拒绝用授权法来规范工作时间和

其他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方法是由政府得到授权后直接出台相

关的规定。社会民主党人坚持采用特殊法的办法，显然他们希

望在国会中通过更改提案的办法来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政府的

提案。这一决议遭到资产阶级政党的强烈反对，似乎大联合政

府的终结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中央党的邮政部部长赫

夫勒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他在晚上的内阁会议上说，

授权法可以涵盖一般的社会政策，而工作时间问题可以纳入特

别法。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马上同意在议会党团中支持这项提

议，德意志民主党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最后施特雷泽曼还承

诺，在自己的议会党团中也争取通过这一方案，然而是否成功

还很值得怀疑。

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再次误判了本党的议会党团。10月3

日晚上，议会党团以61票对54票拒绝了一项也将处理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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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问题的授权法。社会民主党内阁成员的失败，首先归咎于一

个组织，这个组织自1923 年春季起，一直在力促实现大联合

政府：德国总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在议会党团会议上宣布了

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反对在 8小时工作制问题上做出让步，赫

尔曼·米勒和国会主席保罗·勒贝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尽管

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和明斯特选区国会议员卡尔·泽韦林提出了

折中的建议，也无法改变多数人的意见，原因是在投票前大家

就已经知道，德意志人民党再次拒绝了有关工时的特别劳

工法。

在内阁夜间召开的会议上，施特雷泽曼只能得出大联盟失220

败的结论，随后他通知帝国总统这届政府辞职。导致这一发展

的罪魁祸首其实是他自己的政党。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德意

志人民党向社会民主党发起挑衅，不再团结和支持本党的领导

人。同时，社会民主党也要对政府危机的后果负责。捍卫8小

时工作制，捍卫这一1918年11月取得的重大成就，这对一个

工人政党来说是可以理解的。雇主方也毫不掩饰地提出延长工

作时间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进行社会势力的较量。但还是有一

些合理的经济理由让人去考虑暂时松动现行的工作时间制度。

迄今还没有一个主要工业国家批准1919年10月的华盛顿国际

劳工保护会议的决议而普遍采用8小时工作制。即便是工会坚

持德国应通过设备和生产流程合理化来恢复国际竞争力，也不

能证明企业家的理由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由于资本匮乏，只

能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产量。

第一届大联合政府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右翼政党中的一

些势力想用专制政权取代议会民主制，另一方面是因为左翼党

派的多数不愿接受能够让议会多数政府生存下去的妥协。两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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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党都受到激进竞争对手的压力，这些对手只是在等待机

会，等待自己社会阵营中温和派对手做出让步，从而赚取政治

资本：政治光谱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民族人民党。不论左右

翼，大家都认为党性高于联合政府，因此暂时用议会解决危机

几乎不再可能。此刻，德国似乎为接受某种专制做好了准备。40

10月6日发生了一件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新任总理依

然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领导的内阁得到了大联合政府

各政党的支持。政府危机的结束主要归功于帝国总统艾伯特。

他在旧内阁辞职后立即委任施特雷泽曼再次组建政府。虽然民

族人民党拒绝施特雷泽曼担任总理，但德意志人民党的大多数

并不认同右翼的想法，不准备背弃本党的主席。最后，第一届

大联合政府的所有党派都认识到，除了继续他们的合作外没有

其他选项。

各政党领袖和社会政治专家们在10月5日至6日取得了 221

关键性突破：就增加产量和“在原则上维持8小时工作日为

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对劳动时间法做出新调整”的目标达

成一致。“从国民经济角度考虑，为了增加产量和降低生产成

本，可以根据劳资协议或法律规定超时工作。”施特雷泽曼提

出，是否在必要时可以把矿山8小时一班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

来，这个问题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1923年10月5日的折中方案原则上重复了11个月前达成

的共识。这也是包括希法亭和劳默尔在内的大联合政府的专家

们当时就赞同的提议。这个方案在韦尔斯政府1922 年11月

13日的赔款照会中也被提到过。在10月份的头几天，希法亭

曾建议使用这次照会的内容，但既没有得到资产阶级内阁成员

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支持。后者认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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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措辞太过分了，前者则认为还不够。几天后大家都认识

到，一方面没有比1922年11月达成的短暂共识更好的办法，

另一方面它也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可以在其基础上建立新的政

府联盟。

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原则上”承认“8小时工作

制”就是某种程度的成功，尽管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至少部

分丧失了当年的成果。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果

还有：工作时间问题并没有笼统地由授权法来规定。社会民主

党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同意这样一种授权法。赫尔曼·米勒在

议会党团会议上承认，这样的法规其实是某种专制，但如果不

采取这种合法独裁，可能会出现暴力独裁。尽管没有法律规

定，企业家也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取消8小时工作制。

米勒在10月6日为之辩解的事实，在4天前也是正确的。

在此期间，议会民主的命运处在关键时刻。德国战胜了危机而

没有陷入独裁，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功劳。社会民主党人在

工时问题上取得了小小的进展，但他们在新内阁中的总体政治

影响力有所下降。新内阁中社会民主党员不再出任 4名部长，

222 而只有3名部长：绍尔曼、拉德布鲁赫和罗伯特·施密特。身

为财政部部长的希法亭在自己人当中引起很多争议，他不得不

在重压之下放弃这个职位。在特别是来自德意志人民党的压力

之下，他将这个职位转交给非党派人士，但倾向于德意志人民

党的汉斯·路德。企业家们认为劳默尔过于迁就，所以经济部

部长由无党派人士、经济复原部帝国办公室前负责人约瑟夫·

克特(Joseph Koeth)担任。接替路德任农业部部长的卡尼茨

伯爵(Graf Kanitz)也是无党派人士。他是自10月23日接受

任命后才退的党，此前他一直是民族人民党员。自1921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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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以来，他一直代表民族人民党在国会担任议员。接受卡尼茨

进入政府，意在选择一位农场主的代言人。从人员组成上看，

施特雷泽曼第二任内阁显然比第一届更为右倾。

内阁组建一周后的10月13日，国会以必要的宪法多数，

即 316票赞成，24 票反对，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授权法。大

联合政府(只限于这一届政府)得到了在金融、经济和社会

领域的特殊全权。授权书中明确声明不包括对工作时间的规

定、养老金的限制以及还需要详细确定的给予某些群体的资

助。授权法之所以一次就得到多数同意，是因为共产党和民族

人民党在最后表决前离开了议会大厅。因为必须有三分之二议

员在场，所以他们希望在场的议员人数无法满足这个条件而令

决议失效，但是此举未能成功。另外，高票赞成也反映出德国

总统的国会解散令起到了警示作用，条件是一旦授权法案被拒

绝，总理就解散国会。此外社会民主党还决定强迫议会党团必

须参加此次决定性投票，尽管如此还是有 43 名社会民主党议

员没有请假而缺席投票，其中31名国会议员提交了一份政治

宣言解释这样做的理由，这反映出最大政府党内部关系非常

紧张。

在“帝国第一个授权法”短暂的有效期内，颁布的一些

法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月13日内阁通过了一项规定，为

后来的失业保险铺平了道路：失业救济金的五分之四由雇主和

雇员各承担一半，剩余的五分之一则由公共部门承担。10月

27日的“裁员条例”规定，公务员人数应逐步减少四分之一

(1924年 3月31日之前减少15此后再减少其余10???

1923年10月30日的仲裁条例影响也很深远，引发了诸多争

执，它授权邦承担类似劳资谈判高级仲裁的义务。国会没有机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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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这样一种大力介入方式的利弊参与讨论，就为工会、雇主

协会和邦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全新的法律基础。根据立法者的意

愿，这个“合法专政”时间上是有限制的，但事实证明，其

影响是长久的，也是难以纠正的。

一方面帝国政府试图通过颁布条例应对危机，另一方面右

翼专制势力和共产主义者则在使局势加剧恶化。卡尔和希特勒

在巴伐利亚激烈争夺右翼阵营的领导权。希特勒于9月25日

当选为“德国战斗联盟”(Deutscher Kampfbund)领导人，这

是“祖国联盟”的一个新的顶层领导机构。4天后，卡尔指示

下属管理机构暂停执行《共和国保护法》。这位邦总专员的另

一项措施甚至更加明确地证明了他对极右翼的支持，尤其是对

希特勒支持者的鼓励。10月中旬，他宣布驱除在巴伐利亚众

多的东方犹太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在慕尼黑已经居住了很多

年。10月20日，德国国防部部长格斯勒下令，撤掉慕尼黑国

防军司令洛索的职务，其实这也是因为洛索多次违抗命令，是

早就应该采取的手段。然而，邦总专员和邦政府对帝国决定所

做的反应，无异于一次最猛烈的回击：就在当天，洛索被任命

为巴伐利亚邦军队指挥官，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帝国国防军第 7

师被巴伐利亚自由邦委以“德国人民的监护人”的重任，而

这支部队则交由洛索领导。

毫无疑问，卡尔和他的盟友冯·洛索将军，以及巴伐利亚

警察局局长汉斯·冯·赛泽尔(Hans von Sei?er)上校的长期

意图是，他们并不希望巴伐利亚与德意志帝国分开，而只是发

出一个“进军柏林”的信号，用它为德国建立“民族专政”

画上成功的桂冠般的句号。“祖国联盟”和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应该加入这一行动，但只能担任配角。墨索里尼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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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及他一年前的“进军罗马”行动，激发了巴伐利亚阴谋

家的想象力，但这个角色绝不是为希特勒而准备的，而是要先

留给卡尔本人，然后在帝国层面上由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来承

担。即便10月20日爆发了轰动性事件之后，慕尼黑的三头同

盟①依然选定国防军总司令作为帝国层面的人选。虽然泽克特

同意卡尔的想法，但他坚持权力变更的合法性。在洛索事件

中，他的个人声望也受到了威胁，因此对于巴伐利亚的政变策

划者来说，能否在柏林取得成功仍是未知数。42

1923 年10月，极左翼人士的注意力都聚焦到了德国中 224

部。10月10日，德国共产党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九天

前给他们布置任务的执行情况：他们加入了泽格纳领导的萨克

森政府，但未能进入他们想得到的内政部，因此无法控制警

察。但是财政部和经济部现在由德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领导人

保罗·伯切尔(Paul B?ttcher)和弗里茨·黑克特(Fritz

Heckert)负责，而党魁布兰德勒则担任邦总理的职务。10月

16日，图林根也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组成的联

合政府。共产党在弗勒利希内阁的两个部门担任部长：阿尔

宾·滕纳(Albin Tenner)担任经济部部长，卡尔·科尔施

(Karl Korsch)担任司法部部长。

由于有议会多数赞成，所以在德累斯顿和魏玛成立左翼统

一战线政府是合法的。形式上帝国也没有理由反对这两个新内

阁的成立。泽格纳和弗勒利希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可称为与帝

国为敌的行动。因此德国中部的危机与巴伐利亚危机有着根本

的区别。然而在柏林，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党进入这两个地方

① 即卡尔、冯·洛索将军、冯·赛泽尔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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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真正意图，这就是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帝国公共秩序监

察专员10月19日称，在柏林发现了武器，在萨克森有武器商

店连遭抢劫，这些都是证据。他还报告，萨克森新任财政部部

长保罗·伯切尔在10月13日莱比锡的一次会议上要求立即把

无产阶级武装起来。

就在10月13日，帝国国防军对德累斯顿成立的左翼联合

阵线做出了回答：9月27 日掌握了行政权的萨克森军事指挥

官米勒将军发布了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3天后，米勒和

国防部长格斯勒沟通后，宣布萨克森警察由国防军直接指挥。

这样一来，萨克森政府唯一有效的权力工具就被剥夺了。虽然

没有形式上的决定，但帝国对萨克森的惩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完成了目标。

萨克森和图林根组建的统一阵线内阁，给社会民主党领导

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帝国和普鲁士邦层面，同一个政

党与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包括企业家的德意志人民党进行合

作；而在德国中部的两个大邦，这个政党却与共产党长期共同

225 执政，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左翼联合政府的成立违背了党主

席的意愿和严厉警告，当然社会民主党领导也无法禁止这种同

盟，因为章程中没有相应的规定。另外，社会民主党也必须照

顾到众多支持者。这些人很难理解，他们的政党在帝国政府中

能够对巴伐利亚如此宽容，而与此同时又在萨克森政府中采取

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10月15日米勒将军还谴责萨克森政府

未经他同意就公开了泽格纳的政府宣言，不仅《前进报》,而

且内阁部长绍尔曼都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施特雷泽曼解释说，

这位将军的行动事先与帝国总统讨论过，并得到批准。此外总

理还指出：“如果政府在萨克森不采取行动，某些受到威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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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阶层可能会向巴伐利亚求助。那么无须赘言，这将意味

着内战和帝国的崩溃。”43

共产党先在萨克森起义，然后蔓延到整个帝国。这种危险

在10月21日之前确实是存在的。就在这一天，共产党在开姆

尼茨(Chemnitz)召开了工人大会。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本次

大会原定要发出举行总罢工的号召以及暴动的信号。但是当布

兰德勒要求立即发动总罢工以回应国防军的独裁时，这项提议

没有得到支持。在场的社会 民 主党劳工部部长格劳佩

(Graupe)威胁说，如果共产党人坚持这个要求，社会民主党

就退出合作。对此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对布兰德勒提议做出的

这种反应，多年之后被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称为“三流的葬

礼”,这种描述真是恰如其分。

开姆尼茨工人大会搅乱了“德国十月革命”的时间安排。

德国共产党中央不得不认识到，甚至在自己的堡垒萨克森，共

产党在工人阶级中都是孤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将总罢工发展

为武装起义的成功可能性几乎为零。没有等到已经上路的卡

尔·拉狄克赶到德国，党中央就得出了唯一符合实际情况的结

论：暂时取消无产阶级起义的计划。

两天后，在汉堡仍然发生了地区性共产党起义。这次起义

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恩斯特·台尔曼领导的沿海地区左翼党组织

不想支持党中央的谨慎方针，并野心勃勃地想让汉堡取代萨克

森成为德国革命的前沿阵地。但是即便在这座汉萨城市，群众 226

也拒绝跟随共产党。警察声称共有5000名起义者，这个数字

很可能是有意夸大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0月 23 日至 25

日的汉堡战斗中，有24名共产党员和17名警察被杀。这一地

区性起义的平息为“德国十月革命”画上了句号。实际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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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革命在起步时就没有逃脱惨败的命运。共产国际和党内左翼

在1924 年初宣称，以布兰德勒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应该

为这次失败承担责任。其实不然，承担主要责任的应该是

1923年 8月对德国革命做出误判的那些人，这些人在这个基

础上制定了冒险策略。这些人正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及其在德国共产党领导内部的左翼追随者。4

共产党在汉堡与警察作战时，德国国防军已经彻底控制了

萨克森。自10月21日开姆尼茨工人大会以来，帝国多个地区

的军队集结到德国中部。多个军团进驻莱比锡、迈森、德累斯

顿和皮尔纳。包括开姆尼茨在内的几个城市以及在采矿区和福

格特兰都发生了枪击事件。10月27日，一名国防军军官在弗

赖堡一再要求示威者解散，但后者执意不散开，士兵随即向示

威者开枪，造成23 名平民死亡，31名平民受伤，还有 4名士

兵受伤。

帝国国防军在施特雷泽曼内阁没有做出正式决议的情况下

把部队开进了萨克森。10月19日，部长们仅从总理的口中得

知，德国国防军将要恢复萨克森和图林根的法治安全，并阻止

右翼激进团体的活动。直到10月27日，德国政府才对萨克森

问题展开了详细而激烈的讨论。德国国防部部长格斯勒要求，

任命一名民政专员行使政府权力，直到成立一个没有共产党参

与的内阁。这一要求得到了资产阶级多数派支持。社会民主党

人对此表示担忧，他们建议尽量说服泽格纳自愿辞职。讨论结

束时出台了一个折中方案，这也是德国总统的代表、部级主管

迈斯纳(Meissner)极力支持的方案：帝国总理向萨克森邦总

理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组建一个没有共产党参与的政府。如果

泽格纳不遵守此要求，则由格斯勒作为执行权行使人任命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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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这位专员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在组建成新的立宪政府

之前负责这个邦的事务。

施特雷泽曼的最后通牒于10月27日送抵德累斯顿，这个 227

通牒中强调了包括布兰德勒在内的共产党政府成员的颠覆性宣

传。最后通牒也表达了原则性的观点，这就是让共产党参与政

府是有悖于宪法的，这一点从德国共产党的总体纲领中就可以

看出来。萨克森的回复于10月28日如期到达柏林，回复对最

后通牒做出了明确的否定：只有萨克森邦议会有权解散政府，

只要邦议会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政府就会坚守岗位。

第二天帝国制裁措施正式出台。根据《魏玛宪法》第 48

条，帝国总统授权帝国总理免除萨克森政府成员，以及邦和地

方政府成员的职位，并委托他人管理相关公务。施特雷泽曼随

后任命德国前司法部部长和德意志人民党现任国会议员卡尔·

鲁道夫·海因策为萨克森的帝国专员。10月29日下午，德国

国防军伴随着军乐进行曲列队行进到德累斯顿各部办公地点

前，迫使部长们离开其办公室。据称，军人的子弹已经上膛。

开姆尼茨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随后发出总罢工号

召，但没有得到回应。10月30日泽格纳正式宣布辞职，这也

意味着各部领导人辞职。在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和党领导成员

威廉·迪特曼在场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提名前经济

部部长阿尔弗雷德·费利施(Alfred Fellisch)组建一个纯社

会民主党少数政府。共产党拒绝支持这个政府，但德意志民主

党表示同意。10月31日萨克森邦议会选举费利施接替泽格纳

的职务。同一天，艾伯特总统在施特雷泽曼的要求下通知海因

策结束其帝国专员的任务。45

帝国对萨克森的惩罚，与国防军及对其负责的国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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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勒的设想有所不同。显然是艾伯特说服了施特雷泽曼，在

萨克森采用另外一种比较平和的紧急状态方式来解决问题，而

不是采用9月26 日的紧急状态令。10月29日帝国总统颁布

法令，授权总理任命一名萨克森帝国专员，这种做法有力回击

了国防军争当内政决定性角色的企图。施特雷泽曼通过这种授

权方式证明，即使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也不必把政治的至高

权力交给军队。如果格斯勒坚持他的观点，亲自以行政权执行

人的身份为萨克森任命帝国专员，那么帝国制裁措施可能不会

在10月31日结束，而且很难通过选举一名新的社会民主党邦

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社会民主党人能够说服泽格纳解雇共产党的部长，也228

许可以避免帝国对萨克森的惩罚。社会民主党人威廉·迪特曼

受党主席的委托，与泽格纳和萨克森领导层进行过谈判。根据

他的汇报，德累斯顿的议会党团在10月28日就已经准备和共

产党决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社会民主党的帝国部长们10

月 27日的举动就很令人费解。他们既不讨论给泽格纳信函的

确切措辞，也不讨论泽格纳给内阁的答复。但是不管在10月

27日至29日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帝国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

错失了什么机会，帝国制裁萨克森的真正责任都在萨克森的社

会民主党身上。他们与共产党的结盟让一个策划暴力政变的政

党获取了国家的权力。此次行动形式上的合法性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是其内容上的意义：德国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把任命共

产党人为邦部长视为对宪政制度的严重威胁。46

暴力推翻萨克森联合政府在社会民主党内引发了激烈反

应，此乃预料之中。尤其令党领导和普通党员感到愤怒的是帝

国政府对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萨克森的



8.被避免的灾难/283

泽格纳被士兵赶出办公室，而巴伐利亚的卡尔却可以不受干扰

地继续工作。来自党内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内政部部长绍

尔曼10月29日晚在内阁中公开提出大联合政府即将终结。他

和他的党友不能容忍在萨克森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国防军在免

除萨克森部长职务时所做的挑衅行为，因此除了退出内阁，他

们别无选择。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

在10月31日举行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会议上，继续维

持政府的赞成者和反对者进行了激烈交锋。布雷斯芬左翼选区

的代表、德国国会主席保罗·勒贝表示，社会民主党不能再为

这个共和国而战，因为群众认为这个国家政体已经不值得捍卫

了。资本、军队和高利贷与君主制时期的一样强大，因此对于

社会民主党来说只有一条出路：“回归到彻底的阶级斗争路

线!”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泽韦林的表现和在10月3日完全一

样。作为维持大联合政府最雄辩的辩护人，他站出来极力反对

勒贝的观点。德国不会像现在一样停止不变。法国人正竭力准

备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如果此时德国建立一个右翼政府，英

国和美国将不再赞成开始新的赔款谈判。一旦武器库落入 229

“祖国联盟”手中，那么德国就会与法国发生战事。出于所有

这些原因，泽韦林恳求党内的朋友：“想想后果吧!”

讨论结束时似乎出现了妥协的迹象。社会民主党提出了维

持大联合政府的最后条件：首先，要解除军事紧急状态。其

次，德国政府要宣布巴伐利亚统治者的行为违反宪法，并立即

启动制裁巴伐利亚的必要步骤。最后，限制在萨克森驻扎德国

国防军，只许他们履行民政服务部门的辅助工作，开除部队中

右翼激进组织的成员。

联合政府的资产阶级伙伴不可能屈从于社会民主党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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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牒，这是事先就可以预料到的。内阁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对

萨克森的严厉镇压可以间接地化解巴伐利亚的问题。内阁是这

样考虑的，如果帝国政府严厉打击左翼激进分子，这就是给咄

咄逼人的右翼政变来个釜底抽薪。施特雷泽曼在10月29日特

别提到了右翼势力的政变问题。格斯勒的要求更是变本加厉，

他直接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在11月1日离开内阁。“如果社会民

主党这么做，冯·洛索先生会马上走人。”出于外交的原因，

总理希望社会民主党继续留在内阁中。此时，正如泽韦林所

说，不仅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就赔款问题进行新一轮谈判，

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一方也流露出态度转变的迹象。毋庸置

疑，一个有社会民主党参与的政府，比资产阶级少数派甚至右

翼政府有更好的机会与西方势力达成和解，施特雷泽曼当然深

知这一点。但德国总理认为，不能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向社会民

主党做出让步。海军上尉埃尔哈特率领的极右翼武装力量驻扎

在巴伐利亚和图林根交界的地区。一旦解除紧急军事状态，这

些人就可能以为这是在鼓励他们攻击“红色”邻国，鼓励他

们“进军柏林”。施特雷泽曼也不主张与巴伐利亚决裂，因为

他认为，这种决裂无异于和德国国防军决裂。

11月2日，施特雷泽曼内阁的资产阶级成员再次举行会

议讨论这场危机。讨论的结果很明确：不能支持社会民主党提

230 出的条件。于是施密特、绍尔曼和拉德布鲁赫这三位社会民主

党部长宣布辞职，从而宣告1923年 8月13日他们参与的大联

合政府寿终正寝。几天后的11月11日，德意志民主党的权威

政客埃里希·科赫-韦泽表示，社会民主党是“被赶出政府”

的。这是事实，但只是事实的一半。格斯勒和中央党右翼以及

德意志人民党右翼一样，非常希望社会民主党离开内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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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因在萨克森和图林根与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造成了他

们与资产阶级中间派联盟的关系极度紧张。然而，即便没有上

述原因，所有这一切在共产党10月10日进入泽格纳内阁的那

一刻起就成为定局。此后关键的问题只能是，两个联盟当中哪

一个先破裂，要么是萨克森的联盟，要么就是帝国的联盟。萨

克森政府联盟终结的方式，是帝国大联合政府启动了制裁措

施，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让社会民主党面临分裂的考验。而最

终导致与资产阶级政党温和派不可避免的决裂，是因为内阁多

数派对巴伐利亚采取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必须考虑到，如果本

党的帝国部长们继续听任卡尔政权的所作所为，社会民主党的

大部分支持者就会转向共产党，许多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甚至

会脱离社会民主党。出于这种担心，社会民主党于1923年11

月2日离开了施特雷泽曼政府。但当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一

次与权力告别竟然一下子持续了近五年时间。47

随着大联合政府的结束，施特雷泽曼政府还丧失了其最重

要的权力基础：1923 年10月13 日的授权法案虽然期限为

1924年3月31日，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发生变化或政党组成发

生变动，这项法案就会提前失效。对于长期以来寻求以独裁方

式来解决危机的人来说，这种相对的权力真空犹如天赐良机。

10月24日，泽克特直言不讳地要求施特雷泽曼辞职，并称他

本人可以接任这个位置。社会民主党各部长辞职后，这位国防

军总司令再次启动自己的计划。泽克特认为推出“领导团体”

的时候到了。11月 2日，他起草了一封信，给可能会参与这

个计划的古斯塔夫·冯·卡尔。在信中他向这位巴伐利亚总专

员保证，他们的观点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同性。他拒绝

与社会民主党再次合作，因为社会民主党拒绝军事强国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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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另外在谈到《魏玛宪法》时他表示“这和我无关”。这句

话在11月5日发出的最终版本中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表述

是，放弃宪法的说法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因此只能在极度紧急

的情况下予以考虑。

11月4日泽克特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奥托·维德费尔特231

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情“不仅德国总统知道，而且信就是应

他的要求写的”。维德费尔特这个名字很久以来和刚才提到的

“领导团体”计划有关。泽克特明确表示，下一届政府不再会

是议会制政府了。“社会民主党出局后，不会再有一个成功的

议会政府。此后必须是一个拥有全权的领导团体型的小内

阁。”泽克特认为克虏伯前经理维德费尔特适合担任总理一

职。11月10日泽克特再次发电报给此信的接收人，敦促他尽

快做出决定，但是后者在11月24日以缺少各政党、农业界和

工业界的支持为由，谢绝了这个建议。

不管帝国总统实际上对泽克特说了什么,后者私下试探维

德费尔特的意见一定是得到了授权。很明显，未能成功促成社

会民主党维持大联盟的艾伯特，只给了施特雷泽曼内阁短暂的

生存机会。因为看不到任何另外一种议会多数的可能性，艾伯

特此时大概已经再次萌发了总统制内阁的想法，一如他在一年

前任命库诺所做的试探性尝试那样。一个由德国总统授予特

权、由国防军支持的内阁，这对艾伯特来说虽然危险，但仍然

符合宪法规定。由于存在发生内战的风险，这也许是一个不可

避免的最后选项。然而，艾伯特并没有告知总理征询维德费尔

特意见一事。他在1923 年11月的这个做法确实让人有些捉摸

不透。

11月5日，当着格斯勒的面，泽克特要求艾伯特同意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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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成立一个右翼内阁，但是这个要求遭到德国总统坚定的拒

绝，泽克特继而提出对施特雷泽曼解职的要求。艾伯特问泽克

特是否准备亲自在总理面前重复这一要求时，这位国防军司令

回答说是的。根据格斯勒的证词，之后泽克特与施特雷泽曼的

谈话是这样的：“总理先生，我们没法为您打仗，您得不到军

队的信任。”施特雷泽曼反问：“您这是在告诉我帝国国防军

不再服从我了吗?”在泽克特回答之前，格斯勒插话：“总理

先生，只有我才能做这件事。”泽克特沉默不语，暂时搁置了

和施特雷泽曼的较量。

在大联合政府破裂后，泽克特并不是总理要提防的唯一对

手。总理自己所属的政党中，重工业右翼力促与民族人民党结

成政府联盟，并准备在必要时付出代价，同意民族人民党提出

加入政府的条件：让施特雷泽曼辞职。留守内阁能够得到德国 232

总统继续组阁的支持，因此他在11月5日坚决拒绝辞职。社

会民主党人离开之后，空出了一个部长职位。根据总理的建

议，艾伯特11月11日任命杜伊斯堡市长卡尔·雅尔斯(Karl

Jarres)担任德国内政部部长，这名德意志人民党的右翼政客

曾被占领区政府驱赶出占领区。4

施特雷泽曼拒绝考虑与民族人民党结成政府联盟的主要原

因是颇有希望的外交进展。在大联合政府的最后几天，他就提

醒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这个问题。他不希望因政府向右转而危害

到这件事。10月15日，内阁在前财政部部长希法亭的建议

下，决定向赔款委员会发出一份照会，建议协约国审核德国的

资源和能力，同时听取德国政府代表的陈述。为了强调德国的

善意，施特雷泽曼还想重启占领鲁尔区后停止的给占领国的付

款。由于新任财政部部长路德的坚持，总理的想法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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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于10月24日发送照会给赔款委员会。帝国政府至少可以

指望英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因为英国政府10月12日首次正

式接受了美国国务卿休斯在1922年12月底提出的建议，同意

召开国际会议并从经济角度审查赔款问题。美国国务院接受了

10月初在伦敦帝国会议上以南非总理史末资(Smuts)为代表

的观点。休斯明确表示赞同英国10月12日的倡议，让柏林正

确地意识到这是一种鼓励，现在该轮到德国为解决赔款问题做

出表态了。

真正的转折点直到10月25日才出现。普恩加莱通知英国

政府，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审核战争赔款问题。附加条件是：专

家委员会必须由赔款委员会任命；1921年 5月伦敦给德国最

233 后通牒中规定的德国赔款额度和调查结果无关；组建第二个委

员会来确定德国外汇的金额和下落。美国批准了该提议后，巴

黎于11月13日正式向赔款委员会提交设立这两个委员会的申

请。这为《道威斯计划》设定了方向。这个1924年的战争赔

款协议是和魏玛共和国中期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的。

普恩加莱令人出乎意料的回心转意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除了鲁尔占领区带来的财务问题外，法国的内政局势也起着重

要作用。这位总理感觉到周围的气候越来越凛冽。这一点与法

国日益被孤立的外交也有关系，在伦敦帝国会议上这一点充分

表现出来。但促使普恩加莱改变路线的决定性原因可能是另外

一个。美国国务卿休斯10月23日透露，美国将会对法国参加

协约国联席专家委员会做出酬谢。美国首次表示，在同一框架

下讨论战争赔款问题和协约国相互间的债务问题。因此法国可

以指望，一旦与本国的债务方德国达成某种和解，就可以改善

法国作为美国债务方的地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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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恩加莱在赔偿问题上的掉头，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把莱

茵兰从德国分离出去的目标。10月25日，就在法国总理向英

国政府通报新方针的当天，他还决定积极地正式推动占领区的

自治，因此他特别注意也要和那些远离分裂派的人物保持对

话。自10月21日以来，分裂分子一直试图在亚琛、特里尔、

科布伦茨、波恩和威斯巴登等地区宣布成立“莱茵共和国”,

这一行动得到了法国和比利时当局的支持。在普法尔茨，以巴

伐利亚邦前总理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此时和

占领国一唱一和，力图将巴伐利亚从帝国分离出去，并组建德

意志帝国邦联中的自治邦。霍夫曼及其在普法尔茨地区社会民

主党的盟友们并不自视为分裂分子，而是德国的爱国者，他们

的使命是挫败卡尔的反动政策和反共和国的政策。但是，与法

国的合作足以令霍夫曼在党内被彻底孤立。10月26日，他停

止了“普法尔茨运动”。11月12 日，分裂分子和来自奥比斯

(Orbis)的农民领袖弗朗茨·约瑟夫·海因茨(Franz Josef

Heinz)宣布“普法尔茨自治政府”成立，这个政府立即得到

了法国的承认。0

不仅在巴黎和莱茵兰，在柏林也存在着将占领区从整个帝 234

国分离的想法。施特雷泽曼总理10月 20日和 24 日在内阁公

开表示，德国在经济上无法再承担占领区的负担。财政部部长

路德认为，如果在占领区也发行新货币，如果像原来的货币一

样被占领国作为赔款没收，那么新货币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路德的看法是，占领区现在只能暂且自顾自了。施特雷泽曼在

10月25日哈根与占领区莱茵兰地区代表举行的会议上明确表

示，占领区代表们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要努力和占领国达成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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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地区中央党的重要人物、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和

工业家领袖施廷内斯协商后，提出在帝国大家族内组建一个莱

茵联邦的建议。这个建议被总理严厉拒绝了。虽然施特雷泽曼

和阿登纳都认为，莱茵兰与德国其他地区的暂时隔离也许无法

避免，但总理的看法是，任何一种形式上的认同，只要是承认

了实际上不可扭转的事情，都是放弃德国的合法立场。这种做

法也为再次收回分离出去的部分制造了障碍。哈根会议结束

时，占领区代表选举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机构，他们负责与

占领当局谈判。当然谈判的目的尚不清楚。与施特雷泽曼留守

内阁取代大联合政府时相比，此时占领区的前途更为渺茫。

内阁还没有对占领区的未来做出任何最终决定，巴伐利亚

的危机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23 年11月8日晚上，阿道

夫·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发动政变。他利用卡尔追随者的一

次聚会，用手枪逼着卡尔和他的盟友赛泽尔、洛索参加“民

族革命”。这三个人面对这种逼迫，至少在表面上表示屈从。

希特勒随即宣布自己为临时国民政府首脑，并许诺卡尔任君主

国的总督，掌管巴伐利亚的命运。聚集在啤酒馆的巴伐利亚政

府成员都被纳粹分子“抓了起来”。然而被希特勒任命为国民

军队总司令的鲁登道夫当晚释放了卡尔、赛泽尔和洛索这三位

同盟成员。就在11月9日夜间，他们三人就宣布被迫发表的

声明无效，同时开始着手平息政变。

235 当天夜里，部长们在柏林召开会议。经过磋商后，艾伯特

总统把帝国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国防军总司令。他修改了

1923年9月26 日的法令，授予泽克特行政执行权。这样一

来，泽克特集多种权力于一身。当然他并未得到其渴望已久的

帝国政治领导权。艾伯特、施特雷泽曼和格斯勒显然认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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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争取巴伐利亚国防军加入统一阵线，齐心协力反对政变分

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向泽克特转交权力的力度。但是没有

人敢肯定，把镇压武装起义者的任务交给泽克特，就能阻止他

自己造反。11月9日的那个清晨之后，关键的权力就掌握在

一个敌视共和国的人的手中。所有认为他不会在政治上滥用这

一权力的理由，就是他的法治观念，这一点在他对德国总统的

忠诚上体现出来。艾伯特甚至认为，泽克特现在直接隶属于国

家元首，而此前泽克特所处的职位在政治上几乎不受控制，这

可能对共和国的危险更大。无论如何，自1923 年11月9日以

来，民政与军事力量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没有泽克特，德国暂

时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决策。

11月9日中午，在巴伐利亚警察枪林弹雨般的攻击下，

希特勒的政变结束于慕尼黑的统帅堂。希特勒本人得以逃脱，

但两天后被捕。他的追随者中有16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导人自作主张的行动，打乱了卡尔

等人组织的、需要泽克特参与合作的政变计划。11月9日后，

卡尔再也无法继续跟进这个计划。他的权威被削弱，群众的支

持也逐渐消失。原则上拒绝政变分子的帝国国防军第7师又开

始向帝国国防军靠近。因此，希特勒的政变帮助化解了巴伐利

亚和帝国之间的冲突。它败坏了民族主义右翼“严肃”政变

计划的名声，无意间还巩固了他们仇视的共和国。1923 年11

月9日对极右翼势力来说是一场教训，而领悟这次教训最为透

彻的要数希特勒：若想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不能全面与国家机

构对抗，而只能通过精密筹划与国家互动，而且在外表上要保

持合法。而这正是希特勒首次尝试夺权时完全摒弃的方式。2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非法行径换来的是11月9日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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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专员卡尔颁布的禁令。同样，参与政变的“高地”(Oberland)

联盟和“帝国战旗”(Reichskriegsflagge)也被取缔和禁止。

236 为了至少能让部分右翼接受这些措施，两天后卡尔还命令取缔

并禁止共产党，禁止莱茵河右岸的巴伐利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

党的所有报纸和杂志。作为行政权执行人的泽克特在两周后也

采取了行动，但并没有像巴伐利亚临时独裁者那么彻底：11

月 23日，国防军总司令宣布在整个德国禁止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德国民粹自由党和德国共产党。然而，这些激进

政党并不担心会在整个国家层面被永久定性为非法政党：他们

可以期望，国家的干预会随着紧急状态取消而结束，因为紧急

状态是允许颁布这些指令的基础。

图林根危机的化解比巴伐利亚更快、更彻底，但并不像萨

克森那么极端。11月6日，经艾伯特同意，国防军进入图林

根中部和东部，并在随后几天内下令解散了无产阶级百人团。

11月12日，图林根的社会民主党屈服于柏林的压力，解散了

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从弗勒利希内阁中撤出了自己的

两名部长。作为社会民主党少数派政府的首脑，奥古斯特·弗

勒利希一直任职到1924年2月10日的大选。这次提前选举的

结果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告别政权：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这个德

国中部的邦由资产阶级的公务员内阁政府掌权，并得到了民粹

派的支持。3

化解了巴伐利亚危机和图林根危机后，帝国政府可以再次

全心专注于货币整顿和与占领区有关的问题。10月15日还是

大联合政府执政的时候，内阁决定推出一种名为地产抵押马克

(Rentenmark,又称地租马克)的新货币。根据财政部部长路

德的提议，在引入以金本位为基础的最终货币之前，以地产抵



8.被避免的灾难/293

押和工业及农业债权作为购买力的保证。与其前任希法亭相

比，路德的解决方案更倾向于有产阶级。路德更接近于黑尔弗

里希8月向内阁提出的建议：地租银行的净利润支付给股东的

额度相当于被抵押资产的利息。11月15日开始使用的地产抵

押马克并不是真正地为实物资产增加赋税。

11月7日路德力劝内阁发表一项声明，表示帝国下一步

不得不停止对占领区的所有付款。财政部部长的意图很明确：

如果不想让新货币再次陷入通货膨胀的旋涡，德国必须停止一

切无效的支出。路德认为，这主要包括对占领区的“政治性”

付款，其中最大的一笔是给失业者的资助。11月9日内阁也 237

做出了相应的原则性决议。但在3天后，新任内政部部长雅尔

斯成功地想出了延缓的办法。从11月15日开始，支付给失业

人员的工资延期10天发放，他想用这种方法再次表达德国其

他地区与莱茵兰人的团结。与此同时内阁通过了一项宣言，宣

布“搁置”《凡尔赛和约》,直到赔款问题新方案出台。雅尔

斯坚持的“与法国决裂”的路线完全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

立场吻合。

但是，帝国政府11月12 日的这个声明并未与公众见面。

为抵制法国人建立自治区的愿望，内阁想在拒绝《凡尔赛和

约》的同时，在占领区建立一个联邦自治机构，这个机构今

后可以作为谈判的一方参加与占领国的谈判。但是这个计划遭

到了那些所涉地区的反对，它们从未想过要放弃任何国家主

权。11月13日，社会民主党的普鲁士邦总理奥托·布劳恩在

与德国内阁的一次讨论中表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占

领区自己掌握其命运⋯⋯从现在起，占领区在政治上发生的一

切都必须让人看上去是被勒索之举。”在被占领地区，科隆市



294/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长康拉德·阿登纳反对德国政府停止付款的观点，莱茵兰应该

“比一种、两种甚至三种新货币更有价值”。在建立起新的行

政机构之前，无论如何都不应停止付款。各个邦和占领区的反

对意见指向不同方向，却是殊途同归。帝国没有对《凡尔赛

和约》发表任何声明，没有宣布终止给占领区失业人员的付

款，也没有在占领区建立一个自治机构。因此莱茵兰和鲁尔的

未来依旧悬而未决。

尽管如此，“地产抵押马克的奇迹”还是出现了。新货币

于11月15日问世。帝国银行不再使用国库券贴现。11月14

日，纸币马克与美元的兑换率为1.26万亿比1。这个汇率11

月20日稳定在4.2万亿比1。随后帝国银行设定了1万亿纸马

克兑换1地产抵押马克的模拟汇率，这正好是战前的金马克对

金美元的汇率状态。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几

天前被任命为货币委员，他是德意志民主党的创始成员、“达

姆施塔特和国家银行”(达纳特银行)行长。他曾坚决反对地

238 产抵押马克这个中间步骤，同希法亭一样，他主张立即建立金

本位银行。路德则认为相关的风险变数过大，因此这个临时解

决方案占了上风。在1924 年8月30日流通金本位的帝国马克

之前，占领区不得不使用一种市政应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地

产抵押马克最终结束了德国其他地区的通货膨胀。

新货币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根据10月13日的授权法案发布

的相关条例。条例规定了将要发行的地产抵押马克的最大金额

和向帝国提供贷款的最高金额。根据10月17日发布的上述条

例，开始了大批裁员。截至1924年4月1日，已有40万公务

员、职员和工人离开了国家服务机构。受国家措施影响的职员

人数从占比上讲远远多于公务员。国家公职人员的薪水已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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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水平的60??也许大联合政府是唯一可以进行如此激烈

干预的政党联盟。当然这也需要基于授权法颁布法规的独裁

手段。54

在占领区，企业家们也在积极参与政治。10月9日，科

隆凤凰集团的合伙股东奥托·沃尔夫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

控制代表团”(Mission Interalliee de Controle des Usines et des

Mines,简称 MICUM)缔结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允许凤凰集

团和莱茵钢铁集团的工厂复工。10月31日，采矿协会委员会

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表团达成协议，到1924年 2月15

日之前，将免费提供煤炭总开采量的18??为赔偿煤炭。帝

国政府曾承诺退还一些相关款项，但并没有同意退还在此时

(10月11日)已经取消的煤炭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

表团要求得到这笔税款，而且把追溯期推至占领开始阶段。10

月31日，施廷内斯在与施特雷泽曼政府资产阶级内阁成员的

会谈中，要求政府全额退还煤炭税并增加工作时间。参会部长

援引即将颁布的法律，拒绝在矿业工作时间上做出特殊规定。

第二天，内阁同意了施廷内斯在煤炭税问题上的观点，但社会

民主党部长们放弃表态。在涉及煤炭供应如何与赔款账户的核

算问题上，双方经过了进一步漫长的谈判。11月23日出台了

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表团的协议，有效期至1924 年 4

月15日。这个协议对尚未与该代表团达成单独协议的矿业企业

都是强制性的。煤炭供应全部记入赔款账户，但追加支付的煤

炭税和其他税款，则记入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表团的“抵

押账户”,这样就帮助法国和比利时实现了它们占领鲁尔区的初

衷：他们可以得到“生产性抵押”(produktiven Pfandern)。

矿场主深谙怎样从谈判中获得最大收益。他们可以把协议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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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用转嫁给帝国，或在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转嫁给消费者。

因此，矿场主并没有承担特定的赔款负担，在政治上则意味着

重工业权势大增，他们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表团的谈

判，代表着一个权力和另外一个权力的谈判。最后帝国政府不

得不屈服于巴黎和鲁尔矿业代表的联合压力。可以预见，鲁尔

冲突的这个经济解决方案，也就是这份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

制代表团达成的协议，将对德国内部权力的分配产生持久的

影响。5

在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表团签署协议三天前的11

月20日，德国国会召开了自10月13 日通过授权法案后的第

一次会议。11月22日，社会民主党对施特雷泽曼内阁提出了

不信任议案，理由是帝国政府以最严厉的方式对萨克森和图林

根采取行动，但对巴伐利亚的违宪局面没有采取任何关键性措

施。在措辞中可以看出，与其说社会民主党希望推翻施特雷泽

曼，不如说是它只想讨得本党左翼的满意。提案的表述根本不

会得到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同意，而提案是否通过完全取决于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同样，社会民主党也会拒绝民族人民党或

共产党的不信任议案。

但社会民主党的计划过于短视。社会民主党人本应该明

白，无论如何他们的提议都提供了施特雷泽曼的核心内阁缺少

议会支持的证据。这种做法会削弱其地位并加剧内部的危机。

如果这个最大的议会党团真想呼吁取消紧急状态，那么现任内

阁失败或辞职并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手段。目前还看不到

能够与社会民主党相处更好的政府，但是一个“更右翼”的

继任内阁，甚至一个专政统治的领导团体已经近在咫尺。施特

雷泽曼也受到自己政党右翼的严厉抨击，这种情况瞒不过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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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而抨击的理由与社会民主党的指责同出于一件事，这

就是对萨克森的制裁。包括短期担任帝国专员的海因策在内的

德意志人民党右翼对总理深感不满，因为总理选择了一个社会

民主党人继任泽格纳的职位，而且在两天后就不再让海因策担

任帝国专员。社会民主党可以批评施特雷泽曼在对待巴伐利亚 240

问题的政策上缺乏严厉性和连贯性。但是不管施特雷泽曼还是

任何一位其他总理都不能调动国防军出面干预这个自由邦，否

则很可能意味着强制发动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对施特雷泽曼

提出不信任议案，除了党派策略的考量外毫无其他意义，此举

不过是一种赌博而已。

11月19日核心内阁讨论了内政局势，但没有做出任何决

定。施特雷泽曼认为，可以想象任何不信任议案都不会得到多

数赞同。雅尔斯认为，内阁并不一定需要国会投出信任政府的

票数。而交通部部长厄泽尔认为，不能接受进一步损害内阁声

誉的做法。格斯勒的观点是，如果政府在国会得不到多数支

持，他就赞成发起信任内阁议案。

对议会失败可能导致的后果，大家也是各执一词。格斯勒

强调了仅根据《魏玛宪法》第48 条执政，政府可能会面临种

种困难。而部分与国会合作，部分依据第 48 条的“混合政

府”也令人担心。有几位部长想解散国会，其他人又不同意，

理由是这会有助于莱茵兰分裂势力的扩张。施特雷泽曼本人也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对解散国会忧虑重重。帝国总统与总理讨论

了各种可能性，他坚决拒绝解散国会，并试图私下说服社会民

主党放弃不信任动议。施特雷泽曼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口中得

知艾伯特对他的党内朋友说的一番话：“你们推翻总理的理由

6周之后就被忘记了，但是你们在10年后依然会领教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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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蠢所导致的后果。”

11月22日，施特雷泽曼在内阁中表达的立场与3天前格

斯勒的看法相似一致。经所有部长同意，他宣布如果社会民主

党提出不信任议案，他就会提出一个信任议案，以阻止民族人

民党和共产党投票赞成不信任议案。第二天，政府各党派要求

国会对政府表示信任，作为社会民主党不信任议案的答复。最

后国会以231 票反对、156 票赞成和 7 票弃权否定了这个议

案。反对票来自德国民粹自由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巴伐利

亚人民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正如施特雷泽曼不

久后对外国新闻记者所说：“在德意志共和国历史上，政府第

一次在公开的战役中倒下。”11月23 日傍晚，总理向总统递

交了内阁辞呈。56

241 从理论上讲，推翻施特雷泽曼可能标志着泽克特时代的到

来。但是这位国防军总司令并不准备违背帝国总统的意愿去攫

取政权。11月底，艾伯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想任命泽克特

为总理，或者考虑组建一个政府领导小组。相反，共和国面临

的紧急危机解决后，帝国总统想再次把紧急状态的执政方式交

给对议会负责的国防部部长，而泽克特成功地抵制了这个计

划。正是因为这位将军的坚持，艾伯特试图组建超党派文官内

阁的努力也没有成功。他本想让海因里希·阿尔贝特领导这样

一个内阁，无党派人士阿尔贝特在库诺内阁时曾任财政部部长

和重建部部长。但是没有执行权，阿尔贝特就不想接任总理一

职。总理的另一个候选人是中央党政治家亚当·施特格瓦尔

德。他与民族人民党就组成右翼联盟进行了谈判，但是民族人

民党提出解散普鲁士邦大联合政府的要求，致使谈判破裂。最

后一条出路是，组成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少数内阁，但这需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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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中央党主席及议会党团领导人威廉·马

克思(Wilhelm Marx)努力争取这一解决方案，11月 29日艾

伯特委任马克思组建政府。这位来自科隆的60岁法官重在调

解，但行为没有多少个人色彩。这位政治家在第二天成功地组

建了一个内阁。这个内阁除此前执政的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

和德意志人民党外，还接纳了一名巴伐利亚人民党员：埃里

希·埃明格尔(Erich Emminger)作为“无党派的专业部长”

出任司法部部长一职。

虽然前途未卜，但是议会民主再一次得以幸存。1923 年

秋季，勉强克服国家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大联合政

府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成的施特雷泽曼核心内阁成功地抑制了通

货膨胀，为重建经济奠定了基础。其次，10月底以来，由于

美国的外交干预，已经出现找到赔款问题解决办法的迹象，外

交关系趋于缓解，这是反驳任何形式右翼政府的有力论据。最

后，冯·泽克特将军领导的德国国防军领导层的独裁野心受到

其自身法治的抑制，同时也因为希特勒右翼激进势力的暴动受

到阻碍。

1923 年10月底以来，极左派不足以构成发动真正革命的

危险。共产党人因准备攻击现行制度而陷入孤立。他们从中得

出结论，不能在德国发动“十月革命”。革命政策的失败与工 242

人的物质状况密切相关：实际周工资在夏末虽然稍有增加，但

在11月时仅略高于1913年工资水平的一半，工会会员的失业

率则从7月的3.5??长到11月的23.4??这些微不足道的数

字后面隐藏的苦难，与其说能够鼓动革命，倒不如说令人沮

丧。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最后几个月中，马铃薯种植地的偷盗事

件频频发生，农场屡遭袭击，抢劫市场摊位和杂货店的事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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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穷。工会支持政府的消极抵抗策略，但因为支持国家而付

出的代价是失去了工人的信任：1923 年第三季度，德国总工

会联合会减少了30万名会员。货币改革成功后，罢工基金到

11月中已经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指望工人会成

功反抗刚刚起步的维稳政策。8

尽管如此，对左翼激进主义的恐惧依然存在。11月23 日

格斯勒在国会上说，萨克森危机最严重时，那里的工业家威

胁，如果他们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护，他们就会请求巴伐利亚

法西斯武装力量前来协助。11月19日，这位国防部部长在内

阁中论证了继续维持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原因是萨克森和图林

根的中产阶级遭到排斥而无法参与政府工作。这些话反映出对

社会民主党的深度不信任不仅存在于国防军领导层，资产阶级

群体也持同样观点。这种情况远远超越了德国中部地区，给德

累斯顿和魏玛短命的统一战线政府留下了长期的影响。9

尽管如此，在德国最大的邦，社会民主党和包括德意志人

民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仍在继续共同执政。普鲁士大联合政

府让人看到了即使在1923 年秋季后，德意志共和国仍然能够

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温和派之间的互动中生存的法则。温和

派当中有一个人在国家危机中展示出自己杰出的政治家才能，

他没有让德国落到独裁政权手中，他比其他任何政治家做出了

更多的贡献，这个人就是施特雷泽曼。

刚刚被社会民主党推翻的施特雷泽曼在11月23 日就表

示，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在未来也至关重要。几周之后，他的

话听起来就不那么信心满满了。1924年1月20日，他在德意

243 志人民党周报上发表的一篇未署名文章中称，社会民主党议会

党团“作为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已经离开了议会生活。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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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变得不可预测，所以它只会推翻内阁，但已经不会再组建

内阁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消除无法兼容的部分，才能出现

转机”。0

施特雷泽曼的评论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最终拒绝。这位德

意志人民党主席被迫辞去总理一职后，表达的是资产阶级中间

派的感受。如果社会民主党能够成功驯服那些认为与资产阶级

妥协就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派系，那么德国或许有一天会再

次组成大联合政府。出于外交原因，施特雷泽曼非常重视不要

拆掉所有通向社会民主党的桥梁。作为总理，他担任政府首脑

仅 100天左右。在马克思内阁中，他继续出任外交部部长一

职，他是保证连续性的关键要素。作为资产阶级政策的代表，

他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力主避免冲突，强调用和平手段调解各方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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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经济学家弗朗茨·奥伊伦堡(Franz Eulenburg)244

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通货膨胀对社会的影响，其精辟程度至

今仍无人能够超越。他在《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年鉴》中写道：

“财富集中在少数但有实力的人手中，中产阶级的资本化为乌

有，因此他们也无法获取部分的其他资产。这种获取主要来自

工业界。中小企业虽然没有被没收，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并入了

大型集团。结果是财富分配变得愈加不平等。”

奥伊伦堡并没有说货币贬值摧毁了中产阶级，而只是正确

地指出货币贬值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固定资产。实际上，通货膨

胀的真正受害者是储户，以及将大部分资本购买了战争债券的

人。通货膨胀使习惯于靠储蓄、证券清偿和证券利息为生的那

些人变得几乎一无所有。一向用储蓄来资助孩子学业的知识分

子家庭也深受重创。另外，中产阶级的许多人也从货币贬值中

受益：房屋和土地所有者被免除了债务，从实物资产的一般特

权中受益。房主当中有许多独立从业的工匠，他们是工商业中

产阶级的核心群体。1923 年关于大通胀前货币债权重估的争

论中，中产阶级利益集团并没有积极出面，这也表明了不能普

遍地视小型独立从业者为货币贬值的受害者。

通货膨胀的赢家中有原来负债累累的大地主，货币贬值让

他们摆脱了债务。大型工业资产的所有者也是如此。大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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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是采矿业从通货膨胀中崛起。虽然钢铁行业在经济增

长方面早已被化学、电气工程和机械工程等“新兴行业”超

越，但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因为急缺原材料和贷款，钢铁工业

不但使加工业处于依赖地位，而且在企业家阵营中争取到了政

治领导权。一种很流行的办法是重工业企业与客户企业组成联 245

盟，在一个大集团旗下组成某种联合体。主要由施廷内斯创建

的西门子-莱茵-易北河-舒克特联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

持续时间不长，却是最著名的一个实例。这种垂直的集成为重

工业的销售提供了保证，并使其参与到利润丰厚的换取外汇的

成品出口业务中。同时加工业伙伴也可以获得资金，原材料供

应得到了保障。双方都降低了企业风险和对马克的依赖。通货

膨胀令行业相互靠近，这种结合的结果抵御了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大赢家是国家。用一钱不值的纸币偿还

债务，支付战争贷款的巨额数字，无异于免除债务。但是债权

人并不愿接受这一点，就像债权人不能认可个人债务人债权的

贬值一样。1923年11月28日，通货膨胀受害者得到帝国法

院轰动一时的助力。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个马克等于一个

马克”的原则与诚信为本的信念背道而驰，并确认抵押债务

的增值。1924年1月，法官协会表示站在德国法院一边，警

告德国政府不要无视德国法院的意见，并且发出威胁，说升值

禁令经不起司法复查。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反抗行为。《魏玛

宪法》中没有相应规定，如何来处理帝国法院法官们提出对

法律内容进行审查的要求。但法官的否决意见也是因通货膨胀

对国家失去信心的表现。货币贬值并不是始于共和国，它早在

帝制德国时期就开始了。这一事实在1923 年底几乎被忘得一

干二净。共和国无法令债权人满意，慷慨的增值会再次动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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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于任何人都无益。这个认知对那些受害人来说是难以接受

的。他们的失望导致对国家的不满，即使在经济复苏的年代，

共和国也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对于工人而言，稳定从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开始。根据德国

统计局的数字，1923 年11月至12月，实际平均周工资从战

前水平的53??升至近 70但依旧很低，1923 年3月工人

的收入只有1913年水平的 79??工会会员的失业人数比例从

10月的19??升到1923年12 月的28?924年4月逐步下

246 降到10.4??使用地产抵押马克之后，自由工会的会员人数

急剧下降，从1923年9月的740万下降到1924年3月的480

万。许多工人认为用稳定的货币支付会费是不合理的负担。在

通货膨胀期间已遭受严重打击的工会战斗力进一步下降。大联

合政府期间已经来不及彻底解决工时的问题了，在这个问题的

角逐中，大型工业在1923年底握着一手更好的牌。

大多数企业家认为，1923 年11月30日开始执政的马克

思内阁中只有资产阶级的部长，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新

政府没有议会多数席位，因此必须寻求特别立法的方法。马克

思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要求得到授权法，以迅速处理经济和金融

方面的紧迫问题。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最初的态度是否定的。由

于没有社会民主党就无法达到宪法所要求的多数，因此帝国总

统和帝国政府考虑，是否要解散国会，并宣布举行新选举。但

是，由于占领区的局面不稳，选择这一方式肯定会很冒险，于

是艾伯特决定，不鼓励提前大选，而是让内阁考虑动用宪法第

48 条，这也是施特雷泽曼核心内阁采用过的举措。12月2日

的内阁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部长格斯勒甚至建议，在宪法规定

的60天期限之后再举行新选举，但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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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国务秘书迈斯纳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一

建议，虽然他认为现在谈论“延长选举时间”还为时过早，

但如果总体情况表明“到60天时还不能进行选举，那么就要

根据第48 条采用延长时间的办法”。

如此冷血讨论的违宪行为最终并没有落实。立即被公开的

即将动用第 48 条一事，在社会民主党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大家心知肚明，是否使用紧急法令完全不受社会民主党的左

右。国会法律规定，拥有简单多数就可以取消这一法令，但是

如果社会民主党无法争取到所需的票数，就根本无济于事。而

短期内执行授权法也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办法。尽管如

此，不仅是社会民主党左翼，甚至连党主席赫尔曼·米勒也不

同意一个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内阁拥有这样的权力。另外，右翼

代表提醒大家注意，如果授权法不能通过，可能会导致采用第

48 条实施全面紧急状态的风险。此外，国外也会对新货币失 247

去信心，如果政府的政令不通，则德国得不到贷款。最后，内

阁为了争取支持者赞同，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政府同意在颁布

该法令之前，举办国会常委会听证会。在这些论据和信息的影

响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12月4日在全体会议上以73 票赞

成，53 票反对通过了授权法。

但是党内争端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议会党团强令参加最

终表决，但是在12月8日的表决中，还是有42名左翼议员依

旧没有出席，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前独立社会民主党员。持不

同政见者的人数如此之多，如果采用严厉的制裁就会造成党内

分裂。这也是领导层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的原因。但左派

仍然无法阻止投票成功。德国国会以313 票赞成，18票反对，

1票弃权通过了授权法，这个表决结果满足了宪法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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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

1923年12月8日的授权法，可以让帝国政府“在考虑人

民和帝国的困境的基础上，采取必要和紧急的措施”,但不允

许严重偏离《魏玛宪法》的相关规定。授权法的有效期到

1924年2月14日。政府现在可以规定政令干预的范围，包括

有争议的工作时间问题。11月17日，延期了多次的恢复国民

经济条例已经到期。这些条例对工作时间做了规定。从法律角

度讲，从这一天起，凡是未经劳资双方确认工作时间的行业，

都应该以战前规定的工作时间为准。

马克思政府上任时，已经就工作时间问题做出了一个初步

的重要决策。在帝国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主持的会议中，占领

区的矿工协会和煤矿主协会的代表于11月29日在柏林达成一

致意见，规定 8小时一个班次，包括入矿和出矿时间。这意味

着每天工作时间延长1 小时。雇主方的论据是，不这样做很难

履行11月23日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表团的协议。而雇

员一方对此几乎提不出反驳意见。12月14日，工会还同意了

在非占领区采取类似11月29日的规定。就在12月14日这一

天，布劳恩斯参照了与协约国工厂和矿山控制代表团的协议，

为钢铁工业签订了一项协议，允许战前采用12 小时“两班制

248 体系”的行业，重新启用12 小时轮班制。这就是说，对于大

多数轮班工人来说，减去休息时间，每天实际工作时间是10

个小时，周六9个小时，每周一共工作 59个小时。如果考虑

到休息时间和“为工作的准备时间”,则每周的工作时间要长

得多，大约长达70个小时。金属业工人与矿工不同，他们反

对加班，但是至1924年初发动的断断续续的罢工行动并没有

取得任何成功，最终金属行业的工人不得不接受延长工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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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923年12月14日也是公务员难忘的一天。这一天，马

克思内阁决定将帝国官员的每周工作时间从48 小时增加到54

小时。一周之后的12月21日，根据12月8日授权法颁布了

工作时间总条例。在“以最终规定为准”的前提下，条例称

仍然坚持8小时工作日为正常工作日。但是该原则已经被各种

特例抵消了。在许多情况下，根据官方规定或劳资协议，每天

工作时间可以延长最多2小时。从这个时候起，大多数经济领

域中法律允许10小时工作制。取消较短工时的劳资协议需提

前30天通知。

关于工时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在1923 年12月至少暂时告

一段落。在这一轮争论中企业家一方胜出。为了获得支持，企

业家搬出了国民经济的论点，而这种论点不仅在资产阶级政党

内部，在社会民主党当中也引起了反响。自由工会执意坚持 8

小时工作制，但并未得到基督教工会、希尔施-东克尔行业协

会(Hirsch-Duncker Gewerkverein)等其他派别工会的支持。

但是，雇主方远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因为 8小时

“原则上”仍然被认为是正常工作日。此外，根据10月13日

授权法通过的1923年10月30日的仲裁条例，允许帝国劳工

部部长在劳资谈判冲突中担任仲裁人，布劳恩斯经常通过这个

办法为弱者，即雇员方争取利益并进行干预。因此，绝不能说

德国在1923 年底已经重新返回“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国家

比以往更加有力地介入经济生活。它并不把自己视为企业家的

伙伴，而是站在企业家的对立面。因此，对某些工业家来说，

这次工作时间的较量不过是一种惨痛的胜利。

自由工会则认为取缔8小时工作制是一次重大失败。他们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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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年1月中旬对此做了回答，宣布退出5年前他们在

1918年11月和企业家共同组成的中央工作小组。但就当时情

况而言，这一决定只是一个声明性的姿态。因为在1919年秋

至1922年夏，许多行业的工会，包括金属工人和建筑工人协

会等组织，都已经离开了中央工作小组。1922 年 6月在莱比

锡举行的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大会上，根据代表会员的数量，中

央工作小组的支持者在代表中已经不占多数。另外，以重工业

为首的企业家右翼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劳资平等以及劳资谈判

自主权的原则，并一直鼓动收回1918年11月在处于下风时对

工会做出的让步。因此，中央工作小组早在其正式结束前就只

是一个门面而已。两个阵营都视自身的团结比和对手在组织上

的联系更为重要。但是工会以及企业家中的温和派都不想放弃

进一步合作的想法。这种伙伴关系应比以前更具有弹性。只有

这样才能排除令中央工作小组失败的原因。1918年的和谐模

式中并未考虑到社会冲突引起的重大挑战。6

不仅在工作时间问题上，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授权法都

允许马克思内阁采取维稳政策，这是通过正常立法渠道不可能

做到的。1923年12月12日，公务员工资的定位远低于战前

的水平。大批公务员的裁员计划在大联合执政时就已经决定，

现在马克思内阁可以果断落实，甚至提前完成裁员计划。

紧急税收法规为德国创造了必要的收入来源：增加了营业

税，调整了收入税、公司税和财产税，重新确定了帝国与各邦

之间的财政平衡。房屋利息税和债券税考虑到了因通货膨胀而

获益的那一部分的税收问题。房屋税是1924年2月14日第三

次紧急税收法规中启用的，它也有助于减轻战争经济的影响。

在战争和通货膨胀年代，租金实际上被冻结了。德国财政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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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1923年底的租金只有和平时期租金的20??为了促进新建

住房和维修住房，马克思内阁尽力将租金调整至战前水平。财 250

政部部长路德的设想是上浮租金，1924 年底租金要达到和平

时期租金的 80但对此的决定权不在帝国，而是在邦政府

手中。1924年4月1日起，房主可留下的租金至少为和平时

期租金的30?月1日起至少为40?0月1日起至少为

50??剩余的部分由各邦和市政当局支配，主要用于住房建

设，这个领域自1914年以来积压了大量的投资需求。

第三次紧急税收法规中争议最激烈的部分是重新估价的规

定。在这一点上，德国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以至于路德无法

维持拒绝任何重估要求的方针。1924 年 2月14日的规定为重

估某些资产规定了一个平均比率。这个比率是金马克价值的

15??但是，重估后的债务偿还推迟到1932 年，公共债务的

偿还和利息支付推迟到赔款问题最终解决，也就是无限期推

迟。这些规定远远未能满足帝国法院和法官协会唤起的过高期

望值，因此抗议风暴不断。甚至有些法院宣布这个规定法律上

无效。8

在占领区问题上，路德也无法完全实现自己的主张。他的

本意是在发行地产抵押马克后，停止向占领区的所有付款，但

这将不可避免地激化与法国和比利时的冲突。马克思内阁经过

详细协商后，于1923年12月5日决定继续支付占领地区公务

员的失业救济金和薪金，并再次开始支付占领费用，承担占领

损失赔偿。但路德同时坚持，在占领区不发行地产抵押马克，

或至少不将其用作官方付款方式。

不得不做出让步的不仅仅是那些“与法国决裂”的支持

者，路德和在新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部长的雅尔斯，都属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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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就连那些在1923 年与1924年交替之际，希望通过成立

一个西德联邦州来满足法国安全要求的代表们也未能达到目

标。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预计，德国恢复向法国和比利时占

领军付款之后，德国与巴黎和布鲁塞尔达成直接谅解的可能性

会迅速增加。因此施特雷泽曼坚持要求拒绝科布伦茨的莱茵委

员会和协约国莱茵兰委员会进行私下谈判。施特雷泽曼的坚持

251 颇有成效。1924年1月，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放弃了建

立莱茵联邦的计划。同时，有影响力的莱茵银行家也认识到，

由于法郎疲软，巴黎无法有效地参与莱茵-威斯特法伦金本位

银行的建设，于是他们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1923年12月中

旬开启的与法国政府的谈判最初并未得出任何具体结果。但

是，人们有理由相信会得到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善意协调：英

国人在专家委员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1924年1月中旬以来，

在巴黎的这个专家委员会一直在美国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

(Charles Dawes)的领导下，努力寻找赔款问题的解决方案。

1924年初，莱茵兰的出路还未能见到端倪，另一个危机

地区的情况则日趋缓和。自从11月8日和9日慕尼黑事件以

来，所有预言家都清楚看到，卡尔和洛索再也无法长期担任他

们的职务：两者在希特勒政变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产生了深远的

负面影响。另外，巴伐利亚邦政府也想在帝国面前保住面子，

因此也不想马上与其一刀两断。1924 年 2月14日，巴伐利亚

与帝国就巴伐利亚邦军事指挥官合法聘任这个非常有争议的问

题达成了谅解。帝国政府许诺，未来在召回邦军队指挥官时，

要与巴伐利亚邦政府保持“一致”,并尽可能考虑其“合理的

愿望”。此外，在全体德国国防军的誓言文本中还补充了履行

各邦宪法义务的说法。随着这个协议的生效，慕尼黑政府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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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帝国国防军负责。2月18日，卡尔辞去

总专员职务，洛索不再担任巴伐利亚军队指挥官。这两个人并

没有为他们的叛国行为承担任何刑事后果。

巴伐利亚和德国之间的冲突由此正式结束，为此帝国政府

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巴伐利亚人民党也为达成这一谅解付出了

努力。但是就在2月14日达成妥协的前几天，如果马克思内

阁没有从一开始就选择避开这次较量，柏林和慕尼黑之间很容

易会爆发新的争执。慕尼黑内阁不同意泽克特提出的结束军事

紧急状态令，理由是马上开始的对1923年11月8日叛乱事件

中希特勒和其他同伙的审判与这一做法相互矛盾。1924 年 2

月28日，艾伯特总统整体上解除了军事紧急状态，同时授权

帝国内政部部长必要时可随时采取措施以抵御敌视国家的行

动。在帝国政府的强烈敦促下，艾伯特最终同意，“考虑到当

地目前的全面紧急状态”,巴伐利亚作为例外不使用这一

规定。0

希特勒一案的判决当然不是为了引起“民族分子团体” 252

的愤怒，或触发新的政变尝试。1924 年 4月1日，慕尼黑人

民法院宣布鲁登道夫叛国罪名不成立。另外 5名参与者，如冲

锋队的组织者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被判处缓期徒刑3

个月，并处以100马克的罚款。希特勒本人和三个同谋被判处

5年监禁以及200马克罚款，服刑6个月后，他们也可以指望

获得缓刑。法院轻判所有被告的理由是：“一种纯粹的爱国精

神和最高尚的、无私的愿望指导了他们的行动，他们真诚相信

必须采取行动来拯救祖国，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不久前巴伐利

亚领导层的意图。”这个判决及其推论无异于宣布这些人道德

上的罪名不成立，巴伐利亚以外的地方也是这样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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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2月28日军事紧急状态的结束并不是在马克思内

阁的敦促下完成的，而是如上所述应泽克特的要求完成的。正

是这位国防军首领想要推卸德国总统1923年11月8日夜间至

9日凌晨委托给他的工作。他的这个考量有两个充分的理由。

第一，国防军在与民政当局的小型纷争当中威信扫地，这种情

况在萨克森、图林根以及普鲁士等地尤为严重。第二，国防军

担心受到右翼激进武装力量的渗透。在军事紧急状态授予国防

军广泛政治权力之时，军中领导层不确定他们在部队中到底能

够得到多少支持。出于这两个原因，这位国防军领导得出结

论，为了实现长期目标，包括修订《凡尔赛和约》这一首要

任务，国防军迫切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内部整顿。解除军事紧急

状态主要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内部局势的逐步稳定和即将开始

的外交缓和使这位国防军司令更容易选择战术上的撤退。2

1923年11月23日，泽克特对德国共产党、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民粹自由党颁布了取缔令。1924年 2

月的一段时间里，对这一取缔令是否应继续生效产生了争议。

统帅部负责人和马克思内阁多数成员都坚持对这些政党维持禁

令，而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泽韦林则要求取消禁令。他的理由

是，经验表明，国家镇压无异于为从事敌视国家的行动做宣

253 传。艾伯特1924年2月28日颁布的规定是两个对立立场之间

的折中。这个规定废除了1923 年 9月26日和11月 8日的军

事紧急状态。限制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权的规定，以及

泽克特的政党禁令一律失效。与此同时，艾伯特授权帝国内政

部部长可以对敌视国家的行动采取必要措施。为了这个目的，

可以继续限制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禁止露天公共聚会和游

行。根据普鲁士的要求，邦中央机关可以做出例外的决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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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紧急状态法”实施了8个月，直到1924 年10月25

日，德国总统的另一则规定废除了这一紧急状态令。3

紧急状态令的内容虽然有所弱化，但是继续实行紧急状态

令的目的是防止帝国政府被突然剥夺所有的权力。第三个紧急

税收法规颁布后的第二天，就在1924 年 2月15日，1923 年

12月8日生效的授权法到期，也不可能再次赋予马克思内阁

新一轮的特殊全权。2月 20日，国会再次举行会议，德国社

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提议修订或废除根

据两项授权法颁布的各种法令。社会民主党最希望废除关于裁

员和增加工时的有关规定，并用财产税附加费取代租金税。但

是政府抢在国会投票前先行了一步。根据内阁的要求，3月13

日德国总统解散了国会。艾伯特显然被说动，担心修改第三个

紧急税收法规会危及新货币。国会的新选举定于1924年 5月

4日。其实1920年6月6日选举产生的德国国会的立法期在

选举日的四周后也该正式结束了。4

在帝国各地曾经一度被禁止的政党这次都参加了竟选，这

让人对国家施压的作用感到怀疑，同时也证实了泽韦林的怀疑

态度。“德国十月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

派别斗争，最后以极左翼获胜告终。共产国际和联共(布)

的贡献是，把围绕在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周围的“右翼”分

子开除出党。他们被称为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顺从的追随者。剥

夺他们的权力，这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驾

马车”的共同目标，这“三驾马车”在列宁1924年1月 21

日去世后已经成为苏联新权力的中心。但是甚至连左派的季诺

维也夫都认为，德国共产党的向左转有些用力过猛。大多数失 254

业的党员选举“左翼”代表参加 1924年4月法兰克福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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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而这些代表又支持绝大多数“超左翼”的领导层，包括

知识分子露特·菲舍尔、阿尔卡迪·马斯洛、维尔纳·沙勒姆

(Werner Scholem)和阿图尔·罗森贝格，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

代表、汉堡的码头工人恩斯特·台尔曼，他是共产国际特别信

任的人选。不管季诺维也夫如何劝告，被选进党中央的非激进

共产党人依然只占少数，而“右翼”的克拉拉·蔡特金甚至

未能入选。

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带有极左派的痕迹。代表们表示，要消

灭“布兰德勒主义的残余分子”,回到以“鼓动革命和动员群

众的方法”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策略上来，并宣布向社会民主

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德国民粹自由党发起“歼灭战”。

党代会称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革命”,为此必须成立工

人政治委员会，以团结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另外一个关键

问题是，要把当时与社会民主党极为相似的共产党扭转到非法

的方向上来，党只有依靠基层行动小组，违法行为才能够站得

住脚。虽然联共(布)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成功

落实它的所有人事要求，但此后德国共产党在组织架构上开启

并始终如一地践行了布尔什维克一直以来的愿望：德国政党的

布尔什维克化。15

即便在军事紧急状态结束后，极右翼党在邦层面也是被禁

止的。然而这并未阻止它们参加国会竞选。部分已解散的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民粹自由党结成联盟，目的是一起

争取反犹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赞成票。民粹自由党和一

个名字里有“社会主义党”的运动结合，自然在某些资产阶

级圈子里引起了强烈的不信任感。1924年4月，《西北德手工

业工人报》(Nordwestdeutsche Handwerks-Zeiturg)认为德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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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自由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是纯粹的工人运动，并

警告说，它是“置入黑白红包装内的布尔什维克毒药”。但是

4月6日的巴伐利亚邦选举表明，许多选民并不担心极右翼的

激进态度：“民粹阵营”名单上有很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人参与竞选，他们在129个议席中占了23个，与社会民

主党议员人数一样多。16

与其他党派相比，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最强调因通货膨胀受 255

到损失阶层的要求。彻底恢复债权人的权利是民族人民党在国

内竞选中最重要的口号。民族人民党人可以指望选举取得好结

果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右翼自由派的德意志人

民党发生了分裂。1924 年 3月12 日，一个民族自由协会问

世，宗旨是影响“德意志人民党，把方针调整到专注民族的、

反社会主义政策的方向”。这个新成立协会的支持者是几周后

于1924年4月10日去世的胡戈·施廷内斯，以及以他为代表

的重工业家们。施廷内斯集团的总经理阿尔贝特·弗格勒4月

在德国工业帝国协会和德国雇主协会联合大会上明确阐述了这

个民族自由协会发起人的政治初衷：“超越党派的国家已经成

为过去，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努力使其再生。”

德意志人民党主席对“民族自由分子”的分裂活动立即

做出斩钉截铁的回复：“党内不能也不允许存在这样的特殊组

织。”4月7日，党主席得到中央委员会声明的支持，开除了

民族自由协会的成员。被开除的人当中还包括弗格勒和埃森商

会负责人赖因霍尔德·夸茨。受制裁的人们马上反击，呼吁要

把选票投给德意志民族人民党。3月底，德意志人民党在汉诺

威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声明，社会民主党在帝国政府中已经失

败，“根据历史的发展以及为德国文化和经济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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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资产阶级现在提出领导国家的要求。但是，下面的一句话

又为建立一个大联合执政联盟留出了一扇门：“凡是愿意秉承

爱国精神参与重建强大德国的人，就不应该遭到拒绝。”17

这句话中暗指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国会选举中正处于前所

未有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党内争执是因持续了数年的“萨克

森冲突”。1923年12月14日，萨克森的德意志民主党撤回了

对社会民主党费利施领导的内阁的支持，迫使邦总理宣布政府

解体。1924年1月 4日，社会民主党邦议会党团的大多数在

与柏林的党领导秘密协商后，决定与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

民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这一决定有悖于12月初萨克森地方

党代会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称，未经党代会批准不得再成立

256 执政联盟。因此议会党团中占少数的15名议员马上提出反对

1月4日的决议，拒绝多数人请迄今的邦财政部部长马克斯·

黑尔特(Max Heldt)任邦总理候选人的提议。尽管如此，黑

尔特还是当选邦政府首脑，对此 25名社会民主党人投了赞

成票。

1924年1月6日召开的邦党代会上，77票对16票的不信

任票表达了对议会党团多数的强烈不满。与两个自由党组成的

联合政府是“对资产阶级暴力政策的屈服”。议会党团多数则

明确表示，他们深知这一行动的影响范围，但仍决定不放弃他

们的决议。之后，邦党代会在三票反对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萨

克森的社会民主党“不参与黑尔特内阁，也没有责任组建这

一联合执政政权”。

议会党团多数派置党代表大会决议于不顾，并非没有充分

的理由。如果社会民主党拒绝一个大执政联盟，那么另外一个

多数执政的选择，就是包括民族人民党在内的资产阶级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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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推出一个与共产党合作的新版本，但是这种统一阵线有过

一次惨痛的失败。这两种选择都是负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希

望看到的，因此德累斯顿邦议会党团多数成员都确信，在与萨

克森地方党组织多数人发生争执的问题上，全国党代会上多数

人会认为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次党代会原定于1924 年3

月底举行，但因国会提前选举推迟到了6月。不言而喻，社会

民主党领导不愿意在竞选期间向公众展示一个内部分裂的

政党。

1924年1月初，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萨克森危机的一段

评论，揭示了这次冲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争论核心无非就是

这个德国最大政党与议会民主的关系。“必须承认，在德国议

会制度创立之前，这个党处在相对舒适的位置上。”《前进报》

这样写道：“这个体制致命的必要性，就是要建立多数，要组

建政府，这将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棘手的问题。”

前共产党主席保罗·列维现在是社会民主党极左翼的代

表，他认为事情并不那么复杂。“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政

党是一个天生的反对党，”他在1923年11月底写道，“这个

人民国家与原有的集权国家有着同样的经济内涵⋯⋯因此，社

会民主运动由此得出的基本立场就是在野党的立场。”社会民

主党三位主席之一奥托·韦尔斯在1924年2月中旬得出的结

论则截然相反。在勃兰登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地区党代会上，

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强调，从政府组建的第一天起，社会民主

党就是被迫践行联合执政政策的。“单单为了实现和平，就有 257

必要参与执政。我们可能犯了错误。我认为错误在于没有一直

参与执政。过多考虑反对参与联合执政的意见是错误的。”18

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一派脱离了德意志人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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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国会选举后成立一个新的大联盟不再绝无可能。无论如

何，除了巴伐利亚人民党外，资产阶级中间政党中，没有一个

团体原则上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合作。1924 年1月底，即将上

任的德意志民主党主席埃里希·科赫-韦泽在党委会上表示，

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取代大联盟的其他可行方案。现任的少数派

政府不可行，它只不过是下次大选前的一个临时方案，甚至与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结成资产阶级阵营也不可行，因为“民族

人民党的强势和傲慢”会占据上风，“我们已经从巴伐利亚的

经历得到了惨痛教训”。

1924年2月28日，科赫-韦泽在国会上的语调听起来像

是号召进行阶级斗争。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德意志民主党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防止国家屈服于经济界。但是今天还有另外

一场战斗。“现在出现了另外一场战斗，经济落入几个经济巨

人手中后，经济界发起了反对服从国家的斗争。”令他深感忧

虑的还有：“今天，部分工厂主试图清除1919年和1920年共

产党的工人多次施加给他们的恐怖后果。如果过多地强调他们

是企业主人的立场，这将无助于我们经济生活的自由发展。”

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路德维希·卡斯(Ludwig Kaas)主

教3月5日在国会上也强烈谴责某些雇主阶层，称他们“滥用

权力”,利用工时紧急法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中央党原则上坚

持 8小时工作日，并且希望经济危机过后出台新的工作时间

法，将 48小时周工时数定为重体力工作时间，而其他工种工

时的相应规定则根据生产条件并参考国外的竞争力，但要短于

雇主现在提出的工时数。9

1924年4月9日，一次外交事件成为资产阶级中间政党

与社会民主党在内政方面相互靠拢的标志，有望成为政治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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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温和派重新合作的基础。这一天，道威斯委员会的评估在巴 258

黎发表。它并没有提出德国应赔款的总额，但认为1921年 5

月伦敦最后通牒提出的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索赔额显然超过

了德国的经济能力。为了不危害德国货币，债权国应指定一个

赔偿代理机构负责汇款保护，即确保付款方式兼顾马克的对外

比值。该委员会希望，最初每年支付10亿金马克，并在 5年

内增加到每年 25亿金马克。考虑到法国让德国提供担保的强

烈要求，委员会提议将德国铁路转型为一个有限公司，并承担

一定的债务，债权国代表也进入该公司的监事会。专家委员会

还建议抵押德国某些税收，德国工业提供计息抵押的50亿马

克作为进一步的担保。

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 8亿马克的外国国债，作为

委员会提议新筹建的中央银行的基本金，并以此确保货币稳

定。这笔国债的收益先用于支付给协约国在德国国内的费用，

例如实物供应和占领费用。《道威斯计划》确定了支付赔款要

考虑德国货币稳定的原则，除此之外还要提供外国贷款，主要

是美国贷款。这是该计划中为德国开启的最令人鼓舞的前景。

委员会对德国主权限制的要求很严厉，但比法国和比利时在

1923年1月占领鲁尔地区时要求用领土担保更容易承受。

美国介入欧洲事务这种新做法，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明显

地标志着战后时代的结束。美国的影响及法国自身的经济弱势

令后者认识到，无法强求在欧洲大陆上永久称霸。自1923 年

底以来，德国一直希望华盛顿能够提出建设性建议以解决赔偿

问题，并阻止法国单方面行动，这对德国起到了维稳的作用。

期望得到美国贷款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使德国逐步摆脱政

治低迷。美国对振兴德国经济有着浓厚的兴趣。1914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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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一直是美国商品出口最重要的接收国，美国资本在

259 其他任何地方的投资都不如在德国得到这么高的盈利回报。华

盛顿之所以这么晚才决定在赔款问题上正式出面调解，主要

原因在于“孤立主义者”的反对。美国公众对任何形式海外

活动的怀疑态度依旧非常强烈，因此暂时还不能想象，美国

能够为新的经济承诺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美国还不能真正

履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落在他们肩上的领导世界经济的任务。

然而，为欧洲人指明出路，以摆脱赔款政治僵局，这个决定

是1923 年秋季至1924 年夏季对世界政治局势变化做出的决

定性贡献。20

同时，苏联也以自己的方式为维稳做出了另一份贡献。斯

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进一步剥夺了

托洛茨基的权力，这就意味着他们执行的是不同于托洛茨基有

关世界革命是一场永久革命的方针。虽然斯大林在1925年才

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但自 1924年1月列宁去

世后，受斯大林影响的苏联外交政策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德

国十月革命”的失败验证了这位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判

断。苏联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苏联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欧洲

唯一的革命国家，也就是说它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存。越来

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准备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23 年

底，除波罗的海邻国外，只有两个欧洲国家迈出了这一步：德

国1922年4月与苏联建交，缘由是为了签订《拉帕洛条约》;

1923年9月，波兰也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924 年 2月1

日，第一个战胜国正式承认苏联，这就是1924年1月后由麦

克唐纳工党内阁执政的英国。几天后法西斯意大利紧随其后。

1924年2月和3月，奥地利、希腊、挪威和瑞典也与苏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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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外交关系，同年晚些时候中国、墨西哥和匈牙利也迈出了

这一步。最后，法国于10月和苏联建交，法国在1924年6月

已由激进社会党人赫里欧担任总理。

作为两翼势力之一的美国在1917年进入欧洲，1923年至

1924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选择的孤立主义政策，并且

开始在欧洲旧大陆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翼

的苏联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它放弃了过去几年反复尝试的

革命干预，投身于自己国家的转型建设。然而，在之后的几年

里，莫斯科依然通过两种渠道出现在所有欧洲民主国家中：一 260

是借助于外交使团，目的是保护共产主义革命的祖国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借助各国共产党，他们的任务是努力

把各自国家推到苏联希望的轨道上来。

前面提到的伦敦和巴黎的政府更迭，也属于1923～1924 年

世界格局的变化。在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在1923年12月6日下

院的选举中击败了保守党。1924年1月23日，英国迎来了第一

任工党政府首脑拉姆齐·麦克唐纳。这个内阁是一个需要依靠

自由党的少数派政府，因此从一开始就不稳定。1924 年11月

初，工党不得不将权力再次让给10月31日大选中获胜的保守

党。但是英国在工党执政期间，正好是从道威斯评估计划出台

到1924年 8月伦敦会议上签署《道威斯计划》的这段时间，

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德国很期待这一届内阁比

保守党政府在政治上能做出更多的让步。

法国的政权更替对德国更为重要。德国国会选举一周之

后，1924年 5月11日德国西边的邻国举行了内阁选举。这次

选举中，以普恩加莱为首的民族阵线失去了多数地位，社会党

和资产阶级激进社会党的选举联盟“左翼联盟”获胜。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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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阵线的发起人之一的国家总统米勒兰(Millerand)引咎辞

职。6月14日，喜爱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爱德华·赫里欧出

任资产阶级左翼新内阁首脑，这一届内阁得到了社会党人的支

持。德国可以指望他比普恩加莱有更多的谅解诚意。

《道威斯计划》的出台是德国国会选举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帝国政府于4月27日在竞选呼吁中提到了协约国的建议，

称尽管它要求德国做出最大牺牲，但“对于我们没有防御能

力的人民来说”仍是一个进步，因为他们用经济理性取代了

军事暴力。社会民主党的反应是积极的。而共产党人和民族主

义右翼则呼吁反对新的赔款条件。泛德意志协会要求建立民粹

专政，彻底与履行政策决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则称这个报告

是“奴役的审判”,是“凡尔赛第二”。德国共产党就像民族

人民党的好学生。1924 年 5月1日，德国、法国、比利时和

意大利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同样谴责《道威斯计划》是

261“凡尔赛第二”,这个计划是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奴役”,是对

其他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奴役。3

1924年 5月4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激进右翼取得巨大

成功，温和派左翼失败惨重。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得票比1920

年增加了140万张，得票率从15.1??升至19.5??它一下子

成为中产阶级阵营中最强大的势力和第二大政党。与群龙无首

的纳粹党结盟的德国民粹自由党首战告捷，他们赢得了190万

张选票，得票率为6.5??1924年5月，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

选民选择了反对共和的右翼党派。

中间派左侧的政治势力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权重从社

会民主党向共产党倾斜严重，但“马克思主义派”的总票数

则大幅下降。1920年6月的国会选举中，包括1921年和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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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地方候补选举，工人政党总共获得1170万张选票，占有

效选票的41.7相比之下1924年5月的得票只有 970万张，

占有效选票的34至少损失了2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的

选票从610万张降至600万张，得票率从 21.7??至 20.5??

初看起来似乎损失不大，实际上却是一场灾难：1924 年 5月

的选举中，重新合并后的社会民主党获得的票数少于多数派社

会民主党在1920年的票数。1920年有 500 多万选民把选票投

给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令该党取得了17.9??份额。很显然，

这些选民中没有多少人认为社会民主党现在是他们新的政治家

园。共产党获得近370万张选票，这相当于12.6??份额。共

产党第一次以无产阶级群众政党的身份在国家层面参加选举，

但是他们赢得的300多万张选票远远少于两个社会民主政党损

失的500万张选票。

资产阶级中间党和温和派右翼当中，也有一部分蒙受了巨

大损失。德意志人民党在1920年6月的得票率为13.9?90

万),1924年5月得票率降至9.2?70万)。德意志民主党

的得票率从8.3?30万)降到 5.7?66万)。天主教党

派的变化相对较小。中央党的得票率从13.6?80万)降至

13.4??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得票率从 4.2?17 万)降至

3.2?4.7万)。资产阶级小型政党在1924年 5月的得票率

共计8.5?50 万),与 1920年相比，它们的票数增长了

5.3个百分点(156万)。

对个别选区和城镇的调查证实了一些可想而知的猜测：激

进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国民粹自由党主要获得了曾经

选择两个自由党选民的信任。同样从这里获得选票的还有一些

德国中产阶级和农业小型党派。在这些党派中，简称经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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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的德国中产阶级帝国党(Reichspartei des deutschen

262 Mittelstandes)的规模最大。共产党获益于当年投票给独立社

会民主党的选民，当然也获益于当年投票给多数派社会民主党

的选民。然而，还有一种更令人吃惊的选民倾向的变化。从前

选择工人政党的相当一部分选民，这一次很可能转向了激进的

右翼政党。特别在新教徒占多数的易北河以东地区，一方面是

工人政党票数的损失，另一方面是民族人民党票数的增加，这

两者的关联性很明显，在某些地方与民粹自由党选票增加的相

关性也很明显。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的选区，都可以看到相应

的变化。1924年5月出现的选民倾向左右移动的情况，农业

工人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在弗兰肯(Franken)这个民

族社会主义者的早期据点，极右翼在纺织业所占比重较大的某

些地区吸引了1920年选择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选民。但是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国民粹自由党新获得的大多数支持者不

是工人，而是独立执业和非独立执业的中产阶级，在通货膨胀

时期，这些中产阶级对国家的信任大打折扣。

马克稳定后的第一次德国国会选举，恰逢政治动荡趋缓之

际。如果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举行选举，比如在1923 年夏天

和秋天，左翼和右派激进势力肯定会更受欢迎，而民族主义右

派可能会比极左派的吸引力大得多。共产党的政变企图只能导

致一个结果：在国防军的支持下建立一个“民族专政”。从

1924年春季回过头来看，魏玛能在1923 年危机中幸存下来，

而没有陷入公开专政统治这件事在半年前绝不是那么理所当

然的。24

这次选举令民族人民党上升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加

上农民党的10名议员加盟，民族人民党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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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出领导新政府的要求并不出乎意料。在其他资产阶级政

党中，尤其是德意志人民党赞成民族人民党执政。但施特雷泽

曼的政党还附加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让民族人民党很难满

足，因为它与自己的竞选口号冲突。这个条件就是明确认可道

威斯委员会的报告。另外，没有一个中间党派愿意接受民族人

民党提议的总理人选——海军元帅冯·提尔皮茨。结果帝国总

统艾伯特请5月26日宣布辞职的威廉·马克思再次组阁。与

民族人民党的谈判和以前的谈判一样没有取得成功。德意志民 263

族人民党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令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接受：

改变外交政策，施特雷泽曼卸任外交部部长，提前重组大联合

执政的普鲁士邦内阁。一切迹象表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也知

道，这些要求根本得不到满足，因此他们只是表面上参与谈

判。出于政党战略，民族人民党想在赔款问题解决后再加入德

国政府。看透了这一计谋的马克思于6月3日中断了谈判。就

在同一天，他宣布各前部长就职。5

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惨败后，没有任何一方认真考虑

过重新组建新的大联合政府。6月11 日至14日，在柏林举行

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左翼猛烈批评党领导迄今的大联合

执政政策。德国金属工人协会主席、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罗伯

特·迪斯曼(Robert DiBmann)提出要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

争政策”,反对“兼顾国家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党”的方针，

只有这样才能夺回投入共产党怀抱的那些无产阶级选民。党主

席赫尔曼·米勒在陈述中表达了歉意，纵观过去几年的联合执

政，“我们进入政府是因为我们必须进入。迫使我们这样做的

几乎总是外交上的原因”。米勒提交了一份议案，代表们以

262 票对105 票通过了这项提案。党代会在该提案中称，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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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政策是一个策略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只有在

“权衡弱势群体利益的所有利弊后，在确保工人阶级不做出单

方面牺牲”的前提下，社会民主党才可以参与执政。社会民

主党并未表示反对今后参与联合执政，但这个决议的直接效果

很明显：在国家层面，社会民主党认为在野是常态，而参与执

政则是例外。26

支持马克思第一届内阁的巴伐利亚人民党没有参与马克思

第二届政府中。司法部部长埃明格尔于4月14日辞职，因为

慕尼黑的党领导认为必须这样做，以明确抗议中央党决定在巴

伐利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参加国会选举。中央党给巴伐利亚人

民党造成的选票流失，不仅在普法尔茨带来严重后果，而且令

两党之间的分歧在选举后仍然存在，并导致巴伐利亚人民党疏

远了中央党人马克思任总理的少数内阁。27

因此马克思第二届内阁在国会只能依靠中央党、德意志民264

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议席，共占472个议席中的138个。为

了在议会中立足，政府必须争取社会民主党或民族人民党的支

持。而要通过最重要立法草案的《道威斯计划》,仅国会议员

的绝对多数同意也不够。按照专家委员会的建议，需把帝国铁

路改制为公司并承担某些债务，就必须修改德国宪法，这需要

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民族人民党是否会伸出援手，还根本不

能确定。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内阁内外 1924年夏天反复讨论

解散国会以及全民表决《道威斯计划》的问题。28

《道威斯计划》的国际谈判 7月中旬在伦敦开始。欧洲协

约国先和美国开会。德国政府代表团在 8月5日至16日参加

会议。狭义上的赔款问题无须讨论，协约国认为专家的报告已

经阐明了一切必要的内容。于是会议聚焦在政治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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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首先是撤离“新占领区”的问题，德方要求立即撤离占

领区，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敦促下不得不做出妥协：法

国和比利时承诺一年内撤出1921年和1923年占领的领土，并

承诺在最终签署协议的当天，撤离1923 年1月占领的多特蒙

德-霍德地区和莱茵河右岸。帝国总理马克思最后还是放弃了

准备在伦敦提交一项反对《凡尔赛和约》中关于“战争罪条

款”的声明。这一声明在签署《伦敦协定》的前一天，即 8

月29日由柏林以正式抗议的形式公之于众。这一抗议的内容

实际是给民族人民党看的，因此会对这些人产生一些影响。但

是，如果在伦敦引发外交轰动事件，那么德国无异于玩火。出

于外交和经济的原因，德国非常需要前战争对手们的信任。

《伦敦协定》对德国来说意味着重大成功。正如麦克唐纳

首相所说，这是“自战争以来第一个真正达成的协议”。莱茵

兰仍留在德国，并且在经济和财政上再次完全归入德国大家

庭。由于帝国银行实行的严格贷款政策，地产抵押马克维持了

购买力，这一临时货币完成其使命后让位给新德国马克，新货 265

币的40??黄金或外汇挂钩。一些新成立的机构和新人员大

大限制了德国主权，例如：负责赔款汇款的外国总代理；监督

钞票发行的外国专员；德国帝国银行总管理委员会中一半由德

国人，一半由外国人组成；德国铁路管理委员会里同样德国人

和外国人各占一半，等等。但与此同时，德国通过道威斯贷款

得到了经济启动援助，这是获得进一步外国贷款的开始。这不

仅是经济上的胜利：德国现在能够在物质上支持其政治复兴，

并提出全面修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

在伦敦确定的新秩序中，法国是失败方。法国未能实现占

领鲁尔区时设定的目标，不得不因相对的经济和金融劣势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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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吞下其政治后果，从此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也暂告一段

落。伦敦会议上达成的是德国与法国之间脆弱的平衡，双方也

在不同领域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优势：法国在军事领域，而德

国则在经济领域。这一点从长远角度看更加重要。29

毫无疑问，《道威斯法案》中的大部分都能够在国会中获

得多数通过：执政党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民主党会投赞成票。

但是《帝国铁路法》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因此

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民族人民党中是否

有足够的议员冲破阻力投赞成票。因此，德国工业帝国协会、

基督教民族工会，甚至一段时间里，就连附加诸多条件的帝国

乡村同盟(Reichslandbund)也出面动员民族人民党。德意志

人民党提出的建议是，如果民族人民党同意《道威斯计划》,

它就可以加入德国政府执政。德国总统和总理则要挟，如果不

接受《伦敦协定》就解散国会。面对协约国指责德国犯下战

争罪的说法，德国政府在 8月29日发表了上述那份声明。声

明称如果不把德国人民从“这些错误指控的锁链”中解放出

来，依旧把德国人视为“人类的罪犯”,就不可能实现各民族

之间的真正理解与和解。

这种施压与诱惑、威胁与让步的结合起了作用。在 8月266

29日的决定性投票中，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中52 人投了反对

票，48 人投了赞成票。《帝国铁路法》要得到修宪的多数，需

要466名法定议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出席，出席的议员中需要

有三分之二投赞成票。投票当天共有 441名议员参加投票，因

此 294 张赞成票就能达到合规的多数。这一法案实际以314 票

得到了通过。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中接近半数的赞成票让接受

《伦敦协定》成为可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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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威斯法案》三读后的第二天，德国国会本应受理德国

政府提交的一项法案，法案的内容是对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友

善行为给予某种形式的政治奖励。农业部部长卡尼茨伯爵

(1923年10月前他一直是民族人民党员)提议，重新引入

1914年被暂停的农业关税，于1925年1月10日重启1902 年

的“比洛关税”。根据《凡尔赛和约》,从1925年1月10日

这一天起，德国不必单方面给战胜国以最惠国待遇，因此德国

有了更多的贸易政策活动余地。1924 年 6月卡尼茨曾在国会

中提及乡村同盟对关税的要求，并在内阁公开阐明，用这种方

式最容易争取民族人民党的反对派同意《道威斯法案》。内阁

起初甚至准备在讨论《道威斯法案》之前就向国会提交这一

关税提案，但随后因工会抗议和普鲁士政府的警告改变了时间

表。关税提案一读最终定在 8月30日，但是未能进入投票环

节，因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退出了全体大会，令国会无法做

出任何决议。随后国会休会至1924 年10月15日。议会休会

结束三天前，政府宣布由于收成条件的变化，不能再坚持这种

方式的关税提案，因此予以撤回。

左翼的议会阻挠活动是某种政治自卫。社会民主党和共产

党人一起阻止了议会处理这部法律草案，他们阻止了一种不能

苛求本党支持者赞同的行为，这种行为对整个经济界都是不负

责任的做法。农产品的保护关税，特别是谷物保护关税必定会

增加广大民众的生活成本，必定会造成相关国家为抵制德国工

业出口而实施制裁措施。可以预计，农业保护主义复燃的最终

结果将危及德国的就业。

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原则上也持同一种观

点。但是自1924年9月底以来，马克思内阁中极右翼党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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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始调整政治方向，如果不向大农场主做出大幅让步，这一政治

目标就无法实现：德意志人民党要求民族人民党参与执政，从

而兑现8月29日决定性投票前夕向民族人民党做出的承诺。

《道威斯法案》通过后，德意志人民党的右翼认为，不再需要

继续顾及社会民主党。与前一段时间相比，此时的内政确实更

容易稳定右倾的状态。民族人民党中相当一部分人协助通过了

《伦敦协定》之后，右翼势力似乎在外交方面也不那么危险了。

然而，帝国总理对成立一个资产阶级阵营的内阁深表怀

疑。马克思认为，右翼政府在内政上会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强烈

反对，在外交上会为占领区制造重重困难。此外，他必须考虑

到德国民主党和自己本党的左翼都反对与右翼联盟。因此，10

月1日政府首脑提出了一个看上去极有智慧的解决方案：同时

向左和向右扩展联合政府，这个“人民大合作”政府将社会

民主党和民族人民党都包括在内。

这样一种“全方位大联盟”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厢情愿：

左翼和右翼两个政党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没有任何一种妥协可

以弥合这种隔阂。尽管如此，在10月上半月还是开始了就这

种政府联盟的谈判。内阁于10月7日提出的“准则”有意选

择了模棱两可的表述，如拥护《魏玛宪法》和《伦敦协定》,

提高生产，保证分摊赔款费用的社会公正性。社会民主党人

10月8日的呼吁要求内阁做出更精确的确认，包括保持政府

的共和制，继续执行马克思内阁迄今的外交政策，以及批准国

际上实行 8小时工作制的《华盛顿协定》。同一天，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表示了坚持基督教文化和青年教育，否认阶级斗争，

对战胜国正式澄清“战争罪不在德国”的态度。因此社会民

主党有充分理由得出结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是在拒绝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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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合作。10月15日，总理也得出同一结论。向左右两侧

扩大内阁的尝试就此告败。

除了“全方位大联盟”外，理论上还有四个其他解决方

案：第一个选择是单方面向右扩大内阁，这是德意志人民党的

要求，但遭到了德意志民主党和部分中央党严厉拒绝；第二个

是和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盟，这是德意志民主党希望达到的目

标，但受到德意志人民党和中央党大多数的反对；第三，保留 268

目前的马克思少数内阁，但国会将提出不信任议案，而且通过

概率会很大，因此德意志人民党并不赞同由德意志民主党提出

并得到中央党支持的这个建议；第四，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解

散国会，内阁于10月20日做出了这一决定。艾伯特在同一天

就解散了国会，这也是内阁认为无法挽救的既成事实。新大选

日期定于1924年12月7日。32

1924年的第二次国会大选正值经济全面复苏，这在很大

程度上归功于此时涌进德国的外国贷款。帝国银行颁布的严厉

信贷闭锁机制导致1924 年夏季失业率急剧上升，但到了秋季

失业率开始持续下降。工会组织中工人的失业率从 7月的

12.4??降到11月的 7.3??来自12个行业的数据显示劳资

协议的小时工资在增加，从1924年1月的平均57芬尼增加到

1925年1月的72.5芬尼。总的来讲，相对于争取减少工时的

抗争，工会在薪金方面取得了更耀眼的成绩，尽管工时方面也

有改善：根据德国总工会的调查，1924 年 5月有 54.7??工

人每周必须工作 48小时以上，13??工人甚至超过54 小时；

到了1924年11月，只有45.4??工人工时超过48 小时。3

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让左右翼极端党派没有理由对选

举有特别高的期望值。但是他们仍不想改变战术和缓和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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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共产党人喜欢在国会中用口哨和儿童喇叭来“调节气氛”。

他们嘲笑市议员相互握手的规定，有些地方的共产党人在开会

时戴上红色连指手套，或者在履行握手义务后，特意在自带的

盆里洗手。红色阵线战士同盟(Roter Frontk?mpferbund)成立

于1924年7月，成立初期就把矛头对准同年 2月创建的黑红

金帝国旗帜团(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这个组织是

一个主要由社会民主党工人组成的共和势力的防卫组织。两个

团体之间的斗殴在1924年夏季和秋季已经是家常便饭。

1924年8月在魏玛成立的极右翼政党——民族社会主义269

自由运动也参加了竞选活动，这里聚集了德国民粹自由党和主

要来自北德的纳粹党成员。埃里希·鲁登道夫和阿尔布雷希

特·冯·格雷费号称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两人5月都当选

为国会议员。在魏玛召开的“帝国大会”上，这个“运动”

宣布忠于1920 年的《希特勒二十五点计划》,承认由鲁登道

夫、希特勒和格雷费担任集体领导。一部分纳粹党员则拒绝鲁

登道夫为正式党魁，而是团结在一个没有参加国会选举的大德

意志民族共同体周围。此时希特勒被囚禁在兰茨贝格，没有参

与其追随者的争执，而是致力于撰写他的《我的奋斗》一书。

1924年12月 23 日希特勒提前获释时，他的声望在各个极右

翼阵营依旧。34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政党最有可能指望

因极端势力失势而获益。他们对外尽量掩饰内部的分裂。德意

志民族人民党国会议会党团在 8月29日投票中意见不一，此

后一度出现反对党领导层的涌动：《伦敦协定》坚定的反对者

在易北河以东地区乡村同盟那里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这些人

一起发起了反对党领袖赫格特的活动。这位前普鲁士财政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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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本人虽然投票反对所有《道威斯法案》,但对那些持不同看

法的人表示理解。在 9月18 日举行的农业联盟主席会议上，

赫格特表示如果参加德国政府组阁的谈判失败，他将放弃党主

席职务。10月23日他兑现了这一诺言，辞去党和议会党团主

席职务。随后，普鲁士邦议会党团主席、基督教主教会议主

席、温和保守派的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温克勒(Friedrich

Winckler)被任命为临时党主席。

两天前，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在一份公开的声明中宣布了

他们的竞选方向。“我们党的路线依然不变：保皇的、民粹

的、基督教的和社会的路线。我们的目标正如我们的名字所代

表的：德国和民族。我们崇尚的颜色依然是黑、白和红色，我

们的意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创建一个没有犹太人统

治、不受法国统治、没有议会束缚和民主资本统治的德

国⋯⋯”这种肆无忌惮的宣传，主要是针对德国民粹自由党

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支持者。民族人民党的竞选宣传单如同

希特勒的一样，都说“社会民主党是11月事件的罪犯”,而

自己的党则是“最强大的中产政党”,并向“德国人民同志”

宣告：“谁不投票，就会成为犹大的奴隶，成为法国的苦力，

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招进国内，牺牲自己的后代。”10月29 日

的正式选举呼吁书再次让全世界看到了民族人民党反共和的基

本态度：“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做强做大，靠我们的实力和重 270

要的影响力，强势进入政府。在帝国和普鲁士举行大战的日子

即将到来，它将决定黑白红与黑红黄谁胜谁负。民族阵营绝不

能分裂!”35

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相比，社会民主党在解决或避免党内

矛盾方面并不那么成功。年初开始发酵的“萨克森冲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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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和邦议会党团多数之间在1月4日因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组建邦联合政

府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中央党在新教地区萨克森基本没有什

么影响力)。在6月的柏林党会议上，这个冲突只是得到了表

面上的解决：参会代表批准了一个专门的“萨克森委员会”

提出的折中方案，规定地方党代会的决议原则上对议会党团有

约束力。但是，“如果这类决定与全国党代会的决定相抵触，

或严重损害整个政党利益”,那么在全国层面，党主席和党委

会有权“在帝国党代会的决定之前中止此类决定”。柏林党代

表大会还决定，现在不能让萨克森政府落入反动派手中。鉴于

近期的危机局面，应再次启用已经形成的邦议会候选人名单。

“鉴于党内争端已经解决，不必评估党内个别同志的立场。”

4个月之后，事实证明柏林的妥协是在沙子上达成的。10

月26日，在多数邦议员缺席的情况下，萨克森社会民主党地

方党代会做出一个决议，要求立即解散邦议会，并提出在12

月7日这个德国国会选举的日子同时举行邦议会选举。地方党

代会还建议：“迄今的议员将(再次)得到提名。出于慎重考

虑，特别是从党的利益出发，极个别人将不再获得提名。”除

了“特别是从党的利益出发”这几个字外，该决议是符合柏

林党领导批准的建议的，这也是两天前争执双方达成的一致看

法。然而，附加的内容彻底颠倒了最初的建议：地方党代会让

下属机构自行决定，哪些议员获得再次提名，哪些议员由其他

人替补。某些地方也是按照这个决定做出了相应的选择。

面对萨克森左翼势力突如其来的袭击，柏林党领导的回复

是，向德累斯顿议会党团建议，先解决邦议会候选人提名的争

执问题，然后提出解散议会的提案，或赞同其他政党的相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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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议会党团大部分人遵守了这一指示，并于11月 8日拒绝 271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共产党解散议会的提案，因此这个提案未

获通过。三天后，萨克森社会民主党地方有关部门强烈谴责

23 名投票反对解散国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指责他们严重违

纪并损害了党的利益。要求各地方组织尽快撤销“破坏纪律”

议员的职位。萨克森的党领导机构对由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斯·

黑尔特领导的政府表示非常不信任，称17名赞成解散议会的

议员才是社会民主党的真正代表。

萨克森地方党组织的挑战似乎令党主席一时哑口无言。直

到11月13日，他才宣布，目前不会对萨克森地方机构和议会

党团少数的最新言论表态。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搁置地方政治问

题的一切矛盾，不要削弱帝国层面与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阵营

的斗争。

顶层的沉默似乎也无法缓解冲突了。11月19日，萨克森

议会党团多数派的上千名支持者，包括许多长期任职的官员在

德累斯顿开会，宣布“23 名温和派拒绝解散邦议会，为工人

阶级做出了比激进派更大的贡献”。议会党团多数的支持者向

黑尔特政府保证提供支持，并承诺“竭尽全力教育群众，不

让灾难政客的诡计得逞”,并将他们的要求归纳为简洁的口

号：“不要夸夸其谈的政治，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

在德国国会选举前不到三周，“萨克森冲突”达到了戏剧

性的高潮。1914年以前，萨克森是社会民主左翼运动的堡垒，

自1917年以来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据点，现在逐渐流露出

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分裂的苗头。党内激进派显然在有意推动

这一进程，最后党主席不得不尴尬地保持沉默。社会民主党对

1924年第二次德国国会选举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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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未能像5月4日大选前那样团结一致地投入竞选。6

1924年12月7日选举结果的显著特征是明显的去激进

化。极端派政党，例如此次以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出面的德

272 国民粹自由党以及德国共产党，在竞选中各有损失。虽然内部

有纠纷，但社会民主党仍然获胜，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得票也有

小幅增长。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从 20.5??至26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从19.5??至 20.5??德国共产党则从12.6??

降到9统一后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和民粹自由党从6.5??

降到3??而中间党派和温和右派的变化相对不大。自由党派

和天主教党派相比1924年 5月大选均各自上涨不到一个百分

点。德意志民主党从 5.7??长到 6.3德意志人民党从

9.2??高到10.1??中央党仅有小数点后的略微变化(12月为

13.6?月为13.4?巴伐利亚人民党也是如此(分别为

3.8和3.2???在较小的政党中，经济党最为成功，得票率为

3.3??人 权 与 重 估 党(Reichspartei für Volksrecht und

Aufwertung,简称 VRP)的得票率仅为 0.4主要原因是德

意志民族人民党也自称通货膨胀受害者的坚定代言人。7

选举结果得出只能组成两种类型的议会多数政府的结果：

大联合政府或资产阶级右翼联盟。12月10日，德意志人民党

表示反对与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而是赞成民族人民党加

入内阁。施特雷泽曼为强调这一要求的严肃性，当场否定了马

克思提出延续之前的少数内阁的可能性。德意志民主党一如既

往地拒绝右翼政府，但从数量上讲，即使没有德意志民主党参

加，也能够组成这样一种联合政府。民族人民党有103 名议

员，乡村同盟有 8名议员，和上届立法期一样，这两个组织组

成了一个议会党团。另外，可以预期巴伐利亚人民党也会加入



9.脆弱的稳定/337

右翼政府。因此在493 个席位中，这样一个政党联盟就占了

250个席位。

当然，关键要看中央党如何决定，1924 年底中央党依然

坚持反对右翼联盟，总理马克思本人也对右翼联盟深感担忧。

在马克思内阁正式辞职四天后的12月19日，马克思与艾伯特

达成一致意见，把新政府成立推迟到1925年1月初，在此期

间上一届内阁继续履行政务。但一些部长认为这是一种示弱的

表现，是很危险的。在12月19日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国防

部部长格斯勒谈到他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的危机不仅是政府危

机，而且与以往的危机一样，这是一次宪法危机。解决办法要

么是强化帝国总统的地位，要么是强化一个有能力与议会抗衡

的帝国政府。格斯勒呼吁进行宪法改革(他认为，非议会内

阁比议会内阁更容易修宪),只有内政部部长雅尔斯明确赞成

这个要求。但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担心“民众中有很多团 273

体，他们乐滋滋地密切注视这种混乱局面和层出不穷的政府危

机，因为他们可以借此向他们的拥护者证明议会民主制度的破

产”。出席会议的中央党内阁成员马克思和布劳恩斯不同意格

斯勒的结论，但同意后者对严峻形势的评估。圣诞节前的最后

磋商也未能做出任何决定，但大家都认识到，由于局势严重，

需要进一步讨论。

格斯勒和雅尔斯可能很明白，他们所考虑的帝国宪法的改

革还缺少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也就是缺少国会中的必要多数。

但是宪法危机和宪法改革这些提法主要是为了达到某些策略性

的目标：为不可避免的右翼内阁上台做好心理准备。新年之

初，德意志人民党率先在普鲁士邦制造出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这大大推动了人们对此的认知。12月7日，普鲁士和全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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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同日举行。1925年1月6日，德意志人民党宣布退出大联

合政府，理由是布劳恩政府也有义务在邦议会选举后退出政

府。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这一步骤绝不是强制性的，实际上德

意志人民党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在于满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为参与帝国执政而提出的条件。

就在1月6日同一天，中央党也表示可以考虑右翼联盟。

帝国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提出了一项提议，这个提议得到内阁

的通过。提议的内容是确保一个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也应该具

备左倾的意识。布劳恩斯请求获得同事们的授权，拟出一份关

于炼焦厂和高炉厂工作时间的规定，在部分大型钢铁企业中，

恢复8小时三班倒工作日，也就是恢复正常工作日。这一惊人

的让步是做给布劳恩斯政党的左翼看的，特别是给工人看的。

劳工部部长想让这些人知道，中央党即使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组成联盟，也会坚定地保护工人的利益。

1月2日以来，马克思接受德国总统的组阁授权。马克思

再次试图化解危机，但未获成功，三天后他把组建政府的任务

还给了艾伯特。根据施特雷泽曼的建议，帝国总统请无党派的

财政部部长汉斯·路德开始下一轮试探性组阁会谈。这位宪法

专家1879年生于柏林，在埃森担任过四年市长，1922 年 11

274 月加入无党派的威廉·库诺内阁，担任农业部部长。像库诺一

样，路德明显站在中间靠右的立场上，在所有党派中他最靠近

德意志人民党。1929 年至1933 年，他是德意志人民党的一

员。1960年他出版了回忆录《无党派的政客》(Politiker ohne

Partei),在标题中就夸赞的“无党派”同时包含了两个意思，

一是议会制度生不逢时，二是魏玛政党危机的征兆。1922 年

以来，无法组建稳定的多数政府导致了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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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授权法和反复使用的第 48 条紧急法弥补了政府得不到议会

支持的不足。这就导致了国内政治的官僚化，这一现象使库诺

和路德这类人在职业生涯上飞黄腾达。当然，马克思也是其中

一人。没有强大政治背景的官员担任总理的职务，似乎最有可

能调和有序政府的要求与当事方的利益，与参与执政或默认政

府的各政党的利益达成一致。

早在1924年10月中旬，路德就在一次部长会议上建议，

帝国总统应该根据帝国总理的建议任命部长，无须等待“各

议会党团正式宣布他们加入联合政府执政”。1925年，路德也

是根据这一想法，组建了一个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专家政府。

显而易见，这一所谓超党派政府的定位是君主立宪制，但路德

的设想无法全部实现。最初他希望四个执政党，即中央党、巴

伐利亚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各派一人进

入内阁，其余部门则由与这些政党靠近的文官担任部长。

最终的部长名单和起初的设想大相径庭。这是一份非常具

有“党派性”的名单。似乎最需要掩饰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推举了三位内阁成员：内政部部长席勒、财政部部长冯·施利

本(von Schlieben)、经济部 部长卡尔·诺伊豪斯(Karl

Neuhaus)。德意志人民党公开推举了任外交部部长的施特雷泽

曼，不公开推举了负责交通运输的“专业部长”鲁道夫·克

罗内(Rudolf Krohne)。中央党仍然由任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

代表。另外在形式上无党派的司法部部长阿洛伊斯·约瑟

夫·弗伦肯(Alois Joseph Frenken)也由中央党举荐。巴伐利

亚人民党的卡尔·施廷格尔(Karl Stingl)出任邮政部部长。

农业部部长仍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前成员卡尼茨伯爵担任。有

一件事近乎怪诞，中央党提议当时名义上仍是德意志民主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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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国防部部长格斯勒作为“专业部长”留任。路德被任命

为总理两天前的1月13日，德意志民主党批准了这一方案，

但并不自视为执政党，也未被其他党派视为执政党。

275 社会民主党立即宣布对魏玛共和国第一个公开的右翼政府

展开“无情的斗争”。但是，路德1月19日在政府声明中采

用了非常节制的口吻，承认共和宪法是政府工作的法律基础，

并且信守各民族的和解和《伦敦协定》,甚至考虑削减目前实

行的工作日时间。社会民主党发言人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表

示，这种政府声明“马克思先生”(指上一届政府总理)也做

得出来。因为内阁成员中有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人，所以社会民

主党宣布在议会内外都要做新内阁“锋芒毕露、坚定不移的

反对者”,强调社会民主党与政府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

沟”。但这种说法可能主要是出于言辞表达的义务。1925年1

月人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路德内阁如果继续执行社会民

主党支持的施特雷泽曼外交政策，是否也会受到社会民主党的

正面抨击呢?3

然而在内政特别有争议的一个领域，路德内阁上任初期就

给最大的反对党提供了一次进行最有效煽动的意想不到的机

会。在全国农业、工业、贸易和银行协会一致表决通过后，民

族人民党新任部经济部长诺伊豪斯在1925年1月底的备忘录

中宣布，如果实物评估的升值超过15实际上是对有产者

的苛求，因此是绝对行不通的。马克思内阁1924年2月14 日

的第三次紧急税收法曾计划实物评估升值15??1924 年的两

次大选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都强烈反对这一法案。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的部分议会党团成员也反对这位部长的突然掉头。在

国会的资产重估委员会中，凭民族人民党候选名单进入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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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贝斯特(Georg Best)提交了一项动议，作为保护

抵押债权人和储蓄者协会主席，他要求对所有受通货膨胀影响

的债权重新进行单独评估，这项动议得到了民族人民党议会党

团中17名议员的支持。

虽然在民族人民党内阁成员的敦促下，民族人民党很快撤

回了该提案，但还是让社会民主党找到了一个进攻的突破口。

社会民主党一年前就竭力反对资产评估升值，现在当然也不会

怀疑全面升值会导致通货膨胀。社会民主党接受贝斯特的提

案，是把战术考量凌驾于国家政治考虑之上。社会民主党认

为，这是在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大资本家”领袖和中产阶级

支持者中间插入楔子的难得机会。1925年 2月初，路德内阁 276

又无意间给反对派的宣传提供了一个有利口实：政府为受法国

和比利时占领影响的鲁尔工业界提供了7亿马克的慷慨补偿。

此时，小储户和投资者再次感到民族人民党欺骗了他们，而社

会民主党巴不得能够充当失望者的代言人。40

1925年2月28日，年仅54岁的艾伯特总统去世，党派的

争执暂时沉寂。总统死亡的直接原因是阑尾炎和腹膜炎。但毫

无疑问，前几个月积累的精神创伤令艾伯特的健康严重受损。

一名民族右翼的记者给他造成的伤害最深。《德国中部新闻》

(Mitteldeutschen Presse)编辑埃尔 温·罗 特哈 特(Erwin

Rothardt)指责德国总统叛国，理由是艾伯特在1918年1月参

与了柏林弹药厂的工人罢工。艾伯特因此对罗特哈特发起侮辱

罪诉讼。1924年12月23 日，马格德堡地方法院扩大评审法

庭宣读诉讼案的判决书，法院以侮辱德国总统的罪名判处被告

三个月监禁。但审判书写明，罗特哈特指责艾伯特参与上述罢

工犯下叛国罪的判断在刑法上是成立的，因此不能说罗特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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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有诽谤罪。

马格德堡法官的恶意中伤，是一个借法律敌视共和国的

典型案例。一些有分量的声音，如知名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格

哈德·安许茨(Gerhard Anschütz)和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等都纷纷发表声明支持艾伯特。整个帝

国政府以及执政的马克思内阁为艾伯特发表了一个恢复荣誉声

明。马格德堡案的检察官立即提出上诉。但这项裁决在此期间

已经生效，它的矛头直接指向艾伯特和他所代表的共和国。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政客和胡根贝格集团的记者们试图

把艾伯特牵扯进巴马特事件中。这种企图与上述活动相似。

1925年1月以来，德国国会调查委员会一直在跟进巴马特事

件。尤利乌斯·巴马特(Julius Barmat)是 20世纪初移居荷

兰的俄罗斯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他向德国运送

了大批粮食。正因为如此，1919年时他成为包括艾伯特在内

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重要谈判伙伴。巴马特事件在恶性通

货膨胀期间才发酵为丑闻，因为他新成立的集团投机业务得

到了普鲁士国家银行和德国邮政的贷款资助。艾伯特在与巴

277 马特的交往中没有得到任何个人的好处。国会应民族人民党

的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并在议会调查委员会的公开

听证会上多次提到德国总统的名字，仅这一事实对于民族人

民党来说就足够了。这个委员会达到了始作俑者的目的，为

反对共和国及其最高代表的斗争提供了有广泛影响力的

平台。

为艾伯特发布的一些讣告好像努力在他死后做出道歉。包

括民族人民党成员在内的德国内阁宣布，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在最困难的时期⋯⋯以模范型的尽责和政治家的智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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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总统的职务”。“艾伯特的为人品质和政治家的卓

越才干”让所有认识他以及和他共过事的人都非常尊敬和赞

赏他。“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在最困难的时期为祖国鞠躬

尽瘁。”

社会民主党的媒体也不乏平息往日争执的种种尝试。帝国

对萨克森实行制裁后，社会民主党对艾伯特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甚至也有人提出把他开除出党的提案，这位帝国总统也确

实被他所属的马具匠工会开除。《前进报》在提到这些紧张关

系和分歧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艾伯特的超越党派的职务使

他远离了党的生活，他只是在正式场合才与大众接触。但是，

这种说法无损于对第一任德国总统积极的总体判断。“艾伯特

不但是伟大的理论家和伟大的宣传家，他还是德国工人运动中

第一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解。工人阶级

越理解这种立场，他们就越能证明自身的日趋成熟。尊重弗里

德里希·艾伯特，就是尊重他们自己。”42

在艾伯特生前鄙视他、讨厌他的那些人，在他去世后仍是

如此。不仅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民粹自由党右翼如此，共产党

也不例外。共产党议员赫尔曼·雷莫勒1925年 3月1日代表

共产党在国会向去世的德国总统致悼词时说，他的离世，是

“带着德国无产阶级的诅咒进入坟墓的”。回顾历史，我们可

以看到，艾伯特最大的成就似乎就是共产党人指责他的地方：

他致力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温和派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艾伯特在1918年比许多党内盟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相互之

间的“阶级妥协”是共和国生存的基础。因此，他反复敦促

社会民主党与中产阶级中间派结盟，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

的德意志人民党结盟，不要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时轻易放弃



344/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278 这一联合政府。艾伯特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也有着清醒的判断。

1922年，他特别对德国与苏联单独结盟的致命后果发出了预

警，但无济于事。第二年，法国和比利时占领鲁尔区就是对

《拉帕洛条约》的回答，但艾伯特已无法阻止这一条约的

签署。

除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功绩外，他的局限性也是显而

易见的。他常常依赖军事顾问和官僚顾问的判断，丝毫不加怀

疑。在君主制垮台后的头几个月，以及1923 年金融危机之秋

皆是如此。德国国防军得以发展为“国中国”,成为威胁共和

国的隐患，艾伯特对此应负责任。令艾伯特的挚友奥托·布劳

恩深感遗憾的是，艾伯特对频繁使用第 48 条以及紧急法带来

的危险没有任何警觉。仅在1923年，德国总统就签署了42项

此类规定，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处理经济的紧急状态。彻底弄清

德国在发动世界大战中所扮演的角色，从长远角度看对德国是

有益处的。在这些事情上，德国总统却没有花相应的气力去得

出正确的见解。

因此，艾伯特不能与德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和伟人并驾齐

驱。帝国第一任总统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斗士，一位德意志爱国

者，一位致力于各民族和平相处的政治家。他在艰苦条件下竭

尽所能，在任职期间默默地忍受恶毒攻击而不失尊严。他的政

治教养和人文教养远胜于那些蔑视他为“暴发户”的大多数

资产阶级学者。在艾伯特去世后很久，他的许多政治盟友才意

识到，由一个忠于共和的人选担任共和国首脑意味着什么。艾

伯特在任期结束几个月前去世，这件事情及其继任者的选举是

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转折。43

1925年3月29日，第一次全民直选德国总统的首轮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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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政府右翼的代表人选是德国内政部前部长、时任杜伊斯

堡市长的卡尔·雅尔斯，他得到自己所属的政党人民党以及民

族人民党和经济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是奥托·布劳

恩，他因最近一次政府危机于1月23 日辞去了普鲁士邦总理

职务。中央党的候选人是前总理威廉·马克思。德意志民主党

的候选人是巴登邦首脑维利·黑尔帕赫(Willy Hellpach)。巴

伐利亚人民党的候选人是海因里希·黑尔德(Heinrich Held),

自1924年4月以来他担任这个自由邦的总理。共产党的候选

人是恩斯特·台尔曼。民族社会主义党推选埃里希·鲁登道夫

为候选人。

没有一位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获得所需绝对多数。雅尔 279

斯表现最佳，获得1040万张票(38.8?布劳恩以 780万张

票(29???名 第二，第三名是 马克思，得票 390 万 张

(14.5???落在后面的几位候选人分别是：得票190万张的台

尔曼(7?得票160万张的黑尔帕赫(5.8?得票100万

张的黑尔德(3.7?得票28.6万张的鲁登道夫(1.1???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最激进派候选人得票结果很差：与4

个月前上一届德国国会选举相比，台尔曼的选票比共产党得票

减少了80万张，同样，鲁登道夫的选票和他所属政党相比减

少了60万张。我们当然也不能忘记，德国民粹自由党为避免

右翼阵营分裂，呼吁把选票投给雅尔斯。1924 年 5月和12月

的两次德国大选之间观察到的去激进化的趋势，在这次选举中

得以延续。这一发展的主要原因很明显：经济复苏导致失业率

下降。1924年12月投票给共产党或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许多选

民可能没有参加1925年3月的选举。1925年3月29日的投票

率为68.9比上届国会选举的投票率低了约10??第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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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得出的一个解释是，极端党派失败的原因在于这

10??人没有参加选举。4

对于三个“魏玛”政党来说，只要他们在第二轮投票中

赢得相对多数就可以了。如果他们同意推举一个共同的竞选

人，就可能击败右翼候选人。理论上这个候选人应该是布劳

恩，即“黑红金”光谱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但是社会民主

党从帝制时代复选投票规定中得出经验，听从候选人建议更多

的是自己的支持者，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选民。从这一考量出

发，推荐马克思进入复选更为有利。但是这位前总理不是特别

深得民心，另外他作为一个忠实的天主教徒，在新教徒和马克

思主义者中都会受到某些掣肘。另外，马克思也是普鲁士邦总

理的候选人。1925年2月10日和3月10日，他两次当选为德

意志最大邦的政府首脑，但上任后不久都宣布辞职：第一次是

因为他无法为魏玛联合执政党内阁组成议会多数；第二次是因

为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族党宣称，马克思参加竞选德国总

统与普鲁士邦总理的职位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政治

交易的方案浮出水面：社会民主党在帝国总统复选时支持马克

280 思，而中央党承诺支持布劳恩当选普鲁士邦总理。此时，普鲁

士政府又经历了一场危机：德意志民主党人赫普克尔-阿朔夫

(Hopker-Aschoff)组阁尝试失败。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

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4月3日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推举马克思

为帝国总统的联合候选人。就在同一天，奥托·布劳恩获得

430 张有效票数中的220票，当选普鲁士邦总理。45

面对“人民联盟”的共同候选人马克思，雅尔斯没有任

何获胜的可能。因此右翼势力必须设法找到一个更具吸引力的

候选人。根据1920年5月4日德国总统选举法，这个人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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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没有参加第一轮选举的人选。这就让某些“民族主义”

集团有机会去寻找一个人，此人虽然不是政治家，甚至对政治

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他的履历已经成为一个神话。这个人就是

冯·兴登堡将军。他1847 年10月 2日出生于波森，时年 77

岁，1919年夏天离任总参谋长后退休，之后一直住在汉诺威。

“坦能堡战役”是1914年 8月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东普鲁

士的一场战役，这位所谓的“坦能堡英雄”的陆军元帅比一

战期间其他军事指挥官享有更广泛的知名度。1920年3月卡

普-吕特维茨政变期间，军方曾经考虑请他出任未来的帝国总

统。五年后他出面竞选这一职位，也是因为1920 年那些想以

武力铲除共和国势力的推动。这一股势力的代表是来自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的老普鲁士核心团体，帝国乡村同盟中大地主和以

1918年前曾辉煌一时的前海军元帅冯·提尔皮茨为首的军方

代表。然而，这次向右转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的，并且是受人

民之托。只有像兴登堡这样一个来自“民族”阵营、众所周

知的代表人物准备竞选帝国总统，这种转型才可能成功。

前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冯·勒贝尔

(Friedrich Wilhelm von Loebell)领导的保守势力“帝国公民委

员会”,在第一轮投票前就推举雅尔斯做候选人，因此他们最

初强烈反对兴登堡参加竞选。德意志人民党，特别是党的领导

人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担心这位元帅的胜利会被西方列强视

为挑衅。承担竞选活动大部分经费的工业界认为兴登堡是农业

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工业领袖们像德意志人民党一样，提议让

雅尔斯参加复选。但是雅尔斯本人退出竞选之后，这种考虑就

没有任何意义了。兴登堡本人在获得了前皇帝本人的同意后，281

于4月7日宣布作为“帝国联盟”的候选人参加竞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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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一开始就比雅尔斯有更好的机会战胜马克思。关键

的是巴伐利亚人民党也支持这位普鲁士将军。兴登堡虽然是新

教徒，但与天主教的马克思不一样，他公开表示敌视社会民主

主义，这促使巴伐利亚人民党在决定性的投票中出面反对中央

党的候选人。马克思也不可能指望把在右翼选民那里失去的选

票从左翼选民那里弥补回来。4月11日，共产党总部决定让

台尔曼参加竞选。共产党向德国工人呼吁：“无产阶级的任务

不是在民政独裁者马克思和军事独裁者兴登堡之间选出一个代

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精明人物，做出二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我

们呼吁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抗争，反对资产阶级独裁者，

反对兴登堡，反对马克思!⋯⋯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要

投票反对兴登堡，反对马克思，把票投给台尔曼。”47

“人民联盟”各政党发出的对共和国与和平造成危害的所

有警告都已经无济于事了。1925年4月26日“帝国联盟”候

选人在第二轮投票中取得胜利，其所得票数领先马克思

900000 张。官方最终选举结果的票数是：

兴登堡

马克思

台尔曼

其他

14655641(48.3%)

13751605(45.3%)

1931151(6.4%)

13416(0.0%)

“兴登堡得到了台尔曼的恩赐!”4月27日《前进报》的

头条新闻这样写道。确实如此：如果共产党人投票支持马克

思，共和国将免于兴登堡出任总统的命运。当然这句话也可以

用在巴伐利亚人民党的选民身上。在巴伐利亚以外的地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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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叛逆者”直接或间接地为陆军元帅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与第一轮竞选相比，马克思这个魏玛候选人在萨克森损失的票

数最多，表面上的赢家是台尔曼，因为台尔曼充分利用社会民

主党选民对教会的怨恨，但是左翼抗议性投票令右翼候选人间

接受益。在符腾堡新教地区，许多自由派，还有一些社会民主

党的选民投身到兴登堡阵营中。他们的动机应该是对马克思这

个“罗马天主教忠臣”不共戴天的厌恶。在东普鲁士，“坦能

堡英雄”的光环比德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强大：这位陆军元帅

在这里吸引了在第一轮投票中赞成魏玛候选人的许多选民，并

且吸引了在3月29日未参加投票的更多选民。后面一种情况 282

在整个帝国都一样：选民投票率从68.9??加到 77.6??在

这些增加的选票中，右翼候选人的获益程度远远大于其共和派

的竞争对手。结论显而易见：兴登堡的胜利原因远远不止于社

会民主党机关报头条新闻所总结的。8

共和派的媒体对兴登堡的胜利非常担忧。自由派的《法

兰克福报》认为，选举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不关心政治的群体

助力元帅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把如

此众多原本不参加投票的群体引向了投票箱。那些深陷贫困、

民族自信心遭受重创的市民阶层，他们狂热的幻想编织成了环

绕在将军头上的浪漫光环。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皇帝的

帝国和军国主义的旧体制才是造成他们个人和民族深陷困顿的

原因。他们崇拜的这位将军正是这个旧体制的代表。浪漫地渴

望曾经的辉煌和逝去的骄傲，把这些非政治阶层引向投票站，

才使兴登堡取得了胜利。另外，新教信仰危机的宣传也影响了

许多人，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们对过去的渴望。”

同样是自由派的《柏林日报》为“数百万人政治上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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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感到羞愧难当”。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指出，这是

“反动派的意外胜利，是共产党背叛共和国而导致的胜利”。

这两篇文章都把兴登堡的竞选获胜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早期的

一个事件相提并论，作家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此

时也提到了此事：这是一个忠于教会人士的、保皇分子的胜

利，类似于 1873 年总统选举时麦克马洪元帅的胜利。当然

《前进报》还从这个历史事件中得到某些安慰：“正如50年前

的法国，今天战败后的德国由保皇派的一位将军出任共和国总

统。法兰西共和国幸运地穿越了这个危险区。德意志共和国是

否有幸脱离这个险境，这将是德国共和派的任务，特别是德国

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共和派认为真正危险的不在兴登堡，而在于他身边的人。

《柏林日报》的一篇社论说：“必须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兴登堡

背后当年的总参谋部秘密顾问团再次尝试执掌国务。如果这些

人有勇气依据宪法执政，那么就请出来试试吧。他们应该向人

283 民证明，他们对先前执政者猛烈的攻击是有道理的，并且向人

民证明他们有能力带领德国进入光荣的时代。这些人心怀叵

测，他们选举兴登堡是借助民选的办法来实现某种形式的卡

普-吕特维茨政变，以掩饰的武力来执掌国家大权。德国人民

不喜欢看到总统秘密顾问团取代宫廷秘密顾问团。”

另外一些观察者试图从1925年4月26日的事件中找出积

极的意义。5月12 日，就在兴登堡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帝国议

会主席保罗·勒贝面前，对着黑红金帝国元首旗帜向宪法宣誓

就职的第二天，曾为德意志民主党努力帮助马克思竞选的哈

利·凯斯勒伯爵说，现在共和国“随着兴登堡登上了大雅之

堂，黑红金色的标志也将伴随着兴登堡作为他个人的标配色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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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出现。对他的个人崇拜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除。纳粹旗手们

(纳粹分子)则不再那么容易把黑红金旗扔到街道的污泥中。

中心街道上布置的旗帜已经比以前更加明显。威廉大街

(Wilhelmstra?e)原本只敢挂上不多几面黑红金旗，今天这里

已经成为黑红金旗的海洋。如果共和党人保持警惕和团结，兴

登堡的当选甚至对共和国与和平都会非常有利”49。

这位陆军元帅的获胜本身确实蕴含着一些矛盾。他曾是保

皇派，但他的获胜不仅仅归功于那些想再次让皇帝担任国家元

首的少数人。他的胜选更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表达出人们对民

族强大和坚定领导的渴望。魏玛的议会民主制未能满足这一要

求，而许多并不想恢复君主制的人也有这样的要求。兴登堡承

诺尊重共和宪法这一事实，很难让那些迄今憎恨共和国的群体

对新国家坚持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在这方面，基督教现实政

治的转向很有代表性。不管基督教会对遥远的未来抱有什么希

望，但是1925 年后，它站到了依然不受其欢迎的既成事实

“共和国”这一边。如果有一天可以用合法途径选举一位替补

皇帝，人们也会接受甚至愿意实现君主制。也许根本不必恢复

君主制就可以达到黑白红阵营所追求的目的。关键是要建立一

个类似于1918年10月前帝国那样的强国，能够有效地限制议

会和政党。

第二任德国总统当选，最高兴的当数兴登堡出身的阶层，284

以及与其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集团。这就是德国军界人士和易

北河以东的贵族。从现在起，德国国防军和大庄园主又有了直

接联系国家元首的渠道，这是在危机时代直通真正掌权者的桥

梁，这一点对国防军和大地主阶层来说意义非凡。1925年 4

月26日之后，社会力量的关系并没有发生突变。但是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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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共和之前的德国普鲁士原有领导层再次握住了可以操纵

的杠杆，尽管国会不愿承认这是事情的本质。从“右翼”的

立场出发，这意味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这也是远

离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的一大步。1925年春天发生的事

情是一次无声无息的宪法变革，一次共和国的保守重组。

共和派说得对，兴登堡确实没有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但

是没有把票投给兴登堡的微弱多数选民意见不一，也无法采取

行动。民族口号团结起来的群体，虽然只是一时之为，但他们

仍比坚持捍卫共和国的群体人数多。这样看来，魏玛的第一次

全民公投其实是一次反对魏玛共和国的投票。1919年建立的

国家秩序在形式上没有变化，然而从1925年春季开始，国家

的政治内容已经不是推翻君主制几个月后建立起来的那个共和

国了。



10.分裂的社会

1925年春冯·兴登堡元帅出任总统时，德国是一个四分 285

五裂的社会。而最重要的分界线依然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

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群体之间的界限。根据1925年的人口、

职业和企业普查，全职人口中有 45??工人，比1907 年的普

查减少了1??但是，只有部分劳动阶层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觉悟，只有这部分人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

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相信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取得胜

利。他们认为，这个社会里私有的生产资料将被公有制取代。

虽然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意见分歧很大，但社会民主党

和共产党的大多数支持者都认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社会发

展必然性的基本观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选民并不全是工

人，有相当一部分职员也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他们

通常倾向于社会民主党。因此，德国选民中可以说最多三分之

一是“有阶级觉悟”的，这些选民并不全是工人，但工人占

多数，他们在选举中支持这两个左翼政党。

工人通常从马克思那里汲取符合他们眼前需要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只有黑和白，资本和无产阶级，压迫者和被压

迫者。所有不适于这个体系的或者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一切，都

和我们无关，都将被我们拒绝”,共产党员矿工“海因里希”

1923 年向实习生亚历山大·施滕博克-费莫尔伯爵(Alexander



354/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Graf Stenbock-Fermor)做出这样的解释。他接着说：“是的，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无限的仇恨，对剥削者及其奴才资产阶级的

仇恨!马克思是否掌握真理，他是否正确，对我来说并不重

要。我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我们目前的运动

唯一有用的。必须灌输给每一个无产者，只有在地球上，并且

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拳头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天堂⋯⋯”

这位矿工代表无产阶级激进派，这些人是站在不堪忍受压

迫而奋起造反的反抗争团体的立场来看这个社会的。对这么一

个共产党的同路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就是给人提供了一

个为什么要刻骨仇恨剥削阶级的道德说法。而一个社会民主党

的技术工人肯定会采取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无论是社会民

主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两者都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汲取

任何和他们无关的成分。

1929年至1931 年，在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286

Fromm)领导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在德国做了一项社会调

查，目的是了解德国工人在政治信念和个人生活上的详情。调

查结果让人非常震惊：德国工人的思想意识远不像法兰克福学

院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预计的那么坚定。许多答案暴露出他们

的“小资产阶级”偏见，甚至是集权的思维方式。几十年来，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似乎只取得了微小的成果。至少某些调查结

果令人吃惊。例如，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完全可以把俾斯

麦、兴登堡与马克思和倍倍尔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属于历史

上最辉煌的人物。无论被调研的工人是来自左派、右派还是中

间派，所有阵营都视拿破仑为历史伟人。

工人常常是在“个人”看法上与人们设想的无产阶级应

有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大相径庭。几十年来，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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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求彻底实现妇女的社会平等，宣传就业是解放妇女的办

法。弗罗姆在对工人和职员的调研中发现，大多数人都持另外

一种观点：68??人更希望已婚妇女留在家中，而不是在工厂

或办公室工作。而在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持这种观点的人高达

71??即使在特别关注“妇女工作”问题的共产党人中，每

100人中就有51人反对雇用已婚妇女。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

党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可“反权威”的观点，就是说在

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可以不用棍子，这尤其令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改革家深感沮丧。大约三分之一的共产党人和大约五分之一的

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对儿童进行早期性教育。调研组由此得出结

论：“基督教的中产阶级道德”在无产阶级中仍然很普遍。

在家居装饰问题上，调研得出的评估倒不是那么极端。

《前进报》在1927年5月呼吁其读者，“扔掉所有的小摆设、

所有带有金框的油画和刺绣的墙布”,目的是摆脱“小资产阶

级”的生活习惯，培养一种全新的务实居家文化。弗罗姆调

研中，大约有10??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有 4??共产党人赞

成小摆件，平均40??受访者用“图片和鲜花”装饰住宅。287

弗罗姆的推测有道理，他认为这一回答“表达了一种相对保

守的审美观”。墙上挂社会主义领导人的照片或肖像的做法，

在共产党人和非熟练工人家中比在社会民主党人和熟练工人家

中更受欢迎。除了“政治性”照片以外，很多人还用家庭照

装饰房间。在家中用图片装饰来体现个人对艺术的兴趣，这在

社会民主党人和熟练工人中比在共产党人和非熟练工人中更为

普遍。

在其他审美问题上，工人也并不是那么前卫。被保守势力

视为“颓废的”和“非德国的”爵士音乐，被左翼作曲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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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和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

有意识地利用起来，被用作一种艺术“鼓动宣传”的风格方

式。然而，受调查者中有50??受访者对此表示拒绝，只有

40??受访者赞成。传统戏剧比革命戏剧更受欢迎，但接受调

查的工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并没有最喜欢的剧目或没有回答

相关问题。在服饰问题上，工人表现得与时俱进。约五分之四

的人喜欢“当前的女性时尚”或最新女性发型“波波头”。然

而他们认为使用香粉、香水和口红是不自然的，这种做法应该

被摒弃，居然有 84??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此表示反感。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直接的政治问题中比在看似非政治

性的问题中显得更加清晰。55??共产党人和28??社会民主

党人把通货膨胀归咎于资本主义、大企业家或银行和证券交易

所，两党中各有10??人认为政府应为此承担责任。85??共

产党人和 46??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德国司法是很“糟糕的”。

社会民主党人普遍支持民主共和国政体，他们列举的理由常常

是，这种政体最能体现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共产党人信仰苏维

埃制度乃意料之中，他们的理由是它能够代表工人利益。当被

问及谁真正拥有国家权力时，60??共产党人和58??社民党

人的回答是“资本”,即资本家、工业界和银行。

法兰克福调研暴露出来的阶级觉悟的不足，如果不是拖延

到1980年，而是在当时就公之于众，必定会引起工人运动文

化组织的警觉。20世纪 20年代中期正值诸多社会民主协会的

鼎盛时期。这类协会大部分成立于帝制时代，作为一个整体，

它们推出了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化项目，与流行的“资产阶

288 级”文化分庭抗礼。传统的协会有：人民舞台运动、工人歌

手联盟、社会主义自由思想家协会和火葬协会、工人体操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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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协会、自然之友和工人戒酒联盟，等等。1919年之后又诞

生了一些新协会：工人福利协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儿童之

友、工人广播电台联盟、工人钓鱼者联盟和工人射击联盟。社

会主义的新文化囊括了工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从“摇篮

到坟墓”,应有尽有。没有比维也纳工人火葬协会的座右铭更

能恰如其分地总结这种新的世界观了。名为“火焰”的火葬

协会的座右铭带有某种潜意识的自嘲：“生为无产者，死为无

产者，为了文化进步，直到化为灰烬。”

埃里希·弗罗姆和他同事的调研揭示了工人运动的文化并

非工人文化，而是具有阶级意识的反精英文化，这一点在最新

的历史研究也得到了证实。工人运动文化的影响范围比较有

限，远没有工人体操和体育协会，或工人自行车团结协会等人

数众多的协会举办大型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大。甚至许多社会民

主党员都不参加本党的足球俱乐部，而是加入“资产阶级”

的足球俱乐部，即便是在“正确”的俱乐部踢球，也不一定

证明在政治上就倾向于社会民主党(或在坚持运营的共产主

义业余活动新组织中，他在政治上就倾向于德国共产党)。统

一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只是少数积极分子的选择，而不是广大

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支持者的事情。然而，我们不能因此

低估工人运动文化中这一营造身份认同的做法，它有助于工人

政党中的“硬核”形成一种“归属感”,以此来加固“社会主

义”和“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分界线。

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是忠于教会

的天主教徒。他们选举中央党或巴伐利亚人民党。他们属于天

主教工人协会，参加由天主教民族德国工会联盟组织的专业协

会。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他们不赞成阶级斗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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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私有财产，而是想在现有社会秩序的框架内，调解与企业

家利益的冲突。但也不要把天主教工人的社会觉悟想象得太温

和。在1926年的一项“关于德国天主教工人目前心理状况的

调查”中，有一份报告涉及下莱茵，这份报告称天主教工人

阶层非常不信任企业家们。“大多数企业家彻头彻尾的资本主

289 义立场令人无法与其开展相互信任的合作。天主教工人指责企

业家冷漠，没有基督情怀，指责他们对工人及其家庭最基本的

生活要求持有敌视态度：例如降低工资，延长工时，与工会抗

衡，拒绝劳动委员会制，反对扩大社会立法，等等。”

中央党政治家约瑟夫·约斯(Joseph Joos)是德国西部天

主教工人和矿工协会主席，他把弗罗姆的调查结果归纳如下：

“基督教工人用理智反驳对有产者和富裕阶层的阶级仇恨。但

在情感上，他们深深地憎恶有产阶级。他们把强烈的不满发泄

在战争、革命和通货膨胀的获益者身上。”随着天主教富有阶

层政治上越来越右倾，天主教的工人阶级则不断向左倾斜。在

向社会民主运动靠近的同时，天主教工人与天主教社区之间的

纽带正在松动。“这种矛盾还能在世界观问题上感觉到，但是

在追求社会和经济目标方面已经不再那么明显。那些积极投身

文化工作的社会主义者不再坚持自由思想的观点。在天主教地

区，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尽量与天主教工人中的社会民主派保

持联系。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天主教工人和社会民主运动的关

系发展为一种相当平和的关系。”

尽管如此，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看法的区别依然很

明显。20年代中期，忠于教会的天主教工人仅仅具备了初步

的阶级觉悟。在习惯把票投给非天主教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人当

中，这种阶级觉悟更加微弱或者说根本没有。这里主要是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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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德意志民主党的希尔施-东克尔行业协会组织中的那一小部

分工人，特别是指在政治上受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

党吸引的工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工人通常是忠于教会的新

教徒，他们基本上集中在对经济示好的“橘色”工会组织中。

一般来讲，与教会的各种联系通常是妨碍阶级觉悟形成的最大

障碍。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另一批工人生活在乡村或

小镇里，这里的工人有自己的住宅，经营农副业，有着中小型

规模的作坊。希望有一天能够自己开业的手工业工人以及家政

工人基本上都谈不上有什么阶级觉悟。具有典型的马克思主义

阶级觉悟的工人一般在较大的工业企业工作(当然是在不失 290

业的情况下),他们居住的城市人口超过2万，他们通常已经

脱离了教会或从未与教会有过交集。在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

工人是有“阶级觉悟的”,但他们在德国社会中只占少数。

与蓝领的手工业工人仅“一领之隔”的白领打工族，通

常是身穿白衬衣的男性职员。魏玛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几乎

有一半的职员都参加了自由工会性质的自由雇员总工会

(Allgemeiner freier Angestellten-Bund,简称 AfA-Bund)。1920

年，有47.5??职员属于这个自由雇员总工会，31.8??职

员加入了“右翼”的德国雇员工会总联合会(Gesamtverband

Deutscher Angestellten-Gewerkschaften,简称 Gedag),20.7??

职员加入了自由主义的雇员工会联合会(Gewerkschaftsbund der

Angestellten,简称 GdA)。“左翼”工会最重要的支持者是技

术员和车间主任，而“中产阶级”工会的主要成员则是商务

员工和办公室职员。对许多职员来说，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

主义取向只是政治上的昙花一现。1922年到1927年，“左派”

的自由雇员总工会会员人数急剧减少。1926 年，它首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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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德国雇员工会总联合会超过。到了 20 年代后半，

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职员还留在(政治上倾向社会民主党的)

自由工会阵营。40??职员属于德国雇员工会总联合会，四分

之一的职员属于雇员工会联合会。

职员比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更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

誉。所以他们也特别容易接受各种代表“时代精神”的不同

思潮。这些千变万化的思潮让“右翼”和“左翼”职员在极

不相同的意识形态上的强烈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当中有些人觉

得自己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并试图超越马克思正统

学说中的体力劳动者；而另外一些人则“民族”立场鲜明，

远离国际主义的工人运动。1893 年成立的德国全国商业雇员

协会(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是规模

最大的雇员工会。这个靠近民族人民党的组织民族主义色彩浓

重，反犹意识更是明目张胆。对犹太人的敌视，不仅让这些极

右翼的职员们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无产阶级所谓幕后支持者

拉开了距离，他们还与许多中等阶层的雇主架起了一座桥梁，

这些雇主认为犹太人的百货商店是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也是物

质生活艰辛的主要根源。

早在世纪之交，社会学家就将白领职员和公务员纳入291

“新中产”这个概念，这也符合大部分职员的自我评估。不自

己开业而是为别人打工，这种现象日益普遍，然而这完全没有

引发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无产阶级化。从政治上讲，当事人的

主观意识比客观现实更重要，许多低收入职员无论如何也不愿

称自己是无产者，所以“新中产”徒有数量上的增加，却没

有社会学家们所期待的内涵。这一数量上的增加在1925年人

口普查和职业普查中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与19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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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职员和公务员在全职雇员总数中的比例从12.6??加

到了16.5??再加上蓝领工人的比例略有下降，因此人们很

容易得出结论，有增长空间的社会阶层是白领职员和公务员，

而工业的权重越过了顶峰。20年代中期，德国正在成为服务

行业发达的社会。工业化进程虽然尚未结束，但速度已经明显

放慢。

大多数公务员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距离与“资产阶级”职

员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距离相仿。高级公务员的薪水与非熟练工

人工资之间的差距，从1913年的7倍缩小到1922 年的2倍，

这意味着物质上高度的平等化，但这一发展的(虽然程度不

同，但涉及所有公务员)受害者并未因此而拥有无产阶级的觉

悟。在稳定的初期阶段，低薪水和解雇潮削弱了左翼势力。参

加社会民主党工会组织的公务员数量大大减少。德国公务员自

由工会联合会(Der freigewerkschaftliche Allgemeine Deutsche

Beamtenbund)成立于 1922 年，当时有 35万名会员，但在

1928年至1932年只剩下 17万名会员。而受益者是在政党政

治上保持中立的德国公务员联盟(Deutscher Beamtenbund),

该联盟1928年时会员突破了百万大关。保守派的德国高级公

务员帝国联盟(Reichsbund der hoheren Beamten)也迅速壮大，

该联盟1918年成立时有 4万名会员，1924年会员增加到了10

万多名。

与白领职员和公务员组成的“新中产”不同，“老中产”

至少保持着形式上的经济独立。以工匠和小商人组成的这个核

心群体，一向视自己为资本和劳工之间的社会缓冲层，当然这

并不是说他们与资本主义和与社会主义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小

型个体经营者的利益集团在共和时期与皇帝在位时一样，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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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保守，采取明显的反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他们的反资本主

292 义态度更多只限于语言上的表达。魏玛共和国成立初期，工会

与工业企业的互动让手工业和零售业感受到来自大型企业的排

挤。通货膨胀结束之后，“老中产”在政治上陷入孤立。他

们把这种情况归咎到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特别是两个自由

派政党身上。1924 年两次国会选举中许多小企业主投入德意

志民族人民党的怀抱就是这种追责的必然结果。这场危机导

致德国中产阶级帝国党迅速崛起。这个政党简称经济党，它

在1924年12月德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4.5??选票。重新回

到赤裸裸的特殊利益立场，这无疑就是宣布不信任魏玛的议

会民主制。

农业方面也有类似的趋势。除了乡村同盟外，包括巴伐利

亚农民和中产联盟、符腾堡农民和葡萄种植主联盟，以及石勒

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农业党在内的许多地方团体都完全或者主

要依靠农业选民。农业在政治利益上分为两大阵营。帝国乡村

同盟成立于1920年与1921年交替之际，主要集中在德国北部

和东部，因此深受易北河东部大庄园主的影响。与乡村同盟相

对的是一些农民协会，威斯特法伦、莱茵兰和巴伐利亚的天主

教农户把这些农民协会视为自己的代表。德国东部粮食生产的

大规模企业与德国北部、南部和西部的小型畜牧业和加工业之

间的利益诉求差异很大，但这些农业组织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

意见是一致的：应该保护德国农业免受国外廉价进口产品的影

响，保护德国免受进一步工业化的影响。这一立场注定会招来

某些人的共同反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是以工人为主体的消费

者，另一部分是反对德国与世界市场脱钩的工业界。

农业的保护主义倾向在传统上最接近重工业。矿产企业自



10.分裂的社会/363

帝国时代就习惯于依赖国家的军备订单。经济学家莫里茨·尤

利乌斯·波恩(Moritz Julius Bonn)一针见血地指出，煤炭和

钢铁企业追求的是一种“无客户的经济理念”,“在经济生活

中，不需要考虑市场需求，只负责生产和投入技术精良的设

备”。1918年后，德国军事界的需求急剧减少。重工业生产在

一定程度上开始面向民众，但并没有在思想上完成自由化。煤

炭开采和钢铁行业仍站在企业家阵营的右翼。采矿业主坚持 293

“家中主人”的立场，从根本上拒绝劳资平等的思想，特别是

工资需劳资双方协商的观点，多数人支持回归“强势”的专

制国家，支持积极的军备政策。实际上没有哪一种工业像钢铁

工业那样因军备政策而获得如此之多的好处。

与采矿业相比，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分支，如电气工程、

化学和机械工程行业，既不那么敌视工会，也不像矿产业那样

忠于集权国家。与停滞不前的重工业不同，这些充满活力的增

长领域更容易接受“自由”的态度。作为德国出口的主要载

体，它们非常关注德国各届政府的国际声誉，拒绝卷入施廷内

斯设计的“民族专政”计划。德国工业帝国协会中，“新兴工

业”不断增长的权重在1925年日趋明显。卡尔·杜伊斯贝格

(Carl Duisberg),这位拜耳染料工厂(Farbwerke Bayer)首席

执行官接替了克虏伯董事库尔特·佐尔格(Kurt Sorge)出任

这个全国工业界组织的领导，从此开启了德国工业家的现实政

治阶段。现实政治突出的特点是愿意在各方面做出妥协：向

“右”边的大型农业主妥协，接受1925 年启动的农业关税；

向“左”边的工人做出妥协，同意1927年的失业保险法。在

共和国中期，工业协会与工会达成共识，德国工业生产必须强

制合理化才能符合宏观经济利益。在这种共性的背景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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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队伍中更具弹性的那部分人1926年后再次认同组成大联合

政府的想法并不出乎意料。相对的繁荣为雇主和工人达成新共

识提供了机会，从而也为共和制国家的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

与共和国及民主的距离更加遥远的是广大知识分子(“受

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略带精英意义的概念几乎不太适用于

魏玛时代)。他们与国家休戚相关的强烈程度超越了任何一个

其他社会阶层。他们视德国的军事失败为对个人的侮辱，而帮

助社会民主党上台的革命则是社会退化的表现。通货膨胀毁掉

了他们的积蓄，拉平了他们的收入，加深了他们对社会的怨

恨。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犹太人是他们最厌恶的对象。随着

294 犹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反犹主义也被社会各界接受。特别在

学生和自由职业者当中，例如医生和律师，他们将犹太同学和

专业同行视为竞争对手，他们并不承认犹太人的成绩是因为其

个人出色的表现，而是种族原因导致的狡猾，甚至是源于天生

的卑劣。

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柏林、法兰克福和布

雷斯劳等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犹太人对文化生活的影

响很大。这里的知识界反犹情绪要远远弱于只有少数犹太人居

住的中小城镇。总体来讲，新教徒，特别是路德信徒比天主教

徒的反犹态度更加强烈。对共和国以及议会民主的态度也是如

此：最激烈反对新生国家的右翼政党在德国新教地区的支持者

远远多于天主教地区的。

总体来讲，宗派分界线在魏玛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小

觑。不仅是虔诚的基督徒，世俗化的“文化新教徒”也都认

为天主教徒是德国的二流阶层。这一点强化了天主教徒的自卑

感，他们往往用民族主义来对此加以补偿，他们被迫努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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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德国人。1930年到1932年任德国总理

的海因里希·布吕宁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这种关系的机会，这种

关系常略带讽刺意味地被称为“布吕宁综合征”。与德国新教

地区相比，天主教地区一向具有高度的政治一致性。在经常参

与投票的天主教徒中，1919年以来的四次全国大选中，平均

60??人选择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在忠诚的天主教徒中

这个数字甚至高达69??俾斯麦文化斗争年代中的团结经验

现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呈下降的趋势：1881

年，超过86??男性天主教徒(包括那些未参加选举的人)

支持中央党。研究天主教选举行为的学者约翰内斯·邵夫

(Johannes Schauff)估计，1928年选择中央党或巴伐利亚人民

党的男性天主教徒大约有一半。

德国天主教徒的选举行为相对稳定，这首先要归功于女

性，因为她们比男性更忠于教会，更喜欢中央党。1920年的

选举中，中央党的选票有69??自女性选民。中央党还从比

例代表制选举法得到了另一个益处：它可以充分利用散居地区

的投票潜力，这些选票在皇帝时代实行的多数选举法中或多或

少被忽略了。比较吃亏的是大城市，在这里天主教选民对

“中央党友好”的态度有所下降。1928年，大城市中平均只有

35??天主教徒选择了中央党或巴伐利亚人民党。巴伐利亚的

天主教徒也“不太守纪律”:1924年12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295

只有44??天主教徒把票投给了巴伐利亚人民党。就在同一

次选举中，在新教徒众多的普鲁士，中央党却获得了 58??

天主教徒的选票。

20年代中期，天主教环境受到侵蚀，左派比右派从中受

益更多。根据绍夫的评估，1924年第二次德国国会选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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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选民中有18.8??人投票支持社会主义政党，6.5??

人投票给共产党，12.6??人把票投给了两个自由党，9.3%

的人投票给了保守党。左翼获得的奖励来自天主教工人，而中

央党对这个群体最没有把握。这些工人选举行为的世俗化与无

产阶级普遍疏远教会有关。去教会化在新教工人中比在天主教

徒中更进一步。金特·德恩(Günter Dehn)牧师在1930年提

到的柏林莫阿比特工人街区的现象，其实在德国大城市中很典

型：每年只去一次教堂，工人只在平安夜才去教堂做礼拜，只

有无产阶级妇女坚持给孩子做洗礼和坚信礼，请宗教人士主持

葬礼。对于普通无产者来说，至少对无产阶级男性来说，做完

坚信礼后就意味着无须再与教会接触了。4

帝制时代“社会道德基础”坚实的天主教，在 20年代受

到了瓦解的威胁，而天主教工人阶层明显的去教会化是导致天

主教瓦解的主要原因。在日常生活世俗化的过程中，传统的宗

教纽带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而物质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

种程度上，这种发展是与阶级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从投票行为

来看，部分天主教工人正在接近“马克思主义”工人，而这

些工人中的大多数名义上还是新教徒。但从整体上看，工人队

伍正在萎缩。与共和国成立初期相比，1925 年有意识地向社

会主义靠拢的非无产阶级人数有所减少。此时，把白领职员与

蓝领工人划分开的那道“领口线”更加根深蒂固了。资产阶

级各阶层与工人阶层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而此时工人阶级内

部的裂痕比任何时候更深。5

魏玛时代的德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尽管大多数德国人

不愿听到这个概念。工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有阶级觉悟的，来

自“下层”和来自“上层”的阶级斗争都存在。阶级司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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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左派论战的口号，而且是政治现实。高等教育机构是资产

阶级的阶级阵地。与天主教教会不同的新教教会逐渐发展为中

上层阶级的阵地。它对广大工人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对工人也

无话可说。

但是与此同时，阶级社会的局限性已经明显可见。20 年 296

代，出现了一种以消费和休闲为导向的新型大众文化。这种文

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阶级文化和背景文化。新文化最重要的

驱动力是平装书、画册、唱片、电影，以及1923 年后开始流

行的广播电台。新媒体打破了贫与富、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城

市与乡村、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界限。秘书和老板都哼

着最新的流行歌曲。各阶层的人都去看电影。柏林和边远地区

首府的人都在跳查尔斯顿舞。被保守派批评家称为精神肤浅、

价值堕落的大众文化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民主化：曾经象征

“高档阶层”身份的教育产品，现在最广泛的大众群体都可以

享用。另外，流行娱乐产品也进入“有教养”的阶层。既不

能把“粗俗文化”隔绝起来，也不能阻止社会主义工人接受

资本主义休闲产业的产品，尤其是好莱坞的产品或位于波茨坦

附近的巴伯尔斯贝格(Babelsberg)、简称“乌法”(Ufa)的

全球电影制片厂(Universum Film AG)的影片。6

新大众文化逐渐松动了阶级阵线，因此可以说魏玛是转型

中的阶级社会。那几年发生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用当时被讨论

很多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来加以描述。一方面，无

产阶级“贫民窟”开始解体；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相反的发

展趋势，即日常文化的无产阶级化。城市下层阶级的习惯和规

范广泛传播，逐渐成为主流社会的习惯和规范。去教会化、资

产阶级性道德的放松、休闲行为的改变、最初只有“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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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足球现在成了普及的大众体育运动。所有这些新潮流既不

符合“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的论点，也不符合后来出现

的“平均化的中产社会”的观点。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

尔(Theodor Geig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熔炉中的

阶级社会”,这可能最适用于这一社会变革过程，而第一共和

国的14年只是其中一个重要阶段。

魏玛是个分裂的社会，这不仅仅是因为阶级和教派的界限

在起作用，这里面还有代沟和地区之间发生的冲突。就年龄而

言，这场战争给1914年至1918年应征入伍的男性年龄段撕开

了一个巨大缺口。1925年人口普查的年龄金字塔显示出一段

明显的扭曲，主要是30～40岁的男性急剧减少，而女性则相

对过多。年龄较大和年龄较小的人群数量也相应过多。这给劳

动力市场带来负担，战前出生率很高，生于战前的那些人在魏

玛时代恰好步入工作年龄段。而社会远远无法让所有年轻人都

有谋生的工作。因此在大危机爆发前，青年失业就已经是一个

很普遍的现象。

与年长的失业者不同，年轻的失业大军从来没有经历过能

够使他们振作的“常态时间段”。他们童年时经历了战争，刚

懂事时遇到通货膨胀，他们的经验是在货币贬值之前尽快把钱

花掉。1910年至1914 年出生的无产阶级后代在1923 年后相

对稳定的阶段开始工作。全球经济危机开始时，许多人的学徒

期尚未结束，只有少数人有权获得失业救济。

未来人生的不确定性使无产阶级的年轻一代感到自己属于

多余的一代。在这种条件下成长的人，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很

难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更不要提那些长期失业的人。大城市中

失业的年轻无产者没有参加工会，没有加入工人政党和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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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文化协会，而是拥向所谓的“狂野集团”。在这些团体中，

青年人对现存关系的反抗纯粹是物质上的，而且常常逾越了合

法的界限。8

对于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来讲，魏玛年代也是一

个非常不稳定的时代，但是原因不一样。由于家族的关系，他

们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应对德国的现代化飞跃，而这种现代化

进程绝不是1918年后才开始的。原有君主制的瓦解撼动了承

载和体现威廉精神的父辈权威。但是年轻的一代，无论是在新

共和秩序中，还是在没落的旧制度中，都无法找到自我。

1918年后，许多年轻人选择了战前青年运动已经开启的浪

漫反抗之路。魏玛共和国的岁月成就了联盟青年的鼎盛期，他

们既反对威廉式家族中资产阶级的繁缛礼节，也抵抗对20年代

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美国化”。返璞归真和对社区的热爱，乍 298

一看好像更是要逃到辉煌的过去。但这种浪漫特征并不一定与

反动思想吻合：社会民主青年像资产阶级的“候鸟”①一样

“踏上征途”。他们也弹起六弦琴，唱着《拨弹吉他的汉塞尔》

(Zupfgeigenhansel)歌本②里的歌曲。青年运动之路不仅仅通

往一个政治阵营，也不仅仅面向一种未来。9

而稍微年长几岁的青年已经参过军打过仗，这些经历深深

地影响了他们后来的生活。许多人内心无法承受回归平民生活

的常态，于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志愿军团里参加武装斗争，而这

次的斗争对象则是国内的敌人。积极参加准军事团体的人数

更多，很多人加入了1918 年末成立的钢盔团(Stahlhelm),

① Wandervogel,始于1896年的德国青少年运动，提倡返璞归真。

②“候鸟”青少年运动组织的歌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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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发泄对共和国和左派的憎恨。以工人为首的另一批人曾

经发誓再也不会拿起武器，但现在被迫用类似的准军事手段

来抵抗武装起来的右翼势力。这些人要么加入黑红金旗帜团，

要么加入亲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德国进入相对稳定阶

段时，政治生活的军事化已经很普遍。根据《凡尔赛和约》

规定，帝国不得拥有庞大的军队。右翼势力类似军队的士兵团

队算是一种补偿。赞美战争的文学也竭尽所能，以确保实体精

神不败：这个实体就是能够为1918 年复仇的德意志军事

强国。20

从统计学概率上讲，战争结束时年龄越大的人，就越不可

能彻底和1914年以前的立场决裂。帝制时代保守党的支持者

大都希望在1918年后重返君主制。“资历丰富”的社会民主

人士比年轻人更倾向于站在自家政党一边，只有少数人加入了

共产党。1918年后，自由党派和中央党的支持者大多数来自

“理性的共和派”。妇女的政治行为在许多方面也相似。一般

情况下，她们投给极端势力的票数不如男性那么多。德国共产

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也属

于男性政党，但规模不及共产党，男性选民也少一些。恰恰在

两个顽固反对妇女拥有投票权的“阵营”里，中央党和德意

志民族人民党却尽享女性选民投票的奖励。自由党的男女选民

299 基本平衡。投给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中，男性选民人数稍稍领

先，但与女性选民人数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所有政党当

中，除了露特·菲舍尔有一段时间领导过共产党之外，最重要

的职位都是由男人担任的。在“老”党的领导当中也几乎没

有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危机年代，激进政党对年轻选民的吸引

力与传统政党的相对老龄化有很大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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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各地区的多样性也被证明是魏玛共和国冲突的根源。

普鲁士的高权重不仅仅引起了巴伐利亚人的不满。易北河东部

的农村地区和西部城市之间仍存在结构性差异，这也以不同的

心态和截然不同的政治亚文化方式表达出来。在魏玛时代，一

些邦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形象：在战后的头几年，社会民主党

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图林根和不伦瑞克拥有发言权，而在

1930年，这两个地方竟然成为首批纳粹党员出任部长的邦。

1923 年前，萨克森一直是德国所有邦中“最红”的，在社会

民主党地方组织分裂后，资产阶级政党在1929年开始执政。

向右转向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左派暂时占优势的基础是多么

不稳固。力图争夺霸权但从未得到大多数居民支持的巴伐利亚

早已开始向右转，这种倾向始于1920年3月的卡普-吕特维茨

政变。这次政变事件后，普鲁士逐渐发展为一个民主的榜样，

而巴伐利亚则演变为普鲁士最强劲的对手，它成了保守势力的

堡垒，试图将整个德国的方向盘向右转。

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地方与

首府之间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1918年后，柏林展示出巨大

的文化吸引力：凡是寻找新事物的人，都被帝国首都的魔力吸

引；而那些对柏林现代化充满恐惧的人，对帝国首都的反感程

度也同样强烈。柏林代表了他们所憎恶的一切。他们不喜欢的

一切都是因为柏林。“我们巴伐利亚人知道，德国所有不幸的

罪魁祸首是柏林的无能，不论是过去的柏林还是现在的柏

林。”作家路德维希·托马1920年11月28日在《米斯巴赫公

告》上写道：“在那里，有人别有用心地与全世界结下了怨

恨，在那里，有人通过革命手段毒害了德国。今天仍然有一个

政府在那里坐镇，使任何复苏都不能实现。如果柏林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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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认为一神论会把我们变成糟糕经济的沉默奴隶，而他们自己

则赚得腰包满满，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柏林现在已经不是

德意志的，而是站在了德意志的对立面上，被加利西亚人搞得

乌烟瘴气。今天，每一个善良的普鲁士人都知道，他可以在哪

里找到诚实的德意志精神之根基——巴伐利亚。任何犹太人都

不能动摇他们和我们对此的认知。”22

柏林及柏林犹太人让德国保守派对魏玛共和国恨之入骨。300

对传统不断提出质疑的作品被右翼视为对社会的瓦解，而这一

潮流在1918年前已经出现。正如彼得·盖伊(Peter Gay)所

言，“魏玛风格”起源于魏玛之前。他指出，在 20世纪的第

一个10年中，绘画、文学和戏剧表现已经发生了革命，无调

式音乐也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同样，这个时代经历了科学上的

伟大创新，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尔贝特·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这些开创性研究都

始于1914年之前。甚至连1923 年后把表现主义赶出所有艺术

领域的“新客观主义”也可以追溯到战前时期。瓦尔特·格

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于1926 年在德绍(Dessau)开创

的包豪斯建筑是一种注重功能的新美学模式。它立即引来瞩目

和敬佩，也引发了种种争议，但这种风格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

战之前。魏玛共和国的文化，实际上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

形成了。但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起到了释放的作用：创新者获得

了在旧体制中没有的机会。他们的影响深远广泛。回顾历史，

似乎魏玛是经典现代派的一次大规模试验。3

在弘扬魏玛精神的这群人当中，犹太人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犹太人在政治上不右倾，是因为右翼势力是反犹的。只有

自由派或左派才去反对歧视少数派的人。许多犹太人参与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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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事实还可以解释为，没有其他阶层的群众愿意为争取社

会权利平等而斗争。由于魏玛社会远未达到平等，所以共和国

无法令左派满意。因此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魏玛共和国左翼知

识分子的显著特征是对现有局面的批评态度。

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对魏玛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到

了全盘否定这个新生国家的程度。那些加入共产党或公开承认

共产党的人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值得捍卫。聚集在共

产党新闻和宣传领导人维利·明岑贝格(Willy Münzenberg)

身边的知识分子力争实现共产党宣传的目标，即用革命手段打

破现有制度，建立一个“德国苏维埃”。“魏玛知识分子”中

最著名的人物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阿诺

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

约翰内斯·R.贝希尔(Johannes R. Becher)和库尔特·魏尔。

他们并非与1919年的共和国有着内在联系，而仅仅是生活在

同一时代而已。24

左翼犹太知识分子库尔特·图霍夫斯基是《世界舞台》301

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对魏玛提出严厉批评，却并未戴着共产

党的眼镜看问题。1928年在一篇题为《柏林与外省》(“Berlin

und die Provinz”)的文章中，他对“共和思想”的实际传播

给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得出的结论是：“在外省”,即在首都

以外的地区，“只能看到零星地区有共和思想存在。易北河以

东局面不妙，奥德河右岸就更糟糕”。如果柏林以为共和思想

是国家的核心和中心，那它就太高估自己了。“柏林的评论家

最好隐姓埋名地去西里西亚大庄园走走，去东普鲁士大庄园走

走，去波美拉尼亚乡村小镇走走，他就可以得到亲身体验。那

时候的兴登堡节，柏林的街头巷尾冒出来的都是不倒翁、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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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皇帝的大礼帽、百年的乡绅礼服和守林员的大胡须。这些

仅仅是一小部分物品：小镇上的仓库里货物琳琅满目，可以随

时参观。但是参观起来并不总是没有危险。如果‘柏林人’

想消除那里的资产阶级恐怖、独裁和无礼，就会招惹上危险。

他在那些地方得不到法院、行政机构和报纸的支持。他输定

了，只能落荒而逃。”

尽管外省比大都市反动，但图霍夫斯基也绝不想把柏林美

化为自由的天堂：“柏林只是一个大城市，在一个大城市里，

所有的个体都消失了，而群体则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一个在

科隆只是80人或100人的圈子，在这里就是上万人，一切都

要乘上100。柏林的喧嚣不代表德国，外省的这种责备是有理

由的，因为大型民主媒体、艺术家、自由协会的呼声与其真

正的实力确实不成比例，而反动势力在活动，他们几乎是无

声无息的，他们无处不在，行动更加巧妙，特别是更加肆无

忌惮。支持这一势力的是证券交易所和商人的虔诚愿望，这

些人在柏林的各种文化活动首发式上向那些不疼不痒的游行

鼓掌示意。”25

图霍夫斯基对共和国局面的评判并未过于悲观。他自己还

列举了一个文化政治上的实例。包豪斯当时可谓现代建筑的据

点，却受到了频繁的攻击。1924 年秋天，图林根议会把包豪

斯学院的资金削减了一半，令其无法继续工作，包豪斯不得

302 不于1925年放弃魏玛原址。然而，在安哈尔特首府的德绍市

新工作地点，包豪斯依然被右翼势力视为眼中钉。1918年到

1932年5月，社会民主党成员几乎一直出任那里的邦总理。

1929年，格罗皮乌斯为德绍特尔滕(Torten)的容克工厂设计

了一个工人定居点。纳粹党人和民族人民党人愤怒地称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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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定居点”的“摩洛哥小屋”。攻击的理由是这些房屋没

有“德国式”的尖顶，只有“新客观主义”建筑风格中常见

的平屋顶。6

与魏玛精神做斗争还可以采用一种更为高雅的形式。右翼

知识分子评论人士认为，共和国是一个平均化集体主义的产物，

它使群体战胜了个性。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

1927年出版的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就

谈到了“常人”的专政。“常人到处都在场，却是这样：凡是

存在挺身出来决断之处，常人却也总已经溜走了。因为常人预

定了一切判断与决定，他就从每一个存在身上把责任拿走了。

常人仿佛能够成功地使‘人们’不断地求援于它。常人能够

最容易地担负一切责任，因为他绝不是需要对事情担保的人。

常人一直‘曾是’担保的人，但又可以说‘从无其人’。在存

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是‘不曾

有其人’者造成的。”

各种陈词滥调指责集体主义令人窒息，指责多元主义扭曲

民主制、瓦解国家。1926年，宪法专家卡尔·施米特在为1923

年出版的《当今议会制的精神史境况》(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第二版前言中断言，今天

的议会不再是公众和自由交换意见的场所，而是有组织的利益

冲突之地：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取代了理性论证，结果是当今的

议会制缺乏达成政治统一的能力。“在某些邦，议会制已经堕

落，所有公共事务成了政党和其追随者的猎物和妥协的对象，

政治已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事业，而是备受鄙视的阶层经营的备

受鄙视的生意。”

兴登堡当选后，卡尔·施米特等右翼知识分子坚信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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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议会病的灵丹妙药，这就是以全民公投的民主方式选举出

代表公共意志的帝国总统。直选的国家元首是卢梭所说的

“公共意志”(volonte generale)的化身，因此总统的权力应该

比议会更大。议会代表的是所有人的意志(volonte de tous),

即众多个人意志的总和。于是民主就与议会对立起来了，人民

被号召出面作证反对自己的代议人。

激进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分解国家的多元化要求303

势不两立。应该用团结一致的民族来取代一个分裂的社会。从

这个角度看，一体化的民族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做

出的回应。后者是前者得以存在的条件，而前者视后者为主要

敌人。希特勒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并论证了德国民族

主义在内政上的实用性。1924年初，在一篇为1923 年11月9

日政变辩护的文章中，这个纳粹党的领袖写道：“击毁马克思

主义的国际主义，需要动用拥有最高社会伦理和道德的法西斯

式的极端民族主义。不给人民一个更好的上帝，就无法让他们

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虚假偶像。最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做

得最正确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他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他用民族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取代必须铲除的国际马

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几乎完全成功地瓦解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

组织。”28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造成的迷惑不仅仅影响到了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但是在 20年代中期，只有以希特勒为首的

极右翼要求建立墨索里尼式的体系。通过观察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传播的反犹斗争，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共和国

相对稳定时期，对犹太人的敌视不再像共和国成立最初五年那

样广泛和强烈。然而德国社会中仍有强烈的反犹怨气，人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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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头直指犹太人在文化方面占据的所谓主导地位，犹太人作为

记者在出版界、戏剧界和电影业发挥的作用。有人把犹太精神

与败坏的知识风气和颓废的都市文明联系起来，这些人就会受

到中间派靠右政治势力的赞同，甚至得到中央党的支持。天主

教参考书《大赫尔德》(Der Grosse Herder)① 1926年在相关词

条的文章中提出，反犹主义“实质上是大多数人对那些被视

为异己的、某种程度上自成一体的，但具有非同寻常影响力的

少数人的厌恶。这些少数人拥有高尚的精神价值，但也不乏夸

大的自信”。纳粹分子搞的种族迫害，则被温和派团体视为低

俗的、违背良好道德的行为。社会上是接受反犹主义的，但反

犹不能超过公共礼仪的某些界限。9

忠于魏玛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深知国内政局不稳定。托马 304

斯·曼在战争期间还是一个集权帝制国家的捍卫者，一个

“权力保护内心世界”的捍卫者。1922 年10月在格哈特·豪

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60周年诞辰之际，他在柏林的

一所大学大礼堂内当着部分愤愤不平的学生的面，对德意志共

和国做了一番备受关注的忠诚表白。1926年11月底，这个选

择落户慕尼黑的知识分子满怀愤怒和悲情地说，自战前时代以

来，巴伐利亚与帝国首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年的

慕尼黑是民主的，而柏林是封建军国主义的，但是现在这一切

几乎发生了彻底的反转。“我们感到抬不起头来，因为来自慕

尼黑的顽固的悲观主义与柏林的政治见解、整个世界的政治诉

求相对立；我们忧心忡忡地看到，它那健康的、欢快的血液受

到反犹民族主义以及天知道怎样一种邪恶的愚蠢深深的毒害。

① 一部德国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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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德国的慕尼黑成为反动派的堡垒，它

顽固不化，与时代精神为敌。我们不得不听别人称它为一座愚

蠢的、愚蠢透顶的城市。”

托马斯·曼的哥哥海因里希也在德意志民主党召开的同一

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托马斯·曼希望以直言不讳的方式达到

改善的目的。但毋庸讳言，托马斯·曼与柏林历史学家弗里德

里希·迈内克都选择了防守的基本态度。1926 年 4月，在德

国大学教师的魏玛会议上，迈内克试图在共和派教授和讲师与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温和派支持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1919年，

黑白红色与黑红金色之间未能达成和解，从而导致了“颜色

的彻底改变”,对此“理性共和派”迈内克深表遗憾。他坦

言，议会制并不是民主共和国的必然结果。兴登堡当选总统一

年后，他表示愿意考虑“是否应该进一步完善《魏玛宪法》

以扩大德国总统的权力”。

这种表述流露出的犹豫不决，是自由派“理性共和主义”

的典型特点。但迈内克呼吁勿忘魏玛建国的法则，在这一点

上，他远远领先于德国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共和国是调节工

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是维持他们之间

社会和平的国家体制”,1925年1月，他在柏林民主学生联盟

的一次演讲上这样说道。“社会冲突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裂痕已经向右移动，这条裂痕贯穿于资产

阶级本身。”30

迈内克也可以说，这条裂痕不仅向右移动了，也向左移动305

了。这条裂痕同时贯穿资产阶级本身和工人阶级本身。这就是

魏玛共和国的特征，这里的政治分界线不再与社会阶层的分界

线完全等同。在资产阶级的“理性共和主义者”与极右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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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横亘着一条沟壑，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是如

此。两个工人政党甚至都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同一个概念，但

是两党的理解不一样。共产党人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矛盾的加

剧，最终目标是无产阶级革命；而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工会则

认为，阶级斗争是为了给工人实现多元化利益政治。

共和国要一如既往地依靠资产阶级的温和派和工人阶级的

温和派。20年代中期的种种迹象表明，1918～1919年达成的

“阶级妥协”会发生变化，朝着政治上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1923年后魏玛共和国的稳定只是相对于前几

年的不稳定而言的。国家内部对民主的威胁从未停止过，只不

过是有所缓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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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被写进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原因有两个：兴登堡当3061

选为德国总统，《洛迦诺公约》(Locarno-Vertr?ge)缔结。公约

的签署使德国重新回归欧洲大国的圈子。新年伊始，很难想象

德国竟然会有如此这般的凯旋。德意志帝国有众多理由遭人谴

责，其中一个就是德国国防军试图与众多志愿者一起绕过只能

拥有一支10万人军队的限制。右翼势力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准

军事活动让巴黎和伦敦对德国人倍加防范。就在1925年1月

5日，战胜国还拒绝执行五天后就应该撤离第一个莱茵兰地区

(“科隆”)的协议，其理由很简单：德国违反了《凡尔赛和

约》的裁军规定。

协约国做出这一决定的最重要原因是悬而未决的“安全

问题”。法国担心德国再次军事化，因此试图保留1924年8月

《伦敦协定》之后德国还应兑现的一切承诺。因为英国人是站

在法国人一边的，所以威廉大街的政客被迫采取灵活的应对方

式。1月20日，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

份秘密备忘录，又在2月9日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

录。出于对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部长们的不信任，他最初并未知

会整个内阁，而仅仅向帝国总理路德做了汇报，施特雷泽曼在

文件中提议签署一份协议，该协议要求“对莱茵地区有兴趣

的大国”有义务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问题，而德国本身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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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莱茵地区现有占领状态”签署一个担保协议，并且与法

国和其他所有有关国家缔结一项仲裁协议。

德国外交部部长的这一举措标志着通往洛迦诺的第一步。

在德国本土，外交部部长于3月把这一倡议知会了内阁各位部

长，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右翼政党指责这位德国外交

部部长对协约国过于放纵，于是在6月发动了一场猛烈反对外

交部部长的新闻攻势。另外，西方强国的种种做法让施特雷泽

曼对付此类攻击难上加难。1925年 6月4日，协约国就裁军 307

问题提交了一份照会，这份照会上列出的详细投诉就连施特雷

泽曼都觉得“小气而可怜”。6月16 日，奥赛码头(Quai

d'Orsay,指代法国外交部)要求德国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并

且要求德国向《凡尔 赛 和约》和未来的《莱 茵公约》

(Rheinpakt)所有签署国做出保持德国东部边界的保证。对法

国政府的这些要求，施特雷泽曼也并不满意。

1924年9月，伦敦会议之后不久，时任英国首相的工党

领袖麦克唐纳建议德国加入国际联盟。马克思和路德政府是认

同这一目标的，但是为其附加了一些条件：德国要拥有国际联

盟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免除参加国际联盟的执行任务(提出

这一点的理由是德国国防军实力弱小),以及参与国际联盟殖

民托管地管理的义务。关于德国东部边界，双方达成了影响深

远的“修正共识”,这一共识还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认可：不

得给德国以和平变革方式为自己获取利益的可能性。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处处煽风点火，这让施特雷泽曼认识

到，为了顺利推行与西方保持平衡的政策，除了各大自由派报

纸之外，争取让最重要的在野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站在自己

一边是至关重要的。6月底，在路德的鼎力支持下，内阁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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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授权外交部部长继续与英国和法国进行谈判的决议。然

而这一系列谈判非常成功，使1925年10月5日德国与协约国

在洛迦诺关于安全问题的会议得以顺利开始。除了施特雷泽

曼，路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愿望

背道而驰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尤其感到沮丧的是，总理和外

交部部长要为10月26日的谈判结果签字。在时任内政部部长

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员席勒的敦促下，柏林内阁的其他成员发

电报建议不要签署协议，而是建议采用约束力较小的会谈纪要

的形式。

然而路德和施特雷泽曼的坚定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他

们相信，“为德国取得的明显优势”只有立即签字确定才能

得到保证，而《洛迦诺公约》的确对德意志帝国有利。从国

际法角度讲，只是对德国西部边界进行了界定：德国、法国

和比利时放弃对现有边界的任何暴力更改，而英国和意大利

也对此做出了保证。在东部，德意志帝国仅仅与邻国波兰和

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了仲裁协议，而法国则对波兰和捷克斯洛

伐克做出承诺，一旦德国对后者发动进攻便提供军事援助，

这就意味着《洛迦诺公约》不排除对德国东部边界进行和平

“修改”。

在加入国际联盟的问题上，施特雷泽曼也取得了初步成308

功。协约国就《国际联盟条约》中关于干预的第16条的解释

向德国做出保证，而这一解释与德国的意愿非常吻合：在国际

联盟采取制裁行动时，德国可以根据本国军事和地理状况量力

而行。因此，德国不必担心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参加对苏联

的经济制裁，而且苏波战争一旦爆发，德国甚至不必允许法国

军队经过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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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对德国做出让步，是因为他们希望以协议的方式

让德国参与进来，这样能够缓和局面并促进和平。在他们看

来，成为国际联盟会员是遏制德国修正主义的合适手段，只有

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后，该条约才能生效。从施特雷泽曼的角度

来看，《洛迦诺公约》还能使和平更有保障，但与此同时，这

些条约也只是全面摆脱战后局面的一步。1925年10月的公约

意味着施特雷泽曼实现了近期的目标：通过与西方国家的交流

来扩大德国的行动范围。虽然德国的主权仍然受到限制，但他

现在可以重操一个欧洲大国的政策。这其中还包括对波兰采取

更强硬的态度，使该国未能在“东方洛迦诺”会议上贯彻自

己的要求。

施特雷泽曼根据《洛迦诺公约》中对东部边界进行和平

修正的理解，于1926年4月19日通过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做了

直言不讳的陈述：“以切实符合我们要求的方式和平解决与波

兰的边界问题，在波兰的经济和金融困境没有达到极端的境

地，使波兰整个国家彻底瘫痪之前，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的⋯⋯因此从广义上讲，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延迟波兰

最终的长久整顿，直到该国软弱到不得不按照我们的要求解

决边界问题，而那个时候我们的政治实力已经得到充分加

强⋯⋯只有对所述地区重新获得不受限制的主权，我们才能

彻底满意。”

西方列强在洛迦诺做出的让步对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来说

是远远不够的。协约国承诺不仅对德国违反裁军规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甚至还承诺在公约批准后撤离“科隆地区”,但是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并未对协约国的这些做法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10月 22 日，帝国议会中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党团宣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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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他们无法接受洛迦诺的谈判结果。他们认为并没有看到其

他国家为德国的牺牲而付出，这一公约与“德国生存的必要

性格格不入，而且不排除让德国丧失土地和人民的可能性”

(在这里指的是奥伊彭-马尔梅迪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他

们是不会同意这样一个公约的。无论是总理路德，还是内政部

部长席勒都未能让德国民族主义者改变自己的想法。10月23

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和邦主席宣布，本党“不能接受”

洛迦诺的谈判结果。两天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决定

立即退出联合政府。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做出退出路德内阁的决定并不容易。这

个“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右翼政党毕竟在1925年 8月实现了

其主要诉求之一，即按照1902 年的“比洛关税”恢复对谷物

和其他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导致1925年秋天联合政府瓦解

的并不是大农场，而是这个党的右翼人物的媒体康采恩。这个

媒体集团的创立人就是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他利用自己遍布全国的报纸媒体发动攻势，先后

把各邦的党组织、党主席和帝国议会党团都争取到自己一边，

和他一起推行激进的民族主义路线，煽动群众的情感，而把各

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二位。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部长们离开了路德的内阁，于是

“洛迦诺危机”开始了。政府在10月25日失去了议会多数席

位。这个时候，只有让社会民主党人来填补德意志民族主义者

留下的空缺，才能确保议会通过这个公约。虽然《前进报》10

月17日还在庆祝洛迦诺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但是社会民主党最初并未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于大多数社民

党领袖来说，否决这个公约，解散帝国议会，重新进行选举更



11.保守的共和国/385

为重要，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希望从新的选举中获得胜利。

当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四处游说，争取让大家接受条

约并组建一个大联合政府时，他在党内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实

际上，这一提议是唯一现实的提议：社会民主党可以用同意该

条约作为代价要求加入政府。另外，该条约也赢得了工业界几

乎一致的掌声。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否决了这项条约，310

那么这个政党如果再本着洛迦诺精神进行接下来的选举，就会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社会民主党内有一批人认为阻碍议会是危险的，而重新选

举又会前途未卜。在11月的前三个星期中，这股力量占了上

风。但是，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想到就联合执政进行谈判。社会

民主党人甚至认为路德内阁于11月19日决定在条约签署后辞

职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原因是社会民主党人可以为洛迦诺投

赞成票，而又无须同时给路德政府投信任票。11月27日，社

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议会坚定地投票赞成《洛迦诺公约》。最

后，公约以291 票赞成，174 票反对，3 票弃权获得通过。八

天之内，又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11月30日，占领国开始撤

离“科隆地区”;12月1日，《洛迦诺公约》在伦敦签署；12

月5日，路德内阁如前所述集体请辞。

德国政府危机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理论上讲，社会

民主党帮助公约获得通过后恢复执政权是很自然的。中央党和

德意志民主党也主张建立一个大联合政府，而巴伐利亚人民党

和德意志人民党对此建议则很冷漠甚至拒绝。危机进一步发

酵，接下来的场景来自帝国总统办公室的国务秘书迈斯纳，这

位官员是兴登堡从艾伯特手上接过来的。迈斯纳12月2日发

出提议，就建立一个大联合政府展开“非常认真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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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之间的分歧难以弥合，社

会民主党的要求又过于苛刻，谈判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终的结

局是出现了一个路德领导下的“中间立场的政府”。虽然这个

政府没有议会的多数支持，但是在眼下也不需要做出什么外交

上的决断。在内政上，主要是在公务员薪金和减轻社会负担方

面，内阁可以依靠极右翼党派的支持。

德意志人民党党团主席恩斯特·朔尔茨本来已经听从迈斯

纳的策划，放弃了反对与社会民主党谈判的想法。然而现在社

会民主党人扮演起兴登堡的顾问原本为朔尔茨等人设计好的角

色：他们提出了重新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其他一些要求，这就

给了朔尔茨一个口实，可以名正言顺地说社会民主党的条件是

不可接受的。

如果社会民主党真对分享权力感兴趣，那么它就应该在投

票赞成《洛迦诺公约》之前进行大联合政府的谈判。11月27

311 日之后，社会民主党已经没有什么筹码可以说服人民党在经济

和社会政策方面做出让步。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想在

1925年与1926年之交的冬天上台。这段时间的经济危机非常

严重，在12月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失业者有180万，到第二年

1月上升到200万以上。此时此刻，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参与联

合政府必然会变得不受人欢迎。因此，德意志民主党党魁埃里

希·科赫-韦泽组建大联合政府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大家

从一开始就预料到的。之后，兴登堡于1926年1月13日委托

路德组建政府，一周之后，现任总理组成了一个中间派资产阶

级的联合政府，内阁成员包括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主党、

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成员。帝国总统不是赞成，而是反对

组成在议会拥有多数的政府，尽管他这是在暗中操控。这在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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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路德的第二届内阁仅仅存在了几个月。总理在1926 年 4

月20日致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的信中说明了他解散内阁的

原因。考虑到海外德国人，特别是生活在拉丁美洲的德国人的

愿望，路德想授予德国驻外使团以权利，除了悬挂共和国的黑

红金三色国旗之外，还允许他们使用帝国时代的标记，那就是

在黑白红的贸易用旗上端镶嵌一面黑红金三色旗。内阁显然没

有意识到这一要求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性质，便草草决定从5月

1日开始执行这个提议。虽然这个决定并非针对所有驻外使

团，但是公使馆和领事馆除了悬挂德国国旗之外，还要悬挂这

面贸易用旗。

内阁的决定引发了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会和与上述两个组

织关系密切的，名为黑红金旗帜团的共和国防卫协会的愤怒。

另外，中央党和民主派人士也对这种复辟性的和带有反共和制

倾向的新规定提出抗议。令他们格外不满的是，他们直到新闻

界发布消息时才知道内阁的这个决议。矛盾愈演愈烈，政府不

得不退缩：兴登堡于5月5日签署法令，将使用贸易用旗的范

围缩小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在欧洲只允许有商船进出的地方才

可以悬挂这面旗。

但是，这种让步并没能抑制住共和国政党力量的愤怒。5

月6日，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对国旗问题提出质疑，并对

路德提出了不信任议案。这项提案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赞成，

但是德意志民主党提出的否决案得到了通过：5月12 日，议

会以176 票赞成，146 票反对，103 票弃权接受了这个提案。312

除了德意志民主党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也投了赞

成票。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投票反对；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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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民族人民党投了弃权票。就这样，第二届路德内阁于同日

提出辞职。

如果帝国的元首不是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内阁也许会

取消5月1日的决议。但是兴登堡非常欣赏路德的倡议，以至

于政府无法有序地撤回这项决议。不仅是无党派的总理，而且

内阁的所有成员都缺乏对国旗问题的政治直觉。他们没有意识

到自己的政令已经涉及有象征意义的政治领域，这一领域比旗

帜本身更容易唤起激情，填上的沟壑现在又重新被挖开了。

1926年上半年的另一个问题焦点也属于有象征意义的政

治领域，这就是如何处置早年王侯们的财产问题。在1918～

1919年的革命时代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无偿没收统治者财产的

事情。此后的几年里有过几次复杂的和解谈判案例，而法院则

越来越多地站在了偏袒被罢免的王侯们的立场上。1925年11

月底，德意志民主党在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该法案授权各邦使

用法律和以无法律追索权的方式与前统治者们解决争端。

此后不久，德国共产党提出了一项更为激进的草案，草案

的内容是无偿没收王族的财产。共产党人以高超的亲民技巧，

要求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小农和租户，他们的宫殿应该拿出

来以缓解住房短缺或改建成疗养院，而被没收的现金应该补偿

给战争受害者和战争死难者家属。共产党当然很清楚，他们的

这项提议是不可能在议会获得多数通过的。当然，他们提出这

项议案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民众，而不是民众的代表。12月4

日，《红旗报》发表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德国社会民主

党执行委员会、自由工会中央协会、黑红金旗帜团联邦指挥部

和共产主义红色阵线战士同盟联邦指挥部的公开信，共产党在

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举行全民公决的联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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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共产党人期待着他们此时提出这

样的要求应该会迎来一片掌声。他们向这批“改革主义者”

提出的呼吁符合共产国际的新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对以菲

舍尔-马斯洛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把众多无产阶级选民排除

在外的极左政策感到不满，因此在1925年秋提出了这一新统

一战线政策。共产党认为，对没收王侯财产进行全民公决，将

是在社会民主党党员和领袖之间，在工会会员和领袖之间插进

一脚的一次绝好机会。如果非共产党组织拒绝该要求，则可以 313

将其打上阶级叛徒的烙印。如果他们持赞成态度，共产党就很

快会找到机会指责这些人只是敷衍了事，并且出尔反尔。

社会民主党员对共产党的倡议果然反应极为强烈。起初社

会民主党领导对此感到非常勉强，但到了1926 年1月中旬，

不得不置各种疑虑于不顾，决定与共产党一起就无偿没收王侯

财产、进行全民公决事宜做准备。1月19日，党委请德国总

工会联合会领袖出面担任起草联合法案的协调人。三天后，应

德国总工会联合会的邀请，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德国共产党

代表和由统计学家罗伯特·雷内·库钦斯基(Robert Rene

Kuczynski)领导的“无偿没收王侯财产委员会”的一个代表

在国会大厦举行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共同起草的法律条文。这

一草案的内容就是，“为了共同利益”,要无偿没收至1918年

占据统治地位的王侯们的全部财产。1月 25日，该草案已提

交给内政部，倡议者要求尽快批准做出全民公决，这是全民公

决前的一项工作。

内政部将全民公决的日期定为1926年3月4日至17日。

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站在支持者一边，其中包括阿尔

贝特·爱因斯坦、库尔特·图霍夫斯基、阿尔弗雷德·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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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red Kerr)、埃尔温·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凯绥·珂

勒惠 支(Kathe Kollwitz)、马 克 斯·佩希施 泰 因(Max

Pechstein)和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站在反对派前

列的是资产阶级政党、“民族势力”团体、帝国乡村同盟和基.

督教教会。全民公投的结果对左派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1250万有投票权的选民在官方的名单上填上了自己的姓名；

这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1924年12月的议会大选

中共同获得的票数还多出将近 200万票。中央党聚集地区的投

票结果格外令人瞩目。选民们的态度让中央党大失所望，不仅

仅是工人，还有很多天主教徒对无偿没收昔日王侯财产一事持

欢迎态度。

根据《魏玛宪法》第73条，全民公决如果得到有表决权

人数十分之一的支持，公民投票就是成功的。这次投票赞成左

翼法案的人数是宪法规定人数的三倍多，占比31.8??现在，

德国政府有义务将法律草案提交给帝国议会。只有当帝国议会

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法案内容的时候，才不必要对此做出全民

公决。然而，帝国议会于5月6日以236 票对141 票拒绝了社

314 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拟出的这部法律草案。于是，帝国内政部决

定于1926年6月20日对这项法案进行全民公决。

根据兴登堡的要求，德国政府宣布该法律草案意味着修改

宪法，因此这项法案的支持者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通过

这项法案，不仅要有多数拥有投票权人的赞成，而且必须是绝

对多数。虽然德意志民主党明确告知本党党员可以随意投票，

而且受害者评估协会明确告知自己的会员要投赞成票，但是左

派政党几乎不可能期望这次全民公决的票数比之前的全民公决

再多出18??公决的结果也证明了持怀疑态度的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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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6月 20日，有1560万或 39.3??投票权的人参加了

全民公决，其中1450万或36.4??人投了赞成票。全民公投

的发起人显然未能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所达成的不过是引起

人们的充分关注。

魏玛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公决就暴露出了全民民主的陷

阱。无偿没收王侯的法案将那些无法持久建设性合作的力量联

结在一起，它在共和国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即工人运动中的

温和派和资产阶级之间挖出了一条深深的鸿沟。在工人阶级内

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暂时的统一行动并未能弥合这一矛

盾。情况正好相反：全民公决刚刚结束，共产党马上就老调重

弹，指责社会民主党为阶级叛徒。

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26年6月20日之后已经很

难再回到它往常的阶级妥协的道路上了。7月2日，由于社会

民主党投了反对票，德国政府未能通过对王侯进行补偿问题的

法案。然而在普鲁士，1926年10月15日又因为德国社会民

主党投了弃权票，该邦通过了与霍亨索伦家族之间的调解决

议。社会民主党出身的邦总理奥托·布劳恩遭到如果投否决票

就会被强制退位的威胁，这很可能意味着魏玛联合政府的执政

终结。如果不是为了顾全全局，他的政党会在德国最大的邦依

然坚持不妥协的解决方案。9

此时的帝国内阁和上一届政府一样，也是由资产阶级中间

派组成的。路德的少数派政府解散后，1926年5月17日路德

的前任威廉·马克思再次组成了少数派政府。在外交政策上，

社会民主党依然在议会上向政府提供支持。1926 年6月10

日，帝国议会几乎一致通过了与苏联签订的《柏林条约》。根

据这项协议，当其中一国没有武力行为却遭到第三方攻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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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两国依然保证彼此中立。此外，这两国还承诺不参加旨在抵制

另一国经济或金融的联盟。1922 年缔结的《拉帕洛条约》仍

然是德苏关系的基础。

《柏林条约》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莫斯科对德国奉行的洛迦

诺政策的不信任。德国再次明确地向苏联保证了它1925年10

月对西方大国所设定的立场，这就意味着德国不参与国际联盟

实施的任何制裁。威廉大街也希望该条约还能起到其他的作

用：苏联能够增加对华沙的压力，并最终让波兰人满足德国对

边境线修订的要求。但是，这一期望并没有实现。1926年 5

月，毕苏斯基(Pilsudski)元帅通过政变上台后，德国的东部

邻国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稳定下来。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德国

人和苏联人已经指望不上波兰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和平”

让步。0

1926年的第二大外交事件发生在9月10日。这一天，德

国加入了国际联盟。这一天与通过《柏林条约》正好相隔3

个月。正如路德和马克思两届政府所坚持的那样，德国立即成

为国际联盟中最重要机构的成员，获得了常任理事国的资格。

这一地位的主要竞争者波兰却不得不屈居非常任理事国的地

位，它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再次被选入此机构的承诺。社会民主

党人比德国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早和更坚定地要求加入国际联

盟。这一目标实现后，全党上下欢庆这一伟大的时刻。《前进

报》写道，“德国和欧洲正在从国际无政府主义的紧急状态过

渡到逐步实现各国人民自由的国际组织状态”,这是“世界历

史的一次飞跃”。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欢庆仪式一周后，9月17日，法国

和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在附近的法国图瓦里村(Thoiry)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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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讨论。饭店老板莱热(Leger)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和多

种美酒，白里安(Briand)和施特雷泽曼心情愉悦。双方同

意，要为德国做出政治上的让步，而德国应该为法郎的稳定提

供实质性的帮助。具体来讲，就是德国要提前偿还部分战争赔

款。而政治让步中最重要的几点是早日归还萨尔地区，尽快结

束军事控制，并在1927年9月底就提前撤离莱茵兰，以及法国 316

同意德国与比利时就奥伊彭-马尔梅迪归还帝国一事的协议。

兴高采烈之后接踵而至的却是抱怨。普恩加莱总理根本不

想履行他的外交部部长的承诺。在德国，人们也在担忧施特雷

泽曼要为西方列强支付的价码是否太高了。最后，在莱热先生

餐厅的聚会约定的内容几乎全部消失，剩下的仅仅是双方同意

国际军事委员会应于1927年1月31日离开德国。图瓦里聚会

可以说既是《洛迦诺公约》的顶峰，也是《洛迦诺公约》的

终结。此后，在施特雷泽曼担任外交部部长的这段时间里，法

德关系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重大突破。两国的关系不好不坏。除

了偶尔出现一些紧张局势外，两个邻国可以说是相互容忍地并

存着。2

在内政方面，德国在马克思担任总理的第三届内阁时期经

历了相对平静的时期。政府的议会基础当然非常脆弱，以至于

不得不常常要讨论如何扩展现有的联合政府。为此做出杰出贡

献的是保罗·西尔弗贝格(Paul Silverberg),他是褐煤开采领

域的领袖人物之一，同时担任德国工业帝国协会副主席一职。

1926年9月4日，他在该组织于德累斯顿举行的年度会议上

发表了演讲。西尔弗贝格在讲话中说道：“如果像社会民主党

这样的大党派在议会制度中扮演着多多少少有些不负责任的在

野党角色，从长远来看，这种局面在政治和经济上是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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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具有破坏性。曾经有人说，政府不能与工人对着干。

这不恰当，我们应该说，政府不能没有工人力量。如果这是正

确的，那么我们就要鼓起勇气面对现实。政府中不能没有社会

民主党，因为它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的政治代表。”

西尔弗贝格的发言并不代表这个领先的工业协会，但是他

在企业家阵营里代表着有影响力、相对温和且有弹性的一派，

这个阵营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化学界、电气业和纺织行业、机械

制造业和成品制造行业中“先进的”分支行业。工业帝国协

会的二把手关于促成大联合政府的激情讲演，并非要降低企业

家的要求，或者给予工人权力以寻求政治力量间的平衡。他更

加关心的是让社会民主党在政府实施不受欢迎的措施，例如减

少国家福利时能够承担起责任。社会民主党参政是要付出可观

的代价的。他们必须放弃阶级斗争，还要承认企业家在经济政

317 策上的领导权。西尔弗贝格在德累斯顿的演讲虽然附加了这些

条件，但依然不失为一份企业家现实政治的文件。这是第一次

记录在案的一位杰出工业家明确的表态，虽然这在那个时代还

有些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国的企业家精神今天依然

“完全站在支持国家的角度上”,因此也是立足于“当今国家

的土壤和帝国宪法”之上的。3

同时，另一批当权派精英中也存在着以“现代”方式思

考的力量，这就是德国国防军，现实政治也是他们的座右铭。

1926年9月，德国南部一家报纸首次报道，皇储的长子威

廉·冯·普鲁士王子(Prinz Wilhelm von Preu?en)身穿军装

参加了特别有“普鲁士”特征的第 9步兵团的演习。一周后，

柏林的报纸也开始讨论此事，部队指挥官陷入公众批评之中。

德国国防部部长格斯勒召见泽克特，要他为自己的擅作主张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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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泽克特于10月5日辞职。兴登堡任命第一军区指挥官威

廉·海耶(Wilhelm Heye)中将为泽克特的接班人，他是泽克

特的亲密幕僚，但远没有前任那样的政治野心。

在海耶的领导下，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们得以实现兴登堡当

选总统之前不可想象的，或至少是不可表达的想法，德国国防

部新成立的国防军部门负责人库尔特·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上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由于魏玛越来越发展

成为一个保守的共和国，少壮派认为有必要重新确定德国国防

军的政治位置。1926年12月，施莱歇写下了一篇关于“帝国

国防军对国家的态度”的文章。文中说道，现在的问题并非

共和制还是君主制，而是这个共和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

我们积极上进，不懈地努力工作，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建

设它，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心怀这种想法，就不会对

‘共和国’这个词感到焦虑或者害羞地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

人听到这个词。”

施莱歇与西尔弗贝格不同，他并不主张社会民主党参与政

府。他认为，最好是“政府奉行右倾路线，遵循美好的老规

矩，赢的时候最舍得付出”。但是，即便是出于策略性的考

虑，要承认共和国的形式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适应现实。

在泽克特时代，国防军对魏玛共和国是很有意见的，现在国防

军不得不做出让步。兴登堡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共和国打造得

让一部分右翼力量能够接受它。在没收王侯财产的运动中，复

辟君主专制的举动却不得人心。这种经历促成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施莱歇这样的现实政治家尽可能避免讨论国家形式的问 318

题。国防军是能够和这样一个共和国达成和解的，更何况国家

政府的最高元首本人是一位元帅，国家政府还能享有右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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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4

1926年秋天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少数派政府与社会

民主党的沟通看上去甚至比与德国民族主义势力的沟通更容易

些。11月10日，一次议会投票失败后，内阁决定与社会民主

党就“妥协”(modus vivendi)谈判。第二天，德国总理向部

长们报告，社会民主党人尚未对参与联合政府或成立工作组做

好准备，但表示愿意和政府就“具体事务”进行接触。然而，

这种“默认的联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12月3日的国

会会议上，政府得到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票数支持，通过了一

条法律，这条法律的内容是保护年轻人免受“污秽和垃圾”

的侵害，在这项议案上，社会民主党投了反对票。两天之后，

德意志人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朔尔茨在东普鲁士的因斯

特堡(Insterburg)讲话中指出，德国民族主义力量和资产阶

级中间派政党之间的内部一致性当然比社会民主党的更高。社

会民主党把这次讲话定性为公开宣战，从此以后社会民主党与

总理的协议也寿终正寝了。5

就在1926年12月5日当天，当朔尔茨在因斯特堡的讲话

中向社会民主党人挑衅时，《前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

文章预示着魏玛共和国马克思第三届内阁终结的开端。文章的

标题为《苏联炮弹用到德国国防军大炮上》。社会民主党机关

报刊登了《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披露的

(应该是出自社会民主党的)调查。调查指出，德国国防军责

成容克公司在苏联建设了一家飞机厂，为德国和苏联制造军用

飞机；两国的军事专家还准备在苏联修建化工厂，生产毒气；

德国国防军官员为此目的携带假护照前往苏联；苏联船只于

11月为德国国防军将武器和弹药运往斯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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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有两个。第一，社会民主

党人告诫德国国防军，不要让军队成为人们不信任德国的理

由。第二，《前进报》的文章也是朝共产党来的。报纸写道，

莫斯科宣扬世界革命，同时却为德国国防军提供镇压暴动的武

器。“这是要把德国工人往装上苏联弹药的枪口上送!”

右翼媒体反驳《前进报》的攻击，指责社会民主党人企

图叛国。政府却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此时，施特雷泽曼正 319

在日内瓦与战胜国谈判如何结束协约国的军事管制。他发出警

告说，政府当前正面临危机。12月12日，施特雷泽曼实现了

外交目标后返回柏林，他在议会上竭力阻止社会民主党人提出

的关于军队的辩论。外交部部长认为这种讨论非常危险。为了

让社会民主党人放弃这项提议，他情愿付出高昂的代价：让社

会民主党加入德国政府。

12月15日，内阁听取了施特雷泽曼的意见，一致同意与

社会民主党就组成大联合政府进行谈判。正如施特雷泽曼所

知，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米勒已经准备好迎接这种戏剧性

的转变了。可惜的是，米勒并不能在议会党团中立住脚。12

月1日晚，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同意就组建一个大联合政府进行

谈判，但附加了马克思内阁无法接受的条件：德国政府必须辞

职。此外，社会民主党党团还决定提议对德国国防部部长格斯

勒投不信任票。

第二天，内阁拒绝了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与此同时，内阁

不得不考虑社会民主党是否会对整个德国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在不信任案提出之前，菲利普·谢德曼于12月16日在德国议

会发表的演讲引起了轰动。这位前总理谈到了军备的秘密筹资

以及如何掩盖筹资的情况。他描述了国防军与右翼组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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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他提到了小口径步枪射击者协会，而德国国防军正是通

过这种协会避开了德国不得拥有10万名以上士兵的限制，从

而形成了一批“黑色国防军”(Schwarze Reichswehr)。共产党

人还指出，他们的斯德丁港口对苏联船只卸载的情况了如指

掌。这些船是在9月和10月把武器弹药运到德国的。谢德曼

听闻此事后火冒三丈。

演讲者提出的积极要求远比发言的语气温和得多。他提的

几项要求中，有呼吁禁止向德国国防军进行私人捐款，禁止与

激进的右翼协会进行一切接触，民间团体禁止招募军官和现役

团队。尽管如此，这次演讲的影响仍然是致命的。谢德曼揭露

的事实虽然大都不是什么新闻，他却遭到了右翼党派甚至中间

党派对社会民主党的愤恨。中央党、民主党和德意志人民党、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一样，把凡尔赛的这些规定视为对德国安全

320 的主要威胁，因此极力去掩盖那些非法武装。但是，如果社会

民主党想要改变德国国防军的现状，并且切断国防军与极右势

力的联系，就必须依靠中间党派的力量。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估

计到参与帝国政府的机会甚少，与其如此倒不如来一次壮观演

讲的效果更加明显，于是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6

就在谢德曼讲演的第二天，德国国会于12月17日以249

票对171票推翻了马克思政府。德意志人民党、德意志民族党

和共产党都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的不信任议案。然而，谢德曼

的讲话本身也让大联合政府的问题成为多余：资产阶级政党中

再也没有人愿意为解决这场危机挺身而出，甚至没人认真地去

考虑这一问题。

德国民族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不同，他们决心不错过参与

政府的机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兴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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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国务秘书迈斯纳和冯·施莱歇上校的建议下，从一开始就

努力组建一个右翼政府。如果可能的话，这个政府尽量建立在

议会多数席位的基础上，但如有必要也可以根据第 48 条建立

总统内阁①,正像施莱歇所说，“口袋里装着解散国会的命

令”。这位德国国防部的国防军部门负责人，在 1926 年与

1927年之交的冬天第一次对组建新内阁具备影响力，他认为

德国民族势力的参与才是解除危机的唯一出路，而第 48 条是

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适当手段。

事态的发展正如施莱歇所猜测的那样。1927 年1月16

日，现任总理威廉·马克思再次受命组建政府。他首先和社会

民主党人谈判，讨论组建一个中间派政府的可能性。但是他和

兴登堡一样，坚持让格斯勒担任国防部部长，所以这一轮谈判

只能以失败告终。随后，当总统“为了祖国的利益”呼吁马

克思组建一个“以在德国议会占多数的资产阶级政党为基础

的政府”时，在权力斗争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央党的举

动正如人所料。总理所在的政党在一份宣言中规定了建立右翼

联盟的条件，其中包括毫无保留的赞同帝国宪法及其象征性标

准，帝国国防军必须严守无党派立场，奉行劳资双方平等的社

会平等政策，以及遵守基督教义的教育法。

德国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这些条件，马克思组建的第四届内

阁就这样诞生了。1927年1月29日，兴登堡再次任命中央党

政治人物为总理。头一天宣布退出德意志民主党的奥托·格斯

勒依然在新政府中担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其他部长来自中央 321

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① Prasidialkabinett,内阁成员直接由总统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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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冬季的政府危机也有可能导致另

一种结果。资产阶级阵营中愿意与社会民主党结盟的人比一年

前多得多。就连德意志人民党也不再抗拒这样的联盟，部分原

因是在1926年9月后有一批赞同保罗·西尔弗贝格观点的企

业家所施加的影响。然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仍然不想结成

大联盟内阁。也许施特雷泽曼是对的，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同

意加入政府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工人工作时间设置的争议，而

不是在军事政策上的分歧。社会民主党缺乏机动性，这使党内

领导人感到担忧，其中包括常年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卡

尔·泽韦林和党主席赫尔曼·米勒。但是面对那些尚未克服

1923年秋天创伤的大多数党员，他们也无能为力。早在1926

年1月初，当这场危机的结果还不明朗的时候，中央党的权威

报刊《日耳曼》就已经无可奈何地看到，必须是一个议会制

度的坚定支持者，才能相信议会制度在德国的可能性。8

在马克思的第四届内阁中，德国民族主义者担任内政、

司法、农业和交通运输部的部长，这比路德领导下的第一届

“资产阶级阵营”政府还多一个部长职位。1920年 3月在诺

伊马克的柯尼斯堡担任邦行政官、与卡普-吕特维茨政变政府

合作过的内政部部长冯·科伊德尔(von Keudell),一直是左

派批评的首选对象。但此时这个政治家也已经成为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现实政治”的力量，这股力量已经把共和国默认

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了。1927 年 5月17日，《共和国保护法》

在文字上做了些微不足道的更改，又延长了两年。德国民族主

义者投了赞成票，于是这项原本不受人欢迎的法案居然得到了

只有宪法才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的高票通过。

为了对国会里如此众多的议员一边倒表达迫切的敬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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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德尔在国家内政其他事务中尽其所能地表达出“右倾”的

语气。例如，1927年11月27日，他以电报形式向德国学生

会(Deutsche Studentenschaft)表达他的“内在亲和力”。这种

表述用意明确，因为当时德国学生会正在与普鲁士政府发生严

重的冲突。德国学生会中还有几个奥地利学生会，这些学生会

明确禁止犹太人加入。1927 年 9月，魏玛共和国伟大的大学

改革者之一、普鲁士文化部部长、无党派人士卡尔·海因里

希·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说服布劳恩政府，取消国 322

家对普鲁士大学学生会的认可，因为这些学生会一直拒绝与德

国学生会脱离关系。1927 年11月27 日，布劳恩在给德国总

理马克思的信中威胁道，如果再向德国学生会发出表示亲近的

信息，普鲁士政府将切断与德国内政部部长的一切接触。社会

民主党和共产党以“科伊德尔案例”为由提出不信任议案，

1927年12 月6日，议会中联合政府的多数议员投了否决票，

议案未通过。科伊德尔试图禁止共产党的准军事力量红色阵线

战士同盟，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个德国民族主义派的内政

部部长于1928年4月16日根据《共和国保护法》向各邦政府

提出了相应要求。他的大多数内阁同事以及马克思都对这个时

机感到严重担忧：德国正处在议会选举阶段，而马克思的第四

届内阁也只是在应对日常事务。各邦的反应也是以消极为主：

除了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其他各邦都拒绝执行该禁令。5月2

日，帝国法院宣布各邦的拒绝是有充分根据的，这意味着科伊

德尔的尝试最终失败。

中右翼政府的农业政策非常保守，这并不出人所料。为了

实现保护性关税的要求，帝国乡村同盟(魏玛共和国时期最

重要的农业团体)强烈要求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加入马克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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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届内阁。德国农业部部长马丁·席勒本人就是德意志民族人

民党员，并在乡村同盟中担任要职。他竭尽全力满足人们对

他的期望。1927年7月9日德国国会通过的关税修正案，将

1925年制定但尚未全部生效的多种农产品关税延长了两年。

在某些情况下，还提高了对马铃薯、糖和猪肉的关税。

出于对社会政治稳定的考虑，中央党一直反对食品价格的

进一步上涨，但最终还是松口了，否则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将离

开联合政府。出于对出口行业利益的考虑，德意志人民党最初

也拒绝了农产品的关税要求，但德国工业帝国协会最终还是说

服了德意志人民党。企业家的这一上属协会将与大农业主的友

好合作视为稳定共和国朝着保守方向发展的契机。由于德国的

出口在1926年取得了有利的发展，因此德国工业帝国协会认

为以出口为主的产业在海关政策上可以对农业做一些让步。9

在另一个领域，即在社会政策方面，马克思第四届内阁的

323 立场比工会和工人政党所设想的反动程度要小。对于中央党来

说，右翼联合政府的关键是必须明确自己的社会形象，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安抚本党内的工人派别。海因里希·布劳恩斯曾担

任新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一职，他竭尽全力消除马克思第四届内

阁特别支持雇主的印象。经过这位部长的百般努力，1927年 4

月8日，《工作时间紧急法》(Arbeitszeitnotgesetz)以微弱多数

的票数得到通过。法律规定，在劳资协议规定的正常工作时间

以外的工作时间，必须在支付工时报酬的基础上再支付 25%

的加班费。然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完全不能接受这条法

律，他们认为这一点加班费远远不够。但是实际上附加工资以

及即将崛起的经济抵消了工作量的增加。平均工作时间减少了。

1927年4月底，所有全职工人中还有 48??周工作超过48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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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但是到了1927年10月底，这个数字下降到了42.7??1928

年10月底，这个数字仅为26.6??20

与工作时间法相比，1927年通过的失业保险法争议较小，

这是整个魏玛共和国期间颁布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法律之一。

正如工会长期以来所要求的那样，失业救济金通过这条法律转

换成为保险金，雇主和雇员分别支付雇员工资3??金额作为

保险基金。失业保险金和职业介绍所的执行机构是一个独立的

国家机构，并在区和地方上都有自己的下属机构。在各个层面

上，被保险人、雇主和公共机构的代表，都以相同的数量组成

了一个统一的行政机构。这种自主管理的原则可以追溯到德国

总工会联合会，这个工会联合会也被雇主和中央党接受。1927

年 7月7日，德国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法案：356名议

员投赞成票，47 人投反对票，16票弃权。投反对票的有共产

党和民粹自由党成员。

失业保险是魏玛共和国期间工人和雇员在社会保障方面感

受到的最大收益。1927 年的法律基于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基本

思想，把各个就业阶层的责任与国家责任结合起来。因为不仅

雇主和雇员都必须支付失业保险金，而且在紧急状态下国家也

要为此支付费用。如果这个国家机构为了安置就业和支付失业

保险，而自己的“紧急库存”又不能满足财政需求的时候，

国家有义务为其提供贷款。法律并没有规定国家进行直接补

助。政府、议会和行业协会显然无法想象会发生大规模失业的

现象。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1927 年的保险体系将会受

到根本的威胁。

的确，如果1927年夏天有许多失业者的话，同意这项改 324

革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但是，这条法律是在经济繁荣时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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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在魏玛共和国，德国工业界没有任何一年能像1927 年

那样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这一年7月，失业人数特别少，仅

有63.3万人。因为这些有利的征兆，马克思的第四届内阁才

能够做出议会民主制中保守政府必须做的事情：通过这种社会

让步把自己从纯粹为雇主服务的政府的恶名中解放出来。2

1927年不仅对工人和雇员来说年景好，对于公务员来说

也是很不错的一年。出身于中央党的德国财政部部长海因里

希·克勒(Heinrich Kohler)本人是巴登铁路工人的儿子，他

的工资改革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公务员的薪水应该大幅提

高，从而弥补公务员与工人薪水之间日益增大的差别。这一差

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随着多年来的通货膨胀，

这一差别变得越来越大。第二，克勒希望公务员内部的工资水

平也能保持相对一致，因此低级公务员薪水增长的幅度比高级

官员的薪水增长幅度大得多。

1927年12月15日，德国国会以333 票赞成、53 票反对、

16票弃权的票数通过了工资改革法案。所有公务员的平均薪

资涨幅在16??17??克勒说，自1924 年12月以来，工人的

工资增长了约24而公务员的工资仅增长了4??6因此

这次公务员工资大幅度调整是合理的。

低级公务员收入的相对改善更加方便社会民主党赞同这条

法律。在克勒所属的政党——中央党内部却存在着尖锐的矛

盾。以基督教矿工工会为首的基督教工会为工人打抱不平，认

为他们没有受到和公务员一样的待遇。1927 年 9月，在基督

教工会成员与总理之间的一次对话中，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亚

当·施特格瓦尔德从克勒的法律草案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

结论：如果经济形势能够承受增加工资的巨大负担，那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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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没有理由拒绝增加工人的工资。帝国政府最终被迫因为公务

员增加工资向工人做出补偿：内阁大大降低工资税，并把这项

措施与工资改革联系在一起。

这一做法并没有解决加薪所带来的最大问题，而是进一步

激化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公共预算不堪重负。国家、邦和地区

当局必须承担巨额的额外支出，只有经济持续好转，他们才能 325

期望收入有所增加，然后用这些多出来的收入去兑现1927 年

12月开出的支票。一些政治家清楚地知道，克勒的财务政策

(与他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党员彼得·赖因霍尔德一样)是

非常不稳定的。中央党出身的预算专家海因里希·布吕宁就是

这样一个属于少数派的政治家，他在1927年12 月15日的最

终投票中投了弃权票。但是德国国会选举将在1928 年举行，

因此没有一个政党不想争取公务员的选票，在这一角逐中各个

党派争先恐后。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坚持财政稳定的人意味着

逆流而行。2

与布吕宁持同样观点的政治家在企业家协会、在从1923

年12月以来担任帝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以及在负责

德国赔款的美国代表帕克·吉尔伯特(Parker Gilbert)那里找

到了盟友。在1927年10月底的备忘录中，吉尔伯特指责各地

区财政上的大手大脚。他抱怨，“过分的财政支出和过度使用

信贷的倾向”确实存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马蒂亚斯·埃

茨贝格尔1919年至1920 年进行的帝国财政改革的结果。当

时，地方当局被剥夺了对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征收附加费

的权利。他们只能征收实物税，而实物税中只有土地税和贸易

税才稍有些分量。此外，还有来自邦的拨款，但这远远不足以

满足地方的财政需要。虽然他们的收入减少了，但是任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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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因此，债务问

题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批评地方政府的呼声越来越高，自1927年夏季以来，帝

国银行行长的呼声已经无法让人置若罔闻。不久之后，德国工

业帝国协会也站出来谴责地方政府的那些“奢侈的支出”,例

如修建昂贵的公共建筑。虽然批评者们不必杜撰例子，但是他

们盘点的这些奢侈项目也有些误导性。国外贷款几乎全部用于

生产性投资，主要用于公共事业企业。在节约的告诫者眼里，

那些对实际上早应该修建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被视为“奢

侈”。游泳池、体育设施和绿化项目、医院、学校，以及相当

重要的城市重建项目都属于这个范畴。带有公共补贴的住房筹

建用的不是外国贷款，而主要是用1924 年开始征收的住房税

来融资的。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的说三道四。当时的民

宅大都以“新简约”(neue Sachlichkeit)风格建造，从柏林布

里茨(Britz)的马蹄铁形社区(Hufeisensiedlung)到汉堡的奥

托-斯托尔滕住宅(Otto-Stolten-Hof),再到斯图加特的魏森霍

夫住宅(WeiBenhof),都属于这一类民房。尽管如此，它们依

然被视为浪费公共资产的证据。3

除了地方政府，邦政府的财政预算也备受谴责，薪资改革326

以后，国家政府的财政预算也不免遭到批评。这些指控主要聚

焦在一点上，这就是公共事业机构没有勤俭节约，没有真正承

担起战争赔偿的责任。实际上，自 1924 年夏季《道威斯计

划》生效以来，流向德国的外国贷款刺激了经济增长，这给

政客们带来了与事实不符的乐观情绪。只要有可能获得贷款，

就可以在必要时延长还款期限。然而，公共部门几乎没有将短

期和中期债券用于长期目的。赔偿的支付并非像《道威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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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之父所设想的那样从德国的出口盈余中产生，而是通过

外国信贷来实现的。虽然笼统指责美国的债券都被公共事业机

构用在奢华项目上是无稽之谈，但几乎不可否认的是，德国自

1924年以来一直在大手大脚地生活。24

1927年11月，德国工业帝国协会接受了对战争赔款代理

人的相关批评，要求彻底逆转这一局面。1928 年，企业家在

一份备忘录中要求国家、各邦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较前一年削减

10同时再颁布一项紧急金融法，该法律应该制止各邦和地

方政府自行借款，并且阻止各级议会强行要求邦政府和地方政

府过多支出。德国工业帝国协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彻

底修改宪法”。德国政府必须对财政政策的领导和正确的赔偿

政策承担全部责任。“多年来，各邦和地方奉行的财政政策忽

视了我们实际情况的要求，那种考虑历史现实和尊重宪法事实

的做法最终必须回到以国家和整个德国人民的福祉为重的立场

上来。”

然而，如何让议会多数来通过“彻底修改宪法”,德国工

业帝国协会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帝国总理马克思在1927 年

11月24日会见工业帝国协会上属组织的时候，指出了一个众

所周知的事实。目前的国会已经处在议会任期的结尾，这样一

个“行将就木的帝国议会”是几乎无法做出任何改变的。即

便议会像保罗·西尔弗贝格提议的那样把大选期提前，新一届

议会是否比老一届议会更能满足企业家的需求，这也是一个问

题。按照备忘录的逻辑，如果德国议会仍然像以前那样愿意花

钱，那就有必要提出要求将政治体制过渡到总统制。德国工业 327

帝国协会虽然在1927年秋天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种种

迹象表明，他们对此是有所了解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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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会的想法却与此背道而驰，会员们在1925年 8月

和9月召开的布雷斯劳会议上主张实现经济民主化。同时，由

弗里茨·纳夫塔利(Fritz Naphtali)率领的一组专家致力于填

补“经济民主”一词的内容。社会民主工会运动的思想领袖

们关心的是如何逐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其向社会主义

共同经济体发展。迄今为止，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取得的社

会成就都被视为朝着实现这一目标迈出的脚步。这被视为工人

跨企业的共同决定。可以说，经济民主化是在扩展这种共同决

定的模式，其终极目标就是社会主义。

将社会主义与经济民主融为一体，把实现社会主义理解为

一种过程，这对工会改良主义者来说是一个远远超出日常斗争

的远景，从历史角度讲，这是高不可及的。恰恰在企业家们认

为要限制政治民主的时候，自由工会却希望通过从政治转移到

经济的手法来扩大民主。虽然这两个草案相去甚远，它们却有

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缺乏议会民主制在改变政治体系时

所要求的多数支持。26

在当前的社会状态问题中，在其中一个问题上企业家和工

会似乎持相同意见：双方都反复批评1923 年10月30日以法

令的方式通过的强制性仲裁。这项法令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

曼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颁布的，这项法令的依据来自1923 年

10月13日的授权法。根据这项法令，最低一级的仲裁与以往

一样，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组成的联合仲裁委员会完成。仲裁委

员会由一个中立的主席领导，主席由邦最高政府任命。如果委

员会未能达成和解，则由仲裁委员会主席出面组建一个双方参

与人数相等的联合仲裁庭。联合仲裁庭的裁决虽然不具有约束

力，但是只要协议的当事方接受了该裁决，那么这个裁决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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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有效的劳资协议。如果只有一方同意裁决，那么这一方则

可以为这一裁决申请约束力声明。这个约束力声明可以由上属

仲裁员、帝国劳工部部长或由他任命的特别仲裁员宣布。但

是，这个约束力声明也可以由政府部门来宣布，先决条件是，

这个裁决是“在综合平衡了双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公正安

排，并且出于经济原因必须予以执行”。2

因此，德国劳工部部长几乎可以无限制地介入劳资纠纷并

解决争端。1923 年12月29 日颁布的一项执行法令还出台了

“单人仲裁裁决法”,这进一步加剧了强制仲裁的独裁性质：

如果双方人数相等的联合仲裁委员会做不出多数通过的决定，

则由国家派任的委员会主席的这一票做出最终裁决。这样，如

果遇到双方争执的情况，劳资谈判的自主性质就几乎不存

在了。

自由工会在1925年的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强烈反对这种

强制性薪资调解。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反对国家出面进行仲

裁的呼声也不是那么坚决。弱势协会的成员，例如农业工人协

会，普遍将公共调解视为一种社会保护。工人们也必须想到，

在发生劳资纠纷的时候，工人向国家的诉求案例要比雇主向国

家诉求的案例多得多。例如在1926年，工会提出的仲裁案例

占所有仲裁案例的四分之三以上。自由工会对1926年和1927

年的仲裁裁决给予比以前更积极的评价，这是非常容易解释

的。1926 年，公共调解员设法将工资保持在一定水平上。

1927年的经济形势良好，这就给调解员提供了满足工人要求

的机会。这种状况远比1925年至1926年的“稳定危机”期间

要好得多。因此，劳资强制性调解终于大致上成为德国劳工部

部长布劳恩斯从一开始对其设想的那样：在帝国政府对企业家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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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经济政策框架中做出社会调解。

1927年 5月在基尔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德国

社会民主势力的“首席意识形态学家”鲁道夫·希法亭认为，

国家调解员确定的“政治工资”证明了市场法则正在逐渐被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取代，因此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在经济

上成熟了。半年之后，在11月召开的德国总工会联合会的联

邦委员会会议上，只有以主席弗里茨·塔尔诺(Fritz Tarnow)

的德国木工协会为首的屈指可数的几个行业协会组织拒绝国

家仲裁。即便是最大的单一工会，德国金属工人协会也不再

希望废除国家仲裁，而仅仅是限制强制性薪资调解。该协会

的一名发言人指出，他们做出这一抉择的理由是雇主缺少

“支付意愿”。

在企业家阵营中，强制性薪资调解越让对方受益，企

329 业家对这种做法的评论就越带有敌意。自1927 年夏以来，

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伦重工业行业雇主的联合组织西北重工

(Arbeit Nordwest)一直准备与帝国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做

大规模的对抗。克雷菲尔 德金属工业家协会(Krefelder

Metallindustriellenverband)在8月28日的通函中就已指出，只

要布劳恩斯在这一职位上，经济界就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雇主们必须看到这一后果。因此，“是我们站出来抗衡帝国劳

工部部长的时候了，我们可能要来一场由此而发的战斗，我

们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来赢得这场战斗”。

1927年12月初，雇主们的停工申请就是对这一抗衡提出

的挑战，这一行动是企业家们对布劳恩斯不允许他们推迟实行

8小时三班制的回应。停工的通知在仲裁程序还没有开始之前

就已经发出了。但是迫于当局的压力，停工申请在最后一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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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被撤回，接下来布劳恩斯宣布12月20日做出的仲裁裁决

具有约束力。双方再次避免了正面交锋，但所有参与人都很清

楚这只是推迟了交锋时间。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强制性薪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

上无法忍受的过高工资。但是事实与这一判断并不相符。总体

来看，通过自由协商谈判出来的工资上涨幅度并不低于国家仲

裁员调解制定的工资上涨幅度。强制性薪资使劳资谈判伙伴丧

失了对责任的自我担当，这就意味着经济又向非民主化迈了一

步。但是，国家调解员人为地将工资水平推到市场价格之上，

这不过是冲突一方单方面所持的观点而已。

在魏玛共和国中期，且不论工资的增长是如何形成的，但

是工资增长的速度是否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一点直

至今日仍然是有争议的。从那个时候起，企业主们就声称已经

是这种情况了。实际上，工资在1924 年之后开始急剧上升，

但考虑到通货膨胀期结束时极低的工资基础，这一点也并没有

引起轰动。和国际工资水平相比，1927 年前后德国的工资水

平绝非超出平均范围。即便在这一年，实际的周工资也未能达

到1913年的水平。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现在的工作时长

缩短了。这一项社会成就带来的后果是，1927 年的工人工作

量减少了，收入也比战前减少了。劳资双方对这样的结果都感

到不满意。

魏玛经济的“病态”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例

如所谓的高工资，应该说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引起的。德国工业 330

的高度垄断，对大型农庄经济和重工业的补贴，保护性关税，

“刺激式经济”,1928 年以来向公务员发放的过高工资，所有

这些因素导致的后果都不亚于强制性劳资调解。希法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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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资本主义”公式过分美化了魏玛的现实。由于市场逐

渐失去了自我调节作用，应该说这个时候实际是“组织不当

的资本主义”。28

同属于这一类别的还包括企业家和工会同样给予正面评价

的一种发展趋势：德国经过了几年通货膨胀之后，开始强力推

行工业合理化。通过工业设备和生产流程的全面现代化改造，

德国企业家试图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特别是面对已

经更加合理化的美国工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导致大量工作机

会的流失，还导致煤矿和钢铁等行业的产能大量过剩。正因如

此，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最好的年头里，失业率也远远高于战前

水平。“传统”工业的脆弱性日益显现出来。对工会而言，合

理化的基本原则是他们为缩短工作时间而奋斗的必然结果。只

有提高生产力，才能缩短工作时间而且不降低工资。只有当德

国陷入了大萧条的旋涡时，工业合理化的共识才被打破。这种

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基本共识，就像1919年到1921年劳资双方

对通货膨胀的共识一样，在魏玛共和国中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

作用。9

只有在1927年上半年还能谈得上政治稳定。初夏之前，

马克思第四届内阁的凝聚力还没有受到任何严峻的压力测试。

随后政治党派间出现了裂痕。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德国

民族主义者形成一派，站在另一边的是德意志人民党。内政部

部长冯·科伊德尔在7月初提出的基督教学校法草案引起了迅

速升级的冲突。内阁的自由派成员、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和

经济部部长尤利乌斯·库尔提乌斯(Julius Curtius)对该案中

的两个基本要素提出反对：一是教会参与宗教课程的设置，二

是基督教社区学校和基督教宗教学校在法律上受到同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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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对待的做法违背了《魏玛宪法》。《魏玛宪法》第146 条

规定社区学校和非教会学校具有优先地位。如果天主教政党和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占据了上风，那么在只有社区学校的巴登和

黑森，就要建立宗教学校。德意志人民党拥有民族自由主义者 331

的文化斗争传统，他们不想接受这一点。在7月13日对法律

草案的最终协商中，施特雷泽曼和库尔提乌斯提出申请，试图

确保德国西南部社区学校的垄断地位。这项申请遭到拒绝。结

果，两位部长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宣布德意志人民党在这个问

题上不受内阁决定的束缚。

由于学校法对中央党来说意义重大，并且双方没有妥协的

迹象，因此自1927年7月中旬以来，就可以预见马克思第四

届内阁行将结束。在暑假之后开始的议会审议中，自由派和社

会民主党人经常团结在一起，这进一步恶化了政府阵营的气

候。1928年2月15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党团主席兼联合政

府委员会会议主席韦斯塔普伯爵不得不声明，就有争议的问题

达成协议似乎是不可能的，联合政府就此解散。

魏玛各种形式的多数议会制政府都孕育着衰败的胚芽，这

是显而易见的。派系之间的社会政治较量是大联合政府最重要

的危险来源，而外交和文化政策的分歧则是右翼联盟政府的危

机点。1925年10月，第一个有德国民族派参与的政府，即路

德内阁，在关于《洛迦诺公约》外交政策问题的争端中破裂。

马克思的第四届内阁在外交政策领域并没有做过重大决定，但

是在世界观斗争的经典场景，也就是学校政策斗争中失败了。

从君主立宪制时代起，魏玛的各个政党就不习惯妥协了，他们

把自己的目标视为不可谈判。皇帝时期留下的这一遗产在很大

程度上解释了政治动荡的原因。即使在第一共和国仅有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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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的几年里，这也是德国议会制的一个特征。30

马克思第四届内阁的联合政府的所有伙伴都很清楚，1928

年无论如何是要重新选举的，这就更加不利于执政各派达成谅

解的意愿。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出人意料地

显示出妥协意愿。他们表示，除非提前大选，否则他们将不支

持内阁的“紧急工作计划”,但是会容忍该计划。1928年3月

31日，德国总统解散了1924 年12月当选的魏玛共和国第三

届议会，并且设定 5月 20日为选举日。在没有议会的时期，

公众的注意力都聚焦到那些不受政府危机影响的宪法机构上。

首先是帝国总统，在很多人眼里帝国总统是一股稳住大局的力

332 量，这一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是集体意志的化

身，而这种集体意志正是议会没有能力表达出来的。另一个宪

法机构则是魏玛共和国参议院。

3月31 日，即德国议会解散的这一天，德国参议院对一

个项目做出了决定，这个项目在几个月后引发了下一届内阁的

第一次重大危机。这个项目就是装甲巡洋舰“A”。帝国海军

想借建造这艘舰的机会购买一系列据说拖欠已久的配件，并且

想让立法者制订一个长期的、跨越数任政府的宏伟项目计划。

由普鲁士邦领导的德国参议院于1927年12月对这个项目预算

提出反对，然而德国参议院中还是有大多数来自“资产阶级

阵营”的政党批准了预算的首期支付款。德国参议院在四天

后对这项决议做出了回应，请求行政内阁对财务状况进行重新

审查之后再启动装甲巡洋舰的工作，而且不要在1928年9月

1日之前启动。因为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与德国参议院的合

作要比以前频繁，所以无党派的德国国防部部长威廉·格勒纳

勉强接受了这一要求。格勒纳是1928年1月19日从厌倦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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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奥托·格斯勒手中接任国防部部长一职的。

装甲巡洋舰“A”为左翼政党的选举提供了他们意想不到

的利器。德国共产党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逐渐成为苏联

政治的合规工具。他们用为小学儿童免费提供儿童餐的提案来

与建造装甲舰项目抗衡(儿童餐提案需要500万马克，因此

被参议院大多数资产阶级的议员拒绝)。

“要儿童餐不要巡洋舰”的口号也被社会民主党采纳。

由此社会民主党做出了比此前更加激进的事。在1927年 5月

召开的基尔党代会上，社会民主党下定决心，坚决阻止再次

成立右翼政府。为了这一目的，他们打算在选举结果良好的

情况下承担起执政的责任。在1928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德

国最大的政党比四年前更加行动一致。1926年 4月，以萨克

森邦总理马克斯·黑尔特为首的右翼被开除出党之后，社会

民主党就成了老派的社会民主党派，社会民主力量的统一似

乎不再有什么威胁了。团结在保罗·列维周围的左派“阶级

斗争团体”反对大多数人准备加入联合政府的意愿。但是，

只要该党在实际中没有分享帝国的权力，反对派也只能保持

收敛的态度。3

在资产阶级政党阵营里，德意志民主党在装甲巡洋舰

“A”问题上的态度最接近社会民主党。大多数社民党人认为

造船对海军来说毫无军事意义，仅仅是一项面子工程。虽然德

意志民主党明确表示拥护大联合政府，但另一个传统的中间 333

政党——中央党避而不谈未来政府联盟的问题。1926年，左

翼政党就没收王侯财产举行全民公投时，成功打入了天主教

工人阶级内部。因此，中央党更加重视宗教信仰的一致性。

而为基督教学校法发起的斗争是完全符合这一要求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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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党在一个中右翼联盟政府中未能实现自己最重要的文化政

治目标之后，它也没有理由希望能够通过中左翼联盟政府在

这方面取得成功。1919年以来，中央党一直是魏玛联盟中的

一员，而最近一段时间的负面经验使中央党对联合政府的怀

疑日益加深。

在竞选期间，德意志人民党完全依靠其党魁——德国外交

部部长的声望。“别人和你有什么关系?要选就选古斯塔夫·

施特雷泽曼!”这是他们的竞选口号之一。施特雷泽曼在巴伐

利亚受到民族社会主义者最猛烈的攻击，他在马克思第四届内

阁失败后非常清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与社会民主党人组成大

联合政府并不是一个现实之举。而德国民族主义者则试图通过

攻击施特雷泽曼的和解政策来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形象，“新闻

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在这个政党中的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了。德国民族主义者在两届内阁中实行现实政治，唬住了

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支持者，他们在1924 年的两次选举中之

所以取得出色的成就正是要归功于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在资产

评估中受到损害的这批人。然而，在1928 年春季，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是否能够借助民族主义口号来赢得这些失望的选民群

体，还是有疑问的。34

极右派在前几年里进行了整顿。阿道夫·希特勒是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无可争议的领袖。在德国北部势力强大的

左翼以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和格雷戈尔·施特

拉塞尔(Gregor Strasser)兄弟为核心，自1926年2月班贝格

举办的“领袖会议”以来，就再也没能对慕尼黑的党总部构

成制衡。虽然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依然以面向工人，特

别是以“社会主义”自居，但是对这个党产生最大反响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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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城市，而是农村地区。在农村，1927 年生猪价格下跌，

这是全球农业经济危机的前兆。但是在大选前夕，整个社会还

没有受到这种危机情绪的影响。经济景气数据上扬，失业率低

于前一年。在魏玛共和国举行的任何一次议会选举，都没有像

1928年5月20日这次一样让共和力量充满乐观的情绪。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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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5月20日德国议会选举的最大赢家是德国社会民334
主党，失败者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其次是中产阶级政党。德

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 29.8??选票，比1924 年12 月增加了

3.8个百分点。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选票急剧下降：从20.5%

下降到了14.3??在温和党派中，中央党的损失最大，选票

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两个自由党各输掉1.4个百分点。如果

在魏玛共和国也有必须获得5??选票才能进入议会的限制，

那么德意志民主党将会被阻挡在议会之外，因为它只获得了

4.9??选票。

另外，有些以本阶层利益组合在一起的规模较小的政党也

在选举中胜出，例如简称经济党的德国中产阶级帝国党，其票

数从3.3??长到了 4.6??基督教民族农民和乡村人民党

(Christlich-Nationale Bauern-und Landvolkpartei)首次参加选举

便得到了2.9??选票。共产党的选票增长率也让人刮目相看，

从9??升到了10.6??与其相对的极右党派却没有任何高兴的

理由，纳粹党仅仅得到2.6??选票。让他们感到慰藉的是在某

些面临农业危机的地区选票情况良好。他们在荷尔斯泰因

(Holstein)格斯特(Geest)的几个县获得的选票数产生了轰

动：在北迪特马申(Norderdithmarschen)为28.9在南迪特

马申(Süderdithmarschen)为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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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举结果绝不是乍看上去的那样，共和国获得了明

显胜利。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损失并没有使中间派政党受益，而

收益的仅仅是中等阶层和农业利益政党，这些政党对议会制度

的态度都是冷漠或拒绝的。资产阶级中间派的削弱和政党格局

的分裂都是一些危险信号。纳粹分子在局部地区的成功也不例

外。魏玛支持者唯一感到满意的是最强大的共和制度政党成了

赢家。这次大选成了反对“资产阶级阵营”所有政党的一次全

民公决，现在领导政府的担子显然落在了社会民主党的肩上。

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心利用这次机会与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

组成联合政府，原因有三个：第一，社会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

赢得了强势地位；第二，社会民主党决心这次无论如何都要阻

止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阵营内阁；第三，普鲁士做出的榜样

产生了积极影响。自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个邦除了两次短暂的

中断外，社会民主党一直出任邦总理一职，结果使魏玛共和国

最大的邦成为共和政府的典范。

在包括德意志人民党在内的潜在合作伙伴当中，大家根据 335

现实情况一致同意组建政府的命令只能交给一位社会民主党人

士，而可以考虑的唯一候选人就是普鲁士总理奥托·布劳恩。

他来自柯尼斯堡，印书工出身，这一年的1月年满58岁。他

在5月20日邦选举中取得的结果比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议会的

选举结果更为出色。如果布劳恩在担任邦总理一职的同时接任

德国总理一职，就可能为经常被提到，但从未执行过的“帝

国改革”开创一个新机遇：通过一人身兼两职的办法，来消

除或减轻国家和最大一个邦之间频繁出现的矛盾。

布劳恩本人在大选之前就想到了这样的解决方案。5月20

日之后，总理却对此多了一层考虑。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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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德意志人民党可能要求进入普鲁士内阁，而且有可能实

现这一点。然而布劳恩对此不以为意：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

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组成的魏玛联盟所进行的改革，要比之前

四年里大联合政府推行的改革多得多，尤其是在公务员制度的

民主更新方面。而在普鲁士，他和德意志民主党自 1925年 4

月以来就一起执政。于是，布劳恩怀疑德国总统和中央党不会

同意将德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政府要职交给一个人。另外，布劳

恩也不能确定，他自己的政党在国家层面上是否也会像普鲁士

的社会民主党及其议会党团那样坚决支持他在全德国执政。最

后一个顾虑是布劳恩个人的担忧，他妻子疾病缠身，他自己的

身体也比较虚弱，这些情况让他无法应对担任国家总理的政治

挑战。

第二天，米勒接到了正式命令：“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组

336 建一个政府。兴登堡早就习惯了组建大联合政府的想法。他的

两位最重要的军事顾问——新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威廉·格勒纳

和库尔特·冯·施莱歇上校都建议他这样做。他们的论据是，

如果社会民主党参与政府执政，就可能使社会民主党人更热衷

于国防事业。即便总统对这样一种政府联盟持高度保留态度，

在 5月20日大选之后，他也只能请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担任总

理职务。

但是，从总统下达命令到任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德意志

人民党希望同时能够进入帝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奥托·布劳

恩拒绝了这一请求，从而惹恼了施特雷泽曼。另一个有争议的

问题是装甲巡洋舰“A”项目。根据德国参议院3月31日的

决议，新政府必须在启动建造军舰的项目之前审查财务状况。

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口号就有“要儿童餐不要巡洋舰”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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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民党强调上届议会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决议。中央党虽

然没有特别强调，但对德意志民主党的做法表示支持。德意志

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最后，各党派的谈判人员

同意暂时搁置冲突。最终要做决定的是德国政府，而做出决定

的时间是德国参议院规定的：1928年9月1日。

争议在财务政策和象征性等问题上也爆发出来。资产阶级

政党不同意社会民主党要求征收资本利得税，德意志人民党还

拒绝提高维持生活最低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社会民主党提议

将8月11日这一天定为宪法日及公共假日，人民党对此也无

动于衷。最终，争执双方在“普鲁士问题”上也是硝烟四起，

布劳恩和德意志人民党各执己见。

6月23日，《前进报》刊登了以《大联合政府已经失败》

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依据来自米勒前一天对时局的评估。

但是兴登堡并没有撤回组建政府的命令，而是要求社会民主党

领导人设法组织一个规模较小的联合政府，即魏玛联盟(联

合政府)。这样的联盟只有在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帮助下才能在

议会拥有超过半数的议席，而巴伐利亚人民党几乎不可能同意

这一点。兴登堡的顾问们非常清楚这一点，而兴登堡依然命令

米勒重新组阁，这就很可能是一种策略，通过这种办法向各个

党派施加压力，最终达成大联合政府的组建。

最后的结果证明总统是对的。患病的施特雷泽曼正在黑森

林疗养，6月23日，他从比勒霍厄(Buhlerhohe)打电话给赫

尔曼·米勒。电话内容可以从谈话后，外交部部长给代理经济

部部长库尔提乌斯和德意志人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朔尔

茨发出的电报中获知。施特雷泽曼在电报中说，大联合政府是 337

建立合理稳定的政府关系的最佳实践方法。但是，德意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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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席对各政党之间就长期计划达成承诺表示怀疑。“我依然

认为，从社会民主党到人民党之间的合作是必要和可能的。如

果大联合政府的各个党团的领袖人物能够对执政纲领一清二

楚，并且支持和执行这个纲领，那么合作将最有可能取得成

功。这种内阁组合也符合帝国宪法的精神，即它只认可每个帝

国部长应尽的个人责任，而不是对议会党团应尽的责任。”

6月24日是一个星期日，这一天施特雷泽曼授权库尔提

乌斯公开这份电报内容，周一媒体就说这是“来自比勒霍厄

的一枪”。实际上，外交部部长已经越过党团主席，直接和赫

尔曼·米勒达成了政府联盟协议，让事态发生了新的变化。朔

尔茨被激怒了，他最初不想让库尔提乌斯作为德意志人民党的

第二个部长进入米勒内阁。但在 6月25日，他还是同意了库

尔提乌斯担任部长职务，但在议会党团问题上做出重大保留：

德意志人民党的议会代表明确表示，施特雷泽曼和库尔提乌斯

虽然是内阁成员，但这绝对不会让议会党团承担义务，在给政

府投信任票或不信任票时做出支持政府的表决。此外，施特雷

泽曼也因其擅自做主的行为受到了公开谴责。

德意志人民党不是与未来政府保持距离的唯一党派。中央

党由于既未能获得副总理一职，也没有得到内政部这一传统部

门而感到恼火，因此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从内阁中退出，仅仅

留下交通部部长卡尔·特奥多尔·冯·格拉尔德(Karl

Theodor von Guérard)作为“观察员”留在内阁。巴伐利亚人

民党对自己内阁成员的评估也差不多，该党出任内阁成员的是

邮政部部长格奥尔格·舍策尔(Georg Sch?tzel)。只有社会民

主党和德意志民主党才将自己视为真正的联合政党。即便如

此，在社会民主党中还是有许多人倾向于将部长视为议会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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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理人。只有德意志人民党明确表示反对这一点。他们认

为，德意志人民党的部长仅仅是个人，这些人要自己承担执政

风险。实际上前两者的效果都是一样的：政府在议会中得不到

政府能够执政而所需的信任基础。

结果，穆勒的第二届内阁最初也只是一个隐形的大联合政

府。只有当各个议会党团正式接受政府同盟时，政府才能从这

个所谓的“人物内阁”中脱颖而出，而不是现在的一批向各

自政党负责的代表，他们的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 338

他们的信任随时有可能被剥夺。议会政府制已经经过了10年

的过渡，但执政党依然没有领悟到议会民主制与君主立宪制的

不同。在议会民主制中，不是要在政府和人民代表之间画上一

条明确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应该画在执政阵营和在野阵营之

间。德国的议会制危机并没有在1928 年艰难组阁之后得到克

服，这个危机仅仅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28年 6月 28 日，帝国总统终于可以任命新内阁成员

了。他们是：

帝国总理赫尔曼·米勒(德国社会民主党)

帝国外交部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德意志人

民党)

帝国内政部部长卡尔·泽韦林(德国社会民主党)

帝国司法部部长埃里希·科赫-韦泽(德意志民主党)

帝国财政部部长鲁道夫·希法亭(德国社会民主党)

帝国国防部部长威廉·格勒纳(无党派)

帝国经济部部长尤利乌斯·库尔提乌斯(德意志人

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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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劳工部部长鲁道夫·维塞尔(德国社会民主党)

帝国交通部部长特奥多尔·冯·格拉尔德(中央党)

帝国农业部部长赫尔曼·迪特里希(德意志民主党)

帝国邮政部部长格奥尔格·舍策尔(巴伐利亚人民党)

11位部长中有 8位担任过政府要职，他们中的4位还在

刚刚卸任的马克思第四届内阁中任过职，他们是施特雷泽曼、

库尔提乌斯、舍策尔和格勒纳。真正的“新手”只有迪特里

希、格拉尔德和泽韦林。社会民主党推出的内政部部长当然资

历不浅，他从1920年3月到1921年 2月，然后连续从1921

年10月到1926年10月一直担任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因此

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来履新。

赫尔曼·米勒于7月3日发表了政府宣言。这份宣言非常

温和，很符合总理的性格和内阁岌岌可危的议会根基。最引人

注目的恰恰是米勒避而不谈的东西，即对于装甲巡洋舰“A”

项目的说明。一直到共产党人提出抗议之后，德国总理才在辩

论会上暗示，政府必须按照前任政府的约定办事。政府并不坚

持要进行明确的信任投票，只要进行如下的操作程序即可：参

与政府的各议会党团提交一份申请，请求议会批准帝国政府的

宣言，然后和其他提案一起进入流程。国会于7月5日以悬殊

的多数通过了这一申请。在提交的 423 张有效选票中，有261

票赞成，134票反对，28票弃权，无声的抗议来自社会民主党

339 成员，包括保罗·列维在内的7名左翼议员没有参加投票。社

会民主党通常可以接受这种违反议会党团纪律的行为，党员还

不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8月10日，被推迟的装甲巡洋舰问题的冲突终于摆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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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面前。德国国防部部长格勒纳说，7月 20日，德国财政

部部长对装甲巡洋舰“A”的建造将于9月1日开始这一事实

没有向他表示任何担心。希法亭在被米勒问及此事时也证实了

这一点。泽韦林是这样解释格勒纳的陈述的，即由于节省了其

他各项开支，所以建造装甲巡洋舰不会导致军事预算的增加。

之后，内阁做出决议，开始建造装甲巡洋舰，并且添加了与泽

韦林的解释相符的备注。

在做出决定之前，还有某些内容并没有被记录到官方会议

记录中。司法部部长科赫-韦泽在日记中写道，他怀疑格勒纳甚

至在幕后威胁辞职，此举得到了兴登堡的大力支持。实际上，

如果格勒纳的主张被否决，他就不可能继续担任德国国防部部

长。但这已经是不仅关乎一个部长，而是整个内阁的大事了。

德意志人民党和中央党坚持建造装甲巡洋舰。他们不会顾及德

国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在内阁中占据多数部长职位，也

不会接受总理反对开始建造的决定。反对格勒纳的决定就意味

着米勒内阁的终结。1928年夏建造装甲巡洋舰其实并不比年初

开工更有意义。很少有人相信德国国防部部长的说法，即海军

替换装备可以保护德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免受波兰的袭击。这样

的情况依然存在，即如果德国国防部制订长期的计划，就有可

能避开德国议会每年对年度预算的批准手续，议会的权力就会

受到威胁。实际上，为了支持建造巡洋舰，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

也只能提出一个框架性的政治论点：这是为了避免一场政府危机，

因为如果内阁多数否决了该项目，将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4

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积极分子对此的看法不同，他们在众

多决议中表达了愤慨，其中一些决议甚至要求社会民主党内阁

成员辞职。德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全民公决的行动加深对方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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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8月中旬，共产党发起了全民活动，意在禁止建造装甲

船和巡洋舰。由于社会民主党立即提出反对，这次没有成功：

在登记日10月24日结束之前，只有2.94??投票权的人支持

340 全民公决。这远远少于宪法的规定，即至少要有10??公民响

应才能进行全民公决。社会民主党应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

在公众对装甲舰引发的激动情绪已经消退。但是奥托·韦尔斯

认为，有必要在议会暑假结束后，再次大张旗鼓地表明大多数

党员的意愿。韦尔斯在米勒担任总理期间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唯

一的党主席。10月31日，议会党团在他的煽动下提出要求，停止

建造装甲巡洋舰“A”,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放儿童餐。

这样的提议对赫尔曼·米勒来说无异于一记耳光，早知道

这样，总理和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就应该与议会党团一起投票

反对内阁在 8月10日做出的决议。1928年11月16日，在德国

议会全体会议上又上演了同样一出戏：米勒、希法亭、泽韦林和

维塞尔对这项提案投了赞成票，这相当于给自己投了不信任票。

这次表决中，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和纳粹党都投了反对票，

因此社会民主党的提议并没有获得多数。但是，公众对执政的

社会民主党人自我侮辱的反应是毁灭性的。中央党左翼出身的

议员约瑟夫·维尔特指出这是“德国议会制度正陷入潜移默

化的危机”,这一次危机又是近在咫尺。来自德意志民主党的

恩斯特·莱麦尔(Ernst Lemmer)提醒所有参与共和国政府的

左翼党派“有不可推脱的义务表示出执政的意愿，竭尽所能保

持政府的权力⋯⋯”《福斯日报》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缺乏可信

度。这家柏林的自由派报纸说，韦尔斯“用重炮放出了反政府

的言论”。“如果这番话是认真的，那么就会得出一个令人震惊

的结果。它的合理结论是社会民主党应该宣布从政府中撤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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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部长。然而该党并不这么想，它想继续执政，只是为了保

住自己的脸面⋯⋯它在议会上大拍桌子，当别人试图阻止它不

要搞破坏的时候它又很高兴，这种情况你看得过去吗?”

社会民主党内部对装甲巡洋舰“A”引发的危机也感到不

满。年轻的议员尤利乌斯·莱贝尔(Julius Leber)在他编辑的

《吕贝克人民使者》(Lubecker Volksboten)中说，这场危机的根

源是工人们在情感上反对军事主义。只有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在

9月同意制订一个国防计划(之后马格德堡党代表大会在1929

年 5月做出了决议),才能为此带来转机：“如果态度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社会民主党人的参政就不是一件好事。

没有一个内阁承受得了最近发生的几次危机。”希法亭的判断 341

是相似的。“整个危机源于国防问题的完全不明朗化，”他这

样写道，“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一种战前对军事主义的旧态

度。经历了战争之后，这种态度变本加厉，成了对军备的敌视

和对帝国国防军的不信任。”

装甲巡洋舰的冲突尚未结束，下一轮危机已经爆发了，这

次的起因是鲁尔铁矿之争。前帝国劳工部部长布劳恩斯曾于

1927年12 月27 日宣布，鲁尔地区钢铁行业的仲裁裁决开始

生效。1928年10月 30日，这项仲裁裁决到期了。为了争取

一次新的仲裁裁决，也是为了瓦解这种“政策性工资”系统，

雇主们采取了蓄意挑衅的措施，他们宣布于11月1日解雇 23

万名员工。

随着大规模停工，在劳工法院的斗争此起彼伏。劳工部部

长维塞尔于10月26日宣布，仲裁员约滕(Joetten)做出的一

票决定性裁决具有约束力。雇主们对此立即提起诉讼，要求法

院做出确认判决。他们最初获得了成功：11月12日，杜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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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劳工法院批准了他们的诉讼。但是他们在第二级仲裁机构中

败下阵来。工会向杜塞尔多夫邦劳工法院提出上诉，因此杜塞

尔多夫邦劳工法院在11月24 日驳回了雇主们的反对意见。之

后，雇主们又向第三级，也是最后一级仲裁机构，即帝国劳工

法院提出了上诉。

重工业行业的行动遭到媒体的严厉批评。《法兰克福报》

称，以停工的形式破坏具有约束力仲裁裁决的做法是反对国家

的“革命行为”。德国议会于11月17日以多数票决定，国家

应该向普鲁士提供资金，以便让市政当局能够履行照顾被开除

工人的义务。曾经一度愿意用自由劳资协议取代强制性薪资规

定的工会，这个时候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但是在雇主一方，

强硬派也占据着上风。在此之前，重工业行业在企业家阵营中

一直处于孤立的地位，但是在德国议会做出决议之后，重工业

行业得到了主流工业协会的支持。

11月28日，德国政府决定尝试对此进行调解。政府任命

内政部部长泽韦林担任首席仲裁员，并且敦促劳资双方必须事

先就遵从他的决定。企业家们立即做出了承诺，工会却是在

12月 2 日经过艰苦的内部辩论后才答应这样做的。第二天，

德国截至当时发生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停工期结束了。泽

韦林于12月21日宣布了他的裁决。在劳动工时上，他做出了

342 偏向工会的裁决；而在工资方面，他是照顾企业家利益的。为

了维护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的原则，仲裁员约滕做出的有争议

的裁决自12月3日至31日仍然有效。

鲁尔地区钢铁企业争端的正式结论并非泽韦林的裁决，而

是1929年1月22 日德国劳工法院的判决。作为最终一级法

院，它宣布约滕的一票决定性裁决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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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一票决定性裁决这种“一人裁决方式”从根本上无效。

这次冲突的真正失败者是德国劳工部。雇主们对此表示满意，

但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劳资谈判获得自治权的胜利：重工业界发

言人想要的是用各企业内的协商，而不是用自由谈判出来的薪

资代替强迫仲裁，只有采用了企业协商的办法才能持久地削弱

工会的影响力。

鲁尔地区的企业家在 1928～1929 年没能实现这一目标。

他们也未能取消强制性薪资规定，而仅仅取消了其最苛刻的形

式，即一票决定性仲裁，而且这也只是暂时的。在1931 年，

它以略有修改的形式被重新启用。因此，鲁尔钢铁企业之争的

政治意义不是立即产生的结果，而是其象征性的特征：企业家

阵营的右翼力量选择了与国家对抗的方式，国家最后败下阵

来。强制性薪资规定是共和国做出的一件非常不自由的事，此

后整个魏玛民主制度就越来越成为企业家批评的目标了。7

1928年底，几乎没有人觉得米勒的内阁是特别成功的。

考虑到政府在头五个月里必须面对的危机，赫尔曼·米勒居然

还在担任总理，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但是，内阁还是取得了成

就，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施特雷泽曼在竞选期间患病，之

后几个月他一直无法履行公职。9月初，久病的外交部部长在

巴黎签署了以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Kellogg)的

名字命名的《凯洛格公约》(Kellogg-Pakt,又称《凯洛格-白

里安公约》或《非战公约》)。这是一个废弃战争的普遍公

约，施特雷泽曼代表德国在公约上签了字，这是他个人的一项

伟大胜利。他还利用在法国首都逗留的机会与普恩加莱总理进

行了对话。

相比之下，9月帝国总理米勒代表外交部部长前往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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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联盟会议的政治意义更为重大。他有两个最关注的问

题，一个是让占领者提前撤离莱茵兰，一个是对战争赔偿问题

做出最终解决。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仅仅制订了一个临

343 时性方案。1928年至1929年，《道威斯计划》里的年偿还金

额首次达到了全额，即 25 亿帝国马克。由于经济状况恶化，

参政的所有政党都对尽快减轻这种负担感兴趣。另外，战争赔

款调解人也主张修订《道威斯计划》。只要帕克·吉尔伯特必

须考虑德国的国际收支情况和马克的稳定性是否能合理承担战

争赔款的支付，德国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避自己的责任。

吉尔伯特认为这是有害的，因此希望通过一项新协议迫使德国

自己承担经济责任。

米勒在日内瓦亮相后重视本国利益，并且对法国没有裁军

的迹象发起攻击，这一切使他在德国收获了一片掌声。但是在

国际联盟，他遭到了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尖锐的批评。然

而，实际上审议的结果是符合德国政府的目标的：德国和包括

日本在内的协约国于9月16日同意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

制定最终的赔偿条例。在提前撤离莱茵兰的问题上，双方协商

了开始正式谈判的时间。虽然德方否认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直接

联系，但是法国很明显不这样认为。只有德国在将来也能满足

赔偿要求的情况下，法国才愿意解决莱茵兰的问题。8

德国公众是否会积极接受新的赔偿协议，这是一个未知

数。1928年秋季以来，有明显迹象表明民意开始右倾。阿尔

弗雷德·胡根贝格在10月当选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领袖，成

为温和的韦斯塔普伯爵的继任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胡根贝格

的胜利使党内接受共和国事实的政治势力失去了根基，更不要

说像民族阵营的德国全国商业雇员协会主席瓦尔特·兰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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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Lambach)那样的政治家了，他们认为君主制的目标

已经过时。从这一刻起，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日益激进，成为一

个坚定的民族主义阵营在野党。胡根贝格领导的德国民族主义

者将竭尽全力反对任何新的赔偿协议，这从一开始就是毫无疑

问的。

1928年底，共和国内典型的中间派政党也开始右倾。12

月8日于科隆举行的党代会上，特里尔主教和教会律师路德维

希·卡斯接任了不想再干的威廉·马克思的职务，担任中央党

主席。在投出的318票中，卡斯获得184票，远远超过了所需

的绝对多数票。天主教工人协会的候选人约瑟夫·约斯获得

92 票，基督教工会主席亚当·施特格瓦尔德仅仅获得42 票。

党员们推选一名神父为党主席，这表明中央党有意识地重 344

返大家共同的信仰，中央党试图用这一信仰来制止“天主教

环境”日益受到的侵蚀，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人们从卡斯在

次年的讲话中感觉到，他要把中央党带往什么方向。他以越来

越敏锐的态度抨击议会制政党国家，并且主张用专制的方法来

建立秩序。1929年 8月底他在弗赖堡召开的天主教日发表演

讲，语气以特别醒目的方式向右转，其中达到高潮的一句话

是：“我们需要一个有大家风范的领袖人物，这是发自德国人

民灵魂的愿望，在我们的祖国和文化遭受灾难的时刻，这一愿

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烈、更迫切。”10

中央党领导层更迭的第一次实际影响是一次政府危机。

1929年1月24日，这个天主教政党向总理开出了正式组建大

联合政府的条件。最为关键的是中央党要求获得三个部的部长

职务。交通部自1928年6月以来就一直由特奥多尔·冯·格

拉尔德领导。除了这个部门之外，还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被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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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部和司法部。司法部是一个传统部门，这个部的领导权在

6月落到民主党人手中，但是当时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这样

的安排仅仅是临时的。

德意志民主党准备将司法部移交给德意志人民党，而不是

给中央党。而德意志人民党又反对扩建(迄今由格拉尔德兼

管的)所谓“莱茵部”,同时还要求在普鲁士邦也成立一个像

德国国家层面这样的大联合政府。就在这一点上，中央党比奥

托·布劳恩的社会民主党更加顾虑重重。在普鲁士，政教协定

(Konkordat)即将签署，而对此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中央党了，

此协议最坚决的反对者是文化上好斗的德意志人民党。就因为

这一点，中央党就坚决反对在普鲁士组建大联合政府，至少在

目前是绝对不行的。各党派之间艰苦的谈判以一场轰动事件而

告终：中央党将格拉尔德从米勒内阁中撤出，至此米勒内阁失

去了在议会的多数支持。

德国总理认为此次事件是一场全面危机的表现。“随着中

央党撤离政府，德国资产阶级阵营中的这样一些思潮加强了，

这些思潮期待着能出现一个超越党派之上的强有力的政府，因

为宪法基础上建立的各个党派分歧日益扩大，帝国议会也变得

无能为力，”赫尔曼·米勒在1929年 2月12 日致奥托·韦尔

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外部事件也正在把资产阶级阵营的思潮

推向同一个方向。在塞尔维亚，专制战胜了民主。毕苏斯基在

345 波兰实施的专制也不再遮掩，而成为法西斯军事集团的公开独

裁⋯⋯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在帝国中建立的政府关系，那就意味

着基于德国魏玛宪法的议会制的破产。从长远角度来看，这种

破产不会使各个邦的政府关系保持不变，它甚至会影响到地方

政府。此外，广大人民群众不能理解组建政府可以因为部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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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配上出现困难而失败。”

此后不久，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也表示出同样的悲观情

绪。“我们不要误会：我们正处在议会制度的危机之中，这已

经不仅仅是一个信任危机了，”他在2月26日德意志人民党中

央委员会会议上说，“这场危机有两个原因：第一，议会制度

在德国变成了这样一幅扭曲的画面；第二，议会制向国家负责

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实行了议会制，所以政府事实上

是各党组合的政府，然而各党又认为可以继续和本党组成的政

府作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怪诞观点?议员必定是这个国家现

成的对手，这真是一种陈旧而市侩的观点。”12

3月中旬，施特雷泽曼必须以辞去党主席，甚至退出德意

志人民党相威胁，才能迫使他的党接受总理的建议，派出代表

加入跨越议会党团的国家财政专家小组。由于中央党也采取了

同样的手段，因此组建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死灰复燃，这使大

多数观察人士感到惊讶。当这个专家小组于4月5日提交了审

议结果时，这种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根据这个审议方案，

1929年的财政预算不应像希法亭在预算草案中所希望的那样主

要通过提高税收，而是通过削减开支来取得平衡。为了促使协

议达成，专家们像之前财政部部长所做的那样，再一次向上修

正了税收收入的预测。4月7日，内阁批准了这些提议。虽然希

法亭有言在先，说专家的这个假设很快就会被证明是过于乐观，

但是，由于只有内阁站在专家小组提案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牢固

的政府基础，因此，财政部部长采纳这个建议也是出于无奈。

大联合政府在财政协议上尚未达成十全十美的结果。资产

阶级政党希望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承

诺，在对装甲巡洋舰“A”的第二笔拨款投票时不要投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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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奥托·韦尔斯拒绝了该请求，并且指出这是因为共产党在

346 煽动。如果资产阶级执政党和中央党没有意识到政府危机将会

带来一个严重的不良后果的话，这一争执就会进一步激化。这

个后果就是，从2月初在巴黎开始的战争赔款谈判将会受到不

良影响。大家都愿意谈判一个更好的赔款规则。正是出于这样

一个外交政策的原因，虽然各党在装甲巡洋舰问题上仍然持不

同意见，但仍然决定组建正式的大联合政府。

4 月 9日，社会民主党对国务秘书赫尔曼·平德尔

(Hermann Pünder)起草的内阁意向声明书投了赞成票，第二

天几个资产阶级政党也投了赞成票。4月11日，德意志民主

党的司法部部长科赫-韦泽提出辞呈，以便重新分配各部长的

名额。他的继任者是前交通部部长冯·格拉尔德。格拉尔德来

自中央党，一直在米勒的内阁中担任“观察员”。与格拉尔德

一起进入政府的还有两个中央党成员：亚当·施特格瓦尔德担

任交通部部长，约瑟夫·维尔特担任被占领地区部部长。因

此，中央党的坚持不懈得到了回报。德意志人民党曾经想阻止

建立“莱茵部”,现在也不得不认可这一现实。人民党在普鲁

士也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既无法实现一个大联合政府，也

无法阻止邦议会于1929年 7月9日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

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共同投票通过的政教协定。3

1929年4月巴黎举行的战争赔款谈判是大联合政府的黏

合剂。这次谈判给国内外留下的第一印象仿佛是以其他方式在

延续德国的内政，帝国银行行长就是这样评论这次谈判的。行

长亚尔马·沙赫特和联合钢铁厂(Vereinigten Stahlwerke)总

裁阿尔贝特·弗格勒是参加巴黎会议的两名主要德国代表。他

们的副手是来自瓦尔堡银行(Bankhaus Warburg)的银行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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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梅尔希奥(Carl Melchior)和德国工业帝国协会的执行董

事会成员路德维希·卡斯特尔(Ludwig Kastl)。帝国政府派遣

工业代表和银行代表参加战争赔款谈判，有意识地表示出对经

济界的主张的尊重，而且在沙赫特的坚持下，帝国政府并没有

给他们任何指令。

沙赫特是德意志民主党的创始成员，但在此期间，他越来

越向右翼民族势力靠拢了。他想在巴黎谈判中采取的路线已经

在2月中旬与战争赔款会议的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美国通用电

气公司董事长欧文·D.扬(Owen D. Young)的谈话中表现出

明确的重点：首先，德国的赔款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接受

德国的出口产品；其次，德国农业的重建必须通过“波兰走

廊”(polnischer Korridor)的回归来保证；最后，德国必须参 347

与海外殖民地区的原料开发。弗格勒在与沙赫特和德国工业帝

国协会协商之后于3月底提出要求。这个要求主要不是针对美

国，而是针对德国的。这就是将战争赔款调解人替换为一个国

内控制机构，该机构向德国财政部部长提供建议，并且对德国

议会的支出和税收决议拥有绝对否决权。

4月中旬，就在柏林内阁改组几天后，巴黎会议陷入了严

重危机。主要债权人要求将年度付款额提高到18亿至24亿德

国马克，于是沙赫特提出了两个系列的年度分期付款，而还款

数额较高的一个系列则与他的政治计划捆绑在一起。显而易

见，帝国银行行长在这个时候赌的是谈判失败而不是成功。然

而，紧随巴黎抗争之后的信贷危机迫使沙赫特屈服。由于外国

资本的突然短缺，德国的贴现率从6.5??高到 7.5??当扬

在4月下旬提出新的年偿还金额时，帝国银行行长仅仅来了一

场撤退的争斗。他将决定权留给了德国内阁，后者于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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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这个新建议。

事隔仅仅三个星期，又发生了一起丑闻。5月23 日，赔

款谈判的第二个主要代表阿尔贝特·弗格勒辞职。他的请辞理

由是，他认为这一战争赔款在经济上是不能容忍的。这种说法

与重工业的右翼观点一致，并且就像是右翼工业领袖说出来的

那样，把矛头直指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及其和解的外交路

线。德国工业帝国协会并不准备采取这样硬碰硬的路线，并且

同意由执行董事卡斯特尔接替弗格勒。在鲁尔钢铁业争端期

间，该行业内的分裂已经很明显；到了1929年春季，分裂比

前一年秋天更加明显。

巴黎专家会议的结果是1929年6月7日签署的《杨格计

划》①。根据这个协议，德国应支付战争赔款直到1988年，也

就是将近 60年的时间。在最初的10年中，每年偿还的金额低

于20亿德国马克的平均水平，10年之后偿还金额上升，到37

年后再降下来。不再计划对德国的金融实行外国控制，也不再

对工业债券和帝国的收入进行抵押。支付战争赔款的责任由德

国政府取代现在的赔款调解人来承担。德国政府可以把战争赔

偿分为“受保护”部分和“不受保护”部分。第二部分赔偿

金的支付必须无条件地及时偿还，而第一部分赔偿金可以延迟

两年偿还。赔款的接受者是一个新的单位：位于巴塞尔的国际

348 清算银行。一旦德国遇到付款困难，则可以将问题提交给国际

专家委员会。如果德国在经济上无法履行其偿还义务，国际专

家委员会将讨论出修订《杨格计划》的提议。另外一种可能

出现的情况也得到了解决：如果美国为协约国的债务人减免债

① 以欧文·杨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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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则其中的三分之二必须记入德国的赔偿负担。

与《道威斯计划》相比，《杨格计划》对德国更加有利，

主要是因为德国重新获得了经济政策领域的主权。但是，这种

优势又和一个严重的劣势相关联：战争赔款调解人保护赔偿支

付的机制被取消了，这种做法与以往不同的是，德国即使在经

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必须支付战争赔款，这样就会加剧危机。

最初几年的支付金额少于《道威斯计划》的事实也只能提供一

个短期的救济，而且支付年限长达58年的前景令人沮丧。从政

治上讲，如果能够做出一个更加慷慨的安排应该是更为明智的。

但是债权国的政府承受着来自本国公众的压力，而公众则坚持

物质补偿的原则。结果，德国要继续为其战争期间的损失，以

及欧洲的胜利国支付战争期间在美国所产生的债务埋单。

《杨格计划》为德国带来的最大利益并未出现在专家的报

告中，因为这是一个间接的成果。德国政府同意了这一新的战

争赔款协议，这就促使法国在莱茵兰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

步。1929年8月30日，在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

本和德国参加的海牙会议结束时，签署了提前撤离莱茵兰的协

议。协约国部队将于1929年11月30日从第二区撤出(第一

区已在1925年与1926年之交的冬季清理)。占领军将在1930

年6月30日，即《凡尔赛和约》规定日期的五年前撤离第三

个也是最后一个区域。在萨尔地区，德国政府就没有这么成功

了。根据和平条约，公民要到1935年才能投票决定这个地区

的未来。法国就是不同意在较早的时间里将这个地区归还德

国。但是，施特雷泽曼确实取得了一项成就：7月底从普恩加

莱手中接过法国总理一职的白里安答应德国外交部部长就萨尔

问题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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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赔款问题尚未能在海牙会议上得到最终解决。债权人

349 原则上批准了专家的报告，但仍希望在细节上能够做出更改。

德国政府不想让会议的积极成果遭遇不测，因此不顾沙赫特的

反对，同意小组委员会对此进行进一步审议。这些小组委员会

的商议时间比预期长得多，用了整整一个秋天。结果，决定性

的第二次海牙会议一直到1930年1月才举行。4

德国右翼势力并不想承认德国政府在巴黎和海牙取得的

成就。他们对《杨格计划》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即

便是协约国从莱茵兰撤离的协议也不能动摇他们的态度。7

月6日，德国农业委员会声称《杨格计划》在经济上是不

可接受的。两天后，重工业企业的朗南协会(Langnam-

Verein)① 核查了专家的报告，声称这将给德国经济带来

“难以承受的负担”。7月9日，柏林组成了一个德国全民公

投委员会(Reichsausschu? für das Deutsche Volksbegehren),参

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全德协会(Alldeutscher Verband)的海因里

希·克拉斯(Heinrich Cla?)、钢盔团的弗朗茨·泽尔 特

(Franz Seldt)、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阿道夫·希特勒。他们签署了一

项宣言，呼吁德国人民反对《杨格计划》和“战争债务的谎

言”,并宣布提交全民公投的所有资料。5

当右翼势力不断积蓄力量的时候，左翼势力内部的温和派

与激进派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早在1928 年夏天，莫斯科举

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就为强化左翼路线奠定了基础，

① Verein zur Wahrung der gemeinsamen wirtschaftlichen Interessen in Rheinland

und Westfalen的缩写，全称为莱茵兰-威斯特法伦共同经济利益保护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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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说明这是因为战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根据这一

理论，在1917年至1923年的剧烈革命危机之后，接踵而至的

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完成阶段。新的“第三时期”以严重

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为标志，这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新的视

野。因此，必须对这场危机不断升级的主要障碍发起正面攻

击，而这个主要障碍指的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国际声

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越来越接近法西斯主义者了。

共产国际的极左转向有苏联内部的原因，也有德国的原

因。在苏联，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与围绕在尼古

拉·布哈林周围的一个被称为“右派”的集团之间正在进行

权力斗争。这个集团反对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反对加快工业

化的步伐。如果共产国际的其他党派制定出反对“右倾”的

路线，这将有助于帮助斯大林打击布哈林集团。“左派”托洛 350

茨基的权力早已被剥夺[他于1927 年被联共(布)开除，

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因此消灭“右倾”反对派是巩固斯大

林政权的又一手段。德国之所以向左转，是因为德国自1928

年6月以来由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担任总理，并且组成了一个大

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更主张与西方大国，

尤其是法国达成和解。正是因为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在斯大林

眼中就成了苏联危险的外交政策对手。6

对于德国共产党的支持者来说，如果没有机会来确认共产

国际的口号的话，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逐渐法西斯化的论点

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表述。然而，只要普鲁士警察对共产

党采取行动，社会民主党就很容易被谴责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法

警。1929年柏林发生的“血腥五月”事件，使社会民主党人日趋

法西斯主义化的敌对形象更加广泛且持久地在民间流传。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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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甚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

发生了一系列流血冲突。每当冲突爆发，社会民主党人出身的警

察总局局长卡尔·弗里德里希·佐尔吉贝尔(Karl Friedrich

Z?rgiebel)总是用禁止举行露天集会和示威活动的办法来解决。

到了1929年4月，他决定把这个示威禁令延长到5月1日。

由于共产党人已经下定战斗决心，而传统的劳动节又不是

一个法定假日，所以很难有一种合适的手段来维持“和平与

秩序”。德国共产党马上发出呼吁组织群众游行，这就引发了

柏林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主席 弗 朗茨·金斯 特勒(Franz

Künstler)的猜测，他认为德国共产党预计“5月1日有 200

人死亡”。实际上，在5月的头几天里有30多人死亡，而且全

部是平民，另外有194 人受伤，1228 人被捕。最激烈的战斗

在“红色的”威丁区(Wedding)打响，5月1日晚上，这里

的某些街道上还竖起了路障。在科斯利纳大街(K?sliner

Strasse)的顶楼和屋顶上，有人朝着大街上走来的警察开枪，

随后警察动用了装甲车，并且用枪支还击。佐尔吉贝尔显然决

心无论如何要树立榜样，而他得到了本党的全力支持。

没有证据表明德国共产党想在1929年5月1日发动内战。

他们也没有尝试有针对性地武装自己的追随者。最常用的武器

不是手枪和步枪，而是瓶子、石头和刀。无法证明共产国际组

织和它所控制的“军事机构”(简称“M机构”)在这里起

351 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也不太可能，否则警察会在突袭中缴

获更多的武器。7

冲突开始之后，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才到达柏林。电报指出

五一劳动节的斗争具有极大的革命意义。但是，这些电报并没

有落入德国共产党手中，而是落到了德国政府手中。在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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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劳恩的支持下，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

(Albert Grzesinski)呼吁禁止德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而德国

内政部部长泽韦林不想走那么远。他认为禁止一个党派的做法

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是不可行的，而且很快就会证明是要失败

的。但是，他批准了普鲁士政府对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禁令，

并敦促其他邦政府也这样做。黑森、巴登和不伦瑞克这三个邦

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这三个邦对此表示关注，因为格热辛斯

基的法令是单方面针对最左派的准军事组织的，而对右派组织，

例如钢盔团和希特勒的冲锋队却熟视无睹。最终，还是泽韦林和

格热辛斯基占了上风：5月10日，联邦内政部部长会议商定了全

国范围内对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禁令。只有不伦瑞克邦不情愿，

泽韦林不得不下令解散共产主义武装部队在当地的集团。18

德国共产党虽然因为拥有 8万名成员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

遭到禁止，在组织上蒙受了损失，但是在宣传上因国家干预而

得到了益处。先是“血腥五月”,然后是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

禁令，所有这一切为共产党的领导层提供了证据，表明社会民

主党正在走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原定于在德累斯顿举行的

共产党第十二届党代会，在“血腥五月”后会议地址也被移

至战斗的核心地点——威丁。在这次会议上，恩斯特·台尔曼

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称为法西斯主义发展出

的特别危险的形式。共产党指出，社会民主党最近在马格德堡

举行的党代会上，已经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法西

斯党，这一点也反映在党员代表们的社会组成上：社会民主党

的重心越来越向小资产阶级方向转移。

自1925年秋天以来，前汉堡造船厂工人台尔曼一直就是

德国共产党实际上的党主席。1928 年 9月下旬，他由于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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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的事情而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但在斯大林的极力干预

下又官复原职。在威丁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上，大家以一种

“领导崇拜”的方式来祝贺他。根据会议记录，在为时两小时

的演讲开始之前，与会代表们对他发出一片欢呼声，并且报以

352 经久不息的掌声。“党代会上，代表们向台尔曼同志报以暴风

雨般的掌声。代表们起立并唱起了《国际歌》。共青团代表向

党的第一任主席三呼‘莫斯科万岁’,致以敬意。”

1929年5月的流血事件不仅凸显了两个工人政党之间的

政治对立，还凸显了工人内部的社会分歧。社会民主党通常代

表受过良好教育和地位优越的工人，以及少数白领雇员。而共

产党的支持者，除了一部分成为中流砥柱的主要来自金属行业

的技术工人以外，大多是一些非技术工人和失业者。社会民主

党的工人大多生活在社会阶层混居的社区中，这些社区里有相

当多的新建筑；而共产党员都居住在纯粹的无产阶级社区的破

旧房屋里。因此，共产党很容易指责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

干部们是享受特权的“大佬”,指责他们已经变成了资产阶

级，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背叛自己，投身敌人的阵营了。这种

说法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年轻的失业者中流传甚广。反之也是

一样，社会民主党中对共产党也有着类似的偏见。在社会民主

党眼中，共产党经常被视为臭名昭著的恶霸，甚至是游手好闲

的无赖，专门向警察寻衅。无产阶级阵营早在 20年代末就不

再是一个统一体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差距在很

大程度上与劳动群体之间的社会裂痕相对应。9

1929年，失业者日益成为德国的政治问题。经济低迷导致

2月的失业人数首次激增至300万以上，春季的正常复苏仅产生

了微弱的影响，3月仍然有270万人失业。德国就业服务和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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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只能从保险金中为80万受助人提供“主要支持”,因此被

迫向德国政府借贷，但是由于国库无法提供资金，财政部部长

别无选择，只能寻求银行业财团的帮助。这种非同寻常的做法

是唯一可以防止德国就业服务机构在1929年3月倒闭的方法。

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清楚，如果不对失业救济金保险进行改

革，就不可能对德国财政进行重组。但是如何进行重组，各个

党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达成

一致意见，主张增加雇主和雇员的失业救济保险的金额。德意

志人民党考虑到企业主的情况，严正拒绝了这个建议，而是提

出来要求减少福利。专家委员会无法弥合对立立场之间的分

歧，从而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德国劳工部部长维塞尔首次于8 353

月10日公开威胁辞职。然而，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泽曼希望无

论如何也要避免发生政府危机。此时此刻，他正在海牙与库尔

提乌斯、希法亭和维尔特就战争赔偿和撤离莱茵兰问题进行谈

判。德意志人民党主席的投票对1929年夏季内阁没有出现丑

闻的事实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争端并没有真正解决。

米勒政府迄今历时最长的危机发生在内阁失去领导人的时

候。赫尔曼·米勒身患胆和肝脏疾病几个月，6月底病情加

重，直到9月底前都不能履行公职。内阁并没有设置副总理一

职，结果德国政治的协调成了高级官员的工作。德国总理府国

务秘书赫尔曼·平德尔在政治上靠近中央党。平德尔在9月初

想出一个主意，请求普鲁士邦政府对此进行调解。实际上，在

普鲁士内阁的框架内，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达成了一项折中方

案，德国参议院于9月16日以一票胜出的最微弱多数通过了

这一折中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应当杜绝滥用和浪费失业保险

金的现象，降低补贴金额，而缴纳的保险金额则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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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期限是1931年3月31日。

劳工部部长维塞尔马上对德国参议院的决议表达了严重怀

疑的态度，而各个全国性工业协会的反应则更为强烈。因此，

这一妥协的决议能否在议会获得多数票通过还是一个未知数。

9月28日是内阁三个月以来第一次在总理主持下召开会议的

日子。会上，米勒和希法亭采纳了施特雷泽曼的提议，建议应

该结合金融改革来重组失业保险。当然，这样的改革必须以放

宽《杨格计划》的条款要求为前提。然而，这种打算不能早

日公布，否则这会削弱德国在战争赔款谈判中的立场。从一开

始，这个一揽子计划的预期效果就让人怀疑：没有任何迹象表

明全国性工业协会会停止反对增加保险费，因此，德意志人民

党的决定仍然像以前一样直截了当。

9月30日，议会社会政策委员会召开会议，否决了德国

参议院提交的一系列草案，其中包括增加保险费。10月1日，

总理与各党团主席举行的会议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米勒

354 得出结论，他认为德国议会投票表决一旦失败，将进一步损害

政府的声誉，最终他将承担后果。在当天下午与各党团负责人

的另一场谈话中，德意志人民党突然表示此事可以再谈。经济

部部长库尔提乌斯和党团副主席阿尔贝特·察普夫(Albert

Zapf)表示，如果把增加保险费的事情推迟到12月，他们的

党可以在表决中投弃权票。这是经过施特雷泽曼的劝说，德意

志人民党才改变了自己的态度。1929年10月3日，德国议会

通过了《修订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法法案》,但这是一个之前

商定的版本，即不增加保险费的缴纳金额。这项法案的表决结

果是237票赞成，155 票反对，40 票弃权。德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投了赞成票，德意志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1913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1919年艾伯特协助制订《魏玛宪法》,并被推选为魏玛
共和国首任总统。1923年，艾伯特领导镇压了纳粹党在
慕尼黑发动的啤酒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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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马克，也称地产抵押马克，1923年在德国推出，用以遏制当时的
恶性通货膨胀。



约翰内斯·贝尔(背身居中)代表德国于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凡尔赛和约》,

其身前为各协约国代表。《凡尔赛和约》对魏玛时期的德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orm?rlg露mt
ζentral-Organ ber Soyialoemokratie Deuff6fanòs.

RL1.

.0ormarts"
faodnhe2giAuheTal
ho b.mhwine 程toh血
0 t9
te ew"m Cee

on,  hwn hy

teea

 trnr
2u r stmgule 种.
m ,wn xin
d

，除
tu tndt h

《前进报》创刊于1876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该报支

持马克思主义者和在德国实行议会制，恩格斯曾在该报发表《反杜
林论》



菲利普·谢德曼，1919年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

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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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斯巴达克斯起义期间的街垒。

右：《魏玛宪法》,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实施民主制度的宪法。现今
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德国基本法》仍保留《魏玛宪法》的部



左：威廉·李下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他与流亡英国伦敦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联系密切，致力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在他的领导下，德国社民党从一个边缘小党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

右：卡尔·李卜克内西，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律师，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亦是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创始人，于1919年不幸遇害。



左：威廉·库诺，魏玛共和国总理(1922~1923年),任期共计264天。德
国经济崩溃之后，为了偿还国家债务，库诺主导政府大量印刷货币，导致恶性
通货膨胀达到顶点。

右：威廉·马克思，两次任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1923年11月~1925年1月，
1926年5月~1928年6月)。任期内，他设法稳定德国经济的通货膨胀，接
受了道威斯计划，在第二个任期内，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



左：查尔斯·道威斯，曾任美国副总统，因推动道威斯计划获得 1925年诺贝
尔和平奖。1923年，美国提出道威斯计划，用以舒缓德国因《凡尔赛和约》
赔款而承受的巨大财政压力。

右：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1923年)和外交部长
(1923,1924-1929)。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促成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和解，
并于 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他也和财政部长等人一起结束了德国的恶
性通货膨胀。



左：海因里希·布吕宁，魏玛共和国末期(1930-1932年)总理，上任时年

仅44岁。为了挽救经济，布吕宁推行一系列紧急法规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但

右：保罗·冯·兴登堡，一战期间任德国总参谋部总参谋长，陆军元帅，魏玛
共和国时期第二任总统(1925~1934年)。在1932年的两次国会选举结束后，

兴登堡越来越依靠右翼盟友控制局势，最终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导致了魏
玛共和国的灭亡。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德国将军，也是魏玛
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1934年的“长刀之夜”

中，施莱谢尔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波茨坦别

墅中被纳粹分子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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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时期发行的人民代表议会官方明信片。



通货膨胀：数百人站在银行大楼前，装满10万马克或更高面额纸币的手推车被

推入银行大楼。柏林，1923年。



表现通货膨胀的照片蒙太奇。以前购买一车木材的钱，现在只够买一盒火柴。

柏林，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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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党弃权，其他所有党派都投了反对票。于是大联合政府终

于经受住了迄今最严峻的考验。20

当议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时，为挽救米勒内阁付出最多的

那个人却已经与世长辞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1929年

10月3日凌晨中风去世了。这位德国外交部部长病魔缠身已

久，他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来阻止政府的更迭，为的是不让他

的和解政策失去议会的基础。施特雷泽曼比资产阶级政党的任

何一位政治家经历的变化更深刻。他从一个志向远大的主战派

转变成一个有尺有度的中间派，从机会主义战术家(正如他

在卡普-吕特维茨政变期间所做的那样)转变成一个共和国的

捍卫者。虽然他一直认为有必要通过强调民族，甚至民族主义

的言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他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凡尔赛

和约》的修订只能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他的外交政策成为可

能的条件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温和阶层之间的合作。因为施

特雷泽曼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1923 年就任总理时，以及自

1928年以来，他一直是大联合政府最坚定的维护者。他去世后，

这个联盟的基础比以前更加虚弱了。在魏玛共和国中产生的唯

一政治家很快就证明了，他在国内外政治中是不可替代的。

如果大联合政府在1929 年秋天破裂，就可能对国内外造

成致命的后果。一旦米勒政府垮台，那么其主要受益者是

“从民族利益出发的反对派”,这些人于1929 年 7月初成立了

德国全民公投委员会，并于9月28日向内政部递交了以规定

的法律草案形式书写的公投申请，反对《杨格计划》和“战

争债务的谎言”。如果这项倡议成功的话，德国政府必须立即 355

庄严通知各个国家，《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债务是强迫性

的，是违反历史真相的，因此这个和约不受国际法约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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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德国政府将提出正式废除《凡尔赛和约》第 231条的

战争罪，并且不再承担基于该条款的负担和义务，最终使

《杨格计划》失效。

草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第4条。这条的内容是：“德国

总理和德国部长及其授权代表们，如果违反协约第3条的规定

与外国签约，应受到《刑法》第 92 条第3 款的处罚。”这一条

的内容是一旦犯了叛国罪，将判处两年以上的监禁。在草案的

第一个版本中，第4条的措辞略有不同。在这里，监禁的威胁

不仅仅针对“德国总理和德国部长及其授权代表们”,甚至还包

括德国总统。但兴登堡自1924年以来一直是钢盔团的名誉成

员，因此钢盔团头目弗朗茨·泽尔特在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下，修改了草案的文本，使国家元首免于受到惩罚的威胁。

赞成全民公投的登记人数越多，德国丧失在8月的第一届

海牙会议上争取到的协约国让步的危险就越大。因此，德国政

府进行了反击：几位部长在广播中发表了反对民族主义右翼势

力的战斗宣言，甚至连兴登堡都强烈反对该法律草案中的监禁

条款。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阻止宪法规定的公民投票限制，

哪怕是超出这个范围一点点。结果有10.02??选民投票赞成全民

公投，这个结果仅仅超出了最低票数门槛0.02个百分点。

从11月27日至30日，即公民投票截止日期大约四个星期

之后，德国议会开始处理《自由法案》。真正的政治问题并不是

人们普遍期望的对草案的拒绝，而是瓦解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在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72名议员中，只有53 人赞同监禁的条

款，这表明胡根贝格还没有得到本党党员的完全支持。党主席

采取的敏锐措施导致了党内的派系分裂。12月初，包括前部长

科伊德尔、大庄园主汉斯·施兰格-舍宁根(Hans Sch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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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ningen)、民族阵营的德国全国商业雇员协会常务理事瓦尔

特·兰巴赫和已退役的海军上尉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

(Gottfried Treviranus)在内的12名议员宣布退党，并且组建了

德国民族工作团组(Deutschnationale Arbeitsgemeinschaft)。民族

人民党主席韦斯塔普伯爵为了抗议胡根贝格的政策提出辞职。

1929年12月22 日举行了《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的全 356

民公决。结果有580万，即13.8??投票权的选民投票支持该

草案。但是必须有 2100万张赞成票才能通过这个草案。因此

德国全民公投委员会的失败是不容置疑的。但让人深思的是，

35个选区中的9个选区里，超过五分之一有投票权的选民投

了支持票。而且希特勒正在顺利地被“良好社会”认可，被

当作可以结为盟友的对象。这个1923 年的政变分子被纳入德

国全民公投委员会，表明希特勒已经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目标：

地位牢固的右翼势力认为他靠得住，并且让他分享资金，这对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进一步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2

到了1929年下半年，人们再也不能忽视民族社会主义者

的崛起了。在11月和12 月的选举中，无论他们在哪里竞选，

都赢得大量选票：在巴登和图林根的选举，在吕贝克公民选举

和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在黑森和柏林的地方选举，都毫无例

外。柏林的地方选举在11月17日举行。这次选举中，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席位从73个减少到了64个，德意志民主党的席位

从21个减少到14个，而以前从未在市议会中出现过的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则一举赢得了13个席位。民族社会主义

者在柏林取得突破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充分利用斯卡拉雷克丑

闻掀起了一场毫无掩饰的反犹运动：9月26日，柏林服装加

工公司“东方犹太人”所有者马克斯(Max)、莱奥(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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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利·斯卡拉雷克(Willy Sklarek)三兄弟被怀疑犯有欺诈

罪和伪造文件罪。战后，斯卡拉雷克一家几乎垄断了该市供应

制服的生意。他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

向主要官员慷慨送礼。最引起轰动的是一件皮大衣。犹太三兄

弟当中的一人把一件皮大衣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卖给了市长古斯

塔夫·伯斯(Gustav BoB)的夫人。伯斯是德意志民主党员，

右翼媒体和纳粹分子充分利用此事件加以炒作，11月初他们

取得了初步成功，伯斯被停职。3

反犹太人的口号也帮助了德国大学界的纳粹分子。民族社

会主义德国学生会是1929年与1930年之交的冬季学期大学生

总委员会(Allgemeiner StudentenausschuB,简称 AStA)选举的

最大赢家。在维尔茨堡，纳粹学生会获得的选票比例达到

30在柏林工业大学达到 38在格赖夫斯瓦尔 德

(Greifswald)居然达到了53??学生们的右倾行为是社会抗议

的一种表现。一代年轻的学者反对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向社

会制度宣战，指责政府应该对学者的物质困难和不确定的工作

前景负责。对魏玛共和国的仇恨和对犹太人的厌恶相伴而生。

357 犹太人虽然仅占总人口的1但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为 4??

5??在医学院和法学院等学院，以及法兰克福和柏林等地一

些大学中，这一比例甚至更高。在许多非犹太学生的眼中，这

无非是犹太人在为争取更高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日益艰苦的斗争

中得到了非法特权。纳粹学生会组织迅猛的发展也正是基于大

规模调动这种嫉妒的社会感觉。24

纷纷倒戈到纳粹阵营并不是政治激进化加剧的唯一标志。

1929年春季以来，在德国北部，尤其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

泰因，金融机构和邦议会办公室屡屡遭到炸弹袭击。9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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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枚“炼狱机器”①在德国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发生爆炸，

但破坏力很小。这些袭击是由农村人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发起

的，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抗议强行拍卖负债累累的农庄。农村

人另一种比较温和的抗议办法是拒绝缴税，这种做法由荷尔斯

泰因的马尔施(Marsch)地区的农民发起，1929 年蔓延到德

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与警察的冲突，以及对反叛农民的

严厉判决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局势的动荡。警方和法院的干预以

及抗议活动起码起到了一个作用，这就是让德国公众关注到自

1927年以来德国农业一直处在严重的危机状态。5

到了1929年秋天，危机不再仅仅存在于农业界，这一点

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股票价格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如果将

1924年到1926年的股值水平设定为100,那么股值在1927年

的繁荣时期达到了158点，达到了顶峰，然后下跌至1928 年

的148点和1929年的134点。必须指出的是，资本货物行业

的股值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所有工业股值的平均水平。从

1928年到1929年，生产总量再次略有上升，但在耐用性较强

的消费品(例如纺织品和家庭用品)方面，产量已经大幅下

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依然令人不安：求职者从1929年9月的

150万，增加到12月的290万，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35万。26

最刺耳的警报信号来自美国。1929 年 10月 24 日这个

“黑色星期五”(实际上是星期四),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出

现了崩盘式的下跌，这一现象在后来几天一直持续。因此，全

年的股市上涨出来的市值在瞬间就化为灰烬。股市崩盘的原因

① Hollenmaschine,这是19世纪以来对用于军事或恐袭目的炸药的称呼，这
种炸药一般是定时或通过传感器引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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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期的过度投机。小股东和大型投资公司相信股市会一直繁

荣下去，所以一直向工业企业投资，这样就导致了产量的持续

358 增长。然而，1929年10月爆料出来，很多商品的供应量远远

大于需求量。通用电气公司这一类大型工业公司，以及高盛贸

易公司等投资公司的股值暴跌引发了股民们的恐慌，其影响立

即传到了大西洋彼岸。

为了保持自己的支付能力，美国银行开始收回在欧洲投资

的短期资金。这一做法主要影响到德国。1929 年，德国的短

期外国贷款(尤其是美国贷款)总额达到157 亿德国马克。

但是，大约四分之三的短期贷款和中期贷款被用到长期投资

上。这些贷款中的很大一部分直接或间接来自国外。特别是地

方政府惯常使用这种手段，因此战争赔款调解人帕克·吉尔伯

特对此提出了批评。挪用的贷款实际上已被冻结：因为一旦到

期，这些贷款是无法偿还的，所以充其量只能用新的借款来

填补。7

德国在国外发行债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到1929年10月

底，未偿还债务已经达到12亿德国马克。为了填补 12月迫在

眉睫的现金赤字，德国财政部部长希法亭和他的国务秘书约翰

内斯·波皮茨(Johannes Popitz)努力争取从美国狄龙-里德

投资银行(Dillon, Read u. Co.)借贷。就在同一年 6月，他

们已经在同一家银行发放了5000 万美元的债券。为了此事，

他们把帝国银行行长找来参与这个计划。但是沙赫特提出，只

有政府同意致力于长期重组德国财政，他才愿意帮助政府解决

短期现金问题。他想把当前的现金赤字与1930年的帝国预算

联系起来，并决心利用这次机会确定着手的方向。

如果沙赫特放弃动员公众反对米勒内阁，那他就不是沙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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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了。12月5日，他开始发起攻势。他抗议由他签署的《杨

格计划》在随后的谈判中遭到了篡改。次日，德国政府声明

沙赫特下的这个结论“过于仓促”,危害了“国家的统一管

理”,并迅速宣布在下一周开始重组德国财务的总体计划。12

月9日，希法亭向内阁提交了他的总体计划草案。对于财政部

部长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减少直接税来增加资本形成率。他

想提高两种间接税，即啤酒税和烟草税，这立即引起了巴伐利

亚人民党出身的邮政部部长舍策尔的强烈不满。他威胁道，如

果提高啤酒税，他将中止大联合政府。

另外，德意志人民党的新经济部部长保罗·莫尔登豪尔 359

(Paul Moldenhauer,他的前任库尔提乌斯接替了施特雷泽曼的

外交部部长一职)在这方面却是非常配合的。他准备同意将

失业保险金提高0.5??希法亭的总体计划对企业主来说如此

友好，以至于人民党发现比两个月前更容易在这一点上做出让

步。此外，11月底的失业人数比9月底增加了130万。莫尔

登豪尔出了这个主意之后，总体计划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

内阁制订了“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将失业保险金从3??

高至3.5放弃提高啤酒税，政府还将提交一项管理德国债

务的法案。

但是内阁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各议会党团之间也达成了共

识。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减税是不负责任的做

法，因为减税不得不增加帝国的财政赤字。巴伐利亚人民党同

样持保留意见，德意志民主党也不想把自己约束在赞同一方。

当米勒总理12月12日在德国议会发表政府声明时，他并不确

定该金融计划是否会获得议会多数议员的赞同。此时又是国务

秘书平德尔站出来拯救了局面，他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建



452/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议德国议会仅仅间接批准内阁的方案，既保留“各条法律最终

起草”的权利，又对德国政府的“总体政策”表示信任。12月

14日，德国国会以 222 票赞成，156票反对，22 票弃权接受了

这项跨议会党团的议案。巴伐利亚人民党议员投了弃权票；德

意志人民党代表中有24 票赞成，14票反对。社会民主阵营中有

28名几乎清一色的“左派”成员没有参加投票。

如果政府认为帝国银行行长现在会接受政府释放的善意，

那么在12月16日这一天，政府被告知并非如此。沙赫特评估

道，内阁的短期措施是不够的，因此要求必须在1930年的财

政预算中包含5亿德国马克的债务偿还额。两天后，战争赔款

调解人帕克·吉尔伯特和法国总理安德烈·塔迪厄同意帝国银

行行长的意见。法国总理还指出，德国政府在国外发行的债券

实际上正在危及《杨格计划》的顺利执行。12月19日，内阁

首先表示屈服，然后议会党团也投降了。12月22日，德国议

会通过了赎回基金法案，用以支付德国的未偿还债务。根据该

法案，1930年政府必须提供 4.5亿德国马克(沙赫特最近一

360 次宣布这一数额已经够了)以偿还债务。就在同一天，德国

政府从帝国银行牵头的国内银行财团那里获得了过渡贷款，从

而使德国免于破产。28

此时此刻，鲁道夫·希法亭已经不再是德国财政部部长

了。12月20日，他提出辞呈，理由是“外部干预”使他无法

继续执行自己的政策。在这次的两人较量中，沙赫特确实是明

显的赢家，但导致财政部部长失败的还有其他原因。12月15

日，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协会在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宣布，对

德国财政部部长管理的信心已经受到严重动摇。第二天，来

自斯图加特的社会民主党财政预算专家威廉·凯尔在本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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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官员面前指出，他认为希法亭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是

个软弱的部长，没能完全掌握自己的部门。财政部部长退位

之后，《前进报》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的态度更加

明确了。12月22 日，他在党的机关报中写道，希法亭在春

季让议会党团，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议会党团来处理他认

为必要的新税种可能是一个错误。“政府和议会现在迫于沙

赫特及其背后金融集团的压力所做的事情，是他们自己应该

主动做的，而且他们必须自己继续做下去!偿还债务，整顿

收支状态，平衡国家预算!其他一切要求都必须为国家的这

些生存需求让路!”

正如社会民主党党团主席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所说：

“如果不对议会负责的帝国银行行长给人以一种他可以确定国

策指导方针的印象，这的确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帝国银行

行长的强势地位源于那些强国的意志，它们要求德国必须向

它们赔款。德国政府再也不能像通货膨胀时期那样再次将印

钞机用于政治目的。如果处于关键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

重组财务比减税更为紧迫的话，他们就不会和沙赫特的立场

相差这么远。帝国银行行长羞辱了米勒内阁和大联合政府，

但是政府采取了过于战术性的做法，使沙赫特轻而易举取得

了胜利。

12月23日，法本公司(IG Farben,全称为染料工业股份

公司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理

事会成员保罗·莫尔登豪尔被任命为希法亭的接任者，他曾经

短期担任经济部部长一职。而经济部则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人罗

伯特·施密特，他在古斯塔夫·鲍尔和约瑟夫·维尔特任总理

的这两届内阁中都担任过这一职务。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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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必须填补：约翰内斯·波皮茨于12月19日，即希法亭辞

361 职的前一天要求临时退休。他的继任者是德国经济部司长汉

斯·舍弗尔(Hans Schaffer),他是第一共和国中为数不多的

几名犹太高级官员之一，与银行界和社会民主党右派都保持着

良好的关系。

社会民主党左翼把最近发生的事件看作党领导的联合政府

政策的失败，必须尽快终止。来自萨克森的德国议员马克斯·

赛德维茨(Max Seydewitz)12 月中旬在《阶级斗争》(Der

Klassenkampf)杂志上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总理和社会民主党

的财政部部长向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递交了一套财政计划，

而这套财政计划对外根本不能代表社会民主党，这真是令人难

以理解。这样一种联合政府政策“对于社会民主思想，对于

工人阶级，甚至对于共和国的存在都构成了危险”。

在两个月后的1930年2月9日自杀身亡的保罗·列维的

措辞就更加尖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民主，不是联合政

府，而是一个政府的讽刺漫画，”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知识分

子发言人在《阶级斗争》中这样写道，“如果你说一百遍，联

合政府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而是一个战术性问题，那

么你可以重申，你也可以在战术领域犯错误，而那些错误同样

致命，就像穿着靴子进入主清真寺的圣地一样。是的，过去几

个月我们在德国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说明了德国现

在的联合政府的形式是多么灾难深重。”30

虽然是出自不同的原因，但企业家阵营右翼对联合政府的

法案也反应强烈。1929年11月26日，古特霍夫农集团①总裁

① Gutehoffnungshütte,当时是一家重要的采矿和机械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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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罗伊施(Paul Reusch)指派给德国工业联合会一项紧

迫的任务，即“利用一切手段来促进反抗得寸进尺的马克思

主义的防御阵线，并向资产阶级政党施加压力，使在我们国内

政策的各个方面最终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有效抵抗”。德国工业

帝国协会副主席保罗·西尔弗贝格在1926年9月的时候还坚

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参与政府执政，他现在的看法也与罗伊施

相同了。“我曾经试图和工人队伍中较为理性的人，以及我认

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一起建立社会秩序⋯⋯但是我在这两批

人身上都失败了，我们必须独自工作。”他在1929年12月24

日写给罗伊施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德国议会不得不在12月14

日对米勒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时，德意志人民党中所有重工业的

代表都投了反对票。

1929年底，工业协会在大联合政府的问题上态度还是比 362

较矜持的。德国工业帝国协会主席、法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卡

尔·杜伊斯贝格以及大多数大企业家认为，要让社会民主党人

支持批准《杨格计划》,这非常重要。在此之后，再走一步看

一步。但是，现在已经是时候向米勒内阁提出严正甚至最终警

告了。12月，德国工业帝国协会在一份题为《是上升还是下

降?》(Aufstieg oder Niedergang?)的备忘录中，要求严格限制

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根据德国经济情况调整社会政策，减少

公共支出，降低征税。德国政府对议会提出的增加开支的法案

拥有否决权。备忘录最终发出呼吁，所有“积极向上的力量

应该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防御所有与经济为敌的力量”。

自由工会毫无疑问属于那种与经济为敌的力量，他们在1928

年9月的汉堡大会上通过了精心措辞的“经济民主”纲领，

从思想意识上挑战企业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被点了名，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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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业帝国协会而言，这个党所做的一切都意味着“下降”

而不是“上升”。

与工业界不同的是，大农庄经济界从一开始就反对大联

合政府。与工人和企业家不同，大地主们在米勒内阁中没有

自己的亲信，这使得他们早前与总统的密切关系比以往更加

重要。1927年，兴登堡在其 80岁生日时成了东普鲁士诺伊德

克(Neudeck)的庄园主，这要归功于德国经济界的捐赠。因

此，他始终对贵族邻居们的愿望持开放态度。1929年春，他

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力出台了有关帝国对东普鲁士经济援助

的法律，该法律随后于5月16日被德国议会以绝大多数票通

过。1929年12月，包括黑麦和小麦在内的农产品的关税提高

的议案进入议会讨论。这项议案和“东部援助”法案一样，

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再次投票赞成。但这并没有使大联合政

府更受欢迎。大农场主们站在右翼立场，只有右翼的政府才

有机会得到他们的青睐。2

自1929年春季以来，包括兴登堡庄园的左邻右舍在内的

一股势力，正在通过可以直接与德国总统接触的渠道，努力调

整政治路线，使其更加右倾。1929 年德国国防部新成立了部

长办公室这个部门。部门负责人是库尔特·冯·施莱歇少将，

他不仅是格勒纳最亲密的顾问之一，而且他的话就连年迈的国

家元首也听得进去。早在1929 年4月，施莱歇就在艰难的财

政预算咨询时向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介绍了兴登堡

363 的意图，“与德国国防军和议会中的年轻势力一起，在他去世

前解决问题”。这种操作不会让德国总统违反宪法，但会在适

当的时候让议会休会一段时间，然后启用第48条执政。

1929年3月18日，兴登堡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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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韦斯塔普伯爵进行秘密会晤。这次会晤连德国总理米勒都

不知晓，这是兴登堡实际上在考虑建立“右翼”总统内阁的

证据。会晤中，德国总统明确表示，这样一个政府不能有社会

民主党参加，并且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1929年12月，已经

当选为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的布吕宁从施莱歇和兴登堡的国务

秘书迈斯纳那里获悉，在《杨格计划》通过后，帝国总统绝

不想让米勒内阁继续下去。根据兴登堡和他的顾问们的意思，

新任总理最好让海因里希·布吕宁来担任。德国总统还想在必

要时根据《紧急状态法》第48 条授予他全权。

施莱歇将军在与他的非军人盟友奥托·迈斯纳谈话的时

候，解释了自己看中布吕宁的原因：布吕宁是一个“持保守

态度的中央党议员，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一个有民族思

想的人，一个上过前线的士兵。这是一个合适人选，右翼政

党原则上不会反对他，他也会得到国防军方面的信任。另外，

由于布吕宁的社会政治态度，他也会得到社会民主党的

赞赏”。3
1929年底，施莱歇认为无法保留米勒内阁的观点已经成

为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他开始系统地准备“布吕宁解决方

案”。布吕宁本人却有另一番表现。他对现任总理表示忠诚。

中央党的这位议会党团主席希望大联合政府一直可以延续到

1930年秋天，享受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看到协约国从莱茵

兰地区撤离。当然，大联合政府首先应该批准《杨格计划》,

并采取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

兴登堡智囊团的危机计划的核心在于，不是让社会民主党

人赫尔曼·米勒，而是他的资产阶级党派的继任者获得紧急状

态授权。格勒纳和施莱歇极力在这一点上对这位老先生施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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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然而兴登堡自己早已下定决心尽快将社会民主党人从帝国

中除名了。如果不再需要大联合政府，以及联合政府内各党的

妥协能力最终丧失殆尽，那么分手的时候就到了。眼下就有必

364 要为这种情况做准备。1930年1月上旬，总统询问胡根贝格

和韦斯塔普，一旦成立一个“兴登堡内阁”,德意志民族人民

党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此时，总统的布局已经很明显。迈斯

纳于1930年1月15日与韦斯塔普伯爵谈及组建一个“反议会

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这样一个政府的组建绝不能因为德

意志民族人民党而失败，否则兴登堡就无法摆脱“与社会民

主党人一起执政”的命运。4

1930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1月20日在海牙签署了《杨

格计划》。对于德国而言，最重要的是付款方案和付款金额没

有发生变化，这是专家们在1929 年 6月提出的要求。帝国银

行行长再次通过附加其他政治条件让谈判陷入危机，但这一次

他未能说服德国政府回心转意。另外，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

也没有取得成功，他们曾要求德国政府接受沙赫特再次发出的

挑战。德国总理米勒对本党团的提议表示反对，他指出政府只

有整顿了德国财政，才能成功与沙赫特抗争。5

1930年1月 28 日，中央党把财政重组和《杨格计划》

联系起来。根据海因里希·布吕宁的建议，中央党议会党团

执行委员会决定，应该通知总理：“如果政府不及时提出措施

并征求各党派意见，在批准《杨格计划》之前先落实财政重

组计划的话，那么他就不要指望中央党对批准《杨格计划》

投赞成票。同时也必须尽早提出税收的问题，在第三次宣读

《杨格计划》之前就应该开始委员会的谈判，并且让各党派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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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的诉求翻开了大联合政府历史的最后一章。中央党

的议会党团主席在把《杨格计划》与财政改革结合在一起的

时候并没有想引发冲突。他的这种做法是想利用最有效的外交

政策手段来解决最紧迫的国内问题。1月28日，布吕宁向执

行委员会其他成员解释了局势的严重性。他指出有几个邦的财

政完全依靠国家的补贴才能维持：如果国家财政不进行整顿，

到了4月，巴伐利亚和巴登连工资都开不出来。

德国总理米勒从布吕宁的倡议中看出了他的意图，把当下

尽可能和将来联系在一起，因为大联合政府在通过《海牙公

约》后有瓦解的危险。但是对于德国政府首脑来说，另一个

危险甚至更加咄咄逼人：他1月30日在内阁中表示，财政改 365

革将会使《杨格计划》的批准通过程序大大延迟，并且也因

此让右翼在野势力更加得意。德意志人民党的两名内阁成

员——外交部部长库尔提乌斯和财政部部长莫尔登豪尔都非

常赞同总理的意见。然而交通部部长施特格瓦尔德则为本党

提出的诉求辩护，他指出在帝国议会中存在着这样的“潮

流”,这些潮流想在《杨格计划》通过后解散议会，然后借

助第 48 条来进行财政改革。

社会民主党人对自己的总理给予支持，虽然在议会党团有

一些议员呼吁提出自己的诉求，表示赞同只有在财政改革的情

况下才批准《杨格计划》,并且把社会民主党的设想也带入财

政改革中，但绝大多数人坚决反对内政与外交挂钩的做法。在

内阁中，面对施特格瓦尔德关于紧急状态条款的言论，内政部

部长泽韦林提示了魏玛共和国早期在危机年代的做法。即使在

德国处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也没有采用第 48 条来发布税

收法规，而仅仅是根据授权法发布的。但是，对中央党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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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都是徒劳的。施特格瓦尔德坚持本党的诉求，因此局面很

明确，如果不进行财政改革，《杨格计划》就不会得到多数票

的通过。36

2月，内阁对解决财政问题的各种方案进行了研究，但是

并未达成一致。德意志人民党拒绝了社会民主党把失业保险金

从3.5??高到4??要求，并且拒绝提高直接税税率和为受

薪雇员设立紧急受害基金。而社会民主党又不同意其他党派的

意见，声称如果要提高大众税种的税率，就必须同样提高地主

的征税率。3月2日，德意志人民党议会党团一致通过了一项

声明，声明坚决反对在失业保险金和公务员紧急受害基金上做

出让步。这种做法非常明确地表明，人民党现在显然想退出大

联合政府。

德意志人民党右翼人士正是怀有这样的企图。施特雷泽曼

的继任者恩斯特·朔尔茨的意图也是如此，到1929年为止，他

一直担任着 德 国 高 级官员联盟(Reichsbund der hoheren

Beamten)主席一职。1月24日，“德意志人民党右翼圈子”

在“严格保密”的会议中商定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如果社

会民主党未能彻底重组失业救济保险，那么它“必须离开政

府，否则人民党就不得不通过离开政府的办法推翻米勒总理内

阁”。2月4 日，朔尔茨宣布，这也是他的想法。他告诉保

罗·罗伊施的亲信埃里希·冯·吉尔萨(Erich von Gilsa)议

员和该党右翼的其他代表，在完成《杨格计划》之后，“以最

366 后通牒的形式向内阁提出要求，把财政改革和税务改革捆绑在

一起。朔尔茨秘密地告诉我们，他正在有意识地争取与社会民

主党分道扬镳。在决裂这件事上，他已经与席勒、特雷维拉努

斯和布吕宁联系过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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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议会党团中还存在其他声音。团结在库尔提乌斯和

莫尔登豪尔部长周围的温和派都反对与右翼势力采取对抗路

线。在这批温和派势力中还有大批国会议员：莫尔登豪尔估计

“坚定的反对派”的核心力量有15名议员，这是该议会党团

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布吕宁在3月说，德意志人民党的温和派

和激进派的人数大致相当。全国的企业家协会暂时没有要求解

散大联合政府。但他们在2月27日的一封致议员的信函中指

出，正如1929年12 月的政府纲领中规定的那样，《杨格计

划》和财政改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符合中央党和巴

伐利亚人民党的立场，但是与德意志人民党右翼势力的立场相

去甚远。

另外，大联合政府的反对派能够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盟

友——德国总统。3月1日，兴登堡接待了中央党的议会党团

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并且开诚布公地问道：“中央党是否

准备好为另一届政府提供支持?”这个问题遭到了布吕宁的拒

绝。他说，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一致认为，应该尽可能长期维

持目前的联合政府，这一届政府要批准《杨格计划》,出台一

些重要的内部改革法案。在对话结束时，布吕宁总结了中央党

的观点：“我们至少应该呼吁各党派领导人对财政法案负责，

并一致希望当前的联合政府能够持续一段时间。”38

3 月5日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几个观察者能够想象得到：

大联合政府内阁在1930年德国财政预算资金来源的议案上达

成了一致。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工业的负担”。这一点在通

过《杨格计划》之后应该被取消，实际上却在1930年，金额

从3亿提高到了3.5亿德国马克。这样就满足了德国社会民主

党提高直接财产税的要求，哪怕只是一年的期限。就业和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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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金保险机构自己将缴费比例从3.5??高到4??关于减

少哪方面福利的问题，德国政府的保险机构可以向德国政府提

出建议，但这些建议只有在获得德国国会批准后才能生效。无

367 论是提高缴费比例还是减少福利的建议，都需要在企业主和雇

员代表中以多数票通过，然后由董事会做出决议，而公共机构

的代表则不允许投票。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也不得不做出让

步。他们放弃了1931年的工资税偿还，并同意授权财政部部

长制订一项长期紧缩计划，该计划将为减税奠定基础，并使

1931年的经常性支出保持在1930年的水平以下。

内阁达成统一意见是所有阵营中温和派的胜利。但是最终

找到解决方案的轻松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社会民主党议会党

团和自由工会的批评声不断，他们对社会民主党的内阁成员向

财政部部长做出的承诺不满，并要求做出改变。而德意志人民

党的态度则是一口拒绝。经过3月6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会议

之后，虽然莫尔登豪尔以辞职相威胁，但议会党团还是拒绝了

内阁决议中的关键内容。企业主协会也对德国政府的妥协方针

提出了保留意见。3月6日，德国雇主协会联盟扬言，如有必

要，他们将停止在德国国家社保机构董事会的工作。一天之

后，各工业协会宣布，政府的计划不符合“振兴经济和减少

失业所需的财政和经济政策”。

3月7日，帝国银行行长向德国政府发动了另一场战争宣

言。沙赫特宣布辞职，他向帝国银行中央委员会提出的理由

是，海牙赔偿协议将给德国带来通缩危机，从而危及经济和货

币。他的时机选择得很巧妙：3月6日，德国议会开始二读审

核《杨格计划》法案，而沙赫特希望他的示威手段仍然能够

阻止新的赔偿条例获得多数通过。德国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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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银行总理事会主席弗朗茨·冯·门德尔松(Franz von

Mendelssohn)的建议下，银行于3月7日晚上宣布德国前总理

和财政部部长汉斯·路德接任沙赫特的职务。路德在经济界享有

很高的声望，从“地租马克奇迹”(Wunder der Rentenmark)开

始，他的名字就代表着德国货币的稳定。总理事会接受了这一

建议，并于3月11日选举路德为新任帝国银行行长。9

比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下台更加严重的危机是如何解决3

月以来的财政预算资金来源问题。德意志人民党坚决反对给工

业界增加负担，坚决反对提高失业救济保险金额。巴伐利亚人 368

民党要求免除内阁决定增收的啤酒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

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同意满足巴伐利亚的要求。德国不应该征收

啤酒税，而是把这项权利留给各个邦。但是，与德意志人民党

的异议仍然存在，因此3月9日米勒考虑解散内阁。

然而在3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里，德国总统发出了令

人惊讶的信号：在与布吕宁和米勒的单独会谈中，他宣布愿

意授予政府第 48条的全权。这一做法似乎可以确保内阁的金

融计划生效，或者是让经过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

意志民主党这三个党组成的“核心联盟”略微修改的提案生

效，如果不能通过德国议会多数票的决议使其生效，那就通

过帝国总统的紧急法令。中央党从兴登堡那里得到保证，该

党在1月28日提出的诉求已经达到了目的。在3月12 日的

三读之后，《杨格计划》以265 票赞成，192 票反对，3票弃

权获得了通过。投赞成票的包括中央党的几乎所有议员，而

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大多数议员投了反对票，并且在接下来由

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对米勒政府不信任提案中象征性地投了弃

权票。巴伐利亚人的抗议活动与战争赔款无关，而是为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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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喜爱的饮料。就在两天前，奥托·布劳恩宣布普鲁士坚决

不同意最新的啤酒税收妥协案，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让这项

提案付诸东流了。40

《杨格法案》获得批准后，财务重组之路应该是一马平川

了。先决条件是兴登堡要兑现他3月10日对米勒和3月11日

对布吕宁做出的承诺。但是，德国总统的主要顾问认为他不应

该这样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兴登堡的承诺在达到目的之后

就不再有效了，而这个目的就是让中央党赞同批准《海牙公

约》。此后，总统的智囊顾问就应该出面为总统设定新的路线

方针：成立一个没有社会民主党参与的总统内阁。

3月18日，人民党议员冯·吉尔萨向他的工业界老板保

罗·罗伊施报告，根据“消息灵通的内线人士”透露，兴登

堡“好像在格勒纳和施莱歇的策动下”拒绝解散德国议会，

根据第48条授予政府全权，并且说服库尔提乌斯和莫尔登豪

尔留任部长。就在3月18日这一天，冯·施莱歇将军还向国

务秘书迈斯纳再次提到“我的解决方案”的正确性，即由总

统做后盾的资产阶级政党内阁。答复来得很快。就在 3月19

日，迈斯纳请他在德国国防部的盟友注意兴登堡前一天给米勒

369 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中，帝国总统几乎以命令的语气呼吁

对德国东部农业采取强有力的援助措施。迈斯纳的解释非常清

楚：“这是您的解决方案的第一步!这也是我们能够为‘兴登

堡’统帅制度奠定的最好基础。”41

下一轮权力之争的战场是在曼海姆。德意志人民党的代表

大会于3月21 日至22日在这里举行。会议上，党的领导人恩

斯特·朔尔茨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他们推行从根本上反对

资本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在税务政策方面，尽管这个国家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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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效忠黑红金色，骨子

里却信奉红色。另外，朔尔茨也非常务实。从目前的实际情况

来看，必须认识到，如果是对着社会民主党干，或者离开社会

民主党，长远来看政府都几乎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这位党魁

表现出明显的宽容态度是有自己的理由的。当朔尔茨讲这番话

的时候，他几乎可以确信，外交部的一名官员于20日向正在

休假的库尔提乌斯部长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说总统期待着大联

合政府的失败，并且盘算着让议员布吕宁组建一个“兴登堡

内阁”。因此，朔尔茨可以说得出这种和解姿态的语言，最后

让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背黑锅。这样一种策略，无论是对公众还

是对党内温和派来说都比较得体。然而，德意志人民党在这件

事情上表现出毋庸置疑的态度，他们绝对不会再和德国社会民

主党达成妥协。应高度工业化的莱茵-威斯特法伦邦工作小组

的要求，议会党团在3月2日做出明确决议，表示在失业保险

金和公务员的紧急受害基金方面绝对不妥协。

与3月初相比，重工业家们在曼海姆党代表大会期间所处

的地位要有利得多。因为自从《杨格法案》通过之后，德国

工业帝国协会也一直在反对大联合政府。3月14日，德国工

业帝国协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答复了3月10日莫尔登豪

尔的来信。在这封信中，财政部部长宣布，他将在战争赔款协

议获得批准后辞职，因为他的政治朋友以及“经济界”都对

他失去了信心。杜伊斯贝格用电报对此做出了回应，而这个

回应实际上就是要求财政部部长辞职：“您的政党不能遵照内

阁的决议去做，这一点我完全能够理解。如果您能承担后果，

那您肯定不会失去经济界对您的信任，正好相反，对您的信

任将会得到保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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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在德意志人民党代表大会召开三天后的3月25日，总理

府举行了各党领袖会议。然而各党派之间依然没有能够找到

妥协的办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出身的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

拒绝了大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各党派专家于3月15日达成一

致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国家社保机构即便在没有法律授

权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紧缩措施，只有在采取紧缩措施之后

才可以提高保险缴纳金额。德意志人民党代表朔尔茨则反对

超过当前3.5??险金水平的任何金额上涨，除非同时减少

失业者的福利。德意志 民主党的奥斯卡·迈尔(Oscar

Meyer)提议把提高保险金额0.5??为仅提高0.25但这

个提议仅仅得到了莫尔登豪尔的个人认可，而不是德意志人

民党全党的认可。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天接受了迈

尔的折中提议。

海因里希·布吕宁最期待各党派能够在3月 25日的会议

上达成一致。3月26 日，他向中央党主席通报了也许并不是

他在这一天才掌握的情况：“德国总统将不授予内阁第 48 条

的全权，此外从国家法律角度来看，并非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

第 48条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布吕宁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努

力，最后一次尝试寻求解决议会危机的方法。3月27 日上午，

他在各党领导人的另一场会议上提出了他已经征得朔尔茨和迈

尔同意的一个建议。“布吕宁妥协建议”的核心是搁置关于提

高缴纳保险金的争端。德国保险机构将采取紧缩措施，并在必

要的时候从德国政府那里得到拨款，而这笔拨款将确定在每年

的财政预算中；如果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德国政府

必须决定是通过法律途径增加保险金额，还是降低救济金额，

或通过提高间接税来为德国贷款提供资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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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提出的建议显然是削弱了内阁3月5日做出的决

议，并且是以牺牲失业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最

大的担忧是暂时放弃提高保险金额，并且限制德国的借款义

务，正是这些要点促使社会民主党谈判代表确信他们不能同意

这个草案。德意志人民党的代表还不想做出承诺，但对议会党

团会认为节省措施是否足够表示怀疑。讨论结束后做出决议，

给各个议会党团以机会进行表态，表态的形式是对谈判结果表

示赞成或反对。在12时开始的部长级会议上，只有劳工部部

长维塞尔明确反对“布吕宁妥协建议”;其他所有内阁成员都

同意总理的建议，即如果政府的决议得不到多数赞成，政府就 371

应该接受各党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纲领。

议会党团在下午召开会议。在社会民主党内，维塞尔是唯

一反对“布吕宁妥协建议”的内阁成员，还有一个和德国总

理同名的人物也出面反对，他就是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副主席赫

尔曼·米勒(Hermann Muller)①,他以威胁性的语气警告党与

工会之间势必发生冲突。内阁建议的最坚定支持者是总理和内

政部部长，但大多数人显然站在批评者一面，因此当奥托·韦

尔斯要求议会党团遵守政府3月5日决议的时候，几乎没有反

对的声音。

当社会民主党拒绝布吕宁的妥协建议时，他们知道除了巴

伐利亚人民党以外的其他各议会党团都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一

妥协建议只是在德意志人民党中引起了争议，这个党里的重工

业企业主代表希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议会党团副主席阿

① 他的姓名与时任总理完全相同，因此为了区别二者，史学家会在政治家
姓名后面标出他所在的选区，这位米勒来自利希滕贝格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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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贝特·察普夫为这一妥协建议辩解说，不是人民党，而是社

会民主党经历了一次失败。恩斯特·朔尔茨也表示，布吕宁的

妥协建议使人民党进入了一个“强势阶段”。在投票过程中，

有25名议员投票赞成，有16名议员反对中央党政治家提出的

建议。

下午 5时召开了大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作为辞

职的另一种选项，米勒再次把第 48 条提到议事日程上，随后

莫尔登豪尔宣布，由于内阁意见分歧很大，这条路行不通。财

政部部长根据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在德国议会已经不再拥有

足够的多数席位支持，他实际上已经在宣布解散这个大联合政

府了。泽韦林要求政府在“公开的战场”上面对议会，但是

这个要求也落空了，因为此时的政府充其量就是一个空壳。在

中央党的部长们与布吕宁进行磋商的短暂休会期间，约瑟夫·

维尔特从国务秘书迈斯纳那里获悉，兴登堡不会根据第 48 条

赋予这一届政府全权。会议重新开始后，莫尔登豪尔建议内阁

提出辞职，如果大多数部长反对德意志人民党的意愿，将抵押

方式的决议带进税务委员会，他就宣布自己辞职。结果，米勒

发现内阁显然是想集体辞职，于是他立即通知了德国总统。米

勒向内阁表示感谢，几位部长发言表示对总理的尊重，第一共

和国的最后一届有议会多数支持的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之

后寿终正寝。4

1930年3月27日是魏玛共和国历史上最深刻的转折点之372

一。我们现在来回顾这个时刻，会毫无疑问地发现，从这一天

起，相对的稳定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的第一个民主

制度的瓦解阶段开始了。实际上有许多同时代人当时也意识

到了这个创伤的深度。《法兰克福报》称3 月28 日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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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日子⋯⋯因为争论的话题本来很小，但它引发了灾

难性后果，根本不成比例，这真是个不祥之兆”。社会民主

党里的批判之声也日益高涨，正是因为他们做出的决议才让

米勒政府最后彻底画上了句号。鲁道夫·希法亭在社会民主

党5月出版的理论杂志《社会》(Die Gesellschaft)中解释了

为什么他不能遵循党内多数派的观点：这些人认为一旦同意

了布吕宁的提议，就再也无法阻止在秋天降低保险的福利了。

“单从确保失业保险的角度来看，从政府中退出至少看上去

就不是明智之举。仅仅因为担心秋天局势会恶化，真不足以

采取后果如此严重的举措。仅仅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去自杀

并不是一件好事。”

3月27日决定的后果至少是可以预见的：内部权力的平

衡从立法机构转变成了行政机构。希法亭简洁地表达了当时许

多人已经意识到的事情：“毫无疑问，如果议会未能履行其基

本和最重要的职能，即组建政府，那么帝国总统的权力就会在

损害议会利益的基础之上，并且由于议会的过失而扩大。帝国

总统必须履行议会无法履行的职能。如果有人补充说，议会的

这种瘫痪是几个非常强大的团体希望和直接促成的，那么人们

将会理解，德国议会制未来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不是来自外部，

不是来自暴力政变，而是来自内部：大埃阿斯最终死于大埃阿

斯之力①。避免这种危险一直是社会民主党在最困难的情况下

出面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45

社会民主党人做自我检讨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接受布

① 大埃阿斯是希腊神话人物，大埃阿斯因为在甲胄继承权战斗中败落而
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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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宁的妥协建议，大联合政府不一定就会长寿，但是至少可

以避免议会再次自我缴械。社会民主党也不会因此而落入致

命的境地，不会因为1930年3月27 日之后的影响力比以前

小很多而自责。随着后果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自责也越来

越强烈了。尽管怀疑党内多数人和自由工会在1930年3月最

后几天政治智慧的这种自责是对的，但这些人也仅仅是接受

373 了议会多数党政府的终结而已。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件事上不

明智，在大联合政府的最终危机时当了替罪羊，而权力变更

的设计者们实际上是政府阵营中的右翼，或者那些议会以外

的右翼。

从1930年初开始的一件大事就可以清楚表明，德意志人

民党在施特雷泽曼死后，已从原来的自由派立场走出去多远。

1月14日，纳粹分子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在图林

根当上了内政部和人民教育部部长，而德意志人民党也在政府

里。乍一看，大联合政府中的这个右翼政党的情况让人想起

1923年秋天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在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大联

合政府中的这个左翼政党，在数周内同时成为萨克森和图林根

这两个邦共产党人的联合伙伴。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德国中

部左翼联合政府的解散和在中央政府中的权力丧失而失去平衡

时，德意志人民党在1930年最初还能够在邦政府和中央政府

维持自己的权力份额。德国的政治重心已经严重向右倾斜，因

此德国社会民主党脱离中央政府要比图林根邦右翼联盟的破裂

更符合逻辑。46

德意志人民党及其背后的企业家团体的政策始终基于社会

的经济框架，而不是经济的社会框架。经济危机越严重，人民

党就越侧重于强调经济的首要地位。有决策权的社会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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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已经完全准备好去考虑经济界的需求。当自由工会1930

年1月要求政府提供贷款以刺激经济时，奥托·布劳恩就反对

这些言论：“我们现在正处在危机中，目前是靠借贷经济来暂

时推迟这个危机。”布劳恩认可财政重组的共识，只有这一共

识才能让大联合政府维持得更久，并且使几度出现的总统内阁

更加温和。这一共识对第一共和国最后阶段的德国政治而言，

同魏玛早期的通货膨胀共识和魏玛中期的理性化共识一样重

要。这一共识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分配的问题：由谁来承担财政

重组所带来的负担。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

政党的回答大不相同。7

资产阶级政党越向右倾，他们的结论就越明确，那就

是只有通过放弃议会民主制才能克服让经济界过度负担社

会要求的问题。地位稳定的右翼势力认为，这种形式的政

府已经把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提升到了与共同利益不再兼

容的地步了。

加强总统权力的人们希望，这一做法不仅可以增强政治稳

定性，而且可以使经济结构健康化。但是在 20世纪30年代初

期，这种对事物的看法不再是右翼的专利了。德国议会制持久

的危机导致资产阶级中间派也不再是这个体制的支持者了。而

且在社会民主党中，对联合政府政策的不满程度如此强烈，以

至于大多数人在1930年3月宁愿以恐怖的方式结束这一届政

府，也不愿意无休止地恐怖下去。

在大联合政府内部，以及在帝国总统周围的那些坚定不移

地朝着总统制努力的力量把取消议会制想象得比实际执行容

易。过去几年里，议会民主制运作不佳，但是它毕竟保证了能

够使选民对政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想把行政权独立出来的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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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势必要和比魏玛共和国古老得多的政治参与主张发生冲

突。普选制创造出来的参与权是不能简简单单地被废除的。在

德国，如果想对大众禁言，势必会引起大众的抗议。在1930

年春季还看不出来的是，谁能够在最有效地表达抗议的竞赛中

胜出。48



13.大众被禁言

从米勒政府辞职到布吕宁组建新内阁仅仅三天时间，这标 375

志着兴登堡的顾问们已经为权力更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30

年3月30日，海因里希·布吕宁出任帝国总理，这一年他44

岁。这个苦行僧般的单身汉出生于威斯特法伦的明斯特，他大

学修的课程类别很多，毕业于历史和政治学学科，1915年以

题为《英国铁路国有化》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像他这

一代的大多数政治人物一样，对他影响最大的经历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布吕宁尽管体质虚弱并且近视，但还是作为志愿兵上

了前线。他受了伤，并被授予后备役中尉军衔。每当中央党政

治家在小圈子里聊天的时候，他在前线担任军官的回忆便是一

个最热门的话题。

1918年11 月，布吕宁加入了温特费尔特小组(Gruppe

Winterfeldt),这是一个特别的协会，其任务是平息革命。他的

政治生涯开始于1919年9月，当时的普鲁士福利部部长亚当·

施特格瓦尔德任命布吕宁为自己的发言人。一年后，布吕宁成

为德国基督教民族工会联合会(christlich-national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主席。1924 年 5月，他首次被选为中央党

的议员进入德国国会时，并没有放弃德国基督教民族工会联合

会主席的职务。在很短的时间里，他成为中央党重要的财政预

算专家，并最终于1929年12月当选为议会党团主席。在中央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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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客能够像布吕宁那样，得到如此多的支持：

工人们由于他的工会活动而拥护他，他因为保守的政府预算政

策和坚持民族利益优先的态度让保守派刮目相看。

布吕宁那种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可能是对广泛的宗派怨

恨的一种反应：就像在文化斗争时期一样，许多新教徒甚至在

60年之后都看不起天主教徒，无论是在世俗问题上，还是在

民族信仰上都是这样，尽管德国天主教徒在民族可靠性上是毋

庸置疑的。而布吕宁正是这种偏见的对象。正如国务秘书平德

尔记录的那样，他在被迫辞去总理职务的前几天，于1932 年

5月 26 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参加了圣赫德维希大教堂

(Sankt-Hedwigs-Kathedrale)前的圣体节游行，用这种方式在

376 柏林公开表明他的天主教信仰。但是出于对本党的尊重，他也

不能给人留下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耻的印象。他只能希望，只

要能够继续努力证明自己在民族主义方面绝不落后于他人，新

教德国是能够有这种宽容度的。

布吕宁的回忆录直到他去世后不久的1970年才问世。他

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任总理期间，他矢志不渝地努力恢复君主

制，更确切地说，是要建立英国式的议会君主制。实际上，布

吕宁是一个共和思潮之前的德国人，与魏玛相比，他的思想更

接近俾斯麦帝国。但是，没有任何当时的证据表明，他在位期

间曾用自己的实际政策把国家推向君主立宪制。直到20世纪

30年代后期，布吕宁才回过头来说起这种意图，这也可能是

为了用这种口号把希特勒的保守派反对者团结在自己周围，并

且为自己打造出一个目光长远的政治战略家的形象。

1930~1932年的现实情况并非这样。德国总理海因里希·

布吕宁全神贯注的工作可以用如今所谓的“危机管理”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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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排除依然追求长期目标的可能性，但是这些目标几乎不

在当时工作的范围之内。他和几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中的主要

政治人物一样，在大危机期间的首要工作是克服凡尔赛体系，

并帮助德国重新获得完全平等的大国地位。为了这个目的他也

必须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且削弱议会的地位。但是为了实

现这些目标，没有必要重返君主制。相反，如果布吕宁在内政

上推行极端的复辟方针，反而会让他的外交计划付诸东流。没

有依据证明，他作为政府首脑曾经制定这样适得其反的政策。

布吕宁内阁于1930年3月31日召开成立会议，其内阁成

员似乎保证了高度的政治连续性。12 名部长中有 8名曾经在

大联合政府中任职，尽管部分部长领导的是其他部门：

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赫尔曼·迪特里希(德意志民

主党)

外交部部长尤利乌斯·库尔提乌斯(德意志人民党)

内政部部长约瑟夫·维尔特(中央党)

财政部部长保罗·莫尔登豪尔(德意志人民党)

国防部部长威廉·格勒纳(无党派)

劳工部部长亚当·施特格瓦尔德(中央党)

交通部部长卡尔·特奥多尔·冯·格拉尔德(中央党) 377

邮政部部长格奥尔格·舍策尔(巴伐利亚人民党)

新任部长都来自参与了上一届联合政府执政的右翼政党：

司法部部长约翰·维克托·布雷特(Johann Victor

Bredt,经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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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部长马丁·席勒(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被占领地区部部长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保

守人民党)

一位新任部长的要求几乎让3月29日新组成的内阁崩溃。

帝国乡村同盟主席马丁·席勒是兴登堡总统亲自推荐的候选

人，他要求对农业采取极为广泛的援助措施，并且削减失业援

助金，总统不得不出面干预。最后，席勒在农业政策上占了上

风，但在社会政策上没有成功。席勒担任部长后就辞去了德国

国会议员的职务，因此最初并不清楚他的政党——德意志民族

人民党对新政府的态度是怎样的。司法部部长布雷特的入职是

要让内阁得到一个从未参与德国政府工作的政党的支持，这个

党在工匠、小商人和房主中有一定的支持率。站在最右立场的

是退役海军上尉特雷维拉努斯，他于1929年12月离开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胡根贝格的路线，并于1930

年1月底与其他前德国民族主义者，以及基督教民族农民和乡

村人民党的成员一起成立了保守人民党(KVP)。

虽然米勒内阁中的很多部长进入新的内阁，但从一开始就

毫无疑问，布吕宁政府是一个新型的内阁。兴登堡3月28 日

授权布吕宁成立内阁时，就向中央党的这位政治家表示：“由

于议会困难重重，所以他(总统)认为并不宜在联合政府的

基础上组建新政府。”然而，布吕宁知道，如果有必要，新任

总理可以使用总统不愿意授予其前任的权力，这就是《魏玛

宪法》第48 条规定的紧急状态法全权授权。布吕宁在 4月1

日的简短政府声明中也对此做了明确表示。他告诉国会议员

们，他的内阁将是“最后一次尝试，通过这一届议会来执行



13.大众被禁言/477

解决方案”。

国会于4月3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信任提案进行投票

表决，议案以253 票对187票被否决。布吕宁政府的成功归结

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团结在韦斯塔普伯爵周围的温和势力和农 378

业利益代表再次在德国民族主义者中占了上风。但是，该党领

袖胡根贝格在辩论中提出的观点包含了对新内阁如此猛烈的攻

击，以致没有人认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认为自己是政府阵营

的一部分。因此布吕宁内阁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在表决中失败。

但是，内阁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冷静地面对这种可能性，因

为兴登堡的保证使内阁政府有信心自己会比德国议会活得更长

久。布吕宁内阁虽然不是一个公开的总统内阁，但从任期的第

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秘密的总统政府。

议会在4月3日经历了首次考验，9天之后第二次考验接

踵而至。德国国会必须决定1930年德国联邦预算的资金来源

提案，该提案已于3月24日在德国参议院得到了通过，那个

时候还是大联合政府时期。为了向德国民族主义者施加压力，

政府推出了一揽子计划：席勒的农业计划，其中包括临时授权

提高谷物和牲畜的关税措施，只能与预算资金来源提案一起生

效。这一威胁在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内部引起了公开矛

盾：4月12日，有6名议员没有参加投票；包括胡根贝格在

内的23 名议员拒绝了执政党的这一提案；而以韦斯塔普为首

的这一派对此投了31 票赞成票，从而帮助政府赢得了微弱多

数。4月14日，在对这项议案进行三读时，结果依然保持不

变。两个月后，布吕宁内阁陷入了第一次危机。6月19日，

财政部部长莫尔登豪尔提出了辞职请求，原因是他所属的德意

志人民党严正拒绝了他的“国家对固定薪资者的救助”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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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重工业雇主一派要求他辞职。布吕宁只好在五天后为他找

了继任者。此人就是副总理赫尔曼·迪特里希，来自巴登的律

师，拥有大片土地，他在赫尔曼·米勒时代就以德意志民主党

员的身份任职于内阁。迪特里希领导的经济部在6月27日由该

部门的国务秘书恩斯特·特兰德伦堡(Ernst Trendelenburg)临

时接任。此人并不是政治家，他可以接受布吕宁的“现实政

治”的思想，但不能帮助内阁在议会中建立更为牢固的基础。

6月的内阁危机凸显了财政预算问题的日益严重。4月的

资金来源决议已经不能满足德国政府的财务需求。最重要的

是，长时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内阁于6月

5日达成协议，将失业保险金缴费金额从3.5??高至4.5%,

但这仅仅解决了部分问题。因此，政府被迫进行进一步的

379“改革”:决定从1931年4月1日起，将帝国政府到目前为止

为德国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机构提供的无上限贷款义务，在每

年预算中确定最高数额。另外，政府还通过收取单身税和所得

税附加费来增加收入。备受争议的公务员和雇员紧急救助补贴

最终还是获得了所有政党的同意。德意志人民党主席恩斯特·

朔尔茨在7月8日宣布，他的政党将接受对固定薪资者的救

助，但必须同时引入一种普遍的“公民税”。由于这项税没有

累进制，低收入家庭会受到特别打击。然而，政府在7月4日

还是接受了人民党的方案。这一做法立即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

产党人中间引发了抗议风暴。

内阁修改资金来源提案的决议是否能够得到议会多数的通

过，这还完全没有保证。7月11日，因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投票反对，德国议会税务委员会

拒绝了政府关于固定薪资者救助的提案。随后财政部部长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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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宣布，政府对这一提案的二读不再感兴趣。与两个最重要

的在野党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对此不

屑一顾，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提出了一个布吕宁不可能接受的折

中方案。社会民主党方案的核心就是放弃公民税(俗称“人

头税”或“黑人税”),而德意志人民党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会放弃的。如果布吕宁屈服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阁就会崩

溃。当德国议会于7月1日举行会议，对资金来源法案进行二

读时，议会解决危机的办法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辩论的第二天，即7月16日，兴登堡正式宣布他打算如

何从陷入困境的局势中走出来：如果资金来源法案不能得到议

会通过，那么他已经授权总理，运用宪法第 48 条让这项法案

生效。如果议会决定废除已颁布的紧急法令或对内阁提出不信

任议案，他就解散议会。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主席鲁道夫·

布莱特沙伊德立即代表本党提出抗议，指出第 48 条是“为了

在某种情况下帮助国家和保护国家，而不是为了帮助一个政府

摆脱得不到它想要的多数支持的困境”。

但是朝着紧急法令政权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当德国议会

以 256票对193 票否决了国家财政资金来源提案的第二条，即

公职人员紧急救助法之后，布吕宁宣布，德国政府认为继续这 380

场辩论已经不重要了。就在同一天，即 7月16日，布吕宁政

府颁布了两项紧急法令。第一项法令是包括公民税在内的资金

来源法，第二项法令是给地方政府提供征收饮料税的机会。

正如预期的那样，第二天德国议会主席保罗·勒贝就收到

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项提案：第一，议会应该对布吕宁政府

提出不信任议案；第二，必须废除这两项紧急法令。德国议会

必须在第二天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和决定这两项提案，除非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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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提出休会。休会很可能最符合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利益，否

则他们将有可能在这次投票中再次分裂，而这一次分裂将是彻

底的决裂。长期以来，胡根贝格一直认为与温和派的决裂是不

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党的领袖，他仍然要避免给人留下这样一

个印象，好像自己没有为保持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统一做出所

有努力。在7月17日下午与布吕宁和迪特里希的一次对话中，

他提出了一项关于未来重大计划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反马克

思主义阵线，反对《杨格计划》的斗争以及政府的“转型”,

首先是在普鲁士，后来是在联邦层面。由于布吕宁不同意这些

要求，而且他的内阁主要成员也确认了表示支持他的反对立

场，因此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必须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

场。在 7月17 日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罢黜政府的动议以34 票对21 票获得通过。德

国政府至少需要39 张来自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选票，才能在

德国议会中保持自己不被罢免。

魏玛共和国第四届国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7月18日10时

后不久开始。1918年至1919年的人民代表奥托·兰茨贝格代

表德国社会民主党指责布吕宁政府通过了两项紧急条例，从而

违反了宪法。因为在德意志帝国，公共安全和秩序并未受到重

大干扰或危害，因此不适用第 48 条。帝国内政部部长约瑟

夫·维尔特回答说，帝国、各邦以及地方政府都出现了财务紧

急情况，而且无法通过议会手段加以补救，因为提案无法在议

会中得到多数人通过。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奥伯福伦

(Ernst Oberfohren)代表大多数德国民族主义者讲话，他声称

政府没有遵守诺言，特别是在援助德国东部方面。德意志民族

人民党中的少数派代表韦斯塔普伯爵否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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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政府的提案。因为在经济困难时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现

在再也经不起政府危机和竞选活动带来的进一步冲击。帝国财 381

政部部长迪特里希在讲话结束时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德

国人到底是一群利益争夺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代表德国

共产党发言的威廉·科嫩(Wilhelm Koenen)认为这一切都很

明显，“这些措施是布吕宁准备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手段”。

经过表决，社会民主党7月16日在议会提出的要求推翻

两个紧急法令提案的结果是明显的：236 名议员投票赞成，

222 名议员投票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以及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32 名议员都投

了赞成票。其他政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25名议员均投了

反对票。接下来，德国议会再也没有机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

德国共产党提出的不信任议案进行投票了。德国议会主席勒贝

宣布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申请之后，布吕宁总理立即宣读了德国

总统的一项法令：“德国议会今天通过决议，要求废除我根据

《魏玛宪法》第48条发布的7月16日紧急法令。鉴于这个原

因，我根据《魏玛宪法》第 25条宣布解散德国议会。柏林，

1930年7月18日，德国总统冯·兴登堡。德国总理布吕宁博

士。”布吕宁宣读到最后的时候，引发了共产党人的一片喧闹

声：“打倒这个饥饿政府!”下午 1时，德国议会主席宣布会

议结束：“现在我们的工作结束了。”

在德国议会解散的同一天，紧急法令被废除了，而且公布

了新的选举日期：1930年9月14日。7月26日，德国总统发

布了新的《缓解财政、经济和社会紧急状况的紧急法令》。它

比7月16日的两项法令更为全面，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不同。

公民税已经采用初步的累进方式征收。早先是一刀切，每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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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现在变成了低收入人群只需缴纳3马克，但这一类纳税

者的收入上限不得超过1000 马克。这项紧急法令中新添的内

容有对德国东部地区负债的农业企业的强制执行保护条例，这

是由帝国乡村同盟、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民主党强烈要

求的。其他的新增内容来自东部救助法草案。德国议会在解散

前已经无法颁布这个草案了。除此之外，这项法令基本是照抄

内阁已经确定下来的内容：失业保险机构的改革，公职人员救

助法，所得税补贴以及单身税。地方政府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要

征收公民税或当地啤酒税，或同时征收这两种税。

隐蔽的总统制政府在1930年 7月过渡到公开的总统制政

382 府，这里面存在必然性。当德国总统四个月前拒绝了有议会多

数支持的政府之后，在 7月危机期间只有一条法律得到了落

实，这就是新任总理在3月30日上任。布吕宁不可能在不破

坏政府右翼阵营的情况下向社会民主党让步。他不可能破坏右

翼阵营，否则他就违背了就任总理的逻辑。因此，总理执政的

活动范围非常有限。

当然，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范围就更小了。他们不能接受没

有累进制的公民税，而这是德国政府一直到德国议会解散之前

都在坚持的，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不能如此大规模地挑战自己

的支持者，并且为便宜共产党打出王牌。另外，社会民主党的

重要政治人物，尤其是赫尔曼·米勒和奥托·布劳恩，他们非

常清楚地知道不应该把与布吕宁的冲突扩大到全面对抗。只要

社会民主党人在普鲁士与中央党一起执政，德国总理就可以向

德国最大的政党施加压力，他可以随时以退出另一个柏林联合

政府相威胁。布吕宁在未来使用这种手段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德

国国会选举的结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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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9月14日的选举，布吕宁政府特别放松。在6月22

日萨克森邦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将自己在邦

议会的议席从5个增加到14个，并成为仅次于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第二大党，然而总理和部长们对此不以为意。布吕宁相

信，他凭借自己的“现实”政治能够让更多的德国人信服。

此外，除了采取严格的紧缩措施外，他的政府在头几个月就取

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功。当然这一外交成就要归功于大联合政

府：根据1929年8月的《海牙公约》,6月30日对莱茵兰最

后一个地区的占领宣告结束，撤离的时间早于最初的协议约定

时间。德国总统和德国政府对这一事件表示赞赏，并且发表了

宣言，然而此事引起了巴黎的不满。宣言中仅仅提到了莱茵地

区的百姓饱受苦难，以及外国势力横行霸道，但没有提到如果

法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做妥协的话，要到1935年才会撤离这一

地区。

德国官方宣言的吹嘘语气恰好加强了布吕宁试图赋予德国

外交政策的强烈的民族形象。外交部高层的人事变动凸显了右

倾路线的调整：6月初，德国外交部常年任职的国务秘书、施

特雷泽曼的亲密同事卡尔·冯·舒伯特(Carl von Schubert)

被贬到罗马担任大使。取代他的是“更有魄力的”伯恩哈

德·威廉·冯·比洛(Bernhard Wilhelm von Bülow),这位杰

出的律师是1900年至1909 年任帝国首相的比洛的侄子，恰如

其分地体现了德国外交部的威廉时代传统，这使他成了布吕宁 383

心仪的人选。布吕宁作为德国总理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远远超过

了他的大多数前任。

德法关系的困扰不仅仅出于1930年7月撤离莱茵兰的宣

言。同时，尽管巴黎发出了积极信号，德国政府仍然停止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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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协议解决萨尔问题的谈判。不久之后的7月8日，内阁断然

拒绝了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在5月17日提出的建立欧洲国

家联盟的计划。布吕宁本人要求做出这样一个回复，以表示德

国对“公正和永久的欧洲秩序”的追求，在“欧洲，德国必

须拥有足够的自然生存空间”,这与法国坚持维持现状的要求

大相径庭。为了在国内产生期待的政治影响，政府决定在德方

对白里安的答复中“尽量采用民间的说法”。”

面对东部邻国，布吕宁内阁的自信也在日益增强。波兰受

到的影响尤为严重：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米勒政府于1930

年3月签署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定。然而这项贸易协定在新政

府中遇到了农业部部长席勒的阻挠。与前几年一样，协议里面

有一条特别遭到德国农业界的反对：进口廉价波兰猪。席勒申

请推迟批准这个协议，最终由于德国国会解散，该协议不了了

之。在9月的选举中，右翼势力不断扩大，布吕宁政府认为再

将这个协议提交议会批准是不合时宜的。

在上任的头几个月中，布吕宁政府在国际关系领域所做的

解释和工作，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大联合政府，以

及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担任外交部部长时所有内阁的外交政

策存在着很大差异。1928 年 9月，赫尔曼·米勒在裁军问题

上已经比“洛迦诺时代”的德国政府所能听到的语气多了几

分民族主义口吻。1930年 2月，在他下台几周前，德国社会

民主党总理同意铭记本党的大德意志传统，甚至对外交部部长

库尔提乌斯操作的德国-奥地利关税同盟极有争议的项目进行

“审查”。但是，只要社会民主党还参与政府执政，德国修正

主义就仍然受制于“谅解政治”的原则。只有在大联合政府

破裂之后，那些想彻底推翻凡尔赛体系的势力的要求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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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反对“泛欧洲”主张的势力也形成了一个看似更为具 384

体的愿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以德国为主导的“中欧”。

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部分原因是资产阶级中间派开始右

倾，这一转变早在193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大联合政府

结束后仍在继续。1928年12月，当路德维希·卡斯当选为中

央党的党主席时，该党的路线就确定右倾了。布吕宁接任总理

职位后，中央党更是无条件地跟随政府首脑的总体政策，并且

对德国国会采取打压态度。在7月29 日举行的中央党执行委

员会会议上，卡斯强调说，中央党不想推翻民主，而是要维护

民主；不是要消灭议会制，而是要使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化。

这位来自特里尔的高级教士向社会民主党发出的警告在措辞上

更加精准。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像在 7月18日那样，再次与

德国民族主义者一起投票反对布吕宁的话，他就以终止普鲁士

联合政府相威胁。

另一个经典的中间派政党——德意志民主党也已经在大联

合政府期间开始向右修正路线，并向德意志人民党靠拢。德意

志民主党在1928年的选举中惨败，由此引发了党的路线的转

变。政治自由主义在选民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工匠和小

商人在1919年是左翼自由主义派的中流砥柱，他们在1920年

转向了德意志人民党，在1924 年转向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在1928年转向了经济党。中小型工商业雇主被夹在大资本家

和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之间，面对他们的恐惧，自由主义党却

无所作为。结果，德意志民主党情愿在诸如贸易自由方面削减

自由主义的原则，也不愿丧失更多选票。1930 年4月，德意

志民主党人甚至接受了对百货商店和消费者合作社的营业额收

取歧视性的特别税。他们试图通过这一手段来获得布吕宁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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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党的支持。

7月27日，即德国议会解散后的第9天，德意志民主党领

导人进行了一次绝望的尝试，以阻止该党的进一步衰落：埃里

希·科赫-韦泽、赫尔曼·迪特里希和德意志民主党的其他几名主

要政治家联合了以青年德意志骑士团(Jungdeutscher Orden)的

“大师”(Hochmeister)阿图尔·马劳恩(Artur Mahraun)为首的

全国人民民族联盟(Volksnationale Reichsvereinigung),以及德意

志人民党的其他几名年轻成员，共同成立了德意志国家党

(Deutsche Staatspartei)。对于自由主义的危机来说，政党的名

字里放弃了“民主”字眼，这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另外，德

意志民主党在对年轻德国人的反犹主义倾向上又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显得非常大度。轻率地成立新党导致的第一个后果是一

名著名的国会议员的退党。希尔施-东克尔行业协会的秘书长

安东·埃克伦茨(Anton Erkelenz)7月29日退出了德意志民

385 主党，并且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新政党又

将面临进一步的损失：到此刻为止，犹太资产阶级一直是德国

自由主义最可靠的支柱之一，这股力量是否能够容忍与青年德

意志骑士团走到一起，还是他们会离开国家党，这里存在着极

大的不确定性。9

本来希望德意志人民党能够并入，但是这个计划并未实

现。德意志人民党遵循自己的对象争取计划，并不考虑承认国

家党作为门当户对的伙伴。右翼中间派后来所做的工作肯定称

不上“专注”(Sammlung)。经过长时间的谈判，8月18日，

由德意志人民党、经济党和新成立的保守人民党发出了联合竞

选号召，在竞选号召中三党致力于支持德国总统的“改革工

作”。对《兴登堡计划》的称谓成了国家党拒绝签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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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国家党也受到邀请在这个计划上签字，但是国家党拒绝

参与合作。马劳恩解释说，帝国总统地位崇高且公正，不应该

用帝国总统的名字作竞选运动的口号。

保守人民党并没有国家党那样的担心。这个党成立于7月

23日，建党的核心力量是以特雷维拉努斯为首的人民保守势

力，和以韦斯塔普伯爵为首的反胡根贝格势力。这些前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人获得了工业界的大量财政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大

多数人对胡根贝格强烈的反政府立场不满意。但是，保守人民

党理解的资产阶级争取对象运动的核心与国家党的新组合一样

不见成效。在1930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资产阶级中间派和

温和派右翼势力得到的选举结果与早先的选举结果一样不尽如

人意。0
德国最大的政党将9月14日的选举描述为“资产阶级阵

营与社会民主主义、劳动与资本、民主与专政之间的抉择”。

社会民主党主席在7月19日的竞选呼吁中指出，布吕宁政府

想放过那些有钱人和有能力的人，把负担放在穷人和弱者身

上。“社会民主党反对社会反动派的斗争不仅是争取议会权利

的斗争，而且是争取人民权利的斗争。纳粹分子是一批独裁拥

护者，他们也想消灭人民的权利。他们想用刀枪将残酷的暴力

变成一个国家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通过他们的斗争

方法和对工人的瓦解，正在为纳粹积极效劳。”竞选呼吁的结

束语是这样的：“反对布吕宁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与大资本家

们沆瀣一气，想要压垮工人阶级!为民主和社会主义，为劳动

人民，为社会民主而斗争!”

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谴责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反击。共产党 386

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批评意见简直是轻描淡写。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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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报》发表了《关于德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宣

言》。这篇文章完全遵循1923 年的“民族布尔什维克”的传

统，主要目标是要把选民从极右派那里拉到共产党这边。希特

勒和纳粹分子指责共产党对南蒂罗尔的德意志农民的苦难保持

沉默，这是因为他们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签订了秘密协议，将

本属于德国的南蒂罗尔地区拱手送给了外国占领者。

文章对社会民主党的攻击措辞要严厉得多。文章指出，社

会民主党“不仅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刽子手，而且心甘情愿地

做法国和波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背叛和

腐败的行为都是对德国工人群众生命利益的出卖，都是叛国的

罪行”。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唯一既反对《杨格计划》,又反

对凡尔赛强盗式和平协议的党派。“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任何战

争赔偿，反对偿还任何国际债务⋯⋯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

才能砸碎《杨格计划》和民族压迫的锁链，只有社会革命才

能解决德国的民族问题。”

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口号在纳粹分子那里引发了一阵嘲弄

和蔑视。《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称德

国共产党的纲领宣言为“迄今我们最大的胜利”。布尔什维克

领导人咬牙切齿地窃取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口号。共产党

“偷了东西，但必须记住的是，偷窃这个口号不是要去实现

它，而是要再次欺骗那些受骗者。我们将在所有集会上呼吁：

共产党人已经承认了自己在世界观上的崩溃，现在只有靠继续

偷盗才能继续生活下去。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出自

《红旗报》的文章骄傲过”。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竞选活动的中心主题和德国共产党

的相似，这就是反对《杨格计划》和各类“杨格党”。在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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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伏的大型集会浪潮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试图动员

群众反对魏玛的“体制”,这个体制把德国禁锢在世界犹太金

融的枷锁之中。他们将如何取代这个遭人痛恨的“体制”,这

一点此时此刻还含混不清，但可以确定的是，紧急法令政权将

议会制变成了一场闹剧，因此这就给纳粹分子提供了一个独一

无二的机会：他们可以为被剥夺权利的人充当政治代言人，以 387

总统制国家的方式为党派统治和官僚总统制提供另一种选择。

纳粹分子除了强烈反对“体制”外，他们和共产党人还

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组织内部的高度一致性。在过去几年

里，德国共产党与“左倾”路线偏离者分道扬镳，例如露

特·菲舍尔、阿尔卡迪·马斯洛和阿图尔·罗森贝格。然后，

共产党又摆脱了一批“右倾”人士，这批人团结在前党魁海

因里希·布兰德勒周围，热衷于改良主义。在1930年初，一

批“和解者”宣告投降。在共产党领导人看来，这批人是在

有意地阻挠反对“右翼危险”的斗争。在清除了“右翼”以

及“和解者”之后，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可以着

手纠正一些他们认定的过激行为，而纠正的手段往往采用后来

的那种典型的，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一个人身上的方式。革命工

会反对派(RGO)领袖保罗·默克(Paul Merker)在反对“社

会法西斯主义者”的斗争中曾经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把最小的

佐尔吉贝尔从学校和游乐场中赶出去!”(佐尔吉贝尔是德国社

会民主党政治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经在多地担任警察局局

长。)从1930年3月下旬起，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共产党

再次要求建立“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意思就是要把普通的

社会民主党籍的工人和他们的“反革命”领导人区分开来。

4月初，“政治局”罢免了默克的职务，并下令对他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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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纪律处分。当德国议会选举开始时，德国共产党已经用前

所未有的手段肃清了所有偏离分子。2

纳粹分子也在竞选活动开始之前肃清了他们的反对者。1930

年7月4日，在希特勒禁止的《萨克森观察家》(Sachsischen

Beobachter)中，有一篇标题为《社会主义者离开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宣言。奥托·施特拉塞尔和其他 24名自

称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纳粹分子，在这篇宣言中呼吁所有志同道

合的人都退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加入一个新运动，

即“革命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rer Nationalsozialisten)。他们指责希特勒的党越来越

偏离1920年的“社会主义”纲领，正在远离民众，成为资产阶级

政党。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追随者与希特勒相反，他们坚决拒

绝发动针对苏联的干预战争。他们要求一个基于大德意志的民族

国家，明确拒绝复辟君主制的努力，并且要打破“财产垄断”。

由于“革命民族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坚决反对议会主义，

他们拒绝参加议会选举。仅仅这一个原因，他们就不会对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构成任何严重威胁。奥托·施特拉塞尔

在党内的追随者远远少于他自己的期待，也远远少于希特勒所

388 担心的人数。到1931年 5月，战斗同盟在全国大约有 5000名

成员。最终，革命民族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的离开对希特勒来

说是一大收获：在1930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他成了无可争

议的运动领导者。这一运动不是要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

要消除当前的政治体系，而消除这一政治体系也不使用政变式

的暴力，而只是充分利用宪法赋予反对者的法律权利。3

议会选举带来了无数次暴力冲突，这些暴力冲突主要发生

在纳粹分子与共产主义者之间，这次冲突是这一方挑起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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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冲突又是另一方挑起的。7月底，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厄尔士山(Erzgebirge)的恩斯特塔

尔(Ernstthal)发生了一场血战，结果一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市议员的右眼被刺。9月12日，《前进报》报道说，

在埃森举行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会议上，一个不知

名的年轻小伙子捅了纳粹学生致命的一刀。大选的最后一天尤

其血腥。9月13日，一名纳粹分子在柏林被枪杀，一名女共

产党员身中数弹受重伤。在鲁尔河畔的施韦尔特(Schwerte)

发生了一场室内大战，一名共产党员被刀刺穿了心脏。在明斯

特、开姆尼茨、哈瑙(Hanau)和亚琛也发生了斗殴、持刀伤

人和枪击事件。4

当投票站于 9月14 日晚上关闭时，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自1919年1月19日国会选举以来，从没有这么多德国人参加

议会选举：82??投票率高于魏玛共和国以前的所有议会选

举。然而，1930年9月14日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德国第二大政

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压倒性的票数。纳粹的选票

从1928年5月的 80多万张增加到640 万张，用百分比来表

示，这意味着从 2.6??长到18.3??国会议席的数量从12

个激增至107个。德国共产党的收获是可观的，但远没有那么

有戏剧性。它在议会选举的得票率从10.6??升到了13.1%,

从54个席位增加到77个席位。

其他党派在这次竞选中都是失败者。德国民族主义者的选

票削减了一半，百分比从14.3??降到了7??两个自由党的

跌势仍在继续：德意志人民党从 8.7??至4.5德意志国

家党(前德意志民主党)从4.9??至 3.8??与此相比，天

主教政党的损失相对较小：中央党在1928 年获得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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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现在为11.8???伐利亚人民党这次的得票率为3%,

两年前是3.1??德国最大政党的损失更大：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选票从 29.8??降到了 24.5??新成立的保守人民党和

“韦尔夫的”德国汉诺威党(DHP)的选票合在一起仅

有1.3??

正如当时的人所猜测，并且被新近的选举活动研究人员所389

证实的那样，纳粹党比其他任何政党从选民投票率的增加中获

得了更多利益。换句话说，纳粹分子特别能够发动那些往日不

投票的人。然而，这个人群在1930年 9月绝不是纳粹分子获

得选举成功的最重要的选票来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的大多数选民都投票支持过其他政党。根据科学计算，在

1930年，每三名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选民，每四名德意志民

主党或德意志人民党的选民，每七名非投票人和每十名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选民中就有一名为希特勒的政党投了票。因此，保

守派和自由派“阵营”在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中所占的份额

要比社会民主党大得多。其他一些发现也很确定：新教徒对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青睐程度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自由

职业者、农民、公务员、养老金领取者和退休金领取者在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选民中所占的比例，要超过其在其他

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而工人和雇员的人数则要少得多。失

业者对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贡献很小，失业的工人更频繁地把

票投给了台尔曼而不是希特勒。

民族社会主义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社

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在1930年秋季就把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的成功解释为“中产阶级恐慌”。社会民主党人盖

格尔把他的判断和给本党发出的警告结合在一起。要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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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混乱”和“政党社会主义的自身思想意

识孤立”之间的连带关系。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1925年前

受前独立社会民主党派的影响，不是给小型独立经营者面包，

而是向他们投掷石头。在执行《海德堡纲领》之初，社会民

主党就抱着古老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不放，认为工

业界、贸易界和交通运输界的大型企业由于内在需要而不断排

挤小型企业，从而降低了其社会重要性。

毋庸置疑，在这种情况下，小型商人在社会民主党那里看

不到他们的政治归属。同时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那些“老派的

中产阶级”对自由派和保守党深感失望，因为这些政党不能

满足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要求，而他们的诉求就是有效地保护

他们免受与大公司的竞争。但城市和乡村里的那些独立和受雇

的中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唯一的储备力

量。希特勒的政党也赢得了许多工人的支持，特别是那些以前

没有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而是投票给了某一个资

产阶级政党的那些人，那些没有无产阶级意识的工人，他们在

农业企业、手工业企业或中型公司中当雇员，并且积极参与教 390

堂(主要是新教的教堂)活动。6

早在1930年，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就毫无疑问地

成了一个“人民党”,该党的群众基础比德国第一共和国中的

其他任何党派都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对象是内部已经分

裂的工人队伍，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对象是忠于教会的

天主教徒，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的对象主要是来自资产阶级和

农民阶层的新教徒。1930 年前后，有社会背景和宗教背景的

人群不再像皇帝时代那样老死不相往来。唱片、电影和广播已

经开始传播，为超越背景界限的大众文化打下了基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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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派”的政党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另

外，民族社会主义者一贯使用现代大众传播的手段，满足了阶

层、阶级和宗派之外的社区的广泛需求，而其他党派并没有看

到这一需求，更不用说去满足这些需求了。正如民族社会主义

德意志工人党向其选民所承诺的那样，该党的成功也是其适应

大众时代的条件，并在这种意义上表现出“现代性”能力的

产物。

纳粹分子对社区需求的回答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这个回答

在1930年和在过去的几年里一样。这样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

可以把所有分隔德国人的东西都拢到一起。反犹主义的口号常

常与民族的口号并驾齐驱，但在1930年大选期间没有那么直

接地出现在竞选口号中。这主要是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关心如何赢得工人，而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反犹主义的

煽动无动于衷。“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很容易让资产阶级选民

们无所适从，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坚持重新诠释

“社会主义”这个词。希特勒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废

除私有财产，而是社会机会均等和建立在“共同利益优先于

个人利益”原则上的经济观念。

无论它们觉得自己多民族化，共和政党都超越不了民族社

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但是魏玛坚定的拥护者用来抗衡极右势

力的民主共和国的信念，仅仅能动员少数人。即便是在仍然在

普鲁士维持着的魏玛联盟各党内部，对共和信念的激情也无济

于事。这是因为对魏玛到底什么值得保留的意见分歧太大。9

月14日的选举结果反映出对政治两极分化的第一反应是，无

391 论如何都要回到自己力量的源头。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

意味着将自己的追随者更牢固地融入社会主义，将其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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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运动和生活方式；而对于中央党来说，就是要回归天主教

的社区建设中。8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派所代表的环境远没有那么明确，其

政治信念比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更加不稳定。面对选民们的向

右转，几个自由党的回应是重新定位自己的政治方向，使其和

选民们保持一致。德意志人民党就是这样做的，在施特雷泽曼

死后不久，其实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了。德意志民主

党也是一样，该党在9月14 日与反犹的人民民族协会的结合

并没有得到回报。中产阶层纷纷离去，有相当数量的犹太选民

可能因为失望而去投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国家党在选

举三周之后就再次分裂：10月 7日，由于无法克服意识形态

上的差异，阿图尔·马劳恩周边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宣布退出

该党。积极追求合并的埃里希·科赫-韦泽随后辞去了党主席

的职务。现在，新的党名是唯一能让人想起这个党曾经与青年

德意志骑士团合并这件事了。9

自由主义的衰落不仅使犹太选民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归宿，

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在寻找的行列之中。1930年10月，

托马斯·曼在德国柏林的贝多芬大厅发表的《德国演说》

(Deutsche Ansprache)中呼吁德国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联盟，

而不要被马克思主义的“幻象”吓倒。在《布登勃洛克一家》

(Buddenbrooks)的作者看来，只有社会民主党人还能够抵制

纳粹分子的狂热民族主义。托马斯·曼的诉求主要是考虑到社

会民主党人主张欧洲的和平建设，并且对古斯塔夫·施特雷泽

曼的政治是最可靠的支持。如果他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位

置应在社会民主党一边，那么他是从内政与外交政策的统一性

的意义来理解“政治”这个词的意义的。“这也是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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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那也是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正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精神传

统赋予了它的这个位置。只有适用于法德两国和解的外交政策

才能营造出一种气氛，只有在这种气氛中，资产阶级所追求的

自由、精神、文化等幸福才有生存的可能性。其他任何做法都

会导致民族的自闭和拘谨，这将意味着在祖国与文化之间会发

生最可怕的冲突，并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不幸。”20

托马斯·曼讲演的副标题为《对理性的诉求》(Ein Appell

an die Vernunft),这次演讲曾多次被敌对方的插话打断，这使

392 人不管是否情愿，都会想起奥托·布劳恩广受好评的要求。9

月15日，在德国国会大选后的第二天，普鲁士总理在接受美

国合众社(United Press)采访时说，他认为激进政党根本不

可能在现实中贯彻自己的执政方针。“我倒是认为，由所有明

智的人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可以团结起来，通过毫无疑问的政府

多数来集中精力与失业做斗争，并且改善群众的经济状况。”21

奥托·布劳恩对所有明智人士的呼吁几乎没有比托马斯·

曼对理性的呼吁获得更好的受到重视的机会。普鲁士总理要求

建立一个大联合政府的呼吁，在1930年 9月遇到了无法克服

的障碍。最重要的是兴登堡拒绝恢复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权。在

9月的大选中，经济党和德意志人民党也没有让人感觉到他们

要改变不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做法。在社会民主党方

面，不仅党内的左翼，而且党的领导人都拒绝成立一个正式的

大联合政府的想法。由于选举形成了新的多数关系，因此如果

要组建大联合政府，除了德意志人民党之外，至少还需要经济

党的加入。9月18日，社会民主党中执政派的鲁道夫·希法

亭向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汉斯·舍费尔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社会

民主党无法加入布吕宁内阁。他说：“面对工人大众，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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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不做妥协，否则工人群众就会离党而去。这样的话，唯一

的支柱就会倒下。”22

布吕宁内阁无法向左扩展，也不可能向右扩展。与纳粹分

子组成联合政府，这对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国家党来说

是不可想象的。1930 年秋天，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层和德国工

业帝国协会也不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是一个有执政

能力的政党。即便是当希特勒在审判乌尔姆的国防军军官舍林

格尔(Scheringer)、卢丁(Ludin)和文特(Wendt)犯有叛

国罪的法庭中出庭后，这一点也暂时没有任何改变。应这三名

年轻纳粹分子的辩护人的要求，希特勒作为证人于9月25日

在德国法院出庭，声称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仅仅通过合

法的途径接管权力。当法官向希特勒提问，希特勒所说的纳粹

分子一旦取得胜利后就会人头落地是什么意思时，希特勒补充

道，通过普通立法的途径成立一个国家法院，由这个法院来审

判在1918年11月犯下罪行的罪犯，并将在法律基础上对其执

行死刑。3
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不能

入选为执政党，布吕宁少数派内阁必须争取到多数的宽容。从 393

一开始就很明显，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绝不会和执政党

达成任何协议。社会民主党人也强烈反对向布吕宁做出妥协。

在左翼阵营，国会议员马克斯·赛德维茨在德国国会选举后立

即在《阶级斗争》杂志上宣布，中央党总理在法西斯主义的

程度上不亚于法西斯主义者所建议的方法，因此很难理解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民主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要

把布吕宁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但是也有不同的

声音。在上面提到的9月18日与舍费尔的谈话中，希法亭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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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最正确的是“要在政府以外做事，这样就可以稳住选民，

等待情况发生变化的那一天”。赫尔曼·米勒的想法与希法亭

相同。当大联合政府不再可能之后，普鲁士社会民主党的两位

最重要人物——奥托·布劳恩和邦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海尔

曼(Ernst Heilmann)开始持有这样的观点。4

9月23日，布吕宁与赫尔曼·米勒在希法亭的住所举行

首次“非常机密的”对话，而谈话的主题就是关于未来合作

的事情。一周之后，米勒和韦尔斯在柏林与德国总理会晤，地

点选在国务秘书平德尔在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的公

寓。公寓主人在日记里记录了9月30日的谈话结果：“在我看

来，经过今天的谈话，真不能排除社会民主党支持布吕宁内阁

的可能性了。这一做法的目的是避免右翼势力的独裁。”25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试图说服本党

应该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总理却在忙不迭地与另一个

完全不同的政治派别进行接触。10月5日，他在帝国部长特

雷维拉努斯的家中会见了希特勒和图林根邦内政部部长弗里

克。希特勒最近的这一次合法宣誓才使得这次会晤成为可能。

布吕宁在回忆录中声称，他的这次对话是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领袖纳入他的长期目标，包括复辟君主制，但布吕宁

实际上是否这样做了，令人怀疑。根据猜测，总理可能主要是

想劝说希特勒收回立即修订《杨格计划》的要求，并中止德

国支付赔款的呼吁。这两项要求对布吕宁都非常不利，因为它

们可能会影响政府努力争取的外国贷款。

但是说服希特勒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平德尔在谈到布吕

宁于10月7日在向兴登堡发出的信息时指出：“民族社会主义

者在本质上就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并且充分意识到了他们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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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总理并不 394

想排除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合作。他对德国总统说，从原则上

和长期角度来看，只要一个政党具有适度的考量，并且遵守法

律规定，就不应拒绝与其合作。2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民主党人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10

月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已

经在第一句话中指出了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任务：“经过国会

选举的结果，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认为，该党的首要任务是维

护民主，维护宪法和维护议会制度。”该决议还指出，社会民

主主义正在争取民主，以保护社会政策，并提高劳动者的生活

水平。“只有维护严格遵守宪法的政府才能创造必要的就业机

会，以阻止经济的下滑。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保护劳动群众

切身利益的前提下，捍卫议会的基础，支持解决最紧迫的财政

政策问题。”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决议并没有明确同意政府于9月

29日通过的最新紧缩计划，其中包括将公务员的工资削减

6并将失业保险金从4.5??高至 6.5??但是对于内阁来

说，社会民主党能够同意就最重要的问题达成谅解这一点更为

重要。这样的话，社会民主党中的一种普遍趋势就被打压下去

了，这种势力认为，最好让纳粹分子参政，这样他们就会自行

“消亡”了。10月3日的决议意味着现实政治家取得了胜利，

他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达到一个双重目的：一方面在联邦层面

抵制一个无论是由纳粹分子公开还是暗中参与的右翼政府，一

方面在普鲁士邦的层面维持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德意志国家

党的联合政府。7

1930年10月13日，新当选的议员举行了德国国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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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然而首次会议就被一件丑闻埋没。为了抗议普鲁士政

府禁止穿制服的决议，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107 名议

员身穿冲锋队的褐色衬衫进场。国会大厦门前聚集了成千上万

的纳粹分子。“纳粹分子在德国议会嘲笑普鲁士警察，他们在

大街上的支持者相信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奥托·布劳恩在他

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因此，他们在议会首次会议的这一天

来了一次小规模的犹太人屠杀，他们打碎犹太人商店、百货商

395 店和咖啡馆的橱窗，骚扰路过的犹太人。警察起初对这些胡作

非为的行为感到震惊，随后就通过大力干预制止。”

三天后，海因里希·布吕宁发表了他的政府声明。总理要

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来自美国一家银行财团的1.25 亿美元的

过渡性贷款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接受该贷款的授权和偿还

该贷款的协议要通过法律条文来实现。这是对德国议会施加压

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有助于政府自主执政。

在随后的辩论中，赫尔曼·米勒明确表示，社会民主党不

同意德国共产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意志民族人

民党提出的废除 7月26日紧急法令的要求。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的帝国组织部领导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背

离纳粹党的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哥哥)代表纳粹发言，在发

言中强调，与资产阶级的专政计划相比，“原则上反对议会的

人”“几乎成了《魏玛宪法》的保护者”。“我们现在支持魏

玛的民主，只要适合我们，我们就支持《共和国保护法》。只

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在这种民主基础上要求并获得每一个

权力地位。”

然而，共产党的发言人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并

没有把合法化的披风罩在该党的颠覆计划上。他说，只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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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和奴役的万恶制度：“革命，摧毁

资本主义，并消灭支持这一制度的所有人。这就是共产党的明

确任务。这一天终将到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群众和失业

民众将摧毁这个企业家和法西斯议会。此后，德意志苏维埃将

在国会大厦召开会议，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用一个自由的社会

主义苏维埃德国取代这个腐烂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这个饥饿的共

和国。”

10月18日深夜开始了投票，而这场投票一再被骚乱打

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赞同的情况下，议会通过了关于偿还债

务的法律，要求废除紧急法令的要求则提交给预算委员会。议

会接受了执政党党团的议案，跳过所有不信任议案，直接进入

议程。投赞成票的包括德国中产阶级帝国党，该党在10月13

日还在想着将本党党员、司法部部长布雷特撤离出内阁。毫无

疑问，该党不想再让人将自己视为执政党。投反对票的包括德

意志民族人民党和乡村人民党。这样，大型农业界的所有代表 396

都表示反对布吕宁内阁。10月19日凌晨，德国国会宣布休会

至12月3日。布吕宁政府不仅赢得了一场战役，而且赢得了

同样重要的东西——时间。28

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容忍布吕宁，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他们让本党追随者的耐心经受考验，而向对手展示了可受攻击

的一面。共产党人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支持“布吕宁独

裁”而背叛了工人阶级，并且支持德国的法西斯化进程。由

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宽容政策，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有

机会成为在政治见解上站在共产党右侧的唯一发挥作用的在野

党。1930年秋天以来，德国国会的发言权甚至比帝制时代还

少，因此抗议活动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流落街头。在对群众做



502/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议会外抗争动员的斗争中，只有那些反对用紧急法执政的人才

会响应。由于对布吕宁的容忍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退出

了这场角逐。

尽管如此，如果想保留住在普鲁士邦的政权，社会民主党

除了采取宽容政策，别无其他选择。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普

鲁士是现在该党所剩的国家权力的最重要部分了。他们必须维

护自己在德国最大邦内的政权，以便有效地与纳粹分子作战。

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必须依靠布吕宁的政党——中央党。如

果社会民主党令帝国层面的布吕宁垮台，那么过不了多久，奥

托·布劳恩在普鲁士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布劳恩下台，

1930年10月31日再次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卡尔·泽韦

林也难以自保。泽韦林不在其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失去了对

普鲁士警察的控制，而普鲁士警察是反对纳粹主义斗争中最重

要的国家力量。9

1930年11月底，布吕宁向社会民主党清楚地表明，执政

的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有多么依赖中央党的意愿。政府制定了

一项紧急法令，这项法令一方面将给社会带来新的负担，另一

方面也会为某些人减轻一些负担，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所敦促

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德国民族主义者都已经明确表示持否定

态度。11月30日，内阁召开会议，普鲁士邦的国务秘书魏斯

曼出席了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布吕宁在这次会议上说，在这

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必须让内阁获得紧急法令的多数通

过。如果社会民主党这次不合作，那么中央党将提出普鲁士联

合执政的问题。作为德国总理的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特别是

普鲁士总理对此非常清楚。国务秘书魏斯曼确认，普鲁士总理

对此完全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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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维持权力的考虑并不是促使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布 397

吕宁的唯一原因。政府阵营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一个核心点上

达成了一项有实质内容的协议：为了克服有害的“借债经济”

的后果，极度的节省是必要的。布吕宁在11月27日德国工业

帝国协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听上去就像是从布劳恩的

口中说出的话：“我认为，那些相信德国内政和经济生活中的

一切苦难和所有错误都可以归因于战争赔款的人，会误导德国

人民，并且妨碍德国人民认识自我。它妨碍我们应该意识到，

即便是在没有赔偿的情况下，也不得不采取这些措施⋯⋯宁愿

几个月甚至整整一年都不受欢迎，也不能再犯一次错误，过早

地处理问题。”30

对整顿达成的进一步共识，解释了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对

兴登堡12月1日签署的新紧急法令只是提出了温和的批评。

社会民主党对公民税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分级，并且免除了失业

人员的健康保险费用。作为交换条件，社会民主党接受了一些

削减社会福利的措施，例如9月底内阁决定削减公务员的薪

水，采取了新的保护农业的措施，包括提高小麦和大麦的关

税。从12月3日起，伴随德国国会会议的召开，共产党人组

织绝食来抗议。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对此不以为意。12月6

日，国会全体会议在社会民主党的投票支持下，拒绝了废除最

新的紧急法令和7月26日颁布的上一个紧急法令的议案。第

二天，德国国会宣布休会至1931年2月3日。

《前进报》乐于看到国会放长假。在新选举三个月之后，

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在12月13日的社论里说，所有人可能都持

相同的看法，“这个议会是个怪胎，如果能够对这个议会不闻

不问，那真是一件乐事”。在联邦议会同样担任议员的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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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海尔曼说，拥有107名民族社会主义者

和77 名共产党人的国会是无法真正发挥作用的。“选举出这

样的国会的人民实际上放弃了自治。国会的立法权会自动被第

48 条取代。对于每个民主之友来说，这是非常可悲的事实，

我们必须接受，直到德国人民有能力进行一次更加成功的

选举。”

奥托·布劳恩在12月17日的广播演讲中回顾说，他在弗

398 里德里希·艾伯特任职期间反对滥用第48条。“我原来不想，

现在也不想扭转宪法的基本民主观念，而为随心所欲的做法打

开大门。但先决条件是，宪法所知的主要权力因素，即从人民

当中产生的议会，愿意并能够执行宪法赋予它的任务，以及对

人民至关重要的工作。如果由于反议会团体的干扰，议会被证

明不能正常开展工作，那么只有在这个时候，必须发出 SOS

政治紧急信号，然后必须打开宪法的紧急阀门，直到议会不能

掌控或不愿意掌控的紧急情况消除为止。”《前进报》发表的

这篇布劳恩的演讲标题是《民主教育!》。32

社会民主党容忍政策的基本设想是，布吕宁政府应该让纳

粹分子远离权力。但是在1930年末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

情与这一设想相悖。10月底，内政部部长维尔特未能在内阁

中实现自己的意图，阻止向不伦瑞克邦发放警察资金，在这个

邦，纳粹分子担任内政部部长已经有四个星期了。11月10

日，德国国防部部长格勒纳请求总理做出内阁决议，以解决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高度政治

化”问题。到目前为止，德国国防部一贯的做法是把纳粹分

子清除出国防军的企业。但是现在格勒纳的疑问浮出了水面：

希特勒宣誓只通过合法手段上台执政，总理也亲自会见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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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并与其正式谈判。

12月19日，在格勒纳请求总理做出的解释中，布吕宁表

示，德国内阁尚不能就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合法性或

非法性问题发表最终声明。“无论如何，德国政府必须谨慎，

不能使用像战前时期对待社会民主党那样的错误方法来对待民

族社会主义者。如果他是德国国防部部长的话，就暂时不必去

考虑军队企业内部工人的党派隶属关系。”在边防领域，布吕

宁也赞成采取大度的做法：虽然在上西里西亚和其他地方不允

许有完整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存在，但是可以接受个别的民族

社会主义者。根据协议，德国内阁“对总理的这一基本声明

没有异议”。

低估民族社会主义的危险和高估共产党人的威胁形成了对

比。12月12日，总理在中央党议会党团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

指出，德国共产党是更加危险的政党。卡斯补充道，包括新任 399

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在内的主要社会民主党人都赞同这个看

法。德国共产党主要还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让人得出这种评估结

果。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给人的印象是，它是在完全合

法地争取权力；而共产党人则一再强调，他们决心通过革命手

段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创建一个“苏维埃德国”。这个目标

还包括威廉·皮克10月17日在议会上提出的要摧毁资本主义

制度的所有支柱。实际上，根据斯大林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

的日益瓦解已经在德国提上了日程，但尚未推行共产主义革

命。但共产党人引起的恐惧是真实的，而从中受益的正是他们

最激进的对手——民族社会主义者。3

失业率不断上升使政治局势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激化：

1931年1月中旬，失业人数达到了476.5万人的新纪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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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纸几乎每天都在报道街头骚乱和斗殴，这些暴乱经常闹出人

命。然而，德国的政治生活并没有因为左右两派极端力量之间

的斗争而崩溃。事态的发展正好与此相反，在两极分化的同

时，政治局势实现了一定的稳定。

1930年12月，布吕宁就已经在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秘

密会谈中谈到了防止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滥用议会权力的方

法。谈判在次年1月继续进行，并于2月3日结束。这一天正

是国会在新的一年举行第一次会议的日子。谈判的结果是一项

提案，这项提案对议会程序规则做出了重大的更改。第一项更

改就大大提高了议会批准议案的难度：可能导致支出增加或收

入减少的提案申请必须与如何出资抵押的提案挂钩，而且这些

提案最初被转交给有关的委员会，只被当作与国家预算相关的

问题一起进行咨询。

第二项更改是要制止那种虚假的不信任议案。民族社会主

义者在1930年12月向国会递交的那种信任议案，其目的是要

让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陷入尴尬的境地。将来仅仅允

许一种版本的不信任议案，那就是德国议会对德国政府或其中

一位部长提出不信任议案。此外，《新闻法》也得到了修正，

旨在防止有人滥用议会豁免权，其矛头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人和

纳粹分子。更改后的条文禁止议会议员担任报纸或杂志的

编辑。

德国共产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意志民族人

民党的大声抗议是徒劳的。1931年2月10日清晨，德国国会

以 297 票有效票数通过了议案，反对票数为0。激进的反对党

没有参加投票。在2月10日下午的会议上，民族社会主义者

宣布，面对这种“有组织的违宪”行为，他们将离开“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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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法庭”。德国民族主义者也跟随其后采取了这一手段，于

是国会终于经历了数周的正常状态。由于右翼政党采取了抵制

议会的做法，议会当中仅仅留下共产党这一个激进的反对

派了。34

激进右翼政党的离开突然改变了国会多数席位的形势。从

理论上讲，现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多数派：206名资产阶

级政党议员面对230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议员。从一开始就

可以预见，这将给社会民主党带来大问题。凡是在可以证明社

会民主党人是政府阵营的暗中支持者的地方，共产党就竭尽全

力去做。而即将开始的1930年德国国家财政开支的审议为此

提供了理想的时机：由德国国防部部长提出要求，并由政府决

定的装甲巡洋舰“B”的第一批建造费用的问题被提上了日

程。关于装甲巡洋舰“A”的争议仅仅过了两年半的时间。如

果是出于社会原因已经在1928 年秋季就对建造装甲巡洋舰提

出反对的话，那么在1931年春季就更要这样去做了。但是社

会民主党人也知道反对装甲巡洋舰“B”的后果是什么。这一

做法不仅将导致格勒纳辞职，还将导致布吕宁辞职。由此可能

导致整个宽容政策的失败：拒绝装甲巡洋舰的建造有可能导致

右翼政府上台。

尽管对社会民主党接受第二艘装甲巡洋舰的提案，布吕宁

仅提出让其做出一点点让步，社会民主党最终还是决定在3月

20日的决定性投票中投弃权票。但并非所有议员都遵循了这

一决定。29名议员没有投票，还有 9名清一色的左翼人士与

共产党人一道投了反对票。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该党分裂以

来最严重的一次违纪行为。但是，除了一名议员外，其他投反

对票的异议者都得到了自己的党的支持，其中有三人还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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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在党区的支持。但这并不能说是党内实现了广泛的团

结。这一违纪行为于 6月初在莱比锡召开的下一次社会民主党

党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处理。结果是大多数人认为这一违纪行为

比接受装甲巡洋舰更加不得人心，而装甲巡洋舰是社会民主党

迄今为其宽容政策付出的最大代价。5

就在1931年3月20日，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使建造装甲巡

洋舰“B”成为可能的这一天，坚持不懈地推行宽容政策的政

401 治家、前总理赫尔曼·米勒因长期受胆囊炎病痛的折磨而离

世。这位刚刚在两天前度过自己55岁生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主席，在德国社会民主史上并不是一个伟人，也没有宏图大

志，更不是一个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从1928年到1930年，他

尽了最大的努力，在下台后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他竭尽所

能去维系社会民主党与中产阶级温和派之间的纽带。

布吕宁知道，他要感谢赫尔曼·米勒所做的一切。在议会

上，总理回顾了米勒因1919年6月28日作为德国外交部部长

不得不签署《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苦难。布吕宁总理称他

的前任是“最有爱国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国民”,这番话深深地

感动了社会民主党。总理讲话结束后，韦尔斯和布莱特沙伊德

走到布吕宁面前，代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他表示感谢。3

月26日，当柏林社会民主党人的葬礼队伍随灵车经过总统府

的时候，身穿黑色西服的兴登堡走上台阶，摘下了帽子。国防

部部长格勒纳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了总统为社会民主党

最后一位总理做出这样的姿态。36

此时，德国国会又开始放长假了，假期结束于1931年10

月13日。布吕宁原本打算将休会的时间拉得更长，直到11

月，但是面对社会民主党的抗议，总理做出了一些让步。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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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帝国预算通过，以及国会有限地自我放弃，政府立即尝试利

用这个机会去争取回旋的余地。3月28日，就在议会临时的

夏季长假开始两天后，德国总统发布了一项打击政治过激行为

的紧急法令。这项法令对共产党人的打击远比对纳粹分子的严

重。就在3月28日之后的三个月里，共发生了3418起有警察

介入的或被执法的政治暴力活动。在这些案件中，有 2027 起

涉及德国共产党，这项统计还没有把共产党的附属组织算

进去。

共产党成为新紧急法令的主要受害者，这不一定是因为警

察和司法机构在政治上有偏向性。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宣传要

“对法西斯主义采取抵抗斗争”,这其中包括了抵制运动、租

户罢交房租和示威游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无数次针对希特 402

勒支持者的恐怖事件，共产党的领导并不赞成这种活动，因此

在1930年6月就收回了前一年秋天打出的口号：“无论在哪里

遇到法西斯分子，都要给他们痛击!”此外，共产党仅允许红

色阵线战士同盟正式拥有枪支。这个组织在1929年 5月遭到

禁止，此后一直非法存在。该组织将自己视为未来红军的先锋

队。1931年成立的共产党自我保护组织也有资格拥有武器，

这个秘密组织的任务就是为共产党领导干部和共产党设施提供

保护。

但是，上层无法完全控制住每天的反法西斯主义活动。即

使在德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的德国首都，也发生了很多背离党

的领导的事情。事态的发展和 2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息息相

关。原来的工人阶级社区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收入较高

的工人都迁到了住房短缺不严重的地区，例如威丁区或腓特烈

斯海恩区(Friedrichshain)。纯工人住宅区在30年代初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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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失业人群的聚集地，因此也就成了共产党的据点。随着失

业人数的增加，整天都泡在红灯区(Kiez)里的居民数量有所

增加。活跃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和失业的“愤青团伙”(wilde

Cliquen)想捍卫这个小小的世界，来抵抗纳粹的准军事力量。

1929年以来，希特勒的“褐衫队”越来越多地在与自己为敌的

无产阶级地区建立据点。一个个共产党人的小酒馆变成了冲锋

队的“冲锋小吃馆”,无产阶级的据点就这样被拱手送给了阶

级敌人。冲锋队队员也是工人，他们住在同一个地区，被视为

阶级敌人的帮凶。

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容易认为伤人没有什么,甚至杀死敌人

都是合法的。在具体情况下很难确定攻击者是纳粹分子还是共

产党人。在30年代初期，双方都进行了大量政治谋杀。1930

年初，柏林冲锋队领导人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成

为此类犯罪的受害者。杀他的凶手阿里·赫勒尔(Ali Hohler)

并不是德国共产党成员，而是一个拉皮条的，但是他响应了共

产党的呼吁去杀韦塞尔。纳粹分子的残忍非同一般。1931年3

月14日，即在新法令颁布几天前，汉堡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的三名成员无意中杀害了汉堡议会的共产党议员恩斯

特·亨宁：施暴者误以为这位议员是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地方

领导人。7

403 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人一样，都强烈抗议兴登堡的法令。当

然，希特勒在党内发布了一项命令，不允许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成员公开违反该法令。这项命令引发了柏林冲锋队领

导人瓦尔特·施坦尼斯(Walther Stennes)的叛乱。暴动很快

被制止了，冲锋队也比以前更加效忠于希特勒，但是人们头脑

中的印象依然存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自身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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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走合法性路线的问题似乎仍然存在着争议。与此同时，民族

社会主义者在图林根遭受严重挫败。4月1日，图林根邦议会

把内政部和人民教育部部长威廉·弗里克赶下了台。德意志人

民党在这里起了决定性作用，人民党在投票时宣称，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事实上想成为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所

以和其他所有政党有着最大区别。此外，民族社会主义者退出

德国议会的事实也间接造成了不良影响：公众对纳粹分子的关

注度有所减弱。1931 年春季，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与

国家政权之间的距离似乎比在六个月之前更加遥远了。8

经济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1931年 4月，德国总工会联

合会的机关报《工会报》(Gewerkschafts-Zeitung)满意地注意

到，经济曲线已经在数周前停止下滑了，因此经济危机有可能

已经达到了最低点。实际上，股票指数，特别是固定利率的有

价证券指数，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所回升。1931年 4月的失

业人数比1930年3月的失业数字下降幅度大得多。5月底的

《工会报》的预测是审慎乐观的：“今年，预计经济活动将有

进一步的季节性增长，但鉴于总体经济形势，它将在相当狭窄

的范围内进行。”39

然而经过仔细分析，没有理由能够看到这场危机迅速消退

的希望。3月初，德国财政部部长迪特里希估计，德国财政在

1931年第一季度的赤字为 4.3亿德国马克。此外，德国政府

还向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机构提供了 8300万德国马克的过渡

性贷款，虽然从前一年10月开始，保险的缴费金额从4.5??

高到了6.5但是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机构依然无法履行法

定的救济金支付。迪特里希在 4月23 日通知内阁，由于收入

方面的缺口，德国财政的支出必须在1931年减少4.4亿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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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国库的资金缺口在5月为9000万德国马克，在6月增

长到了1.8亿马克。

1931年春，德国财政状况如此危殆，以至于德国政府除

了准备新的紧急法令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在这一点上社会民

主党与内阁的意见相同。而这样一种紧急法令能否持久，关键

404 在于社会民主党。然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谈判代表并不

同意布吕宁和迪特里希的观点，即赤字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增

加收入来弥补，而只能通过节省来弥补。议会党团主席布莱特

沙伊德感觉，计划中的紧急法令将会带来新一轮社会困境，而

且困难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于4月29日向总理说

明准备召集德国国会会议。而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人布劳恩和

泽韦林在5月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无论有多么

痛苦，布吕宁最好一次完成所有必要的工作，而不是在冬天再

次提出颁布新的紧急法令，因为有可能社会民主党不会再次采

取接受的态度。0

关于颁布紧急法令的时间点，德国总理把它定在 5月7

日。该法令必须在德英会议召开之前发布，该会议在契克斯

(Chequers)召开，已经被推迟多次了。之所以要把发布紧急

令的时间放在德英会晤之前，“是要让英国看到德国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境地”。布吕宁的意图一目了然，德国想通过如此极

端的紧缩措施来让伦敦相信，德国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履行其赔

偿义务，而这也导致了这场危机进一步加深，又必将对世界经

济造成毁灭性影响。但是，总理依然和从前一样，不去拉动那

根“赔偿金的紧急绳索”。重大的改变有三个先决条件，这就

是美国总统大选、法国议会选举和裁军会议完全结束。这三件

事直到1932 年才被提上议程。在此之前，更准确地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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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新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前，德国的任务是坚持，无

论这个政策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坚持。

布吕宁的首要任务很明确：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赔款

问题。如果总理能够独自处理这件事情，他将把问题押后至

1932年春季或夏季。但是他很清楚，由于国内的情况，此事

不可能拖延那么长时间。因此，他准备在6月采取第一个步

骤，即宣布推迟对年偿还金受保护部分的支付。根据《杨格

计划》,此类公告必须提前 90天发布。总理并未设想推迟支

付能够大幅度地减少德国政府财政的压力，但他确实希望公众

舆论能够有所缓和。当布吕宁努力从长期角度去彻底解决战争

赔款问题的时候，最起码德国人民应该相信，政府正在尽其所

能在短期内减轻赔偿的负担。

总理的这个方针绝不是人人都感到满意的。在 5月30日

的一次部长会议上，帝国央行行长路德提出了不同意见。路德

认为实施战争赔款的修改措施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他认为布 405

吕宁的这套双重做法根本行不通，因为“国外最终会察觉到

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德国货币最权威的保护者的核心论点

是，如果帝国宣布推迟支付战争赔款，德国的信贷信誉将受到

损害。在同一次会议上，德国内政部部长维尔特也提出了反对

布吕宁策略的意见，他的理由则是另外一个。他说：“国内局

势将不可能再这样持续下去。没有一个专政政权能够向人民讲

明白，为什么要坚持战争赔款问题。”因此他认为，今年找出

一个临时解决方案要比明年什么方案都没有好。

布吕宁立即驳回了这一建议。他不能同意临时解决方案，

因为这样一个方案就意味着偿还更多实物或者要重新贷款，

“因为这样的解决方案意味着长达五年的承诺”。在这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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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和路德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此时，帝国银行行长为总

理提供了解围的理由：“如果我们无法获得全面解决方案，而

仅仅在冬季采取一项能够缓解几个亿的临时措施，将会导致比

我们现在所处的局面更加糟糕的局势。”41

对于布吕宁以及路德所主张的，要么全部偿还要么都不偿

还的方针来说，维尔特所建议的临时解决方案确实是一种真正

的替代方案。内政部部长的提议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民主党的

主张相吻合。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在与资本充裕的法国

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实现。为了说服巴黎在赔偿方面做出让步并

且发行债券，德国方面必须做出很多姿态，要求修订《凡尔

赛和约》的提议要搁置起来，在军事方面要求平等的做法更

是要有所收敛，继续建造装甲巡洋舰“B”的事也要放一放。

最重要的是有必要把一份德国政府刚刚于3月18日制订的计

划收到档案里，这就是与奥地利结成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这个项目早在一年前大联合政府就做出了决议。

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西方大国，尤其是法国会把这样的举动

视为德国正向着“大德国”的方向迈进，即德意志帝国准备

完全吞并奥地利。实际上，关税同盟的设计师、德国外交部部

长库尔提乌斯就是这样想的。3月16日，他对内阁说：“吞并

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但是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极力推进，只是我

们在操作的时候要格外关注外交上可能引起的麻烦。”

然而吞并奥地利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关税同盟具有一个更

406 为广泛的背景，就是要加强德国对“中间欧洲”(Zwischeneuropa),

即从芬兰到巴尔干地区的中小国家的影响力。柏林和维也纳之

间的贸易政策上的统一会使德国在东南欧的地位大大提高。从

这个角度来看，关税同盟是朝着德国对中欧增强影响力，实际



13.大众被禁言/515

上是向德国的大陆霸权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就是巴黎不得不将

3月18日的决议视为有针对性的挑战的原因。只要德国政府

坚持关税同盟，就无法想象法德两国能在赔偿问题上达成

共识。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正是因为德国的这种做法，才使阿里

斯蒂德·白里安在5月13日竞选法国总统时败给了法国参议

院主席保罗·杜美(Paul Doumer),因为白里安是德法两国谅

解的守护者。5月18日，库尔提乌斯不得不向日内瓦的国际

联盟委员会表示，应英国的要求，关税同盟的问题已移交给海

牙国际法院进行审查。同时奥地利做出承诺，不再对该项目进

行任何进一步的谈判。法官做出判定，关税同盟是与1922 年

关于奥地利经济和金融重建的日内瓦协议，即国际法相抵触

的，而巴黎、伦敦和罗马也对此毫不怀疑。

至此，关税同盟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外交部部长库

尔提乌斯和国务秘书冯·比洛这一带有帝制思想的做法给德国

带来了一次严重的外交失败，并且让德法关系持续恶化。因为

德国内阁也批准了该计划，所以以总理为首的其他部长也要对

此事的后果负责。内阁的这个决议似乎旨在告诉欧洲，德国人

缺乏判断能力。2

在德国，很少有人批评德国在日内瓦惨遭失败的政治行为。

右翼势力本来就不会对关税同盟发起攻击。一直心怀大德意志

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明显噤声。在为数甚少的反潮流人群中

有一名来自黑森的国会议员卡洛·米伦多夫(Carlo Mierendorff),

他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年轻右派”。在1931 年 4月中旬出版

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中，他就对关

税同盟进行了谴责，这早于国际联盟做出决定的时间。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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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政府政治“杂乱且没有计划”,“乱改一气”,要求德国

“要有勇气与法国进行慷慨的谅解，从而启动统一欧洲大陆的

建设”。

米伦多夫从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批评开始，转而对布吕宁政

策进行全面批评。虽然他的批评是非常谨慎的，但还是把矛头

407 指向了社会民主党的宽容政策。“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将在暑

期推出的一系列措施都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的财政措施。这

是行政，而不是政治。这是行政管理，不是大胆打破命运循

环的创造性政治思想。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持警惕，及时采取

干预措施。仅仅接受‘上面’发生的事情，那并不是‘宽

容’的意义。发现错误或疏忽会危及成功，这正是宽容的界

限所在。”43

在1931年5月31日至6月5日在莱比锡举行的社会民主

党代表大会上，人们对宽容政策提出了很多批评，但宽容政策

捍卫者的主张得到了更多的赞同。“我们成功阻挡了民族社会

主义者进入政府，”议会党团副主席威廉·绍尔曼说，“如果

议会在1930年10月成功地阻止议会主席团、德国国防军和警

察落入纳粹分子手中，那么就不该有人批评我们做出这样的断

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全欧洲

取得的成功。”3月20日投票反对建造装甲巡洋舰“B”的 9

名德国议员的行为遭到党代表大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指责。社会

民主党指出，今后如再发生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将一律按照

损害本党的行为处理，那就是开除出党。迄今的宽容政策并不

意味着向德国政府开出一张空白支票。党代表大会以压倒性多

数接受了柏林党代表的一项提议：如果在新的紧急法令中进一

步削减失业保险金的话，那么社会民主党将以终止宽容政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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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布吕宁内阁。4

衡量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坚守这一决定的机会马上来了。

帝国总统冯·兴登堡于1931年6月5日签署了期待已久的紧

急法令，而这一天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莱比锡党代表大会结束

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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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 《保护经济和财政安全的第二项紧急法令》(Zweite

Notverordnung zur Sicherung von Wirtschaft and Finanzen,以下简

称《紧急法令》)不仅在1931年6月6日成了头条新闻，德

国政府发出的呼吁也引起了轰动。布吕宁内阁以空前的强硬口

气谴责这种“纳贡式”的战争赔款，称它大大削弱了德国的

购买力，严重遏制了德国的进口。“我们竭尽所能来履行因战

争失败而应承担的义务。为此，我们还在外国到处求援。现在

这已经不再可能了。全国各界人民尽其所能，用最后的气力给

德国政府支持。出于对本国人民负责的态度，我们有义务对全

世界说：我们强加给我国人民的贫苦已经达到了极限!”

《紧急法令》缩减社会福利的程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最坏

的想象。残疾人和战争退伍伤兵的退休金被缩减了。失业保险

金的支付率平均降低了10??12这也自动降低了危机救济

的支付比例。这是一个面向失业者的救济网，失业者在失业

26周后，在劳动市场情况糟糕的时候则在39 周后，他们就无

权享受主要失业救济金，或者他们就业时间还不够长，也会落

入这个救济网，为的是等待能够重新享受主要失业金。

这些社会开支的削减尚不足以弥补 2.45亿德国马克的危

机救济缺口，因此《紧急法令》还推出了新的危机税种，征

收的方式是在工资税和所得税上进行追加。多付的工资税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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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公务员和雇员不得不再次接受薪水降低，减薪的幅度根

据补贴和地区不同，在先前薪资的4??8??动。减薪和不再

返还多缴所得税节省出来的这一部分资金，首先是帮助地方政

府来负担日益增加的无福利失业者的负担。这些失业者生活在

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可能得到危机救济的帮助。《紧急法

令》中包含的公共服务是非常有限的。帝国铁路局将再发出2

亿德国马克的订单，为12万人提供就业机会。此外，创造公

共就业机会就剩下自愿就业服务了，这一部分是由德国就业服

务和失业保险机构负责的。就业服务的活动领域包括平整住宅 409

区和小绿地住宅区土地，改良土壤，改善地方交通路线，以及

开展“有助于提高公共卫生水平”的工作。这些工作与钢盔

团之类的右翼军事组织长期以来提出的要求很相似。这些组织

现在已被正式邀请来参加志愿劳工组织的工作。

如果布吕宁政府以为，通过这种“纳贡式的呼吁”能够

减轻人们对《紧急法令》的愤怒，或分散其对赔款的注意力，

那是错误的。抗议活动来自所有政治阵营，共产党和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经济党都要求召开德

国国会会议。《前进报》理直气壮地提出，社会民主党要与

《紧急法令》中反社会福利的内容做斗争。财政部部长迪特里

希所属的政党——德意志国家党也有不满，国家党的议会党团

宣布，他们认为《紧急法令》的主要部分是错误的。甚至布

吕宁的政党也提出了抗议，中央党的工人委员会在杜伊斯堡会

议上表达了对德国议会的期望，政府应该去开拓“消除不合

理社会困苦的可能性”。

6月5日至9日，负责出台《紧急法令》的德国总理布吕

宁与外交部部长库尔提乌斯正在英国逗留。战后第一次德英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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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正式会议于6月6日至7日，在英国首相传统的乡村宅

邸契克斯举行。会议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德英两国会议第一天

发表的那份关于战争赔偿的宣言。首相麦克唐纳和外交大臣亨

德森(Henderson)认为德国的宣言是致命的错误。亨德森以

赞同的口气宣读了他的美国同事史汀生(Stimson)的第一份

书面表态。文件指出，德国这样做，不但得不到它所期待的战

争赔款的削减，而且失去了信用。亨德森建议，德国人应该与

法国谈判，以达成赔偿的一致意见。最终，布吕宁和库尔提乌

斯从契克斯收获的还是比这样一个建议多得多。英国人虽然不

同意德国人在赔偿问题上的立场，但表示，如果布吕宁在不久

的将来提出暂停支付赔款的申请，英国原则上没有顾虑。

布吕宁在重返柏林的途中受到严重的惩罚。将总理和外交

部部长从不来梅港运送到柏林的专列，在每一个火车站都遭到

了纳粹分子的骚扰，暴徒们向火车投掷石块。在柏林的弗里德

里希大街火车站，有数千名希特勒的支持者在等着布吕宁。当

总理走出车站大楼时，到处是口哨声和嘘声。由于普鲁士警方

410 采取了封路措施，才没有发生严重的事件。此后，布吕宁从副

总理迪特里希以及国务秘书迈斯纳和平德尔那里了解到，在他

出访期间，情况已经严重恶化：在过去8天里，外汇正在不断

流失。第二天早晨，帝国银行行长路德向总理报告，自 5月

26日以来，德国已经损失了6亿德国马克。在随后的部长会

议上，路德指出5月11日奥地利信贷机构的倒闭是这种情况

的原因之一。同时，帝国银行行长也明确指出，德国政府的

“纳贡式的呼吁”对这一事态发展起到了主要作用。德国在赔

款问题上提出的倡议，以及提前终止支付战争赔款的谣言危

及了德国的外部信贷以及国内货币市场。人们普遍的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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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很快就会召开会议，要求废除《紧急法令》。所有这些都

对外汇流失的情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理立即明确表示，他不会重新召开国会会议或预算委员

会会议，也不会在美国国务卿史汀生7月下旬访问柏林之前提

出暂停支付赔款。“德国政府如果不能在这些问题上坚持自己

的意愿，就将下野。这一做法不是为了组建新内阁，而是永远

下野。”4

情况确实像布吕宁所见的那样严重。此前支持他政府的两

个政党，现在已经不再是确信不疑的伙伴。德国社会民主党和

德意志人民党都在呼吁更改《紧急法令》。德意志人民党对新

一轮减薪和危机税感到愤怒，因此要求召开国会会议。社会民

主党呼吁为广大民众减负，但暂时还没有提出要提早结束议会

休假期。

与社会民主党的温和声明相比，德意志人民党的路线变化

在国内外引起了更多关注。面对人民党议会党团6月11日以

15票对13票的多数通过的决议，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显然

是对布吕宁的“经济”说不。这一评估在帝国银行那里得到

了证实。外汇流失的速度急剧加快，帝国银行不得不在 6月

13日做出回应，将贴现率从 5??高到7??外汇发放率确实

开始大幅下降。但是德国央行领导层清楚地知道，他们最新出

台的措施将进一步抑制经济，这对危在旦夕的企业和银行来说

是致命的一击。

在东普鲁士的诺伊德克庄园，布吕宁向兴登堡汇报了政治

局势和在契克斯的会谈情况。从诺伊德克庄园返回之后，布吕

宁立即于6月13日开始了与各党的谈判。第一批约谈的是邦 411

总理奥托·布劳恩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代表，其中包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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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主席奥托·韦尔斯。社会民主党的谈判者首先坚持对《紧

急法令》进行修改，要重新把年轻人的失业救济金加进去。

总理对此持和解态度，并且宣称10月出台的新紧急法令就可

以带来一些细微变化。然而在此之前不得动摇6月6日的《紧

急法令》。最重要的是，不得召开国会会议。

与德意志人民党主席爱德华·丁格尔代(Eduard Dingeldey)

的谈话则难度更大。丁格尔代在1930年底继恩斯特·朔尔茨

担任德意志人民党主席一职。总理向德意志人民党许诺将满足

其一个核心的要求，这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放宽现有的劳资谈判

法，并在稍后(例如，在战争赔偿谈判开始时)重新调整内

阁。布吕宁提议联合钢铁厂董事会主席阿尔贝特·弗格勒出任

新内阁的经济部部长。那将意味着政府会更加右倾，因此会博

得丁格尔代的青睐。但是公众绝不能得知这些消息，因为这种

消息的直接效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意识到布吕

宁的意图，他们就会要求召开国会会议，而这正是总理想不惜

一切代价去阻止的。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短期目标，布吕宁向德意志人民党做了

很多承诺。但是他向丁格尔代交代的不仅仅是短期的战略。向

右转是布吕宁确定的优先事项。由于德国必须再次成为一个与

他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因此必须一劳永逸地停止战争赔偿。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通货紧缩的艰难历程必须继续进行，即便这

会导致更多的社会苦难。向国外借贷，尤其是在法国发行外国

债券，是有可能减少这一代价的。但发行这样的外国债券是要

付出其他代价的：缓和国家在修改和约方面的态度，以及在战

争赔款问题上改变“孤注一掷”的做法。因为布吕宁不像社

会民主党人那样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作为兴登堡领导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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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总理，他也没有能力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他向右修正政

治路线是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的。

6月15日，布吕宁出乎意料地遇到了来自中间派左翼的

强硬抵抗。在与所有总工会组织的代表进行对话时，德国总理

无法阻止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席特奥多尔·莱帕特立即召开国

会会议的要求。莱帕特的坚定态度对社会民主党也产生了影

响。该议会党团的一个代表团在6月15日下午敦促布吕宁至 412

少批准召开预算委员会会议。面对这个要求，德国总理立即以

提出辞职相威胁。

只有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布吕宁才能确保他们将

继续站在他的一边。奥托·布劳恩在6月15日与获选的党领

导人举行的会议上宣布，国会一旦召开会议，就不可能实行任

何赔款政策。内政部部长泽韦林担心，如果要召开国会会议，

就很容易发出类似1930年10月新国会第一届会议事件的信

号，只是这次示威者不是纳粹分子而是共产党人。“作为掌管

警察的部长，他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共产党正在煽动失业大

军，并在那里为自身的计划找到了沃土。”

泽韦林的悲观言论完全与德国国防部部长格勒纳如出一

辙，格勒纳此前警告说，只要国会一开会，各种事就都如一团

乱麻般蜂拥而至，“把德国推到一场新革命的门槛上。如果谁

有任何勇气越过这个门槛，就会制造出只有武装暴力才能解决

的局面，而这个人必须对此事的后果承担责任”。实际上，德

国政府预料到有发生社会动荡的危险，并且在兴登堡的同意

下，已指示帝国国防军指挥官做好一切必要的措施。如果第二

天德国国会元老会(Altestenrat)的多数人要求召开全体会议

或预算委员会会议，德国国家危机就会进入一个新阶段。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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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结果将是成立一个布吕宁领导的、公开反议会的新内阁。

他最重要的支柱也将不再是议会中多数人的容忍，而是帝国国

防军。总统内阁制在这个第二阶段将变成暗中的军事独裁。

各议会党团于6月16日上午举行会议。乡村人民党和经

济党表示要求召开德国国会会议。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根据主

席团的提议，以 70票赞成、57 票反对的票数要求召开预算委

员会会议。德意志人民党以18 票对 9.票，推翻了本党在6月

11日要求召开国会会议的决议，其原因一方面是布吕宁和丁

格尔代之间经过谈判所得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即便人民党的要

求得到满足，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德国民族主义者也不愿意承担

执政责任。为此，德意志人民党明确了最新行动的含义：创建

一个右翼多数能够容忍的、人事更新后的布吕宁新内阁。

413 在中午 12 时开始的元老会会议上，由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德意志共产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经济党和乡村

人民党提出的召开国会会议的所有请求均被拒绝了。国务秘书

平德尔宣布，如果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召开预算委员会会议的申

请得到通过，德国政府将集体辞职，于是对这项申请的表决被

推迟至下午6时。休会后，布吕宁再次与韦尔斯、布莱特沙伊

德和希法亭进行了谈判。谈话中，总理表示在这一点是有通融

余地的。他准备在8月召开预算委员会会议，并承诺政府在执

行《紧急法令》的规则中将减缓一些社会福利的削减力度，

特别是为那些没有资格申请失业救济，而又有需求的年轻人群

提供适当救济。与此同时，布吕宁也使用了极强的高压手段。

他通过议员保罗·赫兹(Paul Hertz)向社会民主党议会团体

发出通报，如果社会民主党强行要求召开预算委员会，中央党

将退出普鲁士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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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发挥了作用。经过激烈的辩论，议会党团以多数票决

定不召开预算委员会会议。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并没有提及普

鲁士，但确实提到了布吕宁愿意开始谈判修改《紧急法令》。

元老会于下午6时再次举行会议。共产党人重拾被社会民主党

人放弃的召开预算委员会的申请，但只有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投票赞成，因此这个申请被拒

绝了。

“极具重要性的一天即将结束，”总理府的国务秘书赫尔

曼·平德尔午夜前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赢了!我们这些

执政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外面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只有极

少数人知道或猜到，一场内战蓄势待发。不管怎样，如果没有

今天的结果，我们将无法在14天内支付工资、养老金、战争

抚恤金等。但我们最终还是赢了!”

社会民主党做出6月16日的决定之后，党内极左派发出

了“到此为止，绝不继续”的警告。《阶级斗争》杂志7月1

日发出《全党警告书》,编辑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

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 Rosenfeld)、马克斯·赛德维茨和

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在警告书上签了名，并且请求得到大家

的支持：“结束宽容政策，收起这样的幻想，不要以为这种宽

容政策、逃避政策和退让政策，能够避免给工人阶级带来更大

的损害。要意识到，只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困难，才能为无

产阶级摆脱这场资本主义危机闯出一条路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社会》上刊 414

登了一篇声调截然不同的文章，编辑鲁道夫·希法亭在其题为

《在危机的灾难中》的文章中说，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所做的

决定对每个成员来说可能是最严重的心理负担。“这并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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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党团内两个封闭的派系相互对立。为了争取做出正确的决

定，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灵魂搏斗。每个人都不得不一次又一

次地扪心自问，哪个决定将意味着更大的不幸。这对每个人来

说都是悲惨的情况，事态的严重性为发言和评论投下了

阴影。”

这之所以是一场悲剧，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与1930年

9月14日选举造成的政治紧急状态交织在一起。“德国国会成

了一个反对议会制的议会。它的存在对民主、工人、外交政策

构成了威胁。不管政府有多糟糕，如果让这个议会自由地做出

自己的政治决定，唯一的必然结果就是出现一个更加反动的政

府。以反对抛弃了民主的多数派来坚持民主，并且采用民主宪

法的政治手段，而宪法的前提就是可以运作的议会制。摆在社

会民主党人面前的这个任务简直是一场无解的危机。这真是一

个前所未有的情况。”7

虽然德国的最大政党做出的决定难上加难，但其投票的结

果证明了多数人的选择是正确的。帝国银行的外汇损失从6月

16日的 8000万马克减少到了6月17日的1000万马克，并且

在6月18日进一步减少。国内的货币市场也开始趋于平静：6

月19日，国家得到了迫切需要的2.5亿马克的现金贷款。

然而就在同一天，外汇储备额又猛跌了 7000 万马克。与

达姆施塔特和国家银行有着密切联系的纺织公司北方羊毛

(Nordwolle)即将倒闭的新闻引起了新的恐慌。根据银行法和

《杨格计划》的要求，德国货币的抵押率不得低于40到了

6月19日晚上，货币的黄金和外汇抵押率降到了仅仅比这个

底线高出1亿马克的水平。抵押率一旦低于这个界限，贴现率

就会自动提高。银行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防止国内纸币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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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以代替被提取的外国货币。

第二天，即1931年6月20日，危机眼看就要演变成一场

灾难。帝国银行先是宣布了严格的信贷限制，然后向英格兰银

行寻求再贴现贷款，其目的是再次增加帝国银行的外汇储备。415

当这一尝试失败时，德国的金融和经济崩溃似乎迫在眉睫。但

是就在下午晚些时候，解救的信息从美国传来：胡佛总统提

议，对所有强制性的政府债务，包括德国的战争赔款以及协约

国的战争贷款，都暂停支付一年。胡佛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坚

持让德国总统发出正式请求。就在当天晚上，兴登堡就把胡佛

想要的电报发送给后者。此后，胡佛总统立即向全世界宣布了

他的计划。

布吕宁本来是可以把胡佛暂停付款的提议当作一项重大的

政治成功来庆贺一番的。但是，德国总理有意降低了这一历史

事件的重要性。他心里想的是如何能够一劳永逸地取消战争赔

款，因此他感到有义务立即把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和同一类型

的人。这些人认为，取消或至少减轻最新紧急法令中削减社会

福利最严厉措施的时机到了。

在6月23日晚所有德国频道播出的演讲中，布吕宁表示，

德国财政的困境不是在1931年，而是会在第二年达到顶峰。

“如果相信胡佛总统的提议会解决德国所有的麻烦，这将是德

国人民可能产生的最危险的幻想⋯⋯如果德国人民不坚决遵守

哪怕是要做出牺牲，也必须重组我们公共财政的基本原则，那

么我们将失去世界的一切谅解和所有信任⋯⋯只有德国人民坚

定地在各个领域继续贯彻节衣缩食的方针，胡佛总统在世界史

上迈出的这一步中所体现出来的信任，才能取得成果。”

胡佛的倡议在德国得到广泛认可，巴黎却感到了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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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欺骗。法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赔偿债权国。6月20日至21 日

夜里，华盛顿推给法国的是一个既成事实。在这一点上，塞纳

河畔的政府感到遭受了侮辱。接下来法国施展了一系列外交手

段，试图稀释这个暂停支付的倡议：德国必须继续《杨格计

划》中无条件和未受保护部分的支付，然后从国际清算银行

得到支付款中五分之四的计息贷款。如果法国的观点占据上

风，那么《杨格计划》中德国以实物交付的部分必须继续支

付。柏林方面对此感到愤怒，立即驳回了法国的其他要求，即

放弃与奥地利的关税同盟和建造装甲巡洋舰“B”。

由于法国的抵制，胡佛提议的债务轮空年也无法从7月1416

日开始。直到7月6日晚上，外交斗争才以妥协告终：根据在

巴黎达成的协议，即使在1931年 7月1日至1932 年 6月30

日的债务轮空年，德国也必须支付战争赔款不受保护的赔偿部

分，但是德国可以从国际清算银行收回全部支付款项，这笔款

项以担保债券的形式退还给帝国银行。延期支付的款项以及担

保债券均应计算利息，并从1933 年7月1日起，分10年还

清。实物偿还的问题则交给专家委员会处理。如果德国在债务

轮空年结束后根据《杨格计划》推迟付款，法国将保留坚持

偿还不受保护年偿还部分的权利。

德国政府在接受巴黎谈判的结果的同时，对胡佛表示感

谢，并且向德国人民发出警告。政府在7月7日发出的声明中

呼吁德国努力节省，绝对不能松懈。“胡佛计划给德国带来的

缓解，将毫无保留地用于公共财政的重组。由此产生的货币和

信贷市场的宽松将使德国经济受益。在债务轮空年，不可能在

任何领域加大国家的任何开支。”

如果有人依然期待胡佛暂停支付赔款的计划能够把德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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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个社会负担减轻的阶段，那真是大错特错了。布吕宁政府

坚定地认为，在战争赔款的问题上只有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

终结“纳贡”。一旦放宽支出政策，就无法让赔款债权人相信

如此大幅度削减开支的必要性，因此必须继续保持通缩政策基

本不变，这一点是合乎逻辑的。另外，虽然已经开始实行暂停

赔款的计划，但美国国会尚未批准这项计划。因此，布吕宁政

府期待至少有一些德国公众舆论能够理解，政府为什么会发出

不要过度乐观的警告。8

胡佛暂停支付赔款的计划并没有引起兴奋，这里还有另

外一个原因。就在巴黎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德国有关公司

和银行倒闭的报道正在源源不断地传来。7月13日发生的一

个事件引发了德国经济萧条的新阶段：达姆施塔特和国家银

行，这家规模仅次于德意志银行的德国最大私人银行倒闭。

由于达纳特银行与破产的北方羊毛纺织集团关系密切，因此

银行的倒闭几乎不会让行家们感到惊讶。但7月13日的消息 417

对广大公众来说是一个爆炸式新闻。为了防止引起恐慌情绪，

政府试图在 7月12日为达纳特银行的存款提供全额担保。但

是，这一措施不能阻止广大民众从第二天起开始在其他储蓄

银行等银行挤兑。因此，内阁被迫采取另一项重大举措，通

过一项紧急法令于7月14日至15日关闭了储蓄银行和其他

所有银行。

布吕宁内阁利用这个“银行假日”发布了新的紧急法令，

该法令对从7月16日起恢复的银行支付做出了限制的规定，

并对外币兑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7月15日帝国银行将贴现

率从7??高到10并且把对储蓄银行来说非常重要的抵押

贷款利率从 8??高到了15??贴现率的提高使帝国银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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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行法增加帝国银行现钞。由于支付手段的短缺和外汇交

易的限制，帝国银行回收了大量外汇，从而扩大了发行纸币的

基础。

经过两天的强制假日后，付款交易最初仅仅在有限的范围

内恢复。从7月16日至17日，只有在要求支付工资和退休金

以及社会福利、保险金和税款的情况下，才允许在信贷机构和

邮政支票机构提取现金或进行转账。否则，从7月16日至18

日的这几天也被视为银行假日。从7月20日星期一至8月5

日星期三，所有账户持有人都可以提取现款，根据时间的划

分，提取的金额从最高100帝国马克到最高300帝国马克。转

账也依照相同的程序进行。从8月5日开始，银行完全恢复付

款交易；三天后，储蓄银行开始恢复正常付款交易。

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在 7

月14日面临倒闭，不得不在 7月底用公共资金进行重组。国

家接管了银行全部股份的 75??国家也帮助了达纳特银行。

国家给莱茵-威斯特法伦重工业预支购买银行股份所需的资

金。但是，重组并没有就此结束。在1931年与1932 年之交的

冬天，政府认识到，合并两家银行对国家来说要比分别支持更

418 合适。由于自愿合并没有成功，国家于1932 年 2月通过紧急

法令对其强行合并。合并后的新德累斯顿银行实际上是一家国

有银行。1932年3月与巴尔姆银行协会(Barmer Bankverein)

合并的商业和私人银行(Commerz-und Privatbank)也是同样

的性质，不过方式有所不同。国家不仅直接参与其中，而且是

通过帝国银行的“子公司”黄金贴现银行(Golddiskontbank)

占有了这家银行 50??上的份额。

为了一劳永逸地排除新的银行危机，有关银行的管理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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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被大规模替换。根据1931年9月19日的紧急法令，专门设

立一个银行业帝国专员和一个银行管理委员会作为帝国银行的

延伸机构，旨在确保银行业具有足够的透明度。1931年10月

6日的另一项紧急法令将储蓄银行转变为拥有自身资产的公共

机构。这样做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团体对储蓄银行的影

响力大大下降。这部紧急法令还有效地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借债

经济政策。储蓄银行向地方发放的贷款金额不得超过其总存款

额的25??然而，这个时候市政贷款根本无从谈起。1931年8

月5日的紧急法令中对此做了明确规定，该法令此时依然

有效。

1931年7月的银行业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信任度

的一次打击，这次打击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几十年来各种形

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鼓动。7月13日，恐慌的人们在储蓄银

行等银行前面排起了长队，一心想挽救自己的积蓄。严重危机

的另一处景象是，失业者拥挤在职业介绍所门口领取救济金，

或者在城市的救济用餐点领取一餐少得可怜的食品。国家通过

大量国有化的办法来挽救银行，即便不是从形式上，但在实质

上是这样去做了。然而这种做法并不适合重建对资本主义，以

及对其设施和代表的尊重，也不能为政府赢得新的朋友。用纳

税人的钱来纠正企业的失败，这样做既破坏了国家的形象，也

破坏了“经济”的形象。银行危机引发的冲击是深刻的，而

且引发了严重后果。直到1931年夏天，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

场经济危机不是通常的危机，而是一种长时期的萧条，而且尚

未触底，根本无法预期什么时候会结束。

德国银行业危机也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胡佛总统立即

提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希望能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得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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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结论。根据英国的建议，会议于7月20日在伦敦召开。美国、

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和日本参加了这次会议。

应法国政府的邀请，布吕宁和库尔提乌斯在赴伦敦会议的途中

于7月18日至19日在巴黎暂做停留。巴黎会晤中谈话气氛轻

松愉快，但并没有使双方的观点更加接近。法国向德国提供一

种长期债券，但开出的价码是德国人不想支付也支付不起的，

这就是德国在10年里不得对《杨格计划》和《凡尔赛和约》

提出修改。布吕宁对巴黎的提议说不，这并不困难，因为在他

离开柏林前不久，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萨基特(Frederick

Sackett)曾经告诉他，美国政府拒绝在法国定出的条件下参与

对德国的财政援助。

在7月20日至23 日举行的伦敦七国会议上，法国完全处

于孤立的地位。美国和英国的观点获得了认同，他们认为不应

该为德国获得经济援助设置政治先决条件。然而发行长期债券

只有在资金实力雄厚的法国参与下才可行，所以这一方案也不

了了之。尽管如此，德国代表团对会议的结果还是感到很满意

的。三项决议都对德国有益。首先，德国帝国银行于6月25

日从国际清算银行获得的1亿美元贷款将在9月25日到期之

后再延长三个月。其次，不同国家的金融机构达成协议，采取

联合措施保护德国免受被进一步抽走外国贷款的待遇。最后，

建议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审查德国的信贷需求，

并且根据情况，审核将一些短期债券转换为长期债券的可

能性。

向德国借贷的外国贷款尽量“保持不动”的决议立即产

生了效果：抽走贷款的数额开始急剧下降。7月29日，以德

国银行为一方，英美银行为另一方达成了维持外国贷款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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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条款。8月8日，在国际清算银行所在地巴塞尔成立了伦

敦会议提议的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纽约大通国民银行董

事会主席阿尔伯特·H.威金(Albert H.Wiggin)主持。由专

家对德国借贷情况进行审查的建议是在战争赔款争议问题上的

一个历史性突破。专家委员会主席的名字就预示了一个方案。

威金本人是纽约银行的领头人，而纽约银行在商业贷款方面正

是德国的主要债权人。因此，纽约银行的基本利益所在是确保 420

德国将通过出口盈余获得的外汇用于偿还私人债券而不是偿还

战争赔款。

在威金委员会成立会议的三天之后，即 8月11日，另一

个专家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负责审查《胡佛计划》实际

执行情况的专家们就《杨格计划》中实物支付这个有争议的

问题达成了妥协。某些实物的交付即便在债务轮空年还要继续

执行，但可以尽可能从国际清算银行为其获得贷款。又一个星

期后，即在8月18日夜里至19日凌晨，就停止偿还外国贷款

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德国可以推迟63 亿马克的短期

外债偿还，但是仅仅推迟六个月的时间。

同时，威金委员会提交了《经济学人》(Economist)编辑

沃尔特·托马斯·莱顿勋爵(Lord Walter Thomas Layton)编

辑的德国经济状况报告。这一报告的结论是贸易壁垒，特别是

美国的贸易壁垒妨碍了德国的出口，而德国正是要通过出口来

帮助偿还战争赔款，因此贸易壁垒间接地助长了德国的过度借

贷。世界贸易的持续自由化是莱顿报告的一项公开建议。在这

个报告的字里行间，还能读到另一个信息：德国是值得信赖

的，在长期借贷方面也是这样。但战争赔款是一个严重障碍，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前途未卜。这些言论的含义并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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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结束战争赔偿不仅对德国经济恢复，而且对全球经济都

有利。0

总而言之，伦敦七国会议的结果对德国是积极的。修订

《杨格计划》的前景得到了改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 7月25

日至27日对柏林的访问，以及7月28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的

访问也足以让布吕宁信心满满，希望胡佛的暂停收回贷款的期

限到期后不会再返回《杨格计划》。

但总理从未想过把这样一种印象传递给德国公众。他还在

伦敦的时候，就叮嘱要尽可能低调宣传伦敦会议对德国有利的

结果。他认为，债权国所做的让步并不能得出其他任何结论。

强硬的通货紧缩政策已经开始见效，因此必须继续下去。经济

困难和社会苦难，甚至是政治激化，都可以被用来作为彻底解

421 决战争赔偿问题的论点，而布吕宁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赔款问

题。这样看来，大危机也有其有利的一面。正如德国总理所理

解的那样，这样做是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的。不是克服萧条，

而是利用它达到政治目的。自1931年春季以来，这一直是布

吕宁执政策略的中心主题。

直到1931年夏天，德国总理一直能够依靠德国社会中的

主要力量与他一起承受人们对紧缩政策的批评。从企业家到社

会民主党领袖，他们对整顿经济的共识是基于这样一个见解，

即前几年的借债经济迫切需要得到纠正。然而到了1931年的

盛夏，这种共识开始瓦解了。危机已经达到了让人们对继续实

施通货紧缩政策的意义产生怀疑的程度。胡佛的暂停收回贷款

令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在，通过指出赔偿的负担来拒绝任何

振兴经济的要求，这种做法要比以前更加困难了。

8月3日召开的部长会议上邀请了一些商界代表和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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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人士。会议上，一些专家提出了刺激经济的新建议。

提出最多要求的是来自德国最大的化工集团——法本公司的董

事会成员赫尔曼·瓦姆博尔德(Hermann Warmbold)。他要求

用商品作抵押，由政府提供短期国内信贷，以这种方式为国

内市场带来新的动力，因为国内市场的萎缩甚至大于外贸市

场的萎缩。法本公司的另一名董事会成员赫尔曼·施米茨

(Hermann Schmitz)和褐煤工业家保罗·西尔弗贝格的言论也

与上述要求类似。施米茨认为，“只用看起来像通货膨胀的方

式来对抗一场明显的通货紧缩”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场抗衡

的活动中只需要防止通胀问题的永久化。”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鲁道夫·希法亭站在最明确

的对立立场。针对西尔弗贝格提出的使用国库券作为银行转账

货币基础的提议，希法亭一言以蔽之：这样做有通货膨胀的风

险。实际上，如果考虑到有大量的闲置产能，并没有必要去担

心人为的信贷创造会产生通货膨胀的效应。但是通货膨胀的创

伤根深蒂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希法亭坚信资本主义制度中的

危机必然会出现，并不能通过政府的干预来缩短。总理在发言

中仅仅明确驳斥了一个发言人的言论。他反对施米茨建议的发

行长期外国债券的想法。“如果我们现在发行一笔长期贷款，”

布吕宁说，“我们将使(解决)战争赔款的问题变为不可能，

并犯下与1929年相同的错误。我不会这样做。”

8月3日的讨论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但事实表明，企 422

业家阵营中的强势力量不满意布吕宁的通货紧缩政策，认为这

是很危险的。工业界更为广泛的群体则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另

一种批评。包括克虏伯、克勒克纳、西尔弗贝格、弗格勒和罗

伊施在内的九位杰出商业领袖在7月30日联名上书总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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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立刻终止迄今的失业保险和规定工资的制度。上书人想用对

贫困人群发放救济金的办法来取代发放保险金。他们认为，工

资是生产中最重要的成本因素，但国家仲裁制度和不可缺少的

劳资协议把工资固定化，使其失去了弹性。信中指出，为了纠

正所有这些缺点，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必须让经济摆脱束

缚，并根据永远有效的经济法则去放手经营，只有这样才能发

挥其实力。这样一来，经济行业就将会吸收越来越多的未使用

的劳动力。”2

显然，上书者要求的路线掉头意味着布吕宁与社会民主党

之间无声的联盟将就此终结。早在 7月15日，德意志人民党

中以重工业为主导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作小组已经就这一层

意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与左派串通一气会让德国流血不

止”,第二天，古特霍夫农集团总裁保罗·罗伊施最亲密的同

事之一埃里希·冯·吉尔萨对他的上司说，如果胡根贝格和希

特勒拒绝与布吕宁合作，那么剩下的选项只有“要么专政统

治，要么尝试组成希特勒-胡根贝格政府，对这样一个组合，

德意志人民党必须保持谨慎”。

7月22日，德国最大的农业利益集团——帝国乡村同盟

在向兴登堡递交的文书中也要求“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力量彻

底决裂”。这个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以“民族反对派”自居。信

中说道，人们经常听到没有社会民主党就无法执政的说法，这

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说法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工人混为一

谈。背叛德国工人最多的就是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这一届政

府。“500万失业大军和短期工作者就是证明。”3

谁想剥夺社会民主党人的权力，他就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只

抨击社会民主党对布吕宁政府实行的宽容政策。同样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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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攻克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的“堡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钢盔团从1931年2月初开始发起解散普鲁士邦议会的全民公

投。这项活动得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德意志民族

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支持，到6月底登记期结束时，已有 423

596万名选民在全民公投名单上签了字。7月9日，邦议会否

决了全民公投，邦政府决定于8月9日举行全民公决。

奥托·布劳恩的邦联合政府对全民公投的结果并不特别担

心，因为参加全民公投的选民数量大大少于1930年9月14日

在普鲁士举行的德国国会选举中三个右翼政党获得的选票数

量。然而，7月22日发生的一件事情突然增加了全民公决的

成功机会。这一天，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布参加全民公

决，共产党人从此将这次投票称为“红色全民公决”。为了击

败“社会法西斯主义”,共产党甚至没有回避与“民族法西斯

主义者”临时搭帮结伙。

改变路线的指示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局。这个决

定可能是在布吕宁逗留巴黎期间于7月19日做出的。莫斯科

把德法谈判视为德国资产阶级即将屈服于法国帝国主义的标

志。由于与法国的协议完全符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针路线，

因此当1931年春季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

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持者”

的烙印，而且对其发起的攻击越来越猛烈。斯大林和他的追随

者当然知道台尔曼并不能替代布劳恩。根据事态的发展来看，

全民公决的成功只会导致普鲁士向右偏移，此后不久德国的政

治路线也将向右偏移。但是在苏联领导人的眼里，向右转比

“德国对法国帝国主义的屈服，德国被纳入反苏联集团”的邪

恶程度要小，《真理报》在 7月18日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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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预见的未来，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在于德国共产主义的胜

利，而是德国亲西方势力的失败。

为了鼓动支持者参加7月24 日的全民公决，德国共产党

声称，工人群众在奥托·布劳恩和卡尔·泽韦林执政的普鲁士

所受的压迫甚至比在霍亨索伦时代更加严重。“布劳恩和泽韦

林的政策开了法西斯主义的先河。对于布吕宁阵线来说，普

鲁士政府是最忠诚的哨兵或最好的捍卫者。只要布劳恩和泽

韦林执政，布吕宁就可以继续执行针对人民的紧急法令的

政策。”

1931年 8月9日的全民公决以发起方失败告终。一共有

424 980万人，即 37.1??投票权的人投了赞成票，但全民公决要

得到绝对多数，即1340万张选票才算获得成功。也许德国共

产党的参与阻止了一些中产阶级选民投票反对执政的魏玛联合

政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8月9日这一天，有许多共产党人

拒绝服从他们党的号召。在柏林的极端“红色”地区，例如

威丁区和腓特烈斯海恩区，所有党派参加全民公决的票数要少

于1930年9月14日投给共产党这一个政党的票数。共产国际

的决定导致了德国共产党的惨败。4

但是就在8月 9日这一天晚上，德国共产党以蓄意犯罪的

方式继续实施他们的灾难性政策。在共产党总部附近的比洛广

场(Bulowplatz)卡尔·李卜克内西大楼(Karl-Liebknecht

Haus)附近，两名警官被秘密枪杀。他们是伦克(Lenk)和

安劳夫(Anlauf),在左翼激进圈子里他们两人的绰号是“骷

髅头”(Totenkopf)”和“猪脸颊”(Schweinbacke)”。另一

名警长维利希(Willig)也中了两枪，受重伤。

由汉斯·基彭贝格尔(Hans Kippenberger)领导的德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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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非法军事政治机构是这次犯罪的幕后黑手。如果当时的共

产党干部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多年后在1946年撰

写的《笔记》(Notizen)中准确地复述了这个故事的话，那么

这项政治任务的指令来自中央委员会委员海因茨·诺伊曼

(Heinz Neumann),目的是“用这一行动和预期的报复把人们

的注意力从全民公投的结果上转移开来，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这是秘密蓄意计划的，作为全民公决失败的另一种选择，而诺

伊曼也认为公投是不可能成功的”。警方事先检查了卡尔·李

卜克内西大楼里的武器和犯罪材料之后，于8月21 日对涉嫌

谋杀的五人发布了逮捕令。德国共产党自卫队的后备役领导人

埃里希·米尔克(Erich Mielke)后来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他

设法逃到了比利时，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

部长。?

德国共产党的恐怖行动给人留下的印象正是该党想要达到

的目的，但是这一印象并没有反映现实。共产党人把自己装扮

成一个决心猛烈推翻政府的政党，但他们的非法组织从来没有

能够对国家政权形成有效的制衡力量。他们做了违法的准备，

但主要只是停留在纸上。年轻的共产党员进行的准军事演习仅

仅是小口径武器的射击和路障的搭建。左倾极端主义者所做的

一切，就是高估自己，同时低估了右派。6

这种做法使民族社会主义者更容易逐渐渗透到国家机构

中。根据冲锋队的“参谋长”恩斯特·罗姆与德国国防部部

长办公室负责人冯·施莱歇少将之间的协议，自1931年3月

底以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冲锋队”可以不受

任何政治歧视地参与准军事边防活动。9月 23日，泽韦林认 425

为已经有理由断定，在保护边界的问题上，德国国防军与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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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联系比与普鲁士内政部的联系更为紧密。当时，施莱歇

的路线与重工业界温和派的路线相似：布吕宁可以继续当他的

总理，但他应该摆脱对社会民主党的依赖，并且小心翼翼地逐

渐接近“民族反对派”。政府政策的轴心从左向右转移，这就

是帝国国防军领导层在1931年夏末和初秋努力的方向。

与此同时，温和左派对德国政府提出了和风细雨的批评。

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于1931年 8月31日至9月4日在美因河畔

的法兰克福召开联邦代表大会。在会上，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

席特奥多尔·莱帕特严厉批评了布吕宁内阁的经济政策。他指

出，布吕宁内阁以为，可以在没有工人的支持甚至与工人为敌

的情况下执政。但是自由工会并没有考虑终止自己的宽容政

策。“推翻布吕宁政府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德国金属工

人协会主席、德国国会社会民主党成员、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阿尔温·布兰德斯(Alwin Brandes)在致闭幕词时这样说道，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处境并不会变得更好。正好相反，这

将导致经济混乱和政治灾难，并且给工人带来更大的痛苦。”

布兰德斯接下来的讲话在与会代表中得到了许多赞同的呼

声，这一番讲话以经典的方式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对

自己所处地位的认识。“左翼激进分子呼吁发动内战，因为他

们相信或至少口头上这么说，只有内战才能改善工人阶级的命

运。这样一场内战将彻底捣毁德国复杂的经济结构，被摧毁的

经济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中都一蹶不振。不仅如此，无论这场灾

难的后果如何，其结果也将是德国本身的解体，德国的文化被

彻底摧毁。”18

就在这个时候，布兰德斯的政党开始与党内极左翼划清界

限。这一派从一开始就拒绝宽容政策。发生危机以来，他们对



14.大萧条时代的政治/541

最近发布的紧急法令的攻击程度也日益激烈。造成与极左翼决

裂的两个直接原因之一是，马克斯·赛德维茨和库尔特·罗森

菲尔德创建了左翼社会主义周刊《火炬》(Die Fackel)。这本 426

刊物于9月4日创刊，在第一期称自己是“摆脱德国审查制度

的产物，以及莱比锡民主的后代”(“莱比锡民主”不是指社

会民主党最后一届党代表大会，而是指宪法法院。这在几周之

后才得到澄清，或者得到强调)。决裂的第二个原因是德国和

平协会主席弗里茨·屈斯特(Fritz Küster)于7月底在哈根召

开的这个协会的会议。会议期间，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出席了一

次特别会议，会议提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军

事虔诚态度和宽容政策，反对德国共产党的伪革命灾难政

策”,并且准备成立左翼社会主义党。

9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援引1925年的禁止举行特别

会议和特别活动的决定，指出德国和平协会的会员资格，以及

对出版《火炬》的自由出版社的支持都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党员资格不符的。三天后，包括马克斯·赛德维茨、库尔

特·罗森菲尔德和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在内的八名德国国会

议员回答说，无论受到什么指责，他们都将继续出版《火

炬》。9月29日，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将赛德维茨和罗森菲

尔德开除出党。四名德国国会议员和七名前社会主义青年团

(此组织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被解散)领导成员对赛德维茨

和罗森菲尔德表示声援。提出声援的还有一批地方协会，这些

协会来自茨维考-普劳恩(Zwickau-Plauen)和开姆尼茨，还

有来自布雷斯劳的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西里西亚首府还发来

了参加领导会议的邀请，邀请内容是10月2日在布雷斯劳成

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两天后，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在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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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宣布正式成立。

新党尽管得到了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卡尔·冯·奥西茨基

(Carl von Ossietzky)和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

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同情，却没有能够超越一个政治宗派的形

式。它仅仅在其创始人活跃的地区以及年轻的社会民主人士那

里受到欢迎。年轻人当中的一人是来自吕贝克的赫伯特·弗拉

姆(Herbert Frahm),后来他流亡挪威，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

战斗力极强的名字——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32年

1月，年仅18岁的他写出的一番话，可能说出了像他一样活

跃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青年组织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内大多数人

的心声：“我们的内心已经发生了蜕变，与其他任何无产阶级

政党相比，我们感觉不到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德国社会民

主党。正好相反，我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距离可能是最

远的。”

1932年3月，德国共产党前主席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率

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PO)中的极少一部分人加入社会主

义工人党，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一下子增加了1000人。

但是，在整个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数从未超过 2.5万

人，这相当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人数的2.5德国共产党总

427 人数的 8??在1932年4月24日普鲁士邦的选举中，社会主

义工人党仅仅获得了0.4??选票。虽然很多社会民主党人不

能容忍宽容政策，但党的领导层指责党内左派持不同政见者的

这种做法是违反纪律，而这种违纪行为对党内绝大多数人来说

是不可原谅的。9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左派开始发生分裂的时候，也是该党

议会党团刚刚设法从布吕宁政府那里成功获得一些社会政治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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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时候。9月7日，社会民主党和内阁商定了提高失业救济

金的评估基础，使季节性工人得到比6月5日的紧急法令更多

的救济，并消除了偿还危机补偿金的义务。但是，对于布吕宁

政府而言，与社会民主党达成的协议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德国

社会民主党关心的问题，对许多企业家来说是几乎无法接受

的。保罗·罗伊施的表态最为激烈。9月6日，就在内阁与德

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的前一天，罗伊施致信德国工业帝国协

会执行董事会成员路德维希·卡斯特尔：“布吕宁先生并未实

现我们对他寄予的厚望，他没有勇气与社会民主人士决裂。现

在他将受到经济界和帝国协会的严厉打击，工业界必须对他公

开质疑。”

9月30日，通过一项紧急法令，内阁授权免除鲁尔地区

褐煤开采行业的雇主和雇员对失业保险金的支付，由此重工

业与政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该措施起到了减轻社会负担的

效果。根据9月29日颁布的同一项紧急法令的仲裁，雇员的

工资要降低 7然而经过这次调整，矿工仅需承担3.5??

工资损失。矿业主的机关报《德意志 矿业报》(Deutsche

Bergwerks-Zeitung)立即指责布吕宁政府的鸵鸟政策，“为了让

某些工人更能接受降薪，专门取悦于工人”。保罗·罗伊施在

10月4日给他驻柏林的代表马丁·布兰克(Martin Blank)的

信中对布吕宁的立场发表了评论：“总理不敢与民众发起斗

争，最终必将失败。”20

担心群众情绪激化只是政府在调解鲁尔地区工资冲突中主

动减轻社会负担的原因之一。对采矿业进行补贴也是为了回应

另一场完全不同的挑战，这就是9月 20日英国宣布英镑脱离

金本位制。麦克唐纳于 8月25日组织国民政府，它在议会拥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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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数基础，其议员来自保守党、自由党和一小部分从工党中

分裂出来的议员。内阁之所以采取这一戏剧性的手段，是为了

避免贷款和黄金进一步从英国银行流失。英国国家银行拒绝用

黄金换英镑，受到惊吓的不仅仅是金融界。在7月德国银行业

危机之后，伦敦脱离金本位制是几个月来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的第二次重大冲击。

英国内阁的决议最初导致英镑贬值20在9月20日之

后的四个星期中，有25 种其他货币脱离了金本位制。货币的

贬值使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的出口价格下降，而包括意大利、

荷兰和丹麦在内的其他国家则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自己，

结果导致发起这一轮行动的英国自己也在11月20日制定了保

护性关税。

德国的出口一方面受到各国货币轮番贬值的影响，另一方

面又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威胁。德国不能效仿英国的做

法，因为《杨格计划》明确禁止德国操纵货币，例如放弃金

本位制。结果是对鲁尔煤炭的补贴成了一种援助。它不仅帮助

增加煤炭销售额，对煤炭加工行业的销售也有帮助。德国总理

10月2日在内阁中这样解释道，面对英国的这种行为及其后

果只有一个回应，这就是为了确保德国的出口顺差，必须继续

“紧缩的进程”。这就意味着德国将进一步削减工资和收入，

也将进一步降低价格。

帝国总统于10月6日签署的《保护经济和财政安全及打

击政治暴动的第三项紧急法令》还不是对上述准则的贯彻。

这项新的紧急法令主要是为了兑现总理布吕宁为了从德国社会

民主党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宽容而做的承诺。对失业保险的支持

期做了一些变更。政府原来打算把支持期从 26 周缩短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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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现在缩短到20周。政府原来打算把支持期支付的金额降

低到危机补偿金的水平，现在决定这个金额维持不变。失业的

年轻人如果家庭无法自给，还可以像之前一样再次合法享有失

业救济金。冬天到来之际，国家专门拨了2.3亿德国马克，以

减轻地方政府在福利方面的负担。内阁政府允许各个邦从这笔 429

金额中向下一级地方政府发放 8000万德国马克的款项。泽韦

林声称，如果没有这些规定，他将无法保证在普鲁士能维持和

平与秩序。

此外，还有用于农业定居点和资助“原始定居点”的支

出。所谓原始定居点指的是在大城市郊区失业人群的居住点。

用来住房建设的房租税现在降低了 20且国家政府得到授

权，如有必要就减少社会保险机构的支出，都意味着减少社

会福利。为了应对英镑的贬值，布吕宁打算进一步降低工人

工资、雇员薪水和物价。这些措施将在下一项紧急法令中出

台。2

1931年10月7日发生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比《紧急法令》

引起了更多关注，这就是布吕宁政府辞职和兴登堡命令这位总

理重新组阁。导致内阁最终于10月7日集体请辞的最近这一

次政府危机始于9月3日。这一天，奥地利副总理约翰内斯·

朔贝尔(Johannes Schober)和德国外交部部长库尔提乌斯在

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欧洲委员会上宣布，两国将不再继续探讨德

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税同盟计划。维也纳之所以放弃关税同盟

计划，是因为奥地利急需国际贷款的帮助以进行经济重组。当

然，即便没有朔贝尔和库尔提乌斯的这个联合声明，关税同盟

也不可能成立。就在 9月5日，海牙国际法院以8票对7票裁

定，关税同盟的计划与1922年《日内瓦协议》中关于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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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金融重建的条款发生冲突，因此关税同盟的计划违反

《日内瓦协议》。

库尔提乌斯是关税同盟项目的发起人，因此他没有了立足

之地。不仅是那些“民族反对派”,甚至连中央党的报纸《日

耳曼》都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攻击。他自己的政党——德意志

人民党要求他辞职。库尔提乌斯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从日

内瓦返回后就和布吕宁商讨辞职的日期，这个日期被安排在法

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及其外交部部长白里

安9月27日至28日访问柏林之后。10月3日，库尔提乌斯请

总理向总统申请罢免他的职务。

库尔提乌斯的辞职之所以能够引发政府危机，是因为总理

受有影响力的势力所迫向右倾斜。9月6日，施莱歇开始发

声。9月13日，兴登堡亲自表态。10月3日，德意志人民党

内来自重工业界的势力提出退出内阁，转成在野，并且在10

月13日德国国会会议开始后，对德国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

430 布吕宁本人认为，从长远来看向右倾斜是必要的，但这样的路

线调整必须与一个条件联系在一起，即“民族反对派”必须

承担起一个重任，这就是要让1932 年春天任期结束的德国总

统兴登堡连任。但是胡根贝格在 8月27 日就告诉总理他并不

准备这样做，可想而知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肯定不会比

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好到哪里去。然而，兴登堡坚持要布吕宁排

除那些令德国总统不悦的部长，不管是因为他们太左倾，或天

主教成分太重，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而失去国家元首的宠爱。布

吕宁需要更换的除了库尔提乌斯、维尔特、施特格瓦尔德、格

拉尔德、特雷维拉努斯和席勒等部长之外，还有国务秘书平德

尔。10月7日，当布吕宁向兴登堡提出全体内阁成员请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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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德国总统放弃了这一最高要求，而是要求新政府不要

与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更加具备保守的形象。布吕

宁承诺要实现这一愿望，随后德国总统接受了政府的请辞，

并要求现任总理组建新的内阁。

布吕宁于10月9日完成第二届内阁的组建。这一届内阁

并不像兴登堡所希望的那样如此右倾。布吕宁没能邀请到重要

的大企业家进入政府：弗格勒和西尔弗贝格都婉言谢绝了邀

请。尽管如此，长期空缺的经济部部长一职还是由来自化工业

的人物——赫尔曼·瓦姆博尔德接任了。内政部部长以前由中

央党左翼人物约瑟夫·维尔特担任，这次的候选人原来是前国

防部部长格斯勒，但是格斯勒甚至在国防军那里也受到了重重

阻力，布吕宁不得不把内政部部长一职临时交给国防部部长格

勒纳。与德国民族主义者关系密切、极为保守的国务秘书库尔

特·约埃尔(Curt Joel)接任了司法部部长的职位，实际上他

从1930年12月约翰·维克托·布雷特卸任司法部部长以来，

就一直领导这个部门的工作。特雷维拉努斯接替格拉尔德担任

交通部部长，布吕宁接替库尔提乌斯亲自担任外交部部长。其

他部长继续留任。11月7日，内阁又扩展加入了第11名成

员，他就是身为基督教民族农民和乡村人民党议员的庄园主汉

斯·施兰格-舍宁根。他被任命为专门负责东部地区援助的帝

国专员，同时担任不管部部长。24

德意志人民党不再属于布吕宁的第二届内阁。10月7日，

德意志人民党新闻处呼吁加入政府的“民族反对派”行列。

三天之后，在重工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德意志人民党委员会

和议会党团决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企业家阵营的右翼与

布吕宁内阁之间最终还是决裂了。就在第二天，即 10月11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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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德意志人民党迎来了在巴特哈尔茨堡(Bad Harzburg)的

一个公开场合加入“民族反对派”的机会：在那里，坚定右

翼政党和协会准备举办一场军事表演。但是，除了联合钢铁厂

的煤矿主管恩斯特·布兰迪(Ernst Brandi)之外，没有其他

知名大工业家出席。显然，即便是企业界最顽固的批评者布吕

宁也还在犹豫是否要无条件地加入激进右派的行列。

来自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

盔团、帝国乡村同盟和全德意志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巴特哈尔

茨堡举行的民族反对派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还有许多从前执

政过的王室成员，包括普鲁士王子、冲锋队领导人奥古斯特·

威廉(August Wilhelm,外号奥威“Auwi”)①,来自经济党的

议员戈特哈德·萨克森贝格(Gotthard Sachsenberg),1930年

以后担任德国议会德意志人民党议员的前国防军司令冯·泽克

特将军，以及前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会上，胡根贝格谴责了

“马克思主义的血腥恐怖”和“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前一

天，第一次得到兴登堡接见的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引起了轰

动，他的冲锋队走过看台之后，紧接着是钢盔团的方阵，此时

希特勒故意离开看台。沙赫特则通过对帝国银行的猛烈抨击，

引发了持续几天的激烈辩论。“哈尔茨堡阵线”的决议并没有

什么惊天动地的地方。纳粹分子和德国民族主义者宣布向德国

议会提交几项联合提案，其中包括对布吕宁政府的不信任议

案，要求德国总统解散德国议会，并计划于11月 8日举行新

的选举，以及要求取消所有紧急法令。

哈尔茨堡会议的倡议来自胡根贝格。希特勒借此机会向世

① 即威廉二世的第四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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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展示他现在有了可以帮助他“夺取政权”的盟友。4月初通

过不信任提案而被赶下台的前图林根邦内政部和人民教育部部

长威廉·弗里克，在哈尔茨堡集结的民族主义分子面前把这一

考虑公之于众，还用墨索里尼的例子作为榜样。但是，希特勒

马上故作姿态地发出挑衅，他不想被德国民族主义者利用来达

到这一目的。无论是他的拥护者还是对手都应该清楚，到底谁

在“民族反对派”里有话语权：只有他和他的民族社会主义

者，而并不是某个政要、政党或资产阶级右翼联盟。25

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哈尔茨堡会议更容易让自己心安理

得地与开始右倾的布吕宁第二届内阁达成妥协。在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眼中，“法西斯反动派”对德国政府的猛烈攻击，足以 432

让这一届政府变得可以容忍。沙赫特对货币政策的评论甚至引

发了《前进报》的灵感，该报于10月12 日发表了标题为

《哈尔茨堡的通货膨胀阵线》一文。在德国议会的辩论中，社

会民主党发言人还引用了“哈尔茨堡人”的其他计划，这些

计划显然旨在让货币贬值，其中包括胡根贝格关于只在国内流

通的货币的考虑。在这一点上，社会民主党人与布吕宁的意见

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布吕宁也强烈反对这类项目。10月16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不信任议案投了反对票。德国政府之所

以还能够维持下去，也要归功于经济党的投票。布吕宁向这一

个分裂出来的派别威胁道，如果他的政府得不到支持，他就会

把与该党有密切联系而刚刚倒闭的柏林中产阶级银行

(Berliner Mittelstandsbank)的商业行为信息公之于众。政府的

另一项成绩是，就在同一天，全体会议接受了中央党的提议，

要求德国国会休会至1932年2月23日。26

德国国会休会期间留下的真空，至少要由一个经济咨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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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来临时填补。国务秘书、经济部临时负责人特兰德伦堡于

9月24日发起了召集这个委员会的提议。经济咨询委员会的

经济政策具有显而易见的目的：内阁希望让雇主和雇员意识到

进一步降低工资和物价的必要性，从而使下一个紧急法令具有

一定的社会合法性。总理与这个经济咨询委员会还有一个目

标：兴登堡将在经济咨询委员会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致辞，他的

亮相是要向公众表明，他的头脑依然完全清醒。如果10月2

日年满 84岁的帝国总统在这些场合中表现出色，那么他第二

年春天再次当选国家最高职位的机会就会增加。至少布吕宁是

这么想的，因此从他的观点来看，这次经济咨询委员会的试验

近乎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兴登堡顺利完成了给他预设的任务：10月29日和11月

23日，他分别宣读了包括国务秘书平德尔在内的部长级官员

给他准备的两篇简短讲话。然而经济咨询委员会并没有达成所

期待的就事论事的共识。相反，工会与雇主组织之间的裂痕更

大了。政府的计划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谅解，而是引起了人们的

猜忌。布吕宁暗示应该进一步放宽劳资协议，但是这不但没有

达到雇主认为必要的程度，反而足以引起工会的愤怒。农业代

433 表感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少数派境地，于是在会议结束前几

天的11月19日，就拒绝继续参会了。如果布吕宁真相信经济

咨询委员会可以作为永久的替代议会，那么这个试验的结果真

是让他大失所望。27

经济咨询委员会会议结束两天之后，11月25日在黑森发

生的一起事件上了头条新闻。一名已经脱离了民族社会主义

德意志工人党的国会议员将一份具有政治爆炸性的材料交给

了法兰克福警察局局长，这就是第二天被称为“博克斯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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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heim)的那份文件。这份文件是黑森纳粹分子的夺权计

划。计划的措施包括：“所有枪械都必须在24 小时内上交

(给冲锋队、地区国防军等)。这个期限之后拥有枪支的任何

人将被视为(冲锋队、地区国防军等的)敌人和德国人民的

敌人，格杀勿论⋯⋯每一个在公共设施或公共交通当局服务的

公务员、雇员或工人必须立即恢复工作，实行抵抗和破坏行为

的人将被处以死刑。”

当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报刊发出警报，把博克斯海姆文

件视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真实意图的证据时，帝国高级检察官卡

尔·奥古斯特·维尔纳(Karl August Werner)和帝国司法部

的反应却截然不同。维尔纳强调，不是他，而是泽韦林命令达

姆施塔特警察对可疑的纳粹分子进行搜查的。纳粹分子的行为

是否构成叛国罪，还必须先予以辨析。帝国司法部司长保罗·

费迪南德·里希特(Paul Ferdinand Richter)在征得司法部部

长约埃尔明确同意后向帝国总理府解释，为了证明嫌疑人犯有

叛国罪，就必须证明嫌疑人蓄意用武力推翻宪法。“仅仅草拟

一项通知或紧急法令之类的做法还不构成刑事犯罪。可以想象

这种案例也可以出自一个历史教授或幻想家之手。”

尽量弱化博克斯海姆文件含义的指示并非来自他人，而是

来自德国总理本人。布吕宁正在密切关注的是，不要因为此事

而让中央党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之间的首次尝试性接

触蒙上阴影：11月15日，黑森邦议会选举之后，民族社会主

义者已经成为优胜者，黑褐两党拥有邦议会70个议席中的37

个，这是唯一可能在议会中拥有多数的联合政府形式。布吕宁

认为，只要不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控制警察，这种解

决方案是非常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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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1月30日，帝国最高检察官还是被迫对博克斯

434 海姆文件的始作俑者提起叛国罪诉讼。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随后宣布，有意解除涉嫌此案的党员在党内的职务，直到

调查结束。11个月后，1932 年10月12日，帝国法院第四院

在没有做公开咨询的情况下宣布，由于缺少证据，停止追究博

克斯海姆文件作者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的责任。28

司法部门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远比对纳粹分子严厉。

1931年11月23日，帝国法院根据1914年 6月3日的反泄露

军事秘密法判处《世界舞台》的主编卡尔·冯·奥西茨基，

以及作家兼飞行员瓦尔特·克莱泽(Walter Kreiser)一年零六

个月的监禁，起因是一篇 1929年初发表的文章《德国航空的

风声》。11月25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向德国政府提出质

询，指出《世界舞台》刊登的这篇文章并不包含任何秘密，

只是“揭露”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或是已经印刷成册的1929

年2月3日财政预算委员会记录的事情。然而这一质询是徒劳

的。1932年5月，奥西茨基不得不在泰格尔(Tegel)开始服

刑，克莱泽逃亡国外，躲过了判决的执行。9

布吕宁1931年秋天对纳粹分子的宽容态度是和德国国防

军领导层协调好的。像总理一样，格勒纳和施莱歇都认为有必

要设法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脱离其激进的反对派角

色，并让它融入国家事务中。希特勒是否对兴登堡的连任持支

持态度，这是考验双方的关键问题。布吕宁10月10日在特雷

维拉努斯家中与纳粹党首举行秘密会谈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

了，但是没有得到希特勒的任何承诺。布吕宁希望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参政，首先是在黑森邦，然后在帝国层面，他

认为这种办法能够驯服这个党。他在11月20日对德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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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秘书舍费尔说：“必须尽可能在议会政府的框架里强迫民

族社会主义者也承担起责任。这种情况将很快在黑森发生。必

须避免的风险是，民族社会主义者直到总统选举的时候依然处

于在野状态。这样的话，希特勒很有可能在第二轮选举中当上

总统，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政治定性。”

在布吕宁眼里，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参与政府似

乎也是一项明智的战术举措，因为它可以瓦解哈尔茨堡阵线。

德国民族店员协会成立于1893 年，是德国基督教民族工会联

合会内规模最大的雇员工会。当这个协会尝试让民族社会主义 435

者接近中央党，建议大家采取共同的方式对付由胡根贝格做出

的反社会行动的时候，布吕宁是感到非常欣慰的。然而，中央

党在黑森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并未成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几乎要求掌握所有权力，中央党还是在12月11日客气

地拒绝了纳粹分子的要求。社会民主党人伯恩哈德·阿德隆

(Bernhard Adelung)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邦联

合政府于12月8日下台。组建新内阁的尝试失败，辞职的原

班人马作为留任政府继续执政。这一届政府甚至躲过了1932

年6月19日由宪法法院下达的重新进行邦选举的法令。30

布吕宁尝试搭建通向民族社会主义者阵营的桥梁，这不仅

在社会民主党之中引起极大的不满，而且在政府阵营中都引起

了一片愤懑之声。12月6日，《前进报》发表标题为《布吕

宁，发起反抗吧!》的文章，抗议希特勒召开国际新闻发布

会。这次新闻发布会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未来的政府首脑在讲

话。次日，德意志国家党议会党团协会主席奥古斯特·韦伯

(August Weber)致信总理，称他的议会党团小组一致认为：

“由于纳粹主义的出现，国家的权威和德国政治的国家利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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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切，德国政府却采取消极的态

度。我们不能理解这种行为，也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12月8日，布吕宁终于准备好澄清这一切的措辞了。在

广播讲话中，他对《保护经济和财政安全及内部和平的第四

项紧急法令》做了解释，同时他抨击了希特勒坚持合法性表

述的两面性。总理的批评最终是这样结尾的：“如果以合法的

方式上台，然后打破法律的限制，这样的做法并不合法。与此

同时，还在小集团圈子里草拟复仇计划，并把它们公之于众，

这就更不合法了。”3

1931年12月8日的《紧急法令》是布吕宁讲话的主题，

在颁布这项法令之前，内阁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最具争议的问

题是，现在是否到了应该通过扩大信贷来振兴内部市场的时

候。采取这种积极提振经济政策的倡导者是口才出众的经济部

部长瓦姆博尔德，但是他无法与德国央行行长路德抗衡。路德

坚持认为，经济不是缺少信贷，而是缺少订单，并且通货紧缩

的这个恢复过程不应过早停下来。

与路德相比，布吕宁和财政部部长迪特里希对持续的通货

紧缩的后果更加怀疑。但总理的大目标是要终结战争赔款，任

何让外国认为德国完全有能力偿还这些强制性的国家债务的举

436 措都受到他的拒绝。从布吕宁的角度来看，不能用贷款来创造

就业机会，政府首脑也不想进一步减少工人的实际收入。否

则，经济将完全陷入停滞，11月首次突破 500万大关的失业

人数将会急剧增加，这将会造成无法控制的财政和社会后果。

布吕宁的出路是把降低工资和降低物价结合起来，这样不

会使大众购买力显著下降，而德国产品将会在国外增加销售机

会。为了提振经济，政府规定了降息的措施。从逻辑上讲，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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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还必须包括降低贴现率，但路德强烈反对这一点。最后采

取的是一个折中方案：中央银行理事会没有按照内阁的要求将

贴现率降低两个百分点，而是在12月9日决定将贴现率仅仅

降低一个百分点。这样，贴现率就从原来的 8??低到 7%,

而抵押贷款利率从10??低到 8??这种敷衍了事的做法并没

有能够给经济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内阁做出的另一项决议遭到

了经济部部长瓦姆博尔德的反对，这项决议实际上也起到了事

与愿违的作用：为确保公共预算的平衡，营业税从 0.85??

高到了2??

12月8日的法令主要是德国对英国放弃金本位制所引发

的对外贸易逆转的回应。降低利率和降低价格非常适合大幅改

善德国的出口机会。如果采用马克贬值的方式，实际上会更加

符合德国的出口利益，但是《杨格计划》中明确禁止了这种

做法，而且这种做法会让布吕宁的赔偿政策前功尽弃。一方面

德国出口获取大量盈利，另一方面又要劝说战争赔偿债权人放

弃《杨格计划》,这两种情况是水火不相容的。布吕宁和路德

都认为，一旦赔偿问题得到解决，马克就应该大幅度贬值。如

果总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正确地记录下当时的现实情况的话，

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德国马克外部价值的贬值幅度应该不小

于20??

《紧急法令》的内部架构使社会民主党人士和工会很难找

出理由直面抨击它。一方面，工人工资降低了约10在特

殊情况下甚至降低了15雇员工资降低了 9??另一方面，

政府首次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降低价格、房租和利息。例如，

固定价格(gebundene Preise)和品牌商品价格应降低 10%,

旧建筑房租应降低约7.5国内长期债务的平均利息应降低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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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最后这些规定起到了轰动性的效果，于是《前进报》

得出结论，认为《紧急法令》无论如何都是“国家在资本主

义世界对经济进行的最有力和最全面的干预。所谓自由经济现

在已经荡然无存”。

这些举措给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却激怒了企业

家。德国工业帝国协会在12 月11 日致会员的通函中指出，

《紧急法令》的内容“代表了国家对现有私人经济状况的巨大

干预，与我们所代表的个人主义经济秩序的原则不同”。对每

一条具体规定的评价就有很大的区别了。提高营业税的做法遭

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所有降低生产成本的措施都受到了赞扬。

“如果早就采取这些措施，那么目前的大部分困难是可以避免

的。如果直到现在面对着巨大压力才开始执行这些措施，我们

只能希望为时不晚。”

除了经济和金融政策外，《紧急法令》还规定了内部安全

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全面禁止政治协会的制服和徽章。虽

然这一措施主要是针对纳粹分子的，却引起了社会民主党的反

对。“事实上，一视同仁地禁止共和国的捍卫者和共和国的敌

人用服饰和徽章代表自己，这一定会激起民愤。”《前进报》

这样评论道。在这里，《前进报》是在为共和国防卫组织黑红

金旗帜团说话。2

正当德国在对有关新紧急法令的利弊争吵不休的时候，巴

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特别咨询委员会正在讨论德国是否仍能履

行其赔偿义务的问题。根据《杨格计划》的有关规定，德国

政府于11月20日提出了成立该委员会的要求。特别委员会于

12月7日开始工作，12月23日提交了审议结果报告。这是一

个彻头彻尾的对《杨格计划》进行全面修订的呼吁。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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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一句话是：“调整所有政府间的债务(战争赔款以及其

他战争债务),以适应当前世界崩溃的状况。如果要预防新的

灾难，必须立即进行调整，这是唯一能够恢复信心的永久性手

段。实现这一目标是经济稳定与真正和平的最可靠基础。”

在德国，也没有人能够期待得到更多。直到12月22日，438

即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的前一天，美国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之

后才接受了胡佛的暂停支付赔款令。反对完全取消协约国债务

的呼声依然很高。因此，法国也不太可能迅速放弃其获得战争

赔偿的权利。1932 年春天要举行议院选举，这一事实进一步

限制了巴黎政府的回旋余地。根据《巴塞尔报告》,原定于

1932年在洛桑举行的战争赔款会议只有在德国愿意妥协，并

且不坚持完全取消赔偿的情况下才能很快得出结论。

然而彻底取消战争赔款是布吕宁的目标，因此即使在巴塞

尔取得成功之后，总理也不想做任何事情。在英格兰银行的鼓

励下，为了赢得时间，布吕宁1932 年1月8日对英国大使霍

拉斯·朗博尔德爵士(Sir Horace Rumbold)说，德国现在或

将来都无法支付战争赔款。此消息不慎披露到新闻界，因此在

1月9日就已经很清楚：德国政府对快速解决赔偿问题不感

兴趣。

布吕宁的意图没有什么可以过多解读的地方。国务秘书平

德尔在1月8日宣布了总理在前一天与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布

洛同德国驻巴黎、伦敦和罗马大使们的谈话结果。文件记录总

结了谈话参与者们完全一致的观点：“对总体情况进行反复深

入讨论之后，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灾难性的全球经济危机

对我们的战争赔款政策也有其有利的一面。除了法国政府采取

抵制态度之外，全世界实际上都清楚地认识到战争赔款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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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最严重的萧条时期过去，时局

发生一点改善的话，我们在战争赔款政策方面就失去了王

牌⋯⋯因此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天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去追

求临时的解决办法，而是贯彻彻底取消战争赔款这样一个最终

解决方案的想法。”

因此，布吕宁打算在1932 年进行战争赔款谈判的路线很

明确：在政治上必须充分利用政治危机，即便这将意味着更

大的社会痛苦和进一步的政治激进化。帝国政府决定推迟原

定于1月25日开始的洛桑战争赔款会议，并实现了这一目

439 标。1月20日，会议被取消，并且没有再定新的日期。德国

驻伦敦大使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告诉英国外交大臣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

如果在 7月1日胡佛暂停支付战争赔款令到期之前不开始对战

争赔款问题进行最终方案谈判的话，那么即便是一个包括不受

保护部分的赔款支付在内的全面暂停战争赔款令也无济

于事。3

布吕宁公开重申自己在赔偿方面的国家立场时，自然不会

遭到任何右翼势力的抗议，甚至一些温和左派对总理的方针也

表示出善意的理解。早在1931 年12月16日，德国总工会联

合会主席特奥多尔·莱帕特就提出了“结束赔偿”的口号，

从而引发了一片掌声和激烈的冲突。表示认同的一方有这一天

刚刚成立的钢铁阵线(Eiserne Front),这是一个由德国社会民

主党、自由工会、黑红金旗帜团和反右倾工人体育协会组成的

新组织。立即对此提出谴责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

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他批评工会领袖违背了社会主义工人

国际(Sozialistischen Arbeiter-Internationale)决议的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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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地接近”民族社会主义。34

莱帕特显然不知道，他的这番与布吕宁商量好的讲话与

自由工会同时开始宣扬的目标——通过部分贷款的方式来创

造就业机会——背道而驰。1931年12月23 日，德国总工会

联合会的经济专家、来自苏联的弗拉基米尔·沃伊廷斯基

(Wladimir Woytinski),德国木工协会主席弗里茨·塔尔诺和德

国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弗里茨·巴德(Fritz Baade)提交了一

项草案，该草案根据三名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为

“WTB计划”。这一草案设想雇用100万名失业人员来从事公

共事业工程的工作，并且准备为这一项目从帝国银行发行货币

债券。债券用来支付这一计划的部分费用。根据沃伊廷斯基和

他同事的计算，这个项目的总开支为 20亿马克。创造就业机

会将会刺激消费品行业，从而吸引更多的失业者重新就业。由

于生产设备中有巨大的闲置产能，因此不必担心通货膨胀的

影响。

“WTB计划”很难与在赔偿问题上孤注一掷的立场融合到

一起。如果德国在公共项目创造就业机会上花费大笔金钱，就

不可能说服西方强国完全放弃战争赔款。如果不这样做，各国

准备妥协的可能性更大，从外国借贷的机会也会更大，从而推

动经济的复苏。所谓妥协方案，可以是很长一段时间停止偿还

赔款，随后支付的几次最后款项远远少于《杨格计划》所规

定的金额。但是，当工会对布吕宁在赔偿问题上的强硬方针做 440

出支持之后，摆脱通缩政策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小了。

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正好与其相反。一方面，即便是出于照

顾法国社会主义者面子的考虑，社会民主党也主张就战争赔偿

和协约国债务问题达成国际共识，这种态度与布吕宁对国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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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严格措施相抵触。另一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拒绝采取自

由工会的专家所要求的那种积极的经济政策，因此在这一点上

又与德国总理的想法是一致的。结果，当1932 年1月26 日

“WTB计划”形成最终版本的时候，它并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工

人运动的共同平台。在自由雇员总工会的支持下，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专家在2月8日和9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党和工会

不应把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孤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作为社

会主义“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因此不要一味坚持通过

附加贷款的办法来创造就业。于是，德国总工会联合会的联邦

委员会在2月16日遵循这一方针，在关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决

议中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融资问题的具体声明。如果说“WTB

计划”曾经有希望成为一次成功宣传的话，那么在这个决议

之后，这种希望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了。

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阻止了社会民主党人与布吕宁政

府的通缩政策决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遗传基因使

他们相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必须忍受到最终的

痛苦结局。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家格哈德·科尔

姆(Gerhard Colm)所说的“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也对社会民

主党产生了影响：社会民主党担心，如果不再坚定地捍卫马克

的稳定，将会招致选民们的惩罚。自1931年秋天以来，社会

民主主义者一直指责民族主义右派有向通货膨胀倾斜的倾向。

现在，他们又怎能签署一项很容易被人提出同样指控的计

划呢?35

虽然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正统的态度，但在1931年与1932

年交替之际，再也谈不上什么经济重整的共识了。德国统计局

局长兼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恩斯特·瓦格曼(Ernst Wag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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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提交了一份改革计划，试图借此机会扩大银行自主信贷

的范围。布吕宁对此非常恼火，他甚至想阻止瓦格曼就该主题

发表公开演讲。

内阁内部呼吁采取积极经济政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32 441

年初以来，经济部部长瓦姆博尔德和劳工部部长施特格瓦尔德

一直在采取积极措施来振兴经济，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措施

缓解国内的局势。2月5日，经济部甚至明确提及了“WTB

计划”和沃伊廷斯基的论点。高级政府议员威廉·劳滕巴赫

(Wilhelm Lautenbach)在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提出要“通过扩张

信贷来创造额外的购买力”,布吕宁却对此充耳不闻。总理在

2月20日的一次领导会议上承认，“要为创造就业计划发放足

够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应该通过信贷来筹集，而是在很大

程度上从失业者那里获取。

除总理外，帝国银行行长路德是最强烈抵制一切通过

“人为”信贷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和布吕宁一样，路德主要是

竭力避免创造大规模就业计划所带来的不良政治后果。绝对不

能给战争赔偿债权人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好像德国经济仍然具

有相当大的实力储备，德国本土不能养成新的通货膨胀的

心态。

然而，帝国银行的实际行为并不像它给人的印象那样死板

僵化。德国财政部部长迪特里希宣布，他将在总统大选之后提

出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并为这个计划申请20亿帝国马

克的贷款。3月4日路德对此做出回应，指出帝国银行迄今还

没有因为贷款的问题而拒绝过某一项单一计划。路德还举了一

些例子，包括为所谓的“苏联业务”,即苏联的出口生意放

贷，以及为1931年7月成立的承兑和担保银行提供商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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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这是为私人银行和帝国银行之间做的中介。然而，帝

国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和不允许的是，“通过信贷扩张来

实施大型综合性项目，因为这将完全动摇人们对帝国银行的信

任⋯⋯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到7月，直到国际问题得到解决”。

布吕宁认为对这个时间段的期望过于乐观。他在3月4日

的同一次会议上说，赔偿问题在1932年夏天得不到解决。即

使在7月能够与英国和法国达成协议，但美国是否在提名总统

候选人的当口还有心思来抓这块烫手的山芋确实让人生疑。如

442 果胡佛再次当选，那么谈判可以在11月重启。如果他没能连

任，就无法在1933年3月新总统上任之前开始谈判。“因此我

们必须坚持到那个时候。”

给会议做记录的国务秘书舍费尔在3月4日晚上的一次小

规模谈话中再次和总理谈起时间表。根据舍费尔的记录，两人

展开了以下对话。舍费尔：“我认为，如果没有国际宽松政策

和相对宽松的经济形势，我们是不可能坚持到明年春天的。”

布吕宁：“但是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给人一个我们开始示弱

的印象。”舍费尔：“但是，我们绝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否则

接下来我们就会突然崩溃。英国人、意大利人和美国人必须根

据我们的局势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对他们说出真实情况是不是

正确的做法，这一点我有点拿不准。但我会这么做。否则，他

们以后可以理所当然地责备我们，说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

们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们才没有采取其他行动，或采取更加快

捷的行动。”布吕宁：“我们必须坚持到1933 年春季，哪怕要

使用欺诈手段。”36

总理的这一番话并不会令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感到惊讶。

舍费尔在2月28日的财政预算备忘录中就做出了对战争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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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推迟后果的清醒评估。在上一个秋季和冬季计算财务需

求，以这样的设想为出发点，即1932 年 2月有一个永久性或

临时性的赔偿解决方案，经济应该会出现一次不小的复苏。但

显而易见的是，经济形势并没有出现好转。在这个时候，必须

保持资金集中，也就是说，不能批准任何新的资金，并尽可能

减少现有资金发放。“现在，帝国政府和帝国银行必须竭尽全

力保持直接用于国家、邦和地方的现金状况，让我们度过这个

谈判时期，而不是在谈判中陷入崩溃而被迫做出妥协。为了这

个目标，不管多么痛苦，在政治上多么不得人心，也不得不停

止东部地区补贴的资金筹措，停止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停止

建造住宅区的方案。”

舍费尔认为，造成这一困境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不仅仅在

于德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还在于德国政治中的错误。“我们

一直在同时追求多个目标，却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能力不足以同

时实现这些目标，而且我们经常错过正确的时机，在关键的时

候把次要的目标排到重要目标的后面。我们开始建立德国-奥 443

地利关税同盟，而这个项目只有在我们不考虑立即解决赔偿问

题的情况下才能执行。当我们决定在公众舆论中动员对赔偿问

题进行讨论，并且准备采取政府行动时，却没有及时停止德奥

关税同盟的项目，也没有推迟裁军会议来实现我们的赔偿

目标。”

舍费尔的判断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布吕宁目前采取的外交

政策过于单一，在普通事务上如此，在赔偿问题上更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总理在裁军问题上与财政部国务秘书的意见正好

相反。伦敦在1931年12月提议将原本计划已久的日内瓦裁军

会议从1932年2月推迟到夏初，即推迟到法国参议院选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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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但被总理拒绝了。他认为，裁军会议不仅应该给德国带

来军事平等，而且应该成为解决赔偿问题的杠杆。总理的策略

想法是有连贯性的：可以预见法国很可能不会对本身的裁军做

出任何让步，因此会在日内瓦会议上受到孤立。如果发生这种

情况，巴黎在即将到来的赔偿纠纷中的立场也会被削弱，这样

德国就可以在无意中受益。

因此，布吕宁在1932年春采取的政策并非出自政治经济

的必然性，而是根据自身设定的政治目标。总理这种排列主次

的做法一直是有争议的，从内阁直到最亲近的咨询小组都在为

这个问题争执。替代方案一再被讨论，但总是遭到拒绝。当

然，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首脑的固执和决心，所以总理方针的批

评者并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况且此时的德国不再由议会掌控，

而是受制于总统制，而这个总统是保罗·冯·兴登堡。因此，

在“民族性”上不如海因里希·布吕宁的总理都不可能长期

掌权。



15.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

1932年春季的重大事件是帝国总统大选。兴登堡的七年 444

任期于4月25日届满。自1931年秋以来，布吕宁就一直忙于

这位已经 84岁高龄的陆军元帅的连任问题。布吕宁担心全民

普选仍具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想通过议会的手段延长兴登堡的

任期。然而，修改宪法需要在国会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

想要在议会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票数的支持，只有在“民族反

对派”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布吕宁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他在1月6日和希特勒谈话，如果希特勒能够作为第一人赞同

重选兴登堡，那么布吕宁甚至可以允诺他进入“执政领导

层”,即进入总理府。但在五天之后，即1月11日，希特勒和

胡根贝格达成一致意见，拒绝总理的请求。因此只剩下一个宪

法规定的一般程序：通过德国全民选举的办法来选出帝国总

统。在这一点上，布吕宁内政上的失败，帮助希特勒在公众场

合中扮演了一个宪法保护人的角色。

在这个时候尚不能确定兴登堡是否乐意再经历这么一次大

选，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理想在这位老人身上打责任感这

张牌，让他知道，他是德国唯一能够阻止纳粹总统上台的候选

人。如果布吕宁在回忆录中所述是真实的，他还试图说服兴登

堡如果继续任职，甚至还可以准备恢复君主制。至关重要的

是，重新选举的倡议来自“右翼”,但只有在社会民主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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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情况下兴登堡才能获胜。而他的竞选意愿主要取决于保

守派人士是否能够成功说服他为了祖国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再

承担起另一个总统任期的重任。

1932年2月1日，由柏林市长、无党派人士海因里希·

萨姆(Heinrich Sahm)领导的兴登堡委员会发出了呼吁。在

这份呼吁书里，总统被描写成“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

第一人，同胞心中的第一人”。“兴登堡，”呼吁书中继续说，

“他克服党派竞争，他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他领导我们走向自

445 由。”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字的有诗人格哈特·豪普特曼、画家

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青年德意志骑士团的

“大师”阿图尔·马劳恩、德国工业帝国协会主席卡尔·杜伊

斯贝格、希尔施-邓克尔行业协会秘书长恩斯特·莱麦尔，以

及两位德国前国防部部长奥托·格斯勒和古斯塔夫·诺斯克。

诺斯克自1920年以来一直担任普鲁士邦汉诺威省省长，是签

署者里唯一的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

在“兴登堡委员会”中，德国保守势力代表人数甚少，

远远低于总统和总理的期待。在各“民族主义协会”领袖人

物和大农场主中，没有一个人签署这份呼吁书。帝国总统是钢

盔团荣誉成员，尽管如此，钢盔团依然不想投票给现任总统。

帝国总统还是帝国战士协会“基夫霍伊泽”(Kyffh?user)的

荣誉主席，但这个组织也对是否向兴登堡做出承诺犹豫不决。

直到2月14日，基夫霍伊泽协会董事会才宣布效忠德国总统。

一天之后，兴登堡终于宣布，他意识到自己的连任关系到

“我们祖国的命运”,因此决定再次参选。

兴登堡的声明促使温和的右翼和中间派政党公开支持他。

而“哈尔茨堡阵线”发生了破裂，钢盔团和德国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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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屈服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领导权，并于2月22日提出了

自己的候选人：钢盔团副主席特奥多尔·杜斯特贝格

(Theodor Duesterberg)。就在同一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的柏林大区领袖约瑟夫·戈培尔在体育宫宣布：“希特勒

将成为我们的帝国总统!”四天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

被任命为不伦瑞克邦驻柏林的政府理事会主席。政府理事会是

一个邦驻首都的代表处，1930年10月以来，不伦瑞克由德国

民族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合内阁执政管理。自

1924年以来就一直无国籍的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借助

这个职位终于获得了他申请德国总统职位仍然缺乏的资质——

德国公民身份。

从1月12日开始，左派就确定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恩斯特·台尔曼，他被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为“红色工

人候选人”提名为兴登堡的继任者。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

领导认为，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真正决定支持兴登堡，那么台

尔曼将会吸引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这种考量并非完

全错误。自1930年10月实行宽容政策以来，虽然社会民主党

的成员和支持者容忍了许多与本党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但现

在如果要推荐拥护帝制的兴登堡参选总统，这对许多社会民主

党人来说太过分了。

布吕宁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促使社会民主党人去选择兴 446

登堡。正好相反，在1932 年初，政府通过声明和行动对这个

最大的民主党派发起了挑战，这种做法只能被理解为是想讨极

右派的喜欢。1月22 日，总理以一封详细的公开信的形式答

复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希特勒陈述了否定通过国

会延长德国总统任期做法的理由。《前进报》称这种做法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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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承认了这个“政治帮派领导人”具有同等的权力。一周之

后，德国国防部部长格勒纳发出公告，把一些政党的党员开除

出德国国防军，这些政党和被点名的德国共产党一样，“在其

纲领中把革命的思想和敌视国家的态度当作政党的永久基

础”。格勒纳用这种办法间接地表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不再是违宪的政党。

2月24 日是国会召开短期会议的第二天，这一天的会议

被一阵阵骚动搞得不得安宁。在会议上，布吕宁公开谈到了他

和他的政党试图“拉近语气最严厉的反对派团体与国家的距

离”。总理说，右翼政党在过去几年里有无数次机会进入政

府，承担起德国的执政责任。“大家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台下大声呼喊：在中央党的枷锁之下!),

总理补充道，“我的党也是如此”。根据备忘录的记载，布吕

宁的这个坦言引发了“中间派政党暴风雨般的持久掌声”,而

社会民主党此时保持沉默。总理接着说，民族社会主义者不应

以任何方式将他与1918年11月9日联系在一起。“先生们，

11月9日，我正在军队里服役，这支军队建立了由温特费尔

特率领的镇压革命的团队。”

布吕宁之所以追溯历史，是为了回应约瑟夫·戈培尔在前

一天引发的轰动。戈培尔说兴登堡“受到了柏林八卦新闻界

的称赞，还得到了逃兵政党的称赞”。戈培尔在这里指的是德

国社会民主党。为此，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库尔特·舒马赫

(Kurt Schumacher)对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发言人做

出了回答。舒马赫是一名1914年自愿参战的士兵，后来身负

重伤，他的回答收获了热烈的反响。舒马赫称纳粹的整场煽动

是在“不断对人内在的陋习发出呼吁”,如果民族社会主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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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值得认可的，那就是“它在德国政治上第一次成功地动

员了人的愚蠢”。总理在第二天关于自己在11月角色的解释，

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并非一个荣誉宣言。正好相反，他们认为

这和官方支持纳粹分子声讨“11月罪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即使布吕宁这种挑衅式的表达方式也不能阻止德国 447

社会民主党于2月26日，即德国国会会议闭幕的最后一天向

公众宣布自己做出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几乎不会让人感到惊

奇。2月27日发表的题为《击败希特勒!》的呼吁，是社会民

主党执行委员会前一天决定的。这篇文章指出，德国人民将在

3月13日，即第一轮德国总统选举日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到

底是保留兴登堡，还是让希特勒取而代之。”兴登堡是1925年

由右翼势力在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呼声中选举产生的总统，但他

让自己的前支持者感到失望，这是“因为他是超越党派的，

并且想保持超越党派的立场，因为他不想参与政变，所以他们

现在想消灭他”。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把3月13日的选择方案说得异常

尖锐，以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口号已经成了政治逻辑和

道德问题。“希特勒取代兴登堡意味着：德国和整个欧洲陷入

混乱和恐慌，经济危机和失业危机严重加剧，国内人民之间和

德国与外国之间流血冲突风险最大化。希特勒取代兴登堡意味

着：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将战胜中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战

胜工人阶级。公民将失去全部自由，新闻界、政治组织、工会

组织和文化组织将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变本加厉的剥削和

工资奴役(Lohnsklaverei)。”反对兴登堡的每一张选票，就等

于给希特勒投了赞成票。每一张不投给台尔曼的票，而是转投

给兴登堡的选票都会对希特勒造成打击。因此，执行委员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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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成员发出呼吁：“让我们竭尽全力，确保在第一轮投票

中就能发出决定性的一击。通过这一击使德国人民摆脱法西斯

主义的威胁!击败希特勒!因此我们选择兴登堡!”

一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认为，纯粹否定希特勒的呼吁似

乎理由还不够充分。于是普鲁士邦总理奥托·布劳恩于3月

10日在《前进报》发表了一份个人宣言。他在1925年的第一

轮总统大选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在这份宣言里，他

称兴登堡是“镇定和耿直的体现，他忠实于全体人民并且尽

职尽责”。虽然在自己与冯·兴登堡先生之间存在着世界观和

政治观方面的巨大鸿沟，“然而在我们今天的公共生活中可惜

几乎一钱不值的人性，为我们搭建了逾越鸿沟的桥梁，让我们

团结起来，并为促进人民的福祉而团结一致。我认识的这位帝

国总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一个意志纯正、判断力明确、充

448 满康德式责任感的人⋯⋯我选兴登堡，我向七年前给我投了票

的数百万选民，以及信任我和我的执政理念的所有人发出呼

吁，都来这样做，击败希特勒，选择兴登堡!”

在这次总统选举活动中，还有一个比布劳恩更坚定地推举

兴登堡的政治人物，他就是海因里希·布吕宁。帝国总理和普

鲁士邦总理差不多，也与帝国总统发生过个人冲突。布吕宁比

任何人都清楚，这位身居国家元首地位的老人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无法理解困难的政治环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但这都不算

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候选人可以击败希特勒。因此在

3月11日，总理在柏林体育宫举行的最后一次大选集会上这

么描述德国总统，而这种形象被现实证实为非常尴尬的谎言。

布吕宁说，他想找到一个能够和兴登堡一样“清楚、快速地

看清事物，并言简意赅地对此做出评判”的人。总理认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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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堡是一位“真正的领袖”,是“上帝派来的”,称呼他“在

全世界都是德国的力量和团结的象征”。他发出最终的呐喊：

“兴登堡必须胜利，因为德国必须生存。”

兴登堡本人在竞选期间仅发表了一次候选人演讲，这次竞

选演讲于3月10日在广播中播出。帝国总统说他已经准备好

连任，如果这个位置被一名极端党派的候选人占据，祖国将会

面临动荡。他明确否认自己是接受左翼势力或黑红联盟的邀请

来参选的，他倒是承认接受了来自右翼党派团体连任总统的请

求。他认为“在无党派的基础上成为德国人民的候选人，去

面对只是由政党推举的候选人”,这是“为祖国承担义务”。

兴登堡还回忆了“1914 年思想和奔赴前线的精神，这种精神

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个人，而不是某个社会阶层或某一个政

党”。他呼吁“全民大团结”,并且允诺，要像在战时那样坚

持到底，忠诚地为德国人民服务。

到了3月13日晚间已经可以确定，第二轮投票势在必行：

兴登堡得到了49.6??有效选票，差一点点获得绝对的多数

票。希特勒则以 30.1??票数位居第二，接下来是获得13.2%

选票的台尔曼和获得6.8??票的杜斯特贝格。

只要多出 173000 张选票，现任总统就可以连任了。与

1925年不同的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根据地，以及在天主教徒 449

人数高于平均水平的地方，兴登堡获得的选票数尤其多。然而

在新教徒聚集的农业地区，他的选票数又远远少于德国的平均

水平，而这些地方正是他七年前大获全胜的地方。除去巴伐利

亚，兴登堡在所有地区都丧失了自己的固定投票者，而以前反

对他的人却纷纷把选票投给了他。

希特勒在与元帅展开政治决斗的时候，把自己卷入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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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风险之中。民族社会主义者领导人这次获得的票数，比

1930年9月的上一次国会选举本党所获的票数多出500万张，

但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宣传时，把这位“老战士”

获胜的期望值提得过高，以至于当选举结果出炉时，党内许多

人深深陷入了悲观，党旗也降了半旗。然而，希特勒本人则试

图给人以胜利即将来临的印象。3月14 日晚上他喊出口号，

要全力以赴地投入4月10日的第二轮竞选中。“必须立即以最

尖锐的形式重新发起攻击⋯⋯第一轮竞选已经结束，第二轮竞

选已经从今天开始。这一次我也会亲自出马!”7

德国共产党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比上一次德国国会所得选

票多出40万张，共产党将这个结果视为自己的成功，但也在

“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中承认，在“反击社会民主党可

耻的行为，戳穿‘两害相权取其轻’和‘国家资本主义’自

欺欺人的谎言，粉碎‘钢铁阵线’的政策方面，并且说服数

以百万计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所属的工人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

性，让他们摆脱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的运动中，仅仅取

得了“部分成功”。第二轮选举比第一轮选举更加明确，这完

完全全是兴登堡和希特勒之间的角逐，但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仍然坚持让恩斯特·台尔曼再次竞选。根据斯大林1931年11

月的指示，共产党发誓要把“工人阶级的主要矛头”指向社

会民主主义。因此，“台尔曼同志作为战斗候选人”最重要的

目的是很明确的：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让人们认识到，

“社会民主党作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以及希特勒法西斯主

义的双胞胎兄弟的特性”。

第一轮选举结束后，那些帮助兴登堡迈向胜利门槛的政治

力量终于松了一口气。3月16日，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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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希特勒已经被击败，德国将免于惨重的灾难，整个世界都会

摆脱可怕的威胁。一天后，普鲁士邦内政部部长对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冲锋队的所有办事处进行了搜查。事实证

明，在大选之日，冲锋队已经接到慕尼黑党部领导的命令保持

戒备，并准备发动暴力冲突。

早在选举5天前，即3月8日，德国内政部部长格勒纳就 450

通过信件把这一切告诉了泽韦林。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因为被搜查一事在莱比锡的国家法院起诉普鲁士邦政府。在3

月24 日的听证会上，普鲁士邦内政部代表在提到3月 8日的

信件时声称，帝国内政部部长曾让普鲁士警察采取行动。格勒

纳对此表示愤怒：这位双重部长甚至不承认他的信是在呼吁采

取严厉行动。

格勒纳这种反复无常令普鲁士、巴伐利亚、巴登、符腾

堡、萨克森和黑森等一系列邦行动起来。在 4月5日的一次

会议上，德国内政部部长因其无所作为而受到严厉批评。一

批出身社会民主党的邦内政部部长要求禁止冲锋队，他们是

普鲁士邦的泽韦林、巴登邦的迈尔(Maier)和黑森邦的洛伊

施纳(Leuschner),而且巴伐利亚的内政部部长施蒂策尔

(Stützel)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他是来自巴伐利亚人民党

的政治家。当时在场的帝国司法部部长约埃尔谈到了“各邦

组成统一战线”,这个建议给格勒纳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决

定向内阁提交一份禁止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紧急法令草案。”

就在这一天，即4月5日，泽韦林把在3月17日进行大

搜查时警方发现的材料详细告知了媒体。至少普鲁士内政部部

长认为，这些材料提供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叛国和

叛逆罪行的证据。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证明，冲锋队在波美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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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波森-西普鲁士(Posen-Westpreu?en)边境地区，计划从

德国东部边防警卫队的仓库购买武器，并在波兰入侵时拒绝向

边防部队提供任何帮助。此外，纳粹分子还从间谍那里得到了

有关警察的结构、兵力和武装的精确信息，发布了建立情报部

门的指导方针，并制定了“夺权”的总体动员计划，其中包

括占领天然气站、水厂和电厂。

泽韦林宣布的有关民族社会主义者秘密军事政策的消息最

初震惊了德国国防军领导层。德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负责人

冯·施莱歇将军马上暴跳如雷，他明确要求格勒纳禁止冲锋队

和党卫队。但是这种决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4月8日，施

莱歇接待了德国国会的两名议员——德意志人民党主席爱德

华·丁格尔代与基督教民族农民和乡村人民党的知名成员金

特·格雷克(Günther Gereke)。这两人都警告说在禁止冲锋队

的事上要慎重，否则在4月24日的普鲁士邦选举中，他们的

政党很可能将蒙受损害。施莱歇认为这些担忧有道理，因此在

451 4月9日向格勒纳推荐了另一种策略：内政部部长应以最后通

牒的方式要求希特勒对冲锋队进行改造，去除其军事和威胁国

家的特性。

施莱歇受命起草给希特勒的信，但是这位将军并没有能够

说服他的部长。帝国总统4月9日下午与格勒纳谈话时说，禁

止冲锋队的做法要比给希特勒写信更好。经过兴登堡的一番严

厉措辞，格勒纳于4月10日，即德国总统第二轮选举的这一

天，向总理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提出立即解散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准军事组织。内政部部长指出这一步是必要

的，在过去几周里发生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这些邦的事件，足

以给国家对希特勒的私人军队采取强有力行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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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选的星期日下午的晚些时候，布吕宁主持了由一部

分部长和国务秘书参加的会议，来讨论格勒纳的备忘录。代理

内政部部长讲话之后，国务秘书迈斯纳马上明确表示，在此期

间，兴登堡已经对自己的决定产生了动摇。帝国总统现在正在

考虑，还是向希特勒发出“限期一周、措辞清晰而严厉的最

后通牒”更加妥当。迈斯纳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什么兴登堡

告诫大家要谨慎行事：“帝国总统担心有人会对他发动袭击。”

施莱歇对兴登堡的情绪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参加了

这次会议，之后他宣读了给希特勒的信。这封信引起了司法部

部长约埃尔和内政部国务秘书茨威格恩(Zweigen)的忧虑，

他们担心这封信不符合宪法。格勒纳说，现在唯一的选择就

是，要么严肃处理，要么向冲锋队投降。布吕宁对此观点表示

赞同，并用他在过去一周几乎走遍德国各地的竞选活动中收集

到的观察结果来为他的观点辩护。于是政府内阁这一级做出了

决定。这个决定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最重要的几个邦长期以来

一直敦促德国政府推行的强硬路线。0

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之前，各个候选人的造势活动短暂而激

烈。为确保复活节和平，政府发布紧急法令，禁止3月20日

至4月3日在公共场合举行政治选举集会，所以竟选活动集中

在4月4日至9日这短短几天之内。钢盔团在3月14 日明确

表示其副主席杜斯特贝格将不再参选之后，第二轮选举还剩下

三个候选人：兴登堡、希特勒和台尔曼。

很难预测杜斯特贝格的选民们在4月10日会如何表现。

钢盔团建议弃权，德国民族主义者则决定“积极参与”第二 452

轮选举，理由是兴登堡再次连任已于3月13日成为板上钉钉

的事了，而两周后的普鲁士邦选举比德国总统选举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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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问题今天都可以放在一件事情后面，这就是普鲁士!

现在这里才是推翻体系的杠杆。”

只有一个大型经济利益代表协会公开表示拥护希特勒，这

就是帝国乡村同盟。工业家组织没有正式喊出口号。德国工业

帝国协会主席卡尔·杜伊斯贝格早在第一轮总统选举前就力挺

兴登堡，并呼吁企业家捐款支持现任总统连任。但是，只有少

数企业家响应了这一呼吁，莱茵-威斯特法伦的重工业企业中

只有克虏伯、西尔弗贝格和弗里克慷慨解囊。鲁尔的大多数大

亨都拒绝公开支持兴登堡，因为支持兴登堡也可以被解释为对

布吕宁以及他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承诺。自1931年夏天以来，

企业家阵营的右翼一直在激烈反对这种政治倾向。

但是，并不能得出结论说，矿业大佬们都希望有一个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总统。希特勒的早期支持者——联合

钢铁厂监事会主席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在这方面是

个例外。1932年1月底，蒂森帮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领导人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公开露面，引起了各界的

重视。但是，他在总统选举中为希特勒竞选站台时，并未受到

大企业家们的欢迎。倒是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与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之间的合作为新帝国政府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古特

霍夫农集团总裁保罗·罗伊施的目标。当他于3月19日与希

特勒会面时，就向希特勒表示“他的”报纸《慕尼黑最新新

闻》(Mi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施 瓦本 信 使 报》

(Schwabischer Kurier)和《法兰克信使报》(Frankischer Kurier)

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会保持中立。

希特勒试图在 4月4日至 9日这六天之内从空中征服德

国。兴登堡的挑战者乘坐飞机匆匆穿越整个德国，向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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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讲话，并给人他无处不在的感觉。“希特勒高于德国”

(Hitler über Deutschland)是这场竞选活动的口号，这是当时

最现代化的、技术上最完美的竞选活动。

希特勒谴责现在的“体制”,并且用自己设想的德意志民

族共同体与其对质。而台尔曼在这一次“最后的呼吁”中说

出了共产党的一个目标：“工人阶级要掌握所有的权力，建立

一个社会主义委员会国家，与苏联和战无不胜的红军结盟。”

在兴登堡阵营里，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执政党再次结成 453

“钢铁阵线”,这一联盟中最不知疲倦的战士就是德国总理。

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地抨击“最肆无忌惮、最不负

责任、蛊惑人心的纳粹体系”。布吕宁在柯尼斯堡举行了最后

一次竞选造势大会，这次大会在德国各地广播电台播出。会上

纳粹分子进行报复，希特勒的追随者把好几箱白鼠带进会场，

老鼠到处乱窜，会场乱作一团，分散了总理讲话的大部分影

响力。2

纳粹分子的最后一次骚扰已经无法阻止兴登堡的胜利了。

4月10日深夜已经确定，总统已经以令人信服的多数票获得

第二任期的授权。兴登堡的票数为 53希特勒36.8台

尔曼10.2??

希特勒的敌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们并没有胜利的喜

悦感：陆军元帅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与第一轮投票相

比，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袖在第二轮选举中赢得的选

票比德国总统赢得的选票多。凡是参加第二轮投票的杜斯特贝

格的选民，大多数选择了希特勒而不是兴登堡。台尔曼票数的

损失主要是由于许多德国共产党支持者并没有听从中央委员会

的号召，在4月10日选择了不投票。从各个地方投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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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出，有些人把票投给了希特勒，而另一些人则投票支

持兴登堡。4月10日的总投票率为 83.5明显低于3月3

日的 86.2??3

就像在3月13日一样，最难做出选择兴登堡决定的是德

国社会民主党。但是，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像社会民主党那样，

把现任总统的胜利视为自己的成功。普鲁士邦议会党团主席恩

斯特·海尔曼在他编辑的机关报《自由之言》(Das Freie

Wort)上，对4月10日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

“兴登堡以 600万票的优势完胜希特勒，以遥遥领先的多数票

再次当选德国总统，虽然有各种议论，但这是本党的重大胜

利，是民主的凯旋。”

事实上，兴登堡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宽容政策的结果。自

1930年秋天以来，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没有机会习

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他们在1932 年春天就几乎不可能

被说服，并选择这个顽固的保皇派来领导共和国。这一做法的

目的就是防止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专政。而这恰好是德国总统选

454 举的另一种选择：除了陆军元帅之外，没有人能够将一部分传

统的右翼势力与魏玛联盟剩余的支持者团结起来，从而把纳粹

分子排挤到第二位。社会民主党内几乎无人不知兴登堡不是一

个民主人士，但是到目前为止，德国总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

法治人士，也尊重不受欢迎的宪法。从当时的局势看，1932

年总统大选时，魏玛实际上也没有更多可挽救的东西了。与4

月10日再一次避免的局面相比，这已经很不错了。4

第二次投票的结果对获胜者来说并不是纯粹的喜悦。兴登

堡的成功不是因为右翼势力的支持，而是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

徒的捧场，这深深地伤害了兴登堡。4月15日，布吕宁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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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连任。这个最积极的竞选造势者感觉到了老人的不满。根

据惯例，布吕宁向兴登堡提交辞呈。兴登堡表示，他目前不愿

意接受总理的辞职，但保留今后再使用辞去总理职务的权力。

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对话中，还有一件事惹老先生烦恼。

施莱歇通过他的战友奥斯卡·冯·兴登堡(Oskar von

Hindenburg)说服德国总统，从政治上禁止冲锋队和党卫队是

不合时宜的，因为这势必导致兴登堡与右派之间的冲突。因

此，总统试图让总理放弃已经计划好的紧急法令。但是总理坚

持他在前一天所做的决定。在4月12日，兴登堡与布吕宁和

格勒纳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之后，最终还是妥协了。4月13

日，内阁一致通过了《保障国家权力的紧急法令》,并立即宣

布实施。

纳粹分子已经提前听到了对冲锋队和党卫队实施禁令的风

声，并且及时将罪证材料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因此，在搜查慕

尼黑“褐宫”① 和全德国各地的冲锋队总部时几乎没有什么成

果。希特勒暂时禁止其准军事组织出面活动。4月13日，他

呼吁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们，不要为“现任统治者”提供任

何口实，让他们有借口叫停即将举行的邦选举。第二天，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宣布将向宪法法院起诉德国政府。5

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在公众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与

政府有关报纸和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将这一措施视为自卫行为，

而德国民族主义报纸则认为这是左派政党的行为，并且提醒人

们注意，对黑红金旗帜团的衡量标准与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准 455

① Braunes Haus,纳粹党的全国总部，位于慕尼黑布林纳街45号。其名称
来自党员制服的颜色。



580/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军事组织的不同。这种说法完全符合在向帝国总统和德国国防

部提交的大量意见书中提出抗议的主旨。4月15日，施莱歇

甚至丝毫不加掩饰地威胁德国国防部部长，称帝国国防军不会

就这样接受这种禁令。

就在同一天，兴登堡在格勒纳不知情的情况下叫来了

陆军总司令库尔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将军。上周还坚决捍卫禁止冲锋队命令

的哈默施泰因现在应总统的要求，将有关黑红金旗帜团的材

料交给兴登堡。这些材料中的大部分都是4月15日以来的报

纸报道，而这些报纸上的信息大部分来自德国国防部的国防

军部门。兴登堡认为这些微不足道的文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以至于他立即以书面形式要求格勒纳对与冲锋队和党卫队性

质相仿的所有组织采取同样的行动。兴登堡用这种方式越过

了总理，布吕宁已于4月14日前往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帝

国总统未经德国国防部批准，就让陆军总司令提交材料的做

法也是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而且新闻界先于收件人得到兴

登堡给双重部长格勒纳的指令，这无疑是对格勒纳和整个内

阁的公开侮辱。

格勒纳 4月16日收到这封信，为了预防万一，他立即与

黑红金旗帜团的领导人卡尔·霍尔特曼(Karl Holtermann)进

行了沟通。霍尔特曼表示，声称他的组织致力于军事行动

的所有说法都是无稽之谈，由于政变的危险显然已经化解，

所以他正准备把黑红金旗帜团的精锐部 队——护卫方队

(Schutzformationen,简称为 Schufos)送去度假。根据这些承

诺和解释，格勒纳宣布黑红金旗帜团和钢盔团都未进行军事训

练，即便黑红金旗帜团在过去几个月里因为冲锋队的行为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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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自己的阵容的话，也会在最短时间内进行缩减。格勒纳在

发表这一声明之后，又宣布了一项几乎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

公告：格勒纳致力于创建一个涵盖整个德国青年的统一体育

组织，该组织显然是为准军事任务设计的。只有把它视为民

兵的初级阶段，回到义务兵役制，准军事任务才有意义。

由于黑红金旗帜团始终如一地履行霍尔特曼的诺言，立即

解散了护卫方队，因此德国政府并不难维持自己的新路线。4

月23日，布吕宁和格勒纳在康斯坦茨湖会面。总理专门从日

内瓦返回，为第二天在普鲁士的飞地阿赫贝格(Achberg)参 456

加邦议会投票。两人都同意不应对黑红金旗帜团采取任何行

动，但是格勒纳 4月26日向兴登堡报告此事时，并没有得到

好脸色。在国务秘书的支持下，总统下令，一旦护卫方队再次

成立，就要对其进行惩罚。

5月3日，内阁重新在布吕宁的主持下开会，会议试图给

总统一些脸面。内阁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令，将所有军事单位置

于帝国内政部的监督之下。另一项紧急法令是立即禁止共产主

义自由思想家协会，从而满足了本出自教会团体，后被兴登堡

视为自己的要求。帝国总统签署了这两项紧急法令，当然他对

第一项紧急法令是非常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完全禁止右翼

军事队伍，而左派组织仅受到内政部部长的控制，这种做法是

不公平的。

布吕宁政府迫于各个邦的压力，开始禁止冲锋队和党卫

队，政府的平衡点随即略微向左倾斜。这与兴登堡的预期恰好

相反，因为总统期待政府的政治倾向能够明确向右倾斜。于

是，改组政府的想法浮出了水面。但是布吕宁仍然有一项重要

的外交任务要完成：他将代表德国参加即将在洛桑举行的战争



582/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赔款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当然比从“民族反对派”阵营

推举出来的任何一个总理获得成功的机会更大，这就是兴登堡

为什么认为解除布吕宁职务的时机还没有到来。结果是，对冲

锋队的禁令一直有效。6

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之后的两周，大多数德国人再次被要求

来到投票箱前。4月 24 日，在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

汉堡和安哈尔特举行了邦选举。在选举造势活动的最后几天，

许多地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特别是在民族社会主义者和社会

民主党之间。4月22 日，冲锋队在慕尼黑发起了一场大厅之

战(Saalschlachten),他们想在柏林警察局局长格热辛斯基参

加的集会上发动爆炸袭击。2月7日，社会民主党向民族社会

主义者发起挑战，声称应该用狗鞭子将希特勒赶出德国。4月

22日，奥托·韦尔斯举行集会之后，在科隆的一家酒店里遭

到了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袭击。纳粹分子在酩酊大醉的国会议员

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的指挥下把韦尔斯摔倒在地，并

且弄伤了他的喉头。4月26日，科隆地方法院发出了逮捕令，

逮捕了纳粹党的这个议员。

普鲁士邦议会在4月12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

457 意义深远的重大决定：在执政党多数的支持下，普鲁士议会决

定改变一项选举程序规则。到目前为止，邦总理在进入第二轮

选举时在两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间进行决胜选举，只要获得

相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就可以胜出。变更后的程序规则是，在第

二轮选举以及以后的选举中，有绝对多数票支持的候选人才能

当选。

这一规则主要是针对建设性不信任提案的：邦议会只有在

多数票选出一名继任者的情况下，才能让他取代现任邦政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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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前进报》出人意料地明确表示了社会民主党发起修改规

则提案的动机：如果在 4月 24日之后出现了“民族反对派”

和共产党人的“负面”多数，那么德国共产党就有可能使用

老规则，最后让右翼少数派政府掌权。

正如人们普遍预期的那样，4月24 日举行的五个邦的选

举中，民族社会主义者大获全胜。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成为普鲁士、符腾堡、汉堡和安哈尔特邦的最强大政党，只有

在巴伐利亚邦，巴伐利亚人民党才保持了两个席位的微弱优

势。除了一个邦以外，共产党人的票数都有增长，而社会民主

党和非天主教资产阶级政党却损失了很多选票。唯一的例外是

汉堡，汉堡的最后一次议会选举在七个月前刚刚举行过。在这

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家党赢得了选票，而德国共产党的表

现却明显不如上次选举。与1930年 9月的上一届德国国会选

举相比，只有一个赢家，这就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在所有的

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非天主教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丢失了选

票，而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之外也在各地失去了选票。但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未能达到希特勒4月

10日预期的结果。8

4月的邦选举最初仅导致一个邦的政府进行了更替：自

1919年7月以来，社会民主党人海因里希·戴斯特(Heinrich

Deist)一直任安哈尔特邦总理，中间只有1924年的一次短暂

中断。1932年5月，邦总理一职由民族社会主义者阿尔弗雷

德·弗赖贝格(Alfred Freyberg)接任，在这里资产阶级右翼

的选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陷入少数

派境地的资产阶级内阁勉强执政。在汉堡，邦大联合政府借助

《迪特拉姆斯采尔紧急法令》(Dietramszelle Notverordnung)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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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政府。这是1931年9月27日帝国总统在迪特拉姆斯采尔

度假时颁布的紧急法令，该法令允许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所

有必要的措施来平衡预算，可偏离现行邦法律，按照紧急法令

行事。9

普鲁士大选的结果备受期待。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席位从9

458 个激增到162个，而社会民主党的席位从137个骤降到94个。

因为国家党遭到了严重的挫败，中央党也有微弱的损失，所以

魏玛联盟已经不再拥有多数。他们合在一起的席位仅仅是423

个当中的137个。另外一种组合也不可能构成多数，即便是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所有议员推举出一

个纳粹候选人的话，也达不到所需的212 张多数票，而仅仅只

有 200 票。令人担忧的“负面”多数已经成为现实：民族社

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一共拥有 219个席位。这一多数派组合不

可能组成政府，但是在选举程序规则变更后它也不能推翻现任

政府。

普鲁士的大多数选民都反对布劳恩政府，在1932年4月

24日的投票中表达了这个心愿。选民们本应该在1931年4月

24日根据极右势力和极左势力的意愿，在要求解散邦议会的

全民公决中就表达这个心愿的。选民们的决定不仅仅是反对自

1925年以来执政的魏玛联合政府，还反对魏玛本身。绝对多

数所希望的与议会民主的想法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但是在替代

方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很大一部分选民希望成立一个元首领

导的国家，就像民族社会主义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那样，而很

小一部分选民则希望以苏联为榜样，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

由于这两种选择都不占多数，因此议会只能以折中的形式

解决危机。虽然在1931年秋天有黑森的负面经验，但最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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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人想到的是中央党和纳粹分子的黑褐色联盟。普鲁士中央

党在针对选举结果做出的第一份声明中绝不排除这种政府同

盟，但是附加了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民族社会主义者充其量

只能做出口头承诺：中央党准备“与在宪法基础上为全体人

民服务的各个党派合作”。

社会民主党对中央党与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进行谈判没有

提出异议，而且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4月25日，《前进报》

写道：“抢先进行这些谈判既不是我们的权力，也不是我们的

意图。”“我们只能说这么多：如果这两个党达成协议，那么

至少两党中的一个就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社会民主主义

者对这种协议的产物表示极大的怀疑，因为这将产生德国有史

以来最反动的资产阶级集团。”

但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黑褐色联合执政谈判可能出现

的结果存在着很大分歧。久病的奥托·布劳恩在1932 年春天 459

表现出明显的沮丧态度，正如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所说，

布劳恩深信“让纳粹分子加入议会政府的试验是不可避免

的”。卡尔·泽韦林显然也抱着相似的失望态度。他在4月26

日对合众社说，只有“与其联合执政的党派必须保证不违反

宪法的基本法律，才可以考虑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普

鲁士邦和德国参政”。

虽然布劳恩和泽韦林认为黑褐色联盟最有可能解决这场危

机，但是议会党团主席、普鲁士社会民主主义真正的战略负责

人恩斯特·海尔曼预计，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顽

固态度，谈判终将失败。“此后，延续国家政治生命的唯一方

法就是让布劳恩-泽韦林政府作为留任政府继续呼吸。”当然，

这种解决方案的先决条件是要对极左翼政治势力进行戏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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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海尔曼向共产主义者发出呼吁，至少要能够容忍布劳恩

少数派内阁这个事实。“德国共产党现在必须重新做出决定，

是否还要继续追逐立即发动革命的幻象，从而让法西斯主义成

为德国的主人，最终的结果无异于自杀。如果德国工人的利益

在德国共产党那里还有一点分量，那么他们就应该没有丝毫的

犹豫。”

海尔曼的战术本身是有逻辑的：只有在中央党与纳粹分子

之间的联合执政谈判失败之后，中央党才会做出继续以前的那

个联合政府的决定，尽管这个政府现在已经变成少数派了。因

此，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对黑褐两党的谈话横加指责，更不能过

早地摆脱执政的责任。预防性地呼吁共产党人容忍布劳恩行政

内阁，告诉他们这样一个内阁与一个右翼内阁相比是两害相

权取其轻的选择，传递这样的信息也要谨慎小心。如果大张

旗鼓地去争取德国共产党，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

这就可能让中央党受到惊吓，最终把自己送进民族社会主义

者的怀抱。0

海尔曼对德国共产党的呼吁并非完全没有希望。当希特勒

在德国总统第二轮选举中获选票数大增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对

“统一战线”进行了战术上的调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德

国共产党代表、革命工会反对派共同发表了“致全体德国工

人”呼吁书。呼吁书中对社会民主党人用了另外一种语气，

460 其中心思想是：“我们准备与每一个团结工人的、真正反对削

减工资和削减社会福利的组织联合在一起共同斗争!”虽然这

份宣言也包含了通常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领导人的猛烈抨

击，但早已过时的反“资本家强盗和日益肆无忌惮的法西斯

团伙”的“统一战线”已经不再特别局限于“社会底层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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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了。

共产国际本来希望在 4月24 日的五个邦选举之前发布

“致全体德国工人”呼吁书，但德国的“政治局”做出了不同

的决定，直到4月25日才正式发表这份声明。在发表此呼吁

书的同一期《红旗报》上，也撰文谈及了要先践行新策略的

原因。题为《选举结果》的社论明确指出，德国共产党没有

意愿“帮助纳粹分子进入普鲁士政府”:“在与布劳恩-泽韦林

政府进行最激烈的原则性斗争中，在反对其紧急法令的专政政

策以及他们为希特勒鸣锣开道的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与血腥

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不共戴天。我们将在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

帮助下，竭尽全力堵死他篡夺政府权力之路，打破他的恐怖，

工人阶级将发动新的红色进军彻底击败他。”德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在 5月的呼吁中用言简意赅的形式发出了新的信息：

“纳粹参政将是走向公开的血腥专政的危险一步。”

战术上的调整随着德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变化而变化：海因

茨·诺伊曼始终代表着比恩斯特·台尔曼更加激进的超左派路

线。经过和斯大林磋商，诺伊曼于5月24日被逐出共产党的

核心权力中心书记处。他最亲密的盟友莱奥·弗利格(Leo

Flieg)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攀升者”的名单里有柏林-

勃兰登堡地区的“政治局领导”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和威廉·皮克。皮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担任德

国代表，也是新路线的发起人之一。这两人都被任命为书记处

候选人。

如果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决心认定“希特勒法西斯主

义”是最关键的危险，这必将导致他们彻底背离先前的立场。

抛开各种添枝加叶地划分界限的言论不说，对布劳恩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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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取容忍态度，对共产党来说就意味着对社会民主党两害

相权取其轻的政治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但工人阶级内部的

“主要矛头”是指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

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而且“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公

461 式并没有停止使用，因此人们对这一新策略也表示怀疑。普鲁

士大选后的头四个星期里，德国共产党和布劳恩行政内阁也不

必多想结局如何，因为新选出的邦议会最早要到5月24日才

能举行会议，而前任政府已经宣布在这一天正式辞职。

5月初以来有迹象表明，布劳恩内阁可能在此日期之后还

继续留任。布吕宁总理虽然对黑褐色联盟没有原则上的顾虑，

但绝不能接受把普鲁士总理的职务，以及控制普鲁士警察的大

权交给纳粹分子。4月30日，布吕宁从日内瓦裁军会议返回

之后，立即在中央党执行委员会中做出相应决议，从而纠正了

普鲁士中央党的立场。在此之前，中央党并没有反驳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要求，作为获得票数最多的党理所当然要

拥有邦总理一职。中央党的决议大大减少了建立黑褐色联盟的

机会，中央党想要阻止民族社会主义者获取的恰恰是对纳粹分

子夺权最重要的职位。

此时此刻，希特勒可能比布吕宁本人更了解中央党总理的

地位有多么脆弱。4月28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

袖通过与施莱歇的秘密对话得到了第一手信息，帝国国防军已

经不再支持布吕宁了。如果建立一个非纳粹任邦总理的黑褐色

联盟，布吕宁选中的候选人是莱比锡市长和帝国物价专员卡

尔·格德勒(Carl Goerdeler)。这是一个前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员，他可能有助于巩固总理的职位。5月19日，希特勒明确

表示，不要指望通过他来解决议会的危机。希特勒对民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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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普鲁士议会党团说，纳粹运动奋斗了13年，

并不是为了在任何一个联盟中继续维持今日德国的政治。2

4月底以来已经有迹象表明政府危机即将来临，之后这个

危机愈演愈烈。4月30日，布吕宁几乎是空着手从日内瓦的

裁军会议回来的。德国要求在军事上实现平等，美国国务卿史

汀生表示理解，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也勉强表示理解，但法国总

理塔迪厄没有表示理解的意思。他的心思全部都放在5月1日

和8日的参议院选举上了，因此在会谈中表现出根本不让步的

苛刻态度。塔迪厄甚至根本没有参加4月26日至29日在贝辛

格(Bessinge)举行的决定性会谈，据称他是喉咙有疾。3

布吕宁在柏林发现的信件中，看到了一封德国经济部部长 462

写给德国总统的信。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4月28日，信中瓦

姆博尔德提出了辞职申请。部长以委婉的方式表明了他采取这

一行为的原因。他曾竭力说服内阁奉行积极的振兴经济政策，

但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由于瓦姆博尔德来自法本工业集团

的董事会，因此有理由对这次辞职做出不同的解释，也就是化

学工业界不再信任布吕宁。对于总理来说特别不幸的是，他提

议的继任候选人卡尔·格德勒(他还想请格德勒担任副总理

兼普鲁士总理，并培养格德勒成为自己的继任者)并不愿担

任德国经济部部长。最终不得不采取了一个尴尬的解决方案：

曾在1930年6月至1931年10月临时领导该部门的国务秘书

特兰德伦堡再次接受兴登堡委托，负责德国经济部的事务。

另一位官员的辞职受到的公众关注比较少。5月2日，布

吕宁接受了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汉斯·舍费尔的辞职访问。汉

斯·舍费尔是布吕宁最亲密的顾问和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舍

费尔决定辞职，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不能对德国的财政政策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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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了。布吕宁设法将他的辞职推迟到5月15日，使政府避免

了一场尴尬的议会辩论(德国国会会议原定 5月9日至12 日

举行)。但是对于知道内情的人来说，舍费尔的意图发出了另

一个明确的信号：总理的权威正在迅速减弱。4

施莱歇的活动对布吕宁的威胁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严

峻：自4月底以来，德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负责人一直与民族

社会主义者密切合作，准备推翻总理。4月26 日，施莱歇接

待了柏林冲锋队领导人赫尔多夫伯爵(Graf Helldorf)。4月28

日和5月7日，施莱歇会见了希特勒。“元首和施莱歇将军进

行了至关重要的谈话，”约瑟夫·戈培尔在 5月8日的日记里

这样写道，“帝国总统最亲密圈子里的几位先生都在场。一切

进展顺利。元首的讲话让他们信服。布吕宁将在几天之内落

败。总统将不再信任他。计划是建立一个总统内阁。国会将被

解散，所有强制性法律将被废除，我们将获得宣传的自由，然

后我们就来一次杰出的宣传活动。”

在此期间，最迟到5月7日，施莱歇已经掌握了希特勒开

出的价码。如果让他容忍一个新的纯右派内阁，那么就要重新

进行国会选举，并且撤销对冲锋队的禁令。据说德国总统很有

463 兴趣地听取了施莱歇与希特勒的对话内容。兴登堡于5月9日

通知总理，他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与除共产党之外的所有党

领导人谈话。而他最关心的一场谈话是与希特勒的谈话。

布吕宁察觉到了兴登堡秘密顾问团的情况，因此要求德国

总统将谈话推迟到5月底，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议会必须

通过一项只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投赞同票才能通过的信贷授权

法。而且新一轮裁军谈判将很快在日内瓦开始，如果给人留下

了德国政府换届在即的印象，那么谈判的成功率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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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5月24日召集普鲁士邦议会会议后，德国总统再呼吁中

央党与民族社会主义者所属的各个团体采取合作态度，布吕宁

比较赞同这样的做法。布吕宁本人支持在普鲁士成立这样的联

盟，他准备于6月16日在洛桑举行的战争赔偿会议之后，在

德国国家层面为组建一个新政府铺平道路。

兴登堡不顾反对，坚持要立即与各党领导人谈话，因此总

理就以立即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总统退让了，并同意将会谈

推迟至5月24日之后。布吕宁获得了更多的时间，但现在他

绝对知道，自己担任总理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25

5月9日，就在帝国总统会见总理的这一天，帝国议会开

始了为期四天的会议。会议在 5月10日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在会上，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帝国组织部领导人格雷戈

尔·施特拉塞尔发表了相对温和且具有建设性的演讲，在该演

讲中，如何创造就业机会占据了中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施

特拉塞尔对自由工会给予了特别友善的对待，并将其与“教

条混乱、部分受到外种族知识分子影响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区分开来。当他提到“生产性信贷扩张”时，甚至还引用了

弗拉基米尔·沃伊廷斯基的文章，却没有提到这位经济专家是

个犹太人。施特拉塞尔对“强大的反资本主义的渴望”的评

论成了日后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他说，这一渴望在德国人民中

间传播，如今也许有 95??民众有意或无意地意识到了这

一点。

很显然，纳粹分子在此前赢得了城镇和乡村的基督教中产

阶级之后，接下来把重心放到如何争取工人上面来了。大多数

观察人士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二号人物所做的

这番政治家般的演讲还有另外的目的。他想构架一座通向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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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桥梁，如果没有中央党，就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议会

中就不会形成多数。

次日，占据头条新闻的并不是施特拉塞尔，而是格勒纳。

这位德国国防部部长和临时内政部部长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

额头上长了个疖子，不得不扎上绷带，还发着高烧。在国会会

议上，他受到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国会议员赫尔

曼·戈林的挑衅。戈林是功勋勋章①获得者。如果布吕宁后来

的记录属实，戈林在攻击的言辞中，还说了由施莱歇传达的来

自国防部的机密信息。格勒纳本来就不善言辞，他很想做一番

即兴回答，试图捍卫对冲锋队的禁令。这位部长的讲话在纳粹

分子的座席中遭遇了一阵阵讽刺的喧闹。他的陈述被吵闹盖

过，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会议最终不得不中断。

“他在给自己唱葬歌。”戈培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并

没有夸大其词。“演讲给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就是一场灾难。”

当天晚上另一个人在日记里也是这样记录的，他是帝国总理府

国务秘书赫尔曼·平德尔。他接着写道：“甚至在政府座席上

那些非常镇定的、有保皇意识的人，例如部长约埃尔、舍策尔

和施兰格，国务秘书施勒格贝格尔(Schlegelberger)、茨威格

特(Zweigert),实际上所有人都有这种感觉。”

格勒纳讲话之后，保守人民党议员立即要求解除其部长职

务。5月11日上午，施莱歇让平德尔宣布，如果格勒纳现在

不离开，施莱歇以及德国国防部总务司的其他高官将立即辞

职。然而，平德尔则提议让格勒纳休长假。这个提议得到了布

① Pour le Merite,又名蓝马克斯勋章，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军队最高级别的
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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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宁的支持，但是被这位双重部长拒绝了。格勒纳本人想辞去

德国国防部部长的职务，但继续留任内政部部长一职。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先被任命为内政部部长。到目前为止，

他是作为国防部部长进入内阁的。作为国防部部长，他于

1931年10月9日受命主持内政部部长的事务。

当布吕宁在议会辩论的第三天发表重要讲话时，格勒纳的

去留问题还没有决定。针对施特拉塞尔前一天的发言，总理一

方面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值得认可的地方。在其他

方面，总理的发言主要致力于外交政策问题。他要求德国实现

军事平等，并且指出，在即将举行的洛桑会议上应要求完全取

消战争赔偿。他警告德国人，不要在最后五分钟的时间里变成

一个软蛋。在热烈的掌声中，总理在结束语中发出了战斗般的

呼吁：“在国内我根本不在意他们(他指的是民族社会主义

者)怎么看我。我冷静对待。如果我受了他们的影响，就会 465

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在当下，每个人都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我可能会在内政上失去冷静。女士们，先生们，在终点线前的

最后100米，在政治上保持冷静是最重要的。”

5月12日是投票的日子，这一天在德国国会的饭店里还爆

发了一次殴打事件。退役海军上尉赫尔穆特·克洛茨(Helmuth

Klotz)原来是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后来加入社会民主党。他

通过私人信件得知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的同性恋行为，

并向公众通报了这件事。他遭到了包括帝国国会议员在内的纳

粹分子的袭击，在国会大厦的长廊里被打得头破血流。议会主

席勒贝当场报了警，警察在国会会议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里，确

定四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议员为帮凶。犹太籍警察局

副局长伯恩哈德·魏斯[Bernhard Wei?,戈培尔在《进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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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ngriff)中一直坚持称其为“伊西多尔”(Isidor)] 调

动警队，遭到民族社会主义者愤怒的谩骂。

在殴打事件发生之前，德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政府关于债务

偿还和信贷授权的法律。中央党提出的另一个议案明显违宪，

但是更得人心的提案得到了更多议员的赞同。这个提案的内容

是，在一个有女公务员的家庭里，如果收入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得到保障，那么就应该强迫女公务员离职。午间休息之后议会

继续开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

德国共产党提出的对布吕宁内阁的不信任议案，被执政党和德

国社会民主党投票否决。虽然还有不信任席勒部长和施兰格-

舍宁根部长的议案，但没有再进行投票。会议再次休息，当议

会主席勒贝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议员中的四名犯罪嫌

疑人排除在会议之外 30天时，他们拒绝离开会议大厅。之后，

勒贝宣布无限期中断会议。议会会议记录员记录了确切的时

间：下午 2时43分。26

此时，格勒纳的事情仍未解决。虽然在此期间格勒纳发表

声明，说他将放弃国防部部长一职，未来将完全致力于内政部

的工作，但兴登堡希望与格勒纳彻底决裂，并要求布吕宁，在

圣灵降临节总统在诺伊德克庄园度假期间，不得进行任何人员

变动。5月12日的这次会谈是在兴登堡前往东普鲁士度假之

前，这个时候总理还无法向总统提名国防部部长一职的候选

人。总理曾在这一天请施莱歇接任格勒纳的职位，但施莱歇还

没有回复总理。

格勒纳将不再担任德国国防部部长通常被理解为布吕宁内

466 阁结束的开始。根据《前进报》记载，四处流传的谣言说，

是“将军们下了最后通牒”让格勒纳下台。《法兰克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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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让格勒纳部分卸任的原因是“对冲锋队的禁令影响到国

防军领导人所依赖的圈子的情绪”。纳粹分子们当然有了庆祝

的理由。“格勒纳辞去德国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戈培尔在日

记中写道，“这是第一个成功。他这是绊倒在自己摆设的绞绳

上了。然后我们拉紧了绞绳。”27

兴登堡在东普鲁士度假时，内阁正在制定一项新的有关经

济和社会政策的紧急法令。5月21日，紧急法令的内容已经

基本制定完毕。一方面，社会福利再次大幅度削减：失业保险

的主要支持金发放对象受救济的时间从20周减少到13周，后

续接受危机资助救济的时间从38周延长到45周，这样时间的

总长依然是58周。但是从现在开始，只有那些能够证明自己

需要救济的人才有权获得危机资助。主要支持金、危机资助

金，以及最低一级救济水平的社区福利金在金额上已经大大

降低。

另外，国家也想为创造就业机会做些事情，内阁最终将原

先为就业拨出10亿马克的计划金额降低到了1.35亿马克。这

笔金额部分是从普通预算中获得，部分则通过帝国银行的帮助

筹得。乡村和城市郊区的住宅区建设、土壤改良、道路和水路

建设是创造就业的重点。以上项目的承办者是志愿劳动服务计

划(Freiwillige Arbertsdienst),这是一种节省成本的解决方案，

因为该计划被允许支付远少于劳资协议水平的工资，而且基本

上都是用实物支付。因此，这些最根本的措施根本称不上

“创造就业计划”,而只是为了一个首要目标服务：政治上可

以落实进一步延续通货紧缩的措施，并且进一步加大力度。28

安置政策与创造就业计划紧密相关。在内阁中不懈倡导安

置政策的是劳工部部长亚当·施特格瓦尔德和财政部部长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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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迪特里希。前基督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长期以来一直

认为，德国的工业化远远突破了健康的界限，只有把大城市的

人群带回农村，这种危害才能被消除。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规

模失业只是这种危害的一种症状，这就是过度工业化。赞成市

郊小型住宅区的先驱赫尔曼·迪特里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两人早在1932年2月就敦促德国东部援助帝国专员汉斯·施

兰格-舍宁根，不仅要救助负债累累的大庄园，还要在德国东

部人烟稀少的农业地区规划住宅区。

到目前为止，施兰格-舍宁根事实上为东部地区提供的援

助主要让大企业受益。他在1931年11月16日发布的第一项

紧急法令，赋予大地主们执法保护，而普通农民则只能望洋兴

叹。1932年2月6日的《农业债务减免法令》规定，可以通

过“东部地区救助债务减免书”来补偿债权人，这也是一项

让大庄园比小农经济受益更多的措施。但是从基本上讲，施兰

格-舍宁根是相信有必要加强住宅定居点的建设的。与施特格

瓦尔德和迪特里希的观点相似，他认为这是一剂能够解决失业

问题的良药。

5月9日，经过各部门之间长时间磋商后，施兰格提出了

一项紧急法令的草案，住宅定居点的设想浮出水面。东部援

助帝国专员得到授权，以帝国名义对已经无法进行债务减免

的庄园以“不经公开拍卖的方式”收购，或通过强行拍卖的

方式收购。然后国家可以将其用于农村定居区。5月 20日，

内阁出台了经过略微修改的版本。唯一有争议的只是管辖权

的问题：定居住宅区事务归德国劳工部部长管辖，但在具体

情况下则必须征得东部地区专员同意。5月21 日，施特格瓦

尔德和施兰格达成了一致意见，感觉是帝国专员的意见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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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29

当天，公众通过平德尔撰写的公报获悉了定居住宅区的计

划。此后不久，帝国乡村同盟发起了大规模宣传运动，反对内

阁的草案。自1930年秋天以来，这个德国最大的农业协会被

牢牢掌控在“民族反对派”手中。1931年12月以来，帝国乡

村同盟由四人组成的主席团中，除了三名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

成员外，还加进来了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农业界

领袖。该协会把定居住宅区法令这一政治举措视为天赐良机：

布吕宁政府提供了一个论点，允许农场主指责内阁在破坏传统

的财产秩序。

抗议活动当然要找对人，而保罗·冯·兴登堡善于倾听德

国东部农业界所关心的问题和愿望。当帝国总统在诺伊德克庄

园时，帝国乡村同盟主席卡尔克罗伊特伯爵(Graf Kalckreuth)、

德国农业会议主席恩斯特·布兰德斯(Ernst Brandes)、格罗

斯-普劳恩(Gro?-Plauen)的地主魏斯、波森-西普鲁士和萨克

森边界地区的乡村同盟办事处都纷纷写信给国家元首。

信中的语调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东普鲁士土地协会主席

冯·盖尔男爵(Freiherr von Gayl)指出，当局的强制拍卖权 468

“是进一步的干预，这是为民族社会主义推波助澜”。随着该

草案的不断流传，德国东部的农业界和城市中产阶级日益感到

不安。“不幸的是，对灵魂的折磨在东部不断蔓延，并正在逐

渐侵蚀着各个群体的抵抗力，而这些群体是迄今捍卫本民族意

愿去抵御波兰人的主体。这一发现也未能逃脱军事当局的视

线。在这个关键时刻，应避免一切可能削 弱抵抗意愿的

因素。”

进言很快产生了预期的效果。5月25日，兴登堡通过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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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纳告知施兰格，如果法令采用当前这个版本，他是无法批准

的。最让帝国总统头疼的就是这个法令草案的核心：即便没有

债权人提出要求，帝国也有权力自行对庄园进行强制拍卖。兴

登堡要求农业的职业机构能够参与相关决定，这一建议的目的

是要去除施兰格提案中的每一个“尖锐之处”。30

迈斯纳5月26日短暂访问诺伊德克之后返回柏林，他也

给布吕宁带来了帝国总统的口信。兴登堡转达的话是，他依然

对帝国总理钦佩有加，他会尽可能保留布吕宁的总理职位。但

是内阁必须重组，路线要更加右倾，吸收施莱歇和格德勒这样

的人，但是不要纳粹分子。如果在普鲁士能够和希特勒组成联

合政府，德国总统认为这是非常可取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

可以要求民族社会主义者容忍这个帝国内阁。兴登堡根本不希

望格勒纳留在内阁里，也不想让他担任内政部部长。

兴登堡仍然决心尽早组建右翼政府。总统也非常清楚，不

更换总理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只有当布吕宁准备承受

丧失个人信誉(即政治自杀)的时候，他才能出面来领导这

个右翼政府。迄今为止，让兴登堡避而不谈总理辞职的理由是

在洛桑举行的战争赔款会议。不过，德国总统似乎认为，即使

布吕宁在一个右翼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部长，也有可能在谈判中

取得成功。国务秘书迈斯纳已经在 5月6日向国会议员夸茨报

告了兴登堡圈子的这些考量。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布吕宁愿

469 意接受这样的提议。作为民族主义右翼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他

将失去他在中间势力和温和左翼势力中享有的政治声望，因为

他正是他们的总理。

普鲁士的情况发展也不像兴登堡所想象的那样。5月 24

日，新当选的邦议会召开会议，就在这一天，布劳恩政府正式



15.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599

宣布辞职。5月25日，邦议会的多数议员选择了纳粹分子汉

斯·科尔(Hans Kerrl)为邦议会主席。他的当选要感谢中央

党，经过与布吕宁协商，中央党决定遵守不成文的，但绝不是

强制性的规矩，即议会主席由最强大的党派代表出任。然而，

科尔的当选并不预示着黑褐两党之间取得了更广泛的谅解。

“是否能在普鲁士与纳粹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这实在令人怀

疑，至少还要有一个月时间才能见分晓，”平德尔在5月26日

的日记中谈到布吕宁与迈斯纳之间的对话时说，“在国家层面

上，解决方案不能推迟这么久!看看洛桑会议!如果普鲁士没

有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国家当然不可能获得(纳粹分子的)

任何支持。谈话之后总理独自和我在一起。他甚至考虑彻底退

出，把这摊子事都交给右翼。他不想担任外交部部长。他也不

知道是否应该颁布一个紧急法令。他还是要好好想想，星期天

(5月29日)再向帝国总统做决定性的报告。”3

实际上布吕宁也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战争赔偿谈判的突破绝非近在眼前。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

(Fran?ois-Poncet)提起布吕宁在5月13日对德国国会议员的

讲话中说的备受关注的“终点线前的最后百米冲刺”时，总

理连忙解释说：“到终点线的距离是从整个距离的角度来计算

的。”布吕宁在 5月27日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德国必须在

洛桑要求取消战争赔偿。“但是，这个要求几乎不能立即得到

通过，至少不可能在本次会议上通过。对方不愿意承认德国在

将来也不可能有盈余用来为战争赔偿。”如此悲观的情绪不可

能让德国总理依靠提到洛桑就能够驱使兴登堡迅速让政府换届

的愿望。

5月27日，公众对布吕宁的黯淡预言一无所知，但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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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了德国民族主义议会党团对定居住宅区法令所做的决议。在

兴登堡返回柏林的前两天，胡根贝格的政党对布吕宁政府发动

了迄今最猛烈的攻击。“帝国政府是想通过这项紧急法令表明

470 自己是完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决议说，“这个紧急法令

不能帮助任何人，既帮不到所有者，也帮不到债权人，既帮不

到国家，也帮不到人民。这个法令粗暴地践踏了宪法中关于

所有权的所有基本法则，加剧了城镇和乡村的经济困境，成

千上万的人要背井离乡。最重要的是，这项法令增加了德国

东部地区人们法律上的不安全感，他们对政府的专断做法感

到失望；在受到威胁的东部地区，削弱了德国人当今特别重

要的心理抵抗力。”

只要兴登堡不想让纳粹分子当上部长，那么没有德国民族

主义者的支持，帝国总统就不可能向右倾方向修正政府的路

线。因此，最迟在 5月27日，兴登堡就必须坚持拒签住宅区

紧急法令。东部援助专员本人也认为没有妥协的余地。5月27

日，施兰格-舍宁根打电话告知迈斯纳，他担心“自己被那些

在诺伊德克给帝国总统施加影响的东普鲁士大庄园主炸死”。

有传言称兴登堡把施兰格称为“农业界的布尔什维克”。如果

总统要他提出辞职申请的话，他可以立即做到。

迈斯纳否认兴登堡对德国国务秘书发表过负面的评论。尽

管如此，施兰格就在同一天，在布吕宁的批准下给帝国总统写

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总统做出选择，要么充分信任他，要

么辞退他。施兰格的这个决定把内阁也束缚起来了。政府在一

个月内无法承受第三次部长危机。而这次危机与住宅区法令的

破和立直接相关。2

总统与总理约好的谈话于5月 29日星期日上午11 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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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根据平德尔的记录，布吕宁了解到总统秘密顾问团的一些

阴谋计策，但并没有掌握所有情况，因此他在参加谈话时，

“并没有什么攻击力，也不太自信”。正如布吕宁后来在回忆

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兴登堡接见他的时候态度非常冷淡。总理

再次概述了他的政策的主要特点，特别是他正在努力实行向右

转的政策，首先在几个邦实现，然后在国家层面推行。然而，

帝国总统“以刺耳且粗糙的语调”做出答复：“关于您向右转

的政策，人们也听到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嘛。”然后兴登堡宣读

了一份手写的笔记，内容如下：“1.由于政府不受欢迎，我不

允许政府再发布新的紧急法令。2.我不再赋予政府人事变

动权。”

根据布吕宁的记忆，他当时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如果

我正确理解了您刚才宣读的说明，那么总统先生，您是希望内 471

阁全体辞职。’总统的回答是：‘是的。这个政府必须下台，

因为它不受欢迎。’我解释道：‘我明天将举行内阁会议，并

决定内阁的全体辞职。’帝国总统：‘我要求尽快完成!’我让

自己冷静下来，镇静地回答道，我自己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

要尽快组建新内阁。‘我明天早上可以把辞职书带过来。’总

统：‘马上去做。’”

兴登堡在谈话结束时要求布吕宁继续担任新政府的外交部

部长，这一要求被布吕宁拒绝了。总理说，目前对于他来说，

考虑到帝国总统的选民，这样的参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平德

尔 5月29日下午根据布吕宁的报告所做的笔记中是这样记录

的：“对这些选民的忠诚和感激不应该在仅仅几个星期后就以

这种方式来回报。总统似乎显然无视这些明确的示意⋯⋯我在

这字里行间不需要再做更多描述，总理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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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但是对总统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感到非常愤怒。”

第二天，即5月30日，布吕宁在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之前

还在早上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其中包括与奥托·韦尔斯进行的

会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向总理保证，如果布吕宁继续任

职，他的政党愿意做出进一步的牺牲。总理在10时向内阁报

告了前一天他与兴登堡进行的谈话。所有部长都同意布吕宁的

结论，内阁辞职已经不可避免。

随后与德国总统的对话只持续了几分钟。“起初，讲演时

间安排在斯卡格拉克卫队(Skagerakwache,一支海军仪仗队)

仪式之后。但最后一刻情况发生了变化，”布吕宁在他的回忆

录中写道，“我被通知于11时55分见总统。上午11时54分

我被引领到德国总统面前。我递交了辞呈。双方客气地寒暄了

几句。此时海军卫队的音乐已经从霍亨索伦大街传来，进入花

园。我站起来，总统说：‘为了捍卫我的名字和荣誉，我不得

不解雇你。’我答道：‘总统先生，我也要在历史面前捍卫我

的名字和荣誉!’几秒钟的沉默，音乐声越来越响亮。我说：

‘总统先生，我现在必须离开了，这样您可以打开大门检阅仪

仗队。’”

兴登堡试图最后一次说服布吕宁继续担任外交部部长，遭

到总理的再次拒绝。布吕宁接着说：“我只希望一件事，总统

472 先生，您的顾问们不会将您推向违反宪法的道路。’帝国总统

紧紧盯着我。这时已经有人在敲门了。显然他们担心对话时间

太长。谈话一共持续了三分半钟。我默默地鞠躬，在前厅穿好

外衣，回到花园。此刻，总统已经步出大门，向海军仪仗队击

掌致意。”33

布吕宁的落败是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温和的总统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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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于1932 年 5月30日宣告结束。它最大的特征是自1930 年

10月以来，社会民主党对帝国政府实行议会宽容政策。共和

国最大的政党支持布吕宁内阁，其意图是双重的，一是阻止一

个更右翼的政府上台，一是为了维持与中央党和德意志国家党

在普鲁士邦的魏玛联盟。这种局面引发了相互的依赖：为了保

住布劳恩，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推翻布吕宁。而中央党这样一支

强大的共和力量绝不能放弃普鲁士联盟，否则这将危及布吕宁

在国家层面的总理职位。

在右翼势力面前，中央党解释，之所以和社会民主党在普

鲁士联合执政，是为了防止他们“与共产主义者一起走上街

头”。实际上社会民主党自1930年秋天以来就不再是在野党

了，这就给纳粹分子提供了机会，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共产党右

边的一支在野力量。这样就方便了共产党把不满意社会民主党

的选民拉进自己的阵营。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放弃在普鲁士的

权力，除了容忍布吕宁，别无选择。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为自

己创造机会，不忘在议会外动员群众力量。1932 年 4月24

日，布劳恩政府失去议会多数席位时，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制度

崩溃了。社会民主党只有两个前景黯淡的选择，要么利用常规

的议会手段与黑褐两党政府做斗争，要么在共产党的默许下继

续维持布劳恩少数派政府的执政。4

布吕宁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妥协不仅是温和的总统制存在

的条件，也是其致命的弱点。中央党总理从社会民主党处作为

政治交换而获得的政治和社会谅解，对政府阵营右翼的政治力

量来说一直是一个无法容忍的代价。当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通过其合法性主张获得信任之后，这一总统制就开始出现

了另一种选项。当民族社会主义者不断崛起为右翼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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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时，老派精英阶层开始倾向于让希特勒的政党通过加入邦政

府，例如普鲁士政府，并且在国家层面缔结宽容条约的方式进

入国家政体。因此，宽容政策就从左转到了右。与布吕宁时代

的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他们想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发挥真正的“栋梁”作用。

自1931年秋天以来，布吕宁也一直在寻求政治上融入民

族社会主义者之中。但是在通往国家政权的大门前，布吕宁设

置了一个较高的门槛：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应该脚踏实

地地站在宪法的基础上，而不能采用获取警察和国防军等决定

性统治工具来夺权。对希特勒的期望来说，这无异于化圆为

方，难以实现。传统右翼势力对纳粹分子掌权的条件非常含糊

不清。只有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1932 年春天，兴登堡和

他的顾问团还没有想把起决定性作用的权力机构交给希特勒运

动。民族社会主义者可以作为入门级伙伴，但不能成为政治继

承人。

1932年6月12日，布吕宁的副总理赫尔曼·迪特里希在

德意志国家党委员会全体委员面前讲话时指出，罢免中央党总

理“更深层的理由”是，“之前在国家层面已经没有影响力的

一股势力，即老派普鲁士势力想再次夺回领导权”。迪特里希

在做这一番评判时提到了与施莱歇的对话。实际上，绝大多数

普鲁士大庄园主都是布吕宁最坚定的反对者。兴登堡对他的第

一任总统制内阁总理发出的抱怨，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与东普

鲁士邻居们的谈话，其中也包括他的朋友埃拉德·冯·奥尔登

堡-雅努绍(Elard von Oldenburg-Januschau)。

迪特里希的判断实际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一方面，容克

大地主们并非直到1932年春天才开始施加其强大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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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早在1925年兴登堡首次当选总统以来，他们就享有直接

接触兴登堡的特权。1930年3月，德国的政治体制过渡到了

总统制，这种非正式的权力参与也大大提高了大地主的政治价

值。另一方面，易北河东部的农业主并不是总统秘密顾问团主

张让布吕宁下台的唯一成员。政府的更迭是由以冯·施莱歇将

军为首的德国国防军领导层于1932 年 4月做出的决定。帝国

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负责人引发了冲锋队禁令的危机，他想先

推翻格勒纳，再攻克布吕宁。施莱歇与希特勒密谋，为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容忍一个右翼内阁开出条件：取消对冲锋

队和党卫队的禁令，解散德国议会，重新进行选举。正是施莱

歇争取到兴登堡支持这次势力的新组合，而且向兴登堡推荐了

布吕宁的继任人选。因此这位将军有充分的理由向迪特里希掩 474

饰自己在倒戈总理运动中的角色。

兴登堡圣灵降临节在诺伊德克度假期间，至少有一个邻居

已经获得第一手信息：总统将很快与现在的总理分手。“布吕

宁内阁已经结束了”,5月21日，在住宅区法令的消息传到他

这里之前，这位“老雅努绍”就在给冯·盖尔男爵的信中写

下了这句话。此时此刻，就连兴登堡都不清楚何时更换总理，

因为他还不确定是否应该先等待洛桑的战争赔偿会议的结果，

再辞退布吕宁。然而，反对住宅区法令的运动和德国民族主义

者的通牒式的决定让总统必须行动。如果他不想破坏新内阁所

需要的力量的支持，他就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布吕宁不得不在

5月底就让出总理职位，这实际上是“老普鲁士”的几个知名

代表一再敦促所致。5

在魏玛共和国，没有任何一位总理像布吕宁这样，被不同

的党派宠爱或仇恨，如此褒贬不一地被载入史册。有人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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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地破坏了德国民主基础，因此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成了希

特勒的同路人。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保守方案的代表，可以

既取代失败的议会制度，又避免民族社会主义者的专政。根据

后者的看法，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布吕宁的执政是必要的，当

他倒下的时候，灾难之路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当布吕宁1930年3月30日成为总理时，魏玛的

议会民主制已经失败了。大联盟破裂后，向公开的总统制过渡

只是时间问题。直到布吕宁下台为止，社会民主党的宽容政治

限制了行政权的独立，这一直是专政国家支持者的烦恼。这样

看来，魏玛议会制以一种萎缩的形式一直持续到了1932 年 5

月底。

布吕宁严格执行的紧缩政策直到1931年的下半年都基于

广泛的社会共识。不仅在资产阶级的政府阵营，而且社会民主

党阵营都确认需要采取一致的紧缩政策，因为这是纠正前几年

借贷经济导致的不健康后果的唯一方法。赞成这种极端经济还

有一个好处，如果国家为创造就业机会而慷慨地筹集资金，就

不可能让他国同意对《杨格计划》进行修订。

到1931年底至1932年初，才出现了对执政方针进行修正

475 的可能。美国国会批准了胡佛暂停偿还令，巴塞尔特别委员会

认为《杨格计划》已经过时之后，布吕宁本可以转向积极的

经济政策。但是他的侧重点不同，他首先想解决的问题是完全

取消战争赔偿，为了这个目标，他继续推行经济紧缩政策。这

是一种道德绑架。战争赔偿债权人应该看到，他们把德国逼到

了什么地步：劳苦大众日益深重的灾难和日益加剧的政治激

进化。36

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通过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加剧了德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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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政局恶化和经济危机。但是战争赔偿并不能解释，为什么

布吕宁拒绝利用1932年初以来，在经济政策上更加宽松的谈

判空间。使他迄今无法改变自己追求路线的原因是他代表的鲜

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他可以用这种民族主义向自己和同胞们证

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样，都是优秀的德国人。另一篇报道

说，如果布吕宁在赔偿问题上采取“柔和”态度，那么兴登

堡及其顾问是不会接受的。布吕宁的前任赫尔曼·米勒只能任

职到1930年3月底，这是因为旧领导层里的重要人物都有意

让大联合政府以议会多数通过《杨格计划》。布吕宁之所以可

以在1932年春天延长自己的执政期，是因为他有一个理由，

右翼政府中没有一个总理能像他那样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杨

格计划》的问题。当他已经不能用这个言论打动德国总统时，

他就不得不离开了。

矛盾的是，布吕宁在魏玛共和国历史上既是最强大的，又

是最软弱的总理。他的最强大之处是他比所有前任都更少受制

于国家议会。他的最软弱之处是政府首脑中还从未有人像他这

样如此依赖德国总统的意愿。归根结底，布吕宁并不能实现自

己的想法，而是要看总统及其周围人的眼色行事。因此布吕宁

是否努力恢复霍亨索伦君主制，历史上的关注有限。对兴登堡

的依赖使布吕宁从一开始就无法成为“保守方针”的建筑师，

“保守”一词并不能充分描述总统智囊团的目标。帮总统出主

意的人的计划是打造一个专政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群众的意

志只能以温和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政权的重要支柱不再是议

会，而是国防军。

布吕宁被免职，使支持用专政方式解决危机的人更加接近 476

他们的目标。如果兴登堡真的想尽可能保留魏玛，那么他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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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千方百计地留住这个被议会容忍的总理。选举要到1934 年

9月才能举行，到那个时候经济形势可能会有所改善，激进主

义的浪潮可能已经过去。但兴登堡周边人的计划并不是维护和

改革民主，而是进一步瓦解民主。在这样一个计划里，一个来

自民族主义右翼的总理，要比海因里希·布吕宁这样一个右翼

中间派政客更加有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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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布吕宁继任者的名字已经出现在柏林谣言交 477

易所里了。在与施莱歇的亲信维尔纳·冯·阿尔文斯莱本

(Werner von Alvensleben)交谈之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总理冯·帕彭，外长诺伊拉特。还有一堆没听说过的名字。”

在普鲁士邦议会中，直到4月24日选举前，弗朗茨·冯·帕

彭(Franz von Papen)一直是中央党极右翼的后座议员之一。

他一直是党报《日耳曼》的监事会主席，也是几个农业利益

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他在回忆录中坚持说，施莱歇直到5月

28日才向他提出总理职位一事，他感到惊讶。

施莱歇的动机未能得到证明，但解读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帕彭一直被认为是极为保守的人士，在其他方面却是白纸一

张，因此他有望成为一个听任摆布的总理。兴登堡很想把布吕

宁的职位转给韦斯塔普伯爵，但是与韦斯塔普伯爵相比，帕彭

更具优势，因为这个出生于1879 年的威斯特法伦地主不是胡

根贝格的敌人。施莱歇认为，帕彭也是中央党成员，这样中央

党会比较容易接受总理人选的更换，并且会给予新政府支持。

对于兴登堡来说，施莱歇推荐的候选人属于天主教派，这自然

令人不悦，但是，帕彭出身贵族，而且他在1925年首次选举

总统时就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兴登堡的崇仰之情。

新总理传记中的某些数据是非常符合陆军元帅的口味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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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军校受训之后，帕彭曾在普鲁士王室童子军团(Pagenkorps)

任职，并担任乌兰(Ulan)骑兵军官，以出色的赛马和障碍

骑马水平而闻名，并完成了为期数年的参谋官教育。1914 年

初，身为上尉的他担任了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武官一职。在美

国逗留期间有过一段插曲，许多报纸在他被任命为总理之后做

了相关的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帕彭曾于华盛顿策划

在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破坏活动，1915年12月，作为“不受欢

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后，帕彭在英国港口中途停留，在此期

间英国人在这位德国外交官的行李中找到了相关证据。帕彭返

478 回德国后，最初担任西线的一名营长，随后担任土耳其盟军的

总参谋长。战后，他从1921年开始了非军事政治生涯，这一

年他当选普鲁士邦议会议员。

在帕彭被任命为总理之前，德国总统与各党派代表进行

了会谈。其中唯一的一次有分量的谈话是5月30日傍晚与希

特勒和戈林的会晤。根据迈斯纳的官方记录，民族社会主义

德意志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与德国总统成立的新政府进行有

益的合作”仅仅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尽快解散德国议

会，并且重新选举出一个符合民意的新议会。第二，立即废

除诽谤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法令，特别是对冲锋队

的禁令。”

希特勒的陈述与他在前几周对施莱歇所说的话是一样的。

兴登堡通过这次谈话证实了推翻布吕宁背后所做的盘算。根据

迄今的事态发展，德国总统已准备好接受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条

件这一事实是不言而喻的。新选举可能出现的结果似乎并不会

让施莱歇和兴登堡感到震惊。5月29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在奥尔登堡举行的邦选举中占据了绝对多数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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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民族社会主义者也将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成为遥遥

领先的最大党。

在5月底任命帕彭的唯一障碍是中央党的态度。布吕宁遭

到羞辱般的解职后，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党派即便是出于自

尊，也应该示威性地拒绝总统智囊团的谋划。帕彭在 5月31

日从兴登堡那里接到成立“集中民族力量的政府”的指令后，

中央党主席卡斯向这名总理候选人明确表示，如果他真要去接

任布吕宁的位置，那么中央党将视其为背叛。

随后，帕彭在第二次谈话中向德国总统解释说，他无法担

任总理，因为他拿不出对方希望的“嫁妆”,即他不能获得本

党在议会上的支持，也得不到中间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但是兴

登堡不为这一借口所动，而且试图唤醒帕彭的爱国责任感。这

一招可以说是立即生效，帕彭接受了组建政府的命令。他的这

一做法违背了他刚刚给卡斯许下的诺言。为了避免被中央党开

除的尴尬后果，他抢先了一步。这名总理候选人于 5月31日

宣布退出中央党。2

6月1日晚，已经得到任命的总理宣布了新政府的临时人

员名单。《前进报》的头条新闻标题可以进入史书——《男爵 479

内阁》。随着6月6日劳工部部长的任命，新内阁政府的人选

终于全部落实了。在内阁成员的名单里有一名伯爵、四名男爵

和另外两名贵族，只有三名成员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内阁成员

名单如下：

帝国总理 弗朗茨·冯·帕彭

外交部部长 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男爵

内政部部长 威廉·冯·盖尔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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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长 卢茨·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

(Lutz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

弗朗茨·居特纳(Franz Gürtner)司法部部长

国防部部长 库尔特·冯·施莱歇

经济部部长 赫尔曼·瓦姆博尔德

劳工部部长 胡戈·舍费尔(Hugo Schaffer)

粮食部和农业部部长 马格努斯·冯·布劳恩男爵

(Magnus Freiherr von Braun)

邮政部和交通部部长 保罗·冯·埃尔茨-吕本纳赫

男爵(Paul Freiherr von Eltz-

Rübenach)

总理不是内阁中唯一受到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媒体对其政治

背景严格审查的成员。农业部部长冯·布劳恩是东普鲁士人，

因参加过卡普-吕特维茨政变而在共和派眼中声名狼藉。内政

部部长冯·盖尔是东普鲁士土地协会主席和东普鲁士驻帝国议

会代表。司法部部长居特纳原来是巴伐利亚邦政府的司法部部

长。这两位部长和布劳恩一样都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成员。

为了强调新内阁的“无党派”性，这三个人在被任命为部长

后宣布退党。

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此前担任德国驻英大使，他和德

国民族主义者走得很近。在1931 年秋天布吕宁组建第二届内

阁时，他就曾被提名为外交部部长候选人。财政部部长卢茨·

什未林·冯·克罗西克1929 年以来一直担任该部门的部长级

主管，现在由他来直接领导这个部门了。另一位专家也是虔诚

的天主教徒，埃尔茨-吕本纳赫此前是卡尔斯鲁尔德国铁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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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总裁。劳工部部长胡戈·舍费尔在1923 年以前一直是

克虏伯工厂的负责人，后来担任德国保险机构主席和德国物资

供应法院院长。赫尔曼·瓦姆博尔德是唯一前内阁成员。他曾

经是布吕宁第二届内阁的经济部部长，因为对自己的平平政绩

感到失望，于5月初退出了内阁。

“集中民族力量的内阁”中的强人应该算是新任德国国防

部部长库尔特·冯·施莱歇了，多年以来，这名政治倾向极强 480

的将军一直在幕后操纵着政局，现在是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

相。施莱歇1882年4月生于勃兰登堡，是一名典型的“书生

将军”(Schreibtischgeneral)。除了1917年夏天一段短暂的时

间外，他从未担任过部队的指挥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德国国

防部担任德国国防军预算专员，有机会深入了解议会动态，并

在中间派势力中受到好评，被认为是一名拥有真正的政治眼光

的军人。他被格勒纳称为“政治枢机主教”(cardinal in

politics),在格勒纳的领导下，他从国防部办公室主任升任为

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德国将军。他还有着独占鳌头的优势，他

是奥斯卡·冯·兴登堡的战友，这位兴登堡正是在“宪法中

没有规定”的帝国总统的儿子。通过这层私人关系，施莱歇

得以与后来的共和国的实际权力中心建立起个人联系。

在帕彭内阁中，推倒布吕宁的力量占据上风。他们是易北

河东岸大庄园主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军事领袖。与老派的普鲁士

精英相比，工业界在新政府中的代表性很弱，这一点让以出口

为主导的行业忧心忡忡。工商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内阁中

根本没有代表。德国总统的权威和德国国防军的潜在权力是否

足以补偿政府极其狭窄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尚不确定。而可以

确定的是，德国议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反对内阁。除了德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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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外，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国家党都

立即向帕彭政府宣战。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决定于6月2日在德国议

会向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但是，内阁不必担心议会对该提案

投票的事。6月4日，兴登堡总统签署了关于立即废除德国议

会的法令。他对此举措的解释是：“过去几个月里，在德国几

个邦的选举结果证明，帝国议会已经不再符合德国人民的政治

意愿。”

新任总理在同一天发表了政府声明。他并非在议会里，而

是在电台中发表这次演讲，这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

次。这次演讲在其他方面看起来也很新鲜。帕彭并没有宣布具

体的施政措施，而是展开了一番论战。他谈到了“对议会民

主的管理不善”,并且指责战后的政府“通过不断增加的国家

社会主义”试图把国家“变成一个福利机构”。“与社区精神

481 为敌的、厄运连连的阶级斗争，以及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使德国人民的道德瓦解”,他要用“基督教世界观的不变原

则”与此做斗争。

政府声明中最实质性的段落听起来像是一种威胁：“为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内支付款项，以维持国家机构继续运

转，政府被迫撤销旧政府计划的一些紧急措施。”在结束语

中，总理再次明确了内阁的政治地位。通过解散议会，帕彭

说：“国家面临的抉择非常清晰明确，我们要义无反顾地走上

通向未来的道路。政府将不分政党，为国家的精神和经济复苏

而奋斗，为新德国的复兴而奋斗。”

帕彭的政府声明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同寻常，辞职内阁被迫

对此发声做一个反对声明，这也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这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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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中最精彩的一句话是：“我们并没有留下一片废墟，而是

在最困难的经济和金融条件下，为新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来

自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言辞则要尖锐多了。《前进报》称帝国

总理的广播演讲为“不折不扣的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宣言”,

并且说，“我们要用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宣言来回应。贵族与

人民之间的斗争必须进行到底!只有当傲慢的统治者被最终击

败后，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社会。发表这个宣言的政

府是一个以希特勒为中心的政府。爵士们希望纳粹分子当选!

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应得的答案”4。

6月14日，就在帕彭发表政府宣言10天之后，兴登堡签

署了新内阁的第一项紧急法令。“只能说，‘抄袭得漂亮’。”

帝国总理府前国务秘书赫尔曼·平德尔在日记里这样评论道。

《维持失业救济金和社会保障以及减轻失业者福利负担的措

施》,实际上这项名字十分动听的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布吕宁

内阁在倒台前不久达成的。这项法令规定，失业保险的支持金

额平均降低 23随后的危机资助金总计降低 17地方福

利金额降低15??在非常重要的一点上，帕彭内阁甚至远远

超越了上届政府的草案。布吕宁内阁曾打算将失业保险的支付

期从 20周缩短至13周，而帕彭内阁则计划在6周之后就进行

经济状况调查。经济状况调查之后，失业者几乎丧失了所有要 482

求补贴的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救助系统，但是救助的水平

远远低于通常被称为“生存底线”的水平。

实施紧急法令的后果可以从德国基督教工会联合会的一项

调查中读取。中央基督教建筑工人协会计算得出，救济金额平

均下降了 20有些情况下甚至下降了50??基督教工厂工

人和烟草工人中央协会对西里西亚119名失业者进行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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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每个家庭成员平均每天的救助金额为 55芬尼。从所有单独

的调查中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在扣除了咄咄逼人的租金成本

之后，平均每人每天还有29芬尼用来维持生计。衣物、照明、

取暖这些开销都没有着落，更不用说文化方面的需求了。”

官方统计显示，1932年6月共有560万名求职者。来自

柏林施潘道的P.F.是其中一人，他接受了工会协会的询问。

他以自己为例，描述了1932年夏天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房

屋的短缺。“1932年8月11日之前，我一直住在柏林 B⋯⋯大

街113号，”他这样说道，“根据紧急法令，我的救助金是4

人共18.40 马克。这个房子每个月的房租是36.10马克。这样

我们每个礼拜的生活费就剩下 10.07 马克，或者说每人每天

36芬尼。我实在没办法，只能退掉这个房子，去住那种月租

10马克的‘简易房’(Wohnlaube)。现在我担心，在将来计

算补助金时，福利办公室会考虑扣除每月省下的26.10马克。”

1932年前后，很多人早已熟悉大城市郊外以“简易房殖

民地”形式出现的失业定居点。其他一些无力承担房租的失

业者已经放弃了在家乡找工作的希望，他们开始了流浪的生

活。根据《福斯日报》的统计，1931年11月初，共有40万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其中每天只有35000人能够在庇护所和旅

馆里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这家柏林的自由派报纸声称，“流动大军”在1932 年这

个最为严重的灾难年达到了最大规模。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

走在乡间道路上的人们足以证明这场灾难。“流离失所，家中

妻儿一贫如洗，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任何经历过这些的人可

以说是经历了生活中最大的苦难，”《社会职业工作》(Soziale

483 Berufsarbeit)1933年2月在一篇报道中这样说道，“在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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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大街上，例如柏林一乌克马克(Uckermark)—梅克伦堡

和波美拉尼亚之间的大路，或德国西部工业区一梅克伦堡—柏

林的大路，你可以睁开双眼，目睹这些家庭的颠沛流离。如果

你亲口和他们交谈，亲耳倾听他们的悲惨命运，你就体会得到

深渊中的人间苦难。爸爸、妈妈和一群步履蹒跚的孩子。爸爸

背着沉重的背包，拉着小车。妈妈推着童车，里面有一个或者

两个婴儿，车里还堆满了各种家什和衣物⋯⋯每次问到这些家

庭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找工作。’”

祸不单行，房荒之后，饥荒接踵而至。1931 年 7月，医

生和营养学家赫尔穆特·莱曼(Helmut Lehmann)在《行动》

(Die Tat)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德国目前正遭受

“最高程度的隐蔽的饥荒，它对人的身体和灵魂有造成最严重

后果的危险。这是对下一代的最大威胁。德国人民最广泛的社

会阶层，而且是在全德国，他们的饮食已经低于最低食物标准

的一半了。”粗面粉、带皮烤的土豆、豆类沙拉，或者类似的

东西是失业者之家典型的主要食物。如果有一顿肉，则主要是

牛肉或马肉。随着儿童数量的增加，成人的营养水平就会下

降。根据莱曼的计算，如果一对夫妇有4个孩子，那么根据统

计，一个“全人”(Vollperson)的摄入量仅仅是最低饮食标

准的 40如果孩子在 9～14 岁，这一比例还会降至 32%

以下。

儿童和青少年是失业的主要受害者。医生发现失业家庭里

儿童的健康状况比其他儿童差，老师也发现这些孩子在校的学

习成绩明显下降。孩子们还未成年就知道要失业了。1931年，

全德国有731000名小学毕业生，但学徒岗位只有160000个。

这就意味着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甚至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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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许多失业的青年人加入“愤青团伙”。团伙中大多数

人来自流浪家庭，但也有不少人陷入了犯罪的深渊。“愤青团

伙”里很少有人对政治感兴趣，而那些感兴趣的大都倾向于

共产主义。尽管如此，德国共产党也未能把失业的年轻人都拉

到自己身边。团伙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目无党纪，而党的纪律早

已成为德国共产主义者的第二天性了。6

和其他政党相比，共产党在成年失业者中更容易找到知

484 音。在危机年代，德国共产党逐渐变成了失业者的政党：在

1931年底，党员中只有11??是受雇的工人。在失业人群中，

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职员占比比工人高。德国社

会民主党内，就业工人比例是德国共产党内的好几倍。

然而，共产党不能把失业者组织起来。根据官方数据，

1932年有 2200个党的失业委员会和1400个革命工会反对派

的失业团体。但是失业者已经穷困不堪，已经无法动员他们为

抽象的口号而斗争，例如为即将到来的革命或保卫苏联。而在

职的工人通常不想因为罢工而使他们的工作受到威胁。德国共

产党萨克森地区党委在1932 年的一份分析纺织工人状况的报

告中说：“工人们担心失业导致罢工失败，这表明了在职工人

与失业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工人团队内部的不团结使

工会陷于瘫痪。尽管从外部看来不很明显，但是这一现象大大

损害了两大工人政党的士气。

德国社会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对 6月14日的紧急法令做

出了强烈反应。《前进报》认为，发布这种法令的政府只可能

是“认为自己不必再考虑人民大众的死活了”。《红旗报》号

召“劳动人民在游乐园里集体游行”,在职工人放下手头的工

作，失业的工人“拒绝打卡”。6月15日，所有工会运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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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新任德国劳工部部长胡戈·舍费尔的第一次对话中强烈抗

议，这次提出减少社会福利已经超出了可以忍受的极限。然而

他们并未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在每100名工人当中就有43 名

失业者和 22名短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认真考虑让失业者

和在职工人采取联合行动。

帕彭政府于6月16日通过了另一项紧急法令。这一次，

政府也不必担心左翼力量会进行抵抗。这项法令的内容是取消

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禁令，并且再次允许他们穿制服。在国会

遭解散后，这是希特勒承诺对帕彭内阁采取容忍态度所提出的

第二个条件。就在同一天，德国总统致信内政部部长盖尔，前

者希望“德国在未来以比较平静的方式进行政治舆论斗争，

而且不要发生暴力行动”。他的这个观点并未被所有邦政府接

受。巴登和巴伐利亚这两个邦于6月16日和17日迅速发布了

本邦的制服禁令，从而激起了希特勒的强烈抗议。

这些抗议很快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盖尔6月 26日在内阁 485

中表示，从长远来看，警察不可能在德国共产党和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这两条战线上作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应

该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并且把民族社会主义者完全融入国家

中。”然而，德国南部的这两个邦依然拒绝在第二天召开内政

部部长会议，于是德国总统于6月 28日发布了一项新的紧急

法令，取消了各邦对制服和游行的所有禁令。

与卡尔斯鲁厄的大联盟政府和慕尼黑由巴伐利亚人民党领

导的少数派内阁不同，普鲁士的看守政府显然不愿对取消冲锋

队的禁令提出异议。泽韦林考虑到不能给德国政府以任何借口

来干预普鲁士邦，甚至在6月27日由他召集的内政部部长会

议上，他呼吁各个邦的同事们接受这项新的紧急法令，如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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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行，也就最多在宪法法院对国家政府提出上诉，或者派代

表团去拜访帝国总统。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是这样为自己的态度

辩护的：德国国防军正准备进入紧急状态，而现在只是在等待

一个合适的机会。施莱歇确实于6月21 日在内阁中发表了这

样的见解。泽韦林的建议奏效了，巴伐利亚和巴登最终放弃了

反对。尽管自解除冲锋队禁令以来，政治暴力行为的数量猛

增，但所有邦都没有反抗地执行了6月28日的紧急法令。9

自 6月4日以来，内阁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成员、来自中央

党的福利部部长海因里希·希尔齐费尔(Heinrich Hirtsiefer)

在普鲁士内阁担任代理总理。就在同一天，60岁的奥托·布

劳恩声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而开始“休假”,并且无意再次返

回自己的工作岗位。自4月 24 日举行邦选举以来，他不再觉

得自己是个合法的总理。没有人民的支持，他无法想象如何为

人民做负责任的工作，因此这位从前的强者向他的朋友们建议

不要改变议事规则，不应该阻止选举新的继任人。对于布劳恩

来说，现在应该把政治舞台让给黑褐两党联合政府。社会民主

党邦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海尔曼和柏林警察局局长格热辛斯

基要求布劳恩在少数派的位置去争取权力，布劳恩认为这是不

民主的，因此是荒谬的。

6月6日，帕彭开始介入普鲁士危机。在不通知行政内阁

的情况下，总理要求来自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邦议会

486 主席科尔提前召开会议，尽快确定邦总理人选。总理试图向希

尔齐费尔和无党派的财政部部长奥托·克莱珀(Otto Klepper)

施加压力，告诉他们，只有有一个合法任命的邦政府，国家才

能帮助普鲁士摆脱财政困难。然而，6月8日，邦行政内阁通

过自己的力量成功地平衡了预算，因此不再需要国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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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

但是，议会的危机仍然没有可以得到解决的迹象：在接下

来几天里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首次正式进行的联盟谈

判中，中央党同意选举一名德国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民族社会主

义者担任邦总理，这个提议被希特勒的谈判代表彻底拒绝了。

这时，“男爵内阁”认为对中央党进行严厉威胁的时候到了。

盖尔于6月11日呼吁德国国会联合委员会对普鲁士使用“最

终手段”(ultima ratio):由国家委派专员。6月12日，帕彭在

与德国南部几个邦的邦主席和邦总理谈话时，再次陈述了他的

内政部部长一天之前的说法。0

6月中旬，社会民主党里也有人在考虑由帝国对普鲁士进

行干预。在与盖尔的对话中，泽韦林谈到了7月31日之后会

出现什么情况，这是当时已经确定下来的德国议会选举的日

期。如果议会丧失工作能力，那么将会有重大动荡。在这种情

况下，他“完全可以想象国家把自己的权力手段与本国最大

邦的权力手段结合起来，以便有效地保护自己”。至少在1932

年10月提交给国家法院的记录中泽韦林是这样说的。盖尔 6

月21日向内阁做了关于谈话的粗略报告。泽韦林向他强调：

“帝国政府将不得不向普鲁士和其他一些邦委派帝国专员。”6

月25日，德国内政部部长声称：“普鲁士内政部部长说，他

没有参加与内阁作对的围攻。如果要为普鲁士任命一位帝国专

员，那就不宜太迟。”

这个时候，甚至在纳粹的报纸上也能读到泽韦林曾敦促盖

尔为普鲁士任命帝国专员一事。此时，普鲁士内政部部长感到

有必要出面否认这一点。他在6月25日解释道，他已经向德

国政府发出紧急警告，不要在缺乏合理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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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邦实行国家监督，甚至委派帝国专员。在普鲁士，警察始终

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无论泽韦林和盖尔实际上是怎么说

487 的，帝国内政部部长都可以认为，只要国家以符合宪法的方式

将这个邦的警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普鲁士的执行政府就不

会做出任何抵抗。泽韦林显然认为，帝国政府只想集中帝国和

普鲁士的权力，以避免公开的内战。他似乎没有看到帕彭内阁

主要关心的是将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个德国最大邦的政权中驱逐

出去。

自“男爵内阁”成立以来，社会民主党就从不间断地猛

烈攻击这个政府。仅仅在一个领域，社会民主党发现自己与德

国政府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外交政策领域。在帕彭总理任

职的第一天，《前进报》就指出，全德国的力量都对前中央党

议员追求德法谅解政策发动了猛烈的抨击。实际上，帕彭与邻

国政界和大工业界中的一些有影响力的圈子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他们在反苏维埃问题上寻求德法两国的密切合作。

在 6月16日于洛桑举行的战争赔偿会议上，总理试图化

圆为方：一方面，他要求对《凡尔赛和约》进行彻底的修订，

其中包括删除“战争赔款”第 231条，并且要求德国在军事

上得到完全平等；另一方面，他建议与法国达成协议，双方结

成同盟，并且实现两国总参谋部的长期合作。这一雄心勃勃的

计划不可避免会失败。5月议院选举的获胜者、激进社会党新

任总理赫里欧无法接受修订条约的要求。在建立牢固的德法同

盟的问题上，帕彭在英国首相麦克唐纳那里碰了钉子。

可以预见的是，德国的要求不可能在这次会议的狭窄空间

中得到落实。在没有任何最终付款的情况下取消赔偿金，这是

做不到的。麦克唐纳本想对此要求做出回应的，但他开出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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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帕彭无法满足的：德国至少应该在一段时间里放弃积极的

修订政策。另外，对于赫里欧来说，没有德国的最后一笔付款

他就不无法和议会交代。在谈判期间，法国还是在索赔的数额

上做了调整：从原来的70亿马克降低到最多30亿马克。德国

应该最早在三年后，并在更长一段时间内以政府债券的形式支

付这笔款项，前提是在此期间已经完全恢复了国内经济的平

衡。虽然施莱歇和盖尔表达了严重的担忧，但是在帝国银行行 488

长路德的大力支持下，帕彭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条件。7月9

日，他签署了《洛桑协定》。

总理在会议闭幕词中宣称德国的目标已经实现，这个结果

是赔偿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然而这仅仅是个部分正确的事

实。伦敦和巴黎议会对协议的批准取决于美国是否准备好令人

满意地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但是，德国除了象征性地

支付一些零星余款外，几乎没有必要去做赔偿。帕彭在洛桑取

得的成功，是因为布吕宁的不懈努力。这个结果甚至超出了中

央党总理在5月底设想的比较现实的期望。然而，布吕宁的坚

持政策造成的后果依然存在：他严格的赔偿政策加重了经济萧

条，加剧了社会贫困，并促进了政治激化。在7月31 日德国

议会大选几周前，几乎没有人怀疑谁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2

在德国，洛桑会议的结果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还在会

议期间，帕彭就通过公开声明培育了很高的希望值，以至于他

回到德国时对来自“民族”圈子的严厉批评并不感到惊讶。

德国民族主义新闻界对总理的评价最差，而希特勒麾下的

《人民观察家报》虽然也持负面态度，但口气相对温和。直到

前不久监事会主席名字还是弗朗茨·冯·帕彭的《日耳曼》

声称，《洛桑协定》与1932年1月的状态相比没有任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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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福斯日报》和《柏林日报》等自由派媒体则对总理的态

度大加赞赏。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也承认，谅解政策在

洛桑战胜了意见分歧。3
德国共产党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起劲地把“洛桑”变成自

己的竞选口号。“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是真正反对帕彭政府与

洛桑受纳贡人所缔结的协定，”7月9日，《红旗报》这样写

道，“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粉碎《凡尔赛和约》。”共产主义者的

选举造势活动绝不是专门针对帕彭内阁和纳粹分子的，他们也

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早在6月下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成员威廉·克诺林(Wilhelm Knorin)就在莫斯科发出

的电报中对联合阵线策略的“机会主义萌芽”提出抗议。所

谓机会主义在这里指的是“红色的”、改良派的和基督教的企

489 业工会发出联合呼吁，地方上的共产党干部和社会民主党干部

称兄道弟，呼吁建立“没有领袖的统一战线”,社会民主党、

德国总工会联合会，甚至背叛共产党的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的

共产党反对派共同结成地方统一战线，等等。

德国共产党4月 25日发出“致全体德国工人”的呼吁，

开始采取一种更具有弹性的统一战线策略，然而没过多长时

间，便从7月14日开始与这一策略划清界限。由于担心共产

党会逐渐蜕变成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书记处立即叫停了地方和

区域性的统一战线。“每一种无视我们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领

导人斗争的做法，每一种混淆我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对

立的做法，每一次向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针对希特勒和帕彭表

述的屈服，每一次对机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妥协，都会危及我们

实施革命性的群众政策。”这是德国共产党发到各区党委通函

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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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共产党于4月25日发起的“反法西斯行动”,被视

为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自由工会、黑红金旗帜团和工人体

育协会共同发动的“钢铁阵线”的。但是到现在这一行动变

成了它一开始的那个样子：共产党的煽动。阿尔贝特·爱因斯

坦、海因里希·曼和珂勒惠支在6月17日发出呼吁，希望这

两派在竞选活动中能够团结起来，最好是拟定联合候选人名单，

或者至少可以采用候选人组合名单(Listenverbindung)的形式，

但这个呼吁最终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共产党7月14

日发出通函之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试图与共产党人“暂停

党派之争”或达成“互不攻击条约”等，这些比较现实的尝

试最终也都成了徒劳之举。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德国共产党

回到了以前的战术：与“社会法西斯”做无条件的斗争，其

重要性与反对“民族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完全

一样。4

1932年夏天的德国议会选举是德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

次。大多数暴力行为是共产党和纳粹分子发起的。对冲锋队的

禁令刚刚解除，德国的许多地区，特别是莱茵河和鲁尔工业

区，就频繁发生政治对立派之间的冲突。共产党的支持者似乎

已经忘记了1931年11月，他们的中央委员会警告不要发动个

人恐怖袭击。无论如何，与纳粹分子的枪击事件又成了家常便

饭。冲锋队在肢体暴力方面很残酷。据报道，柏林几乎每天都

有纳粹分子袭击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袭击纳粹分子的消

息，而对方的聚会酒馆成了攻击的首选目标。6月上旬，普鲁 490

士有3人在政治暴乱中丧生，其中2人是纳粹分子，1人是共

产党员。在6月下旬，对冲锋队以及制服的禁令解除之后，出

于政治原因而死的人数上升至17人，其中纳粹分子12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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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员5人。在7月的86人死亡名单中，有38名纳粹分子和

30名共产党员。

星期日是特别血腥的日子。7月10日，在整个德国有17

人死亡，10人身受致命伤，181人受重伤。西里西亚地区的小

镇奥劳(Ohlau)创造了纪录，这一天有 4人死亡，34 人受

伤。在这里，黑红金旗帜团与冲锋队和党卫队打了一仗。当地

的警察无能，驻扎在奥劳的第11 骑兵团出面干预，士兵肆无

忌惮地使用卡宾枪和手枪清理了街道。就在同一天，纳粹分子

试图冲进荷尔斯泰因的埃肯弗德(Eckernforde)工会大厦：两

名年轻的农场工人遇刺身亡，一名袭击者据说是被自己人枪

杀。在不来梅，一名警察在一个共产党员家中搜寻武器时被

炸死。5

政治暴力的升级促使普鲁士邦议会中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议会党团主席弗里德里希·冯·温特费尔德(Friedrich von

Winterfeld)在7月8日呼吁德国总理对普鲁士进行干预。“现

在普鲁士的状态与公开的内战毫无两样，”温特费尔德写道，

“由于领导的不得力，普鲁士警察现在不能控制局势了。普鲁

士各地每天发生的无数谋杀案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情况也

非常危险，很多地方的警察局局长都是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

的，众所周知，这些警察局局长及其党内朋友与共产党有着密

切的联系。这必将极大地动摇警察的纪律。令人惊讶的是，今

天的警察领导人还领导着他们的团队。”就在当天，温特费尔

德和他的同事博克(Borck)在德国内政部以及在德国总理府

国务秘书埃尔温·普朗克(Erwin Planck)那里提出了同样的

口头指控。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政客声称的社会民主党警察局局长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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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之间的联系完全是杜撰。温特费尔德也没有指出，在6月

16日解除对冲锋队和制服的禁令之后，政治冲突造成的死亡

人数才开始激增。实际上，没有什么比重新实施这两项禁令更

重要了。然而德国内阁从政治恐怖活动的发展中得出了其他的

结论。在7月11日由帕彭主持的部长会议上，德国内政部部 491

长冯·盖尔说，如果普鲁士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共产党的危

险也就不会那么让人不安了。“事实上普鲁士政府的权威已经

发生严重动摇。警察虽然接到泽韦林部长的命令打击纳粹运

动，但是这一运动依然在迅猛发展。”

现在，盖尔认为动手的“心理时刻”已经到来，并且提

议向帝国总统提交一项法令，内容是为普鲁士任命一名帝国专

员。这项任务由帝国总理亲自负责，再由他任命下属专员。帝

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系将以这种方式重新调整，现任普鲁士政

府可以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但胜诉的希望等于零。帝国必须

安抚德国南部各邦和萨克森邦的政府。在会议接近尾声的时

候，帕彭发现，帝国内阁已经统一了意见，同意在普鲁士任命

一名帝国专员，法令的措辞和拟定则留给内政部和司法部

处理。

一天之后，德国内阁就已经草拟出这项法令。盖尔强调了

时局的严重性，其语气令人震惊：普鲁士内政部国务秘书威

廉·阿贝格(Wilhelm Abegg)进行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

国共产党合并的谈判”。阿贝格是德意志国家党员，他确实在

泽韦林不知情的情况下，于6月4日邀请两名共产党员前来谈

话。他们是帝国国会议员恩斯特·托尔格勒(Ernst Torgler)

和普鲁士邦议员威廉·卡斯珀(Wilhelm Kasper)。阿贝格呼

吁他们采取行动对付自己党内的恐怖主义行为。共产党的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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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活动的“秘令”在进行搜查时会落到警察的手中。阿贝

格还建议共产党人放弃自己尖锐反对派的立场。“如果纳粹分

子掌权或帝国为普鲁士任命一个专员，这对你们根本没什么

好处。”

政府顾问鲁道夫·迪尔斯(Rudolf Diels)见证了这次谈

话，他向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官员透露了谈话的情况，而这些官

员又通知了德国内政部。帝国总理府的处长里夏德·阿达尔贝

特·温施泰因(Richard Adalbert Wienstein)为此对迪尔斯进

行询问时得知，泽韦林不赞成阿贝格这种未经授权的做法，因

此严厉谴责了这位国务秘书。帕彭最迟在7月19日就知道了

这件事的原委。

内阁在7月12日的部长会议上商议，如果委派帝国专员

的决定引发总罢工的话，应该如何对应。当经济部部长瓦姆博

尔德提出这个问题时，盖尔回复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施军

事紧急状态令，此外，1919年动乱期间成立，旨在保护重要

492 企业的技术紧急援助团队也严阵以待。厘清了思路之后，内阁

批准了内政部部长的法令草案，并在时间表上达成了协议：7

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时，把普鲁士邦部长希尔齐费尔、泽韦

林和克莱珀请到德国总理府。总理将会在这里告知他们帝国总

统在普鲁士设立帝国专员的法令。

但就在同一天，泽韦林打乱了德国内阁的计划。他在7月

12日发布一项命令，要求在注册露天集会和游行时警察当局

要仔细审查是否有足够的警力保护参与者，如果不够就禁止这

场活动。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在给警察当局的广播讲话中呼吁对

未经授权携带武器者采取最严格的措施，并尽可能延长对所有

被发现携带武器者的拘留时间。面对不断发生的暴力冲突，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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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林呼吁民众保持镇定和谨慎。

在7月13日的部长会议上，司法部部长居特纳提起了泽

韦林的命令，盖尔承认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做法实际上“已

经动摇了帝国政府在普鲁士采取行动的基础。这项命令的贯彻

情况还有待观察。因此，我们应该放弃昨天立即任命帝国专员

的决定”。根据会议记录，施莱歇和其他部长都同意盖尔的

结论。

第二天，兴登堡在他东普鲁士的诺伊德克庄园接待了总理

和内政部部长。帕彭首先报告了战争赔偿会议的结果，随后盖

尔解释了在普鲁士任命帝国专员的准备工作。盖尔于7月16

日向内阁报告，当时帝国总统授予总理一份未签署日期的一揽

子授权书。他签署了《重建普鲁士邦的安全和秩序的法令》

和《戒严法》。所谓《戒严法》最初只适用于柏林和勃兰登堡

边境地区。农业部部长冯·布劳恩还宣布，德国工业帝国协会

主席古斯塔夫·克虏伯和德国农业会议主席恩斯特·布兰德斯

这两位来自大工业和大农业的领导人希望对整个帝国实施

《戒严法》。之后内阁休会，没有再做出其他决定。6

1932年7月17日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为“阿尔托纳血腥

星期日”(Altonaer Blutsonntag)。这次事件让帕彭政府有机会 493

恢复打击普鲁士的原定时间表。纳粹分子 7月10日袭击了埃

肯弗德的工会大厦之后，阿尔托纳就传出谣言说共产党人不久

将对“埃肯弗德复仇”。而阿尔托纳所属的石勒苏益格-荷尔

斯泰因是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7月12 日，在迪特马申的圣

米夏埃利斯东(St Michaelisdonn)附近的一条护城河中发现一

名失踪了两天的德国共产党干部的尸体，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国务秘书的兄弟、区政府主席瓦尔德马·阿贝格(Walde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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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gg)立即在接下来的周末禁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集会。其中一个未

遭禁止的少数例外是纳粹分子穿越阿尔托纳的造势游行。

阿贝格决定将阿尔托纳从示威禁令中移除是一个令人无

法理解的错误。同样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几天还担任着国

会议员的社会民主党警察局局长奥托·埃格施泰特(Otto

Eggerstedt)正在参加竞选活动，而他最重要的同事们都在休

假。有两件事是毫无疑问的：冲锋队穿越“红色”据点的游

行就是要向共产党寻衅，而德国共产党的支持者绝不会对这种

挑衅袖手旁观。

7月17日将近下午 5时，当臭名昭著的冲锋队游行队伍

穿越约翰内斯大街(GroBe JohannesstraBe)、马林大街(GroBe

Marienstra?e)、绍恩堡大街(Schauenburgerstra?e)的交叉路口

时，传来了第一阵枪声。开枪的是共产党人。冲锋队员科赫

(Koch)被当场打死，其他一些参与者受了伤。警察用手枪和

卡宾枪予以还击。最后有18名平民丧生，其中大多数是被反

弹的子弹击中的。遇难者中有一人来自埃彭多夫(Eppendorf)

的纳粹妇女团，三名德国共产党员，两名女共产党员或亲共妇

女，一名德国社会民主党员，一名黑红金旗帜团成员。

柏林警察局局长阿尔贝特·格热辛斯基在7月16日晚上

接到普鲁士内政部打来的关于阿尔托纳事件的电话。普鲁士内

政部问他，如果让他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部长，他会怎么做。根

据他在第二年写的回忆录，他的答案是“我将立即撤销阿尔

托纳警察局局长和地区长官的职务，并宣布阿尔托纳进入紧急

状态”。格热辛斯基在回顾这件事的时候说，如果这样做“会

让拥护共和国的民众奋起反抗，并且把反动派逼到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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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但是，当事的部长没有决心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这种游行。

如果卡尔·泽韦林在回忆录中的记录都是真实的，那么他在 7

月16日“血腥星期日”的前一天曾向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汇报

说，一切迹象都表明帝国政府在国会选举之前就会任命普鲁士 494

专员。“普鲁士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背景的部长，以及支持他

们的政党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命的形式，到底是按照

宪法规定行事，还是施莱歇感觉自己有足够的实力不去理会宪

法的规定。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政府采取不合法的、国防军支

持的行动，警方是否可能和必须对其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

警方可以得到钢铁阵线的支持。他分析道，虽然有各种颠覆企

图，但柏林大多数警察还是忠于共和政府的。就帝国国防军和

警察的战斗力而言，对付短时间的示威活动没有问题。”

泽韦林继续写道，在这个时候，《前进报》总编弗里德里

希·施坦普费尔打断了他：“我没有权利让警察勇敢，为我牺

牲。以前我也是这个观点。我没有任何向党领导建议奋起反抗

的想法。但是，我感到有必要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一切反抗的可

能性，或者一种明显的抗议方式。会议一致决定，不管发生什

么,都不要离开宪法的基本准则。”

大约6个月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位党主席中的一位——

奥托·韦尔斯回忆起与泽韦林的另一次会面。另一位党主席汉

斯·福格尔(Hans Vogel)以及德国国会议员保罗·赫兹也参

加了这次会面。韦尔斯说，在7月18日进行的这次对话中，

泽韦林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是否到了普鲁士部长辞职的时

候。泽韦林的理由是在同一天颁布的全面示威禁令，然而发布

这个禁令前并没有与各邦进行任何事先接触。在福格尔和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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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下，韦尔斯建议泽韦林绝对不要采取这一做法。“泽韦

林的突然离职将导致⋯⋯地方和邦收取薪酬和担任名誉职位的

许多本党同志发出疑问，这将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后果。我们这

几个人承担不起批准泽韦林建议的责任。他的辞职会引发党内

最严重的矛盾。因此，我们要征询相关部门的意见。”18

泽韦林所说的全面禁止户外集会的禁令是德国政府从7月

12日开始计划的。阿尔托纳事件使政府更加有理由将禁令付

诸实践。7月18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普鲁士邦议

会主席汉斯·科尔写信给帕彭，呼吁德国接管普鲁士的警察部

495 队。同样在7月18日，希特勒在一封从柯尼斯堡发出的电报中

向德国总理抱怨警察的“残酷挑衅”,并要求帕彭立即制止

“乱七八糟的警察政策导致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然而，帝国政府已经不再需要这种呼吁了。“阿尔托纳血

腥星期日”给了政府机会让7月12日的时间表重新生效。根

据这个时间表，对普鲁士下手的时间定在 7月20日。7月18

日，希尔齐费尔、泽韦林和克莱珀接到通知，于后天上午10

时到德国总理府开会。当问及会议内容时，泽韦林的部长办公

室主任爱德华·路德维希·诺比斯(Eduard Ludwig Nobis)得

到的回答是，会议将讨论财政、农业和内政方面的问题。而希

特勒在 7月19日下午得到了更为准确的信息。在科特布斯

(Cottbus)附近的飞机场上，戈林、戈培尔和罗姆向他报告

说，第二天将要为普鲁士部署一名帝国专员，接任这项任务的

将是埃森市长弗朗茨·布拉赫特(Franz Bracht)。“这是个不

完整的解决方案，但是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戈培尔在他

的日记中这样评论道。

当7月20日的晨报描述当时的情况时，好像帝国专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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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了事实。《前进报》的头条标题是《别动普鲁士!纳粹分

子科尔正在要求委派帝国专员!》。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机

关报里，人们找不到关于反抗措施的报道。自 7月18日以

来，普鲁士政府对帝国内阁的意图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因此它有充分的理由自行对普鲁士实施紧急状态令。正如格

热辛斯基在7月20日上午向泽韦林建议的那样，这种先发制

人的紧急状态令是阻止任命专员的最后机会。但是，柏林警

察局局长没有联系到泽韦林。而且在我们了解普鲁士内政部

部长对局势的评估后就能得出结论，他是不会听从党内朋友

的建议的。20

早上10时过后不久，在德国总理府举行了三位普鲁士部

长参加的会议。在国家方面，除了帕彭之外，内政部部长冯·

盖尔和国务秘书普朗克参加了会议，会议记录官员是温施泰因

处长。在普鲁士方面，与希尔齐费尔、泽韦林和克莱珀一道出

席会议的还有部长办公室主任诺比斯。总理声称，根据普鲁士

的局势发展，他不得不要求帝国总统根据第 48 条，颁布一项

《恢复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紧急法令》。然后，帕彭宣读了法令

的内容。法令授权帝国总理担任帝国专员，并解除普鲁士国务

部①成员的职务，由帝国总理自己接管普鲁士邦总理的事务，496

并委派帝国其他专员接手普鲁士各部委的领导权。随后帕彭宣

布，他按照法令撤除邦总理布劳恩和邦内政部部长泽韦林的职

务，并任命埃森市长布拉赫特为普鲁士内政部部长。

泽韦林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这项法令不符合宪法。普

鲁士的安全和秩序并没有比其他邦更差。如果普鲁士的冲突更

① Staatsministerium,普鲁士邦的专有称呼，即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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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些，那是因为大多数动乱地区都在这个邦。“只有被帝国

总统的明确命令或邦议会的决议罢免，他才会放弃权力或者离

开，”官方会议纪要里这样记载道，“播下风的种子就会收获

暴风雨。他担心帝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会引发内战。”

帕彭用一个问题回复。他问泽韦林是怎么理解使用强制力

的。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回答：“除非使用暴力，否则不会屈

服。”希尔齐费尔部长和泽韦林一样，也对法令是否符合宪法

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疑问，为什么帝国没有根据宪法第15

条要求纠正政府认为必须批评的缺点。帕彭说，他不会阻止普

鲁士的部长们向国家法院求助。三位部长离开帝国总理府后，

柏林和勃兰登堡边境地区立即进入紧急军事状态。

上午11时前，奥托·布劳恩在柏林策伦多夫家门口的门

铃响了，德国帝国总理府的一名官员通知布劳恩，他已经被免

除了邦总理的职务。邦总理考虑良久，是否要前往国务部，并

且让人把他抓起来。但是，他最亲近的员工还是通过电话对他

进行了成功的劝说。于是，布劳恩给帝国总理写了一封信，说

明帝国的措施没有法律依据，并请帕彭解释其行动的原因。

与此同时，国防军开始行动了。约11时30分，被施莱歇

任命为执法指挥官的国防军第三军区司令冯·伦德施泰特

(von Rundstedt)中将电话通知柏林警察局局长格热辛斯基，

他和警察指挥官海曼斯贝格(Heimannsberg)已被免职。中将

要求格热辛斯基约定一个时间进行工作交接，两名继任人分别

是当时的埃森警察局局长库尔特·梅尔歇尔(Kurt Melcher)

和警察上校格奥尔格·波滕(Georg Poten)。格热辛斯基答应

考虑之后再回电。在回电之前他先和泽韦林通了电话。泽韦林

认为，军队的包围与他自己被革职不同，这一行动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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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泽韦林建议柏林警察局局长遵从将军的指示。

但是，格热辛斯基还是听从了他的副手伯恩哈德·魏斯的 497

劝告，做出了不同的决定，他拒绝了伦德施泰特的要求。下午

5时前后，国防军官兵已经来到警察局，将格热辛斯基、魏斯

和海曼斯贝格“保护性拘留”起来。他们被带到莫阿比特的

帝国国防军军营，约两个半小时后获释。此前他们签署了一份

声明，在声明里他们做出保证，在被强制撤职之后，他们将不

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官方措施。

就在这个时候，普鲁士政府向总理致信，明确表示了自己

的态度。帝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违反了帝国宪法和普鲁士宪法。

因此，普鲁士政府请求宪法法院做出裁决。同时，普鲁士申请

了一项禁令，禁令的内容是，停止对普鲁士部长的罢免以及对

他们在帝国参议院中权利的侵犯。因此，禁令的申请仅仅涉及

普鲁士政府认为无效的那些措施。帝国政府是否可以根据第

48 条第二款的规定，将普鲁士警察交由帝国政府专员管理，

这个问题需要由国家法院做出最终裁决。普鲁士是否未能履行

自己的职责，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国家法院做出裁决。帝国政府

也强调这一点，它通过引用同一条的第一款来维持原本的主

张，这一条款赋予帝国可以进行干预的权力。

普鲁士政府的法律论点是正确的。帝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剥夺一个邦符合宪法的政府和在帝国参议院的权利。由于总

统令也是这样的内容，所以内阁的行为构成了违宪，这与政变

别无两样。因此，到现在为止尚未被罢免的部长们完全正确，

他们拒绝了帕彭于当天下午 5时在普鲁士政府举行会议的邀请

(而且故意挑衅地用了“普鲁士总理”字样的信头)。邦政府

7月20日发出的信函中明确指出，这样的会议只能由一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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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士部长来主持。

这封信于下午3 时左右抵达威廉大街另一端的帝国总理

府。之后，帕彭马上与盖尔和一些高级官员达成共识，认为应

该免除普鲁士所有部长的职务。在下午6时举行的部长会议上

正式做出了这项决定。帕彭报告说，他在早上向最重要的几个

邦政府通报了针对普鲁士的行动，只有巴伐利亚特使提出了抗

498 议。帝国派往普鲁士内政部的专员布拉赫特向内阁汇报，他下

午4时在泽韦林的办公室与其进行了一次“友好”对话，还

讨论了免职的方式：“当布拉赫特博士当着警察局局长梅尔歇

尔和一名警官的面，要求泽韦林离开办公室之后，泽韦林将于

今晚8时把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办公室腾出来。”之后，内阁

讨论了现在必须更换的政府官员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很多，

从国务秘书到部门负责人，直至警察局局长。2

当自由工会的地区秘书和主席们在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位于

因泽尔街(Inselstrasse)的总部会面时，对普鲁士的打击已经

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由于失业救济金和竞选策略的问题被纳入

议事日程，以韦尔斯和霍尔特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高层领导和

黑红金旗帜团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当莱帕特开始其开场演讲

时，突然接到格热辛斯基打来的电话，通知在场的人普鲁士已

经进入紧急状态。莱帕特请韦尔斯对时局进行评估，根据韦尔

斯自己的回忆，他当时认为帝国政府的做法是“公开政变”,

并且进行了一次历史比较。“这很容易唤起对卡普政变的记

忆。今天我们还像1920 年那样，有那么多民众团结一心地站

在我们身后吗?我必须对此加以否定。共产党人和纳粹分子都

反对我们，还有国家权力，如国防军等，再加上公务员和广泛

的市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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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民主党是否应该呼吁群众进行

大罢工的问题。没有人发言赞成使用这种抗争办法。而所有发

言人都赞同韦尔斯所说的替代方案：“德国国会选举将在10

天内进行。如果现在开始战斗，选举将不能举行。不是一时不

能进行选举，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进行选举。这样共

和国的基础就会动摇。我们是否应该不顾一切后果，来一场不

平等的战斗?并且给反动派留下口实，说正是因为我们自己而

断送了大选?还是我们应该说，首先确保7月31 日举行的德

国国会选举?”

韦尔斯在会议期间拜访了泽韦林。泽韦林也警告说，大罢

工将意味着立即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结果是一场操持武器的

战斗。警察无法与德国国防军作战。另外他也没有指挥权了，

所以大部分警察也不想这样做。”

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柏林地区主席弗朗茨·金斯特勒已经

委托制作反对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口号的传单时，韦尔斯返回

了因泽尔大街。所有政治性工会立即向工人、雇员和公务员发 499

出呼吁，务必谨慎对待“最新的政治事件”,并将在 7月31

日做出决定性的答复。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也力推这个路线。就

在7月20日晚发出的号外中，《前进报》刊出了社会民主党

的宣言：“德国人民有责任在7月31日做出决定，终止当前的

局势，这个局面是帝国政府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合作

的结果。所有组织都处于最高的战斗戒备状态。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最严明的纪律。必须抵制未经授权的机构喊出

的野蛮口号!现在最重要的是为7月31 日社会民主主义的胜

利而凝聚力量!自由万岁!”

共产党人7月20日喊出的口号是社会民主党人预料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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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面对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呼吁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和自由雇员总工会同共产

党人一起进行大罢工。这场群众行动旨在推翻“法西斯军事

独裁统治”和“法西斯主义的帕彭政府”。然而，德国共产党

在呼吁中并没有提到恢复奥托·布劳恩内阁的事情。恩斯特·

台尔曼领导的政党也无法将这样的口号写到自己的大标语里，

因为就在 6月2日，他们在普鲁士邦议会提交了对这一内阁的

不信任动议(该动议已经借助右翼政党的赞同票被接受，但

是由于政府已于5月24日宣布辞职，所以没有任何后果)。因

此，社会民主党人很容易把共产党人的这种呼吁视为纯粹的煽

动而拒绝。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7月 21 日发表声明说，德

国工人阶级“不会让纳粹分子的盟友来决定在什么时间，采

取什么手段来对付布劳恩和泽韦林”。

7月 20日的柏林很平静。在工人居住区里，大家都在讨

论布劳恩政府下台的事。在威丁，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挂起了黑

红金三色旗帜，有的挂起了代表钢铁阵线的三箭头红旗。在社

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大家高喊着布劳恩、泽韦林和格热辛斯基

的名字。即使在帝国首都以外的地区，也没有工人急于采取行

动。7月20日，在德绍的容克工厂的企业工会会议中，德国

金属工人协会的法律顾问恩斯特·弗伦克尔目睹了各工会缺乏

战斗的意愿。有些演讲者和他一样主张发动罢工，并且讲述了

当年卡普-吕特维茨政变的旧事，而他们得到的总是相同的回

答：“是的，但当时并没有这么多人失业。”22

7月20日晚上，帕彭政府就可以肯定自己取得了成功。

晚8时左右，泽韦林被革除了其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职务，方

500 式完全是布拉赫特下午要求的那样。帕彭通过德国的所有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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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宣布，对普鲁士的打击是有道理的。他说，被罢免的政府

已经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抵抗德国共产党与国家为敌的

活动。总理称这是每个政府的道义责任，“在国家公敌、我们

文化的破坏者，以及为共同利益而奋斗的人民力量之间划清界

限。由于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圈子不能做出放弃共产主义分子和

纳粹分子的政治和道德等式的决定，因此出现了那些不自然的

阵营，它们与共产主义的反国家势力结成统一阵线，来反对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新兴运动。”

“新兴运动”的柏林大区长官忍不住心中的喜悦，默默地

对政变的策划者发出赞许。“一切就像上了发条一样顺利，”

约瑟夫·戈培尔在7月2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红色势力已

被消除。他们的组织并没有抗拒⋯⋯一些警察局局长和邦高级

长官被罢免。大罢工没有发生。有传言说黑红金旗帜团要揭竿

而起，但这些都是小打小闹。红色势力错过了他们的重要时

刻。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再来了。”

社会民主党内不仅有赞同领导做法的，也有人对普鲁士遭

受打击而等闲视之的做法表示愤慨。“我们的抵抗呢?”后来

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总理海因茨·屈恩(Heinz Kühn)在

1980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发问。1932年7月20日他作为科

隆的黑红金旗帜团的青年领袖，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游行集

会的那些大话到哪里去了?‘黑红金旗帜团’‘护卫方队’‘钢

铁阵线’‘铁锤营’,我们在不耐烦地等待，最焦急的是我们

这些青年。上千人集结待命，我们期待下达命令。直到晚上柏

林的电话来了，说是已经给帝国法院打了电话!我的失望之情

好几年之后才平息下去，尽管我早已预见到了这个结局。那天

晚上，我把自己的巴拉贝鲁姆(Parabellum)手枪埋进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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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园子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23
在魏玛灭亡之后，确实有一批积极活跃的青年社会民主党

人，他们认为1932年 7月 20日是最后一次拯救共和国的机

会。黑红金旗帜团的抵抗意志虽然从未有机会经受考验，却早

已被编织上了神话般的光环，然而这种抵抗意志经受不起冷静

的考量。这个共和国护卫组织所拥有的武器根本抵御不住德国

国防军的军事力量。在对冲锋队实行禁令之后，虽然拥有大约

501 25万人的黑红金旗帜团的精英部队“护卫方队”已经重建，

但是，他们充其量只能在短时间里抵御右翼势力装备更加精良

的准军事组织，诸如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因为这些组织

在人数上有2倍的优势，而且他们一定会积极参加这场击败

“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

另外，黑红金旗帜团也许会得到普鲁士一部分警察的支

持。但是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真是毫无悬念地完败于国防军。

更不能相信共产党会和备受痛恨的“泽韦林警察”并肩作战。

一旦发动武装抵抗，就是在释放内战的信号。在这样一场内战

里，不是黑红金旗帜团，而是来自左右各派最好战的武装组织

来决定这场战争将采取怎样的打法。考虑到各派力量的分支，

四分五裂的左派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大罢工发动不起来的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时候官方

的失业人数是600万，如果算上“隐形的失业者”,则有700

万以上的失业者，因此一场政治性大罢工不会持续很久。德国

最后一次大罢工发生在卡普-吕特维茨政变后，那个时候几乎

是充分就业。1920 年时，政变分子在社会上没有任何重要的

支持，也没有合法的国家权力机构对付他们，没有极右势力的

群众运动，而德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四分五裂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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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工会于1932 年夏天在截然不同的情

况下发动大罢工和武装斗争，这个决定无异于光荣的毁灭。民

主的群众组织是不允许做出这种决定的。4

社会民主党的失误早在政变之前就发生了。如果在1932

年7月仍然有方式可能避免国家的干预，那就是格热辛斯基所

倡导的路线，以及普鲁士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措施。但是

泽韦林认为普鲁士邦警察的“国家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明

智的做法，甚至是迟早要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以避免纳粹分子

篡夺权力。集权政府的内政部部长盖尔在7月 20日发动对普

鲁士的打击行动时也许略带有这个意图，而这一点在社会民主

党的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眼里，甚至成了部分合理的地方。因为

泽韦林把德国国防军视作反对右派极权主义危险的力量，因此

他在帕彭政府时也采用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这在布吕宁

内阁时已经演变为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个天性了。

当时就有人试图解释，在普鲁士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行为

和它在1932 年4月24 日邦选举中的失败经历有关。7月底，502

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卡洛·米伦多夫在《社会主义月报》

中说：“普鲁士的共和派权力实际上是在4月24 日失去的。”

8月中旬，恩斯特·海尔曼在《自由之言》中总结了这种想

法。“社会民主党的‘权力地位’是建立在人民的意愿之上

的，而不是在其他基础之上。普鲁士的‘权力地位’是4月

24日由人民决定并失去的，而不是在7月20日丢失的。”实

际上，正是对自己的民主合法性的怀疑，布劳恩和泽韦林才在

1932年夏天显得那么麻木不仁。

1932年7月20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的消极情绪还有

更深层的原因。接受这次政变也是社会民主党实行 20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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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政策和长期参与普鲁士政府执政的结果。在普鲁士是正式

的执政党，在帝国是非正式的执政党，与此同时又是等待中的

内战派，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1932 年7月20日，德国社

会民主党失去了仅能维持到当天的残余权力，因为它自1930

年秋天以来，就将一切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这就是在宪法的

基础上，与资产阶级的中产阶层一齐反对民族社会主义。

1932年6月，在“打击普鲁士”之前，社会民主党左翼

人士阿尔卡迪·古尔兰(Arkadij Gurland)就做出了敏锐的观

察。回顾历史，他认为宽容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想法上的：

“民主的主要危险取决于内战的危险。因此，它的实际目标不

是维护民主，而是维护合法性，不是去化解一个非议会制的政

府，而是要预防内战。”社会民主主义者在1932 年7月20 日

也遵循了这个想法。自从1918年德国成立第一个共和国以来，

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一直遵守这个共和国的法律。5

普鲁士历史上不寻常的一章以布劳恩执行政府被罢免而告

终。1918年后，霍亨索伦家族的这片土地成了德国各个邦当

中最可靠的共和国支柱。老普鲁士并没有从这里消失，但魏玛

三大政党一直控制着它，直到1932年春天。与德国不同的是，

普鲁士联合政府的政策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在德意志这个最大

的邦里，之所以共和势力如此稳定，毫无疑问也归因于这样一

个事实，即特别容易引起冲突的两个领域——外交和社会政

策，都是在国家层面而不是在邦这个层面决定的。同样重要的

是，从三级选举法到普选制的转变让普鲁士形成了一个新的

“政治等级”,这个等级摆脱了昔日君主制的行为模式，而接

503 受了执政者和议会派的行为模式。只要在普鲁士还有多数人选

择民主，民主的普鲁士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帕彭的政变不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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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鲁士民主的残余，还清除了普鲁士邦。1932 年7月20

日，老普鲁士战胜了共和派的普鲁士，从长远角度看，付出的

代价是把胜利变成了失败。2

布劳恩内阁被罢免后，大清洗立即开始了。属于前联合执

政党的国务秘书和次长、邦高级长官、行政长官、警察局局长

被迫退休。这些职务现在大多由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保守派官

员担任。四位社会民主党的邦高级长官中只有一人被保留——

汉诺威的古斯塔夫·诺斯克。在德国政府看来，这位德国国防

部前部长的立场要比他所在的党右倾得多，因此他可以继续

留任。

众多社会民主党官员是以“紧缩措施”的名义被解雇的。

根据1932 年11月12日的法令而失业的69名部长级官员中，

魏玛政党的成员就有 40名。其他共和派官员则被帝国专员领

导的政府放到了不重要的职位上。1932 年底，除了政治官员

和因紧缩措施而被辞退的官员外，还有 23 名司长、局长、处

长和科长因为其共和思想被从部委、高级行政部门和警察部门

剔除。在新任命的官员中，贵族如此之多，以至于《前进报》

在10月6日目标明确地说这是“贵族和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地

主在普鲁士管理部门的大复辟”。社会民主党的内政部部长泽

韦林和格热辛斯基花费了12 年的心血为普鲁士政府建立的共

和体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帝国专员们剔除殆尽。27

1932年7月20日的政变不仅对共和国造成打击，对联邦

制度也是一个打击。因此德国南方各邦，尤其是巴伐利亚立即

与普鲁士站在了一起。巴伐利亚政府于7月20日致电宪法法

院，第二天巴登采取了同样的措施。符腾堡于7月 21日，黑

森于7月21日向帝国总统提出要求法律保护，以免受到7月



644/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20日紧急法令的影响。

7月23日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一次邦会议上，帕彭和盖尔

试图为自己辩护，但他们只能说服右翼政党执政的邦政府代

表。德国南部各邦密切关注的是对普鲁士的打击可能是全国中

央集权主义改革的开始。1930年以来，随着帝国议会的重要

504 性日益消失，帝国参议院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如果普鲁士的

声音今后变成了帝国声音代表的话，那么参议院也会蜕变成帝

国政府加长的手臂。因此盖尔做出保证，不是帝国总理，而是

代理内政部部长布拉赫特指导普鲁士发声。但是，慕尼黑、斯

图加特和卡尔斯鲁厄等传统邦政府的担忧丝毫没有消除。28

召开联邦会议两天之后，莱比锡宪法法院于7月25日对

普鲁士与帝国之间的冲突做出了初步裁定。它驳回了被罢免的

普鲁士政府提出的禁止帝国专员行使公职的要求。帝国宪法法

院院长埃尔温·布姆克(Erwin Bumke)做出的解释是，普鲁

士提出的要求将导致“国家权力的分离”,从而可能导致“国

家生活混乱”。《前进报》指出，宪法法院这是向政权屈服，

从而给法治国家这个来自资产阶级的理念一次沉重的打击。中

央党报纸《日耳曼》则要求宪法法院迅速做出最终判决。德

国民族主义者的各家报纸对这个说法感到满意。他们把拒绝普

鲁士的要求当作帝国政府在道义上的巨大成功来庆祝。

7月26日，德国总统解除了六天前对柏林和勃兰登堡实

行的紧急状态令。在帝国首都及其周边地区，也可以在 7月

31日之前的最后五天里进行“正常”的竞选活动了。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完全仰仗希特勒，并且打出了希特勒是德

国人“最后希望”的旗号。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

政治承诺中，“工作和面包”口号排在第一位。大规模散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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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即时纲领》宣称要“通过生产性信贷创造就业”。

社会民主党人则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来“调整经济

结构”,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和自由雇员总工会于6月21日商定

了上述计划。公共部门创造就业机会也是工会要求的一部分，

但这仅仅是多项措施中的一项。这一年年初备受关注的

“WTB计划”现在只剩下了很少内容。在选民面前把自己塑造

成创造就业的政党这样一张王牌，社会民主党就这样拱手送给

了民族社会主义者。9

7月30日是德国国会大选的前一天。这一天，德国总理

府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谈话的双方是自由工会和“男爵内

阁”最重要的成员。促成这次谈话的是前国务秘书汉斯·舍

费尔，他从1932年起担任乌尔施泰因出版社负责人。政府方

面出席会谈的有帕彭、盖尔和施莱歇，工会方面的代表是莱帕

特和他的副手彼得·格拉斯曼(Peter Gra?mann),格拉斯曼 505

也是帝国议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德国总工会联合会的董事会

成员威廉·埃格特(Wilhelm Eggert)也参加了谈话。德国总

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们尖锐地批评政府，而总理和部长们则竭力

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解释。施莱歇说，如果工会充分了解到这次

对普鲁士采取行动的背景和原因，工会也会认为这次行动是合

理的。帕彭请求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席及其同事们利用其强大

的影响力，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施加影响，以便政府能够在帝国

议会开展工作。

之后，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在自己的办公室举行了会议。会

上莱帕特诉说了他对会谈的印象：“政府不愿意被人推到一

边，这个政府已经做好了长期的打算。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各

种政治分歧，但这是一批聪明又体面的人，他们当然要追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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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政治目标。拿主意的人是施莱歇。”格拉斯曼也是这个观

点。“施莱歇是一个聪明伶俐、视野开阔的人，绝不仅仅是一

个当兵的。他试图用简单的办法来践行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7月30日召开秘密会议这一事实，以及选择的时间要比

会议内容更加令人震惊。对普鲁士的打击仅仅过去10天，德

国总工会联合会的主要官员就认为和这些发动政变的主谋见面

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这次邀请意味着帕彭政

府对工会的礼节性认可。他们认为，即便是为了工会组织的成

员也有必要与内阁保持联系，哪怕这是一个右翼集权政府。德

国总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们非常在意政府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期

待政府没有认为他们“与祖国为敌”,而是一支“爱国”的力

量。莱帕特、格拉斯曼和埃格特无意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距

离。政府必须在7月30日的秘密会谈中给人留下这样一个印

象。如果社会民主党向“男爵内阁”进行最猛烈的攻击，而

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与同一个内阁进行了几乎友好的交谈，

这就会让人对钢铁阵线的内部统一性产生怀疑。下一次有机会

时就可以从对手的不和中得出实际结论了。30

就在工会与帕彭密谈的同一天，德国有10人在政治暴力

中丧生。在 7月31日星期日的选举中，又有12人死于政治暴

力事件。第一眼看上去，希特勒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次议会选

举的投票率为84.1是19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占有效票数的37.4??与1930年9月14日

506 举行的德国议会选举相比，该党的票数增加了19.1个百分点。

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议席数量从107个增加到230个。共产党的

增长微乎其微，从13.1??升到了14.3??两个天主教党派

也略有增长，中央党的得票率从11.8??高到12.5巴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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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人民党的票数从3??高到3.2??其他各党都是失败者。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24.5??降到 21.6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从7??降到 5.9德意志人民党从 4.5??降到1.2德

意志国家党从3.8??降到1??剩余各党加在一起的票数

占 2.7??

民族社会主义者成功地继承了自由中间势力、温和右翼和

分裂出来的党派的选票，并且成功吸引了众多第一次投票的选

民和不去投票的选民。希特勒的党在基督教派中占据优势，并

且在个体经营者，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占据很大比例。

然而，在工业工人比例较高，以及天主教徒比例较高的地区，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表现相对较差。它在基督教农村

地区比在基督教城市中更为成功，在大城市中吸引的选民则少

于中小城市。所有这些因素都反映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选票的

区域分布中。德国的版图上，北部和东部的“褐色”要比南

部和西部浓烈得多。尽管如此，在黑森、弗兰肯、普法尔茨和

符腾堡北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表现均优于其他政

党。在35个选区中的“领先者”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在这个选区，51??选票都投给了民族社会主义者。

与1930年一样，天主教的环境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口号

具有很强的免疫力，而内部已经四分五裂的“马克思主义者”

选举人群受纳粹的影响也不是很大。1930年以后，天主教政

治派别成功地制止了在君主制帝国时期就开始的侵蚀进程，这

种侵蚀一直延续到20年代。极右势力的猛烈攻击反而唤起了

忠于教会的天主教徒的团结意识。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应对民族

社会主义者的攻击，还要面对共产党的激进左翼势力的竞争。

虽然他们在巩固自己力量方面没有完全成功，但他们还能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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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维持下去。两个最大的民主党派通过向他们的支持者

传递超越政治的价值观给他们一种归属感，这个价值观一方面

是共同的信仰，一方面是阶级的团结。这两个拥护共和的政党

从中获得的利益并没有给共和国带来长远的好处：天主教和社

会民主这两个阵营的设防最终导致两党更加疏远。

在资产阶级的基督徒选民中，只有保守派相对于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德意志民族人民

507 党的票数不到6他们的根据地仍然在易北河东部，这里的

选民构成了君主制阵营的核心，不过其规模比以前小很多。政

治自由主义势力几乎被抹杀了。民族社会主义者成了反对

“体制”的第一支力量，那些没能用坚定的信念阻止迈出这一

步的人，都加入这场反抗运动了。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希特勒

的政党向选民做的承诺是充满矛盾的。最重要的是一种希望，

希望德国和德国人在经过一场“民族革命”后会比现在

更好。

但是，7月31日选举之后，依然看不到如何组建议会多

数的影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是迄今国会中最强大的

议会团体，但与4月10日举行的第二轮总统选举和4月24 日

的邦议会选举相比，他们的票数几乎没有增加。即便是德国民

族主义者和较小的右翼政党给予组阁支援，他们也达不到多

数。从理论上讲，黑褐色联盟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根据黑森和

普鲁士的经验，这种联盟能否形成确实令人怀疑。总理冯·帕

彭在8月1日接受美联社的采访时，对选举结果进行了首次

“正式”评估。他指出他的政府无意努力在德国议会中组建联

合政府。但他同时强调，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积极参与祖国

重建的时候到了。帕彭向自己从前所在的政党中央党发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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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不要通过发起不信任投票来把政府危机的恶名揽在自己

身上。

8月1日，民族社会主义者在柯尼斯堡发动袭击，有两名共

产党领导人被杀，几名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刚刚被罢免的德意志

人民党成员冯·巴尔费尔特(von Bahrfeldt)区长被击伤。消息

传出，事态的发展就增加了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就在同一天，

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荷尔斯泰因的一些城市也发生了炸弹和

手枪袭击。8月3日，一名曾是共产党人的纳粹分子在上西里西

亚的克罗伊茨堡(Kreuzburg)被他的前战友谋杀；在萨克森的

大多伊本(Gro?deuben),一名冲锋队员腹部中枪死亡。8月7

日至9日这段日子特别血腥。在马祖里亚(Masuren)的勒岑

(L?tzen),黑红金旗帜团的一名领导人被一名冲锋队员枪杀。在

上西里西亚的雷奥布舒茨(Leobschütz)县，在格尔利茨和哈茨

山的巴特萨克萨(Bad Sachsa),也有黑红金旗帜团成员被纳粹

分子杀害。在猫头鹰山脉下的赖兴巴赫(Reichenbach im

Eulengebirge),一名冲锋队员在向社会民主党的编辑投掷手榴弹

的时候，自己被炸身亡。

与德国国会大选前的几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8月初实施

政治暴力犯罪的肇事者中，纳粹分子比共产党人多得多。很多

案件都是清算旧账。叛徒经常被从前志同道合的战友袭击、伤 508

害或杀死。在东部农村地区发生的大多数袭击事件中，纳粹政

治气氛浓厚，冲锋队的势力也要比西部工业区更强大。在德国

西部，德国共产党的“红色群众自我保护”在选举期间对纳

粹势力发动了几次沉重的打击。纳粹所发动的恐怖袭击，发出

命令的大都是县一级或地区一级的冲锋队指挥官，而不是来自

更上级的指挥官，但希特勒或罗姆也没有发出命令制止这些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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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行动。2

新一轮的政治暴力迫使帝国政府采取行动。这一届政府为

自己在普鲁士发动政变辩解的理由是，在德国最大的邦，社会

民主党的内政部部长已经不能保证安全和秩序了。现在普鲁士

警察属于帝国专员管辖，即帝国政府自己管辖，如果不对民族

社会主义恐怖活动采取行动，就无法让大家信服。帕彭也毫不

怀疑冲锋队的袭击活动所追求的政治目标。8月9日总理在内

阁中说：“很显然，一些人试图制造社会动荡，迫使人们接受

这样一个结果，这就是把政府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希特勒。”

就在同一天，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反政治恐怖的紧急法

令。判处死刑的量刑范围扩展到了出于政治原因令警察或国防

军军人身亡的行为。纵火罪、炸药攻击罪和危害铁路运输罪也

可能被判处死刑。经1931年10月6日紧急法令的批准，德国

政府被授权在受政治恐怖威胁严重的地区设立特别法院。这些

特别法院的审判流程会提速。法院的判决不受任何法律手段的

约束，因此在宣判之时立即生效，并可以立即执行。

这项紧急法令于8月10日0时生效。一个半小时后，在

格莱维茨(Gleiwitz)地区的波坦帕(Potempa)发生了一起犯

罪案件，其残酷性超出了普通恐怖活动的范围。喝得酩酊大醉

的冲锋队员们偷袭了德国共产党的支持者，失业的波兰上西里

西亚人康拉德·皮耶丘(Konrad Pieczuch)在沉睡时被开枪射

击，并当着他母亲的面被活活踩死。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两天

内被警察逮捕。根据新的法律，预计会在博伊滕(Beuthen)

地区的特别法院将罪犯判处死刑。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

个时候民族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掌权的话，这场案件将是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政府之间的实力较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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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上旬，希特勒似乎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目标了。8月6 509

日，他在柏林附近与德国国防部部长进行了秘密谈话。在数小

时的交谈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领导人设法说服施

莱歇，希特勒本人必须接管德国政府的领导权。同时希特勒还

要求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人担任普鲁士总理的职务，并

且在国家层面和普鲁士邦出任内政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和农业

部部长等职位，在国家层面还要加上司法部部长和将要成立的

帝国航空部部长等职位。希特勒似乎也基本上获得了施莱歇的

同意。

就这样，内阁中的“强人”,兴登堡最有影响力的顾问经

历了一次戏剧性的转向。施莱歇向希特勒承诺的并不是全部权

力，但这是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国内占据政治统治地位必需的权

力。1932年8月初，施莱歇认为，只要把握住对国防军的控

制权，就不会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独揽大权。8月10

日上午，兴登堡刚刚从诺伊德克庄园返回，帕彭就和帝国总统

谈了一次话。在这次谈话中，帕彭至少提到了由希特勒担任黑

褐色多数派政府领导人的想法。但帕彭和施莱歇并不是总统的

智囊团，而兴登堡对希特勒担任总理一职有着个人看法。施莱

歇(在1934年1月30日写给《福斯日报》的一封信中)说，

他向兴登堡汇报过希特勒提出的要求，对此帝国总统“表达

了他‘坚定不移’的想法，他坚决不任命希特勒，而且态度

极其严肃，话语非常不客气”。在 8月10日与帕彭的谈话中，

兴登堡说的一句话后来被广为引用：让那个“波希米亚二等

兵”当上总理，简直是岂有此理。

在8月10日下午晚些时候，帝国内阁对是否将权力移交

给希特勒的看法也是各不相同。司法部部长居特纳比较委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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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民族社会主义者参与政府执政，而财政部部长冯·克罗西

克的表述则非常明确，他用轻松的语调说，避免内战的最佳方

法就是让偷猎者去看林子。最坚决反对民族社会主义政府的是

帝国内政部部长冯·盖尔，他甚至准备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展开“生死斗争”。他建议来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并且公开主张违反宪法的解决方案：解散国会，推迟新的选举

和强制实行新的选举法。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表示完全同

510 意盖尔的意见。瓦姆博尔德、舍费尔和布劳恩则建议维持当前

的内阁。虽然帕彭和施莱歇两人意见不同，但他们并不想局限

在某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上。34

第二天，即 8月11日，政府的传统制宪仪式在德国总统

出席的情况下举行。主题演讲者利用这个机会反对1919年制

定的这部宪法，这在魏玛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内政部部

长冯·盖尔首先指出，《魏玛宪法》未能将德国人团结在一

起，而是让他们彼此分离。然后他提倡对宪法进行改革，采用

集权制度。改革的重点如下：提高投票人的年龄，允许养家糊

口的人和母亲们投附加票，增加政府权力的独立性，并且建立

一个由职业阶层组成的第一议院来和德国议会制衡。

正当内政部部长向魏玛说不的时候，民族社会主义者们正

在尝试来一次敲诈勒索。总统和总理打算在 8月12日和13 日

与希特勒谈判。就在谈判日之前，实力强大的冲锋队把帝国首

都包围得水泄不通。戈培尔在8月11日记录道：“这样就把先

生们搞得非常紧张。这就是练习的目的。他们会屈服的。”

希特勒把原定于8月12日与帕彭的谈话推迟到了第二天，

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安的气氛。8月13日上午，希特勒与冲锋

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一起会见了德国国防部部长，随后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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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议会党团主席威廉·弗里克一起会

见了德国总理。希特勒从二人那里得知，帝国总统并不愿意在

定于下午举行的会谈中向他提供总理的职位。帕彭在没有兴登

堡授权的情况下，邀请希特勒担任政府中的副总理。帕彭甚至

向希特勒做出承诺，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可信赖的合作之后，当

总统更好地了解希特勒时，他就辞职让位。但是希特勒拒绝了

这一提议，并继续坚持要求总理职位。这个时候帕彭只能告诉

希特勒，这取决于兴登堡的想法。

与德国总统的谈话于下午4时15分开始，谈话持续了大

约20分钟。政府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帕彭和国务秘书迈斯纳，

纳粹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希特勒、弗里克和罗姆。根据迈斯纳的

官方记录，兴登堡首先问希特勒，他和他的政党是否愿意加入

现任的帕彭政府。希特勒否认了这一点，他解释道：“鉴于民

族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自己必须出任政府领袖一职，他

的党派也应该彻底承担起国家领导的工作。帝国总统非常肯定 511

地说，他必须明确地回答说‘不’。他要对上帝、他的良心和

他的祖国负责。他不能把所有政府权力交给一个政党，特别是

一个反对异己的政党。还有很多其他原因，但他不想一一列

举，例如对重大动荡和外国影响的担忧，等等。”

当兴登堡询问希特勒是否愿意成为在野党的时候，希特勒

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接下来，总统警告他作为在野党也要有骑

士风度。总统将会严厉打击诸如冲锋队和那些恐怖和暴力的行

动。告别的时候，兴登堡试图缓和一下语气：“我们都是老战

友了，我们希望能够这样保持下去，因为今后的路可能把我们

再次凝聚在一起，所以现在我想以战友的方式和您握手。”

与帝国总统见面之后，希特勒和帕彭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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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民族社会主义者领导人指责总理为什么没有告知他兴登堡

早已做出了决定。而且国务秘书普朗克在会谈前不久还做出保

证说尚未做出决定。帕彭对这一结果表示遗憾，因为这可能会

给德国带来最严重的后果。但是他依然充满信心，并宣布他将

使用国家权力手段以同样严厉的力度来对付右翼和左翼的干

扰。当弗里克问他是否想建立一个没有人民响应的军事独裁政

权时，帕彭在希特勒、弗里克和罗姆三人签署的一份声明中

说：“是的，如果是你加入政府，无论如何你都会在三个星期

内达到你今天想要达到的目的。”

8月13日晚上刊出了有关兴登堡与希特勒之间对话的官

方公报。施莱歇对希特勒的举止深感恼火，因此他坚持要出一

份措辞简洁而强硬的文稿。公报的措辞完全符合施莱歇的建

议，国务秘书普朗克甚至对他的前任平德尔说，这简直是一份

“埃姆斯密电”①。其中关键的一句话是，德国总统拒绝了希特

勒对国家全部权力的要求，理由是“他必须向自己的良心和

祖国负责，不能将政府权力都交给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因为他

们会把这个权力据为己有”。

希特勒立即正式地明确表示，他根本没有要求拥有全部国

家权力，却无济于事。在兴登堡接见过的党派领袖中，还没有

人像他那样在德国和世界公众面前出洋相。希特勒感到帝国总

512 统给他的待遇是他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误。实际上，自从1923

年11月8日至9日的慕尼黑政变失败以来，他还没有经历过

像1932年 8月13日这样的挫折。

① Emser Depesche,德国首相俾斯麦利用埃姆斯密电以激起德法人民的民族
仇恨的外交事件，导致普法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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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后，内阁对此做了总结。帕彭坚持认为应该继续努

力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关键因素纳入国家政府，但是

必须有把握控制这股势力。总理认为，“超党派的总统内阁”

必须扎根于人民，必须通过其在抗击失业的成效来衡量是否成

功。这一番话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政府的座右铭是：“行动起

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在内政方面，施莱歇认为将敌人(即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置于非法状态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从所有内战中

吸取教训，认为攻击者始终是非法的。在外交方面，如果人民

认为与本民族无关的就不要去做。盖尔再次用特别直率的语气

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议会制度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灭亡。”因

此必须通过与各党派的对话让民众明白，政府与德国议会之间

无法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在其他方面，内政部部长和施莱歇

以及后来几位部长一样支持总理的呼吁，认同通过自己的成绩

建立人民信任的基础。

然而，政府的第一次尝试就不完全令人信服。8月18日，

普鲁士代理内政部部长布拉赫特发布了一项关于游泳的警察执

法令。泽韦林的继任者禁止公共场所裸泳，禁止在水中的不道

德行为，以及穿着泳装进入公共餐厅。为了在执行这一法令时

能够采取统一的方式，9月28日还发布了所谓的“三角内衬

法令”①。从现在开始，普鲁士妇女只有穿着泳衣才可以在公

开场合洗澡，“胸和躯体的正面必须完全遮盖，泳衣必须紧裹

在身上，大腿必须有遮盖，裆部要有三角内衬”。布拉赫特引

① ZwickelerlaB,因为这项法令中多次用了“三角内衬”这个词，所以后来
被人们讽刺为“三角内衬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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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嘲讽也重创了帕彭，后者在 8月12日主持了普鲁士专员

国务部会议，而布拉赫特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了他的

法令。35

在政府开始认真执行8月15日制定的方针之前，希特勒

就向政府发出了挑战。8月22 日，博伊滕特别法庭对波坦帕

一案做出了判决。根据8月9日的紧急反恐法令，四名被控纳

粹分子因共同政治谋杀罪，另一名纳粹分子因煽动政治谋杀致

死罪而被判处死刑。实际上，肇事者驾车行驶了大约 20千米

作案，因此这是有计划的突袭和蓄意谋杀。

从宣布判决的这一刻起，法庭上已经一片沸腾了。西里西513

亚冲锋队领导人埃德蒙·海内斯(Edmund Heines)向法官们

大喊，德国人民将来会做出其他判决，并且还威胁地补充道：

“博伊滕的判决将成为德国自由的象征。”在这个上西里西亚

的城市里，纳粹分子捣毁犹太人的商店，砸碎社会民主党报社

和中央党报社的橱窗。希特勒向被判刑的人发出了电报：“我

的同志们!面对这种残酷的血腥审判，我与你们亲密无间地站

在一起。从这一刻开始，你们的自由就意味着我们的荣誉。向

做出这一判决的政府宣战是我们的职责。”

同样在 8月22 日，布里格(Brieg)的一个特别法庭宣布

了对7月10日奥劳暴动事件的判决。这次暴乱中有两名冲锋

队员被杀。因为严重破坏国家治安，并且造成严重身体伤害

罪，两名黑红金旗帜团领导人分别被判处 3年和4年徒刑。两

个特别法院之所以做出不同的判决，是因为奥劳的罪行是在新

的紧急法令生效前发生的，而波坦帕的罪行是在新的紧急法令

生效后犯下的。然而，希特勒以特别法庭的不同判决为理由向

帝国政府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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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帕彭先生，我不认您那血淋淋的‘客观性’!”希特

勒在8月24日《人民观察家报》中发出这样的呼吁。他接下

来说道：“面对这种耸人听闻的血淋淋的审判，我们生命中只

有一个目的：战斗，再战斗。我们将把民族这个概念从‘客

观性’这一束缚之中解放出来。客观性的真正内在本质激起

博伊滕做出这一反对德国民族的判决。冯·帕彭先生就这样用

民族战士的鲜血，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德国历史。现在将要生长

的种子将不能通过未来的惩罚得到安抚。为我们五个同志的生

命而发起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约瑟夫·戈培尔甚至试图超越他的“元首”。他在自己出

版的《进攻报》中以《犹太人应受谴责》为题，发表了以下

的言论：“我们要⋯⋯问德国人民，这个判决到底是不是以他

们的名义做出的，如果不是，那么现在是否到了把这些冒着天

下之大不韪，号称为人民及其福祉把持法律的人和政党赶下舞

台的时候了。绝对不要忘记!在把这批被媒体吹捧上天的团伙

赶走之前，我们决不罢休⋯⋯犹太人应受谴责⋯⋯刑事法院即

将来临⋯⋯这一时刻将会到来，因为国家机关要完成别的任

务，而不是去保护叛徒免受人民的怒火。永远不要忘记，同志 514

们!每天告诫自己100次，让这句话沉淀在你最深沉的梦境

里：犹太人应受谴责!他们将难逃刑事法庭的审判，他们罪有

应得。”

帝国政府以官方公告的形式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攻击做出

了回应。公告说，在必要的时候，德国政府将使用国家的所有

权力手段秉公执法，并且不会容忍任何一个政党违反政府的法

令。然而接下来的句子听起来并不那么尖刻：“是否可以对博

伊滕法院判处的死刑行使赦免权，在这件事上普鲁士政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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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会对其进行例行审核。”

实际上，赦免权的行使是普鲁士政府的事。但是自7月

20日起，德国总理担任帝国专员一职，在普鲁士拥有最高行

政权，因此帕彭面临着艰难的处境。执行死刑可能会变成公开

内战的信号。如果赦免，那么帝国政府以及普鲁士政府就会被

人怀疑，它们是迫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压力才这么做的。两种

危险相比，似乎第二种危险对相关人员的威胁要小一些。8月

30日，兴登堡总统在诺伊德克与帕彭、盖尔和施莱歇举行会

议。总统在会上宣布，他个人倾向于赦免肇事者，这并不是出

于政治目的，而仅仅是出于法律原因。这个罪行是在反恐怖主

义法令生效仅一个半小时后犯下的，因此不能认为犯罪者已经

知道这些刑罚的量刑已经更加严格了。就在这个基础上，由帕

彭主持的临时邦政府于9月2日决定赦免波坦帕的凶手，将其

改判为无期徒刑。

这个决定是有理可循的。被纳粹分子称为“犹太新闻”

的自由主义派的《法兰克福报》在博伊滕判决之后，马上就

提出了与兴登堡和普鲁士临时政府相同的论点，要求赦免肇事

者。死刑的反对者本来就很难抗议，在具体的案件中不执行死

刑。因此，“波坦帕案”的政治丑闻并不是一种怜悯之举，而

是德国最大政党的元首无条件地站在支持者的立场上，而这些

支持者以凶残的方式杀害了一个政治对手。自1932年8月22

日以来就更加清楚了，如果有一天希特勒上台，德国将面临什

么样的挑战。36

当博伊滕判决带来的争执还沸沸扬扬的时候，德国政府于

8月25日确定了经济政策的轮廓。这一天召开了由财政部部

515 长冯·克罗西克建议的与德国工业帝国协会的代表举行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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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上经济部部长瓦姆博尔德首先描述了他对抗进一步经

济收缩的设想。在一年的时间里，必须通过两种方式减轻企业

家的负担：一方面不收取某些公共款项和税款，另一方面采用

更加灵活的雇佣合同。重要的是，企业应该维持较低的工资水

平，以避免倒闭的风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雇用新工人。与布

吕宁时代不同，瓦姆博尔德这次得到了总理的全力支持。帕彭

说，持续的通缩政策将导致货币崩溃。

政府 8月25日告诉企业家的话，意味着经济政策发生了

根本性变化。帕彭内阁决心奉行积极的经济政策。政府的激励

措施旨在刺激私人投资，政府愿意为此目的提供更多贷款。不

是政府成员，而是德国工业帝国协会主席古斯塔夫·克虏伯表

示，洛桑赔偿会议的结果使新经济政策更容易推广。总而言

之，工业家的反应非常积极。“赋税松绑”符合企业家很早以

前提出的要求。让雇主感到满意的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了：劳工

部部长舍费尔向国家仲裁员传达了一项指导方针，从6月1日

起不再宣布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将工资结构留给劳资谈判方

自行解决。

经过8月26日至9月3日的四次部长会议，经济计划最

终定形。从1932年10月1日起，税务部门将把企业家缴纳税

款的一部分作为税务优惠券发放给企业家，为期一年。雇用更

多工人的雇主也可以获得税务优惠券。税务优惠券在银行可以

做贷方凭证。税务优惠券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并允许在证券交

易所交易。为企业家的减税政策从1934年4月1日开始，分5

年进行。

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角度来看，帕彭

内阁的优惠券制度是反周期“赤字支出”的大胆案例。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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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要到1936年才会完整地提出这个理论。在1932 年夏

天，挪用未来的税收不再是一场赌博游戏。就在 8月27 日，

经济周期研究所发布了季度报告，报告提到“全球经济趋势

516 逆转的开端”,而且这一势头“可持续并且得到广泛认可”。

总是在经济衰退高峰期消失的那些反抗力量，现在又开始涌现

出来，并且受到国家慷慨干预的支持，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

经济研究人员对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感到乐观：显然，“在

通常被认为已经无可救药的企业家经济中，自动化和根据之前

经济经验规则形成的周期性正在重新发挥作用”。

税务优惠券只是新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在很大

程度上旨在取消目前有效的劳资协议法。雇用更多工人的雇主

可以用一种更具体的方式降低工资，最多可以超越协议工资下

限低至12.5??对于那些本来就无法继续维持的公司来说，

还有更进一步的救济：允许他们将工资降低 20??政府在其

经济计划的这一部分中所下的命令，只能被工会理解为这是国

家在向他们宣战。

8月28日，在明斯特举行的威斯特法伦农民协会的一次

会议上，帕彭规划了经济计划的基础。他强调眼下的关键是振

兴经济，而不是减少社会福利。帕彭对自由企业的承诺引起了

特别关注。他说，企业最重要的生命力是个人的主动性。“加

强个人能量和发展个人绩效，增强责任感，这些精神方法是私

人经济即便在今后依然能够去满足人类需求的最佳手段，这些

方法可能比任何人推荐给我们的经济体系都好。”

“明斯特方针”使帕彭获得了企业家的极大信任。在此

之前，特别是在出口导向型行业和贸易界，由于政府的保护

主义农业政策，人们对“集中民族力量的内阁”持有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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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态度。现在，经济界改变了态度，转而开始拥护专制政

府。另外，人们对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失望也促成了这一点。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参加竞选时提出的《经济即时纲

领》被企业家视为“民族社会主义”,因此非常危险。许多

工业家，包括那些在经济上支持过希特勒政党的工业家，都

对建立黑褐色联盟的努力感到担忧。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与中央党的联盟不仅可能导致重返议会制度方面的风

险，还有可能提高两个政党所代表的员工们的利益。从这个

角度来看，帕彭内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大多数企业家的

首选政府。

对帝国总理来说，工业界的支持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主要 517

由民族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帝国乡村同盟在 8月22 日威胁帝国

内阁，如果不采取有利于农业的强有力保护措施，内阁就将承

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帕彭起初反应很强烈，他称帝国乡村

同盟是一个“单方面的利益代表”,“缺乏对经济的整体观念

和细致洞察力”。然而内阁在8月27日还是决定对一系列农产

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黄瓜、果汁、活鹅和宰杀的鹅，等等。

只要“在目前适用贸易协定允许的范围内”,还将限制进口商

品的数量。1932年 8月，内阁代表的利益平衡开始偏向工业，

不过，即便是出于对德国总统的考虑也不能忽视农业方面的

需求。7

在帕彭的明斯特讲话的第二天，内阁遵循施莱歇两周前发

表的外交政策口号，试图通过采取示范性手段来考虑民众的民

族需求。8月29日，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当着德国国防

部部长的面，就裁军会议的问题向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递

交了照会。帝国政府要求德国实现完全的军事平等，并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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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德国国防军，特别强调需要征召民兵以维持国内秩

序，以及提供边境和沿海保护。德国无法接受日内瓦会议迄今

的结果。德国享有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的国家安全的权利，因

此德国的平等问题不应该一直悬而未决。“对德国的军事歧视

被德国人民视为一种屈辱，它阻止了欧洲建立和平的平衡关

系。只有当这种歧视最终消失时，才可以消除紧张关系，缓和

政治局势。”

照会不只在接受国引起了负面的回应。在洛桑赔偿会议之

后立即与法国签署了一项协商条约的英国也对德国的军备计划

表示绝对否定。即便是对德国的平等权利要求表现出比较宽容

态度的美国和意大利，这次也非常不满意。8月 29日的这个

照会是否在国内使帕彭政府受益，这一点也非常令人怀疑。在

外交方面，这次行动使德国处于孤立地位。38

1932年 8月30日，德国在内政方面做出了重大决定。这518

一天，帝国总统在诺伊德克接见了帕彭、盖尔和施莱歇。兴登

堡批准了政府的经济政策计划，他仅仅提出建议，各种职业做

出的牺牲要尽量平均。总理的总体情况报告及其结论也得到了

帝国总统的认可。由于极有可能在国会中没有多数议员准备与

总统合作，而黑褐色两党联盟也只会是一个“表面上的”或

者是“否定”的多数，因此帝国政府将向兴登堡提出解散国

会的建议。

与会者一开始讨论了中央党与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进行筹

备联合政府谈判可能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再把眼光聚焦到最具

爆炸性的问题上。帕彭说，国会解散之后出现的问题是，是否

应在宪法规定的60天之内进行新的选举。“如果推迟选举，

就会违反宪法相关的规定，但是在紧急状态下，总统有权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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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总统在宣誓就职时，还承担了避免德国人民遭受损害的

职责。在这个政治动荡的时代，恐怖主义和谋杀行为比比皆

是，在这个时候进行一次新的选举，将对德国人民造成巨大

伤害。”

8月10日，在内阁中第一个建议推迟选举日期的内政部

部长冯·盖尔表示支持总理。帕彭本人在结论中保证：“如果

一直按照宪法办事的德国总统冯·兴登堡元帅由于特殊的紧急

情况而决定偏离宪法，德国人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随后，

兴登堡发表了三位来访者期待的声明：“德国总统宣布，为了

不让德国人民处于劣势，总统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并做出决

定，在解散德国国会而出现紧急状态时，以第 25条的规定为

依据，在国家出现特殊情况时推迟新选举的日期。”

对于帕彭、盖尔和施莱歇而言，兴登堡的这一承诺至少等

于开出了一纸空白授权，允许政府无条件地立即解散德国议

会。帝国总统和政府的三个最重要成员都认为，不按宪法办事

是合理的，理由是国家紧急状态使他们别无选择。德国的宪法

专家中，有人乐意为此举做出辩护，认为这是终极的手段。这 519

些法学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施米特。他在普鲁士政变10天

前，即7月10日完成了著作《合法性与正当性》(Legalitat

und Legitimit?t)。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两部宪法的论点，而

《魏玛宪法》正是分裂成了这样两部宪法。第一部分是组织结

构的主要部分，是正式的、有中性价值的。第二部分是基本法

部分，施米特将其描述为实质性部分，是决定价值观的。在有

利的条件下，这两个部分可以并存，但是根据施米特的说法，

这些有利条件已经成为过去。国家机关使第一部分失去了效

力，而第二部分还在继续使用。宪法的这一实际部分之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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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留，正是因为第一部分被抛弃了。因此，总统可以用他那

更高的全民公投“正当性”的名义，向多元政党国家形式上

的“合法性”宣战，并最终克服它。

施米特建构的逻辑是为独裁国家的合法性授予正式的仪式，

先决条件是这个合法性得到总统权威的支持。施米特的同事约

翰内斯·黑克尔(Heinrich Heckel)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

1932年10月发表于《公法档案》(Archiv des offentlichen Rechts)

的一篇题为《独裁、紧急状态法、预算法引起的宪法危机》的

文章中，黑克尔说德国自7月31日大选以来就进入了宪法瘫痪

状态。由于两个公开反宪法的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和德国共产党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因此作为一个能够行使

职权的宪法机构——议会就名存实亡了。新选举也不可能改变

这种状态。黑克尔认为，在这种宪法危机的紧急情况下，德国

总统应该尽自己的职责“面对非常状态来保持宪法的总体政治

目的，并且对其进行修改”。当然，他不能利用推迟选举来达到

帕彭和盖尔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即达成一部新的集权制宪法。

作为临时独裁政权的掌权者，德国总统仅仅是一个“保护宪法

的独裁者”(dictator ad tuendam constitutionem),而不是“决定

宪法的独裁者”(dictator ad constituendam constitutionem)。也就

是说，他只能保护宪法，但无权创造一部新宪法。9

民主党派为化解1932年 8月的德国国家危机所做的工作，

并不能驳倒宪法瘫痪论。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情愿看到黑褐

色两党联盟，也不愿接受帕彭内阁。还有一些人，例如自由雇

员总工会主席、德国国会议员西格弗里德·奥夫豪泽(Siegfried

Aufh?user),甚至认为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组成一个协调的“社会主义”联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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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8月13日的丑闻发生后，中央党加大了与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普鲁士邦和国家层面组成联盟的努力。中 520

央党副主席、德国西部天主教工人和矿工协会最重要的领导人

之一约瑟夫·约斯，迄今一直是民族社会主义最严厉的批评

者，现在却特别热衷于与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合作。他的论点

是，双方可以就实用的创造就业计划达成共识，这与帕彭的单

方面对企业家有利的经济计划大不相同，创造就业的计划将得

到广大群众的积极回应。德国全国商业雇员协会和一部分基督

教工会也持相似观点。

中央党最受尊敬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海因里希·布吕宁仍

然不愿将普鲁士总理和普鲁士内政部部长的职位交给纳粹党

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也许能够接受布吕宁的条件。他认

真争取过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结成联盟。但是身为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组织部领导人，他不敢与自己的

“元首”对着干。希特勒本人于8月 29 日与布吕宁谈判，坚

持要求得到中央党不愿交给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职位。

因此，即使在议会选举四个星期之后，依然看不到通过议

会方式来解决危机的方案。实际上，黑褐色联盟只不过是一个

愿望和一种幻想。如果接受中央党的条件，与其结为联盟，那

么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不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而

这就等于放弃自己。与天主教政党达成协议，这对希特勒来说

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才有意义，这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这个

伙伴。因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领导一个总

统内阁。这个方案是兴登堡不想给予他的，而且如果兴登堡真

按照就职誓言行事，他也不能这么做。

“国家紧急状态”这个概念最迟在1932年7月31日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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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地描述了德国的现实。如果咬文嚼字地谈论宪法胜于宪法

的意义，魏玛已经无法获救了。8月30日的紧急状态法的设

计人员并不关心维护宪法的核心，他们的心思是要利用国家危

机建立集权政权。1932 年 8月底，政府和各党派之间讨论的

摆脱危机的方法并未摆脱危机，而是越陷越深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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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8月30日，这一天不仅在诺伊德克就紧急状态问 521

题举行了会面，新选举出的国会也召开了成立大会。1857年7

月5日出生的最年长议员、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在开幕式

讲话结束时表示，希望能作为最长者宣布苏维埃德国第一届委

员会会议的召开。开幕式结束后，大多数人选举民族社会主义

者赫尔曼·戈林为议会主席。中央党也投票支持戈林，理由是

根据议会的习俗，议会主席由最强大的议会党团成员出任。选

举第一副主席时，虽然中央党推荐社会民主党人保罗·勒贝，

但最终他还是被中央党议员托马斯·埃塞尔(Thomas Esser)

击败，而埃塞尔是由民族社会主义者提名的。投票结束时形成

了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席团，戈林就此得出结论，

国会拥有“庞大的、运行良好的国民多数，因此并没有出现

国家紧急状态”。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确：民族社会主义者想以宪法监护人的

身份把帝国总统和帝国政府逼到退守状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和中央党9月的一项联合声明也非常符合这一战术考

量。该声明说，两党之间的谈判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

“目的是从更长远的角度维稳和巩固德国的内政局势”。然而

从这个声明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从现在起就看重黑褐

色联盟。目前他只关心不放过所有选项，并且挫败帕彭内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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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可能的政变计划。

帝国政府尽可能地不去理会民族社会主义者发出的信号。

兴登堡礼貌地拒绝了戈林提出的帝国议会主席团到诺伊德克拜

见总统的请求，理由是他下周就要返回柏林了。9月4日，内

阁宣布一项紧急法令，落实了部长们几天前达成意向的经济复

苏计划。内阁决议的另一部分是在9月5日颁布的“增加和保

522 持就业机会”的实施法规。第二条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

劳资协议工资制，从而引发了工会的强烈抗议。在与帝国劳工

部部长舍费尔的会谈中，所有大型工会的代表都称这条法规违

宪，并宣布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但政府对此威胁并不恐慌。

虽然批评声浪很高，但是9月9日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依然同意

参与实施该法规的工作。

9月8日兴登堡匆匆赶回柏林。就在同一天他接见了国会

主席团。戈林和埃塞尔呼吁德国总统与德国国会合作，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副主席格雷夫(Graef)则被任命为帕彭的总统制

内阁的律师。兴登堡拒绝国会主席团享有任何政治谈判的权

利，并强调他现在仍然信任现任德国政府。如果国会不同意，

它可以决定进行不信任投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总统

也决定不放弃这届德国政府。

两个天主教政党与民族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谈判仍在继

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希特勒既不想被中央党束缚，

也不想接受施特拉塞尔提出的建议，让中央党和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都参加由施莱歇担任总理的政府。9月10

日，德国国防部部长本人也拒绝了类似的计划，他公开出面

辟谣。谣言说，“施莱歇要篡改独立的总统制政府的思路，

用一个由各个政党组成的内阁取而代之”。此时，希特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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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摆脱危机只有一种出路：9月 8日，他在柏林恺撒霍夫酒

店(Hotel Kaiserhof)的“元首讲话”中明确表示，本党必须

准备新的选举，而且越早越好。2

国会在9月12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唯一的日程是听

取政府声明。但是会议一开始，共产党议员托尔格勒就提议更

改议程，先处理该党团提议的废除9月4日和5日的两项紧急

法令，然后处理对帕彭内阁的不信任议案。这种日程的更改，

只要有一名议员出面反对就可以阻止。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居然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连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党团

中也没有人提出反对。为了听取希特勒就下一步行动的决定，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提议休会半小时。议会同意审理该

提案后，中央党敦促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拒绝共产党的

提案。但希特勒决定赞同该提案，因此暂时中断了与中央党进

一步的谈判。

事态的发展令帕彭手足无措。他既没有考虑到共产党会有 523

这样的举动，也没有料到无人提出异议。他并没有带上兴登堡

8月30日在诺伊德克签署的那张没有填写日期的国会解散令。

在休会期间，他拿来了这个“红色文件夹”,再次步入会议大

厅时故意展示给大家看。会议重新开始后，戈林说，因为刚才

没有反对意见，“我们现在就托尔格勒的议案开始表决”。此

时，托尔格勒喊道：“主席先生，是记名投票!”戈林应和道：

“对，表决是记名式的。”

听到“投票”一词后，总理才起身要求发言，但此时戈

林故意向左看，左边是共产党议员座位的方向，戈林用这种办

法对总理发言的要求置之不理。国务秘书普朗克不顾场内的阵

阵骚乱，向戈林示意总理要发言，戈林很不客气地说：“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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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了。”帕彭第二次要求发言，但无济于事，然后他将

红色的国会解散令放到国会主席的桌子上，戈林假装没看见。

国会主席宣布取缔紧急法令和共产党不信任提案联合投票

的结果时，总理和部长们已经离开了议会大厅。560 张选票

中，1张选票无效。512位议员投了赞成票，42 位议员投了反

对票，5位议员弃权。反对票来自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

人民党。德意志国家党、基督教社会人民服务党、德国农民党

和经济党的成员没有参加投票。其他所有议会党团都对共产党

的提案投了赞成票。根据会议记录，国会议员以“暴风雨般

的欢呼声和掌声”通过了投票结果。戈林随后解释道，在投

票期间总理交给了他一份文件，这是“一份因不信任票已经

被推翻的总理和内政部部长签名的文件”。所以这份文件已经

无效。戈林随后宣读了“1932年9月12日帝国总统的议会解

散令”。内容是：“根据帝国宪法第 25条，我宣布解散德国议

会，因为国会有要求废除9月4日和5日紧急令的危险倾向。”

戈林再次强调这份文件无效，并且建议结束这次会议，第二天

继续开会。在本党议员热烈的掌声中，戈林宣布会议结束。

524 实际上，总理把解散令放到国会主席的桌子上时，国会就

已经解散了。因此，对共产党的提案进行投票从宪法上讲是不

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 9月12 日就做出决定，

承认议会解散的合法性，不去参加戈林召集的元老会会议。取

而代之的是在第二天召开被称为“监督委员会”的保护人民

代表权利委员会会议。因为这个委员会不受议会解散的影响，

而委员会主席正是保罗·勒贝。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戈

林在最后讲话中提到的宪法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德国议会主

席本人也承认，解散德国国会在形式上是合法的，而且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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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在前一天谈到的上诉到宪法法院的问题。

对帕彭内阁来说，9月12日的国会会议是一次重大失败。

超过五分之四的议员证明了，“集中民族力量的政府”实际上

是一个极少数派的政府。此外，总理要为这场灾难承担主要责

任。他的支持者不得不发问，帕彭是执行其内阁野心勃勃计划

的合适人选吗?3

9月12 日晚间，帕彭还是宣读了他的政府声明，但听众

不是国会议员，而是有机会收听广播的德国人民。总理严厉抨

击了戈林的违宪行为，他谈到政府取得的成功和执政意图，然

后出人意料地详细谈及要努力完成的宪法改革和帝国改革。形

式上的民主体制经过历史的审判在德国人民的眼中已经行不通

了，因此必须有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取代它。这是一种“真

正公正的人民国家领导”制，建立在民选总统的权力和威望

的基础之上。应该提高选举年龄，人民代表机构应与自治团体

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指按职业阶层划分的一个参议

院。普鲁士政府与帝国政府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有机的联

系”,以避免将来出现互不往来和彼此抗衡的状态。政府经过

仔细研究后，应该提交一份新宪法，由德国人民决定是否可以

接受。帕彭讲话的结束语是一个呼吁：“为了德国，与兴登堡

一同前行!”

总理在政府声明最后部分所说的，是帕彭政府自1932 年 525

夏天以来一直试图建立的“新国家”的轮廓。记者瓦尔特·

朔特(Walther Schotte)在一本因总理撰写了前言而带有某种

官方色彩的小册子中，比总理更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新国家”

与魏玛议会民主的区别。这个“新国家”是一个专制的总统

制国家，融入了各种职业的群体。人民意志的表达主要依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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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次性的选举，即全民选举国家元首。全民的意愿不再由国

会，而是由总统来代表。由他来组成权力的核心。国会应通过

兼顾年龄、婚姻状况和子女人数的新选举法来削弱极端化倾

向。国会作为一个立法机构，和一个参议院共同分享权力。按

照新国家建筑师们的意图，在由帝国总统召集的参议院中，各

个行业和谐协作。如果以这些准则为基础的宪法草案得到大多

数德国人的认可，那么这就意味着老百姓彻底交出了自己的

权力。

帕彭、盖尔和那些帮忙的记者知道，到了1932 年，议会

民主制只有很少坚定的支持者。现任总理的重要顾问、保守派

作家埃德加·荣格(Edgar Jung),早在1927 年就在一部广为

人知的著作中谴责议会制度是一种“下等人的统治”,而一个

专制的、所谓超党派的总统制国家则是长期以来“绅士俱乐

部”和《行动》杂志周边的右翼团体创立改革计划的共同点。

而那些自诩“保守革命”的支持者阵营并没有提供统一的设

想。与施莱歇保持密切关系的记者汉斯·策雷尔(Hans

Zehrer)也是《行动》圈子的追随者，他比帕彭周围的知识分

子更强调群众的作用。德国国防部部长在1932 年夏末的内政

联盟讨论中的作用与他的顾问们不断变化的项目有着密切的关

系，而他自己策划缜密的计划却往往被搁置在一边。但是到9

月，形势已经很明朗了：施莱歇对由他挑选的、越来越明显地

远离人民的总理持有明显的怀疑态度。

虽然惋惜魏玛议会民主制大势已去的人不多，但是可以肯

定，任何试图削弱普选权和平等权利的企图，都会导致从共产

党到各个民主政党甚至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普遍反对。如果政府

希望获得民众的好感，就不能降低选举权的民主化程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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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做的是展示自己的政绩，特别是急大众之急，在关系到他

们切身利益的领域里做出一番事业，这就是与失业做斗争。

主要是施莱歇在敦促内阁选择这条道路，因此如果有政治

家这样去做，德国国防部部长就持十分赞成的态度。以德国乡 526

村协会主席、基督教民族农民和乡村人民党的帝国国会议员金

特·格雷克为首的一批人，主张由公共机构直接发出订单，用

贷款来资助创造就业机会。施莱歇不仅对格雷克这批人提出的

方案感到满意，更欣赏这个对话小组的组合结构，他们当中有

民族社会主义者、钢盔团成员、黑红金旗帜团成员和自由工会

会员。对于施莱歇和他的智囊顾问汉斯·策雷尔来说，格雷克

的这个团体就是超党派和跨越阶级界限的“跨界”典型。他

们希望这样的团体可以成为总统制的社会支持力量。9月5

日，格雷克获准向总理和部分部长陈述他的观点，他的展示最

初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主要是财政部部长什未林·冯·克

罗西克对格雷克计划中通货膨胀的作用表示很担心。但是施莱

歇依然与格雷克的圈子保持联系。他的这种做法给人这样一种

印象，似乎他在开始谨慎地偏离帕彭的政府路线。

创建公共领域就业机会的构想在内阁得不到贯彻，但是国

防部部长的另一个要求在内阁里完全没有争议，那就是促进军

事体育运动。9月12日，在国会那一次戏剧性会议召开几个

小时前，部长们得知了帝国总统准备颁布的一项法令，要组建

一个青年锻炼帝国管理委员会，这一法令得到所有部长的赞

同。内阁批准了“促进越野运动协会”的章程。根据会议记

录，内阁一致同意“由青年锻炼帝国管理委员会负责青年体

育教育，这对保家卫国至关重要”。

在10月17日给总理的信中，施莱歇阐述了建立这个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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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组织的长远意图：青年锻炼帝国管理委员会将和1919年

成立的技术紧急援助团一道，“通过培养一支健康、高效和随

时准备好的青年队伍，确保国防安全”。建立这个帝国管理委

员会，让“某些贯穿着防卫精神的越野体育运动有利于国民

教育”,同时还要奠定“未来武装民兵的基础”。施莱歇的最

终目标是毫无疑问的：要采取所有措施“重建”国防军，最

终实现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

国防部部长打算把这个帝国管理委员会建成一个类似于格

雷克团体那样的内政机构，吸引各界人才组成一个“横向阵

线”的凝聚核心团队。施莱歇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办法驯服

所有政治国防联盟，让他们为“全民的实际建设工作”服务。

他指的政治国防联盟包括冲锋队、钢盔团和黑红金旗帜团等组

527 织。把这些相互敌对的准军事协会合并，这个工作应该由帝国

管理委员会、志愿劳动服务团和筹备中的德国青年救助组织、

针对失业青年的冬季救助组织来完成。志愿劳动服务团实际上

已经成功启动了这个项目。除了钢盔团这类的右翼组织之外，

自由工会和黑红金旗帜团也成了这个组织的重要支柱。黑红金

旗帜团也乐意加入帝国管理委员会。黑红金旗帜团领导人霍尔

特曼认为国防军是唯一可以阻止纳粹分子上台的力量，并希望

通过准军事训练来增加本团体的影响力。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

是“钢铁阵线”中制定政策的政治团体，因此它不可能参与

德国社会军事化的工作，也不会去支持施莱歇的军备政策。11

月10日，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决定，黑红金旗帜团不得加入青

年锻炼帝国管理委员会。

在9月12日的同一次会议上，内阁同意成立帝国管理委

员会，还通过了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军事政策决定。外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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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诺伊拉特告诉大家，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代表法国政

府在前一天对8月29日的德国备忘录做出了回应。在该备忘

录中，德国要求实现充分的军事平等。诺伊拉特称巴黎照会

“很不尽如人意”,在主要问题上，它回避做出任何决定。外

交部部长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将不再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的进

一步谈判，因为这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内阁表示同意，并于 9

月14日致信给裁军会议主席、英国前外交大臣亨德森。为了

向全世界表明，法国应为这种激化形势负责，诺伊拉特9月

28 日就离开了国际联盟会议地点日内瓦，而没有听取法国总

理赫里欧同一天在主席团的讲话。

内阁9月12日的决议标志着德国争取恢复军备进入一个

新阶段，但这也是德国内政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践行了施莱

歇8月15日提出的口号：在外交政策中，不允许出现人民认

为不符合民族利益的任何行为。在国会惨遭失败之后，政府认

为，用强调民族的外交政策展示自己的强势要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重要。

内阁在经历了9月12日的惨败后就再也不敢在内政问题 528

上做一次大的较量，不敢采用帕彭、盖尔和施莱歇 8月30日

背着同僚在诺伊德克与兴登堡达成共识的做法。在9月14日

的部长会议上，只有盖尔和施莱歇表示赞成无限期推迟新选

举。国防部部长报告说，宪法第 25 条规定国会解散后最迟在

60天内必须重新选举，能否找出合法的理由不去遵守这条规

定。在这个问题上，宪法专家卡尔·施米特、埃尔温·雅各比

(Erwin Jacobi)和卡尔·比尔芬格(Carl Bilfinger)认为“国

家的确处于紧急状态”,因此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包括总

理在内的其他所有部长都认为现在还不是偏离宪法的时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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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7日内阁做出决定，向德国总统提议把11月6日定为国会

新大选的日期，这是宪法允许的最晚日期了。9月 20 日，兴

登堡签署了相应的法令。

内阁在另一个领域的意见也不一致，这就是农业政策。8

月27日，政府对乡村同盟的要求做出让步，答应在现行贸易

协定允许的前提下对农产品进口实施配额制。重要的工业协会

组织对这一决定提出了强烈抗议，其理由也很难被驳倒。它们

认为，遭受出口限制的国家将采取反击对策，这会对本来已经

很糟糕的德国出口构成新的危险。在9月17日的内阁会议上，

诺伊拉特、克罗西克、瓦姆博尔德和舍费尔都表示认同这一论

点，但是帕彭站在农业部部长一边。9月26日，马格努斯·

冯·布劳恩在慕尼黑巴伐利亚农业委员会的讲话中列出了一个

长长的名单。名单列出了限制进口的产品：除了洋葱、西红

柿、豌豆以及最重要的水果外，猪油、黄油、奶酪、牛肉、鲤

鱼和熏肉都受到配额制的影响。

农业部部长讲话后的第二天，经济部部长在公众前露面

了。9月27日，瓦姆博尔德在科隆工商会发出警告，称自给

自足的政策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0月11日，帝国银行董事

会也继续发出警告。配额制对德国的对外贸易、帝国银行的外

汇状况，以及对德国货币都构成威胁。德国就进口限制问题和

相关国家的谈判中，有两个国家以严厉制裁相威胁——丹麦和

意大利。由于无法达成协议，德国政府最终于11月3日，即

德国国会大选3天前撤回了配额制的决定。从最初面面俱到的

配额计划，到仅剩下黄油这一种进口受到限制。作为补偿，乡

村同盟得到了政府对谷物价格的支持。9

宪法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帕彭在访问慕尼黑之际，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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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月12日在巴伐利亚工业家联盟做了一个有关国家政策的

主题演讲。他反对“国家监管每个公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概

念”,赞成“真正基督教的全民共同体”,并且秉承“神圣德

意志帝国坚不可摧的信念”。总理描绘了一幅“强有力的、超

党派的国家权力的图景⋯⋯这一国家权力不是一个可以被政治

和社会力量推来推去的皮球，而是立足于这些力量之上，坚不

可摧”。帝国政府不能像现在这样如此依赖于各个政党，不能

在偶然的多数面前屈服。“政府与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必须是

政府行使国家权力，而不是议会。帝国国会做出的决议往往是

片面的，因为它们代表的只是各个党派的利益。为了制衡这种

现象，德国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参议院。这个参议院应该拥有

明确的职权划分，并且积极参与立法的工作。”

总理的这番话几乎没有超出他在9月12日讲话中的内容。

负责宪法改革的内政部部长10月28日在柏林年度新闻发布会

上发表讲话时，也没有给出更为具体的内容。盖尔建议设立一

种“安全机制”来应对“夸大的议会制”,但没有说明这种安

全机制是由什么组成的：是扩大参议会的权力，还是创建一个

职业行业的议会，还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位部长否认政府意在

废除普遍、平等、直接和匿名的选举权，然而接下来的话又出

尔反尔：“我们认为⋯⋯把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年龄提高五岁

比较合适，给单人抚养家庭的男性和女性，以及参加过战争的

人以附加投票权，这凸显了家庭赡养人对于我们民族的重要

性，也表达出祖国对参战者的感谢。”1932 年10月底，有一

点已经很清楚，“集中民族力量的政府”试图尽力让历史的车

轮倒转，但显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让德国人民大幅度放弃

民主权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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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发表这番讲话时，宪法法院对“普鲁士政变”的判

决已经出台3天了。这是大家高度关注的判决，也是在帝国改

革问题上原则性的决策，是计划中的宪法改革的一个核心要

素。莱比锡法官宣布1932年7月20日的帝国总统令是符合宪

530 法的，在他任命帝国总理为普鲁士邦帝国专员，授权帝国总理

暂时取缔普鲁士部长的权力，并由其接管该权力这个问题上给

予了肯定。然而这一授权是有限制的，它的原文是这样的：授

权“不包括取缔普鲁士国务部及其成员在参议院出任普鲁士

邦代表的权力，也不包括取缔其在邦议会、邦参议院或其他邦

担任代表的权力。此后凡与此不相符的提案，都会被拒绝”。

1932年10月25日的莱比锡判决判定原告有部分的正确

性，被告也有部分的正确性。因此，普鲁士邦的权力被分配给

正在执政的布劳恩邦政府和帝国委任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掌

控了实际的执政权，而原来的邦政府获得了在参议院中代表普

鲁士的最重要的权力。虽然布劳恩内阁没有因此夺回任何实际

权力，但也证明了他并没有渎职，这就是一个成功。帝国政府

虽然能够继续控制德国最大邦的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实权，但

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7月 20日解散普鲁士政府是违

宪的。这一裁决也涉及帝国总统，因为是以他的名义执行了这

项措施。

不管怎样翻过来掉过去对待此事，这项判决都证明了帝国

政府的失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原普鲁士内阁的胜利。《前进

报》从“一个特别角度”撰写了一篇醍醐灌顶的评论。作者

说莱比锡的决定不是一项法律决定，而是一项政治决定。“宪

法法院避开了与帝国发生严重冲突，如果它完全承认普鲁士政

府的要求，就可能会引发这种冲突⋯⋯它的判决与所罗门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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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正相反：它把受争议的孩子清清楚楚地分成两半，每个吵架

的母亲各得一半⋯⋯因此根据这一判决，帝国专员和普鲁士政

府双方都是对的。这里当然有一个巨大的区别：一方的胜利虽

然是暂时的，但获得了强大的权力；另一方的胜利虽然获得了

永久性结构(Dauergebilde),但实际上影响不大。上帝才知道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帝国政府在第一份声明中声称，宪法法院全部确认了

1932年7月20日的紧急法令。普鲁士邦的部长们马上提出异

议：该紧急法令在其法律基础和根据这个基础的授权令都受到

了严格限制。就在10月25日当天，奥托·布劳恩通知第二天

召集普鲁士国务部部长开会。邦总理有意识地展示其政治家的

风范，他在会后对新闻界表示，他的政府将保持忠诚和客观，531

为造福帝国和普鲁士，时刻准备积极参与解决尚需澄清的问

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鲁士部长要有检查工作进展的权力，

并为其配备足够的官员。

但是帕彭根本不想对布劳恩做出任何让步。10月27 日在

普鲁士临时政府会议上，总理宣布，帝国政府决定“不允许

前普鲁士国务部有行政话语权”。两天后，他与布劳恩一起拜

见帝国总统时再次重复了这一立场。他说，执法权是不能分割

的，必须由帝国专员负责。而布劳恩表现得比较被动，他甚至

不大重视国家法院的判决赋予他的那部分公职。邦总理说：

“本来我想早点离任，但是现在不行了。既然国家法院明确分

配给我们这份工作，我就不能离开这个职位了。所以我必须耐

心等待，等到新的普鲁士政府成立才行。”

布劳恩的抗争意愿不强，使帝国政府很容易削弱莱比锡判

决的力度。10月 29日，普鲁士福利部解散了。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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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彭作为普鲁士帝国专员，任命数个帝国副专员来完善临时邦

政府。帝国政府的农业部部长马格努斯·冯·布劳恩兼任了普

鲁士农业部部长。同时，布拉赫特和专管普鲁士财政部的帝国

副专员、前任国务秘书波皮茨一起作为不管部部长进入帝国政

府。两个政府的人事交叉是帝国改革的一部分，当然这与布劳

恩一直致力的改革不同。10月31 日的措施只是证实了1932

年7月20日以来的一个事实：普鲁士实际上不再是一个邦，

而是隶属于帝国的一个行政单位。

帝国在普鲁士邦掌权期间，普鲁士国务部还要为办公室、

人员和文件查看等事情去抗争。布拉赫特直接拒绝了布劳恩希

望迁回威廉大街办公地点的愿望。这位副帝国专员分配给国务

部的是普鲁士福利部的一个房间，该房间用硬纸板隔成三个小

房间。此后奥托·布劳恩内阁便在那里办公。11月3日，邦

532 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要向总统倾诉受到如此待遇，而

他的许多党内朋友都很失望。他们原本抱有更多的期望，现在

还担心国会选举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民主派的《八点晚报》

(8-Uhr-Abendblatt)抱怨说，布劳恩没有“立即用拳头敲桌

子，也没有发起国务部重大行动”。该报纸还向邦总理推荐了

一本书，标题为《我如何能够精力充沛?》(Wie werde ich

energisch?)。"
1932年第二次德国国会大选的血腥程度远不及第一次，

也没有特别的高潮事件。最轰动的集会不是在德国，而是在巴

黎。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并没有法国签证，他非法

进入法国，在10月31日与法国共产党主席莫里斯·多列士

(Maurice Thorez)一起来到斗牛场，并在那里发表了一番火药

味很浓的讲话，他们抨击“凡尔赛的指令、掠夺性的《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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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洛桑协定》”。两位党主席认同台尔曼在10月2

日向公众发布的联合宣言。宣言中要求，德国和法国的共产党

要求推翻“凡尔赛体系”。关键的段落是这么说的：“掠夺性

的条约是一场野蛮的吞并，使阿尔萨斯-洛林、西普鲁士和东

普鲁士、波森、上西里西亚、南蒂罗尔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受奴

役，而凡尔赛的条约根本就没有征询过他们的意见。这个体系

令他们受到帝国主义法国及其附庸国、法西斯波兰和捷克斯洛

伐克的统治，忍受比利时和立陶宛的武力或墨索里尼的法西斯

野蛮行为的蹂躏。奥地利人民也因凡尔赛体系、《圣日耳曼条

约》和新的国联条约被剥夺了民族自决权。”

这个宣言彰显了“德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宣言”的

传统。1930年 8月，共产党就试图用此宣言从民族社会主义

阵营中赢得选票。它也完全符合1932 年 8月和9月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方针。这次会议要求共产党一方面

开展反“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攻势，另一方面宣传自己

的民族主义目标，包括“建立‘社会主义苏维埃德国’的方

案，这也为奥地利人民和其他德语地区人民自愿加入德国提供

了可能性”。

共产国际认为，之所以要打民族主义这张危险的牌是为了

追求一个目的：为工人阶级夺权做准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关键是要发动局部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并将其转变为群众行

动，直到出现革命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由工人阶级多数领

导的各个共产党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做出有关权力问题的决

定。对于共产党来说，第十二次全会最重要的结论就是执行委 533

员会书记奥托·库西宁(Otto Kuusinen)报告中的论题：“只

有重点打击作为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的社会民主党，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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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击败和粉碎无产阶级的主要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只有

把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区分开来，才能以革命统

一战线的名义，自下而上地推倒那堵挡在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

党工人之间的墙。”2

共产党在国会选举前不久得到一个机会，把“自下而上

的革命统一阵线”向纳粹阵营方向扩展，从而使反对社会民

主党和自由工会的斗争有了新的转折点。自 9月起，众多企

业，特别是中小型公司的雇员因减薪而发起了种种抗议，这也

是9月工资政策法规出台的结果。这些罢工得出的结论是，工

人阶级逐渐准备好再次用罢工捍卫自己的权益。并非所有罢

工，但绝大多数罢工的主要推动者是革命工会反对派。这是共

产党安插在企业内的组织。1932 年秋最大规模的罢工——11

月3 日开始的柏林交通公司(Berliner Verkehrs-Gesellschaft,

简称 BVG)的罢工也是这样。

与首都市政运输公司的原有工资协议于 9月30日到期。

柏林交通公司的管理层最初要求将每小时的工资削减14～23

芬尼，理由是亏损不断加剧，但随后因公共企业工人自由总工

会和客货运输雇员自由总工会的反对，降低工资的幅度大打折

扣。从11月1日起，每小时的工资仅仅降低2芬尼，然而降

低工资的时限没有规定。共产党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马上表示

不同意这一规定。动员工人的工作由共产党控制的“统一委

员会”负责，自由工会组织的工人和纳粹的企业基层组织的

成员也属于该委员会。该“统一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在11月

2日争取到让全体员工进行表决，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同意罢

工。根据总工会的章程，只有在四分之三会员表示赞成的情况

下，才可以批准“总”罢工。总工会的领导层会议以没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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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所需多数为由拒绝发起罢工。当然，它也拒绝了迄今与柏林

交通公司谈判的结果。

总工会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它违背了自己的章程，让 534

柏林交通公司三分之二的非工会会员参加了投票。但是，当大

多数人投票赞成罢工后，拒绝罢工只能起到一个作用，这就是

让工会被孤立。“统一委员会”的代表们认为这样的结论正求

之不得，于是在11月2日晚上他们一致决定第二天早晨举行

罢工。除了共产党、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反对

派的工会人士外，选入中央罢工领导层的还有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企业基层组织的 4名成员和柏林交通公司的 2名

女工。

早在1932年 5月，共产党就已经承认在战术上有必要将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工人纳入罢工委员会中。然而纳

粹党认为，因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难与“布尔什维克”

展开这种互动，而且必须考虑到德国国会选举可能出现的后

果。但是柏林大区领导人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许多资产阶级

群体会因为我们参加罢工受到惊吓，”戈培尔在11月3日的日

记中这样写道，“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以后可以轻易地

将他们争取回来，但是我们一旦失去了工人的支持，就会永远

失去它。”

罢工行动基本上是按照罢工的口号来进行的。11月3日，

柏林地铁停运。所有已经驶离停车场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都

被罢工者中途拦住，很多车辆还遭到了破坏。下午，工资谈判

各方经过简短的初步谈判之后，仲裁委员会做出了一项仲裁裁

决，该裁决实质上确认了之前的结果：时薪降低 2芬尼，而且

没有时限。柏林交通公司接受了这一仲裁，但工会方表示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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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国家仲裁员在当晚宣布该裁决具有约束力，柏林交通公司

张贴各种告示，要求罢工人员在11月4日星期五下午 2时前

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如果拒绝，管理层有权立即解雇当事人。

11月4日夜间，情况进一步恶化。警察多次出动进行大

搜捕。《前进报》称警察的行动是“乱抓乱捕”。星期五清晨，

在舍纳贝格(Sch?neberg)的贝尔齐格大街(Belziger StraBe)

电车总站附近，罢工者与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名纳粹海关

官员遇害。上午10时前后，工会领导人召开会议，反对警察

的所作所为，但同时也对他们的谈判代表表示信任，并呼吁其

会员复工。但是因大多数罢工者反对，该决定无法落实。共产

535 党人和纳粹分子在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引发了严重骚乱。冲锋队

在舍纳贝格的主要街道上设置路障，一辆未坐满的公共汽车遭

到乱石攻击，警察先开枪警告，然后向人群扫射。11月4 日

下午，共有3人被警察的子弹击中身亡，8人受重伤。

“柏林充斥着一阵革命气氛，”戈培尔高兴地写道，“我们

在工人队伍中的声誉在短短几天内就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即使

这在本次选举中起不到作用，这笔资产也会在未来拥有无可估

量的意义。”《前进报》观察到“纳粹和共产党已经结成兄

弟”,并且补充说：“昨天两党还在相互谩骂，要么是褐色杀

人魔鬼，要么是红色下里巴人。今天，他们却结成了最忠诚的

联合体!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难道不感到羞愧脸红吗!”

总理也出面表态了。在11月4日晚所有德国广播电台播

出的一次竞选演讲中，他谴责这次自发罢工，指出这是纳粹分

子与共产党人肩并肩挑起纷争，破坏经济和平，称这次罢工是

“危害整个国家的犯罪行径，全体民众要动用最后的力量与之

抗衡”。帕彭完全站在他“强大国家”的立场上，向听众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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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要最严厉地处置所有像在柏林这样的和平破坏分子。”

直到11月7日，国会选举的第二天，柏林的交通才逐渐

恢复正常。傍晚，中央罢工管理层决定停止抗争。领导层指责

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导率先与警察合作一起破坏了工人的统一

战线，这就证明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是帕彭政府在柏林交

通公司中的最有力支持者。11月8日，柏林交通彻底恢复正

常，纳粹的企业基层组织也宣布停止罢工。11月6日，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柏林的选票损失主要集中在资产阶级

市民居住区，而在工人区的损失则很小。因此戈培尔等人可以

希望，从长远视角看，柏林交通公司的罢工仍将为他的政党带

来回报，他们在大城市的无产阶级阵营中将获得更多信任。3

1932年第二次德国国会选举的突出特征是，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不仅在柏林，而是在整个帝国全线失利。与7

月31日的上一次选举相比，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损失

了200多万张选票。他们的份额从37.3??降到33.1席位

从230个减少到196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失利者阵营中，

选票与 7月相比减少了 70 多万张，份额从 21.6?少到

20.4??获胜者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国共产党。胡根贝格 536

的政党比上次选举多出了 90万张选票，份额从 5.9??加到

8.9??德国共产党凭借着增加的68万张选票，份额从14.5%

增加到16.9??两个天主教政党略有损失：中央党的份额从

12.5??降到11.9巴伐利亚人民党的份额从3.2??降到

3.1??德意志国家党保住了1.0??份额，而德意志人民党的

份额从1.2??加到1.9以符腾堡虔信主义为基础的基督

教社会人民服务党从1.0??加到1.2??选民投票率的下降

幅度惊人：从7月的 84.1??至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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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结果首先反映出民众已经对政治灰心丧气。如果加上

帝国总统的两次选举和各邦的选举，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11

月6日的选举已经是1932 年的第五次投票了。没有参加投票

的人数从7月的 700万增加到11月的 860万，这主要是归咎

于对投票的厌倦。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之前往往通过鼓

动不参加投票者参与政治而赢得选票，这次则受到了重创。正

是那些“非政治”选民深感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选票

对实际政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1月6日不去参加选举的德

国人，不仅仅是那些选举疲劳的人，还有很多对“他们的”

政党深感不满的人，包括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德国社

会民主党、中央党，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

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所取得的相对较好的

选举结果来看，帕彭内阁显然还是赢得了一些信任，尽管这种

信任颇为有限。政府和支持它的政党获益于经济复苏的曙光，

人们把这一转机理解为帕彭积极经济复苏政策的成果。受国家

控制的电台也不遗余力，把政府的成就说得天花乱坠。此外，

人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极端做

法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帕彭在11月4日电台讲话中着重提及

了希特勒在波坦帕谋杀案之后挑衅性的表演。纳粹分子和共产

党在柏林交通公司罢工中的合作，不仅吓坏了首都柏林的别墅

区居民，而且令整个德国的资产阶级选民震惊。但是政府并没

有理由欢庆胜利。两个参政政党的选票率尽管从7月的7.1%

上升到10.8但几乎十分之九的选票都投给了反对“男爵

内阁”的政党。

两个天主教政党既没有因为反对帕彭，也没有因为参与和

纳粹联合执政的谈判而得到更多的认可。与7月大选相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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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共损失了46万张选票。仅从数量上看，组成黑褐色政府

联盟已经没有可能。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民族社会主义

德意志工人党共有286个席位，与绝对多数要求的还差7个席

位。因此在11月6日选举之后，通过议会解决危机的方案与

7月31日相比就更难实现了。4

中间党派的左翼也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力量转移。社会民主 537

党在7月选举中比共产党多出7.1但这一领先优势现在已

缩小至3.5??《前进报》转载了维也纳《工人报》的一篇文

章，冠之以《马克思比希特勒更强大》的标题，该文章强调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加在一起比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更强大，并从中看到了“最美好

的希望”。但是德国共产党正在接近超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目

标，这一现实让社会民主党人忧心忡忡。在11月10日的党委

会议上，开姆尼茨地区党主席卡尔·伯歇尔(Karl Bochel)清

楚表达了这将意味什么。这位“左派人物”这样说道：“我们

和共产党在进行最后冲刺。我们如果再失去十几个议席，共产

党就会超过我们⋯⋯这将是共产党鼓动的重要心理时刻⋯⋯那

些忠于该党的同志就会说，这是全民的决定，他们会努力打赢

这场战斗。”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韦尔斯则对选举结果给出了积

极得多的评价。就在同一次党委会议上，韦尔斯说，在1932

年这一年里，社会民主党打了五场仗，这五次战役的口号就是

“打败希特勒!”,“在第五次战役中他终于败下阵来”。普鲁士

邦议会的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海尔曼也以类似的乐观态度评

估选举的结果。他在论坛机关报《自由之言》中写道，社会

民主党选举的目标一直是避免最糟糕的事情，即避免希特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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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独裁统治。“这个目标我们达到了，而且我们自己没有重

大损失。今天，没有一个正常人会相信希特勒的独裁政权⋯⋯

法西斯主义对国家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纳粹分子领教了第一次

严重失败及其不可预见的后果，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成功。从这

个角度看，没有人会对付出的工作和努力感到后悔。”

另一大民主政党中央党在11月5日后并不认为本党与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达成妥协的努力失败了，失败的是帕

彭内阁。中央党主席卡斯主教在大选之后第二天表示，政府选

择了反对人民，人民对此做出了回应。“在人民评判的基础

上，我们将采取一切负责任的措施，弥合政治阵营之间的裂

痕，尽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人民紧密联系的帝国政府，改

变今天这种不堪的状态。”《日耳曼》报在发表卡斯这篇讲话

538 的时候为其冠上了《绝不和这个政府为伍》的标题。德意志

民族人民党的《日报》从选举结果中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1928年胡根贝格当选为党主席时，民族人民党就已经做出了

决定。“当年和现在都一样，关键是要摆脱议会制!”胡根贝

格本人称自己的政党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他继续说：

“铲除了国会中黑褐两色的多数，这为落实我们在人民和议会

中代表的方针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斗争仍在继续。德国

万岁!”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把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归咎于帕

彭内阁。《人民观察家报》写道，“这届绅士俱乐部政府最杰

出的成就”是在几个月内帮助共产党争取到100个议席。希

特勒发出呼吁，坚决反对与政府达成任何谅解和妥协。这个口

号意味着继续展开无情的斗争。戈培尔的《进攻报》称，“这

次选举得出的理所当然的要求”就是希特勒必须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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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议会多数的基础上，还是以总统制内阁的形式，或两

者兼有的形式。形式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谈到革命正在蓬勃地加速发展，并

称共产党是此次竞选的胜利者。《真理报》也持同一观点。德

国共产党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统一党”,因此赢得了选

举。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1月10日写道：“越来越

多的劳动人民加入革命大本营。大革命即将爆发。当前的经济

斗争浪潮将发展成整个工业领域，以及所有工业地区越来越强

劲的罢工运动，最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政治大罢工和总罢

工，展开一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11月8日，总理在外国媒体协会的讲话中对选举结果首

次表态。帕彭谈到“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并希望在大选后形成真正民族力量的集中。总理补充道：“我

一直强调，人事问题并不重要。”5

内阁在11月9日讨论了政治局势，帕彭的这番言论遭到

了盖尔的强烈反对。根据内政部部长的会议记录：“这句话会

被理解为我们在示弱。绝对有必要借下一次机会公开宣布，帝

国政府绝不打算为任何一个政府让出位置，让任何结党营私的

团体随意发展⋯⋯帝国总理本人也不要一再强调他可以辞职，

说什么他本人不是障碍这样的话。”盖尔建议与各党派谈判，539

通过谈判来评判帝国内阁的支持度。“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

标，那么后果很明显，就会出现再次解散国会的想法，也就是

进入宪法紧急状态。在一段时间内就无法避免专政。”

8月30日国家紧急状态的计划再次被列入议事日程。但

是内政部部长没有得到任何一位同事的完全认可。施莱歇同意

内政部部长提出的“最终结果”,但不同意他的方法。政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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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向公众证明，目前不可能建立多数派政府。只有经过总理和

各党派商谈之后，德国总统才能走这步棋。政府发表这样的声

明后，国会就无法召集会议。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也同意

这一观点。在新任部长布拉赫特和波皮茨的支持下，财政部部

长冯·克罗西克建议邀请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共同执

政，而司法部部长居特纳一再提醒大家注意违宪的风险。

讨论结束时，帕彭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民族力量的集中不

要因为人事问题而失败，在特定情况下他的辞职可以有利于这

种力量的结合。最好的办法也许是由帝国总统亲自出面与希特

勒谈判。施莱歇再次强调有必要让各个党派自知理亏。因此应

该是先由总理，然后才是帝国总统和他们谈判。他本人也愿意

与希特勒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但与此同时“坚信，民族社会

主义者是不会参与政府执政的”。国防部部长的提议得到了同

事们的认可。总理提出，他本人和整个内阁都不会向总统递交

辞呈，总理的这个提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帕彭要求

继续进行宪法改革的要求没有得到支持。内阁中有四位部长，

尤其是施莱歇，都表示应该推迟有关计划。这就意味着1932

年11月9日这一计划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天，帕彭向帝国总统汇报了内阁会议的结果。一份新

闻稿用如下语言概述了兴登堡的立场：他“继续坚持支持建

540 立一个以帕彭为基础的、民族力量的联合政府”。因此总统授

予总理的任务是“与有关政党领导人确认，询问他们是否愿

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持政府落实正在实施的政治和经

济计划”。

由此看来，兴登堡的立场很明确。他希望保留总统制内

阁，并不想更换总理。然而帕彭到底在想什么还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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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彭对外国新闻界和内阁的讲话表明，他在寻求与民族社会主

义者的和解，就他本人而言，他并不完全拒绝让希特勒出任总

理。如果亲纳粹的工业家团体负责人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11月13 日告诉科隆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

(Kurt von Schroder)的消息属实，那么帕彭甚至在几天前就明

确向伊尔塞德冶炼厂(Ilseder Hütte)的监事会主席埃瓦尔

德·黑克尔(Ewald Hecker)保证，他有意向“同意在希特勒

任总理的领导下组建一个政府”。根据同一个渠道，据说帕彭

11月11日在与黑克尔、现在完全投靠了纳粹的亚尔马·沙赫

特，以及希特勒的私人亲信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谈话中，再次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帕彭还从黑克尔那里获悉，工业界、银行界和农业界的

一大批重要人物将向帝国总统呈递一份申请，请希特勒接手

总理府。这封信确实也在11月19日递交给帝国总统了。撰

写人对现任内阁的“正直意愿”表示出敬意，但指出该内阁

在11月6日的选举中在德国人民中间没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信函中最重要的段落是：“我们的总统制内阁拥有最好的物

质条件和人力资源，如果把这个内阁的领导权交给最大民族

团体的领导人，就可以消除每次群众运动不可避免带来的弱

点和错误，并将现在站在一旁的数百万人转化为支持内阁的

力量。”

这封信有 20个人签名，有来自“开普勒集团”的 8名

成员，其中包括沙赫特、库尔特·冯·施罗德和黑克尔。大

多数签名人是中型企业家、银行家和大地主。签署该申请书

的还有帝国乡村同盟主席卡尔克罗伊特伯爵和弗里茨·蒂森，

后者早已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员了。除钾矿厂主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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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特·罗斯特格(August Rosterg)外，蒂森是唯一以这种

方式支持希特勒的大工业家。没有签字的联合钢铁厂总经理

阿尔贝特·弗格勒11月21 日通知施罗德，另外两名重工业

家——古特霍夫农集团总裁保罗·罗伊施和赫施公司的总经

理弗里茨·施普林戈鲁姆(Fritz Springorum)“基本上同意信

中表达的观点，他们也视其为解决当前危机的真正方案”。

但他们两人都不想签字，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一种政治声明

会使鲁尔工业界的内部矛盾过于明显。

因此给兴登堡的信并不是大型企业的表决。但有一点是肯541

定的，经过11月6日的选举之后，帕彭政府已经不再像9月

和10月那样能够得到经济界几乎“一致”的支持。选举结果

对工业界来说是令人失望的，他们将大部分“政治”资金投

给了两个支持政府的党派，即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

党。德国共产党选票猛烈增加尤其令人震惊，希特勒指责帕彭

内阁应为此负责，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财政部部长冯·

克罗西克支持纳粹分子参与政府执政，其理由是否则“包括

青年”在内的大部分民族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加入共产主义阵

营，当时这也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也是国会选举后工业家改

变态度，转而支持希特勒的背后原因。11月底在杜塞尔多夫

举行的朗南协会大会甚至给一名观察员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几乎整个工业界都希望希特勒上台。”

当然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

11月6日之后，魏玛各个政党开始重新寻求摆脱国家危

机的途径，这种努力几近绝望。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不想

放弃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希望。当

然，这样一个联合政府还需要在较小的政党中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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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满足国会席位分配的要求。11月14日，中央党议员约瑟

夫·维尔特致信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鲁道夫·布莱特

沙伊德，请求他理解中央党左右为难的处境。“中央党将继续

努力让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帝国中承担实际责任。我们双方都认

为这种尝试有很大风险，但是我一再主张，如果不冒这个风

险，目前的状况会导致国会停摆、人民的权利遭受破坏的局

面。为了保护民主，中央党不得不这么做。”

维尔特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呼吁，作为“一个真正的在野

党”,给“中央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X党+Y党组

合的政府”一次机会，先把紧急法令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进行

审查，并且通过投弃权票来阻止不信任议案。只有这样才能阻

止胡根贝格“破坏德国民主的手段”,使民主保持其“本质的

核心”。社会民主党必须尽力给“人民代表一次喘息的机会，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存的机会”。“如果人民代表因为党派原 542

则而灭亡，政党意味着什么?政治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在

这里不想开玩笑，也不想低估这样的后果。”17

至少和中央党一样，社会民主党很担心立即解散新选举出

的国会。如果在冬季重新举行选举，德国共产党的票数有可能

会超过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一忧虑促使党的领导人寻求避免出

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因此社会民主党要避免国会召开会议后

立即提出，或者支持对帝国政府的不信任议案。韦尔斯于11

月10日向党委会推荐一项策略，他说这是中央党转达给他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首先提出第48 条的实施法草案，以限制

总统制内阁的权力，进入三读过程后，就不能推翻政府了。韦

尔斯并没有说出这个想法的发起人是谁，其实这个人就是海因

里希·布吕宁，一天之前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见了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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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交换了意见。

韦尔斯的建议很受欢迎。希法亭早在8月就致力于让帕彭

内阁这个“小害”(Kleines Ubel)继续执政，不要推翻帕彭而

让希特勒这个“大害”接管政权。希法亭现在向他的政党发

出呼吁，在议会中“为下一次选举创建一个真正的联合战

线”。希法亭提问：“如果本届议会再次被送进坟墓，我们将

如何面对选民?”泽韦林说，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真想支持议会

制，他们就不应该重犯共产党的错误，“在议会开始工作之前

就解散议会，”布莱特沙伊德的一番话也是同样的意思，“如

果帕彭立即再次解散国会，我们又将无法表态⋯⋯我们必须在

不与中央党和帕彭联合执政的情况下，就我们最关注的问题表

达意见。”

第二天，即11月11日，《前进报》宣布将提交第48 条的

实施法草案，并解释了放弃立即推翻“男爵内阁”决定的理

由：“对帕彭政府的最大打击⋯⋯就是德国国会对内阁一个又

一个失败政策提出批评。”但是，最强大的民主党派的这个办

法并不是摆脱国家危机的出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只能取

得某种外在的成功，而且一方面需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同意不支持共产党提出的不信任议案，另一方面，政府面对

反对内阁政策的决议不以解散议会作为答复。无论是前一个还

是后一个结果都不大可能出现。如果他们认为借11月6日选

举产生的德国国会能够挽救议会制 民主，这纯粹是一种

幻想。8

543 两个天主教政党的幻想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们仍然指望

通过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参加政府工作来驯服这个

党。帕彭与各个政党的第一轮探索性对话开始于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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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央党主席卡斯主教以及议员尤斯的会谈中，两人都要求

内阁辞职，并要求德国总统与各政党开始直接谈判。中央党借

着与总理谈话的机会递交了一份公开声明。中央党在声明里表

示赞成“将政治力量团结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共同体和工作共

同体”。可以理解为这只不过是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组成联合政府的另一种说法。巴伐利亚人民党主席弗里茨·舍

费尔(Fritz Schaffer)的表达更加直率。他当天向总理表示，

“动员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加入政府，即便是我们要以

任命希特勒当总理为代价”,但是这势在必行。

有两个政党拒绝总理的谈话邀请。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

团主席很不客气地拒绝了邀请。他在11月15日的一份声明中

表示，鉴于帕彭的举止，他不适合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谈判伙

伴。这一份声明的高潮是要求政府辞职。希特勒表现得客气

些，在11月16日致总理的一封内容翔实的信中，他表示，根

据他在 8月13 日获得的经验，他只想进行书面的意见交换。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导人认为政府迄今的措施“部

分不足，部分缺乏深思熟虑，部分完全无用，甚至危险”。希

特勒明确表示自己的党绝对不支持政府继续奉行的政策。

11月17日，内阁对总理的种种努力做出评估。帕彭本人

得出的结论是，由他作为总理“不可能实现民族力量的集

中”。他建议全体内阁向总统提出辞呈。施莱歇支持这一建

议，同时强调，如果没有辞呈，总统的后继谈判就会像一场闹

剧。其他部长也支持辞职，只有盖尔提出保留意见，他认为内

阁必须继续施政。兴登堡当天接受了辞呈，但同时请政府继续

执政。这一点和内政部部长的看法完全吻合。9

几乎所有政治阵营都对帕彭政府辞职的消息表示满意。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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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爵内阁”的政策令大多数人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甚至

有许多人认为，现在似乎只能朝好的方向扭转了。但是如何克

服国家危机，在11月17日与前几周一样仍然不明朗。

11月18日，兴登堡开始接见各党派领导人。在总统的

历次接见中，共产党都不在名单之中，然而这次连社会民主

党也没有了。德国总统对他们拒绝帕彭感到非常不满。第一

位前来会谈的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他主张建

立一个“超党派的总统制政府”,并且警告说希特勒这个人

反复无常。德意志人民党的丁格尔代虽然不那么直截了当，

但也持这一论点。卡斯和舍费尔再次表示赞成民族社会主义

德意志工人党参与政府执政，而巴伐利亚人民党主席则认为

“希特勒的性格和人格不善”,但同时指出，由于其周围的人

渴望独裁执政，那么必须在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内插入“制衡

的力量和强力人物”。

德国总统最重要的谈话是和希特勒的谈话。在11月19日

的第一次会议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导人就指出，

如果他的运动失败，“那么德国将会面临最大的危险，将会出

现1800万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大约1400万至1500万人是共

产主义者。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就必须保护我的运动，前提

就是授予我的运动领导权”。他在这里强调的不是给运动以权

力，而是他要掌握领导权。也许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用一个超越

党派的内阁实施专政。“但这是不会长久的，2月就会爆发革

命，那个时候德国在外交方面就无足轻重了。”

当兴登堡问及他是否打算与其他各党派就合作的务实计划

谈判时，希特勒回答说，只有总统下令由他组建政府，他才会

这样做。“我相信我将找到一个基础，通过它我和新政府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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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得到一项授权法令。在国会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得到这项

授权法令。只有这样难题才会解决。”

11月21日，希特勒再次受兴登堡的邀请进行进一步商

谈。此时他已经通过新闻稿和国务秘书迈斯纳得知，总统会向

他提出什么建议。这就是给他三天时间，让他尝试组建议会政

府。希特勒在国会中获得多数的机会很小。胡根贝格严厉拒绝

支持希特勒内阁，中央党的意见是，纳粹党成员要么担任德国

总理，要么担任普鲁士邦总理，但不能二者兼得。而希特勒要

求得到第48 条的全权，即总统制内阁的领导权，但兴登堡没

有答应。总统表示，作为帝国总统，他必须亲自指定希特勒领 545

导的多数政府中的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领导职位。总统的这一做

法明显违反了宪法第53 条，这一条规定德国总统有权任命和

罢免总理以及总理推荐的各个部长。

希特勒与国务秘书迈斯纳之后的来往信件确认了11月21

日会谈后的结果：兴登堡不准备授予希特勒总统制内阁总理的

全权，如果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导人获得议会多数，

他的权力应少于宪法赋予总理的权限。而希特勒不准备接受这

个条件，从一开始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只是帝国总统顾问们

的计划。11月24日，兴登堡通过迈斯纳向希特勒发送了一条

书面信息，这个信息也发送给了新闻界，其实质内容与1932

年 8月13日的决定没有什么不同：帝国总统认为“如果一个

政党一再强调排除异己，同时对他本人，以及他认为非常必要

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持否定态度，他就不能赋予这个政党领导人

以总统制的全权，因为这样做无法向德国人民交代。在这种情

况下帝国总统有理由担心，一个由您领导的总统制内阁将不可

避免地发展为一党专政，其后果是在德国人民中间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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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面对这样的结果，他无法对他的誓言和良心负责”。20

组成议会多数政府的最后尝试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可能

只是因为兴登堡周围的人认为有必要这么做，以便让公众再次

意识到总统制解决方案的必然性。11月24日，帝国总统让主

教卡斯与各党派商讨解决议会危机解决方案的可能性。一天之

后，负面的结果摆到台面上。卡斯不得不告知德国总统，虽然

德意志人民党主席丁格尔代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主席舍费尔准备

参加未来政府关于施政计划的讨论，但希特勒和胡根贝格都不

参加。卡斯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组建一个不

像帕彭政府那么极端化的总统制内阁。这样一个内阁没有议会

多数支持，但享有更广泛的基础。

11月25日，内阁讨论政治局势。施莱歇先汇报了两天前

与希特勒的一次谈话。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导人明确

地回答了德国国防部部长提出的详细问题：希特勒并不准备加

入帕彭被免除总理职务后的新内阁。如果施莱歇担任总理，希

特勒决定与这一政府抗衡。希特勒也不允许任何民族社会主义

者在帝国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施莱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更

换总理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帕彭再次转达兴登堡的看法。帝国总统坚决不让希特勒担

任总统制内阁领导人，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这就

意味着，兴登堡仍在考虑如果德国国会再次解散，就决定推迟

新选举，也就是不去理会宪法规定的60天重选的期限。帝国

总统比以往更加关心就业问题和温饱问题，特别是如果在再次

解散国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将会更加严峻。“在这段时间

内，帝国总统不想对宪法进行任何修改。他更认为自己是帝国

宪法的保证人，特别是在没有议会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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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内阁远不如总统那么斗志昂扬。农业部部长

冯·布劳恩说，前一天与希特勒和胡根贝格谈话后，有可能恢

复“哈尔茨堡阵线”,也许会从中形成对新帝国政府的支持力

量。财政部部长冯·克罗西克则发出警告，可能会出现政府不

得不向“民族主义青年”开枪的局面。如果帝国政府拥有更

加广泛的基础，就可以避免这种危险。帕彭提出了他是否应该

留任的问题，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但是，大多数部长似乎

倾向于同意国防部部长的观点，即更换总理也不能指望局面会

有所好转。

施莱歇解释了为什么不考虑总理的人选问题，因为政府必

须准备进入军事紧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注意力将会集

中到国防部部长，而不是行政权执行人身上，这样也可以分散

公众对“已经受到太多攻击”的总理本人的注意力。施莱歇

也向大家保证，军队里已经没有人再热衷于希特勒了。“所有

关于军事紧急状态的问题都将于今天(11月25日)和明天在

国防部进行仔细审核。无须担心这个地方会有什么闪失。”

施莱歇在这个时候还真的想支持帕彭，且排除自己担任总

理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怀疑。他提到总理不受人欢迎，这更

加让人生疑。但是帕彭本人并不表示坚决为保护自己的职位而

斗争。克罗西克11月26日再次私下警告帕彭，如果他继续担

任总理，可能会发生流血暴动，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 547

在当天，现任总理在和帝国总统的一次谈话中请求总统不要授

权他组建政府，国防部部长也参加了这次谈话，但是兴登堡坚

持要求帕彭担任总理。这时，根据国防部部长的记录，他说了

这样一番话：“因为大家普遍反对帕彭，在鲁尔工业区这一情

况尤其明显，所以他建议⋯⋯需要事先调查一下气氛。”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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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没有反对，也没有给施莱歇规定时间，并让他完全自由地

选择谈话对象。

国防部部长立即确认了第一批谈话的时间。11月26日至

27日这个周末，他依次与丁格尔代、胡根贝格、卡斯和戈林

进行了交谈。丁格尔代和卡斯这两位党魁说，他们宁愿看到施

莱歇，也不愿看到帕彭领导新政府。11月28日，国防部部长

与自由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谈判。施莱歇问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

席特奥多尔·莱帕特及其副手威廉·埃格特，是否同意施特格

瓦尔德担任劳工部部长，莱帕特对此避而不答，他说目前尚不

清楚新政府由哪些人组成。双方一致认为，创造就业机会应成

为未来政府工作的重点。施莱歇主动宣布将废除9月5日的法

令，该法令允许雇主给出的工资低于劳资谈判的水平。

国防部部长说，兴登堡正在考虑把帕彭的职位交给自己，

莱帕特的回复非常明确：“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您应该接受

它，我认为把这句话说出来是我的职责。”应施莱歇的要求，

第二天莱帕特以书面形式总结了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包括法律规

定 40 小时工作日在内的具体愿望。这次谈话之后，国防部部

长相信，他的“持续到明年的停火”计划已经得到了自由工

会的赞同。

与莱帕特和埃格特讨论后，施莱歇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

党团主席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进行了谈话。这次谈话则截然

不同。根据同一天布莱特沙伊德口述的详细笔录，施莱歇先把

有关“宪法的谣言”推到了盖尔身上，并说他不赞成这种说

548 法，认为这是“多余和危险的”。然后施莱歇问布莱特沙伊

德，是否有可能重新启动国会。“他非常清楚，无论新内阁是

什么样子，社会民主党都不会给予支持，但是否有办法至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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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会在开会的第一天就被废除?”

布莱特沙伊德答道，这就要看右翼政党和中央党了。德国

社会民主党当然愿意至少在国会中能够举行一次辩论。随后，

施莱歇抱怨胡根贝格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国防部部长的目的

是向社会民主党进一步陈述他的愿望。“他问，如果德意志民

族人民党做不到推迟一段时间再对不信任议案投票，我们是否

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话政府就有机会工作一段时间了。我

回答说，这当然要比启动国会还要困难。”如果帕彭被再次任

命为总理，那么社会民主党根本就不会出手帮忙“启动国

会”。另外，不仅投不信任票是个问题，还有紧急法令的问

题。这个提示让施莱歇再次强调，他准备废除 9月5日的法

令，他也是这样回复莱帕特的。

然后，国防部部长谈到了关键的问题。“如果⋯⋯要推翻

政府，那么除了解散议会，没有其他办法，但是任何人都不希

望这么做。如果帝国总统宣布春季重新选举，同时保证在此期

间不会对宪法做任何新的尝试，那么事态会如何发展呢?社会

民主党是否会立即揭竿而起?”

布莱特沙伊德对这个政治核心问题的回答可以有很多种解

释，但几乎不能给施莱歇任何积极的信息。“我回答说，我并

不确定是否会‘揭竿而起’。但我必须声明，社会民主党将尽

一切努力来制止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施莱歇说，如果这样的

话，看来前景非常不妙。”

在创造就业方面，双方也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社会民

主党议会党团主席称，有消息说政府希望让金特·格雷克担任

德国创造就业的帝国专员。这一意图将会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强

烈反对，因为他们和帝国银行行长路德一样，认为格雷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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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会引发通货膨胀的计划。最后谈到普鲁士问题时，施莱

歇承诺，澄清了目前的情况后，他将与奥托·布劳恩商谈，找

出一个解决当前困局的得体解决方案。

549 一个半小时后，布莱特沙伊德离开了国防部，此时他坚信

“如果在帕彭和施莱歇之间做选择，那么施莱歇会接任内阁。

虽然他说他确实不愿意这样做，并且最多只会任职几个月，因

为他不想给人造成军事统治的印象，但是我坚信，如果兴登堡

同意，他会接手这项工作。”

在第二天即11月29日上午，《前进报》选择了比布莱特

沙伊德更加尖锐的语气。报纸的一篇文章指出，施莱歇不仅是

帕彭内阁的国防部部长，而且是帕彭的智囊，“因此不能指望

社会民主党会对他有丝毫信任”。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参与

“内政停火”是不可能的。但在同一天晚上，社会民主党的口

吻变得温和多了。此时，在柏林有传言称帕彭将再次出任总

理，而且得到明确的任务，要组建一个反对国会的对抗政府。

《前进报》立即做出了回应：如果不是帕彭出任总理的政府，

也会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如果新任总理继续帕彭的方针，

那么反抗就会更激烈。“但是，在野党是政治生活的一个正常

功能，而政治上的对立尚不构成民族生存的威胁。只有不负责

任的挑衅政策发展成尖锐的对立，这个对立一旦爆发，就会出

现民族生存的危险。”

即便行文晦涩，施莱歇还是获得了认可，和帕彭相比，施

莱歇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社会民主党

中央机关报发出的警告如同最后通牒：“帕彭意味着战争!德

国总统无权向自己的人民宣战!”在柏林，冯·帕彭先生即将

再次受命的消息引发了极大的动静，甚至是一场“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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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企业纷纷打电话给我们，告知我们这个已经在工厂传

开的消息，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躁动。各方都确信，重新任

命帕彭将被工人视为最严重的挑衅。”

社会民主党对施莱歇发出猛烈的攻击，到了11月29日语

气有些缓和，但是依然表现出担忧。社会民主党担心这种新的

“宽容政策”的表象，会使该党受到共产党人前所未有的火力

攻击和内部分裂的考验。但是，社会民主党看不到比施莱歇的

总统制内阁更为民主的方案，而推迟新选举可能是唯一避免希

特勒掌权的选项。施莱歇做出保证，不会在没有议会的日子里 550

对宪法做出专制的修改。这一点有可能让施莱歇建起一座通往

魏玛拥护宪法政党的桥梁。但是社会民主党并不想踏上这座桥

梁。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一样，它们反对超越法律的国家紧急

状态的终极理由是一种宪法实证主义，而自从1932 年的第一

次德国大选以来，这种宪法实证主义就已经名不副实了。大多

数选民已经不在乎魏玛民主，因此忠于宪法文字不再是挽救法

治国家的核心手段。在坚决否认国家紧急状态的背后，没有任

何战略方案，而只是一种战术上的考量，以及意识不到事态严

重性的无能。

社会民主党拒绝由施莱歇担任总统制内阁总理，这在自由

工会的领导层中引发了担忧。德国总工会联合会领导委员会尽

管对施莱歇的“可信赖度”表示担忧，但是在11月29日得

出结论：“工会不应该把自己排除在外。”社会民主党现在处

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还是要仔细考虑是否要对总

统制政府进行原则性的斗争。我们的党必须考虑到，由于无法

组成内阁多数，以后将会发生什么。不惜一切代价的反对意味

着主动削减我们的影响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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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细心的观察者来说，德国总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

之间产生矛盾并不突然。10 月 14 日，莱帕特在贝尔瑙

(Berbau)的协会联盟培训学校发表了一篇关于“工会的文化

任务”的演讲，他特意表现出摆脱“党的枷锁”的努力。演

讲中一句关键的话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能够脱

离民族的发展。”各工会根据其领导的意见把工人组织起来，

目的是“在他们中间唤醒一种团体意识，培养一种团体精

神”。他们应该“为人民服务”,进行“为民族利益的社会斗

争”。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并不缺少“宗教情感”,而且他

们理解“服从命令的士兵精神和为全体奉献的精神”。

莱帕特虽然没有明确援引前不久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出版的作品《工人：统治和形象》(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但是可以看到，贝尔瑙讲话稿撰写人

洛塔尔·埃德曼(Lothar Erdmann,他也是工会月刊《劳动》

的撰稿人)从德国右翼重要作家的最新作品中获得了重要灵

感。工人就是工作的士兵，与国家的自由市民不一样，他们要

服务全国人民，他们与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没有任何共同

点。莱帕特的说法与荣格尔设计的“形象”有很多共性。

1932年8月，在国防部的财政支持下，以汉斯·策雷尔为551

首的“行动团体”(Tatkreis)接管了《每日评论》(Tagliche

Rundschau),从此之后该报就成了施莱歇的传话筒(当然并不

总是如此)。恰恰是《每日评论》作为第一份日报刊登了莱帕

特演讲的大部分内容，这绝非偶然。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民族

社会主义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对社会民主党人莱帕特大加

赞扬。10月20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组织部负责人

在柏林体育宫宣称，莱帕特讲话中有几句话“如果是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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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为未来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根据《每日评论》的报

道，施特拉塞尔要求工会必须“充分尊重其职业行业的必要

性，从工会主席的认知中得出结论，远离海尔曼和希法亭的政

党，远离立足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阶层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表

明自己不受党派政治的影响而采取中立态度”。

报道说，施莱歇、莱帕特和施特拉塞尔组成了某种统一阵

线，建立了“行动团体”所鼓吹的德国政治新轴心。这种说

法立即被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席否认了。然而这种猜测是贝尔

瑙讲话在字面上引起的：莱帕特的民族观实际上是在给政治右

翼发信号，而且右翼接收到了这个信号。有意远离社会民主党

这种想法不是此时此刻才诞生的。至少在 7月31日国会大选

之后，莱帕特及其最亲密顾问所采取的立场，都更加不利于和

社会民主党结成紧密的联系。23

11月底，努力组成从工会到民族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横

向阵线”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施莱歇只是在自由工

会和中间派政党那里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11月30日，国

防部部长遭到希特勒的拒绝。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导

人开始是想在当天到德国首都与施莱歇谈判，但在最后一刻改

变了主意。他乘坐从慕尼黑到柏林的夜间列车来到耶拿

(Jena),然后驱车前往魏玛，参加图林根的社区和地方选举活

动。从柏林赶往魏玛的施特拉塞尔试图说服希特勒与施莱歇达

成协议，但他无法改变希特勒的主意。国防部的欧根·奥特

(Eugen Ott)中校也是如此，他曾于11月30日在魏玛请希特

勒出任施莱歇内阁副总理一职。就在11月30日这一天，希特

勒还拒绝了国务秘书迈斯纳发出的第二天到柏林与德国总统会

谈的电话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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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知道兴登堡仍未准备让他担任总理一职。由于他不552

想接受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分享，所以认为与德国总统的再次会

谈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得不担心，在接受兴登堡的会见时

受到8月13日那样的伤害，或11月 24 日之后的公开侮辱。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认为与国防部部长的会谈也没有用。希

特勒不指望施莱歇能够说服兴登堡让希特勒担任总理，即便施

莱歇有这样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的领导人认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向柏林统治者表示冷漠态度。

无人知晓施莱歇是否认为有可能在11月的最后几天与希

特勒达成和解。11月25日，他在内阁中提到的情况评估得出

了与此相反的结论。12月1日，他告诉巴伐利亚的全权代表、

部长级领导人弗朗茨·施佩尔(Franz Sperr):“他是否能够担

任总理，这一点由不得他，而是取决于是否能掌控或驯服纳粹

分子。”这番话让人听起来好像国防部部长仍在希望希特勒会

做出让步。如果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参加了施莱歇政

府，那么左翼的侧面保护就不复存在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必定会引发社会民主党的坚决反对，不管德国总工会联

合会和社会民主党，以及自由工会之间有什么样的分歧。因此

施莱歇追求的遏制两极分化就会比以往都更为强烈。

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进行全面的合作，哪怕是以

某种“双方停火”的形式，看来是行不通的。于是施莱歇与

施特拉塞尔做了另一种约定。如果施特拉塞尔单独采取行动，

把相当数量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带入政府阵营，这必定会打开全

新的视野，甚至以革命性的方式改变德国的内政。但是这个方

案暂时还仅仅是一种猜测。根据记录，施莱歇本人11月9日

在内阁的会议上说道，他不相信现在民族社会主义者阵营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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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下级领导准备就参政这一基本问题与希特勒分手。三周之

后也没有迹象表明，施特拉塞尔会挺身而出反对希特勒的

“全有或全无”的政策。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组织部负

责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党内财政状况让人绝望。如果说除

了希特勒之外，还有纳粹领导人在党内的“老战士”中拥有

广泛的支持者，那真是非他莫属了。但是施特拉塞尔一直避免

与希特勒进行正面较量，因此该党分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4

直到11月30日，国防部部长的摸底工作都没有取得突破 553

性进展。看不出如果由他领导内阁，如何能在议会中拥有多数

支持。但是施莱歇知道，与帕彭相比，他被认为是两害相权取

其轻的选择，即便在工人阶层中也不例外。创造就业是他一再

强调的重点，在这方面有可能与基督教工会和自由工会合作。

废除9月5日的薪资政策的法令有望给社会民主党留下深刻的

印象，因为社会民主党在法令出台一周之后就向内政部部长提

出了废除该法令的全民表决申请。此外，他还与黑红金旗帜团

领导层之间建立了近乎信任的关系。施莱歇从未在中央党以及

其他中间政党中引起像对帕彭那样的反感，德国南部各邦政府

并没有对施莱歇产生反感。工业界在1932年11月还在帕彭和

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并且怀疑施莱歇具有民族社会主义倾

向，在这个阵营里国防部部长也可以期待大家的情绪变得对他

有利。施莱歇需要做到的就是，要比现任总理和希特勒更好地

给企业家带来政治上的稳定。

因此，施莱歇获得的社会和政治支持要比帕彭更为广泛。

如果在没有议会的时期需要借助军事紧急状态执政，那么施莱

歇来执政这一点就变得至关重要了。11月底，施莱歇与现任

总理的不同并不在于他拒绝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只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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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彭更实际地看到了军事独裁的风险，尽管这种危险是隐蔽

的。他想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防内战发生。

帕彭并不想领导一个公开的独裁内阁。他的意见是要和民

族社会主义者达成共识，让希特勒担任集中民族力量政府的总

理，他认为这是这次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对于帕彭来说，

关键是兴登堡在想什么。如果帝国总统坚持与极左和极右势力

做斗争的方针，那么迄今的这一届政府首脑也准备走这条路。

但是他低估了困难，因此根本没有想到要采取内政举措来应对

国家紧急状态，而国防部部长则认为此举必不可缺。当然，与

施莱歇不同，帕彭也根本没有机会冲破“男爵内阁”政策造

成的障碍。

12月1日傍晚，在他的儿子奥斯卡和国务秘书迈斯纳的

陪同下，兴登堡接见了总理和国防部部长。根据迈斯纳的档案

记录，施莱歇汇报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后，所有与会人员“一

554 致”得出结论，至少在目前不存在国会多数支持施莱歇内阁

的可能性。“因此，用施莱歇取代帕彭并不意味着局面会有重

大改善，施莱歇内阁与国会的冲突不比帕彭内阁与国会的冲

突少。”

施莱歇表示，未来几天里民族社会主义阵营中可能会有另

一种观点占上风，也许他指的是他与施特拉塞尔的约定。但是

兴登堡不想再等待任何信息了。“因此，帝国总统决定再次委

任上任总理帕彭组建内阁。冯·帕彭先生也表示愿意接受这个

任务，条件是帝国总统要授予他总统制内阁的权力来处理预料

中肯定会发生的与国会的冲突。”迈斯纳对宪法进行详尽解释

后，兴登堡答应道：“如果与国会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以保护德国免受因国会违反职责而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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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登堡的决定不是冷静衡量的结果，而是一种情绪和偏好

的表达。这位老人厌烦了内阁的来来回回，他更信任的是帕

彭，而不是施莱歇。另外，这也符合他的士兵思维，不要推迟

早晚要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战斗，而是要尽快将战火扑灭。“书

生将军”施莱歇对局面看得更清楚，帝国总统选择的独裁是

最危险的，因为它在人民中得不到任何支持。让国防军军人与

绝大多数人民作对，这意味着削弱他们的士气并危及他们的生

存。由于国防部部长不想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所以他表示不同

意帝国总统的意见。

12月2日上午的临时部长会议是把局面扭转到他的思路

上的最后一次机会。施莱歇知道，大多数部长都赞成他对局势

的评估，而不是兴登堡指定的和帕彭遵循的方针。由内阁做出

国防部部长观点正确的决议，总统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因此

必须做出这样的决议。

在上午9时开始的部长会议上，施莱歇先请大家等候已经

安排好的，第二天他与施特拉塞尔的谈判结果。迈斯纳指出，

帝国总统的心理准备是不允许再次推迟。帕彭随后宣布兴登堡 555

已委托他组建新内阁，并请部长们对政治局势发表评论。最老

的内阁成员、外交部部长冯·诺伊拉特第一个发言。他反对由

帕彭组建新内阁。紧随其后的是财政部部长冯·克罗西克，他

在数周前以及前几天一直发出警告，组建帕彭的抗争内阁可能

会引发内战。克罗西克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并敦促部长们现在

就反对第二个帕彭内阁，而不要等到施莱歇和施特拉塞尔会谈

的结果。当帕彭问是否有人持其他意见时，只有邮政部和交通

部部长冯·埃尔茨-吕本纳赫赞同帕彭继续担任总理。

也许事先和施莱歇交换过意见，此时司法部部长居特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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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一番讲话，令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说，首先有必

要搞清楚未来内阁的指导方针和总体政策，然后他问施莱歇：

“国防军是否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有把握?”在国防部部

长的建议下，奥特中校被叫到内阁。他就“模拟战争”一事

做了汇报，这是国防军在过去几周与帝国铁路、邮局、警察和

技术紧急援助人员的代表做出的一个计划，以应付大规模罢工

运动可能引发的局面。

克罗西克在日记中记载了奥特讲演所带来的影响：“出色

的演讲生动地阐述了即便用武力也无法解决的困难。报告的结

束语是，虽然国防军必须并且会执行所有命令，但他们只能祈

祷和希望，愿这个灾难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此时所有参会者

都感到非常震惊。虽然施莱歇试图调节一下气氛，称这个

‘模拟战争’原则上是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但实际上这种最

坏的情况并不会发生。奥特演讲过程中总理一再擦眼睛，可以

看出这个报告给包括总理在内的内阁所有成员留下了深刻

印象。”

施莱歇借用奥特的“模拟战争”铤而走险。如果他担任

总理，而他的内阁决定颁布国家紧急状态法令，那么德国总统

就可以用这项研究的结论来反驳施莱歇。与帕彭不同，施莱歇

希望能够阻止工会号召大罢工，这样就消除了这一战争游戏的

基本假设。但是他必须考虑到，由此引发了这样的印象，即推

迟国会选举后，国防军和警察依然没有能力遏制民族社会主义

德意志工人党和共产党，同时还要保卫德国东部边界，抵抗

556“模拟战争”中假定的波兰的进攻。不管国防部部长在12月2

日是否考虑过这种危险，他担心的是示威游行的短期影响，而

这种影响确实发挥作用了。当兴登堡从帕彭处听到内阁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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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时，他还是放弃了反对施莱歇担任总理的看法：“我已

经过于年迈，无法到了生命的尽头还去承担一场内战的责

任。”根据帕彭的说法，他是用这些话来证明他已经放弃了前

一天的立场。

帕彭的告别与他的前任海因里希·布吕宁完全不同。1932

年12月3日，在这个换届的日子里，兴登堡送给这位曾经领

导“男爵内阁”六个月的总理一张自己的肖像，题词是“我

有一位战友!”在一封亲笔信中，帝国总统称赞帕彭担任总理

和普鲁士帝国专员“勇于奉献和承担责任的工作”。此时，已

经担任总理的施莱歇提出聘请帕彭担任德国驻巴黎大使，兴登

堡表示反对。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总统希望能够把前总理留在

自己身边一段时间，以便听取他的建议。帕彭不仅留在了德

国，而且经施莱歇同意，帕彭还保留了在威廉大街上的公务住

房，因此他保留了在特定情况下比一个国家公职更为重要的东

西，这就是直接通向帝国总统的特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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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内阁于1932年12月3日上台。新内阁成员与上一557)

届帕彭内阁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只有两位前任部长不再属于新

政府，一个是内政部部长冯·盖尔，新任部长是前普鲁士帝国

专员和帝国前不管部部长弗朗茨·布拉赫特；另一个是劳工部

部长胡戈·舍费尔，接任这个位子的是前帝国就业服务和失业

保险局局长弗里德里希·苏立普(Friedrich Syrup)。国防部部

长依旧由库尔特·冯·施莱歇担任，但兴登堡对这种权力集于

一身的做法持强烈保留态度。新增的职位是政府创造就业项目

局的帝国专员，这个职位由德国乡村协会主席金特·格雷克

担任。

施莱歇内阁的任命消息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响。反馈最积

极的是政治中间派。自由派的《福斯日报》强调，施莱歇内

阁会比上届提前解散的帕彭政府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同样也

是自由派的《柏林日报》得出结论，放弃宪法试验只是新任

总理必须尝试的部分内政方针，这是“为了清除前任的遗产，

加强更广泛的议会基础。议会基础是内阁所依赖的重要因素，

然而目前这个基础还远远不够”。中央党的重要报刊《日耳

曼》满怀希望，认为新政府将拥有“政治上稳定民众的坚定

意志”。如果这样，就会消除人们积累的不信任感，并重拾对

国家和经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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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政治派别的评论持冷淡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小胡戈·

施廷内斯(Hugo Stinnes Jr.)控制的《德国汇报》在11月中

旬积极支持希特勒出面组成一个少数派政府。《德国汇报》现

在认为决定这届内阁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成功推

动德国右翼数百万人的运动与自己合作，哪怕最初阶段右翼运

动人士仅仅以克制的反对派形式参与合作也可以。经过两到三

个月的喘息之后，就会有可能面临8月13日以及去年11月的

问题”。代表重工业界的《莱茵-威斯特法伦日报》的判断也

非常相似。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克服危机和冲突：“聚集积极的 558

民族主义者，统一整个民族运动的目标，克服议会的利益政

治，解放人民的活力”。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柏林地方公

告》认为，施莱歇内阁“朝着议会所熟悉的道路迈出了一步，

而这一步是进步还是退步，应由每个人自己评判”。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直接宣布，它明确和清楚地拒绝接受施莱歇

内阁，因为它显然与人民的意愿不相容。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发出的回声是充满敌意的。德国共

产党称施莱歇政府是“法西斯主义政权一种新的、更激化

的阶段”。共产党官方媒体《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e

Pressekorrespondenz)指责社会民主党以“反帕彭之战”为幌

子，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为施莱歇政府铺平道路，

并且打着反对派的幌子去支持这个政府。“共产党是唯一向施

莱歇独裁政府展开最尖锐斗争并动员群众去反对它的政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似乎还不知道应该如何评判施莱歇。

新总理上任的两天前，鲁道夫·希法亭于12月1日写信给卡

尔·考茨基，说如果帕彭被免职，施莱歇政府上台，“至少可

能暂时有一些缓解”。鲁道夫·布莱特沙伊德12 月3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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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上写道，新任总理可能比其前任更机敏，会少一些

麻烦。他可能比帕彭更了解现实，这可能促使他更好地听取工

人的某些建议，放弃“随意的宪法计划”。尽管如此，他的政

策与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差距仍然很大。“只有与反对总统制政

府阵线一道，我们才有成功的希望，开始在当今成为独裁言论

牺牲品的工人群众中再次激发民主意志。”

前国会主席保罗·勒贝第二天的措辞显然尖锐得多。“社

会民主党要向全体人民宣布，如同对待帕彭政府一样，本党也

不会与施莱歇政府停火。因为这个施莱歇内阁只是帕彭政府的

重组，而帕彭政府在各个领域向德国工人阶级宣战⋯⋯除了觉

醒的无产阶级之外，我们不需要其他盟友。我们深知，我们将

和他们一起夺回失地。”

12月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了官方决议。党主席宣

布，对几乎是上届内阁原班人马的施莱歇内阁表示“最强烈

的反对”。经过激烈辩论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决定对施莱

歇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理由是“新内阁并不能保证在政策

上与前任内阁有原则上的区别”。强烈反对这一做法的有大约

20位国会议员，其中包括两名前帝国部长，他们是泽韦林和

希法亭。

559 社会民主党对施莱歇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目的是消除它

只是表面上反对新内阁的印象。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并不想迅

速推翻施莱歇以及尽快举行新国会选举。它和之前一样更担心

在1933 年初举行一次新选举，因为这次选举可能导致一场政

治灾难，德国共产党有可能超越德国社会民主党。仅仅出于这

个原因，社会民主党就要利用机会，在国会中用一段时间扮演

一个充满活力的在野党。借助这一不信任提案，社会民主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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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外表上和共产党齐头并进，因为后者也宣布了这样一个议

案。但是社会民主党暗中坚持要求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和中央党推翻这一不信任议案。中央党是指望得上的。否则，

社会民主党人只能希望民族社会主义者比他们更害怕新选举。

12月6日，新当选的德国国会举行立宪会议。国会中最

年长的议员、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老将军卡尔·利茨

曼(Karl Litzmann)进行了一次煽动性很强的讲话，之后议员

们投票，再次选举赫尔曼·戈林为国会主席，只有社会民主党

和共产党投了反对票。共产党提议在第二天议程中安排对不信

任议案投票，然而这个提议被压倒多数的票数否决。全体会议

最终借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票数，拒绝了德国社会

民主党提出的在下一次会议开始时听取政府宣言的提案。

在12月7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国会没有听取政府宣

言，而是讨论日程中的第一个问题，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的一个法律草案。根据《魏玛宪法》第 51条，如果在

“受限”或“过早停止总统职责”的情况下，帝国总统将暂时

由总理代表。兴登堡在1932 年10月2日庆祝了 85 岁生日。

如果他在施莱歇担任总理期间去世或病重而无法履行职责，那

么帝国总统、帝国总理和国防部部长的权力将暂时落入一个人

手中，即冯·施莱歇将军手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希

望通过这项议案，将帝国总统代理人的职责交给帝国法院院

长，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为此，他们得到了多数资产阶级政

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赞同，他们同样认为施莱歇权力的进一步

增加是危险的。因此在12月9日的三读中，民族社会主义德 560

意志工人党的提案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所需的宪法多数：以403

票赞同，德国共产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126 票反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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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提案。

大多数议员也赞成废除9月4日紧急法令中有关社会政策

的部分内容。这些社会政策授权政府在9月5日颁布一系列法

规，包括争议特别大的工资政策法规，以及针对某些政治罪行

免于刑罚的法案。根据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德国共产

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三个议会党团的提案，大赦法是法律事

务委员会和德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深入讨论的结果。虽然社会

民主党和共产党提出反对，但是给失业者提供冬季救助以及废

除9月4日全部紧急法令的提案依然还是转交给了有关委员会

处理。12月9日，国会开始无限期休会，这一提案依然遭到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对，但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表示赞同。同时，国会主席得到授权与元老会协商召开下一次

会议。

国会会期如此短暂，赢家是施莱歇政府。它不必面对人民

代表的质疑，也避免了严重的挫败。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

是自己的政策取得了成功。他们明确表示了在野党的立场，也

避免了并不希望看到的政府被推翻的后果。更有甚者，他们还

成功地把实际上宽容政党的部分责任推给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前进报》断言，“这个国会在短短的三次会议中，

以反对议会的多数证明了一个能够运转的议会的价值和重要

性”,然而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个别法律和社会政策问

题，国会可以拥有战略多数并达成一致，但并没有建设性多数

承担共同的责任。因此，1932年12月的国会会期内并没有指

出摆脱德国国家危机的出路。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中间派只

能看一步走一步，而只有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迫于大

环境的压力也不得不这么做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如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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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国会会议期间必须采取谨慎

行事和争取时间的策略，因为党的团结似乎一时受到了严重威

胁。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12月4日图林根的市政选

举中遭受惨重损失。与11月6日的德国国会选举相比，选票

损失了近四分之一，与7月31 日的选举相比，甚至失去了约

40??选票。

对该党局面持极为悲观态度的组织部负责人格雷戈尔·施 561

特拉塞尔来说，得出的结论很明确：如果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

工人党不想失去最后的机会，就必须放弃孤注一掷的政策，并

加入施莱歇政府。12月4日晚上，当新任总理向他提供副总

理职位时，施特拉塞尔没有表示拒绝。

第二天在柏林恺撒霍夫酒店召开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大

会”上，他试图说服希特勒支持施莱歇，但这次尝试和11月

30日在魏玛的努力一样没有成功。12月 8日，施特拉塞尔决

定辞去所有党内职务。12月9日的《每日评论》是第一份刊

登这则轰动消息的报纸，并把组织部领导人采取的措施称为政

治起义的信号：只有施特拉塞尔取代希特勒并晋升为该运动的

领导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才有可能摆脱绝望的

困境。

《每日评论》的报道令希特勒非常沮丧。他在与密友的一

次夜间会谈中说：“如果党破裂，我将在三分钟内用手枪结束

我的性命。”当时戈培尔也在场。然而令人担心的施特拉塞尔

政变并未出现。组织部前负责人于12月9日回到慕尼黑家中，

然后在南蒂罗尔度假两个星期。施特拉塞尔放弃党内职务，并

非意在发出推翻希特勒的信号，他也不想分裂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他只是不愿意为他认为必定失败的政策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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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戈培尔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失败了。”

就在12月9日晚上，希特勒在两次讲话中，先是对大区领导

和督察员，然后对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国会议员发出

号召，成功地命令他们重新发誓拥护政党。表面上看，“领

袖”与辞职的组织部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被草草掩盖了。

但从这个时候开始，至少施特拉塞尔的宿敌约瑟夫·戈培尔认

为，施特拉塞尔被孤立了，已经是一个“死人”。3

施莱歇则有不同的看法。在12月13日给军队指挥官和军

区指挥官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坚持认为仍然有必要争取“在

希特勒批准的情况下与施特拉塞尔领导下的纳粹合作”。总理

甚至认为，可以相信希特勒本人“从心底”并不想要总理一

职。在1月必须搞清楚，政府在国会中是否有坚定的多数支

持。一旦召集国会，就必须问清楚民族社会主义者是否愿意参

与政府工作。如果他们拒绝，就会有斗争，也就是说宣布解散

德国国会和普鲁士邦议会的时间已到。为了赢得这场斗争，权

力必须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不必惊讶，为什么一再尝试争取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并让他们承担责任。瓦解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不符合国家利益。

562 1932年12月中旬，施莱歇依然认为有可能与希特勒和施

特拉塞尔达成一致。他想再一次尝试争取让民族社会主义者参

与政府工作。如果这一次再失败，他就准备与纳粹分子来一次

“真刀真枪”的战斗。在两种情况下，都必须尽可能避免与工

会的工人发生冲突。在这方面，施莱歇有理由持审慎乐观态

度：12月8日，基督教工会联合会主席海因里希·因布施

(Heinrich Imbusch)向德国总统保证，他的组织“对德国政府

及其领导人德国总理施莱歇非常信任”。12月5日，巴黎《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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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求精》(Excelsior)报援引了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主席特奥多

尔·莱帕特的话，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很看好新任总理。这令他

的许多社会民主党朋友很恼火。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横

向阵线”,因此在12月中旬远不能说帝国政府在政治上陷入

孤立。

12月15日，总理在电台广播里陈述他的政府宣言时，表

现得信心满满。他开门见山，要求听众把他看作“一个士兵，

也是一个超党派管理人，会在尽可能短的紧急时间内处理所有

民众阶层的利益诉求。他的出现带来的不是利剑，而是和

平”。他关于军事独裁的观点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他今天又重

复了一遍：“刺刀尖上坐不稳。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广泛的

民众支持就无法理政。”此时此刻他对民选代表机构有一定的

不信任，但是如果这个民选机构给政府落实方案的机会，他就

很满意了。而政府的方案就是围绕着一个题目：“创造就业!”

总理很看重“离经叛道式”的论断，宣称他既不是资本

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认为私人经济或计划经

济之类的术语已经失去了恐吓力。激活国内市场和出口都至关

重要，除私人投资外，还要促进公共就业机会，而且要认识到

在德国东部的就业机会、定居与边境安全之间的关系非常紧

密。这一切都需要“各阶层人民同心同德的合作”,而实现这

一切，必须考虑到在所有规定中兼顾到社会的视角。“一个兼 563

顾社会的将军，我听到某些听众怀疑地甚至嘲讽地这样称呼

我。是的，女士们，先生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义务兵役制的

军队更为社会化。在那里，穷人和富人、军官和士兵肩并肩，

在世界大战的奇迹中展现出的战友情谊和归属感，历史上绝无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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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歇在一些社会政策问题上说得比较具体。他对国会决

定废除9月4日紧急法令中社会政策部分的决定表示欢迎，并

宣布他的内阁在一天前已经废除了根据该法令制定的9月5日

条例。他认为，进一步减少劳动收入，“从社会角度上讲无法

承受，在经济上也没有用处”。他的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

并尽一切努力使保险提供方强力高效。在提到社会民主党的要

求时，总理宣布了一项特殊的“冬季救援”方案，其中包括

降低鲜肉和家用煤炭的价格。施莱歇在政府宣言的外交政策部

分中强调德国的平等权利。在军事方面，他重申了自己的观

点，即在民兵框架内推行义务兵役制。

最后，总理向各个协会、团体和政党发出呼吁，不要放弃

参与国家的合作。他本人不会停止“团结所有善意的力量”

的努力，这必定会给予总统内阁强大的支持，得到人民的共

鸣。政府宣言的最后一段只能被理解为是对其前任冯·帕彭执

政风格的否定。演讲开始时，他称帕彭是他的朋友，一个

“有勇有谋的骑士”。但是施莱歇不同意“专制国家不需要民

众支持，甚至拒绝与议会合作那些人的观点。执政仅凭意志和

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人民的感觉，捕捉心理的时机。这

就是为什么我领导的德国政府将用毛奇的名言作为准绳：‘先

权衡，再行动。’”

施莱歇的政府宣言是一种力保平衡的举动：他给“右翼”

和“左翼”都来一些甜头，并宣布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众

多举措。但是，利益冲突是无法用优雅的措辞来化解的。这也

适用于关税政策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引发的冲突，正是该冲突使

帕彭内阁陷入严重危机而被推翻。施莱歇对此只是顺带提及，

在这方面他采用的办法是“将帝国经济部部长和农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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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到密室里协商”,以便找到正确的中间道路。

然而，这一方法并没有成功。内阁12月21日做出的决定 564

更像是对农业同盟的屈服，而不是在农业需求与其他社会阶层

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根据12月23 日颁布的紧急法令，德国政

府授权强制在人造黄油中添加黄油。由于黄油价格下跌，该措

施旨在帮助乡村农业，但引发了工会、雇主协会以及几乎所有

政党的强烈抗议。德国工业帝国协会发出警告称，很容易获得

足够的声音来举行全民投票反对这项新的紧急法令。各个自由

工会抗议“全民最重要的食品”——人造黄油涨价。基督教

民族工会的机关报《德国人》(Der Deutsche)发表文章称，这

是一个“大农场主的附属政府”,可以在各个场合看到大农场

主对德国总统的影响。

然而，大农场主对紧急状态法也不满意。12月29日，帝

国乡村同盟主席卡尔克罗伊特伯爵要求彻底禁止黄油进口，这

一举措必然导致与荷兰和丹麦的贸易战。对于大地主来说，支

持牛奶业的要求是同盟内部协作政策的一部分。易北河东部地

区的容克地主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想与农业精加工业组成反

对施莱歇内阁的阵线，这是因为总理在政府宣言中阐明了在东

部地区建立居住区的想法，这一想法和7个月前布吕宁政府于

1932年5月颁布的移居令一样，是向老普鲁士大地主阶层发

出的挑战。

这位总理非常看重大型利益集团对自己的支持。然而到

1932年底，几乎所有协会都反对他，这令他非常不安。问题

实际就聚焦在一个点上，但这个问题对广大民众来说至关重

要。内阁在12月21日给失业者微薄的“冬季救援”的决定，

无法减轻大家对人造黄油法规的愤怒。冯·施莱歇将军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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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临着像其前任内阁一样不受欢迎的危险。

但是到了年底，还是可以看到内阁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

包括德国总统12月19日为确保内部和平颁布的法令，该法令

根据“政治形势开始明显稳定的局面”,废除了一些针对政治

犯罪的特殊刑罚规定，取缔了8月成立的特别法院。“圣诞危

565 机”没发生，这一点也让内阁颇为满意。12月19日，德国国

会元老会拒绝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全体会议的要

求。国务秘书普朗克此前表示，圣诞节前举行会议可能会与政

府发生冲突。元老会的这个决定与12 月9日国会休会一样，

为施莱歇内阁再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帝国专员金特·格雷克与内阁同僚和帝国银行进行激烈讨

论后，提交了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书。政府把这项计划书也视

为自己的功绩。这项紧急计划提出为公共工程承担方提供最高

5亿马克的临时贷款，由帝国政府承担大部分利息。但是，公

众的反应远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反对私人

企业家依然持有税务优惠券，他们的理由是，帕彭内阁的这一

措施迄今并未刺激劳动力市场，反而限制了帝国银行的信贷空

间。而许多企业家则指责施莱歇和格雷克单方面支持公共经

济。因此他们纷纷提交意见书和决议，要求德国政府立即回到

帕彭的纯私有经济政策的“明斯特方针”上。6

此外，总理取消了9月12 日做出的抵制日内瓦裁军会议

的决定，这一举措得到了诸多赞同。美国、英国、法国、意大

利和德国之间的谈判使这一举措成为可能。12月11日签署了

一个折中方案：既承认德国在军事上的平等权利，也考虑到法

国的利益，呼吁为所有国家建立一个安全体系。外交部部长

冯·诺伊拉特称这是他的功绩。虽然法国竭力反对，但仍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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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在五国宣言草案中删除了不允许德国扩充军备的说法。施

莱歇也认为，这一成功在前一段时间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当

然，法国坚持最早签署的和平条约应该优先于所有之后签订的

具体协定。12月11日签署的这个协议是否能够起到德国实现

军事上平等地位的作用，这在1932年底还是一个未知数。7

外交领域上的另一个进展更为明确。年底前的两周，施莱

歇可以声称，在他任总理期间，与苏联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亲法和反苏的帕彭被推翻，莫斯科对此感到很欣慰。人们知道

新总理愿意继续德国国防军和红军之间的良好合作。克里姆林

宫和共产国际甚至高估了施莱歇的位置，因为他将总理职位、

德国国防军和普鲁士全部行政权集于一身，所以苏联认为他是

迄今魏玛共和国史上最强势的总理。

1932年12月19日，施莱歇接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 566

维诺夫(Litvinov)。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证实了总理已经知道的

事情：“苏联政府对帕彭总理不信任，但是对施莱歇政府并非

如此。”施莱歇谈到德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自相矛盾，对此李维

诺夫并不恼火。施莱歇说：“这一矛盾在于，一方面他们与

《凡尔赛和约》做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强化德国军事实

力，并向国外告发。面对这种内政骚扰，还是苏联比德国更加

安全，因为苏联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立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的回应让德国总理消了气。李维诺夫认为：“如果德国采用苏

联对付危害国家安全者的做法来对付本国的共产党，他会觉得

很自然。”

李维诺夫的另一番话令施莱歇更放心。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保证，苏联1932年7月与波兰、11月底与法国缔结的互不侵

犯条约绝非针对德国。“目的只是息事宁人，不让世界，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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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国有借口认为苏联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施莱歇回答

说，他并没有认为这些条约有那么重要。“如果硬碰硬的话，

生活必需品将比这样的条约更强大。这些生活必需品将始终使

苏联站在德国一边。”李维诺夫非常赞成这个说法。

但是，施莱歇无法满足苏联提出的一个具体愿望。双方

1926年签署的《柏林条约》期限为5年，于1931年6月签署

的条约延长议定书一直在等待国会的批准。布吕宁出于国内外

政局的考虑(尤其是照顾法国的态度)、可能与德意志民族人

民党发生冲突的担心，以及他本人对苏联的厌恶，特意拖延了

这个程序。自1932年7月31日选举以来，就更没有可能在国

会获得多数来批准这个协议。施莱歇向李维诺夫保证，他会审

核该议定书的生效无须德国国会批准的可能性。但这种做法可

能是违宪的，而他并不想为一个次要问题真心这样做。

施莱歇和李维诺夫的会面再次表明，与对所有资本主义国

567 家一样，苏联对德国奉行双管齐下的政策。在短期内，莫斯科

主要关注的是自身安全。苏联和德国之间关系的长远展望则是

另外一码事。12月6日《真理报》预言，施莱歇政府可能会

尝试通过通货膨胀措施，缓解重工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矛盾。

“但是，这条路会加剧德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极大地破坏

德国经济和政治制度，导致革命危机迅速爆发。”

《红旗报》在新年致辞中对未来的展望也是同样的看法。

文章说，1932年是“共产主义凯旋的一年”。但是德国共产党

人也必须认识到，他们正面临着发生“历史大事件的时期”。

“继续与施莱歇进行不懈的斗争，加强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

攻势，抵抗他们对广大群众及其组织的攻击，宣传、游行、出

击，直到铺平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 1933年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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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生活在德国的数百万人凭着钢铁般的意志，扯断了资本

主义国家链条中德国的这一节。数以百万计的人加入这个行

列，在资本主义的危机炼狱中成为钢铁般的共产主义者，随时

准备建立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投身到德国的社会和民族

解放中。卡尔·马克思说，‘我们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这

是革命的学前班。”

辞旧迎新之际，纳粹领袖的讲话听起来还比较温和。希特

勒在《民族社会主义通讯》(Nationalsozialistische Korrespondenz)

上发表的新年致辞中再次捍卫了他在1932 年 8月13日和11

月25日的立场。他当时拒绝接受妥协，因为这种做法是扼杀

党的萌芽，是扼杀德国未来的萌芽。“我满怀信心做出这样的

决定，是因为党内的同志们会理解，对我个人以及对大多数领

导人来说，当一个没有权力的部长比继续夺权的斗争要容易得

多。今天我下定最大的决心，绝不出卖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长子

的权利，换取加入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政府。新一年的最大任

务将是让民族社会主义战士、成员和支持者明确理解，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达到目标的

工具。”

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在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的家

中会见了弗朗茨·冯·帕彭。帕彭在1932 年 8月13 日的失

败，主要原因就是希特勒。这次会面的起因是12月16日帕彭 568

在柏林“绅士俱乐部”的一次演讲，前总理在演讲时明确表

示赞成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参与执政。促成1月4日会

面的中间人是帕彭演讲的一个听众——库尔特·冯·施罗德。

报告之后，他曾与辞职的总理交谈，他的感觉是前总理可以和

希特勒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帕彭后来宣称，这次科隆会面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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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目标不是让希特勒和施莱歇之间达成谅解，而是在希特勒

和兴登堡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如果有人能让帝国总统放弃对

“波希米亚二等兵”的不信任，这个人只能是帕彭。这使得他

成为希特勒感兴趣的谈话对象。同时，与希特勒结盟也为前总

理提供了重返权力中心的机会。

在科隆谈话中，帕彭和希特勒似乎达成了某种“双元政

治”的协议，但由谁领导新的帝国政府还未确定，当然希特

勒肯定重申了他担任总理的要求。我们从帕彭 1932年 8月和

11月的立场出发，估计帕彭没有坚持要求他在未来的“集中

民族力量的内阁”中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在1月4日，他当然

不会不提及兴登堡对希特勒担任总理的一再保留态度。在更深

入的谈话中，希特勒显然不再排除暂时不担任总理职位的其他

选择。戈培尔与“元首”交谈后在1月10日写道：“希特勒

告诉我，帕彭非常恨施莱歇，想推翻并彻底消灭他。那个老人

听他的。帕彭也住在老人那儿。准备和我们一起，要么是总理

职位，要么是有实权的部委职位。国防部和内政部。听得

出来。”

前任政府首脑在随后几天私下透露的内容也肯定了我们的

假设，即希特勒在1月4日没有彻底拒绝帕彭名义上掌管总理

府的过渡方案。帕彭1月7日在多特蒙德会见了重要工业家克

虏伯、罗伊施、施普林戈鲁姆和弗格勒，向他们讲述了科隆会

面的印象。他认为，在一个保守力量强势的内阁里，希特勒可

以接受自己“配角合伙人”的定位。这种安排完全符合重工

业界右翼的精神，如果帕彭能采取这种解决方案，那么他肯定

可以得到某些重要企业家的支持。当然，克虏伯以及他领导的

德国工业帝国协会都不在这个行列之中。尽管对施莱歇有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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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但这个国家级的协会组织看不到要更换现任政府的理由，

更何况用一个新内阁取代现任政府还可能在民间引发政治

动荡。

科隆对话的双方都想保守秘密，但是这一意图彻底失败了。569

柏林的牙医赫尔穆特·埃尔布莱希特(Hellmuth Elbrechte)和

许多知名政治家以及记者的关系都很好，其中包括施莱歇、布

吕宁、特雷维拉努斯、施特拉塞尔和策雷尔。这位牙医事先得

知这次会面的消息，并派了一名摄影师到银行家施罗德家门口

守候。1月5日的《每日评论》在一份轰动性的报道中不仅向

德国公众通报了会面这件事，还公布了所谓的讨论内容。据说

讨论各方考虑了各种选择，决定促成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同时

利用帕彭和兴登堡良好的关系。前总理立即出面否认：这场谈

话并没有针对施莱歇和现任政府。他们只是讨论了如何将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纳入民族团结阵线的问题。不久后，希

特勒和帕彭签署了一份态度类似的声明。9

施莱歇当然知道科隆对话是针对谁的，但他试图对这场恶

毒的游戏展示出善意的态度。1月9日，他与帕彭谈话之后发

表了一份官方公报，声称他与其前任之间发生冲突的断言是毫

无根据的。帕彭与施莱歇讨论后，马上单独向兴登堡汇报了与

希特勒的谈话，帝国总统很相信前任总理。帝国总统对国务秘

书迈斯纳说，希特勒不再坚持接管所有政府权力，并准备与右

翼政党一起加入联合政府。在此基础上，兴登堡同意帕彭继续

与希特勒保持私下联系。由于不能想象希特勒会支持或容忍现

任的施莱歇政府，因此只能考虑在帕彭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新

内阁。0

帕彭与希特勒合作的第一个后果并未引起公众的注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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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施莱歇不敢任命圣诞节前不久度假归来的施特拉塞尔为副

总理兼劳工部部长。兴登堡于1月6日接见了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组织部的前领导人，对他的印象不错，因此总统对

总理的提议也没有异议。但是希特勒的地位自1月4日以来大

大提升，以至于施莱歇无法给施特拉塞尔任何机会，带领有实

力的部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员进入政府阵营。但是总

理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意图，而只是想等到政治局势明朗后

再行动。

兴登堡与施特拉塞尔谈话的同一天，施莱歇接待了普鲁士570

邦总理奥托·布劳恩。对外透露的信息是，双方谈的是布劳恩

政府与专员政府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邦总理要求废除1932

年7月20日的紧急法令。但这只是事实的一半。根据布劳恩

的回忆录，1933年1月6日他向施莱歇提出了一项解决国家

危机的大胆计划。总理应废除有关帝国专员的法令，这样一来

布劳恩将不考虑自身的健康状况，准备再次稳稳地掌控邦

事务。

布劳恩还建议总理：“您解散德国国会，我就解散邦议

会。我们把选举推迟到春季进行，在此期间以颁布法令执政，

团结一致坚决反对纳粹夺取政权。他们已经在11月的选举中

损失了200万张选票，他们的巅峰期已过，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跟进，让他们在春季选举中惨败⋯⋯之

后，我们组建可运作的议会，并着手解决棘手的问题，特别是

经济危机显然已经过了高峰期，经济前景将大大改善。”

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赞同违宪推迟选举，这还是第一

次，其目的是不让民族社会主义反宪政运动接近权力。社会民

主党是否准备以这种方式紧跟这位党内盟友，我们还很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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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是这个试验根本不可能进行。因为施莱歇若接受布劳恩

的提议，自己的权力就会被剥夺。取缔1932年7月20日的紧

急法令，不仅意味着右翼向左翼投降，而且根本不可想象兴登

堡会接受这样的要求。因此布劳恩想象的博弈完全缺乏现实根

基，这也是普鲁士邦总理曾有的特点。

帕彭和希特勒在科隆会面一周后，施莱歇不得不认识到，

还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决心系统性地推翻他的内阁。1月11

日，由帝国总统主持，总理以及布劳恩和瓦姆博尔德等部长参

与的一次会议上，帝国乡村同盟再次呼吁，立即落实人造黄油 571

中强制添加黄油的规定，对农业实行全面关税保护和执法保

护。会议后不久德国政府得知，帝国乡村同盟已于数小时前向

新闻界宣布了他们的决议。德国最大的农业协会在这个决议中

对政府的攻击不亚于一份宣战声明。声明说：“德国农业的贫

困程度，特别是农业加工业的贫困程度，在现任政府的容忍下

已经发展到即使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也不能容忍的程度。

对农业的掠夺仍在继续，为的就是国际出口工业及其配套企业

的利益。因此帝国政府迄今的活动是与总统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背道而驰的。”

帝国乡村同盟表达的内容和方式几乎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所鼓动的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步调一致绝非偶然：自

1931年12月以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农业政策机构

中的一个重要领导成员一直是帝国乡村同盟的四人主席团成员

之一，他就是国会议员维尔纳·威利肯斯(Werner Willikens)。

这种做法看起来就像一个率先的“自我一体化”。到目前为

止，1933年1月11日的行动是德国民族主义大农场主与民族

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农业官员之间互动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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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农业政策机构负责人里夏德·瓦尔特·达雷

(Richard Walther Darré)更进一步。他在给施莱歇的一封公开

信中要求“坚决将国家的方向转向国内市场”。当然这只有一

个“男子汉的政府”才做得到，一个“满腹疑虑不知道在哪

里转弯的政府”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帝国乡村同盟

主席卡尔克罗伊特伯爵在总统和总理招待会上警告说，“共产

主义的煽动”在德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因此达雷在

1月13日声称“德国人民中的布尔什维克已经传播得很广”。

这封信最后影射俾斯麦在总理府的继任者实施的优惠出口政

策：“德国农业的困顿始于卡普里维(Caprivi)将军，但愿上

帝把冯·施莱歇将军当作这个不幸的、反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后

一位代表。”

总理可以把达雷的信归入档案，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

帝国乡村同盟的宣战。就在1月11 日晚，施莱歇发布了一份

正式公告，指控该协会以煽动性的形式对帝国政府进行毫无事

572 实根据的攻击。谴责之后便开始了制裁：帝国政府指出，鉴于

帝国乡村同盟主席的恶意行为，德国政府被迫“从现在开始

拒绝与帝国乡村同盟主席团成员谈判”。德国总统并未支持这

一抵制行动。1月17日，他写信给帝国乡村同盟主席团，表

示希望总统在当天签署的加强执法保护令有助于农业经济局面

稳定。2

农场主对施莱歇发起的攻势，令人想到帝国乡村同盟

1932年5月意图推翻布吕宁政府的疯狂鼓动。但是在那场斗

争的最后阶段，有一个政党站在前线，现在这个政党却非常克

制，它就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1月11 日，德意志民族人民

党的议员赫格特在国会预算委员会中明确表示，应该给施莱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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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个证明其能力的期限。两天之后，胡根贝格在和总理的

一次谈话中甚至提出该党参与执政的建议。但是，施莱歇无法

满足他提出的附加条件，否则工业界和工会、中小企业和消费

者都会群起反对。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党魁认为，解决经济部和

农业部之间长期争端的办法是把两个部门合二为一，由他来领

导。据消息灵通人士说，胡根贝格还要求改组后的内阁至少能

够有六个月时间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这一要求的结果其实就

是政变方案的两种变体：国会被迫休会或推迟新选举。

对于施莱歇来说，与爱德华·丁格尔代谈话的气氛要轻松

愉快得多。1月11日，德国总理与德意志人民党主席举行了

一场谈话。德意志人民党已经在两天前公开宣布，将继续支持

施莱歇政府。这与德国工业帝国协会的官方立场一致，后者在

1月12日以前所未有的锋芒毕露的态度反对一天前帝国乡村

同盟的宣言。施莱歇还得到了另一个自由党派的支持：1月6

日，德意志国家党主席赫尔曼·迪特里希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符

腾堡民主主义者三王来朝节(Dreik?nigstreffen,即主显节)会

议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现任内阁。

国家党的两位国会议员和人民党的11位国会议员所能做

的只是一点微薄贡献，而施莱歇正需要这种来自人民代表的有

力支持。1933年初，内阁在新一届国会期间能否幸存而不被

不信任动议赶下台，这一点确实是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但施

莱歇不再只想争取更多的时间，而是准备快刀斩乱麻。1月4 573

日，他让国务秘书普朗克在元老会上宣布，政府随时准备召开

国会会议、发表政府声明并谈及政府施政纲领。同时政府也非

常重视在发表纲领后局面要明朗化。因此德国政府不会同意在

发表施政纲领后马上让国会休会，或者推迟国会的不信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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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提出，召开国会会议的时间应

该由未出席元老会的国会主席戈培尔决定。最终，元老会决定

在1月24日召开国会全体会议。在这次表决中，民族社会主

义德意志工人党弃权，而要求在1月10日就召开国会会议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投了反对票。鲁道夫·布莱特沙

伊德在《前进报》中对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评论是，

它之所以弃权，“实际上是对施莱歇表示支持”。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想法确实与施莱歇不同，它

需要争取时间。1月10日，希特勒在柏林短暂停留期间想与

帕彭再次会谈，这次会面的地点选在喜欢政治的香槟酒商人约

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家中。

里宾特洛甫刚刚加入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住在达勒姆

(Dahlem)高档住宅区。但是后来希特勒通知里宾特洛甫，他

临时做出决定，想先等一下他寄予厚望的另一件事的结果。1

月15日，德国第二小的邦利珀-代特莫尔德(Lippe-Detmold)

举行选举。希特勒希望能够弥补上届国会选举和图林根选举的

损失。如果利珀的选举结果能够证明选民开始回流到他的政

党，他就可以满怀新的自信与保守派力量对峙，并提出理所当

然的要求：担任下一届帝国政府的领导者。

1月上旬，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席卷了这个

德国北部的小邦。希特勒本人在16 场大型活动上发表讲话。

该党的所有重要领导都出席了活动，其中包括戈林、戈培尔、

弗里克，以及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外号“奥威”,是

冲锋队的高层领导。辛苦奔波终于得到了回报。与1932年11

月6日的国会选举相比，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选票增

加了近 6000 张。自 1920 年以来一直在该邦执政的邦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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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espr?sident)海因里希·德拉克(Heinrich Drake)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也有所增加。与11月的选举相比，该党

的选票增加了约4000 张。与11月6日相比，德意志民族人民

党损失了约4000 张选票，共产党损失了约3500 张票。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庆贺自己是最大的赢家，其地

方机关报《利珀信使报》(Lippischer Kurier)发表的文章被冠

以醒目的标题——《施莱歇下台!希特勒在利珀获胜!与上

次国会选举相比，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票数从

34.7??增至今年的 39.6??。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我党再度前进。我们得到了回报。”

实际上，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成功远没有自己宣 574

传的那么辉煌。与1932 年 7月31 日的选举相比，它还少了

3500张选票，而该党在帝国层面的竞选活动不可能像在这个

只有16万居民的小邦中那么投入。但是此刻发挥作用的是心

理影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似乎东山再起。这强化了

希特勒的地位，特别是面对资产阶级右翼，尤其是德意志民族

人民党，希特勒的政党从他们那里抢走了最多的选票。希特勒

现在终于可以对施特拉塞尔发起决定性的攻击。他在1月16

日魏玛召开的地区领导大会上和这位前组织部负责人做了严厉

清算。结果很明显：施特拉塞尔再也找不到支持者，希特勒在

党内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无可争议。

利珀大选后的第二天，德国内阁首次在新年开会，讨论政

治局势。施莱歇开门见山地说：“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一个

是否能够争取与民族社会主义者携手合作，一个是他们依然想

与帝国内阁做斗争。说到合作，当然还有各种形式，例如可以

直接参与帝国内阁，也可以采取支持内阁或类似的方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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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想推迟做决定的时间。如果国会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在第

一项议程中就提出不信任动议，他将向国会发出书面解散令。

然后，施莱歇回到他任总理前夕致使内阁分裂的问题上

来：国会解散后在宪法规定的60天期限内是否应该重新进行

选举。“经济界拒绝马上重选的观点。这种情绪在工人中也很

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把新选举推迟到秋季的想法非常

值得考虑。无论如何，无论是否进行新选举，帝国内阁都有必

要争取更广泛的团体。”

与弗朗茨·冯·帕彭执政的最后一天不同，这次没有任何

一位部长反对违宪的推迟新选举决定，这就意味着不反对宣布

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只有帝国专员格雷克小心翼翼地表达了担

忧的心情，他认为要尽一切努力“得到国会进一步的容忍”。

内政部部长布拉赫特强调说：“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已经了

结。对付内阁的统一阵线已经不复存在了。”财政部部长什未

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在1932年11月和12月初曾坚定地反

对违宪行为，现在则毫无保留地支持推迟新选举。

是否真有必要扩大政府的基础，这一点还存在争议。农业575

部部长冯·布劳恩怀疑，让施特拉塞尔进入内阁是否真会带来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大批支持者。外交部部长冯·诺

伊拉特的担心是，接纳政党的代表是否会“远离总统内阁的

初衷，演变为政党内阁”。国务秘书迈斯纳明确同意诺伊拉特

的看法，并指出他已注意到“放弃总统内阁的想法将会对帝

国总统的立场构成危险”。

而总理似乎胸有成竹，他说他与总统深入交谈过。他会与

希特勒谈话，但他坚信希特勒已经不再对权力感兴趣了。最近

希特勒只是在争取德国国防部部长的职位，但兴登堡不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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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从施特拉塞尔到中央党”的广泛基础是政府不可

缺少的。同时也必须赢得胡根贝格，否则就不能指望得到德意

志民族人民党的支持。他深知只有希特勒的参与才能赢得议会

的多数。“可以指望民众的情绪慢慢转变，向着有利于内阁的

方向转变。只有内阁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功，才能实现这一

变化。”

施莱歇这番话最根本的论点是：“在某种程度上讲，不能

在真空里践行政治。”在进一步的讨论过程中，他回答了诺伊

拉特提出的政党内阁问题，并再次表明他曾经的想法。“从长

远来看，如果在民众中得不到广泛支持，就不可能在德国

执政。”

布拉赫特提议1933 年10月22 日或11月12日为德国国

会的选举日期。波皮茨对立即公布选举日期是否明智表示怀

疑，但受到了内政部部长的强烈反对。必须立即宣布一个时

间，否则反对派将不断提出确定日期的要求，直到达到目的，

而且会宣扬这是他们的功绩。司法部部长居特纳说，符腾堡以

及巴伐利亚可能同意推迟选举。当然他很怀疑并认为秋天的情

况并不会比现在好。

如果会议纪要正确地再现了会议流程，那么 1933 年1月

16日根本没有再讨论推迟选举可能导致法律和政治后果的问

题。还有一个备选方案，很可能出自国防部的国防军部门，这

个方案的核心是“不接受不信任提案，由德国总统来确认政

府”。这个方案也没有得到进一步讨论，而只是作为附件放进

会议记录中。国防军部门的这个方案说，不信任议案只表达了 576

国会消极的意愿，却没有提出积极的方案。“但是政府工作必

须完成，因此这种消极的不信任议案不应让政府停摆。德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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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定要提出另一项积极的建议，对政府做出肯定。”

这种程序的弊端是，国会“可以高谈阔论，做出煽动性

的决定”。然而专家认为这种弊端并不危险：国会“已经把不

信任提案这颗重量级炮弹发射出去了⋯⋯只有当国会颁布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它的工作才会产生效力。这是国会的本职

工作，它必须回到这些工作上来。如果这样做会与政府发生冲

突，陷入严重的困境，那么还有解散议会的选项”。这种解决

方案的建议也符合宪法改革的基本原则：“国会的根本是立

法。只有当支持这一议案的大多数有积极的意愿推行另一种政

治，这个不信任议案才有法律效果。”

上述方案的作者认为，同推迟选举或强令国会休会的做法

相比，忽视“消极多数”的不信任议案“与宪法发生的冲突

是最小的”。实际上，宪法第54 条要求总理和各位部长必须

得到国会的信任，但不排除在不信任议案后解散的政府可以继

续理政。这一条也没有为议会“死亡”后的寿命给出时间

限制。

德国最著名的宪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早在1928年的《宪

法学》(Verfassungslehre)中就说，没有执政能力的国会多数

派做出不信任决议是一种“纯粹的阻碍行为”。他得出的结论

是，此时政府根本没有必要解散，“至少不必同时宣布解散国

会”。卡尔·施米特和约翰内斯·黑克尔这两位法学家和社会

民主党的法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的观点是相同的。弗伦克尔

在自己的论文中专门援引了这两位法学家的话。1932 年12

月，弗伦克尔得出的结论是，当德国共产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时，国会作为魏玛宪法的中央机

构就无法履行其职责。为了防止“无法履行义务的国会”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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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家机器停摆，并为宪法的敌人提供政变的理由，弗伦克尔

提议通过全民投票修改宪法。“人民代表提交不信任议案时必 577

须提交给主席一份积极的提议，并且提名担任部长的具体人

选，以替代被推翻的国家官员。”这个时候议会对总理和部长

们的不信任提案才有令政府解散的法律约束力。

政治实干家在1932年与1933年交替之际向总理提出各种

建议，大多聚焦在如何实行一种建设性的不信任议案形式，在

不变更宪法的情况下让宪法转向。1932年12月1日，巴伐利

亚驻帝国全权代表、部长级领导人施佩尔向施莱歇表示：“不

信任议案并不是决定性因素，部长还可以在看守政府里继续工

作，尽管帕彭将这种方式视为削弱政府威信而不愿这样做。”

在1933年1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帝国国会议员、基督教社会

人民服务党主席威廉·辛芬德费尔(Wilhelm Simpfendorfer)也

向总理发出了同样的暗示。

五天后，这位国会议员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建议。辛芬德费

尔于1月24日写信给总理，否定消极多数无权抱怨不遵守他

们决议的行为。根据第53 条，政府可以由帝国总统任命或罢

免。政府只有在承担得起责任的情况下，才可以执行消极多数

的决议。“如果合理地和负责任地应用议会民主制和帝国宪

法，那么完全消极的多数提出的不信任议案只有一个作用，就

是展示他们自己无能的不满。如果他们不满意这种状态，就必

须努力争取到积极的多数。但是他们无权用议会消极多数的愚

蠢游戏毁掉国家。”

施莱歇没有接受任何不同于公开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

危机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与向国会提交不信任议案相比，推

迟选举时间似乎更是可以不让政府威信扫地的出路。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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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一个无法开展建设性工作的国会根本就是令人无法容忍的

事，所以他自1933年初以来一直致力于迅速做出决定，如果

议会表示它不愿与政府合作，那么就应立即解散议会。施莱歇

相信，与前任帕彭内阁相比，他的政府没有那么受到孤立。但

尚不确定兴登堡是否会真正兑现他向帕彭许下的承诺：解散国

会和违宪推迟选举。由于两者都不确定，因此1月16日提出

的国家紧急状态计划其实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基础

上的。5

内阁会议后没过几天，新闻界就充满各种猜测，媒体纷纷

猜测国家紧急状态令可能迫在眉睫。1月19日在柏林的腓特

烈斯海因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上，鲁道夫·布莱特沙伊

德透露了施莱歇11月28日告诉他的关于推迟选举的计划。社

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也提到了他给德国国防部部长的答复：

对于全体工人而言，这一举措将促使他们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

制止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这种挑衅无疑会激起最强烈的

风暴。”

578

1月20日，《前进报》认为猜出了政府可能以什么为由宣

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柏林警察局局长梅尔歇尔同意民族社会

主义者于1月22日星期日，在比洛广场的卡尔·李卜克内西

大楼门口举办一场针对共产党总部的示威。与此同时，警察却

禁止了共产党在比洛广场举行反示威活动的申请。社会民主党

的机关报认为这一做法是为了避免流血冲突。一旦发生流血冲

突，政府就可以此为借口宣布不能举行选举。然而暴力并没有

升级。尽管议员托尔格勒和卡斯珀亲自到施莱歇那里游说，政

府还是确认了禁止共产党举行反示威游行。但是共产党呼吁自

己的支持者严守纪律，小心审慎，并且听从领导的口令。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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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的游行推迟到了1月25日。6

当时德国公众最关心的不是纳粹分子和共产党的示威游

行，也不是国家是否进入紧急状态，而是东部救助的丑闻。1

月19日，中央党议员、基督教工会秘书长约瑟夫·厄尔辛

(Joseph Ersing)向国会预算委员会透露了滥用公共资金来救

济东普鲁士负债累累的大地主的一些细节。厄尔辛说，如果帝

国乡村同盟支持者圈子一边从全体德国人民那里多次获取巨额

款项，一边依然采用前不久他们对德国政府使用的恶言恶语，

那么德国国会就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帝国政府为他们提供

的资金没有用来偿还债务，而是用来购买豪华汽车、参加赛马

并去海边旅游，帝国政府就必须索回这笔款项。因此大土地主

们试图竭力破坏议会就东部救助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为此，他

们在幕后展开了立即解散国会的强力行动。

厄尔辛在预算委员会中的讲话之所以这么受到关注，是因 579

为不久前，帝国总统一个私人朋友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有

关东部救助的报道中。据说埃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绍在

公共资金的分配上受益匪浅。同时，兴登堡1927 年获得诺伊

德克大庄园的详情也被公之于众。在 80岁生日之际，他从德

国经济界那里获得的礼物是这一庄园的所有权。这个庄园过户

到他儿子奥斯卡名下，这样可以节省遗产税。虽然在形式上这

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但这是一种有损国家元首声誉的

行为。7

厄尔辛这一番轰动陈述后的第二天，国会元老会决定将全

体会议从1月24日推迟到1月31日。为了保险起见，元老会

决定1月27日再召开一次会议。推迟全体会议的提议来自民

族社会主义者，理由是政府尚未提交预算草案。中央党担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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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出台国家紧急状态法，所以也想争取时间，以便在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人参与的情况下出台一个议会危机的解决方

案。虽然民族社会主义者更愿将何时召开全体会议的事交给国

会主席戈林来决定，但中央党只赞成推迟一周。由于社会民主

党和共产党坚持原来计划的日期，即1月24日，那么中央党

的提议就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最后获得多数同意。国务秘书

普朗克同意了该决定，但他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强调，这样做是

为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复苏，为了解决这个当务之急，应

尽快明确无误地阐明政治局势。8

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人有充分的理由不召开这次全

体会议。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希特勒在利珀选举后不久开始的

政治谈判的进展。1月17日，希特勒与胡根贝格举行了会晤，

但未取得具体成果。如果组成联合政府，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领

导人拒绝将普鲁士内政部，也就是普鲁士的警察控制权交给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第二天，希特勒在里宾特洛甫的别

墅里见到帕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袖以此次选举成

功为由，对总理一职的要求比1月 4 日的科隆谈判时更为强

硬。但是，即使帕彭确信这种解决方案的必要性，此时兴登堡

的立场仍然没有任何变化，他拒绝把总理一职交给希特勒。

580 这个时候，总理的位置越来越处于弱势。1月 21 日，德

意志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向施莱歇内阁公开宣战。他们在递

交给总理的一项决议中指出，拖延和犹豫的政策让人怀疑政

府是否真想做出改善。决议在 21 日就递交给总理了，但直到

1月24 日才公布。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指责的重点是，政府的

经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陷入“社会主义的国际思维方式”。

“如果容忍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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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那么这是一种特别危险的预兆。这种危险让布尔什维克

主义在农村地区蔓延。大家都心生怀疑，认为现任德国政府

不过就是在清算帝国总统任命帕彭内阁时树立的集权思想，

把德国政治拉回到因民族运动的强化而早已离开的那条老路

上。”在其决议的最后一句话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重申”

了他们的信念，即“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国家管制才能克服国

家危机和经济危机”。

关于施莱歇为“布尔什维主义在乡村”打基础的断言，

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议会党团8个月前对布吕宁提出的指控一

样具有煽动性并且荒谬。当时布吕宁建造住宅区的法案也被称

为“完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口号在1932 年 5月取得

了成功，现在依然有希望对兴登堡产生影响。1月21 日，德

意志民族人民党站到帝国乡村同盟10天前的立场上了。施莱

歇的对手阵线越来越强大且越来越宽。他们甚至还能指望帝国

总统会很快加入这一行列。9

1月22日，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攻击施莱歇的第二天，

希特勒和帕彭再一次在里宾特洛甫家中会面。这次会面非常重

要，因为国务秘书迈斯纳、奥斯卡·冯·兴登堡，以及民族社

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代表戈林和弗里克也参加了会面。希特勒

向与会者保证，只要资产阶级党派的部长们不对各自的政党负

责，就可以参与他领导的总统制内阁。戈林对迈斯纳也做了类

似的表态。帕彭暗示他现在准备接受在希特勒内阁中担任副总

理一职。这次会议最重要的部分是希特勒与总统儿子私下的长

时间对话。在一同乘车返回威廉大街时，奥斯卡·冯·兴登堡

对迈斯纳说，希特勒的言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社会

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导人离他的目标又近了一大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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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月23 日，帝国总统接待了总理，此前总统的

儿子和国务秘书迈斯纳已经向他通报了达勒姆会晤的内容。施

581 莱歇告诉他，内阁在一周之前已经达成协议。预计在31日开

始国会会期，会议期间可能对德国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因

此他提议解散国会，但新的国会选举也不会改变局面，所以国

家要进入紧急状态。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将选举推迟几

个月”。

根据官方会议记录，兴登堡回答说“他会再次考虑解散

国会这个问题。但现在不能做出推迟宪法规定的选举日期的决

定，因为这个举措会被各方人士解释为违宪的举动。在决定采

取这一举措之前，必须先征求各个政党领导人的意见，以确认

他们承认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不提出违宪的指控”。

1月16日计划的国家紧急状态方案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德国总统拒绝施莱歇的建议，不仅仅是出于尊重宪法。他毕竟

在1932年8月下旬和12月初两次允许施莱歇的前任这样做，

从而偏离了宪法第25 条对帝国议会新选举期限的规定。兴登

堡之所以如此决定，一定与奥特的“模拟战争”有关。12月

2日，施莱歇请奥特做出论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很可能

导致内战。兴登堡做出这一决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其中

还包括私人关系。在帝国预算委员会中，被披露的东部地区救

助丑闻不断发酵，与此相关的公开报道一次又一次提到兴登堡

这个名字，而总理并未出面保护帝国总统。总统的贵族邻居

们，特别是像“老雅努绍”(der alte Januschauer)这样的贵族

大地主，竭力敦促推翻施莱歇，让希特勒接手总理一职。东普

鲁士地方军事指挥官冯·勃洛姆堡(von Blomberg)将军也对

帝国总统施加了同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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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放弃施莱歇是一回事，任命希特勒是另一回事。1

月23日，帕彭在施莱歇之后拜访德国总统，并向总统汇报前

一天晚上在里宾特洛甫家中会谈内容时，兴登堡再次拒绝让希

特勒担任总理。按照德国总统的意见，施莱歇的后继者应该是

帕彭。但帕彭本人对这个想法犹豫不决，并试图说服兴登堡放

弃这个计划。但是他在1月23日并没有最终拒绝帝国总统。

1月24日，新闻媒体中充斥着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计划的

报道。施莱歇立即声明，他没有接受“国家紧急状态”的论

点，政府将竭尽全力维护宪法。但没有人相信这一辩解，德国 582

社会民主党主席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月25日“对宣

布所谓国家紧急状态法的计划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这项计划

的落实相当于一场政变，将会导致一种无法治状态，因此

“要采取一切手段来抵抗”。

1月26日，施莱歇接待了德国总工会联合会的两位副主

席格拉斯曼和埃格特，他们向总理讲述了有关政府解散国会，

并决定违宪推迟选举的传言。总理再次申明了两天前他公开否

认的一切。他已经向德国总统提出建议，征询“经济界领

袖”、工人组织以及企业家协会的意见，“他们是否认为新选

举推迟到今年11月或10月，会比在现在进行选举更好?因为

现在重新选举并不会改变政党的比例，也不能期待有一个可以

运作的国会，如果经济界领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

么在资助选举的经济界的支持下，德国总统和政府就可以尽量

推迟新选举的时间。这与违反宪法大不相同”。埃格特对施莱

歇的回答感到沮丧，他说：“我们不想听到宣布帝国进入紧急

状态，不管以什么形式。”

中央党对国家紧急状态的计划也采取同样明确的拒绝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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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度。1月26日，该党主席卡斯主教在一封陈述详细的信中警

告总理，不要“用紧急状态法推迟选举日期”。卡斯上一次与

施莱歇的会面是在1月16日，他在会面时特别强调，他反对

“卡尔·施米特及其追随者把整个宪法相对化的基本倾向”。

“毋庸置疑，推迟大选日期明显违反宪法，并应承担由此导致

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所有后果。回顾布吕宁内阁倒台以来国内

政治发展的情况，对其进行客观评估，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根本不是国家需要进入紧急状态，最多只是政府体制陷入紧急

状态。这个政府体制一方面自己犯下错误，另一方面对他人的

错误采取容忍和纵容的态度，从而加速陷入当今的困境。”

作为神学家和律师，卡斯认为这样一个瓶颈不应导致违宪

的举动，而是应该认真且有计划地“使用宪法中的可能性，

找到相关的办法，建立起一个可以运行的政府联合体”。无论

从法律的角度看，还是从政治和道德的立场出发，都可以把违

宪推迟选举日期的做法称为“不负责任的选择”。“政府的违

法行为将为百姓的违法行为提供口实，最终发展到无法预测的

地步。如果请我的政治盟友们讨论和决定这个问题，他们会坚

决拒绝并谴责这种做法。”获悉中央党对这一问题看法的不仅

仅是总理一个人。在布吕宁的建议下，卡斯征得议会党团同意

之后，也给帝国总统发送了这封信的副本。

1933年1月底，两个主要民主党派的表现给人的印象是，

似乎施莱歇比希特勒对共和国的威胁更大。在他们看来，违反

《魏玛宪法》的一个条款，而不是彻底废除宪法，才是最严重

的危险。中央党长期以来一直公开表示，希特勒担任总理，得

到议会的多数支持并宣誓忠于宪法——虽然这不是合法解决危

机的唯一办法，但这也许是一个民主层面的正确办法。社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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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迄今并不赞同这一立场。但是，国会议员西格弗里德·奥

夫豪泽1月25日在《前进报》上要求：“国会应该召开会议，

应该有能力运转，用这种方式表达全体人民对当前帝国国家机

构的不信任。”正因如此，他积极争取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参加反对施莱歇的斗争。从社会民主党反对推迟新选举的

运动来看，他们的态度是情愿接受希特勒以合法方式组建的政

府，也反对施莱歇的临时独裁统治，因为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做法。

1月 27 日，柏林谣言四起，说另一种专制政府就要出现

了，这是一个弗朗茨·冯·帕彭领导的抗争内阁。“要么是狂

欢节总理①希特勒，要么是激起民愤的业余骑手冯·帕彭的回

归。”《前进报》认为施莱歇过不了几天就会下台，取而代之

的就是上述两人的可能性最大。基督教民族工会的机关报

《德国人》明确表示什么情况是最糟糕的选择——“没有比回

到帕彭路线更致命的事情了”。《德国人》认为，这些计划背

后的主要动机是要防止东部救助丑闻进一步曝光。因此，“胡

根贝格集团”努力争取帝国总统同意发动一场政变，这等于

是在“企图煽动叛国”。

实际上，胡根贝格把1月27日举行的寻找“合法”解决 584

危机方案的谈判推到了失败的边缘。在和希特勒会面时，他一

再拒绝把普鲁士内政部部长一职让给民族社会主义者，同时胡

根贝格也拒绝了重新进行国会选举，而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元首最在意的事。两个政党领导人的冲突非常严重，

① Faschingskanzler,德语的意思为狂欢节主持人，在这里有隐射逢场作戏的
小丑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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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甚至取消了当天和帕彭约定好的会谈。

在此期间，希特勒把钢盔团第一联邦领袖弗朗茨·泽尔特

争取到自己的身边，这是希特勒的一大成功。更重要的是，帕

彭非常重视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将与前任总理帕彭领导

的独裁政府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声明。1月27 日晚上，帕彭

再次向里宾特洛甫表示，他会比以往更强调让希特勒领导内

阁。“帕彭完全明白，现在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都必须坚持

让希特勒接任总理一职。他打消了无论如何都要听从兴登堡调

遣的主意，”里宾特洛甫记录道，“我认为，帕彭的这一认识

是整个问题的转折点。他将于周六(1月28日)上午10时去

兴登堡那里。”

媒体还注意到1月27日发生的另一件事：国会元老会决

定在1月31日召开全体会议的决定不变。这就清楚表明，只

要施莱歇政府在任，国会就会提出不信任提案：共产党和社会

民主党已经决定提出相应的议案，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宣布他们会赞成该提案。

然而，1月28日早报的头条新闻再次充斥着国家政变的

谣言，其中大多数与帕彭这个名字有关。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

报纸公然要求违反宪法，以至于奥托·布劳恩做出决定，向总

理发出公开呼吁。这位普鲁士邦总理在1月初还建议，施莱歇

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推迟选举；现在他在一封给总理的公开信中

写道，从法律角度讲，让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不能接受的。因

此，作为普鲁士临时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帝国政府有义务追究

公开赞同这种做法的人，因为这种做法和为叛国行为做准备毫

无两样。2

内阁于1月28日上午11时 30分前后召开会议。会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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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歇说，他认为只有在帝国总统给担任总理的他解散国会的指

令时，德国政府才能在1月31日的国会会议上发表政府宣言。

“但是据他对目前情况的了解，德国总统不准备这样做。总统

很可能让总理本人决定，是否在没有解散国会令的情况下依然

召开国会会议。但他坚信，这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意义

的。帝国政府没有国会多数的支持。因此，政府只会上演一场 585

必定失败的、毫无意义的游戏。虽然他作为总理做好了充分的

准备与国会做斗争，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根本没有可能。”

施莱歇还说，他担心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如果帝国总统已经做好准备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困难也许不

那么大。但是据他所知，帝国总统一如既往地仍未下定决心这

样做。因此，剩下的选择只能是组成另外一种组合的总统内

阁。据他所知，应该是一个由帕彭和胡根贝格参与的内阁。这

样一种内阁必定会引起广大民众最强烈的对立情绪，并很快会

导致国家的危机和帝国总统的危机。他想在会后马上坦率地向

帝国总统陈述他的观点。如果不出意料，他作为总理依然得不

到德国总统的国会解散令，那么他将立即向德国总统提交他和

整个帝国内阁的辞职请求。”

在得到内阁全体成员的同意后，施莱歇在中午12时10分

中断了会议，以便去和帝国总统会谈。总理向兴登堡提出了三

种解决危机的方案：“1.多数派的希特勒内阁，这本身就是一

个解决方案，但他不相信这能够实现。2.少数派希特勒内阁，

但这不符合德国总统历来的立场。3.保留现任总统制内阁，

但这只有在获得帝国总统的信任和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才可

行。”施莱歇坚决反对的一种解决方案是：“90??德国人民

都会反对一个没有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加入，在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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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人民党狭窄基础上组建的政府。这样做将引发革命，将导

致国家危机。”

兴登堡甚至没有细看施莱歇设想的几种可能性。他用简洁

的几句话拒绝了德国总理提出的国会解散令的要求：“在目前

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我非常感谢您为争取民族社会主义

者，并在国会中赢得多数而做的努力。可惜这些努力没有成

功，因此必须尝试其他选择。”

施莱歇建议总统听一听国会其他人的想法，兴登堡对此根

本不以为意。他只是向总理做出保证，不会把国防部部长一职

交给希特勒政党成员。接下来施莱歇当场起草了一份内阁全体

成员请辞的官方声明。之后，兴登堡向总理表示感谢。如果施

莱歇后来向布吕宁诉说的内容属实的话，总统是这么说的：

“将军先生，感谢您为祖国所做的一切。现在就要看老天保佑

下一步怎么走了。”

大约12时35分，施莱歇回到内阁，向大家做了汇报并586

宣读了接受请辞申请的记录。财政部部长冯·克罗西克在日

记中写道，在与兴登堡会晤的时候，总理施莱歇感觉是“在

对着一堵墙说话，老先生根本没有听进他的论点，而是在翻

来覆去地重复已经背得滚瓜烂熟的套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后都很震惊。施莱歇内阁在两个月后就因失去总统的信任而

被推翻了”。

施莱歇内阁辞职后，德国总统立即给前任总理帕彭一项任

务——“与各个政党谈判，澄清政治局势，确认现有的各种

可能性”。这就是说，兴登堡的愿望是，帕彭应该“在宪法框

架内与德国国会一起”寻求解决方案。不久后就传出消息，

帕彭当天下午就开始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领袖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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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虽然几天前媒体就预测施莱歇会下台，但1月28日的官

方公告依然被普遍认为是一次轰动事件。同一天，德国工业帝

国协会和德国工商贸协会的两位执行董事会成员路德维希·卡

斯特尔和爱德华·哈姆就给国务秘书迈斯纳写信，对此表示极

度震惊。信中说，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是信赖政治的平和与稳

定。“政治危机导致的持续不稳定摧毁了经济改善的所有萌

芽，毁掉了未来的订单。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实施以创造就

业机会为导向的政策，以尽量不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政治动荡的

办法来摆脱当前的政治困境，此时需要清楚地表明执政者的基

本经济原则。”

在瑞士度假的德国工业帝国协会主席古斯塔夫·克虏伯当

天在电话中请卡斯特尔向迈斯纳重申：“他完全站在我(卡斯

特尔)的立场上，他认为持续的政治危机，尤其是当前的危

机会给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致命的灾难。他认为，应该避免一 587

切令经济生活陷入动荡的行为。”这两条信息的含义很明确：

最大的德国工业帝国协会不同意推翻施莱歇。工业家们认为，

保住迄今的内阁是唯一不给“经济”带来更大风险的危机解

决方案。

1月28日，大多数工会的全国性机构也向总统发出信息，

表示对“令我们的人民陷入不安和威胁的政治危险深表担

忧”。“任命一个反社会的和敌视工人的政府”,是对整个德国

工人阶层的一场挑战，发给兴登堡的一封电报这样写道。在电

报落款处签字的是德国总工会联合会，自由雇员总工会，基督

教工会联合会，德国工人、雇员和公务员联盟自由工会联合会

和德国公务员自由工会联合会。“尊敬的帝国总统先生，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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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您坚决抵制以发动政变为目标的所有地下活动，并坚持用

符合宪法的方案解决这场危机。”

政治倾向明确的工会比企业家协会更清楚地表明，任命一

个反议会的、受德国民族主义者影响的抗争内阁是最大的错

误。虽然电报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是它清楚地表明了，如果采

用符合宪法的方法任命希特勒，不选择帕彭和胡根贝格联合的

方案，将不会受到工会工人的一致谴责。1月28日《前进报》

主张的路线与工会协会的声明没有明显的偏离：虽然施莱歇的

上台没有停止反动的进程，但至少结束了“反动的疯狂期”。

“推翻施莱歇是最高级别的警报信号。它表明，选择一个中立

的官员政府的道路不受欢迎，尽管这可能是目前唯一的符合宪

法的选择。但为了遵循宪法，另一种方法则是一种冒险的试

验，而且是最危险的冒险。采用这种方法一定不能违宪，那就

是只有在希特勒能够得到议会多数的情况下才能组阁，而且必

须保证，他一旦失去多数就必须立即离开内阁。这就意味着，

希特勒-胡根贝格政府必须获得中央党的支持才是符合宪

法的。”

因此以希特勒为首的帝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是最糟糕的选

择。只要这一内阁拥有议会多数、不违反宪法，那么社会民主

588 党就可以充分发挥议会的反对党作用。如果这样的政府在国会

中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情况当然就不同了。“没有议会多数的

哈尔茨堡政府意味着国家政变和内战，那么对它的任命也会是

对国家安全的一次攻击⋯⋯在这样一个时刻，如果帝国总统要

授予所谓的民族右翼以特殊全权，这将使整个帝国进入违宪和

违法的状态。”

在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编辑部或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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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一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驳。下一期的

《前进报》就发出了完全不同的声音，称希特勒是“反对德国

工人运动的帮派领袖”,“血腥的法西斯主义头目，其目标是

粉碎民主，建立法西斯专政”。报纸随后权衡了帕彭内阁和希

特勒内阁所面临的风险，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希特勒内阁得

到中央党的支持，拥有议会基础，这个内阁依然是一个寻衅内

阁!⋯⋯希特勒的内阁，这正是希特勒的愿望，这是迈向法西

斯独裁的跳板!”帕彭和希特勒周围的团体的首要目标是禁止

德国共产党，取消它在议会中的席位。“面对反动政府的这种

非法行为的前奏曲，全体工人阶级要团结一致，他们有权对违

法行为展开斗争!”

社会民主党对希特勒和帕彭的战斗宣言，刊登在1月29

日上午的《前进报》周日版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呼吁下午在

游乐园举行一次群众集会，集会的口号是“柏林要保持红

色”,这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对前几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游行给出的答复。《前进报》统计，大约有

10万人响应了社会民主党的呼吁。当示威者散会时，共产党

人在几个交叉路口出言不逊，咒骂社会民主党人。同一天，

《红旗报》号召社会民主党成员和自由工会成员组成“反法西

斯全面进攻的统一战线”。这一呼吁不是向社会民主党组织的

领导们发出的。德国共产党指责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们现在的做

法与1932年7月20日相同，无异于“背叛阶级”。

推翻施莱歇内阁后，中产阶级再次向德国总统发出警告，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宪法。巴伐利亚人民党政客、巴伐利

亚邦总理海因里希·黑尔德表示，他的政府应尽的责任就是，

发出最迫切的警告，警告不要做违宪的试验，“因为这会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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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并加剧革命群众的激进倾向，同时也给自己的违法行为

589 披上一层合理的外衣”。中央党的《日耳曼》报发出警告，

“再一次极其严肃地指出”,违反宪法并建立一个以钢盔团和

德国民族主义者为核心的小型“紧急专政政权”,这在道义

上、宪法法规上和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科隆人民报》

(K?lnische Volkszeitung)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中央党也

可以支持的方案，这就是让希特勒尝试“建立一个得到议会

支持的政府”。23

纵观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最糟糕的局面就是一个没有群

众支持的右翼抗争内阁，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如果帕彭和

胡根贝格组成政府发动政变，国防军认为会出现奥特的“模

拟战争”的局面，即爆发内战。主要军方领导人之所以不得

不考虑帕彭组成新政府的可能性，是因为兴登堡在1月26 日

和陆军总司令冯·哈默施泰因将军以及陆军人事部主任冯·德

姆·布舍-伊彭堡(von dem Bussche-Ippenburg)将军的谈话

中，再次表达了原则上拒绝让希特勒担任总理的观点。这一次

他是这么说的：“他绝对不会同意让一个奥地利二等兵担任国

防部部长或者总理。”帝国国防部的军官们也认为，一个以希

特勒为首的政府风险很大。1月28日，施莱歇在与内阁以及

兴登堡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发出的信号是，帕彭担任总理的内阁

比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内阁更加危险。施莱歇的态度不仅代表自

己，也代表了德国国防部的领导层。

实际上，此时尚不清楚两个政治人物中哪个人将出面组成

新政府。如果希特勒的“大政府”的解决方案失败，那么帕

彭依旧有其“专制政府”的解决方案。1月28日下午，前任

总理帕彭与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开会，傍晚帕彭与巴伐利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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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席弗里茨·舍费尔交换意见。舍费尔拒绝加入帕彭内阁，

并且借用中央党的名义再次表示赞同一个由希特勒领导的有真

正议会多数的政府。然而，帕彭和希特勒对此都不感兴趣。

帕彭还电话联系了什未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询问这位

财政部前部长是否愿意在帕彭担任副总理的希特勒政府中任

职，还是愿意在帕彭-胡根贝格抗争内阁中任职。克罗西克回

答，他只会在第一个解决方案中出面。施莱歇政府的另外两个

成员，即诺伊拉特和埃尔茨-吕本纳赫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帕彭傍晚告诉兴登堡，经验丰富的保守派政客们愿意将内阁交

给希特勒，德国总统深受震动。他第一次表现出准备摒弃对希

特勒担任总理一职的担忧。

1月28 日晚，兴登堡又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事决定。他 590

命令，不论下一任总理是谁，都要让国防军东普鲁士第一军区

司令冯·勃洛姆堡将军接任施莱歇，担任国防部部长。当时，

勃洛姆堡将军作为德国代表团的技术顾问，在日内瓦参加裁军

会议。第二天，兴登堡指示他的国务秘书迈斯纳发出电报，命

令勃洛姆堡将军返回柏林。

1月29日上午，希特勒和戈林在帕彭处进行了长时间的

讨论。希特勒借此机会任命威廉·弗里克接管内政部，该部门

对于贯彻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权力主张具有战略重要性。当未来

的副总理帕彭同意让戈林担任负责普鲁士邦内政部的帝国副专

员一职时，希特勒同意了帕彭的要求，放弃普鲁士邦帝国专员

一职，因为掌控了普鲁士邦内政部就等于掌握了德国最大邦的

警察控制权。在这场谈话进行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总统对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要求解散国会和重新选举持什么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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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帕彭会见了胡根贝格以及钢盔团的两位联邦领

导人——泽尔特和杜斯特贝格。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

曼森(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和奥托·施密特-汉诺威

(Otto Schmidt-Hannover)都是德意志民族党政客，他们倾向于

采取专制解决方案，并坚决抵制希特勒，这些人给胡根贝格施

加了很大的压力。胡根贝格本人对纳粹党举行新选举的要求持

有强烈的保留态度，同时也伴有反议会主义情绪和担心削弱本

党地位的恐惧。此外，兴登堡答应胡根贝格担任帝国和普鲁士

的经济部和农业部部长。这是他一直努力争取的“危机部

委”,这些部门对他很有诱惑力，所以他原则上准备加入希特

勒内阁。泽尔特赞成由希特勒组阁，在这个内阁中他可以担任

劳工部部长。只有杜斯特贝格对希特勒担任总理不再表示担心

时，钢盔团才能做出最后决定。然而要让杜斯特贝格下这个决

心，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就必须因其犹太祖父对他所做

的攻击表示道歉。

下午晚些时候，戈林第二次找帕彭谈话。国会主席得到的

印象是“现在一切都很完美”,并向在恺撒霍夫酒店等候的希

特勒做了汇报。从戈培尔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在新选举问题

上戈林做出的判断也是积极的。不管帕彭和兴登堡在这个问题

上谈了什么,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人知道，帝国总统在

1月29日下午不会再次反对新一届国会的选举。对于希特勒

来说，这是夺取政权至关重要的条件。他需要一个授权法，而

只有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国会的势力比现在更强大

的情况下，他才会得到这个授权法。

对新内阁的组合，希特勒和帕彭已经胸有成竹。一切迹象591

表明，帕彭在1月29日下午已经通知了德国总统。除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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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长名单中仅有两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员：弗里

克担任内政部部长；戈林担任不管部部长，并临时担任普鲁士

邦内政部部长和航空部的帝国专员。其他部长职位由资产阶级

右翼的政治家和专家担任，其中包括施莱歇前任内阁的三名成

员，即诺伊拉特、克罗西克和埃尔茨-吕本纳赫。帕彭任副总

理，兼任普鲁士邦帝国专员。司法部部长人选还未确定，这个

职位也应该先不予确认，这样就还有与天主教党派进行“联

合政府谈判”的空间，而不会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只是在做

表面文章。

尽管如此，1月29 日，柏林依然传言四起，据说还是会

成立一个帕彭和胡根贝格的联合政府，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并没有加入。施莱歇和哈默施泰因也相信了这种预测，他

们试图在最后一刻出面阻止在他们看来最危险的解决方案。当

天下午，陆军总司令会见了希特勒，他想搞清楚兴登堡是否在

与自己进行认真的谈判，还是只在佯装谈判。哈默施泰因给希

特勒出了个主意，好让事情按照他的想法发展。他问希特勒是

否可以考虑让施莱歇在希特勒内阁中继续担任国防部部长，希

特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晚上，施莱歇和希特勒之间的中间人维尔纳·冯·阿尔文

斯莱本来到位于总理广场上戈培尔的公寓，希特勒也在那里。

傍晚来客的一番话让人觉得好像随时就会爆发军事政变：兴登

堡计划在第二天任命帕彭少数政府，但德国国防军对此表示反

对。这些断言没有任何实际依据，但就在当天夜里，希特勒立

即向帕彭和迈斯纳诉说了此事。那天夜里还有传言，说施莱歇

和哈默施泰因要动用波茨坦驻军，逮捕兴登堡父子和国务秘书

迈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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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信息有助于加快组建希特勒内阁的速度。1月30

日上午，勃洛姆堡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时，哈默施泰因的副官

奉命前来接他，并把这位将军送到本德勒大街的国防部。就在

最后一刻，奥斯卡·冯·兴登堡本人也赶到火车站，阻止上述

592 计划实施。他让勃洛姆堡与他一起直接去威廉大街的德国总统

官邸。兴登堡向勃洛姆堡通报了施莱歇和哈默施泰因的所谓政

变计划，之后总统任命他就任德国国防部部长。因为帝国总统

只有在帝国总理的推荐下才能任命帝国政府的部长，因此这一

程序违反了宪法。

在此期间，帕彭也没有闲着。1月30日上午，他在办公

室内再次与胡根贝格、施密特-汉诺威、泽尔特和杜斯特贝格

交谈。他说，如果新内阁在上午11时前不能宣誓就职，那么

就有出现军事独裁的威胁。这时，胡根贝格明确表示，他仍然

拒绝民族社会主义者要求重新举行大选的要求，而且德国民族

主义者是否进入政府也还悬而未决。威廉大街帕彭办公室里的

会谈在此时消除了另一个组阁的障碍。与戈林一起再次被叫到

帕彭处的希特勒向杜斯特贝格表示，他对那次恶意的侮辱深表

遗憾。就纳粹媒体对钢盔团副主席的谩骂事件，希特勒明确表

示，这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指令。

10时45分前后，也就是帕彭和兴登堡约定的内阁宣誓就

职时间15分钟前，包括勃洛姆堡的一行人穿过部长花园，来

到位于威廉大街 77号的德国总理府。1932年夏以来，那里一

直是兴登堡的官邸，因为位于威廉大街 73 号的帝国总统府正

在整修当中。宣誓就职的仪式无法开始，因为争议不断的新选

举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未来内阁的成员们都来到迈斯纳的

办公室，但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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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能在最后一刻政府组阁失败。希特勒最后不得不承诺，即

使在国会重新选举之后，也不会改变内阁的组成。但是这并未

能让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领袖改变自己的立场。

这时帕彭发话了。他说胡根贝格应该相信一个德国男子汉

说出的话，收回自己的担忧，在新选举中，所有保守派还可以

组成强大的选举阵营。迈斯纳多次提醒大家，不要让兴登堡再

等下去，大家同意请德国总统出具解散令。帕彭还替希特勒答

应，未来的总理承诺立即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展开谈

判，以扩大政府阵营。胡根贝格对此很不以为意。最后，希特

勒的内阁成员一起进入兴登堡的办公室宣誓就职，生病的埃尔

茨-吕本纳赫和尚未选定的司法部部长缺席。希特勒随后发表 593

简短讲话，请德国总统信任自己和这个内阁。兴登堡在简短的

仪式结束时说：“先生们，愿上帝伴你们前行!”24

威廉大街就这样掷下了决定德国命运的骰子。在附近的国

会大厦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代表，

以及德国总工会联合会代表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鲁道夫·布

莱特沙伊德代表患病的奥托·韦尔斯发出警告，不要与共产党

人一起采取任何行动，并建议要“展示我们的坚定态度”。其

他发言人，包括保罗·勒贝和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则要求

对基本上已经确定的希特勒内阁采取大规模抗议行动。布莱特

沙伊德的立场得到了奥托·布劳恩、鲁道夫·希法亭，以及德

国总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威廉·埃格特的支持，大多数人显然倾

向于埃格特总结的立场：“如果希特勒和帕彭领导的内阁尊重

宪法，那么也无可厚非。”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和议会党团主席对任命希特勒内阁消

息的反应是，呼吁个别组织和团体“不得自主采取无纪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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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保持冷静，团结一致”是当务之急。在第二天的党

代表委员会上，布莱特沙伊德在与会代表的大力支持下，再次

强调拒绝在议会之外采取行动。这个呼吁也得到了社会民主党

议会代表和钢铁阵线代表的支持。“如果希特勒站在宪法的立

场上，即便他是虚情假意，我们也不能给他口实去破坏宪法，

那将铸成大错⋯⋯如果希特勒按照宪法办事，那么他就是右翼

政府的首脑，我们可以也必须对这一届政府发起比前几届政府

更加猛烈的斗争，但它毕竟是一个符合宪法的右翼政府。”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1月30日应该是发起进攻

的时间。自1932年7月20日“普鲁士政变”以来，他们这是

第一次直接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层喊话。德国共产党向德

国总工会联合会、自由雇员总工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

工会发出的呼吁是：“与共产党人一道发起总罢工，反对希特

勒、胡根贝格、帕彭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反对他们破坏工人组

织，我们要争取工人阶级的自由。”

但1933年1月30日的这个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比1932年7

月 20日的更没有前途。面对600万登记在册的失业者，长时

间的总罢工根本发动不起来，短期的总罢工会被新政府视为软

弱的表现，而不是展示实力的强大示威。此外，共产主义者也

594 不会听从结束罢工的命令。1月26日，《红旗报》拒绝了《前

进报》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达成“互不攻击协议”

的提议，并称其为“对红色反法西斯柏林的卑鄙嘲讽”,因此

共产党发出共同抵抗的口号缺乏可信度这个最基本的先决条

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还不得不防备，共产党可能会立即

采取革命暴力行动，给纳粹分子以求之不得的时机，为自己的

恐怖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内战只能以工人组织的流血失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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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终。面对右翼准军事组织、警察和国防军的强大势力，四分

五裂的左派没有任何胜算。

1月30日晚上，不仅在柏林的街道上，而且在德国各地，

俨然都是希特勒“褐衫队”的天下了。第二天，新任总理开

始与中央党谈判，这是他答应帕彭的事情。但希特勒此举只是

装装样子，他想证明，根本无法通过1932年11月6日选出的

国会来治理国家。然而，中央党仍然有意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

志工人党组成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它对任命希特勒并不感到

愤怒，而是对内阁的“反动派”组合深感不满。尽管如此，

卡斯还是拒绝了希特勒提出的将国会会期推迟一年的要求。总

理立即以此为借口，宣布1月31日的谈判失败，内阁就此做

出第一个重要决定：要求兴登堡解散国会。2月1日，帝国总

统签署了相关法令。在另一项法令中确定了1933年3月5日

为新的选举日期。

为了摧毁魏玛民主，希特勒把《魏玛宪法》利用到了极

致。他给其政党制定的走合法路线的策略不知道比十年前他公

开鼓吹的暴力革命成功多少倍。而德国共产党却仍在奉行暴力

革命。希特勒在战术上采用的合法路线对各个民主党派的武

装，甚至对法治国家本身成功缴械。为了保住这个法治国家，

它的捍卫者在魏玛最后的危急时刻本应该挺身而出，不再去咬

文嚼字地搬弄宪法里的文字，宪法的针对性本身是中性的。然

而，这个法治国家面对的是一群1932年底被恩斯特·弗伦克

尔蔑称为“宪法偶像崇拜者”的人。他们的失误并未直接导

致希特勒攫取国家政权，却让夺权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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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30日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第一595
个德国共和国不仅结束于权力移交给希特勒，德国也早已不是

1918年之前的那个法治和宪制国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

有法治的制度，它的内在逻辑就是破坏性政策，最终导致自我

毁灭。由于德国人无法把自己从希特勒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俾

斯麦创建的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就此终结。

迄今为止，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在研究这场灾难是否可以避

免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成为神话。在政

治左派看来，一些工人运动本来是可以拯救魏玛的。实际上，

工人运动的分裂不仅是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的沉重政治负担，

也是其历史前提之一。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魏玛是建立在

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社会

民主党在战前彻底拒绝这种妥协。1914 年以后，如果党的团

结没有因为战争贷款一事的争执而破裂，那么最晚在社会民主

主义者进入联合政府内阁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一致性可言

了。只有在与党内正统左派彻底决裂后，多数中间派才能与中

产阶级开始合作，这样才使魏玛的议会民主成为可能。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立并不是战术上的对立，而

是根本的对立。共产党人坚持用暴力推翻政权，发动内战。对

于社会民主党人而言，拒绝革命暴力和内战是其政治信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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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坚信要粉碎魏玛民主制度，用

“苏维埃德国”取而代之。社会民主党人视维持魏玛共和国为

己任，1930年以后，魏玛算不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但此时此

刻，社会民主党却更加有增无减地维护它。共产主义者主要代

表了工人中特别需要帮助的人群，包括长期失业者。而社会民

主党则主要代表那些就业中的、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工人，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表述来说，这些人将要失去的不仅仅是枷

锁。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持自己的执政能力，这个政党 596

在结构上不能成为极左派的在野党，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共

产党。

希特勒从两个“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中受益，共产主

义者的言辞、习惯和行为引发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恐惧。没有人

能像民族社会主义者那样娴熟地利用这种恐惧感。社会民主党

人无意中向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提供了弹药，因为前者

一直到最后都在支持布吕宁不受人欢迎的政策。这就让希特勒

有机会把自己的政党定位在共产党右侧，成为一股庞大的反对

势力，一种亲民的可选项，与“马克思主义”一个激进的和

一个温和的两种运作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

社会民主党对中央党政治家海因里希·布吕宁的支持并不

能说是政治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悲剧般困境的表达。从

1930年10月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开始对布吕宁采取容忍态

度，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德国出现一个右翼政府，更重要的是，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容忍布吕宁，在共和意识最强的“堡

垒”普鲁士，他们与中央党和德意志国家党的联合政府将受

到威胁。如果推翻了布吕宁，社会民主党人将会指责自己放弃

了魏玛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与中产阶级合作这个不成文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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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而为反民主势力夺取政权铺平道路。

一旦与布吕宁决裂，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能会靠近共产党。

但这种左倾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社会民主党不仅被迫放弃在

剩余不多的地方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从而放弃它掌控国家

权力的地位，而且它还将失去很大一部分支持者，中产阶级的

社会忧虑将日益加剧，很多人会因此加入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阵

营。这样，社会民主党人就会引发他们想防止的两极分化，把

潜在的内战转变成公开的内战。

对内战根深蒂固的恐惧也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不愿在

布吕宁的继承者冯·帕彭于1932年7月20日对普鲁士进行打

击之后发起总罢工和暴力呼吁的主要原因。1932 年夏天大规

模的失业形势下，即便发动总罢工也是一个无望的努力。如果

与帝国国防军和右翼准军事组织较量，只能以共和派力量的惨

败而告终。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联手抗击对“普鲁士

的打击”,这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德国共产党坚持要

和奥托·布劳恩政府抗争到底。因此，如果共产党呼吁自己的

支持者与“社会法西斯主义者”(Sozialfaschisten)一起为重建

这样一个内阁而斗争，这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来说是不可想

象的。

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为希特勒掌权铺平了道路这种神话相597

比，魏玛民主主义者的“自我放弃”说法倒是更有让人信服

的基础。一些自由主义作者和一些较为保守的作者认为，如果

民主力量能够具备更多的洞察力和妥协能力的话，那么议会民

主本来是可以得到拯救的。实际上，1930年 3月底，最后一

届有议会多数支持的大联合政府并不必须解散。社会民主党人

当时没有接受搁置有关失业保险改革争端的提议，这是一个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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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如果能够搁置，赫尔曼·米勒内阁的存续本来可以延长几

个月的，很可能可以坚持到1930年秋天。

在当时也不可能期待更多。大联盟的右翼政党——德意志

人民党想拆散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工业界和大农场主、帝国

国防军领导层和兴登堡周围的智囊团都试图将权力从议会转移

到德国总统身上。积极向总统制过渡的力量并不认为自己是

“民主人士”。他们是民主制之前的权力精英，对大联盟的瓦

解比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工会负有更多的责任。仅仅出于这

个原因，1930年春天“民主派的自我放弃”的提法就具有误

导性。

然而，当我们在分析整个魏玛议会民主制的发展时，这种

说法便有了一个合理的核心。政府频频发生危机通常是因为联

盟内阁中的伙伴更加关心自己政党的身份立场，而不去顾及政

府总体形象。赫尔曼·米勒领导的最后一届大联盟政府尤其如

此，这一届内阁经历了一系列最艰难的考验。缺乏妥协的意愿

不仅威胁着现有的联盟，而且不止一次地阻止了联盟的组建。

例如，第一届大联盟在1926年夏天失败，主要是因为社会民

主党在没收王侯财产的全民公决问题上，同意与共产党建立一

个临时战略同盟，之后再也没有聚集起与中间派沟通的力量。

如果当时组建了一个大联盟，它也许能够解决1928 年后米勒

内阁无法处理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重组。

1922年11月底，在前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压力之下，重新

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第一次拒绝了与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的德

意志人民党组成大联盟，其后果是致命的。艾伯特总统听从了

党内朋友的建议，决定让库诺组建资产阶级少数派内阁。一个

拥有广泛的议会基础的政府不会奉行库诺内阁这样的冒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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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策。德国先走到了金融、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边缘，直到1923

年8月施特雷泽曼受命于危难之际，组建了大联盟内阁。然

而，社会民主党在1923年秋天开始共同执政的两个半月的经

历吓到了自己，从此之后的四年半时间里，德国最大的民主党

派再也没有加入德国的联盟政府，直至1928年秋。

在国家层面上实行联合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

党、中央党和德意志民主党这些制宪政党在1920年6月的第

一次德国国会选举中已经失去了多数席位，而在1919年1月

的制宪国民议会选举中，这些政党还拥有多数席位。从那时

起，只有把保皇派的德意志人民党囊括进来，才能组成拥有议

会多数的大联合政府。到了1924 年，中央党还可以联合德意

志民族人民党成立右翼联合政府。这样或那样的议会多数政府

都存在很多冲突。大联合政府因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冲突面临

崩溃，而右翼内阁破裂的原因往往是外交或文化政策上的分

歧。资产阶级少数派政府就更加脆弱了。只有在非联盟政党

(通常是社会民主党)容忍的情况下，这种内阁才可以生存。

如果1920年后的普鲁士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共和的典范邦，

那么魏玛共和国可能连14岁都活不到。在这里，社会民主党

和中产阶级多年来共同执政，关系相对和谐，成绩也比较突

出。在这里，共和党派的管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成功。在这

里，民主的反对者和鄙视者比在德国其他任何邦都遭到更加猛

烈的反击。普鲁士抓住共和制新起点的机会，在1918年11月

发生剧变后，对选举权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把原来的三级选

举制改成了平等和直接的普选制，这样就更有可能出现新的

“政治阶层”。在帝国层面，选举制度的变革“仅仅”是从普

遍和平等的男性选举制，过渡到一个真正的普选制，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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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至1919年的这个转折并不那么深刻，议会领导层的构

成也相应地显示出很强的连续性。

人员的连续性也与政治行为的某些连续性对应。1926 年

11月，早已回归社会民主主义党阵营的德国共产党前主席保

罗·列维表达了“左翼”对政府与议会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599

“民主与共和就是两件事：一个是负责治理的政府，一个是对

政府负责的议会。政府和议会必须自由、公开、独立地面对彼

此。两者之间的争执，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发生争斗，这就是民

主共和国的生命。”4

列维说的是民主共和国，但他想的是立宪制君主国。在君

主国，政府和议会是彼此独立的。然而在议会民主制中，政府

是要依靠议会多数的信任的。相互对立的不是议会和政府，而

是政府的多数派和议会的反对派。

德国有许多政党，但没有一个能够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

位，这就意味着建立联合政府是不可避免的。像保罗·列维这

样的有民主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想接受这种逻辑，这当然不

仅仅来自德国传统。第二国际在190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会议

上做出“考茨基决议”:只有在“困境中临时的和非常态干

预”的情况下，才允许社会主义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除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神圣联盟”的插曲之外，法国社会主义

者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并一再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直到

1936年成立人民阵线政府为止。与这种做法相比，1918年后

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然他们也

必须这样做，因为德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同，如果社会民

主党人不愿或不能与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话，德国的议

会民主就可能不复存在了。?



766/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许多左翼民主党人对魏玛国家的不满与共和国形成的历史

密切相关。1918年至1919年的革命使德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发

生了变化，然而这一变化远未达到大部分工人的期望。一些观

察人士回顾那段历史时，认为当时选错了路线。1933 年 9月

23日，当权力移交给希特勒几个月后，曾在1918年属于独立

社会民主党成员的鲁道夫·希法亭致信另一位前独立社会民主

党人卡尔·考茨基：“1923年以来，我们的德国政策总体来讲

是受大环境所迫，因此不可能大不相同。在这个时间点上，其

他政策也不会有其他结果。但是从1914 年开始，尤其是从

1918年直到卡普政变，在这个时间段里政治是可塑的，而我

们恰恰在这个时候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我们当时就这样说，

600 现在我们也不必收回当时的说法。”四个月之后，这种观点成

了该党的正式立场。1934 年1月，希法亭为流亡的德国社会

民主党撰写的《布拉格宣言》,对1918年至1919年的革命是

这样陈述的：“不加改变地全盘接受旧的国家机器，这是在战

争期间迷失了方向的德国工人运动犯下的严重历史错误。”6

希法亭的分析实际上总结了20世纪 60年代初期以来，对

1918年至1919年德国革命的历史研究的观点，这一观点并非

毫无争议，但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过大量研究，新观点

取代了另一种先前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卡尔·迪特里希·

埃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1955年的判断中得到了经典

的表达。他认为，1918年至1919年革命有两种明确的选择：

“要么是一场与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结成联盟的社会革

命，要么是与诸如旧军团的保守势力结成联盟的议会制共和

国。”新一代历史学家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尔·罗森贝

格早在1935年撰写的《德意志共和国历史》一书中提出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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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来反对埃德曼：与共产党合作不可能成为“魏玛解决方案”

的另一种选项，因为它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以及后来很

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这关系到传统的权力关

系的根本变化，如果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真希望这样

做，可以在最初借助亲近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来进

行这些改变。

对“埃德曼论点”的修正具有启发性，实际上是解放性

的作用。当研究工作开始探讨革命时期的举措有无回旋的余

地，甚至有无其他可选项的时候，艾伯特和诺斯克的政策就不

能被泛泛地说成合理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的神话

一旦破灭，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另一种左翼的反面神话。这种

神话在1968 年的学生运动中迅速传播：它夸大了士兵和工人

委员会的作用，认为这些组织是真正民主的支柱，并且声称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如果来一场真正的革命就可以战胜“德国法

西斯主义”,而且可以彻底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

修正主义立场的这种粗浅化做法导致了后来的史书作者们

“对修正做出再次修正”。与20世纪 60年代中期和晚期相比，

现在人们更清醒地看到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普遍的观

点认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可以“自上而下”地积极支持改

革政策，但它们不可能去实行这一改革。这些委员会既不集中

也不统一，从来没有机会创建跨地区的决策中心。

委员会在没有国会的过渡时期里是一个紧急的救助手段，601

它们也不想行使其他权力。当今世界与60年代不同，已经很

少有人再提起，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首的多数派社会民主

党人的政治与共产党的政治之间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了。

在1918年至1919年，我们关注的不是在议会制与委员会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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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否存在什么联系，而只是关系到如何能够巩固议会民主的

社会变革。

与60年代对革命的研究相比，最新文献强调的是1918年

至1919年德国政治和社会变革所受的局限。德国是一个高度

工业化的国家，需要持续不断的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公共服务。

德国1867年在北德联邦，1871年在德意志帝国层面上就实施

了普遍和平等的男性直接选举制，因此已经较早成为部分民主

的国家。这两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德国既不会发生像西方民

主革命那样的革命，也不会发生像俄国十月革命这样的革命，

因为这些革命都发生在农业社会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在

1918年至1919年，是有可能进行预防性的结构改革的：管理

部门迈出民主化的第一步，建立忠诚于共和国的军事体系，对

经济权力设置公共控制，对矿业实现社会化。而彻底摆脱帝制

主权国家的全部残余所需要的与过去的完全决裂是不可能的。

通过这一发现，人们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1918年至

1919年革命与将权力移交给希特勒之间的历史联系。即使在

共和国成立时，人们做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温和派，如希

法亭和考茨基认为必须做以及可以做的一切，也无法阻止共和

国后来的失败。没有哪个老权贵像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地

主们那样，在破坏魏玛民主制方面如此及时、如此积极且如此

有效。然而在1918年至1919年，没人想起要没收大庄园主的

财产，无论是人民代表还是农业工人和小农民都没有这样做。

司法机构也是旧制度国家的坚定支持者，它们在革命中很少采

取什么立场；德国的大学和中学也是如此。

实际上，从一开始，不仅是个别权力精英，而且大部分受

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都是年轻的民主共和国的反对者。如果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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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主，就应该要求把那些公开不忠实的法官、检察官和公

务员都撤换掉。但是，如果想实现广泛的变革，人力资源很匮 602

乏。此外，这意味着向整个行业或者向整个“资产阶级”宣

战，甚至意味着内战。而那些寻求民主的人并不希望发生内

战，因此，共和国当时必须与公务员并存，而在公务员队伍里

坚信共和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当时人们在回答这个民主国家在建立之初就遇到这种负担

的问题时，他们的答案与历史学家在几十年之后所做的解释是

不同的。对于大多数有意识地经历了1918年至1933 年这个时

期的德国人来说，第一个共和国的这14 年间，他们不是生活

在帝国的阴影，而是生活在凡尔赛的阴影里。和平的条件之所

以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是因为谢德曼联盟内阁故意

不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几周前人们期待的刑事法院会做出这样

的判决，即德国应该对战争的爆发负责。和平条约违反了人民

自决权的原则。战争赔偿成了德国经济的沉重负担。战争责任

的条款歪曲了历史真相，因为它提到了中欧列强的责任，而没

有提到俄罗斯帝国的责任。但是，战胜国政府都承受着来自本

国人民的压力，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对根本不想悔改的罪人宽

容。然而，凡尔赛不是“迦太基式的和平”①。德意志帝国虽

然被截肢，但它仍然存在，并且具备一段时间后再次在欧洲主

要大国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良好前景。

在1919年，只有少数同时代人得出了这一结论。魏玛时

代的德国人大都拒绝接受这个和平条约。然而，对如何修订这

① Karthagofriede,迦太基式的和平的意思是被战胜者彻底摧毁，并永远不得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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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和平条约，修订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分歧很

大。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中间派政党都主张对《凡尔赛和

约》进行部分的和非军事的修正，特别是对德国和波兰边境

划定的修订。在施特雷泽曼担任外交部部长期间，德意志人民

党和上述两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站在这个立场的对立面的是

激进右翼势力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公开宣称要推翻 1919年制

定的全部和平秩序。

对外不能做的事，就先在德国国内做：使用暴力为自己的

目的服务。从1918年11月9日到希特勒于1923年11月8日

发动政变，德国国内就没有真正太平过。左派和右派纷纷发起

颠覆活动。1919年1月，工会革命领导人和共产党人首先拿

起武器阻止国民议会的选举，并且试图以俄国为榜样，成立工

农兵委员会。激进左派向激进右派打出了一张王牌，把自己的

603 暴力称为反暴力。在镇压起义的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方面

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志愿军团最初是代表国家行事。当帝国政府

在协约国的压力下，于1920 年 3月开始解散志愿军团时，这

些民兵发动了第一次代表右翼力量的颠覆活动，这就是卡普-

吕特维茨政变。但是这种经历并不能阻止德国国防军继续与激

进右翼的准军事组织紧密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不得拥有超过10万名士兵的限制。

本来只有国家才能拥有的法定实体就这样受到了侵蚀，而

部分国家权力机构在不经意间助长了这一趋势。同样，协约国

还通过单方面解除德国武装，无意中促进了战败国的公共生活

军事化。在战后的五年里这种后果使德国一直处于类似内战的

冲突之中。即便在此后的时期，各种政治倾向的准军事集团也

严重阻碍了德国向“文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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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3 年与1924年交替之际，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稳定迹象。货币改革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1925年4月，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共和国的形式让保守势

力更加容易接受。右翼顽固反对派在共和国中期已经得不到群

众的拥护，共产党的吸引力也远远小于1923年夏的战后危机

高峰。0

德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地位也在1924 年之后得到巩固。

法国尚未赢得欧洲大陆霸权的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导致占领鲁

尔地区，现在它已准备好对德国采取和解政策。苏联放弃了推

动诸如1921年德国中部起义、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之类

的革命尝试，而侧重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美国在解决

战争赔偿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通过贷款使德国经济得

以复苏。

但稳定的局势仅仅是相对的，而且当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

了这一点。德国因为战争和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变得非常虚

弱。20世纪 20年代中期，德国经济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全球经

济。储蓄率从战前最后一年占国民收入的17下降到了

1926年的10??在工业生产总量上，德国在1928 年至1929

年才刚刚超过1913年的水平。而战后的德国却未能达到1913

年的出口量。德国仅仅在“稳定阶段”实现过一次货物贸易 604

顺差，这是在1926年。在国际收支、商品贸易、服务业，以

及利息和股利的支付方面也都是同样的情况。只有通过美国的

贷款才有可能实现资本流动的顺差，才可以使国际收支达到平

衡，才能够支付战争赔款。

相对稳定的时间也可以被称为相对停滞的时间，经济的景

气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尽管如此，国家、邦和市政当局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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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大手大脚，好像有无限的资源可以利用。在通货膨胀时期

结束时，企业家们已经强大到可以取消他们在1918年11月做

出的一项主要让步，即 8小时工作制。当他们反复敦促公共当

局朝着节俭转向时，他们是有充分的论据的。此时，要求实施

更加脚踏实地的财政政策的呼声并没有停止。经济恶化的形势

越严重，工业界、农业界和商业界中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就越强

烈要求解散魏玛福利国家，并放弃他们指责的有利于大众的要

求而不利于生产者的制度，这就是议会民主制。

1919年的《魏玛宪法》第 48 条规定，帝国总统有权下达

紧急法令，从而为推翻议会提供了手段。第 48 条最初旨在应

对严重破坏或危及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情况，即真正的紧急状

态。然而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时代，第 48 条就已成了在危

机时期加速立法的手段，而帝国总统则晋升为有选择性的替代

立法者。在兴登堡时代，紧急状态法到了1930年夏天已经成

为永久化的常态。第二任德国总统从未想过要把总统的“后

备宪法”恢复成议会的“正常宪法”。1930年9月大选中，自

由派和保守派选民纷纷拥向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这

个时候，即便政府拥有帝国议会多数的支持，也已经回不到正

常宪法的道路上了。

1932 年春天，投向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怀抱的人

大幅增加，希特勒甚至可以指望有机会在德国总统的选举中胜

出。如果不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成功动员自己的选民支持兴

605 登堡连任，希特勒就实现这个目标了。让兴登堡这位年迈的帝

国总统恼火的是，帮助他进入第二任期的不是右翼势力，而是

早先和他作对的政治势力。兴登堡和他的智囊团的另一个烦恼

是布吕宁政府时不时就要对社会民主党人做出让步，其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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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讨得他们的宽容。

布吕宁于1932年5月30日遭到免职，这种做法一来是要

脱开与社会民主党的干系，二来是要把兴登堡眼里纳粹那种下

里巴人的“民族”运动提拔到国家的台面上来。比布吕宁右

倾得多的弗朗茨·冯·帕彭继任总理，他在与希特勒达成协议

后，解散了1930年9月选出的德国议会。兴登堡的政治圈没

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就这样戏剧性地加剧了国家的危

机。行政权的独立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总统政权以前对

议会还采取容忍态度，那么现在它公开反对议会了。

1932年7月31日的新大选导致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

党和德国共产党这两个政党构成了议会中的负面多数派。现

在，只有在最强大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放弃其极权主

义，并同意与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组成“黑褐色”联盟

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议会来解决这场危机。两个天主教的

政党努力争取到一种“妥协”,但是希特勒对此没有兴趣。他

根本不满足议会联盟内阁总理所拥有的正常权力，而是瞄准总

统内阁元首的超凡权力。

然而，兴登堡还没做好准备。他欢迎民族社会主义者作为

帕彭内阁的“初级伙伴”,但不能做政府重大决定的承担者。

8月13日，德国总统生硬地拒绝了希特勒当总理的要求。两

周之后，总统决定接受“内阁核心”所建议的组阁方式，这

个核心由帝国总理冯·帕彭、帝国内政部部长冯·盖尔和帝国

国防部部长冯·施莱歇组成，国会再次被解散，新选举被推迟

到宪法规定的60天期限之后，实施“超越法律”的紧急状态

令。但是，9月17日内阁中没有多数人站出来同意此举违反

宪法。对五天之前被解散国会的再次选举定在1932年11月6



774/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日，这是宪法允许的最晚选举日期。

11月的选举并没有消除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

国共产党的负面多数，但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这次选举中损失惨

606 重，而共产党人的得票数则大幅增加。然而，希特勒上台的最

后机会恰好在于他自己的失败和极左派的成功的结合，这听上

去是非常矛盾的。在1932年与1933 年之交冬季的新选举中，

包括重工业的领导企业家在内的老权贵们非常担心共产党会变

得更强大，而民族社会主义者会变弱。出于这种恐惧，他们选

择了希特勒和帕彭搭档的安排。帕彭本人早在11月就倾向于

成立一个被保守派“包围着的”希特勒内阁，但是兴登堡依

然责成他通过紧急状态的方案出任总理。另外，内阁的多数人

还是接受了德国国防部部长冯·施莱歇的路线。施莱歇试图把

内阁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尽可能拉起一条工会到民

族社会主义者都参与的“横向阵线”。施莱歇绝不排除推迟新

选举的可能。但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政府必须

有强大的群众支持，以至于不再需要担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令

时会引发一场血腥的内战。

施莱歇在1932年12月3日继帕彭出任总理后，便尝试将

其构想付诸实践。他设法缓和与工会的关系，但是他无法赢得

整个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或者成功分裂它。他也无法阻

止与农业界的决裂，这支力量从1933年1月11日以来就公开

宣扬要推翻施莱歇。另外，前任总理正在重工业代表的支持

下，努力建立一个帕彭-希特勒的“二元”政府，以此来取代

施莱歇政府。这对施莱歇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内阁于1933年1月16日决定请求兴登堡解散德国国会，

并将新的选举推迟到1933 年秋天，这时仍缺少这一计划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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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重要先决条件：德国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心。

在1933年1月争取兴登堡的斗争中，这位老人信任的一批人

占了上风。施莱歇已经不在这批人的行列中很久了。这批人是

帝国总统朋友圈中的贵族庄园主、他的儿子奥斯卡、他的国务

秘书迈斯纳，以及弗朗茨·冯·帕彭。即便在1933年1月底，

兴登堡也不信任那个“波希米亚二等兵”。但是，每个值得德

国总统信赖的人都向他保证，希特勒出任保守派内阁总理比任

何国家紧急状态计划的危险性都要小得多，兴登堡最终还是让

步了。

就像兴登堡在1932 年 5月辞退布吕宁并任命帕彭一样，

他在1933 年1月30日再次更换总理，这其实也不是被迫之

举。他本来是可以让施莱歇留任的，因为施莱歇在1月 28日

与总统的最后一次会晤中不再要求违宪推迟选举，而只是解散

国会。兴登堡也可以任命一个并不会引起政治两极分化的总

理。但是兴登堡只看到了由保守势力控制的希特勒-帕彭内 607

阁，以及德国民族派的帕彭-胡根贝格抗争内阁的替代方案。

他所看到的都是“右翼”的选择。他的政治信念来自他所处

的环境和他的所见所闻，而不是来自那些1932 年4月确认他

连任总统以防止希特勒上台的数百万社会民主党选民和天主教

派选民。

因此，在魏玛最后的危机中，经济上较弱的易北河以东地

区大地主比经济上强势得多的大工业家对总统施加了更大的政

治影响力。不是大企业家，而是容克的代表们有幸与帝国总统

这位权力把持者进行接触。1932 年 5月，帝国乡村同盟就是

利用这样的机会，与国防军领导一起，将德国民族主义者布吕

宁赶下了台。只有解散了布吕宁内阁和1930年选出的德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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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才出现了必须以紧急状态令来解决危机的情况。

1933年1月，兴登堡再次面临自己的决策所带来的后果，

这就是德国国家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就像8个月前一样，这次

又是大农场主力主推翻总理。当主流的工业协会试图保留施莱

歇的时候，帝国乡村同盟正在努力挖这一届政府的墙脚。大庄

园的代表们知道，帝国总统责怪总理，是因为总理没有在对东

部地区救助丑闻进行指责时出面为总统辩护，在看到兴登堡家

族接受诺伊德克庄园馈赠的操纵税收的指控时，总理也没有保

护总统。大农场主们想竭力阻止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继续调查

滥用国家资金资助债台高筑的东普鲁士农庄一事。这样看来，

推翻施莱歇，并将权力移交给希特勒的做法的理由都是庸俗

的。但它们同时又是德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在其他高度工业

化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工业化之前的精英团体能够像魏玛共和

国的容克地主一样拥有如此强大的政治权力。

将权力交给希特勒不是前一次选举决定的必然结果。希特

勒之所以可能掌权，是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在

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一举成为势力最强的政党；在1932

年11月6日的选举中，尽管损失了选票，它依然能以第一大

党自居。因此，希特勒不仅是通过权力精英的诡计进入总理府

的，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依然支持他的选民。

实际上，自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以来，种种迹象表

明，大多数德国人都决定反对魏玛。承认宪法的不可侵犯性是

608 无法克服宪法的瘫痪状态的。如果要击退宪法反对者的攻击，

就不可避免地会偏离个别宪法条款。最小的偏离本来就是无视

那些纯粹破坏性的不信任议案投票。但是，无论是总统内阁中

的帕彭、施莱歇，还是大型的民主政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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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度”违反宪法的手段。

推迟新选举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如果政府推迟新选举是为

了建立新的专制政权，就像帕彭和他的内政部部长盖尔所想的

那样，那就是对宪法发起攻击。而施莱歇政府决定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不是想进行独裁的宪政改革，而是在没有议会的时期

刺激经济，并有效打击极权主义政党。这种推迟国会选举的目

的与上一届政府推出紧急状态的计划应该得到不同的评估。

1933 年1月16日的内阁决议本来是可以为摆脱国家危机开辟

道路的，前提是这一尝试要得到帝国总统的大力支持，并且得

到立宪政党和工会的接受。

民主力量之所以不同意把防御性国家紧急状态作为最终手

段，是因为他们大都用传统的法治思想来做出解释。这种法治

思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内战的恐惧。这就是为什么在1933

年1月，几乎所有政党和协会都认为德国民族主义的帕彭-胡

根贝格内阁是当时解决这场危机最危险的方案。这样一个内

阁，十个德国人中会有九个反对它。这个内阁孕育着政变，随

之而来的是百姓的暴动。但是如果施莱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等依然得到群众支持的

最后的“魏玛”政党担心危机将升级成公开的内战。然而形

式上合法地将权力转交给希特勒并不那么可怕。魏玛立宪政党

就是出于这基本的法治思想，促成了希特勒用合法手段夺取政

权的算计。

也许施莱歇内阁在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会成为一个

隐蔽的军事独裁政权，而国防军则成为执行权的实际承担者。

这会引来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大规模抗议。然而，工

会是不会对这位“社会将军”(sozialen General)发动罢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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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天主教政党和自由派新闻界会抗议将新选举推迟

609 到1933年秋天，但他们当然不主张使用武力。发动内战的情

况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用军事独裁作为阻止希特勒独裁的最后手段，这样一种选

择也显示出魏玛发展到了什么地步。自从兴登堡在1925年首

次当选，获得国家最高职位以来，就再也无法保证德国总统会

在紧急情况下成为宪法精神的守护者。五年之后，议会民主制

瓦解了，这是因为大批权力精英都反对民主制，而民主党派也

不再那么坚定地支持这个民主制了。随后的激进化是对经济萧

条和独立行政权的必然反应。权力移交希特勒不是不可避免

的。但是要避免这场始于1933年1月30日的灾难，总统权力

和议会中的民主少数派之间应该达成一个可持续的、反极权主

义的共识。然而，正是因为没有达成这一最低限度的协议，所

以这种情况为希特勒扫清了道路。

与同期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在1918～1933 年的发展

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显著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

国家的议会制度因危机而动摇。在西欧和北欧的“老牌”民

主国家中，也出现过不稳定的议会多数派，政府危机频发，但

它们从未导致废除议会制。东北欧、中欧和南欧的国家情况有

所不同，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保住了自己的民主制，其他

所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都转向了右翼专制政

权。葡萄牙也是如此，西班牙因为1936～1939年内战的结果

也采取了这种做法。意大利法西斯成了新型独裁统治的榜样，

它自1922年以来就一直在示范如何将不稳定的民主制度转变

为稳定的独裁统治，其方法是激进的民族主义、领袖崇拜、一

党统治，以及严厉镇压所有反对派，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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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镇压。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右翼独裁统治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

没有一个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以农业为主

体的国家。这一点也适用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工业化仅仅

影响了该国北部。德国是唯一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放弃民主，并

以右翼极权专政取代民主制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这种专政被称

为“法西斯主义”是正确的，但是按照意大利的“模式”,仅

仅把德国专制称为法西斯主义是不够的，因为在意大利并不具

有民族社会主义的核心特征以及种族屠杀的疯狂。

如我们所见，德国发展特殊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过去。在 610

1848年的革命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尝试建立统一与自由的

德国，但失败了。统一最终是以俾斯麦建立帝国的形式出现

的。但是由于帝国总理及其国务秘书们对德国国会不承担任何

责任，因此帝国根本毫无自由宪法可言。因此，尚未解决的自

由问题必须在1918年至1919年再次提上议程。

魏玛的议会民主制旨在克服帝制德国的根本矛盾，一方面

是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的落后。德国应

该通过民主化在政治上达到西欧的水平。在布吕宁的领导下恢

复的官僚德国标志着这种现代化尝试的失败。在这个时候就可

以确定，1918年至1919年出人意料上台的社会民主党人，就

像19世纪的自由党派一样会失败，他们给自己设定的实现政

治和社会民主的双重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

回顾历史的观察人士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除

了主观上的失效之外，是否也存在着客观上对德国自由主义力

量过高的要求。西欧的成功革命都发生在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

中。1848年，“德国”由许多国家组成，其中还包括普鲁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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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这两个大国。德国自由主义从未从这场革命的失败中完

全恢复过来。自由主义与专制国家的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影响甚至比帝制国家更加长久。自由主义党派与社会民主

党或中央党不同，它们身后没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社会环

境”。民族主义口号对自由党派以前的选民吸引力如此之强，

以至于1930年以来，两个自由党派逐渐分裂为无足轻重的小

团体了。

魏玛陷入最后危机时，社会民主党已经失去了自由派——

这个议会联盟创建时的忠实伙伴。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个伙伴，

即中央党，也越来越向右倾斜。最终人们有一种幻觉，似乎中

央党的任务就是要在一个联盟中去驯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

人党党员。于是社会民主党就彻底孤立了。如果魏玛的失败有

一个主要原因的话，那就是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资产阶

级的支持，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伙伴，工人运动的温和派就

无法拯救民主。

民主力量的弱点有着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原因，而最终

获胜的政党的优势也是如此。民族主义最初是自由主义资产阶

611 级对付君主王朝、贵族、国家割据分裂的武器，因此民族主义

是资产阶级解放的要素。共和国建立 10年之后，民族主义才

被政治右翼“发现”,并被用于反对形形色色的左翼力量的斗

争。从那时起，所谓“民族”就意味着首先要反对国际化。

从解放的民族主义到完整的民族主义，这种从“左”到“右”

的功能变化不仅发生在德国，而且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其中

包括现代民族主义的祖国——法国。但是民族主义的去民主化

和去自由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德国这样做得那么彻底。

德国与早期的“进步”民族主义的决裂是斩钉截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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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民族主义的民主根基在这里要比西欧薄弱。德国的民族主

义诞生于反对拿破仑法国统治的斗争之中。在许多德国人眼

中，这样一种经历也败坏了普遍价值的名声，因为法国正是用

这种普遍价值将自己的民族主义合法化的，这就是1789年的

思想。由于这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所以早期的

德国民族主义无法找到一个自己的、主观上可被视为榜样的政

治秩序，而只能引用政治意愿之前的人群、语言和文化等客观

因素。德国民族主义从来没能完全摆脱这种“种族”形式。

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不仅是对失败的战争，以及《凡尔

赛和约》对德意志民族侮辱的回应。同时，它把各社会阶层的

不同利益统一起来，把所有人都集结在纳粹党党旗下。当希特

勒以民族复兴的承诺来抗衡对社会衰落的恐惧时，中产阶级特

别受到鼓舞，因为他们在大萧条期间日益受到这种恐惧的困扰。

然而最重要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反

意识形态(Gegenideologie zum marxistischen Internationalismus),

不管它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特征。民族社会主义

者的民族主义处于这样一个阵势，它不仅满足了资产阶级选民

的界限要求，也满足了“民族”工人的界限要求。因此，对民

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中所谓的“社会主义”早就有了新的

解释，它不再是财产关系的重新分配，而是一种面向共同利益

的经济精神，减少传统的特权，从而增强社会平等。在这个意

义上理解“民族社会主义”,一方面兼顾了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

义特性，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明显不

同于胡根贝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性质。

民族社会主义者激进的反犹主义专门针对那些认为自己与 612

特定犹太人有竞争关系的群体，例如与犹太百货公司竞争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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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的零售商，以及认为犹太人占据了学术界高等职位的学

生。但是总体来说，反犹太人的口号是要激活“老战士”的

积极性，以赢得更多选票。希特勒正确地认识到，如果他想合

法上台，反犹煽动是无法让他赢得他所需要的民众群体的。因

此，在他的竞选集会上，以及在1930年至1932年纳粹党的大

选宣言中，《凡尔赛和约》、“十一月罪犯”、国际银行业和证

券交易所资本、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比犹太人受到更为

频繁和尖锐的谴责。

当然，纳粹毫无疑问对犹太人一直抱有仇视的态度。但左

翼政治人士总是倾向于将反犹主义误解为一种战术手段，它企

图分散群众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与真正的对手——大资本家进

行斗争。结果，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低估了犹太人面临的

危险。反犹主义在中间派到右翼政治势力那里早就“登上大

雅之堂”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感到恼怒的是冲锋队对犹太人

的残酷手段，而不是对犹太人的偏见。因此，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的选民不一定是狂热的反犹者，但至少接受了民族

社会主义者的反犹主义。

1930年之后，大批人加入民族社会主义运动，这也是对

总统内阁这种试图倒转历史车轮行为的反抗。德国实行男性普

选制已经有60年了。1918年以来的基本法规定，国家需要人

民代表的信任，因为国家需要人民作为后盾。民族社会主义者

一直嘲笑运作不佳的议会民主制，但是只有当议会民主制从

1930年真的成为一场闹剧，议会的话语权不及立宪君主国时，

民族社会主义者才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出来充当被剥夺权利的人

民的捍卫者。希特勒可以抓住两点，一是对胜利者强加的所谓

“非德国式”议会制的广泛不满，二是群众以传统普选形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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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的权利，因为这是俾斯麦时代的产物。换句话说，他不

仅受益于独裁主义的传统，还受益于1918年之前的部分民主

化。他是德国现代化进程矛盾的受益者。

希特勒想进行一场革命，但是他从1923 年的政变中了解

到，不能通过反对国家机器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只能通过使用

它来实现这个目标。因此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遵纪守法，而

他的追随者则往往目无法纪。他扮演着宪法保护人的角色，其 613

目的是消灭宪法。他拥有德国最大的内战部队，因此他可以放

心，没有什么比对内战的恐惧更能帮助他了。自从共产党人公

开宣传发动内战以来，他们给民族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让自

己扮演社会秩序维护者的机会。民族社会主义者准备与警察和

德国国防军一起压制左派的暴力行动。同时，如果执政者破坏

宪法，挡住了希特勒通向权力的道路，希特勒又可以向他们发

起内战威胁。

希特勒的伎俩本来是一个丑闻，但是并没有被视为丑闻。

长期以来，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准军事暴力破坏了国家对武力的

垄断，因此人们对过激的言行早已麻木。但如果另一个人做同

样的事情，其结果则会完全不同。只有少数人对以苏联模式的

武力推翻社会充满热情。因此，几乎不能指望自己队伍之外有

人会赞同共产党人使用武力。另外，民族社会主义者好战的反

共主义在社会上和国家机构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当极端左派呼吁推翻现有社会的时候，民族社会主义者却

在把自己当作传统社会的保护者和创新者。他们宣传的新政治

秩序既不是魏玛这样的政党统治，也不是保守派意义上的专制

政权，而是全国人民赞同和支持的、经过公民投票产生的元首

国家。正是这种统治机制的相对现代性使希特勒的观念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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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观念有区别，并使之优于传统权力。他之所以能在

1933年发动他的“民族革命”,是因为他对两个方面都做出了

承诺：对保持连续性的需求和对彻底重新开始的需求。2

1946年，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回顾历史时，把“第三

帝国”称为“德国的灾难”。德国人为民族社会主义政策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就是1945年的转折比1918年的深刻得多的原

因之一。民族社会主义的独裁政治成为保护德国历史中的民主

和自由最强有力的论据。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他们反民主

革命的灾难性惨败与其他国家人民对成功的民主革命的记忆作

用类似。

1945年“崩溃”之后，德国的一部分地区重新得到了建

614 立民主的机会，这就是西德。1948 年至1949年，议会理事会

(Parlamentarische Rat)通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是向魏玛学习的一种尝试。绝对不能再出现通过合法的手段去

废除民主秩序的可能性，绝对不能再出现共和国元首取代立法

机关并罢免议会的可能性，绝对不能再出现不能执政的议会负

面多数推翻总理的可能性。议会理事会用防御性的民主取代了

相对主义的民主，它赋予联邦总统这个职位以象征性的代表意

义，它引入了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机制，这比其他任何宪法条款

都更有效地确定了联邦共和国的“总理民主制”。波恩还总结

了魏玛的教训，消除了与议会民主制有竞争的全民公决，从而

加强了联邦议会作为立法机构的地位。3

1919年和1949年两部宪法的区别仅仅部分解释了德国第二

次民主的建立比第一次成功的原因。与1918年之后不同的是，

许多德国人在1945年之后与前政权进行了道德上的决裂，这也

是“波恩”为什么没有成为“魏玛”的几个原因之一，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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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社会地位变化至少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德国丧失了

大量东部的土地，在苏联占领区内进行了“土地改革”,致使积

极反对魏玛的旧势力精英，即那些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地主

不复存在了。德国重工业界与1933 年以前的庄园主一样反民

主，然而它在联邦共和国经济中起的作用远不如在魏玛共和国

那么重要，由于采取了平等参与的政策，它在政治上的地位不

能与当年相提并论。1945年以后，德国一开始根本没有自己的

军队。1955年德国联邦国防军成立后，共和国的国防法和对军

官的严格选择确保了不再出现“国中国”的情况。

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联邦共和国的情况也与魏玛的情

况有根本性不同。西德在“冷战”期间迅速被西方盟国恢复名

誉。“马歇尔计划”与战争赔偿案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战争赔

款给魏玛共和国带来了沉重负担，并加剧了1930年后的社会和

政治危机恶化，联邦德国从未面临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挑战。

瑞士时事评论员弗里茨·勒内·阿勒曼(Fritz René

Allemann)在1955年的《波恩不是魏玛》一书中指出了第一

共和国与第二共和国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与1918年不同的是，615

1949年后，以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为代表的温和右翼势

力推行了超国家一体化的政策，而库尔特·舒马赫领导下的以

社会民主党形式出现的温和左派则肩负起民族大业，形成了德

国统一党的特色。保守派民主人士之所以能够立得住脚，是因

为他们的政策是对西德人、对安全需求更有说服力的答案。与

魏玛不同的是，从内部来看，这种安全性几乎没有受到威胁。

大家关注的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苏联为扩大其势力范围和统治

范围所做的努力。在这方面，西方一体化的政策要比强调德国

统一优先的民族政策更多地考虑到这种情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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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比联邦德国从魏玛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第一个德意

志共和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诞生的，而这场革命在一定

程度上是以无产阶级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的。所谓的多数派社会

民主党领导人的阶级背叛使垄断性的资产阶级得以维持和扩大

其权力地位。根据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史学分析，在1929年后

资本主义危机加剧，垄断性资产阶级的领袖寻求用法西斯主义

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根据自1933年12月起生效的共产国际的

学说，东德历史学家将“法西斯政权”解释为“金融资本最

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独裁

统治”。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表达的解释也日益不

同，但在原则上还是保留下来了。

根据这一解读，只有通过及时澄清有利于工人阶级及其盟

友的权力问题，才能防止法西斯主义夺取权力。根据东德官方

的历史观点，之所以这一点没有得到澄清，是因为社会民主党

领导层使工人阶级分裂。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之后，唯一

的正确结果就是从这种经验中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必须团结在

一个始终与社会民主机会主义传统决裂的政党内，并且拥有国

家和社会权力的决定性职位。由于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支

持下，西方帝国主义阻止了在德国西部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

因此魏玛的教训最初只能在借助苏联的力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

616 那一部分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产生作用。这些都是东德

历史学家遵循的历史政治指导方针，后来在细节的解释上有一

些细微差别，但在原则上仍然是忠实于基本路线的。?

魏玛就这样作为政治参照体制存活在两个德国，而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强调其不连续性：从魏玛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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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学习就意味着与魏玛不同。西方的历史研究也总结出了第一

共和国的成就，特别是在社会政策、新的居住文化和教育改革

等方面，因此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连续性。但是鉴于魏玛共和

国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得出成功的故事，而只是促成了

有别于一概否定的判断。

1990年两个德国统一之前，第一共和国的这段时间是德

国历史上唯一的民主的民族国家阶段。自从《东部条约》令

德国分裂的事实变得更加可以容忍以来，“旧”联邦共和国①

的自信心越来越多地来自“民族国家中的后民族民主”

(postnationale Demonkratie unter Nationalstaaten)的感觉。对于

统一之后的德国来说，联邦德国魏玛研究的先驱之一卡尔·迪

特里希·布拉赫尔(Karl Dietrich Bracher)提出的这一说法就

不再适用了。新的大联邦共和国重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和一个民

族国家，即便它不是一个古典的民主共和国，而是一个欧洲的

和大西洋框架中的民族国家。6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玛距离现代更近了。德意志第一共

和国不再只是“第三帝国”的前史，也不是两个继承国的对

照，不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上讲，魏玛都是第二

个完整德国民主制度的前史。与魏玛不同的是，扩展了的联

邦共和国不再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民主共和国。它不仅完成了

魏玛学徒期，还完成了更为成功的波恩学徒期。这两个篇章

都是历史经验的基础，而统一德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建立在这

个基础上的。

① 在这里指的是东西德合并之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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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politik I917-I9r9, Stuttgart I979; Peter Grupp, Deutsche Au?enpolitik im Schatten
von Versailles rg18-192o. Zur Politik des Auswartigen Amts vom Ende des Ersten Welt-
kriegs und der Novemberrevolution bis zum Inkrafttreten desVersailler Vertrags, Pader-
born 1988,S.67ff.
12 论1918~1919年活动空间余地的争论，两篇文章非常典型：,Friedrich Ebert und das

Problem der Handlungsspielr?ume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I918/r9“von Reinhard
Rürup(强调其他可能性)und Eckhard Jesse (auf ?u?ere und innere Zwinge abhebend)
in: Rudolf Konig u.a.(Hg.), Friedrich Ebert und seine Zeit。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Munchen I990, S.6g-87,89-11o.研究成果的综述：Eberhard Kolb, Die
Weimarer Republik, München 19882,S.rs3-163o
13 Kolb, Arbeiterrite (Anm. s), S.18sf.
14 Regierung(Anm.s), S. LIV-LX.
1s Wolfgang Elben, Das Problem der Kontinuit?t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Die
Politik der Staatssekret?re und der militarischen Fuhrung von November I918 bis Februar
1919, Disseldorf r96s;Wolfgang Runge, Politik und Beamtentum im Parteienstat.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politischen Beamten in Preu?en zwischen 1918 und 1933, Stuttgart
196s; Kolb, Arbeiterrite (Anm. s), S.262-281,359-383;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Anm. s), S.72-75(mit weiterer Lit.).
16 Ebd., S.69-72; Kluge, Soldatenr?te (Anm.6), S.206-25o; Die Beschlüsse der Volks-
beauftragten vom 11.u.12.12.I918 in: Lothar Berthold u. HelmutNeef, Militarismusund
Opportunismus gegen die Novemberrevolution. Das Bündnis der rechten SPD-Fuhrung
mit der Obersten Heeresleitung November und Dezember r918.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O) r9782,S.164-168.
17 Gerald D. Feldman, The Origins of the Stinnes-Legien-Agreement: A Documenta-
tion, in: IWK 9(1973), Heft 19/2o, S.45-103; ders. u. Irmgard Steinisch, Industrie und

Gewerkschaften 1918-1924. Die uberforderte 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Stuttgart I98g;
Heinrich Potthoff, Gewerkschaften und Politik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Inflation, Dus-
seldorf 1979,S.2gff.;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Anm. s),S.75-8o.
18 Regierung (Anm. s),Bd.I, S.1o4(Beschlu? vom 18.11.1918); Elben, Problem
(Anm.Is),S.81-87(Zitat Muller:87); Hans Schieck, Die Behandlung der Sozialisierungs-
frage in den Monaten nach dem Staatsumsturz, in: Eberhard Kolb (Hg.), Vom Kaiserreich
zur Weimarer Republik, K?ln 1972, S.138-164.
19 Heinrich Muth, Die Entstehung der Bauern- und Landarbeiterr?te im November
1918 und die Politik des Bundes der Landwirte, in:VfZ 21(1973), S.r-38;Martin Schuma-
cher, Land und Politik.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politische Parteien und agrarische Interes-
sen 1914-1923,Dusseldorf r978;Jens Flemming, Land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 und De-
mokratie. Lindliche Gesellschaft, Agrarverb?nde und Staat 189o-1925,Bonn 1978,
S.252-26s. Der Aufruf vom 12.11.I918 i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Reihe II, Bd.2,Berlin(O)1957,S.367f.
20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917-1923,Disseldorf r966,
S.11o-142;Miller, Bürde(Anm,ro), S.zis-218;Hürten, Kirchen(Anm.z),S.37ff.
21 Friedrich Ebert, Schriften, Aufzeichnungen, Reden, 2 Binde, Dresden 1926, Bd.2,
S.127; Regierung(Anm. s), Bd.I, S.316-319; Kluge, Soldatenr?te (Anm. 6), S.23I-244;
Muller, Bürde (Anm.1o), S.177f.
22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 s),S.roo-1o9(mit denZitatnachweisen); Kluge,
Soldatenr?te(Anm.6),S.2so-260; Wolfram Wette, GustavNoske. Eine politische Biogra-
phie,Disseldorf r987,S.333-368.Die Verhandlungendes ersten Ritekongresses in: Allge-
meiner Kongre? der Arbeiter- und Soldatenrite Deutschlands. Vom 16. bis 2r.Dezember
I918 im Abgeordnetenhaus zu Berlin, Berlin 19I9.对“纯苏维埃制度”的批评：Gerhard
A. Ritter, ,Direkte Demokratie"und Ritewesen in Geschichte und Theorie, in: ders.,
Arbeiterbewegung, Parteien und Parlamentarismus, G?ttingen r976,S.29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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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us den Geburtsstund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as Tagebuch des Obersten Ernst
van den Bergh. Hg. v.Wolfram Wette, Düsseldorf 1991,S.63-69(Eintragungen vom 25.u.
27.12.1918); Karl-Heinz Luther, Die nachrevolution?ren Machtkimpfe in Berlin, No-
vember 1918 bis M?rz 1919, in: JGMO 8(1959), S.187-222; Arthur Rosenberg, Ge-
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Neuausgabe, Frankfurt 196r, S.43-49(zu den Schildern
bei der Beerdigung der Matrosen: 46); Kluge, Soldatenrite (Anm.s), S.260-270; Kolb,
Arbeiterr?te(Anm.s),S.209-216;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 s), S.rog-113.
24 Hermann Weber(Hg.), Der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PD. Protokoll und Materia-
lien, Frankfurt 196g, S.4if.(Programm), 99(R. Luxemburg); Rosenberg, Geschichte
(Anm.23), S.sirf.
25 Richard Muller, Der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25,S.?zf.
26 Geburtsstunden(Anm. 23),S.73-82(Eintragungen vom 6. bis 12.1.1919); Kolb,
Arbeiterr?te (Anm. s),S.223-243;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s),S.r20-133
(mit weiterer Lit.); Klaus Gietinger, Nachtrige, betreffend Aufklarung der Umst?nde,
unter denen Frau Dr. Rosa Luxemburg den Tod gefunden hat, in: IWK 28(1992),
Heft ?,S.319-373; Noskes Ausspruch vom 7.1.19r9 in: Gustav Noske, Von Kiel bis
Kapp,Berlin 1920, S.67.论中央委员会的态度：Der Zentralrat der Deutschen Sozial-
istischen Republik, 19.12. I918-8.4. I919. Vom ersten zum zweiten R?tekongre?.Bear-
beitet von Eberhard Kolb unter Mitwirkung von Reinhard Rürup,Leiden 1968,S.2o1 bis 338。
27 Peter von Oertzen, Betriebsri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Eine politikwissen-
schaftliche Untersuchung über Ideengehalt und Struktur der betrieblichen und wirtschaft-
lichen Arbeiterr?te in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 1918/1g, Düsseldorf 1963,bes.S. 1o9ff.;
Erhard Lucas, Ursachen und Verlauf der Bergarbeiterbewegung in Hamborn und im west-
lichen Ruhrgebiet 1918/1g, in: Duisburger Forschungen I5(1971),S.1-119; Reinhard
Rurup(Hg.),Arbeiter- und Soldatenr?te im rheinisch-westfilischen Industriegebiet. Stu-
dien zur Geschichteder Revolution ig18/19, Wuppertal r975·
28 Werner Liebe,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r918-1924,Düsseldorf 1956; An-
neliese Thimme, Flucht in den Mythos.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und die Nieder-
lage von 1918,G?ttingen I969; Wolfgang Hartenstein, Die Anfānge der Deutschen Volks-
partei r918-1920, Dusseldorf r962; Lothar Albertin, Liberalismus und Demokratie am
Anf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
schen Partei und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Düsseldorf 1972; Larry Eugene Jones, Ger-
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I918-1933, Chapel Hill
1988; Klaus Schōnhoven, Die Bayerische Volkspartei r924-1932, Düsseldorf 1972; Mor-
sey, Zentrumspartei(Anm. 2o). Die Grūndungs- und Wahlaufrufe der bürgerlichen Par-
teien in: Ritter/Miller (Hg.),Revolution(Anm.1),S.z96-31g.对竟选的综述：Detlef Lehnert,
Propaganda des Burgerkriegs? Politische Feindbilder in der Novemberre volution als mentale
Destabilisierung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in: ders. u. Klaus Megerle (Hg.),:Politische
Teilkulturen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Polarisierung.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90, S.61-101。
29 Miller, Bürde (Anm. 1o), S.457f.;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Neue Folge,35.Jg. 1919,1. Teil, München 1923,S.7-10.
3o Klaus Hock, Die Gesetzgebung des Rates der Volksbeauftragten, Pfaffenweiler r987;
Ludwig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sseldorf 19782,S.230-237;
Winkler, Vonder Revolution(Anm.s),S.89-91.Das Programm der Volksbeauftragten in:
Regierung(Anm.s), Bd.1,S.37f.
31 Ebd., S.166; Ritter/Miller (Hg.),Revolution(Anm. 1), S.445-447; Miller, Bürde
(Anm. 1o), S.188-203; Grupp,Au?enpolitik(Anm. 11), S.211-229.
32 Dietrich Orlow, Weimar Prussia 1918-I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tsburgh r986; Hagen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phie,Frankfurt a.M.1977; Horst M?ller, Parlamentarismusin Preu?en I9I9-I932,



794/ 魏玛共和国：1918~1933

Düsseldorf 198y.Die Au?erungen von Hirsch in: Schulthess I919(Anm.29),r. Teil, S.zof.
33 Allgemeiner KongreB(Anm.22),Sp.219.

3.进退两难的多数

1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
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4,Berlin 198s2,S.135-144; Gerhard A.
Ritter, Kontinuitit und Umformung des deutschen Parteiensystems 1918-192o, in: ders.,
Arbeiterbewegung, Parteien und Parlamentarismus, G?ttingen 1976,S.116-157; Gunther
Hollenberg, Bürgerliche Sammlung oder sozialliberale Koalition? Sozialstruktur, Interes-
senlage und politisches Verhalten der bürgerlichen Schichten I918 am Beispiel der Stadt
Frankfurt am Main, in: VfZ27(1979),S.392-430.关于资产阶级政党，参阅第2章第28条
提及的文献。
2 Die Regierung der Volksbeauftragten. Eingeleitet von Erich Matthias. Bearbeitet von
Susanne Miller unter Mitwirkung von Heinrich Potthoff, Dusseldorf 196g, Bd.2,S.225.
3 Eduard Bernstein, Diedeutsche Revolution, ihr Ursprung, ihr Verlauf und ihr Werk.
1.Band:Geschichte der Entstehung und ersten Arbeitsperiode der deutschen Republik, Ber-
lin 1921, S.198(Hervorhebungen im Original).论联合政府的成立：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r), S.144f.; Susanne Miller, Die Bürde der Macht. Die deutsche Sozial-
demokratie 1918-1920, Düsseldorf 1978,S.243-248;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
trumspartei r917-1923, Düsseldorf r966,S.163-176; Larry Eugene Jones, German Libera-
lism and the Dissolution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I918-1933,Chapel Hill 1988,S.30-43。
4 Uber Ebert u.a. Peter-Christian Witt, Friedrich Ebert. Parteifuhrer, Reichskanzler,
Volksbeauftragter, Reichsprisident, Bonn 1987.关于Scheidemann和他的内阁的其他成
员：Akten der Reichskanzlei(= AdR).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Scheide-
mann, 13. Februar bis 20. Juni 1919, bearbeitet von Hagen Schulze, Boppard 1971,
S.XXVI-XXXII; ferner: Horst Lademacher, Philipp Scheidemann, in: Wilhelm von Stern-
burg(Hg.), Die deutschen Kanzler von BismarckbisSchmidt, Konigstein 198s,S.161-175。
5 Zit. bei Gerald D. Feldman, Wirtschafts- und sozialpolitische Probleme derdeutschen
Demobilmachung, in: Hans Mommsen u.a.(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sseldorf 1977,S.618-636(635).
6 CarlSevering,I919-192oim Wetter- und Watterwinkel, Bielefeld 1927,S.2off.;Thomas
Alexander,CarlSevering.Sozialdemokrat aus Westfalen mitpreu?ischen Tugenden, Bielefeld
1992, S.ro8ff.关于社会化运动和企业委员制：Peter von Oertzen, Betriebsrite in der Nov-
emberrevolution, Düsseldorf 1963'; ders., Die gro?en Streiks der Ruhrbergarbeiterschaft
im Fruhjahr r919, in: VfZ 6(1958),S.231-262;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 r),
S.159-178(mit weiterer Lit.).Zu den Freikorps u,a.: Robert G. L. Waite, Vanguard of
Nazism. The Free Corps Movement in Postwar Germany 1918-1923,New York 19sz1;
Hagen Schulze, Freikorps und Republik 1918-1920, Boppard 1969。
7 Richard Muller, Der Bürgerkrieg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25, S.rs2ff.; Karl-Heinz
Luther, Die nachrevolutionaren Machtkimpfe in Berlin, November 1918 bis Marz i9r9,
in: JGMO 8(1959), S.187-222; OtmarJung,,Da gelten Paragraphen nichts, sondern da
gilt lediglich der Erfolg..". Noskes Erschie?ungsbefehl wihrend des M?rzaufstandes in
Berlin I919 - rechtshistorisch betrachtet, in: MGM 45(1989), S.si-79; Miller, Burde
(Anm.3), S.263-266.
8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Neue Folge,35.Jg. 19r9,I. Teil, Min-
chen 1923, S.162f.(Aufruf des Zentralrats vom 7.4.I9r9).论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
Allan Michtell, Revolution in Bayern I918/rg. Die Eisner-Regierung und die R?terepublik
(amerik. Original: Princeton, 196s),Munchen 1967,S.236-303(das Zitat aus dem Aufruf
des Vollzugsrats vom 13.4.I919: 279); Heinrich Hillmayr, Roter und wei?er T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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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ayern nach 1918,München r974,S.71-74; ders., Die Revolution in Bayern
r918-I9r9, Berlin(O) 1982; Michael Seligmann, Aufstand der Rite. Die erste bayerische
Riterepublik vom 7. April I9I9, Grafenau 198g; Peter Kritzer, Die bayerische Sozialde-
mokratie und die bayerische Politik in den Jahren 1918-1923,München 196g,
bes.S.82-117; Karl Heinrich Pohl, Kurt Eisner und die Riterepublik in München, in:
Manfred Hettlingu.a.(Hg.), Was ist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Positionen, Themen, Analy-
sen, München 199r, S.225-236;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Anm.r), S.184-190。Uber
JohannesHoffmann: Diethard Hennig, Johannes Hoffmann. Sozialdemokrat und Bayeri-
scher Ministerprisident, München 1990。
9 论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在反犹太煽动中的作用：Trude Maurer, Ostjuden in Deutschland

1918-I933,Hamburg 1986, bes.S.148ff. Das Zitat ausdem Aufruf vom9.5.1919: Schulthess
1919(Anm. 8), I. Teil, S.2or.
1o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 r),S.259(mit weiterer Lit.).Zu Levi:Charlotte
Beradt, PaulLevi. Ein demokratischer Soziali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I96g.
1 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
lungen des au?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vom 2.-6.3.I919, Berlin o.J. (ND in: Protokolle
der Parteitage der Unabh?ngigen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Bd.I,
I917-1919,Glashutten 1975),S.?f. (Programmatische Kundgebung),212(Zetkin). Zur
USPD u.a.: David Morgan, The Socialist Left and the German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917-1922, Ithaca 197s.
I2 Heinrich Potthoff, Gewerkschaften und Politik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Inflation,
Disseldorf 1979,S.130-141; Eberhard Kolb, Die Arbeiterr?te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
tik 1918-1919, Düsseldorf 19621,S.359-371; Hans-Joachim Bieber, Bürgertum in der
Revolution. Bürgerr?te und Bürgerstreiks r918-1920, Hamburg 1993;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1),S.r98-205,294.
13 Ebd., S. r9o-198(die Zitate von Moellendorff: 193); AdR, Kabinett Scheidemann
(Anm. 4),S.295 (Denkschrift Schmidts),303(Denkschrift Gotheins).

4.和平带来的弊病

1 Aktender Reichskanzlei(= AdR),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Scheidemann,13.
Februar bis zo. Juni 19rg, bearbeitet von Hagen Schulze, Boppard 197I,S.85-9I,I46-149;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N.F,35. Jahrgang 1919, I. Teil, München
I923,S.545-554(Wei?buch),482-484(Aussage Hindenburgs); Karl Kautsky, Wie der
Weltkrieg entstand, Berlin i919, S.9.关于战争罪责的讨论：Ulrich Heinemann, Die
verdrāngte Niederlage. Politische Offentlichkeitund Kriegsschuldfrag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ttingen 1983; WolfgangJiger, Historische Forschung und politische Kulturin
Deutschland. Die Debatte 1914-198o über den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 G?ttingen
r984,S.34ff.; ferner: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r918-1924,Berlin 198s2,
S.206-208;Peter Grupp,Deutsche Au?enpolitik im Schatten von Versailles r918-1920.Zur
Politik des Auswirtigen Amts vo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s und der Novemberrevolution
bis zum Inkrafttreten des Versailler Vertrags, Paderborn 1988,S.86-11I。关于刺刀在背
传说：Friedrich Frhr. Hiller v. Gaertringen, Dolchsto?-Diskussion und Dolchsto?-
Legendeim Wandelvon vier Jahrzehnten,in:ders.u.Waldemar Besson(Hg.),Geschichteund
Gegenwartsbewu?tsein. Festschrift für Hans Rothfels, Gottingen 1963,S.122-160。
2 综述：Gerhard Schulz, Revolutionen und Friedensschlüsse I917-1920, München
1967,S.217-239; Karl Dietrich Erdmann,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r. Teilband: Der
Erste Weltkrieg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 Bruno 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
schen Geschichte, 9.Aufl., Bd.4(r), Stuttgart 1973,S.r98-211;, Eberhard Kolb, Die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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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er Republik, München 19882,S.23-35 (jeweils mit weiterer Lit.)。和平条款文本：
Die Friedensbedingungender Allierten und Assoziierten Regierun-gen(Ubersetzung),
Berlin 1919。
3 Schulthess 1919(Anm.1),2. Teil,S.522(Brockdorff-Rantzau);Die Deutsche National-
versammlungim Jahr 19rg in ihrer Arbeitfur den Aufbau des neuen deutschen Volksstaates
hg. von Eduard Heilfron, Bd.4,Berlin 19r9, S.2646(Scheidemann), 26so(Hirsch), 2716
(Fehrenbach);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r),S.217 (Erkl?rung des Vorstands der
Zentralarbeitsgemeinschaft). Vgl. auch Fritz Dickmann, Die Kriegsschuldfrage auf der
Friedenskonferenz von Paris I9r9, Mūnchen r964; Leo Haupts, Deutsche Friedenspolitik
1918-19. Eine Alternative zur Machtpolitik des Ersten Weltkrieges, Dusseldorf 1976;Peter
Kruger, Die Au?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Darmstadt 198y, bes.S.61-76; ders.,
Deutschland und die Reparationen 1918/rg,Stuttgart 1973, bes.S.16rff.
4 AdR,Kabinett Scheidemann(Anm. r), S.31sf., 417-507.关于DDP的态度：
Jurgen C. He?, ,Das ganze Deutschland soll es sein!“ Demokratischer 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 Beispiel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Partei, Stuttgart r978,
S.76-1。关于外交部的态度：Akten zur deutschen ausw?rigen Politik (=ADAP)
1918-1945. Serie A:1918-1925,Bd.II:7. Mai bis 3i. Dezember I919, Gottin-gen I984,
S.3-146。
s Die SPD-Fraktion 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1919-1920. Eingeleitet von Heinrich
Potthoff. Bearbeitet von Heinrich Potthoff u. Hermann Weber, Düsseldorf 1986,S.81-84;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1917-1923,Disseldorf 1966,S.18o-195.
盟军1919年6月16日的最后通牒的综述：Schulthess 1919(Anm. r),2. Teil, S.s59-582。
协议文本见：Der Vertrag von Versailles. Der Friedensvertrag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den Allierten und Assoziierten M?chten nebst dem Schlu?pro-tokoll und der
Vereinbarung betr. die milit?rische Besetzung der Rheinlande, Berlin 1926。
6 ADAP(Anm.4),Serie A, Bd.II, S.120-126; Lothar Albertin, Liberalismus und De-
mokratie am Anf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vergleichende Analys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Partei und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Düsseldorf 1972,S.338-337; Mor-
sey, Zentrumspartei(Anm.s), S.18yf.; SPD-Fraktion(Anm.s),S.gif.; AdR, Kabinett
Scheidemann (Anm.r), S. LXIf.
7 Ebd., S.454-464(Aufzeichnungdes preu?ischen Innenministeriums zuden Oststaats-
plinen, 14.6.1919),476-492(Aufzeichnung Groeners uber die Tage in Weimar vom
18.-20.6.1919); Horst Mühleisen, Annehmen oder Ablehnen? DasKabinett Scheidemann,
die Oberste Heeresleitung und der Vertrag von Versailles, in: VfZ 35(I987),S.419-481;
Hagen Schulze, Der Oststats-Plan von 1919, ebd., 18(1970), S.123-163;Wilhelm Rib-
hegge, August Winnig. Eine historische Pers?nlichkeitsanalyse, Bonn 1973,S.115-231.
Zum rheinischen Separatismus u.a.: Erwin Bischof, Rheinischer Separatismus I918-1924.
Hans Adam Dortens Rheinstaatsbestrebungen, Bern r969; Karl Dietrich Erdmann, Ade-
nauer in der Rheinlandpolitik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Stuttgart 1966; Hans-Peter
Schwarz, Adenauer. Der Aufstieg: 1876-1952,Stuttgart r986,S.202-229; Henning Koh-
er, Autonomiebewegung oder Separatismus? Die Politik der ,Kolnischen Volkszeitung”
1918/1g, Berlin 1974
8 AdR, Die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Bauer,21. Juni 1919 bis 27. M?rz 1920,
bearbeitet von Anton Golecki, Boppard r98o, S. XXII-XLV. Zu Bauer: Martin Vogt,
Gustav Adolf Bauer, in:Wilhelm von Sternburg (Hg.),Die deutschen Kanzler von Bis-
marck bis Schmidt, Konigstein 198s,S.177-19o; Karlludwig Rintelen, Ein undemokrati-
scher Demokrat: Gustav Bauer. Gewerkschaftsfuhrer - Freund Eberts - Reichskanzl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Frankfurt 1993.
9 Gustav Noske, Von Kiel bis Kapp, Berlin 192o, S.153; ders., Erlebtes aus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einer Demokratie, Offenbach 1947,S.ro7; Matthias Erzberger, Erlebnisse
im Weltkrieg, Stuttgart 1920, S.380-383; SPD-Fraktion(Anm.s), S.Io2-116 (Sitz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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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 21.-23.6.I919); AdR, Kabinett Bauer(Anm. 8),S.3-12 (Vortrag Groeners vom
23.6.1919); Aus den Geburtsstund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as Tagebuch des Obersten
Ernst vanden Bergh. Hg. v. Wolfram Wette, Düsseldorf 1991,S.91-113 (Eintragungen
vom 13. bis 25.6.I9r9); Schulthess I919(Anm. r), S.247-26g; Morsey, Zentrumspartei
(Anm. s), S.188-192; Albertin, Liberalismus (Anm. 6), S.344-354; Susanne Miller, Die
Bürde der Macht.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r918-1920, Düsseldorf r978,S.274-296.
ro Niederlage(Anm. r),bes.S.54ff. Bernsteins Rede: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Deutschlands,Abgehalten in Weimar vom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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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 Perspektive, Berlin r98o, bes.S.279ff.;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1924,
Berlin 198s2,S.374-392(以及其他文献)。
3 Holtfrerich, Inflation(Anm.z),S.r35-154(bes.I49).论通货膨胀共识见：Charles S.
Maier, Die deutsche Inflation als Verteilungskonflikt: Soziale Ursachen und Wirkungen im
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n: Otto Büsch u. Gerald D. Feldman(Hg.), Historische Prozesse
der deutschen Inflation 1914 bis 1924,Berlin 1978,S.329-342.对赔款问题最新文章的批
评，包括对法国政策表现出辩护态度的文献：Peter Krūger, Das Reparationsproblem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fragwūrdiger Sicht. Kritische Uberlegungen zur neuesten Forschung,
in: VfZ 29(r981),S.21-47。
4 Franz Eulenburg, Die sozialen Wirkungen der Wahrungsverh?ltnisse, in: JNSS 122,3-
Folge: 67(1924), S.748-994; Werner Abelshauser, Verelendung der Handarbeiter? Zur
sozialen Lage der deutschen Arbeiter in der gro?en Inflation der fruhen zwanziger Jahre,
in: Hans Mommsen u. Winfried Schulze(Hg.), Vom Elend der Handarbeit. Probleme der
historischen Unterschichtenforschung, Stuttgart 1986,S.445-476; Andreas Kunz,Vertei-
lungskampf oder Interessenkonsens? Einkommensentwicklung und Sozialverhalten von
Arbeitnehmergruppen in der Inflationszeit I914-1924,in: Feldman(Hg.), Inflation(Anm.
2), S.347-384; ders., Civil Serv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Inflation in Germany 1914-1924,
Berlin 1986; Merith Niehuss, Arbeiterschaft inKrieg und Inflation. Soziale Schichtung und
Lage der Arbeiter in Augsburg und Linz I9ro bis I925, Berlin 198s;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2), S.377ff.(关于收入平均化：379-383)。
5 Dietmar Petzina u. Werner Abelshauser, Zum Problem der relativen Stagnatio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in: Hans Mommsen u.a.(Hg.), Industriel-
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4',
S.s7-84(6s); Wolfram Fischer, Die Weimarer Republik unter den weltwirtschaftl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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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ingungen der Zwischenkriegszeit, ebd., S.26-so; Knut Borchardt, 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umein der gro?en Wirtschaftskrise der frühen drei?iger Jahre:Zur Revi-
sion des überlieferten Geschichtsbildes, in: ders., Wachstum, Krisen und Handlungsspiel-
r?um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Studien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19. und 2o. Jahrhun-
derts, G?ttingen 1982,S.16s-182; Rolf Wagenfuhr, Die Industriewirtschaft. Entwick-
lungstenzen der deut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Industrieproduktion 1860-1932, in: VfK,
Sonderheft 3r, Berlin 1933, S.2I-46.
6 综述：Akten der Reichskanzlei(= AdR),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Fehrenbach,
25. Juni r92o bis 4. Mai r92I, bearbeitet von Peter Wulf, Boppard 1972,S. XXXIV-XLIV
(mit Einzelbelegen); Peter Krüger, Die Au?en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Darmstadt
198s,S.103-127(以及其他文献)。
7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Neue Folge,36. Jg., 192o, München
1924, Teil 1,S.235-237; AdR, Kabinett Fehrenbach(Anm.6), S. XLIV-XLIX(mit Einzel-
belegen); Gerhard Schulz,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I: Die Periode der Konsolidierung und der
Revision des Bismarckschen Reichsaufbaus r919-1930, Berlin r963', S.333-363;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I789. Bd.VII: Ausbau, Schutz und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84,S.133ff, r58ff, 17sff.关于居民自卫队，
也参见第6章注释12、32提及的文献。

8 Protokoll u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au?erordentlichen Parteitags in Halle. Vom 12.
bis 17.Oktober I920(Rechte), Berlin o.J.(Neudruck: Protokolle der Parteitage der Unab-
h?ngigen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Bd.?:Glashütten 1976),S.4.关于直

接选举和哈雷党代会：Robert F. Wheeler, USPD und 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r
Internationalismus in der Zeit der Revolution, Frankfurt 1975,S.246-258;ders., Die 21
Bedingungen und die Spaltung der USPD im Herbst 1920。关于基本意见的形成，见：VfZ
23(1975), S.117-1540
9 Bericht über den s.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l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om 1. bis ?. November 1920 in Berlin, Berlin 1921,
S.74-76.以上问题综述：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2), S.s02-513; Ossip K.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 19864, S.122ff。
1o Sigrid Koch-Baumgarten, Aufstand der Avantgarde. Die M?rzaktion der KPD 1921,
Frankfurt 1986,S.114f.; Stefan Weber, Die Mirzaktion 1921 in Mitteldeutschland-Putsch
oder Provokation?, in: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32(199r),
S.147-159; Marie-Luise Goldbach, Karl Radek und die deutsch-sowjetischenBeziehungen
I918-1923,Bonn 1973,S.8s-94.
1 Koch-Baumgarten, Aufstand (Anm. 1o),S.r41-1s6(das Zitat aus der ,Roten
Fahne":154); Willy Brandt u. Richard L?wenthal, Ernst Reuter. Ein Leben für die Frei-
heit, Mūnchen 1957, S.153; Werner T. Angress, Die Kampfzeit der KPD 1921-1923(ame-
rik. Original: Princeton 1963),Düsseldorf 1973,S.61-174; Hans-Ulrich Ludewig, Arbei-
terbewegung und Aufstand. Eine Untersuchung zum Verhaltender Arbeiterparteien in den
Aufstandsbewegungen der fruhen Weimarer Republik 1920-1923, Husum 1978,S.goff,
rgoff.;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2), S.s11-516.
12 Koch-Baumgarten(Anm. ro), S.209,298f., 316.
13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 2), S17-537-
14 Vgl. dazu die Hinweise bei Koch-Baumgarten(Anm. ro), S. riof., rsrf, 309.; fer-
ner: Otto-Ernst Schüddekopf, Linke Leute von rechts. Die nationalrevolution?ren Min-
derheiten und der Kommun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6o, S.121-135.
15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Neue Folge,37. Bd.1921, München
1926, Teil r, S.ro7f.,148-153;Teil z,S.281; Hub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VII(Anm.
7),S.r8sf.
16 Schulthess I?21(Anm. Is),Teil z,S.264-267(Londoner Ultimatum),299(amer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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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che Notevom 3.5.1921); AdR, Kabinett Fehrenbach(Anm.6),S.XLIIff, LXVIIIff.,
S.661-664; Krüger, Au?enpolitik(Anm.6), S.127ff.

17 AdR,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Wirth I und II.1o. Mai 1921 bis 26.Okto-
ber 1921,26.Oktober i92r bis 22. November 1922.2 Bde. Bd.1:Mai 1921 bis M?rz I922,
bearbeitet von Ingrid Schulze-Bidlingmaier, Boppard 1973,S.XIX-XXIV;Ingrid Schulze-
Bidlingmaier, Joseph Wirth, in: Wilhelm von Sternburg(Hg.), Die deutschen Kanzler von
Bismarck bis Schmidt, Kōnigstein 198g,S.217-23o; Ernst Laubach, Die Politik der Kabi-
nette Wirth 1921/22, Lübeck 1968,S.9-31.
18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Bd.349,S.3629f.,
365I-3654.
19 Laubach, Politik (Anm.17),S.so-55.
20 AdR,Kabinette Wirth (Anm. 17),Bd.i, S.35-37; Hub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VII (Anm.7),S.200-203; David Clay Large, The Politics of Law and Order: A
History of the Bavarian Einwohnerwehr, r918-1921,Philadelphia 198o, S.73ff.;Wilhelm
Hogner, Die verratene Republik.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genrevolution, München
1958,S. g9ff.
21 综述，Verfassungsgeschichte, Bd.VII(Anm.7), S.22-27,202f。
22 AdR,Kabinette Wirth (Anm. 17),Bd.I,S.7-13 (Denkschrift Schmidts vom
I9.5.I921),88-90(Kabinettssitzung vom 24.6.192r), 9I-97 (Denkschrift des Reichsfi-
nanzministeriums vom 27.6.1921); Laubach, Politik (Anm.17), S.61-6g.论威斯巴登协
定：ebd., S.73-79。

23 Ludwig Thoma, Simtliche Beitrige aus dem ,Miesbacher Anzeiger“ 1920/21. Kri-
tisch ediert und kommentiert von Wilhelm Volkert, München 198g, S.278,286,341.Zu
Thoma: Gertrud M. R?sch, Ludwig Thoma als Journalist. Ein Beitrag zur Publizistik des
Kaiserreichs und der fruhen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1989.
24 Schulthess 1921(Anm. 15), Teil r, S.198f., 253; Hub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VII(Anm.7), S.2o8f.; Klaus Epstein, Matthias Erzberger und das Dilemma derdeut-
schen Demokratie (amerik. Original: Princeton 1959), Berlin 1962,S.428ff.(dieZitate aus
der ,Kreuz-Zeitung" u. der ,Oletzkoer Zeitung": 433). Das Zitat aus dem ,Berliner
Lokalanzeiger" in: Gotthard Jasper, Der Schutz der Republik. Studien zur staatlichen
Sicherung der Dem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2-193o, Tubingen I963,S.36.Zur
.Organisation Consul":Emil Gumbel, ,Verriter verfallen der Feme". Opfer, M?rder,
Richter 1919-1929, Berlin 1929, S.43ff.; ders., Verschw?rer,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und
Soziologie der deutschen nationalistischen Geheimbūnde seit 1918, Berlin 1924,S.76ff.;
ders., Vier Jahre politischer Mord, Berlin 192z?.
25 RGBl.1921, I, S.1239f, 1249-1252,127if.; AdR, Kabinette Wirth (Anm. 17),
Bd.1, S.216-218 (Ministerratssitzung vom 29.8.I921); Christoph Gusy, Weimar - die
wehrlose Republik? Verfassungsschutzrecht und Verfassungsschutz in der WeimarerRepu-
blik, Tubingen 1991,S.128ff.; Jasper, Schutz(Anm.24), S.36f.
26 Ebd., S.43ff.; Hub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VII(Anm.7),S.2o?ff.; Laubach
Politik(Anm.17),S.79ff; Schulz, Demokratie(Anm.7),S.364ff. Zu Bayern auch die in
Anm.6/22 genannte Literatur.
27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Bd.VI: Die Weima-
rer Reichsverfassung, Stuttgart I981, S.749-752; Hagen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
?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Frankfurt r977, S.33off; Diet-
rich Orlow, Weimar Prussia 1918-I925. The Unlikely Rock of Democracy, Pitsburgh
1986,S.77ff.
28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in G?rlitz vom 18.bis 24.September 192I, Berlin 1921
(ND Berlin S. V-VI (Programm), 182(Bernstein).社民党内的联合政府讨论：
Alfred Kastning,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Koalition und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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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3,Paderborn 1970, S.64ff;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2), S.4soff。论
格尔利茨章程及其反响：ebd., S.434ff. Tucholskys Gedicht erschien unter dem Pseudonyn
Theobald Tiger“ und der Uberschrift .Gefühlskritik“ in: Die Weltbühne, 17. Jg.(1921),
Nr.39,23.Sept, S.312。稍做修改的版本见：Kurt Tucholsky, Gesammelte Werke,3Bde,
Reinbek 196o, Bd.1, S.827f.论德国人民党对1920年大联合政府的态度：AdR, Kabinett
Fehrenbach (Anm.6), S.XIIf。

29 AdR, Kabinette Wirth (Anm.17),Bd.I,S.368-373,375-378,383-386;Peter Wulf,
Hugo Stinnes.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18-1924, Stuttgart 1979, S.266-293; Laubach,
Politik (Anm.17), S.84ff; Larry Eugene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I918-1933,Chapel Hill r988,S.14iff.
30 AdR, Kabinette Wirth(Anm.17),Bd.r, S.330-344; Schulthess 1921(Anm.15),
S.296-307 Laubach, Politik (Anm.17), S.97-107; Lothar Albertin, Die Verantwortung
der liberalen Parteien für das Scheitern der Gro?en Koalition im Herbst I92I, in: HZ?05
(1967),S.s66-627;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917-1923,Düsseldorf
1966,S.4I5-423:
31 综述：Laubach, Politik (Anm.17), S.11s-172。
32 AdR, Kabinette Wirth (Anm.I7),Bd.2,S.683-689(Ministerrat beim Reichspr?si-
denten vom 5.4.1922);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rtigen Politik 1918-1945(= ADAP),
Serie A: 1918-192s,Bd.VI:1.Marz bis 31. Dezember I922, G?ttingen 1988,bes.S.78-82,
84f, 116f, I20-136(deutsch-sowjetische Beziehungen im M?rz u. April 1922). Die Zitate
von Wirth in: Martin Walsdorff, Westorientierung und Ostpolitik. Stresemanns Ru?land-
politik in der Locarno-Ara, Bremen 197I, S.31; Laubach, Politik (Anm.I7),S.28sf.Zum
Vertrag von Rapallo und den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insgesamt: ebd., S.1o7ff,
18off;Krüger, Au?enpolitik (Anm.6), S.1siff; ders., A Rainy Day, April 16, 1922:
Rapallo Treaty and the Cloudy Perspective fo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Carole Fink
u.a.(Hg.),Genoa, Rapallo, and European Reconstruction in 1922, Cambridge 1991,
S.49-64; Herbert Helbig,Die Trager der Rapallo-Politik, G?ttingen 1958; Theodor Schie-
der, Die Probleme des Rapallo-Vertrags. Eine Studie über die deutsch-russischen Bezie-
hungen 1922-1926, K?ln 1956; ders.,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Rapallo-Vertrags, in:
HZ204(1967), S.545-60g; Karl Dietrich Erdmann, Deutschland, Rapallo und der Westen,
in: VfZ 1n(1963), S.1os-16s; Lionel Kochan, Ru?land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 (engl.
Orig. Cambridge r954), Düsseldorf r957; Gerald Freund, Unholy Alliance. Russian-Ger-
man Relations from the Treaty of Brest-Litowsk to the Treaty of Berlin, London 1957;
Hermann Graml, Die Rapallopolitik im Urteil der westdeutschen Forschung, in: VfZ18
(1970), S.366-391; Alfred Anderle, Die deutsche Rapallopolitik. Deutsch-sowjetische Be-
ziehungen 1922-1929, Berlin(O) 1962; Fritz Klein, Die diplomatischen Beziehungen
Deutschlands zur Sowjetunion 1917-1932,Berlin(O)1952;Günter Rosenfeld, Sowjetru?-
land und Deutschland 1917-1922,Berlin(O)196o',S.35sff.
33 综述：Francis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33,Koln 1964,S.t4I-
157(mit weiterer Literatur); ders., Die Reichswehr und Sowjetru?land, r920-1933,
in: Osterreichische Osthefte s (1963),S.445-463; Manfred Zeidler, Reichswehr und
Rote Armee 1930-1933,in: Deutschlandund das bolschewistischeRu?land von Brest-Litowsk
bis 1941,Berlin 1991,S.25-47。
34 Schieder, Entstehung(Anm.32), S.s96;Jacques Bariéty, Les relations franco-alle-
mandes apres la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ro novembre r918-1o janvier 1925.De Pexécu-
tion à la negociation, Paris 1977,S.86-120 (bes.96); Renata Bournazel, Rapallo, ein
franz?sisches Trauma(frz. Orig.: Paris 1974),K?ln 1976,S.16off.
35 AdR, Kabinette Wirth (Anm.17),Bd.2,S.710-712(Kabinettssitzung vom
18.4 1922 in Genua); Laubach, Politik(Anm.17),S.216f.
36 Ebd, S.214f;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2), S.466f; Jürgen Zaruski,Die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en und das sowjetische Modell. Ideologische Auseinander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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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ng und au?enpolitische Konzeptionen I917-1933, München 1992, S.issff; Harmut
Pogge von Strandmann, Gro?industrie und Rapallopolitik,in:HZ 222(1976),S.26s-341
37 AdR, Kabinette Wirth (Anm.I7),Bd.2, S.791-822,828-841; Laubach, Politik
(Anm.17),S.228-236.
38 AdR, Kabinette Wirth (Anm.17),Bd.2,S.822f.(Au?erung Brauns in der Chefbe-
sprechung vom 24. 5.1922);Jasper, Schutz(Anm.24),S.s7; Werner Liebe, Die Deutschna-
tionale Volkspartei 1918-1924,Düsseldorf 1956,S.62ff.(das Zitat von Henning: S.159)
39 Walther Rathenau, Der Kaiser, u.a. in: ders., Schriften und Reden, Frankfurt r964.
S.235-272(249); Jasper, Schutz(Anm.24),S.s7; HarryGraf Kessler, Walther Rathenau.
Sein Leben und Werk, Wiesbaden 1928'; Ernst Schulin, Walther Rathenau. Repr?sentant,
Kritiker und Opfer seiner Zeit,G?ttingen 1979; Tilmann Buddensieg u.a, Ein Mann vieler
Eigenschaften. Walther Rathenauund die Kultur der Moderne, Berlin 1990.
40 Gumbel, ,Verrater“(Anm.24),S.7off;ders, Verschw?rer (Anm.24),S.48ff;Mar-
tin Sabrow, Der Rathenaumord. Rekonstruktion einer Verschw?rung gegen die Republik
von Weimar, München 1994,S.122ff.
41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2),S.427f.
42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N F, 38.Jg.(1922), München I927,
1.Teil, S.75-79; Verhandlungen(Anm.18),Bd.356,S.8og8.
43 RGBL. 1922, II, S.s2if. Dazu Jasper, Schutz(Anm.24), S.66-6g; Gusy, Weimar
(Anm.2s), S.r34ff. 关于废除1921年9月28日的法令：Huber, Verfassungsgeschichte,Bd.
VII (Anm.7),S.224。
44 Zusammenfassend: Jasper, Schutz(Anm.24),S.92-100, 189-21g; Gusy, Weimar
(Anm.25), S.139ff; Laubach, Politik(Anm.17),S.263-269.Zur politischen Justiz: Hein-
rich u. Elisabeth Hannover, Politische Justiz 1918-1933, Frankfurt 1966; Ralph Anger-
mund, Deutsche Richterschaft 1919-1945, Frankfurt 1990.
45 Schulthess I922(Anm.42),S.1oo; Huber,Verfassungsgeschichte, Bd.VI(Anm.27),
S.987ff, 1oogff; allgemein: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rg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
rer Republik, Hamburg 197s; Wolfgang Kreutzberger, Studenten und Politik rg18-1933.
Der Fall Freiburg im Breisgau, G?ttingen 1972; Christian Jansen, Professoren und Politik.
Politisches Denken und Handeln der Heidelberger Hochschullehrer I914-1935,G?ttingen
1992; Heike Str?le-Buhler, Studentischer Antisemit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Analyse der Burschenschaftlichen Blitter 1918 bis 1933, Frankfurt 1991; Ulrich Herbert,
Generation der Sachlichkeit". Die v?lkische Studentenbewegung der frühen Zwanziger
Jahre in Deutschland, in: Frank Bajohr u.a.(Hg.),Zivilisation und Barbarei, Hamburg
1992, S.11s-144; Hartmut Titze, Hochschulen, in: Handbuch der deutschen Bildungsge-
schichte, Bd.V, 1919-1945. Die Weimarer Republik un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
tatur, München 198g,S.209-239.
46 Kurt Nowak, Evangelische Kirche und Weimarer Republik. Zum politischen Weg
des deutschen Protestant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2, Weimar 1981, S.118;Jonathan R.
C. Wright, ,Uber den Parteien“. Die politische Haltung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führer
1918-1933(engl. Orig: Oxford 1974),G?ttingen 1977,S.66,84; Morsey, Zentrumspartei
(Anm.30),S.4oiff. (Münchener Katholikentag 1922).关于慕尼黑天主教大会也见：Sch-
ulthess 1922(Anm.42),S.ro6-108。
47 AdR, Kabinette Wirth (Anm.17),Bd.2,S.923f.(Kabinettssitzung vom I.7. 1922),
95o (Kabinettssitzung vom 11.7. 1922); Schulthess I922(Anm.42),S.102(Erklarung
Eberts zum 1.8.1922); Jasper, Schutz(Anm.24),S.227 ff.关于学校教育：Christoph
Führ, Zur Schul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Zusammenarbeit von Reich und
Landern im Reichsschulausschu?(r919-1923)und im Ausschu? für das Unterrichtswesen
(1924-1933), Weinheim 1970; Bernhard Zymek, Schulen, in: Handbuch, Bd.s(Anm.45),
S.Iss-208。关于国庆日的计划：Fritz Schellack, Nationalfeiertage in Deutsch land von



注 释/807

187I bis I945, Frankfurt r99o, S.1szff, sowie Detlef Lehnert u. Klaus Megerle (Hg.),
Politische Identit?t und nationale Gedenktage. Zur politischen Kultur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89。将《德意志之歌》选作国歌：Ursula Mader, Wie das ,Deuts-
chlandlied“ Nationalhymnewurde. Aus der Ministerialakte ,Nationallied“, in: ZfG 38
(1990),S.1o88-110。
48 AdR, Kabinette Wirth (Anm.I7),Bd.2, S.9o8-912(Parteiführerbesprechung vom
28.6.1922); Schulthess 1922(Anm.42),S.88f, 96; Morsey, Zentrumspartei(Anm.3o),
S.463f; Kastning, Sozialdemokratie (Anm.28),S.1osff;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Anm.2),S.458,498.
49 Ebd, S.486ff,524ff.
5o 综述：Lieb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Anm.38),S.62-73。
s1 AdR, Kabinette Wirth (Anm.I7),Bd.I, S.IXL-XLVII, LVII-LXI, 855-88o(Kabi-
nettssitzungen vom 13.6. 1922); Laubach, Politik (Anm.I7), S.234-243,286f; Holtfre-
rich, Inflation(Anm.2),S.rs (Wechselkurse), 189,288; Wulf, Stinnes(Anm.29),
S.324-329;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2),S.393-397,41sf.
52 Ebd., S.398f; George W.E Hallgarten, Hitler,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Zur Ge-
schichteder Jahre r1918-1933, Frankfurt r96z2,S.45-5s; Wulf,Stinnes(Anm.29),S.433ff.
53 AdR, Kabinette Wirth (Anm.17),Bd.2,S.1154-1171; Schulthess 1922(Anm.38),
S.136-139; Laubach, Politik (Anm.17),S.298-314; Winkler, Von derRevolution(Anm.2)
S.499-5oI,553;Kastning, Sozialdemokratie(Anm.28),S.1os ff;Hermann-Josef Rupieper,
Wilhelm Cuno,in: Sternburg(Hg.),Deutsche Kanzler(Anm.17),S.231-242.

8.被避免的灾难

1 Alfred Kastning,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wischen Koalition und Opposition
19I9-1923, Paderborn 1970, S.11o;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Republik I918-1924, Ber-
lin 198s2,S.ss3f.
2 Jacques Bariéty, L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es apres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1977, S.grff; ders, Die franz?sische Politik in der Ruhrkrise, in: Klaus Schwabe
(Hg.), Die Ruhrkrise 1923. Wendepunkt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Paderborn 1984,S.11-27; Klaus Schwabe, Gro?britannien und die Ruhrk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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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2-147;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Anm. r),S.6ss-6s8(mit weiterer Lit.).
46 Hurten, Reichswehr (Anm.35),S.36ff.关于 Dittmann的报告以及帝国和萨克森社会
民主党之间的谈判：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r), S.6s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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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Anm.r),S.658-66g; Kastning,Sozialdemokratie(An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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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 Hyperinflation 1922/23, in: HZz38(I984), S.s69-6og。
48 AdR, Kabinette Stresemann(Anm.23), Bd.2,S.966-968(Ministerbesprechung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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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 Verm?chtnis (Anm.12),Bd.1, S.195-201; Meier-Welcker, Seeckt (Anm.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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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dR, Kabinette Stresemann (Anm.23), Bd.r, S.LXXff.(mit Einzelbelegen);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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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 Chapel Hill r976,S.3iff; Peter Krüger,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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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923),709-713(Ministerbesprechung vom 24.10.1923),761-836(Hagener Kon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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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Deuerlein(Hg.), Hitler-Putsch(Anm.33),S.308-321; Gordon, Hitler-Putsch(Anm.
42),S.244-327;Hanns-Hubert Hofmann, Der Hitlerputsch. Krisenjahre deutscher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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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m 8./9.11.1923), 998f.(Kabinettssitzung vom 9.11.1923)。关于1923年11月8日和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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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AdR, Kabinette Stresemann(Anm.23), Bd.1,S.LXXXff,Bd.2,S.s78-58o(K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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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den Personalabbau I923/24,in:GG8(I982),S.ss-86;ders, Civil Servants and th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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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tfrerich, Inflation(Anm.9),S.298ff。
55 AdR, Kabinette Stresemann, Bd.1, S.LIXff.(mit Einzelbelegen);Wulf, Stinnes
(Anm.13),S.393-425; Bariety, Relations (Anm.2),S.241-246,276ff; Spethmann, Zw?lf
Jahre (Anm.3),Bd.?,S.198-239; Ludwig Zimmermann, Frankreichs Ruhrpolitik von
Versailles zum Dawesplan, Gottingen 197I,S.247ff.
56 AdR, Kabinette Stresemann(Anm.23), Bd.2,S.113o-1136(Kabinettssitzung vom
I?.I1.I?23), 1162(Kabinettssitzung vom 22.11.1923); Stresemann, Verm?chtnis (Anm.
32), Bd.I,S.245(Au?erungen Eberts und Stresemanns); Protokolle(Anm.40), S.so2-504
(Fraktionssitzungen des Zentrums vom 19.u.22.11. 1923); Schulthess 1923(Anm.z),
S.218-222; Verhandlungen(Anm.3), Bd.361, S.12292-12294(Abstimmung vom
23.1I.I923); Friedrich Stampfer, Die vierzehn Jahre der ersten deutschen Republik, Ham-
burg 19533, S.384; Kastning, Sozialdemokratie (Anm.1),S.128-166; Turner, Stresemann
(Anm.22),S.r31;Thimme, Stresemann(Anm.48),S.zoff.
57 AdR,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Marx I und IⅡ. 30.November 1923 bis
3.Juni 1924.3.Juni 1924 bis is.Januar 1925,2 Bde, bearbeitet von Günter Abramowski,
Boppard 1973,Bd. i, S.VIIff; Kastning, Sozialdemokratie (Anm.r),S.133f; Meier-
Welcker, Seeckt(Anm.34),S.412ff.Uber Wilhelm Marx: Ulrich von Hehl, Wihelm Marx
1863-1946, Mainz 1987; ders., Wilhelm Marx, in: Sternburg (Hg.), Kanzler (An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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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73-293-
58 Holtfrerich, Inflation(Anm.9), S.195 (Arbeitslosigkeit); Zahlen(Anm.9), S.41.关于

总体社会发展和工会成员的流失：Winkler, Vonder Revolution(Anm.r),S.646ff, 7if。
59 Verhandlungen(Anm.3),Bd.361, S.12259(Ge?ler, 23.11.1923); AdR, Kabinette
Stresemann(Anm.23), Bd.2,S.1130-1136(Kabinettssitzung vom 19.I1.1923).
60 Stresemann, Verm?chtnis (Anm.32), Bd.1,S.246,287.

9.脆弱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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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Gerald D. Feldman u. Irmgard Steinisch, Die Weimarer Republik zwisch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taat. Die Entscheidung gegen den Achtstundentag, in: AfS 18(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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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Achtstundenschicht in der deut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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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dR, Kabinette Marx I/II(Anm.4),Bd. I, S. XXXIIf.(以及其他证明),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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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政变后的纳粹政党：Dietrich Orlow,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919-I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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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其他文献的综述：Paul Kluke, Gro?britannien und das Commonwealth in der
Zwischenkriegs- und Nachkriegszeit, in: Theodor Schieder(Hg.), Europa im Zeitalter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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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1983,S.soff; Jürgen Falter, Hitlers Wahler, Mu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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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ann),138(Abstimmung),204(Antrag Muller).
27 Klaus Sch?nhoven, Die Bayerische Volkspartei 1924-1932, Düsseldorf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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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9sff.(das Zitat von MacDonald: 383); Rolf E. Lüke, Von der Stabilisierung zur K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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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ensprobleme in einer fragmentierten Gesellschaft-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irk Berg-Schlosser u. Jakob Schissler(Hg.), Politische Kultur in
Deutschland.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derForschung. PVS, Sonderheft 18,Opladen 1987,
S.8o-95。
16 Ausführlicher hierzu Winkler, Schein(Anm.2), S.1zoff.(以及其他文献);
ferner Siegfried Reck, Arbeiter nach der Arbeit. Sozialhistorische Studien zu den Wandlun-
gen des Arbeiteralltags, Lahn-Gie?en 1977; Huch(Hg.), Sozialgeschichte(Anm.3)。
17 Hendrik de Man, 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 Neuausgabe (auf Grund des
Textes der 2.Aufl. von 1927), Bonn 1976, bes,S,18rff.;ders., Verbürgerlichung des Prole-
tariats?, in: Neue Blitter für den Sozialismus I(I93o), Nr.2 (Marz),S.ro6-118; Max
Victor, Verbürgerlichung des Proletariats und Proletarisierung des Mittelstandes. Eine
Analyse der Einkommensumschichtung nach dem Kriege, in: Die Arbeit 8(193r),S.1731;
Hans Speier, Verburgerlichung des Proletariats?, in: Magazin der Wirtschafts 7/r(1931),
S.289-304; Theodor Geiger, Zur Kritik der Verbürgerlichung, in: Die Arbeit 8(1931),
S.534-553; ders., Die Klassengesellschaft im Schmelztiegel, K?ln 1949. Der Begriff ,nivel-
lierte Mittelstandsgesellschaft" bei Helmut Schelsky,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in: Offene
Welt 4(r956), S.62-75.关于“资产阶级化”的争论另见Winkler, Schein(Anm.z), S.
16off.; ders.,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r930-1933, Bonn 199o2, S.1ooff。
18 Detlev J. K. Peukert, Jugend zwischen Krieg und Krise.Lebenswelten von Arbe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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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oln r987, bes.S.37ff,167ff,2siff.; Winkler, Weg
(Anm.17),S.46ff.(jeweils mit weiterer Literatur).
r9 Ders., Schein(Anm.2), S.36off.; Werner Kindt (Hg.), Dokumentation der Jugend-
bewegung, Bd.?: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r92o bis I933. Die bündische Zeit, Koln
1974; Felix Raabe, Die Bündische Jugen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
blik Stuttgart r961; Erich Eberts, Arbeiterjugend 1904-1945.Sozialistische Erziehungsge-
meinschaft-Politische Organisation, Frankfurt 1979.
20 James M. Diehl, Paramilitary Politics in Weimar Germany, Bloomington 1977; Hans-
Joachim Mau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ehr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Zur
Entwicklung und Ideologiedes ,Paramilitarismus",Frankfurt 1982;Bernd Weisbrod,Gewalt
in der Politik.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utschland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in:
GWU43(1992), S.391-4os; Volker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Disseldorf r966; Karl Rohe,Das 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 Ein Beitrag
der Geschichte und Sruktur 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nde zurZeit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66;Kurt Finker, Geschichte desRoten Frontk?mpferbundes, Berlin(O)r981;
Rolf Gei?ler, Dekadenz und Heroismus. Zeitroman und volkisch-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teraturkritik, Stuttgart 1964; Norbert Elias, Kriegsbejahende Litera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Ernst Jūnger), in: der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 Machtkimpfe und Habitus-
entwicklung im r9.u.2o.Jahrhundert, Frankfurt 198g,S.274-28r;ders.,Die Zersetzung des
staatichen Gewaltmonopol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bd., S.282-294.关于志愿军团，
参见第3章注释6和第6章注释8提及的文献。

21关于年龄结构和工人政党中的妇女份额：Winkler, Schein (Anm.2),S.346ff, 445ff。
关于妇女的选举行为，请见 Schauff, Wahlverhalten (Anm. 13),S.64ff。综述：Sigmund
Neumann, Die Partei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Neuausgabe der 1.Aufl. von I932
(unter dem Titel ,Die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6s。
22 Ludwig Thoma, Samtliche Beitrage aus dem ,Miesbacher Anzeiger" 192o/2i. Kri-
tisch ediert u. kommentiert von Wilhelm Volkert, München 198g, S.s1-53(s2f.).
23 Peter Gay, Die Republik der Au?enseiter. Geist und Kultur in der Weimarer Zeit:
I918-1933(amerik. Orig: New York 1968), Frankfurt 1970(das Zitat: S.23);Walter
Laqueur, Weimar. Die Kultur der Republik (engl. Orig: London 1974), Frankfurt 1976;
John Willett, Die Weimarer Jahre. Eine Kultur mit gewaltsamem Ende (engl. Orig.: Lon-
don 1984), Stuttgart 1986; ders, Explosion der Mitte. Kunst und Politik 1917-1933(engl.
Orig: London 1978), München r981; B?rbel Schrader u. Jürgen Schebera, Die ngoldenen“
zwanziger Jahre. Kunst und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Leipzig r987; Leonard Rei-
nisch(Hg.), Die Zeit ohne Eigenschaften. Eine Bilanz der zwanziger Jahre, Stuttgart 1961;
Jost Hermand u. Frank Trommler, Die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Frankfurt 1976;
Bruno E. Werner, Die Zwanziger Jahre. Von Morgen bis Mitternachts, München 1963;
Detlev J.K. Peukert, Die Weimarer Republik. 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Frankfurt 1987.
24 综述：Winkler, Schein (Anm.2),S.699ff. Zu Münzenberg: Babette Gross, Willy
Münzenberg.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Stuttgart 1967。关于犹太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Donald L. Niewyk, Socialist, Anti-Semite and Jew.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Confronts
the Problem of Anti-Semitism, Baton Rouge I97I。论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活：
ders.,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Manchester, 198o; Ernest Hamburger, Jews, Democracy,
and Weimar Germany,New York 1972。
25 Kurt Tucholsky, Berlin und die Provinz, in: ders, Gesammelte Werke, Bd.II:
1925-1928, Reinbek 196o, S.1072-107s.Zur ,Weltbühne": Istvan Deak, Weimar Germa-
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and Its Circle,Berke-
ley 1968.
26 Schrader/Schebera,,Goldene“ zwanziger Jahre(Anm.23), S.16s.关于包豪斯和“新
实用主义”建筑风格：Norbert Huse, ,Neues Bauen“ r918 bis 1933. Moderne Architek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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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ünchen 1975; Friedhelm Kr?ll, Das Bauhaus I919-1933,
Düsseldorf 1974。
27 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1927'), Tubingen 1957?,S.127; Carl Schmitt, 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smus, Berlin(1923'), 19262,S.8.论来
自右翼对民主的批评：Kurt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
München r962; spezieller Christian Graf v. Krockow, Die Entscheid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Ernst Jünger, Carl Schmitt und Martin Heidegger, Stuttgart 1958。关
于知识分子右翼：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r984。
28 Adolf Hitler, Warum mu?te ein 8.November kommen?, in: Deutschlands Erneue-
rung8(1924),S.199-207(207; 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29 Der Gro?e Herder,4.Aufl,Bd.r, Freiburg I926,S.725.Dazu Winkler, Gesellschaft
(Anm.12), S.279.对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接受：Klaus-Peter Hoepke,Die deutsche Rechte
und der italienische Faschismus. Ein Beitrag zum Selbstverst?ndnis und zur Politik von
Gruppen und Verb?nden der deutschen Rechten, Düsseldorf r968。
30 Thomas Mann,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1918), in: Stockholmer Gesamt-
ausgabe der Werke Thomas Manns, Bd.I, Frankfurt 1956; ders., Von deutscher Republik
(1922), ebd., Bd.2: Reden und Aufs?tze, Frankfurt 196s,S.9-52; Kampf um München als
Kulturzentrum. Sechs Vortrige von Thomas Mann, Heinrich Mann, Leo Weismantel,
Walter Courvoisier und Paul Renner. Mit einem Vorwort von Thomas Mann, München
1926,S.g; Friedrich Meinecke, Republik, Bürgertum und Jugend(1925), in: ders., Werke,
Bd.2: Politische Schriften und Reden, Darmstadt 1958,S.369-383(376); ders., Die deut-
schen Universit?ten und der heutige Staat(1926), ebd., S.402-413(410,413).论托马斯·
曼的政治角色：Kurt Sontheimer, Thomas Mann und die Deutschen, Frankfurt 196s2;zu
Meinecke: Waldemar Besson, Friedrich Meinecke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 in:
VfZ7(1959), S.r3-129; Harm Klueting, ,Vernunftrepublikanismus" und ,Vertrau-
ensdiktatur“: Friedrich Meineck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HZ 242(1986), S.69-98。

i.保守的共和国

I Akten derReichskanzlei(= AdR),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Luther I und IⅡ
rs.Januar 1925 bis zo. Januar 1926.20. Januar 1926 bis 17.Mai r926,bearb. v. Karl-Heinz
Minuth, 2Bde., Boppard 1977, Bd.1, S.XXIVff.关于《洛迦诺公约》的历史和安全问题

等：Peter Kriger, Die Au?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r98s,
S.259ff.; Klaus Megerle, Deutsche Au?enpolitik 1925. Ansatz zu aktivem Revisionismus,
Bern 1974; Jon Jacobson, Locarno Diplomacy. Germany and the West, 1925-1929,
Princeton 1972; Michael Salewski, Entwaffnung und Militarkontrolle in Deutschland
1919-I927, München r966。
2 AdR, Kabinette Luther (Anm. 1), Bd.r,S.310-314(Ministerrat beim Reichspr?siden-
ten am s.6.1925); Jūrgen Spenz, Die diplomatische Vorgeschichte des Beitritts Deutsch-
lands zum Volkerbund I924-I926. Ein Beitrag zur Au?en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G?ttingen I96o, S.33ff.; Erich Matthias,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und der Osten
1914-1945, Tubingen 1954, S.49ff.,6off.; Peter Pistorius, Rudolf Breitscheid 1874-1944
Ein bi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deutschen Parteiengeschichte, phil.Diss. K?ln 1971,
S.263ff.; Michael Salewski, Das Weimarer Revisionssyndrom,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
schichte. 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 Bz/198o, S.14-25.
3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rtigen Politik r918-1945(= ADAP). Aus dem Archiv des
Auswirtigen Amts. Serie B: 1925-I933,Bd.II, 1: Dezember r925 bis Juni 1926. Deutsch-
lands Beziehungen zur Sowjet-Union, zuPolen, Danzig und den Baltischen Staaten, G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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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en 1967,S.363-36s. Dazu Helmut Lippelt,,Politische Sanierung".Zur deutschen
Politik gegenüber Polen 1925/26, in: VfZ 19(1971),S.323-373; Karl-Dietrich Erdmann,
Gustav Stresemann: The Revision of Versailles and the Weimar Parliamentary System.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 The r98o Annal Lecture, London o.J.
4 Schulthess' Europ?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66(1925), München 1929, S.154; Fried-
rich Purlitz(Hg.), Deut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41(1925),1.Bd. (Inland), Leipzig o.J,
S.3rsf.; AdR, Kabinette Luther (Anm. 1), Bd.r,S. XXXVI.
s Dirk Stegmann, Deutsche Zoll- und Handelspolitik 1924/25-1929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agrarischer und industrieller Interessen, in: Hans Mommsen u.a.(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41,S.499-593; Dieter Gessner, Agrarverbind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rtschaftli-
che und soziale Voraussetzungen agrarkonservativer Politik vor I933,Disseldorf 1976,
S.47ff.; Heinrich Becker, Handlungsspielriume der Agrar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zwischen 1923 und 1929, Stuttgart 1990, S.33off.; Heidrun Holzbach, Das ,System
Hugenberg". Die Organisation bürgerlicher Sammlungspolitik vor dem Aufstieg der
NSDAP, Stuttgart 198r,S.18off.; Karl Heinrich Pohl, Weimars Wirtschaft und die Au?en-
politik der Republik 1924-1926. Vom Dawes-Plan zum Internationalen Eisenpakt, Düssel-
dorf 1979,S.13sff.
6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Schein der Normalita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
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1930, Berlin r9872,S.255-259; Klaus E. Rieseberg,
Die SPD in der ,Locarno-Krise" Oktober/November 192s,in: VfZ 3o(1982), S.r3o-161.
党组织的引言：Der Sieg des Friedens, in: Vorwirts, Nr.250,I7.I0.1925。
7 AdR, Kabinette Luther (Anm. r), S. LIVf.(mit Einzelbelegen); Michael Stūrmer,
Koalition und Oppositio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1928,Dusseldorf 1967,S.132ff.
(也见，S,288-290, Meissner关于危机的表述); Peter Haungs, Reichsprasident und

parlamentarische Kabinettsregierung. Eine Studie zum Regierungssystem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n Jahren 1924 bis 1929,Koln 1968,S.94ff.;Winkler, Schein(Anm.6),
S.2s9ff。
8 Ebd., S.26sff.; Stürmer, Koalition (Anm.7), S.148ff., sowie AdR, Kabinette Luther
(Anm. r), S. LXIV(mit Einzelbelegen).
9 综述：Ulrich Schüren, Der Volksentscheid zur Fürstenenteignung 1926. Die
Vermǒgens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den depossedierten Landesherren als Problem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Verhiltnisse in Preu-
Ben, Düsseldorf r978;Winkler, Schein(Anm.6), S.27off。对公民投票民主制的辩护：
Otmar Jung, Direkte Dem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Falle ,Auf-
wertung“,,Furstenenteignung“,,Panzerkreuzerverbot" und ,Youngplan",Frankfurt
1989. Vgl. auch ders., Volksgesetzgebung. Die ,Weimarer Erfahrungen“ aus dem Fall der
Verm?gensauseinandersetzungen zwischen Freistaten und ehemaligen Fürsten, Hamburg
199I。关于中央党以及天主教选民的态度：Karsten Ruppert, Im Dienst am Staat von
Weimar. Das Zentrum als regierend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1923-
1930, Düsseldorf 1992,S. 2ioff.; Birgit Sack, Zentrum und Furstenenteignung.
Eine Studie zu den Erosionsprozessen im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in den Jahren der
relativen Stabilisierung, Magisterarbeit (MS), Freiburg 1990;Johannes Horstmann, Katho-
liken, Reichsprisidentenwahlen und Volksentscheide, in: Jahrbuch fūr christliche Sozial-
wissenschaften 27(1986),S.61-930
1o ADAP, Bd.II/r(Anm.3), S. XXV(mit Einzelbelegen); Martin Walsdorff, West-
orientierung und Ostpolitik. Stresemanns Ru?landspolitik in der Locarno-Ara, Bremen
1971,S.1s7ff, 240-246;Kruger, Au?enpolitik (Anm.r),S.3rsff.
11. Spenz, Vorgeschichte (Anm.2), S.12sff.; Walsdorff, Westorientierung (Anm.ro),
S.176ff.; Ulrich Hochschild, Sozialdemokratie und Volkerbund. Die Haltung der SPD
und S.F.I.O. zum Volkerbund von dessen Gründung bis zum deutschen Beitr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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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26), Karlsruhe r982,S.2r4ff. Das Zitat in: Von Versailles nach Genf. Eine weltge-
schichtliche Wende, in: Vorw?rts, Nr.426, Io.9.1926.
12 Krüger, Au?enpolitik (Anm. r), S.356ff.; Clemens A. Wurm, Die franz?sische Si-
cherheitspolitik in der Phase der Umorientierung 1924-1926, Frankfurt 1979,S.392ff.;
Hagen Schulze, Weimar. Deutschland I917-1933, Berlin 1982, S.281ff.; Hans Mommsen,
Die verspielte Freiheit. DerWegder Republikvon Weimar inden Untergang r918 bis 1933,
Berlin 198g, S.22if.
13 Veroffentlichungen des Reichsverbandes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Heft 32,Berlin
I926,S.ssf.,64f.; Dirk Stegmann, Die Silverberg-Kontroverse I926. Unternehmerpolitik
zwischen Reform und Restauration, in: Hans-Ulrich Wehler(Hg.), Sozialgeschichte Heute.
Festschrift für Hans Rosenberg zum 7o. Geburtstag, G?ttingen 1974,S.594-61o; Reinhard
Neebe, Grof?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 1930-1933. Paul Silverberg und der Reichsver-
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Gottingen 1981,S.3sff.;
Bernd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ilisierung und Krise, Wuppertal 1978,S.276ff.; Winkler, Schein(Anm.6),S.sioff.
14 纪念施菜歇的文章见：Thilo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Stuttgart
r962, S.409-413。另外关于泽克特转向海耶的综述：Francis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rgr8-1933,Koln 1964, S.267-287。
I5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AdR),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Marx III und
IV. r7. Mai r926 bis 29. Januar 1927.29. Januar 1927 bis z9. Juni 1928.,2Bde, bearb.v.
Günter Abramowski, Boppard 1988,Bd.I,S.318f, 322f.(Ministerbesprechungen vom
1o. u. I1.11.1926); Margaret F. Stieg, The r926 German Law to Protect Youth against
Trash and Dirt: Moral Protectionism in a Democracy, in: CEH 23(r990), S.22-56; Stur-
mer, Koalition(Anm. 7),S.166ff.; Winkler,Schein(Anm.6), S.29sff.
16 Sowjetgranaten für Reichswehrgeschütze, in: Vorwarts, Nr.573,5.12.1926; AdR,
Kabinette Marx II/IV(Anm.15),Bd.r,S.440-462(Ministerbesprechungen, Kabinettssit-
zungen, Parteifuhrerbesprechungen, I3.-16.12.1926);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Ste-
nographische Berichte, Bd.391,S.8576-8586(Scheidemann); Stūrmer, Koalition(Anm.7),
S.176ff.; Winkler, Schein(Anm.6), S.298ff.; Carsten, Reichswehr (Anm. 14), S.276ff.;
Hans W.Gatzke, Russo-German Military Collaboration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AHR 63(1958),S.56s-597; Henry A. Turner, jr., Stresemann-Republikaner aus Vernunft
(am. Orig.: Princeton r963), Berlin 1968,S.z17ff.;Jürgen Zaruski,Die deutsche Sozialde-
mokratie und das sowjetische Modell. Ideolog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und au?enpoliti-
sche Konzeptionen 1917-1923,Mūnchen 1992,S.198ff.
17 AdR, Kabinette Marx II/IV (Anm. Is), Bd.1,S. XLVff.(mit Einzelbelegen); Josef
Becker,Zur Politik der Wehrmachtsabteilung in der Regierungskrise r926/27.Zwei Doku-
mente aus dem Nachla? Schleicher, in: VfZ 14(1966), S.69-78(77); Stürmer, Koalition
(Anm.7), S.182-190,299-303; Haungs, Reichsprisident (Anm.7),S.79-10o.论党派的
作用：Manfred Dorr,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925-1928,Marburg 1964,

S.26sff.; Die Protokolle der Reichstagsfraktion und des Fraktionsvorstandes der Deut-
schen Zentrumspartei 1926-1933, bearb. v. Rudolf Morsey, Mainz r96g,S.79-100(Vor-
stands-u. Fraktionssitzungen 16.12.1926-3.2.1927)。
18 Das Zitat aus der ,Germania“ nach: Die Parteiführer beim Reichsprasidenten, in:
Vorwirts Nr.7,5.1.1927. Zum Vorstehenden:Winkler, Schein(Anm.6), S.?osff.;Ger-
hard Schulz, Deutschland am Vorabend der Gro?en Krise (=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II), Berlin

1987,S.266f.
I9 AdR, Kabinette Marx II/IV (Anm. I5),Bd.I,S. XLVff.(mit Einzelbelegen);
Haungs, Reichsprasident(Anm.7), S.208ff.; Stürmer, Koalition(Anm.7),S.2r?ff.;Gott-
hardJasper, Der Schutz derRepublik. Studien zur staatlichen Sicherung der Dem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2-193o, Tubingen 1963,S.16zff, 277ff.;Ge?ner, Agra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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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de (Anm. 5),S.8?ff.; Stegmann, Zoll- und Handelspolitik (Anm. s),S.so4ff;Winkler,
Schein (Anm.6), S. 307ff.论德国学生会的冲突：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Bd.VI:Die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Stuttgart I98I,
S.ror3ff.; Erich Wende, C. H. Becker, Mensch und Politiker. Ein biographischer Beitrag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59, S.2s2ff。
20 AdR, Kabinette Marx Ⅲ/IV(Anm. 15), Bd. 1,S. LXVff.(具体实例); Lud-
wig Preller, So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82.S.3sof.; Stürmer,
Koalition(Anm.7),S.2oyff.; Winkler, Schein(Anm.6), S.59(工时数据),?iofo
21 AdR, Kabinette Marx I/IV(Anm.1s),Bd.r,S. LXVII(mit Einzelbelegen); Preller,
Sozialpolitik (Anm. 2o), S.36gff.; Winkler, Schein(Anm.6), S.3iiff.; Stürmer, Koalition
(Anm.7), S.21off.; Gerhard A. Ritter, Der Sozialstat.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im
internationalenVergleich, München 198g,S.iroff.; Walter Bogs, Die Sozialversicherung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München I981; Karl Christian Führer, Arbeitslosigkeit und die
Entstehung der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1902-1927, Berlin 1990, S.17off.
关于经济形势：Wolfram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r918-1945,Opladen
19683,S.43fo
22 AdR, Kabinette Marx II/IV (Anm. Is), Bd.2,S.935-937 (Besprechung mitVertre-
tern der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29.9.1927; Heinrich Kohler, Lebenserinnerungen
des Politikers und Staatsmannes 1878-1949,hg. v. Josef Becker,Stuttgart r964,S.251-164;
Protokolle (Anm. I7),S.154-166(Fraktionssitzungen des Zentrums, 17.10.-14.12.1927);
Rudolf Morsey, Brünings Kritik an der Reichsfinanzpolitik 1919-1929, in: Erich Hassin-
ger u.a.(Hg.),Geschichte, Wirtschaft, Gesellschaft. Festschrift für Clemens Bauer, Berlin
1974,S.359-373; Ruppert, Dienst (Anm. 9),S.274ff.; Haungs, Reichsprasident (Anm.7),
S.2r7ff.; Winkler, Schein(Anm.6),S.314ff.
23 Schulthess' Europ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68(1927),München 1928,

S.489-507 (Memorandum Gilberts vom 20.10. und K?hlers Antwort vom s.11.I927);
AdR, Kabinette Marx II/IV(Anm. 15),Bd. 1,S. LXXVIIIff.(具体实例); Eigene
oder geborgte Wahrung. Vortrag des Reichsbankprasidenten Hjalmar Schacht, Berlin 1927;
Winkler, Schein (Anm.6),S.408ff,S.si3ff.(mit weiterer Lit.); Karl-Heinrich Hansmeyer
(Hg.), Kommunale Finanz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73。
24 Knut Borchardt, Wirtschaftliche Ursachen des Scheiterns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rs., Wachstum, Krisen, Handlungsspielrium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Studien zur Wirt-
schaftsgeschichte des 19.u.2o. Jahrhunderts,Gottingen I982,S.183-2os;ders., Die ,Krise
vor der Krise".Zehn Jahre Diskussion uber die Vorbelastung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
Heinrich Brünings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Münchn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liche
Beitrage, Nr.8g-25), München 1989.论赔款和美国贷款的关系等：Stephen A. Schuker,
American ,Reparations" to Germany I919-1933: Implications for the Third-World
Debt Crisis, Princeton 1988;William C. McNeil, American Money and the Weimar
Republic. Economicsand Politics on the Eve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1986。
综述经济框架条件和货币政策：Gerd Hardach, Weltmarktorientierung und relative Sta-
gnation. Wahr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24-I931, Berlin r976。
25 AdR,Kabinette MarxII/IV(Anm.I?),Bd.2,S. ro94-1o98(Denkschrift desRDI vom

23.11.I927),Io?9-11o?(BesprechungdesPrisidiums des RDImit Mitgliedern der Reichsre-
gierung am 24.I1.1927).Dazu Gerhard Schulz,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
sungspolitikund Reichsreforminder WeimarerRepublik.Bd.I:Die Periode der Konsolidie-
rung undder Revision des Bismarckschen Reichsaufbaus 1919-1930, Berlin 19631,S.s74ff.
26 Winkler, Schein(Anm.6),S.466ff.(mit weiterer Lit.).关于Naphtalis以及德国总工
会1928年9月汉堡会议批准的方案：Fritz Naphtali, Wirtschaftsdemokratie. Ihr Wesen,
Weg und Ziel, Berlin 1928(Neudruck: Frankfurt r968 u.ō.)。
27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
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r918-1924,Berlin r98s2,S.684ff.(68s); 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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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in(Anm.6),S.472ff, ss7f.; Gerald D. Feldman u. Irmgard Steinisch, Die Weimarer
Republik zwischen Sozial- und Wirtschaftsstat. Die Entscheidung gegen den Achtstun-
dentag, in: AfS 18(1978), S.353-439(bes. 411f.);综述：Johannes Bahr, Staat-
liche Schlicht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Tarifpolitik, Korporatismus und industrieller
Konflikt zwischen Inflation und Defation 19I9-1932,Berlin 198g,S.72ff。
28 Winkler, Schein(Anm.6),S.338f. (Hilferding),472ff.(德国总工会的态度); Bahr,
Schlichtung(Anm.27),S.117ff.(强制调节的影响),204(Arbeit Nordwest);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Anm. 13),S.352ff。论工资“过高”的争议，除注释24外：Carl-Ludwig
Holtfrerich, Zu hohe Lohn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merkungen zur Borchardt-These, in:
GG 1o(I984),S.122-141; Dieter Petzina, Was therea Crisis before the Crisis? The State of
the German Economy in the 1920s, in: Jürgen Baron von Kruedener (Hg.),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The Weimar Republic I924-1933, New York r99o, S.1-I9;
Albrecht Ritschl, Zu hohe Lohn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bd. 16(1990), S.375-402。
Borchardt引发的魏玛经济“病症”争论综述：Eberhard Kolb, Die Weimarer Republik,
München r9882,S.182ff。
29 Robert A. Brady, The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in German Industry. A Study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Planning, Berkeley 1933; Gunnar Stollberg, Die Rationalisie-
rungsdebatte 1908-1933. Freie Gewerkschaften zwischen Mitwirkung und Gegenwehr,
Frankfurt 1981; Heidrun Homburg, Rationalisierung und Industriearbeit. Das Beispiel des
Siemens-Konzerns Berlin 1900-1939, Berlin 1991; Wolfgang Zollitsch, Arbeiter zwischen
Weltwirtschaftskris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 Beitrag zur Sozialgeschichte der Jahre
1928 bis 1936,G?ttingen 1990, S.r9ff.;Winkler, Schein(Anm.6), S.?2ff.,62ff.

30 AdR,KabinetteMarx I/IV(Anm.is),Bd.z,S.856-858(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3-7.1927), r310-1312(Parteifuhrerbesprechung vom 15.2.1928);Winkler, Schein(Anm.
6),S.316ff.; Stürmer, Koalition(Anm. 7),S.22sff.; Gūnter Grūnthal, Reichsschulgesetz
und Zentrumspartei in derWeimarer Republik, Disseldorf r968,S.r96ff.; Ellen L. Evans,
The Center Wages Kultwrpolitik:Conflict in the Marx-Keudell-Cabinet of r927,in:CEH?
(1969),S.139-158;dies., The German Center Party 1870-1933. A Study in Political Catho-
licism, Carbondale rg81.S316ff.;Ruppert, Dienst (Anm.9),S.287ff.
31 AdR, Kabinette Marx II/IV (Anm.7),Bd.2,S.1321f.(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7.2.I928),1322-1324(Parteifuhrerbesprechung vom 17.2.I928), 1324-1326 (Bespre-
chung mit Vertretern von SPD und DDPam 17.2.1924),1327-1329(Ministerbesprechun-
gen vom 18.2.1928),1330-1332(Besprechung mit Vertretern der Opposition vom
18.2.1928),1332f.(Parteifuhrerbesprechung vom 18.2.1928),138gf.(Kabinettssitzung
vom 26.3.1928).论危机的宪政维度：Schulz, Deutschland(Anm.18),S.264ff。
32 Wolfgang Wacker, Der Bau des Panzerkreuzers ,A“ und der Reichstag, Tubingen
1959,S.33ff.;Werner Rahn, Marinerüstung und Innenpolitik einer parlamentarischen De-
mokratie - das Beispiel desPanzerschiffes A 1928, in: Die deutsche Marine. Historisches
Selbstverstandnis und Standortbestimmung, Herford 1983,S. s3-72;Jost Dulffer, Weimar,
Hitler und die Marine. Reichspolitik und Flottenbau 1920-1939, Dusseldorf r973,S.94ff.;
Michael Geyer, Aufrustung oder Sicherheit. Die Reichswehr in der Kriseder Macht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r98o, S.r98ff.; Winkler, Schein(Anm. 6),S.s33f. 论格斯勒的退位
背景，包括国防军秘密资助“福波斯电影公司”的丑闻：Carsten,Reichswehr(Anm.14),

S.3iff。论格勒纳：Johannes Hürter, Wilhelm Groener. Reichswehrminister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1928-1932), Munchen 1993.
33 Ernst Thalmann,,Klare Front!",in: Rote Fahne, 1.4.I928, wieder abgedruckt in:
ders., Reden und Aufsitze, 2 Bde., Bd, r: 1919-1928, Frankfurt 1972,S.566-575.Zur
Bolschewisierung der KPD allgemein: Hermann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Bde, Frankfurt
1969.关于萨克森冲突和社会民主党：Winkler, Schein(Anm.6),S.327ff.,S.s33f。



注 释/829

34 Linksliber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Führungsgremi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Partei und der Deutschen Staatspartei rg18-1933. Eingeleitet von Lothar
Albertin. Bearbeitet von Konstanze Wegner in Verbindung mit Lothar Albertin, Dissel-
dorf 198o, S.443-452 (Sitzung des Parteiausschusses vom 29.4.I928). 论德意志人民党和
施特雷泽曼：Turner, Stresemann(Anm.I6), S.22sff。综述自由党派：Larry Eugene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 I918-1933, Chapel
Hill r988,S.29rff。论德意志人民党：Holzbach, System(Anm. s),S.22off。论中央党
见注释 20。论选举参见Wolfgang Ruge, Weimar-Republik auf Zeit, Berlin(O)1982,S.
193f.
35 Dietrich Orlow, The History of the Nazi Party: I919-1933,Pittsburgh 196g,
S.68ff.; Wolfgang Horn, Fuhrerideologie 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
(1919-1933), Düsseldorf 1972,S.2o9ff.; Mommsen, Freiheit (Anm. 12), S.321ff.论农
业危机：Ge?ner, Agrarverbande (Anm. s),S.8;ff。

12.议会制的代价

1选举结果综述：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Schein der Nor-malit?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r9882, S.s21-527(以及其他文
献)。论德意志民族社会党在Dithmarschen的成功：Rudolf Heberle, Landbev?lker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in Schleswig-Holstein r918-1932, Stuttgart r963, S.48ff.(58).
2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AdR). Weimarer Republik.Das Kabinett Muller II, 28.
Juni r928 bis 27. Marz I930,2 Bde., bearb. v.Martin Vogt, Boppard 1970, Bd.1,S.VIIIff.;
Otto Braun, Von Weimar zu Hitler, New York 194012,S.245ff.; Hagen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Frankfurt 1977, S.s39ff.; Peter Haungs,
Reichsprisident und parlamentarische Kabinettsbildung. Eine Studie zum Regierungssy-
stem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en Jahren 1924-1929,Koln 1968,S.146ff.; Winkler,
Schein(Anm. r), S.s28ff.论装甲巡洋舰“A”:Wolfgang Wacker, Der Baudes Pan- zerschiffs
。A“und der Reichstag, Tübingen 1959, S.goff。
3 AdR, Kabinett Miller Ⅱ(Anm.2),Bd.I,S.1(Verhandlungen uber die Regierungsbil-
dung, 12.-14.6.1928); Gustav Stresemann, Verm?chtnis. Der Nachla? in drei Binden,
Bd.3, Berlin 1933,S.298f.; Die Protokolle der Reichstagsfraktion und des Fraktionsvor-
standes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 1926-1933, bearb. v. Rudolf Morsey, Mainz 1969,
S.207-226(Fraktionssitzungen,8.-28.6.1928); Erich Eyck,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
publik, 2Bde., Erlenbach 196z3,Bd.2;S.2o6ff.;Jürgen Blunck, Der Gedanke der Gro?en
Koalition in denJahren 1923-1928,phil. Diss.(MS), Kiel r96r, S.256ff.; Haungs, Reichs-
pr?sident (Anm.2),S.rsi; Winkler, Schein(Anm.1),S.s36-541.
4 AdR,Kabinett Muller IⅡ(Anm. 2),Bd.i,S.6o-64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ro.8.1928; Auszug aus dem Tagebuch Koch-Wesers); Wacker, Bau(Anm. 2),S.Ioo;
Winkler, Schein(Anm.r), S.541f.
s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Bd.423,S.358-361(Lem-
mer), 361-367 (Wirth);Wacker, Bau(Anm. 2), S.128-140 (hier auch das Zitat aus der
Vossischen Zeitung); Winkler, Schein(Anm.r), S.542ff.; Gustav Adolf Caspar, Die sozial-
demokratische Partei und das deutsche Wehrproblem in d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Frankfurt 1959, S.78ff.
6 Julius Leber, Ein Mann geht seinen Weg. Schriften, Reden und Briefe, Frankfurt 1952,
S.18of.;Dorothea Beck, Julius Leber. Sozialdemokrat zwischen Reformund Widerstand,
Berlin r?83,S.72ff. Das Zitatvon Hilferding: Winkler, Schein(Anm.1),S.553-
7 Ebd., S.557-572(das Zitat aus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s6r); Ernst Fraenkel, Der
Ruhreisenstreit I928-1929 in historisch-politischer Sicht, in: Ferdinand A. Hermens u.
Theodor Schieder (Hg.), Stat, Wirtschaft und 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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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ift fūr Heinrich Brüning, Berlin 1967, S.97-117; Ursula Hüllbüsch, Der Ruhreisen-
streit in gewerkschaftlicher Sicht, in: Hans Mommsen u.a.(Hg.), 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sseldorf 1974,S.271-289; Gerald D.
Feldman u.Irmgard Steinisch, Notwendigkeiten und Grenzen sozialstaatlicher Interven-
tion. Eine vergleichende Fallstudie des Ruhreisenstreits in Deutschland und des General-
streiks in England, in: AfS 20(198o), S.57-117; Bernd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teressenpolitik zwischen Stabilisierung und Krise, Wuppertal 1978,
S.4rsff.; Michael Schneider, Auf dem Weg in die Krise. Thesen und Materialien zum
Ruhreisenstreit 1928/29, Wentorf b. Hamburg 1974.
8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Anm. 2), Bd.r, S.XVIVff.(具体实例)。综上所述：Peter

Kriger, Die Au?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r?8g, bes.S.428ff。将
1928年9月的日内瓦规定视为转折点：Franz Knipping,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das

Ende der Locarno-Ara1928-1931. Studien zu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in der Anfangsphas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München 1987,S.34ff.
9 John A. Leopold, Alfred Hugenberg. The Radical Nationalist Campaign against the
Weimar Republic, New Haven 1977,S.4sff.; Heidrun Holzbach, Das .System Hugen-
berg". Die Organisation bürgerlicher Sammlungspolitik vor dem Aufstieg der NSDAP,
Stuttgart r981,S.24off.; Friedrich Freiherr Hiller von Gaertringen, Die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in: Erich Matthias u. Rudolf Morsey (Hg.),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üsseldorf 196o,S.543-652(bes.544ff.).
to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ebd., S.281-453(bes. 283ff; das
Zitat: 291); Ellen L. Evans, The German Center Party 1870-1933. A Study in Political
Catholicism, Carbondale r981, S.348ff; Karsten Ruppert, Im Dienst am Stat von Wei-
mar. Das Zentrum als regierende Partei in der Weimarer Demokratie 1923-1930, Düssel-
dorf 1992,S.33sff.
11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Anm.2),Bd.r,S.382-384,396-400(Aufzeichnungen von
Staatssekret?r Pünder über Koalitionsgespr?che vom 24.1.u.30.1.1929),408-411(Politi-
sche Aussprache vom 6.2.1929); Protokolle (Anm.3),S.258-269 (Sitzungen vonVorstand
und Fraktion des Zentrums zwischen 19.1. u. 8.2. 1929); Schulze, Braun(Anm.2),
S.ssif;Herbert H?mig,Das preu?ische Zentru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ainz 1979,
S.179 ff; Winkler, Schein (Anm.1),S.573ff.
12 Ebd, S.s76(Muller: 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Stresemann, Verm?chtnis (Anm.
3), Bd.3,S.428-433-
13 AdR, Kabinett Muller II(Anm.2),Bd.1,S.524-530(Ministerbesprechung vom 7.4
1929),53I-540(Politische Besprechungen vom 8.u.9.4.1929),540-543(Kabinetssitzung
vom 10.4.1929),543(Politische Besprechung vom Io.4.1929); Ilse Maurer, Reichsfnanzen
und Gro?e Koalition.ZurGeschichte des Reichskabinetts Muller (1928-1930), Bern 1973,
S.s9ff; Rosemarie Leuschen-Seppel, Zwischen Staatsverantwortung und Klasseninteresse.
Die Wirtschafts-und Finanzpolitik derSPD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terbesonde-
rer Berücksichtigungder Mittelphase 1924-1928/29,Bonn 1981,S.217ff;Rainer Meister,Die
gro?e Depression.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ume der Wirtschafts-und Finanzpo-
litikin Deutschland 1929-1932,Regensburg199r,S.63ff;Winkler,Schein(Anm.r),S.s77ff.
14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Anm.2),Bd.1, S.XXVf.(mit Einzelbelegen); Martin
Vogt, Die Entstehung des Youngplans dargestellt vom Reichsarchiv 1931-1933,Boppard
1970; Werner Link, Die amerikanische Stabilisier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I921-1923,
Düsseldorf 1970, S.438ff;Wolfram Fischer, Deutsche Wirtschaftspolitik 1918-1945,
Opladen 19683,S.26ff; Krüger, Au?enpolitik(Anm.8), S.476ff.
1s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7o. Bd, 1929, München 1930,
S.1s2-154;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Anm.7), S.292ff; Volker R. Berghahn, Der Stahl-
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1918-1935,Düsseldorf r966,S.1sff;Dietrich Orlow, The
Historyof theNazi Party: I919-1933, Pitsburgh 1969,S.17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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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inkler, Schein (Anm.1),S.661ff; Hermann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Bde., Frankfurt
196g,Bd.1,S.19s ff; Siegfried Bahne, ,Sozialfaschismus" in Deutschland. Zur Geschichte
eines politischen Begriffs, in: IRSH 1o(196s),S.21I-245.向极左转向综述：Thomas
Weingartner, Stalin undder Aufstieg Hitlers. Die Deutschlandpolitikder Sowjetunion und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9-1934, Berlin 1970,S.7off。
17 Thomas Kurz,,Blutmai“.Sozialdemokraten und Kommunisten im Brennpunkt der
Berliner Ereignisse von 1929, Bonn i988(mit weiterer Lit.); Léon Schirmann, Blutmai
Berlin 1929. Dichtungen und Wahrheit, Berlin 1992; Chris Bowlby, Blutmai 1929: Police,
Parties and Proletariansin a Berlin Confrontation,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9(I986),
S.137-317; Eve Rosenhaft, Beating the Fascists? The German Communists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929-1933,Cambridge r983ff., S.33ff.; Werner Boldt, Pazifisten und Arbeiterbe-
wegung. Der Berliner Blutmai 1929, in: Gerhard Kraiker u. Dirk Grathoff (Hg.), Carl v.
Ossietzky und die politische Kul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Oldenburg 1991,S.117-224;
Winkler,Schein(Anm.r), S.67iff.(也论社民党的态度)。

18 AdR, Kabinett Muller Ⅱ (Anm.2),Bd.1, S.643-645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6.s. I929); Kurt G.P. Schuster, Der Rote Frontk?mpferbund 1924-1929. Beitrige zur
Geschichte eines politischen Kampfbundes, Düsseldorf 1975,S.22sff; Kurt Finker, Ge-
schichte des Roten Frontk?mpferbundes, Berlin (O)1981, S.2o3ff; Gotthard Jasper, Der
Schutz der Republik. Studien zur staatlichen Sicherung der Dem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2-1929, Tübingen 1963, S.17iff; Thomas Alexander, Carl Severing. Sozial-
demokrat aus Westfalen mit preu?ischen Tugenden, Bielefeld 1992,S.172ff.
19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i2. Parteitag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ek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Berlin-Wedding, g. bis 16.
Juni 1929, Berlin 1929 (ND: Frankfurt 1972), S.49; Weber, Wandlung(Anm.16), Bd.i,
S.223ff.(论1928年政党危机：199ff.);Kurz,,Blutmai“(Anm.17), S.mff:;James Wickham,
WorkingClass Movement and Working Class Life: Frankfurt am Main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Social History 8(1983), S.315-343; Eve Rosenhaft, Organizing the ,Lumpe
nproletariat“: Cliques and Communists in Berlin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in: Richard
J. Evans (Hg.),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 The Politics ofEvery- day Life,
London 1982,S.174-219; Winkler, Schein(Anm.1),S.679ff。
20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 (Anm.2),Bd.i,S.XLIXff.(mit Einzelbelegen); Helga
Timm, Die deutsche Sozialpolitik und der Bruch der Gro?en Koalition im M?rz I930,
Düsseldorf 1952', S.ro8ff.(hier auch die Zahlen zur Arbeitslosigkeit); Winkler, Schein
(Anm.r),S.s8gff.
21 Schulthess 1929(Anm.is),S.179f.(Reaktionen zum Tod Stresemanns).
22 Otmar Jung,Plebiszitarer Durchbruch r929? Zur Bedeutung von Volksbegehren und
Volksentscheid gegen den Youngplan für die NSDAP, in: GG 15(1989),S.489-51o; ders,
Direkte Demokrat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Falle ,Aufwertung",,Furstenenteig-
nung",Panzerkreuzerverbot" und ,Youngplan“,Frankfurt 1989, S.1o9ff; Hiller v.
Gaertringen, 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Anm.9), S.544ff; Leopold, Hugenberg
(Anm.9), S.sff;Orlow, History (Anm.1s), S.173ff; Eyck, Geschichte (Anm.3), Bd.2,
S.279ff; Winkler, Schein(Anm.r),S.736ff.
23 Schulthess 1929(Anm.Is),S.174(Fall Sklarek), 194,199,220(Wahlen); Eyck,
Geschichte (Anm.3),Bd.2,S.316; Friedrich Stampfer, Die vierzehn Jahre der ersten
deutschen Republik, Hamburg 1947',S.538f.
24 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Aufl?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Villingen 1964?,S.147f.(AStA-Wahlen);
Michael H. 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i918-1933-
Eine sozialgeschichtliche Studie zur Bildungskri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Hamburg
1974, bes.S.147ff, 218f,288(Studentenzahlen); Anselm Faust, Der Nationalsoziali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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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 Studenten undNationalsozi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zBde,Düsseldorf 1973;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Antisemitismus, in: Bernd Martin u. Ernst Schulin(Hg.), 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198r1,S.27I-289.
25 Schulthess I929(Anm.Is),S.16s(1月9日炸弹暗杀事件); Gerhard Stoltenberg, Die
politischen Stimmungen im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Landvolk 1918-1933, Dussel-dorf
1962, S.12sff; Heberle, Landbevolkerung(Anm.1), S.1s6ff.;以及文学特色的文献：Hans
Fallada, Bauern, Bonzen undBomben, Berlin 1931; Ernst von Salo- mon, DieStadt, Berlin
1932。
26 Fischer, Wirtschaftspolitik (Anm.14),S.43(Konjunkturdaten); Ludwig Preller, So-
zialpol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19782,S.167(Arbeitslosendaten).
27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1929,Boston 196r3, bes. S.93f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ie Weltwirtschaftskrise 1929-1939(amerik. Orig: London 1973), Mün-
chen 19722;Wilhelm Treue (Hg.), Deutschland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in Augenzeu-
genberichten, Düsseldorf 19672,S.63ff;Winkler,Schein(Anm.r),S.727ff.
28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Anm.2),Bd.r, S.LVIIff.(mit Einzelbelegen); Martin
Vogt, Die Stellung der Koalitionsparteien zur Finanzpolitik 1928-1930, in: Mommsen u.a.
(Hg.), Industrielles System(Anm.7),S.439-462; Hildemarie Dieckmann, Johannes Po-
pitz. Entwicklung und Wirksamkeit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Berlin r96o,
S.86ff.; Maurer, Reichsfinanzen(Anm.13), S.rorff.; Leuschen-Seppel, Staatsverantwor-
tung(Anm. 13),S.224ff.; Meister,Gro?e Depression(Anm.I3.),S.76ff.;Winkler, Schein
(Anm.1),S.738ff.
29 Ebd., S.7soff.(引言例证)。
30 Max Seydewitz, Das unannehmbare Finanzprogramm der Regierung, in: KK3
(1929), Nr.24(15.12),S.744-741; Paul Levi,Zeitgenosse Schacht, ebd.,S.741-743;Wink-
er, Schein(Anm.r), S.764ff.
31 Aufstieg oder Niedergang? Deutsche Wirtschafts- und Finanzreform 1929. Eine
Denkschrift des Prasidiums des Reichsverbandes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Berlin 1929,
S.4sf.; Weisbrod, Schwerindustrie (Anm. 7),S.466ff.(die Zitate von Reusch und Silver-
berg: 467); Reinhard Neebe, Gro?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r930-1933. Paul Silverberg
und der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Gottingen 1981,S.s?ff.; Michael Grubler, Die Spitzenverbinde der Wirtschaft und das
erste Kabinett Brüning. Vom Ende der Gro?en Koalition 1929/3o bis zum Vorabend der
Bankenkrise 1931, Düsseldorf r982,S.49ff.论自由工会的经济民主制的计划：Fritz Naphtali,
Wirtschaftsdemokratie. Ihr Wesen, Weg und Ziel, Neuausgabe, Frankfurt 19682。
32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Anm.2), Bd.r,S.XXXIVff.(mit Einzelbelegen); Gerhard
Schulz, Staatliche Stützungsma?nahmen in den deutschen Ostgebieten, in: Hermens/
Schieder(Hg.), Staat (Anm.7), S.140-203); Dieter Hertz-Eichenrode, Politik und Land-
wirtschaft in Ostpreu?en. Untersuchung eines Strukturproblems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Koln 196g, bes.S.278ff.; Winkler, Schein(Anm.2),S.7ssff.
33 Heinrich Bruning, Memoiren i918-1934, Stuttgart 1970, S.145-152; Erasmus Jonas
Die Volkskonservativen 1928-1933. Entwicklung, Struktur und Standort und staatspoliti-
sche Zielsetzung, Düsseldorf 196s, S.186-188 (Niederschrift über die Unterredung Hin-
denburgs-Westarp,I8.3.1929); Otto Meissner, Statssekretir unter Ebert, Hindenburg,
Hitler, Hamburg 195o, S.188.
34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Quellen zur Ara Brüning. Eingeleitet
von Gerhard Schulz. Bearb, v. Ilse Maurer u.Udo Wengst unter Mitwirkung von Jurgen
Heideking, 2Bde., Düsseldorf rg8o, Bd.1,S.1s-18(Hindenburgsu. Meissners Gesprich
mit Westarp vom is.1.1930); Rudolf Morsey, Neue Quellen zur Vorgeschichte der
Reichskanzlerschaft Brunings, in: Hermens/Schieder (Hg.), Staat (Anm.7),S.207-231;
Heinrich Muth, Quellen zu Brining, in: GWU 14(T963),S.221-236;Tilman P. K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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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Brinings ,Politische Erfahrungen“(zum ersten Teil der Memoiren), ebd. 24
(1973),S.197-221.

35 AdR, Kabinett Müller IⅡ(Anm.2),Bd.r,S.XXVIIff.(mit Einzelbelegen); Winkler,
Schein(Anm. r), S.767ff.

36 Protokolle (Anm.3), S.375-378(Sitzungen des Vorstands der Zentrumsfraktion am
27.28.1.1930); AdR, Kabinett Muller(Anm.z), Bd.2,S.1402-1405 (Kabinettssitzung
vom 30.1.1920); Winkler, Schein(Anm. r), S.77sf.
37 Politik (Anm.34),Bd.i, S.33f.(Besprechung vom 24.1.1930),4I-43(Brief Gilsas
an Reusch vom 5.2.1930; Hervorhebungen jeweils im Original).
38 Politik (Anm.34),Bd.1, S.ssf. (Rundschreiben industrieller Spitzenverbande vom
27.2.1930), 61f. (Brünings Aufzeichnung über das Gesprach mit Hindenburg vom 1.3.
1930); Protokolle(Anm.3),S.400-402(Sitzungdes Fraktionsvorstands des Zentrums vom
5-3.1930 mit Brinings Sch?tzung der Krifteverh?ltnisse in der DVP); Bundesarchiv Ko-
blenz, NL. Moldenhauer,Nr. ?, Ministerzeit,Bl.s(Moldenhauers Schatzung).
39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Anm.2), Bd.2, S.I535-I539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5.3.1930, 1550-1554(Ministerbesprechung vom 7.3.1930); Politik (Anm.34),Bd.r,S.76
(Erklarung der industriellen Spitzenverbande vom 7.3.1930); Hjalmar Schacht, Das Ende
der Reparationen, Oldenburg I931,S.117-120; Grübler, Spitzenverbande (Anm. 3r),
S.8sf.;Winkler, Schein(Anm. r),S.786ff.
40 AdR, Kabinett Muller IⅡ (Anm.2), Bd.r, S. LXVf.(mit Einzelbelegen); Winkler,
Schein(Anm. r), S.79off.
41 Politik (Anm.34),Bd.r, S.87f. (Gilsa an Reusch, 18.3.I930), gif.(Briefwechsel
Schleicher-Meissner, 18./I9.3.I930; Hervorhebungen im Original). 1930年3月18日兴登
堡农业政策呼吁，见：AdR,Kabinett Muller IⅡ(Anm.2),Bd.2,S.I58o-1582。
42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71. Bd.(1930), München 1931,
S.83-86(DVP-Parteitag); Politik (Anm.34),Bd.I, S.82f. (Moldenhauers Brief an Duis-
berg vom Io.3.1930),86 (Telegramm Duisbergs an Moldenhauer vom 14.3.1930), 95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Redlhammer für Curtius vom 20.3. I930); Winkler,
Schein(Anm. 1), S.797ff.
43 AdR, Kabinett Muller Ⅱ (Anm.2),Bd.2, S.1594-1598(Parteifuhrerbesprechung
vom 25-3.1930), S.16oo-1602(Parteifuhrerbesprechung vom 26.3.1930), 1602-1604(Par-
teifuhrerbesprechung vom 27.3.1930, io Uhr); Protokolle (Anm.3), S.423(Sitzung des
Vorstands der Zentrumsfraktion vom 26.3.1930); Winkler, Schein(Anm.r), S.799ff.
44 AdR, Kabinett Müller IⅡ(Anm. 2),Bd.2,S.1608-1610(Ministerbesprechung vom
27.3.1930, 17 u.I9 Uhr).论社民党和德意志人民党的协商：Winkler, Schein (Anm.r), S.
8os ff。
45 Eine unheilvolle Entscheidung, in: Frankfurter Zeitung, Nr,232-234,28.3.I930;Ru-
dolf Hilferding, DerAustrit aus der Regierung, in: Die Gesellschaft 7(1930/I),S.385-392.
46 Winkler,Schein(Anm.r), S.796f.(论1930年3月帝国-图林根关系); ferner Günter
Neliba, Wilhelm Frick. Der Legalist des Unrechtstates.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Paderborn 1992,S.s7ff。
47 Die Gewerkschaften von der Stabilisierung bis zur Weltwirtschaftskrise 1924-1930.
Bearbeitet von Horst-A. Kukuck u. Dieter Schiffman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im 2o. Jahrhundert, Bd.?/II), K?ln 1986,S.1378-1381
(Besprechung der Vorstande des ADGB und des AfA-Bundes mit dem Partei- und Frak-
tionsvorstand der SPD am2I.1.I930); Winkler, Schein(Anm.r),S.77iff.
48 Ders., Mu?te Weimar scheitern? Das Ende der ersten Republik und die Kontinuit?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1991,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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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大众被禁言

I Hermann Pünder, Politik in der Reichskanzlei. Aufze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28-1932,Stuttgart 196r, S.126.Zur Person Brünings: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AdR),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Brüning I u. II. 3o. Marz 1930 bis ro. Oktober 1931;
ro. Oktober 1931 bis r.Juni 1932,3 Bde., bearb. v. Tilman Koops, Boppard r982-1990,
Bd.I, S. XXII; Detlef Junker, Heinrich Brūning, in: Wilhelm v. Sternburg(Hg.), Die
deutschen Kanzler von Bismarck bis Schmidt, Konigstein 198s, S.311-323.对布吕宁政策

的全方位讨论：HansMommsen, Heinrich BrüningsPolitik als Reichskanzler: Das Scheitern

eines politischen Alleingangs,in:Karl Holl(Hg.),Wirtschaftskrise und liberale Demokratie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ie ge-genw?rtige Situation, G?ttingen 1978,S.
16-45; Gerhard Schulz,Erinnerungen an eine mi?lungene Restauration。Heinrich Brüning
und seine Memoiren, in: Der Staat 11(r972), S.61-81;ders., Von Brüning zu Hitler. Der

Wandel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0-1933(=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Verfassungspolitik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III), Berlin

1992,S.rff.; Werner Conze, Brünings Politik unter dem Druck der gro?en Krise,in:HZ
199(r964),S.529-5so; ders., Die Reichsverfassungsreform als Ziel der Politik Brünings,
in: Der Staat io(1972),S.209-217; ders., Bruning als Reichskanzler. Eine Zwischenbilanz,
in: HZ 214(1972),S.3Io-334; Karl Dietrich Bracher, Brunings unpolitische Politik und
die Auflo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VfZ 19(1972),S.113-123; Rudolf Morsey,
Zur Entstehung, Authentizit?t und Kritik von Brünings .Memoiren I918-1934",
Opladen 1974.
2 AdR, Kabinette Bruning (Anm. r),Bd.1, S.1-4 (Brief Schieles an Brining vom
29.3.1929);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7i.Bd.(1930), München 193I,
S.g3f.;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Bd.427,S.4728-4730
(Brüning); Heinrich Bruning, Memoiren 1918-1934,Stuttgart I970, S.161-168;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3, Bonn 199o2,S.123ff.
3 AdR, Kabinette Brüning (Anm.1),Bd.r, S. XXXIff.(mit Einzelbelegen); Winkler,
Weg(Anm.z),S.134f, rs8ff.; Schulz, Von Brüning (Anm.r),S.4iff.
4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Anm.2), Bd.428,S.6401(Breitscheid); Schulthess I930
(Anm. 2), S.172(Verlautbarung Hindenburgs); AdR, Kabinette Brüning (Anm. 1), Bd.I,
S.326-329(Aufzeichnung Pünders über eine Unterredung Brünings mit Hugenberg u.
Oberfohren am 17.7.1930); Bruning, Memoiren (Anm.z), S.18of. (von Pünders Bericht
stark abweichend und als Quelle unzuverlissig);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n der Krise
1930-1932.Quellen zur Ara Brūning. Eingeleitet von Gerhard Schulz. Bearbeitet von llse
Maurer u. Udo Wengst unter Mitwirkung von Jūrgen Heideking, 2 Bde., Düsseldorf 198o,
S.286-299 (Fraktionssitzungen der DNVP am 17.7.1930); Rainer Meister, Die gro?e
Depression.Zwangslagen und Handlungsspielr?ume der Wirtschafts- und Finanzpolitik in
Deutschland 1929-1932,Regensburg 199r,S.i7iff.; Winkler, Weg(Anm.2), S.16sff.
5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Anm. 2),Bd.428,S.65o1-6sos (Landsberg),6sos-6so8
(Wirth),6so8f.(Oberfohren), 6so9-6s13(Koenen), 6513-6s17(Dietrich), 6s17(Westarp),
6523(Brūning, L?be), 6524-6527(Abstimmung); Schulthess 1930(Anm. 2), S.174-182
(Reichstagssitzung, Notverordnung vom 26.7.1930); AdR, Kabinette Brüning (Anm. r),
Bd.r,S.329-331(Ministerbesprechungen vom 18.7.1930),333-341(Ministerbesprechun-
gen vom 24./25.7. 1930).论1930年7月紧急状态法令的宪法法规问题：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Bd. VII: Ausbau, Schutz und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84,S.761ff。
6 综述：dazu Winkler, Weg(Anm.2), S.13sff,173ff。
7 Schulthess 1930(Anm.2),S.r32(Umbesetzungen im AA),147(sichsischeLandtags-
wahlen), 1s9f.(Aufruf von Reichsprasident und Reichsregierung vom 1.7.zur Befre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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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Rheinlande),460-468(Memorandum Briands vom 17.5-),469-472(deutsche Antwort
vom 11.7.); AdR, Kabinette Brūning (Anm.1), Bd.r, S.28o-283(Ministerbesprechung
vom 8.7.1930).布吕宁时代早期外交政策的具体例证： ebd., S. LXXff.;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rtigen Politik r918-1945(=ADAP),Serie B:1925-1933,Bd.XV: 1. Mai bis 3o.
September 1930, G?ttingen 198o。关于1930年代的德法关系：Hermann Hagspiel, Verst?n
digung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Die deutsch-franzǒsische Au?enpolitik
der zwanziger Jahre im innenpoliti- schen Kraftespiel beider Lander, Bonn 1987, S.
436ff.; Franz Knipping,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das Ende der Locarno-Ara 1928-
1931. Studien zu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in der Anfangsphase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München r987,S.14iff. Zusammenfassend: Peter Kruger, Die Au?enpolitik der Republik
von Weimar, Darmstadt 198g,S.so7ff.(mit weiterer Lit.).
8 Reinhard Frommelt, Paneuropa oder Mitteleuropa. Einigungsbestrebungen im Kalkül
deutsch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1925-1933, Stuttgart 1977, bes.S.73ff.; Krüger, Au?en-
politik (Anm.7), bes.S.s?iff.Gjeweils mit weiterer Lit.).关于德国与波兰的贸易协定：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r), Bd.r, S. LXXIXf.(mit Einzelbelegen)。
9 Schulthess 1930(Anm. 2),S.182-184(Gründung der Deutschen Statspartei), 184f.
(Tagung des Parteivorstands des Zentrums). Dazu 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
trumspartei, in: Erich Matthias und Rudolf Morsey (Hg.),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üsseldorf r96o1,S.281-453(bes.2gff.); ErichMatthias u.Ru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Staatspartei, ebd., S.3I-97(bes. ?iff.); Larry Eugene Jones, German Liberalism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Weimar Party System,1918-1933, Chapel Hill r988,S.366ff.犹太人对
德意志民主党和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合并的疑虑：Linksliber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Fuhrungsgremien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Partei und der DeutschenStatspartei
1918-1933.Eingeleitet von Lothar Alber-tin.Bearbeitet von Konstanze Wegner inVerbindung
mit Lothar Albertin, Düsseldorf 198o, S.s62-578(Sitzung des Parteiausschusses vom 3o.
7.1930)。
1o Schulthess 1930(Anm. 2),S.181(Gründung der Konservativen Volkspartei)
185-187 (Sammlungsbemühungen der DVP),rgrf.(Wahlaufruf vom 18.8.); Larry E. Jo-
nes, Sammlung oder Zersplitterung? Die Bestrebungen zur Bildung einer neuen Mittelpar-
tei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3,in: VfZ25(1977),S.26s-304; ders.,
Liberalism(Anm.9), S.374ff.
r Wahlerinnen und Wahler der deutschen Republikl, in: Vorw?rts, Nr.335,20.7.1930;
论德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声明等；Hermann Weber (Hg.), Der deutsche Kommun

ismus. Dokumente, Koln 1963, S.s8-6s;Ossip K.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19733, S.274ff; Winkler, Weg(Anm.2),S.18off.(mit weiterer Lit.)。
12 Winkler, Weg(Anm.'2),S.148ff.; Jószef Wieszt, KPD-Politik in der Krise
1928-1932.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des Versuchs, denKampf gegen den Faschis-
mus mittels Sozialfaschismusthese und RGO-Politik zu fuhren, Frankfurt 1976,S.234ff.;
Die Generallinie. Rundschreiben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PD an die Bezirke r929-1933
Eingeleitet von Hermann Weber. Bearbeitet von Hermann Weber unter Mitwirkung von
Johann Wachtler, Düsseldorf 1981, S. XXIIff.; Gerhard Paul, Aufstand der Bilder. Die
NS-Propaganda vor 1933, Bonn 199o, S.goff. Das Zitat von Alfred Rosenberg: ders.,
Geistige Bankrotterklarung des Marxismus: KPD stiehlt die Losungen des Nationalsozia-
lismus, in: Volkischer Beobachter, Nr.204,28.8.1930.
r3 Otto-Emst Schüddekopf, Linke Leute von rechts. Die nationalrevolutionaren Min-
derheiten und der Kommun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6o, S.317ff.;
Louis Dupeux,,Nationalbolschewismus"1918-1933:Kommunistische Strategie undkon-
servative Dynamik (franz. Orig.: Paris 1976), München 198g, S.393ff.; Patrick Moreau,
Nationalsozialismus von links. Die ,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rer Nationalsoziali-
sten“und die ,Schwarze Front“ Otto Strassers I930-1935, Stuttgart 198g,S.?off.
14 Winkler, Weg(Anm.2), S.18yf.(mit Einzelbel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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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综上： Jurgen W. Falter, Hitlers Wihler, Min-chen 199I,S.98ff; ferner: Thomas

Childers, The Nazi Voter.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1983,S.rigff.;Richard F.Hamilton,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r982,
bes.S.3o?ff.; Jerzy Holzer, Parteien und Massen. Die politische Krise in Deutschland
1928-1930, Wiesbaden 1974,S.64ff。论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结果：Winkler, Weg(Anm.2),

S.189ff。
16Theodor Geiger, Die Panik im Mittelstand, in: Die Arbeit ? (1930),S.637-654;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Mittelstand, 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politi-
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K?ln 1972,
S.rszff.; ders., Klassenbewegung oder Volkspartei? Zur Programmdiskussion in der Wei-
marer Sozialdemokratie 1920-1925,in: GG 8(1982),S.9-54
17 Ders., Mittelstandsbewegung oder Volkspartei? Zur sozialen Basis der NSDAP, in:
Wolfgang Schieder (Hg.), Faschismus als soziale Bewegung.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im
Vergleich, Gottingen I9782,S.97-118;ders., Mittelstand (Anm.16), S.166ff.; Rainer Zitel-
mann, Hitler. Selbstverstindnis eines Revolution?rs, Stuttgart 199o3, bes.S.2osff.; M.
Rainer Lepsius, Extremer Nationalismus. Strukturbedingungen vor der nationalsozialisti-
schen Machtergreifung, Stuttgart 1964.
18 在魏玛共和国晚期，社会文化群体，特别是社民党派和天主教派的发展概括：
Siegfried Weichlein, Sozialmilieus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Weimar. Hessische Kreise im
Vergleich, phil. Diss.(MS), Freiburg 1992; Detlef Lehnert u. Klaus Megerle(Hg.), Politi-
sche Teilkulturen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Polarisierung. Zur politischen Kul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Opladen 1990; Peter L?sche, Einführung zum Forschungsprojekt
,Solidargemeinschaft und Milieu. Sozialistische Kultur- und Freizeit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Franz Walter,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 und Intellektuellen-
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olidargemeinschaft und Milieu: Sozialisti-
sche Kultur- und Freizeitorganisation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1), Bonn 1990,
S.g-88。
19 Schulthess I930(Anm.2),S.200(Austrittder Volksnationalen Reichsvereinigungaus
der Deutschen Staatspartei am 7. 10.1930; Linksliberalismus (Anm.9),S.597-614(Sitzung
des Vorstands der Deutschen Staatspartei vom 16.10. 1930).关于犹太中产阶级的态度：
Kurt L?wenstein, Die innerjüdischeReaktion auf die Kris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e,
in: Werner E.Mosse(Hg.), Entscheidungsjahr 1932.Zur Judenfrage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Tübingen 196s, S.349-4os; Ernest Hamburger u.Peter Pulzer, Jews
as Voter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i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30(1985), S.3-66;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der
Antisemitismus, in: Bernd Martin u. Ernst Schulin(Hg.). 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München 19822,S.271-289。
20 Thomas Mann, Deutsche Ansprache. Ein Appell an die Vernunft(1930), in: ders,
Gesammelte Werke,Bd.i2,Berlin 196s,S.533-553(553); Kurt Sontheimer, Thomas Mann
und die Deutschen, Frankfurt 196s2,S.76ff.
21 布劳恩论政治局势，见：Vorw?rts, Nr.433,16.9.1930; Winkler, Weg(Anm.z),S.
206f。
22 Pünder, Politik (Anm.1), S.s?f.(Tagebucheintragung vom 14-9.I93o zur Haltung
Hindenburgs); IfZ, München, Tagebuch Hans Schaffer, Aufzeichnung vom 18.9.1930;

Winkler, Weg(Anm.2), S.208f.
23 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1), Bd.1, S.427f. (Vermerk Pünders über ein Ge-

spr?ch mit dem Geschaftsführenden Prasidiumsmitglied des RDI, Kastl, vom I5.9.1930),
447-449(Kabinettssitzung vom 25.9. 1930); Politik (Anm.4), Bd.1,S.393-397(Rede
Kastls in der Vorstandssitzung des RDI vom 19.9.I930); Michael Grübler, Die Spitzenver-
b?nde der Wirtschaft und das erste Kabinett Brüning. Vom Ende der Gro?en Koalition
1929/3o bis zum Vorabend der Bankenkrise 1931. Eine Quellenstudie, Disseldorf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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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o9ff;Peter Bucher, Der Reichswehrproze?. Der Hochverratder Ulmer Reichswehrof-
fziere 1929/3o, Boppard 1967; Francis L. Carsten, Reichswehr und Politik 1918-1967,
K?ln 1964,S.341ff;Thilo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age zur deut-
schen Geschichte, Stuttgart 1962,S.goff.
24 Max Seydewitz, Der Sieg der Verzweiflung, in: KK4(1930),Nr.18 (1s.9.)
S.545-550; Winkler, Weg(Anm.2), S.2o7ff; Dietmar Klenke, Die SPD-Link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regionalen organisatorischen Grundlagen
und zur politischen Praxis und Theoriebildung des linken Flugels der SPD in den Jahren
I922-1932,2 Bde., Münster 1983,Bd.1,S.204ff.
25 IfZ, München, Tagebuch Hans Schaffer, Aufzeichnung vom 18.9.1930; Pünder,
Politik (Anm.r),S.62.
26 Brüning, Memoiren(Anm.2),S.I91-197; Pünder, Politik (Anm.r), S.62-6s; Gott-
fried Reinhold Treviranus, Das Ende von Weimar. Heinrich Brining und seine Zeit, Düs-
seldorf 1968,S.162; Schulz, Von Brüning (Anm.r), S.179ff; ders., Reparationen und
Krisenprobleme nach dem WahlsiegderNSDAP r930. Betrachtungen zur Regierung Bru-
ning, in: VSWG 67(I98o), S.200-222.
27 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r), Bd.r, S.466-475(Kabinettssitzung u. Minister-
besprechung vom 29.9.1930); Für Republik und Arbeiterrecht. Entschlie?ung der sozial-
demokratischen Reichstagsfraktion, in: Vorwarts, Nr. 46s,4.10.I93o; Winkler, Weg
(Anm.2), S.214ff.
28 Otto Braun, Von Weimar zu Hitler, Hamburg 19492, S.r79f.; Stenographische Be-
richte (Anm. 2),Bd.444,S.17-22(Brining),48-56 (Muller), 56-65 (Strasser), 65-72
(Pieck), 183-194,202-217(Abstimmungen).
29 Winkler, Weg(Anm. 2), S.244ff.; Eberhard Kolb,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Strategie
in der Ara des Prasidialkabinetts Brūning-Strategie ohne Alternative?, in: Ursula Büttner
(Hg.), DasUnrechtsregime.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
schrift fūr Werner Jochmann, 2 Bde., Hamburg 1986,Bd.r, S.157-176; Wolfram Pyta,
Gegen Hitler und fur die Republik. Die Auseinandersetzung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
kratie mit der NSDAP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r98g, bes.S.2o3ff.; Rainer
Sch?fer, SPD in der ?ra Brüning: Tolerierung oder Mobilisierung? Handlungsspielr?ume
und Strategien sozialdemokratischer Politik 1930-1932, Frankfurt 199o, bes.S.6sff.
30 AdR, Kabinette Brūning(Anm. 1),Bd.i, S.663-670(Kabinettssitzung vom
30.I1.I930); Politik (Anm. 4),Bd.1,S.477(Brinings Rede vor dem RDI vom
27.11.I930).
31 Zusammenfassend:Winkler, Weg(Anm.z), S.26sff.
32 Ferien vom Reichstag, in: Vorw?rts, Nr.s83,13.12.1930; E.H.(= Ernst Heilmann),
Frick und Flick, in: DFWz(1930), Nr.49(7.12.),S.1-4; Erziehung zur Demokratie, in:
Vorw?rts, Nr. s9I,18.12.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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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931), Curtius, Sechs Jahre (Anm.3), S.201-209; Brūning, Memoiren(Anm.3),
S.371-425); Die Deutschnationalen und die Zerst?rungder Weimarer Republik. Aus dem
Tagebuch von Reinhold Quaatz r928-1933. Hg. v. Hermann Wei? u. Paul Hoser, Mün-
chen r98g, S.143-145(Tagebucheintrag vom 27.8.1931),149-153(Brief Hugenbergs an
Oldenburg-Januschau vom 29.8.1931); Lothar D?hn, Politik und Interesse. Die Interes-
senstruktur der Deutschen Volkspartei, Meisenheim 1970, S.2oof,44of.
24 Schulthess 1931(Anm. r), S.223f.; AdR, Kabinette Brūning(Anm. 1), Bd.1, S.
LXXXVIf.; 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Auflo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Villingen 1964?,S.41sff.;
Winkler,Weg(Anm.1),S.431.; Schulz,Von Brüning(Anm.4), S.548ff.
25 Schulthess 1931(Anm.r),S.223-229;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
menbruch 1918 und 1945 bis zur staatlichen Neuordnung Deutschlands in der Gegenwart.
Hg. u. bearb. von Herbert Michaelis u. Ernst Schraepler, Bd.8: Die Weimarer Republik.
Das Ende des parlamentarischen Systems: Brüning-Papen-Schleicher, 1930-1933,Berlin
1963,S.367-369(Auszūge aus der Rede Schachts); Politik(Anm.4),Bd.2,S.ro31(Brief
Gilsas an Reusch vom g.10.1931), 1039-1044(Briefe Gilsas vom 12.1o. u. Blanks vom

13.Io.1931 an Reusch); Brüning, Memoiren(Anm. 3), S.425-430; Berghahn, Stahlhelm
(Anm.r),S.179ff.; Bracher, Aufl?sung(Anm.24), S.407ff.; Neebe, Gro?industrie(Anm.
12),S.99ff.; Henry A. Turner, Die Gro?unternehmer und der Aufstieg Hitlers (ame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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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 NewYork 1985), Berlin 198s,S.zisff.;Winkler, Weg(Anm.1),S.43iff.; Schulz,
VonBrüning(Anm.4), S.554ff.
26 Es geht ums Ganzel, in: Vorwarts, Nr.478,12.10.1931; Die Harzburger Inflations-
front, ebd., Nr.479,I3.I0.1931.关于帝国议会辩论和投票：Brining, Memoiren(Anm.3),
S.443f.; Martin Schumacher, Mittelstandsfront und Republik. Die Wirtschaftspartei-
Reichspartei des deutschen Mittelstandes I919-1933, Düsseldorf 1972,S.r77ff.; Schulz,
Von Brüning(Anm. 4), S.56off.; Winkler, Weg(Anm.1), S.434ff。关于1931年秋季通货
膨胀的辩论：Borchardt,Gewicht(Anm. 12),S.247ff.; GerhardSchulz, Inflationstrauma,
Finanzpolitik und Krisenbekimpfung in den Jahren der Wirt-schaftskrise,1930-1933,
in:Feldman (Hg.), Nachwirkungen (Anm. 9), S.261-296。
27 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1),Bd.2, S.1723-1728(Ministerbesprechung vom
24.9.I93r); Schulthess I931(Anm.r),S.229f., 244f., 256-261; Brüning, Memoiren(Anm.
3),S.456-460; Winkler, Weg(Anm. 1), S.436ff.; Schulz, Von Brüning(Anm.4),S.6r3ff.
28 Schulthess 1931(Anm,r), S.253,262f.; Die Blutpl?ne von Hessen, in: Vorwarts, Nr
554,26.11.1931; Brüning, Memoiren(Anm. 3), S.463ff.; Carl Severing, Mein Lebensweg,
2.Bde., Koln 19so, Bd.2, S.3iff,371f; Vogelsang, Reichswehr(Anm.17), S.139; Bra-
cher, Aufl?sung(Anm,24),S.43iff.; Schulz, Von Brüning (Anm. 4),S.6o4ff.; Martin
Loiperdinger, ,Das Blutnest vom Boxheimer Hof". Die antifaschistische Agitation der
SPD in der hessischen Hochverratsaffare,in: Eike Hennig(Hg.), Hessen contra Haken-
kreuz. Studien zur Durchsetzung der NSDAP in Hessen, Frankfurt 1983,S.433-468.
29 Heinz Jiger(= Walter Kreiser), Windigesaus der deutschen Lufahrt, in: Weltbühne
25/1(1929), S.402-407; Cuno Horkenbach (Hg.),Das Deutsche Reich von 1918 bis heute,
Jg.193I, Berlin o.J., S.362,36s; Heinrich Hannover u. Elisabeth Hannover-Drück, Politi-
sche Justiz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 19661,S.191; Axel Eggebrecht, Volk ans
Gewehr. Chronik eines Berliner Hauses 1930-1934, Berlin 198o2,S.17off.
30 Brüning, Memoiren(Anm.3),S.39of.,464f.;IfZ,München, Tagebuch Hans Schaffer,
20.11.I93I;Vogelsang, Reichswehr(Anm.17),S.13sff.; Schulthess 1931(Anm.r),S.268f.;
Josef Becker,Brining,Pralat Kaas und das Problem einer Regierungsbeteiligung der NSDAP
1930-1932,in:HZ196(1962),S.74ff.; William Lewis Patchjr., Christian Trade Unionsin the
Politics of the Weimar Republic,1918-1933.The Failure of Corporate Pluralism, NewHaven
198s,S.2os;Iris Hamel,V?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Der Deutschnatio-
nale Handlungsgehilfen-Verband 1893-1933, Frankfurt 1967,S.249f.
31 Brūning, wehr dich!, in: Vorwirts, Nr.s7I, 6.12.1931; AdR, Kabinette Bruning
(Anm.1), Bd.3,S.208sf.(Brief Webers an Brüning vom 7.12.1931); Staat (Anm. 16),
S.237-239(Auszüge aus Brünings Rede vom 8.12.1931); Schulz, Von Brüning (Anm. 4),
S.587ff.也涉及德意志国家党的内部矛盾。

32 AdR, Kabinette Brüning (Anm. r), Bd.?,S.2054-2057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4.12.1931),2061-2068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s.12.I931),2069-2074(Ministerbe-
sprechung vom 6.12.I931),2074-2078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7.12.1931); Schulthess
1931(Anm. 1), S.266; Brüning, Memoiren (Anm. r), S.474ff.; Hans Luther, Vor dem
Abgrund 1930-1933. Reichsbankprasident in Krisenzeiten, Berlin 1964,S.1s6f,244ff.;
Brünings Echo, in: Vorw?rts, Nr.576, 9.12.1931; Politik (Anm.4),Bd.z,S.167-1169
(Rundschreiben des RDIvom 1.12.193r); Winkler, Weg(Anm, 1),S.454ff.; Schulz,Von
Brüning(Anm,4),S.599ff,626ff; Meister, Gro?e Depression(Anm.1),S.23sff.
33 Schulthess 1931(Anm.r),S.272f., si5-530;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

lender,73.Bd.(1932), München 1933,S.396-398; Cuno Horkenbach(Hg.), Das Deutsche
Reichvon rg18 bis heute. Jg. 1932, Berlin 1933,S.27-30; AdR, Kabinette Brūning(Anm.
1), Bd. 1,S. LXXVIlf.(mit Einzelbelegen),Bd.3,S.2139-2151(Besprechungen vom
5.-7.1.1932),21szf. (Vermerk Pünders vom 8.1.1932); Politik(Anm. 4),Bd.z,
S.1203-1206(对赔款问题的新闻声明); Pünder, Politik(Anm.6), S.im(Aufzeichnung
vom I.I.I932); Klaus Megerle, Weltwirtschaftskrise und Au?enpo-litik. Zum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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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Kontinuitat der deutschenPolitik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Jürgen
Bergmann(Hg.),Geschichte al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Stuttgart 1979,S.116-140.;
Schulz, Von Brūning(Anm.4),S.647ff。
34 Winkler, Weg(Anm.r),S.464ff.
35 Quellen (Anm.6), S.478-486(Sitzungen desBundesvorstands des ADGB vom 3.u.
ro.2,1932),487-si5 (Sitzung des Bundesausschusses des ADGB vom is./16.2.1932);
Gerhard Colm, Wege aus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in: Die Arbeit 8(1931), S.81s-834;
Hans Arons, Erwiderung, ebd., S.834-839; Gerhard Colm, Schlu?wort, ebd., S.839f.
(hier das Zitat); Wladimir Woytinski,Wannkommt die aktive Wirtschaftspolitik?, ebd, 9
(1932),S.11-31; ders, Stormy Passage.A Personal History Through Two Russian Revolu-
tions to Democracy and Freedom: 1905-I96o, New York r961,S.462ff.; Michael Schnei-
der, DasArbeitsbeschaffungsprogramm des ADGB.Zur gewerkschaftlichen Politik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Republik, Bonn 1975,S.22sff.; Robert A.Gates,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German Free Trade Unions and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930-1933,Ph.D. Dissertation (Microfilm), University of Oregon 1970, S.22iff.; ders.,
Von der Sozialpolitik zur Wirtschaftspolitik? Das Dilemma derdeutschen Sozialdemokra-
tie in der Krise 1929-1933, in: Hans Mommsen u.a.(Hg.),Industrielles System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sseldorf 1974',S.206-22s; Wolfgang
Zollitsch, Einzelgewerkschaften und Arbeitsbeschaffung: Zum Handlungsspielraum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Spit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GG 8(1982),S.87-115;
Michael Held, Sozialdemokratie und Keynesianismus. Vo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bis
zum Godesberger Programm, Frankfurt r982, S.114ff.; Eberhard Heupel, Reformismus
und Krise. Zur Theorie und Praxisvon SPD, ADGB und AfA-Bund in der Weltwirt-
schaftskrise 1929-1932/33, Frankfurt r98r,S.227ff.; Winkler, Weg(Anm.1), S.494ff.;
Schulz, Von Brüning(Anm.4), S.639ff.
36. AdR, Kabinette Brüning (Anm.r), Bd.3,S.2241f,2246-2248(Besprechungen zum
Wagemann-Plan vom 28.u.29.1.1932),2276-2278(Denkschrift des Reichswirtschaftsmi-
nisteriums vom s.2.1932),2288-2290(Ressortbesprechung vom 12.2.1932),2318-2322
(Chefbesprechung vom 20.2.1932); Politik (Anm. 4),Bd.2,S.1240-1242(Aufzeichnung
Luthers vom 28.1.1932),1243-1245(Brief Schaffers an Wagemann vom 28.1.1932),
1245-1248(Aufzeichnungen Luthers vom 29.1.1932), 1313-1317(Aufzeichnungen Sch?f-
fers vom 4.3.1932); Brūning, Memoiren(Anm.3), S.so3f.; Luther, Abgrund (Anm. 32),
S.244ff.; Ernst Wagemann, Geld- und Kreditreform, Berlin 1932; Schulthess 1932(Anm.
33), S.22f, rgf.; Helmut Marcon, Arbeitsbeschaffungspolitik der Regierung Papen und
Schleicher. Grundsteinlegung fūr die Beschaftigungs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Bern 1974,
S.63ff.; Michael Wolffsohn, Industrie und Handwerk im Konflikt mit staatlicher Wirt-
schaftspolitik? Studien zur Politik der Arbeitsbeschaffung 1930-1934,Berlin 1977,S.66ff.;
Henning Kohler, Arbeitsbeschaffung, Siedlung und Reparationen in der Schlu?phase der
Regierung Brüning, in: VfZ17(1969),S.276-307; Werner Jochmann, Brünings Deflations-
politik und der Un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Dirk Stegmann u.a.(Hg.), Indu-
striell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s System. Festschrift f. Fritz Fischer, Bonn 1978,
S.97-112; Borchardt, Beratung (Anm.12), S.1o7ff.; ders., Gewicht (Anm. 12), S.233ff.;
Rudolf Regul, Der Wagemann-Plan, in: Der Keynesianismus, 3 Bde., Heidelberg 1976ff,
Bd.3,S.421-447; Wilhelm Grotkopp, Die gro?e Krise. Lehren aus der Uberwindung der
Wirtschaftskrise 1929/32, Disseldorf 1954,S.r73ff.; Gerhard Kroll, Von der Weltwirt-
schaftskrise zur Staatskonjunktur, Berlin i9s8, bes.S.194ff.; George Garvy, Keynes and
the Economic Activists in Pre-Hitler German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1975),
S.391-404; James, Reichsbank (Anm.4), S.zg2ff.; Manfred Pohl, Die Finanzierung der
Russengeschifte zwischen den beiden Weltkriegen. Die Entwicklung der zwolf gro?en
Ru?landkonsortien, Frankfurt 1975; Winkler, Weg(Anm. r), S.so6ff; Schulz, Von Brü-
ning(Anm.4),S.64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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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fZMūnchen, Anlagen zum Tagebuch Hans Sch?ffer: Die Haushaltslage am28.Februar
I932;AdR, KabinetteBrūning(Anm.r),Bd.1,S.LXXXIIIf.(mit Einzelbelegen); Brūning,

Memoiren(Anm.3), S.49rf.; Schulthess 1932(Anm.33),S.z?f., 450-453; Sten Nadolny,
Abrüstungsdiplomatie 1932/33. Deutschland auf der Genfer Konferenz im Ubergang von
Weimarzu Hitler, München 1978,S.goff.; Eckhard Wandel, Hans Schaffer. Steuermann in
wirtschaflichen und politischen Krisen,Stuttgart I974,S.22iff;Schulz, Von Bruning(Anm.
4),S.6g2ff. (vor allem zur Abristungsfrage); Winkler, Weg(Anm.r), S.so7f.

15.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

1 Heinrich Brüning, Memoiren r918-1934, Stuttgart r970, S. soof.; Akten der Reichs-
kanzlei(= AdR), Weimarer Republik. Die Kabinette Brüning I und II.3o. Mārz 1930 bis
1o. Oktober 1931,1o. Oktober 1931 bis r. Juni 1932,3Bde., bearb. v. Tilman Koops,
Boppard 1982-1990, Bd.1,S. LVIIIf.(mit Einzelbelegen); Hermann Pünder, Politik in der
Reichskanzlei. Aufzeichnungen aus den Jahren 1929-1932, Stuttgart r961,S.134f.; Erich
Matthias, Hindenburg zwischen den Fronten. Zur Vorgeschichte der Reichsprasidenten-
wahlen von 1932, in: VfZ 8(196o), S.75-84; Thilo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ig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I930-I932,Stuttgart r962,S.147ff.;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1933, Bonn 199o2,S.479ff.; Gerhard Schulz, Von Brüning zu
Hitler. Der Wandel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0-1933(-Zwischen Demo-
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d.III), Berlin 1992,S.704ff.
2 Brüning, Memoiren(Anm.r),S.453f.; Die Deutschnationalen und die Zerst?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Aus dem Tagebuch von Reinhold Quaatz 1928-1933. Hg. v. Hermann
Wei? u. Paul Hoser, München 1989, S.168-179(Iagebucheintrag vom 14.I.1932 mit
Material zur Verlāngerung der Amtszeit Hindenburgs); John Wheeler-Bennett, Der h?l-
zerne Titan. Paul von Hindenburg (engl. Orig.: London 1967), Tubingen 196g, S.363f.;
Andreas Dorpalen, Hindenburg in der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erik. Orig.:
Princeton 1964), Berlin 1966,S.248ff.
3 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r),Bd.3,S.2227-2232(Aufzeichnung Pünders über die
Wahl des Reichspr?sidenten vom 27.I.1932),2278-2282(Vermerke Pünders vom 6. u.
8.2.I932);Politik und Wirtschaftinder Krise I930-1932.Quellen zur Ara Brüning.Eingel. v.
Gerhard Schulz. Bearb. v. Ilse Maurer u. Udo Wengst unter Mitwirkung von Jürgen
Heideking, 2Bde., Disseldorf r98o, Bd,2, S.1302-I306(Rundschreiben des ,Stahlhelm“
vom 24.2.I932);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73. Bd.(1932), Munchen
1933,S.43f.; Cuno Horkenbach(Hg.), Das Deutsche Reich von r918 bis heute, Jg.I932,
Berlin 1933,S.43f., s6f,62;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 r), S.isiff. sowie 431-440
(Aufzeichnungen Sahms); Volker R. Berghahn, Der Stahlhelm. Bund der Frontsoldaten
I918-1935, Disseldorf 1966,S.rgsff.; ders., Die HarzburgerFront und die Kandidatur
Hindenburgs für die Prasidentschaftswahlen 1932, in: VfZ 13(196s),S.64-82; Rudolf
Morsey, Hitler als braunschweigischer Regierungsrat, ebd.8(196o), S.419-448.
4 Schulthess 1932(Anm.3),S.9-11(Denkschrift Hitlers),20 (Erla? Groeners); AdR,

Kabinette Bruning (Anm. r),Bd. 3,S.2215-2218 (Brief Brūnings an Hitler vom
22.1.I932); Rupelspiele, in: Vorwarts, Nr.39,24.1.I932; Der Groener-Erla?, ebd., Nr

6s,9.2.1932;Otto-Ernst Schüddekopf, Das Heer und die Republik. Quellen zur Politik
der Reichswehrführung 1918 bis 1933, Hannover r95s,S.330-340(Quellen zur Krise um
Groeners Erla?);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Bd.446,
S.2245-2252(Goebbels),2254(Schumacher),2323-2333(Brüning); Brüning, Memoiren
(Anm.r),S.5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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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chlagt Hitler!,in: Vorw?rts, Nr.97,27.2.1932;关于布劳思赞成选兴登堡，ebd. Nr.117,
Io.3.1932; Schulthess 1932(Anm.3), S.ssf. (Rede Hindenburgs), s8f. (Rede Brünings);
Brüning, Memoiren (Anm. 1), S.s28ff.; Otto Braun, Von Weimar zu Hitler, New York
19402, S.371; Hagen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1977, S.7r9f.; Friedrich Stampfer, Die vierzehn Jahre der ersten
deutschen Republik, Hamburg 19533,S.611。
6 Zusammenfassend:Winkler, Weg(Anm.r), S.srgff.
7 Otto Dietrich, Mit Hitler in die Macht. Pers?nliche Erlebnisse mit meinem Fuhrer,
München 1934,S.62;Die Tagebücher von Joseph Goebbels. SimtlicheFragmente. Hg. von
Elke Frohlich, Teil I: Aufzeichnungen I924-1941, Bd.z:1.10.1931-31.12.1936, München
1987, S.14of.; Wolfgang Horn, Führerideologie und Parteiorganisation in der NSDAP
(1919-1933), Dusseldorf r972, S.348f.
8 论总统选举；RF,Nr.s6,15.3.1932;Resolution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PD, ebd.,
Nr. 6s,27.3.1932;Winkler, Weg (Anm. 1), S.s21(zu Stalins Devise: 491ff.)。
9 An die Partei,in: Vorw?rts, Nr.129,17.3.1932;Staat und NSDAP1930-1932.Quel-
len zur Ara Brüning. Eingel. v. Gerhard Schulz. Bearb. v. Ilse Maurer u. Udo Wengst,
Düsseldorf 1977,S.299(Groeners Brief an Severing vom 23.3.1932),301-304(Brief des
bayerischen Innenministeriums an das Reichsinnenministerium vom 5.4.1932), 304-309
(Konferenz der Innenminister vom 5.4.1932); 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1), Bd.3,
S.2403f. (Brief Stützels an Groener vom 30.3.1932),2417-2419(Brief Pünders an Brüning
vom 6.4.1932); Vogelsang, Reichswehr(Anm.1), S.162f, 445-449(Aufzeichnung des
Regierungsrats Lengrie?er über die Konferenz der Innenminister vom 5.4.1932); Horken-
bach r932(Anm.3), S.79f,86f, 1oof; Waldemar Besson, Württemberg un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1928-1933. Eine Studiezur Aufl?sungder WeimarerRepublik, Stuttgart 1959,
S.393-396(Aufzeichnung des Gesandten Bosler zur Konferenz der Innenminister vom
5-4.1932); Winkler, Weg(Anm.r), S.s22ff.
1o Dokumente des Hochverrats, in: Vorw?rts Nr.16o, 10.4.1932;Carl Severing, Mein
Lebensweg,2 Bde, Koln 19so,Bd.z,S.327ff,;Staat(Anm.9), S.308-312(Brief des Oberre-
gierungsrats Erbe an Dingeldey vom 9.4.1932; 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r),Bd.3,
S.2426-2429(Groeners Denkschrift vom 10.4.1932),2437-2440(Aufzeichnung Pünders
vom 13.4.1932); Pünder, Politik(Anm.1),S.117(Tagebucheintrag vom 10.4.1932);Doro-
thea Groener-Geyer, General Groener. Soldat undStatsmann, Frankfurt 1955, S.zgiff;
Hans-Peter Ehni, Bollwerk Preu?en? Preu?en-Regierung, Reich-Lander-Problem und So-
zialdemokratie 1928-1932,Bonn 1975,S.239ff;Winkler, Weg(Anm.1),S.523ff.
11 Horkenbach 1932(Anm.3),S.76,83,85(Stellungnahmen von Stahlhelm und
DNVP); Landbund fur Hitler!, in: Vorwarts, Nr.14I,24-3.1932;Politik (Anm.3),Bd.2,
S.1384f.(Brief Blanks an Reusch vom 15.4.I932), 138sf,(Brief Reusch' an Blank vom
17.4.1932); Schulz, Von Brūning (Anm.r), S.732ff; Kurt Koszyk, Paul Reusch und die
.Münchner Neuesten Nachrichten“, in: VfZ 20(1972),S.75-1o3; Henry A. Turner, Die
Gro?unternehmer undder Aufstieg Hitlers (amerik. Orig:New York r98s), Berlin rg8s,
S.2s9ff,29off; Reinhard Neebe, Gro?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1930-1933. Paul
Silverberg und der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G?ttingen 1981,S.12off; Gottfried Plumpe, Die I.G. Farbenindustrie AG.
Wirtschaft, Technik und Politik r904-1945, Berlin 1990, S.s?5f; Dieter Gessner, Agrar-
verb?nd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Wirtschaftiche und soziale Voraussetzungen agrar-
konservativer Politik vor 1933,Düsseldorf r976,S.26off.
i2 Dietrich, Hitler (Anm.7),S.6sff;Goebbels, Tagebücher (Anm.7),S.1so-152;
ErnstTh?lmann, Letzter Appell, in: RF,Nr.7s,8.4.I932;Schulthess 1932(Anm.3), S.63

(Rede Brünings in K?nigsberg vom 4.4.I932); Bruning, Memoiren(Anm.r),S.s?6ff.
13 综述：Winkler, Weg(Anm.1),S.5z8ff,sowie Jürgen W.Falter,The Two Hindenburg
Elections of 192s and 1932: A Total Reversal of Voter Coalitions,in:CEH23(199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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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41。

14 E.H.(=Ernst Heilmann), Unüberwindlich,in: DFW4(1932),Nr.I6(17.4.),S.1-4
(Hervorhebungen im Original); Winkler,Weg(Anm.I)S.s31f.
15 Brüning, Memoiren(Anm.1),S.54off; AdR, Kabinette Brüning (Anm.r),Bd.3,
S.2429f.(Kabinetssitzung vom 12.4. 1932),2433-2436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3.4.1932);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r),S.452-454(Aufzeichnungen Groeners);
Staat(Anm.9), S.318f.(Mitteilung des preu?ischen Innenministeriums zur Durchführung
des SA-Verbots vom 20.4. 1932); Horkenbach r932(Anm.3), S. 11o-113; Gerhard Schulz,
Aufstie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Krise und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 1975,
S.676ff; Peter Longerich, Die braunen Bataillone. Geschichte der SA, München r98g,
S.1s3ff.
16 Horkenbach 1932(Anm.3), S.if, 114-117,131; Politik (Anm.3), Bd.2, S.1383
(Brief Hindenburgs anGroener vom 15.4.1932); 14o2f.(Briefwechsel zwischen Hinden-
burg und Groener vom 22.4.1932);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1),Bd.3,S.2456-2462
(Brief Pünders an Brüning vom 18.4. 1932),2483-2485(Ministerbesprechung vom
3-5. 1932); Brüning, Memoiren(Anm.1), S.544f;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1),
175-18o, 23off, sowie 454f.(Aufzeichnungen Groeners),459-466(Niederschrift aus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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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Struktur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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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S.329ff;Thomas Weingartner, Stalin und der Aufstieg Hitlers. DieDeutschlandpo-
litik der Sowjetunion und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9-1934,Berlin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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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s56,566f.; Horkenbach r932(Anm.3), S.140; Turner, Gro?unternehmer (Anm, 11)
S.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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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vorhebungen jeweils im Original); ders., Ein Brief, in: Deutsche Rundschau 70(1947),
S.I-12; AdR, Kabinette Brüning(Anm.r), Bd.?,S.2585-2587(Ministerbesprechung v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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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fried Plumpe,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Realit?t und Altern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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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k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Regierung Franz von Papen, Koln r982.
2 Schulthess' Europiischer Geschichtskalender, 73. Bd.(1932),Munchen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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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1932.Quellen zur Ara Bruning. Eingel. v. Gerhard Schulz. Bearb. v. Ilse Maurer u.
Udo Wengst unter Mitwirkung von Jürgen Heideking, 2Bde., Düsseldorf r98o, B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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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e, in: Soziale Berufsarbeit i3(1933), Nr.z (Februar), S.13-17; Helmut Le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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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1986,S.209-225;Rose-Marie Huber-Koller, Die kommunistische Erwerbslosen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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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ern am 11.6.1932), s9-61(Besprechung mit den Vereinigten Reichsausschūssen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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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orkenbach I932(Anm.2), S.235 (Presseecho); Verst?ndigung siegt, in: Vorwā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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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g (Anm. s), S.ss8ff. (Antifaschistische Aktion),616ff. (Einheitsfronttaktik, Aufr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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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chung vom 16.7.1932),246f.(Aufzeichnung Wiensteins vom 19.7.1932); Hor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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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ing, Mappe 6o (Material zum gleichen Gespr?ch); Christoph Graf, Politische Poliz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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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Stra?enkampf, Dusseldorf 198g,S.358ff; Winkler, Weg(Anm.s),S.6soff.
18 Albert Grzesinski, Im Kampf um die deutsche Republik(geschrieben 1933; MS im

BA Koblenz), S.289; Severing, Lebensweg(Anm. Io),Bd.2, S.347f.; Anpassung oder
Widerstand? Aus den Akten des Parteivorstands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19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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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s und die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894-1939. Eine politische Biogra-
phie,Berlin 1971,S.24off.; Winkler, Weg(Anm.s),S.6s4ff.
I9 AdR, Kabinett v.Papen(Anm.r),Bd.r,S.241-245(Brief Kerrls an Papen vom 18.7.
1932),245f.(BrieftelegrammHitlers anPapen vom 18.7.1932);Goebbels,Tagebūcher(Anm.
r), S.207(Eintrag vom 19.7.1932); Severing, Lebensweg(Anm.1o),Bd.z,S.347f.
2o Hande weg von Preu?enl, in: Vorwāirts, Nr.337,20.7.1932;IISG Amsterdam,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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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chlags" am 20.7.1932, in:ViZ9(196r),S.430-439; Gerhard Schulz,,Preu?ensch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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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1932),267-272(Aufzeichnung Plancks vom 20.7.1932); Bracher, Auf?sung(Anm.
r),S.735-737(Aufzeichnung Heimannsbergs von 1957);Winkler, Weg(Anm.s),S.658ff.
22 Anpassung(Anm.18),S.g-11(Aufzeichnung von Wels); DieGewerkschaften i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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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im 2o.Jahrhund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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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s, S. r93f. (Appell des ZK der KPD vom 20.7. 1932); Brief Ernst Fraenkels an Karl
Dietrich Erdmann vom 31.7.1973, in: Karl Dietrich Erdmann, Die Zeit der Weltkriege
(= Bruno 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Bd.4/r), Stuttgart 1973,
S.326f;Bracher, KPD (Anm.7),S.22ff;Winkler, Weg(Anm.s),S.669ff.
23 Severing, Lebensweg(Anm.Io), Bd.z,S.352; Horkenbach 1932(Anm.2),S.2sof.
(Papens Rundfunkrede vom 20.7.1932); Goebbels, Tagebücher (Anm.r), S.2o8; Heinz
Kühn, Widerstand und Emigration. Die Jahre r928-1945, Hamburg 198o, S.49.
24 Karl Rohe, Das 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l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r politischen Kampfverbi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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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lich?, in: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17(1970), S.197-24S; Hsi Huey Liang, Die Berliner
Polizei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merik. Orig: Berkeley, I970),Berlin 1976, S.17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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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arlo Mierendorff, Sommer der Entscheidungen, in: SMH76(1932/II), S.6ss-660
(6s6); E.H. (Ernst Heilmann), Hindenburg gegen die Nazidiktatur, in: DFW4(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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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ter?, in: Marxistische Tribüne z(1932), Nr12(15.6.),S.35I-356(352f); Winkler, W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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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ügel/Norbert Frei, Berliner Tagebuch 1932-1934,Aufzeichnungen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Diplomaten Camill Hoffmann, in: VfZ36(1988), S.r31-183(148f.)。汉斯·舍费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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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普鲁士和在帝国的共和国稳定性比较：Hagen Schulze, Stabilit?t und Instabilitat

in der politischen Ordnung von Weimar. Die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lamentsfraktionen
im Reich und in Preu?en, in: VfZ26(1978),S.419-432。
27 Barone ernennen Barone!, in: Vorw?rts, Nr.47I,6.10. I932.关于清洗活动的综述：
Wolfgang Runge, Politik und Beamtentum im Parteienstat. Die Demokratisierung
der politischen Beamten in Preu?en zwischen 1918 und r933,Stuttgart 19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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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chte seit 1789,Bd.7: Ausbau Schutz undUntergang der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84, S.1028ff; Ehni, Bollwerk(Anm.11),S.276ff.
28 AdR,Kabinett v.Papen(Anm.r),Bd.r,S.290(Brief des württembergischen Staats-
prasidenten Bolz an Hindenburg vom 2I.7.1932),294(Brief des hessischen Staatspr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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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chlag"und die Lander, in: VfZ18(197o), S.321-338; WaldemarBesson, Württemberg
und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28-1933. Eine Studie zur Aufl?sung der Weimarer Re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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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zialmilieus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Weimar. Hessische Kreise im Vergleich, phil. D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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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e(Anm.32),S.1s7f.; Paul Kluke, Der Fall Potempa, in: VfZ s(1957),S.27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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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23of. (Eintragungen vom 23.u. 25.8.1932); Preu?en(Anm.ir),S.44(Auszug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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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enhinweisen); Schulthess I932(Anm.2),S.473-475(deutscheNote vom 29.8.1932);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1),S.294ff.; Sten Nadolny, Abristungsdiplomatie I932/33.
Deutschland auf der Genfer Konferenz im Ubergang von Weimar zu Hitler, München
1978,S.rs6ff.; Edward W. Bennett,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 1932-1933,
Princeton 1979,S.176ff.
39 AdR, Kabinett v. Papen(Anm.r), Bd.r,S.474-479(Besprechung beim Reichsprasi-
denten am 30.8.1932; Hervorhebung im Original); Carl Schmitt, Legalitit und Legiti-
mitit, Berlin 1932,bes.S.88ff; Johannes Heckel, Diktatur, Notverordnungsrecht, Verfas-
sungsnotstand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as Budgetrecht,in: Archiv des offentlichen
Rechts, N.F.22(1932), S.257-338(26o,31of.); Eberhard Kolb/Wolfram Pyta, Die Staats-
notstandsplanung unter den Regierungen Papen und Schleicher, in: Heinrich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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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kler unter Mitarbeit von Elisabeth Müller-Luckner(Hg.),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lungsspielriume und Alternativen, München I992, S.153-179; Dieter
Grimm, Verfassungserfüllung-Verfassungsbewahrung-Verfassungsaufl?sung. Positionen
der Statsrechtslehre in der Staats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ebd., S.181-197; Heinrich
Muth, Carl Schmitt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des Sommers1932,in: Theodor Schieder
(Hg.), Beitraige zur GeschichtederWeimarer Republik. Beiheft i der HZ, München 1971,
S.75-147; ErnstRudolf Huber, Carl Schmitt in der Reichskrise der Weimarer Endzeit, in:
Helmut Quaritsch (Hg.), Complexio Oppositorum. Uber Carl Schmitt, Berlin 1988,
S.33-50; ders., Verfassungsgeschichte(Anm.27),Bd.7,S.1o73ff.
40 Brining, Memoiren(Anm. 1), S.622-6ss; Goebbels, Tagebücher (Anm. 1),
S.230-233(Eintragungen vom 25.-29.8.I932); Horkenbach 1932(Anm.2), S.296(Koali-
tionsverhandlungen); Protokolle (Anm. 2), S.s81-584 (Sitzungen des Fraktionsvorstands
und der Fraktion des Zentrums am 29.8.1932); Oswald Wachtling, Josef Joos. Journalist,
Arbeiterfuhrer, Zentrumspolitiker. Politische Biographie 1878-1933, Mainz 1974,
S.162ff.; Jürgen Aretz, Katholi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Der Ver-
band katholischer Arbeiter- und Knappenvereine Westdeutschlands I923-1945, Mainz
1978,S.s7ff.; Detlef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und Hitler I932/33, Stuttgart
196g,S.86ff.;Hōmig,Preu?isches Zentrum,(Anm.ro),S.26gff; Morsey,Zentrumspartei
(Anm.2), S.3rsff; Michael Schneider, Die christlichen Gewerkschaften 1894-1933, Bonn
1982,S.704ff.;William L. Patch, jr., Christian Trade Unions in the Weimar Republic
r918-1933. The Failure of .Corporate Pluralism", New Haven 198s,S.188ff.; Iris Hamel,
Volkischer Verband und nationale Gewerkschaft. Der Deutschnationale Handlungsgehil-
fen-Verband 1893-1933, Frankfurt r967,S.zs3ff.; Larry E.Jones, Between the Fronts: The
German National Union of Commercial Employes from I928 to I933,in: JMH48(1978),
S.462-482; Heinz-Jürgen Priamus, Angestellte und Demokratie. Die nationalliberale An-
gestellten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79, S.197ff.; Udo Kissenkoet-
ter, Gregor Stra?er und die NSDAP, Stuttgart 1978,S.14sff.; Winkler, Weg(Anm. 5),
S.722f.(zur Haltung der SPD); Schulz, Von Brüning (Anm.1),S.268ff.

17.国家推迟进入紧急状态

1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 Stenographische Bericht, Bd.454,S.1-3(Zetkin),6-9
(Wahl des Prasidiums), ro(G?ring); Die Protokolle der Reichstagsfraktion und des Frak-
tionsvorstands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 1926-1933. Bearb. v.Rudolf Morsey, Mainz
196g, S.s84f.(Fraktionssitzung vom 3o.8.1932); Schulthess' Europaischer Geschichtska-
lender,73.Bd.(1932), Munchen 1933,S.rsI-157; Cuno Horkenbach (Hg.), Das Deutsche
Reich von 1918 bis heute. Jg. r932, Berlin r933,S.300; Akten der Reichskanzlei (=AdR),
Weimarer Republik. Das Kabinett von Papen. 1. Juni 1932 bis ?. Dezember 1932.2Bde.,
bearb, v. Karl-Heinz Minuth, Boppard 198g, Bd.2, S.527-529(Empfang des Reichstags-
prasidiums bei Hindenburg am 9.9.1932).论1932年9月4日和5日的政令和工会的反应：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r930-I933,Bonn 199o2, S.726ff.
2 Schulthess I932(Anm.1),S.rs8(Erklarung Schleichers); Die Tagebücher von`Joseph
Goebbels, hg. v. Elke Fr?hlich, Teil I: Aufzeichnungen I924-I941, Bd.2: I.IO.I931 bis
31,12.1936, München 1987,S.238-240(Eintragungen vom 8.-10.9.1932); Edgar von
Schmidt-Pauli, Hitlers Kampf um die Mach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ie Ereignisse
des Jahres 1932, Berlin o.J.(1933), S.r38ff; Heinrich Brüuning, Memoiren r918-I934,
Stuttgart 1970, S.62sf.; Protokolle(Anm.r),S.s8s-589 (Sitzungen des Fraktionsvorstan-
des und der Fraktion des Zentrums vom 12.9.1932); Thilo Vogelsang, Reichswehr, Staat
und NSDAP. Beitrige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I930-1932, Stuttgart r962,S.274ff.; 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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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f Morsey,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in: Erich Matthias u. Rudolf Morsey (Hg.),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üsseldorf 196o1,S.281-453(bes.32off.);Detlef Junker, Die
Deutsche Zentrumspartei und Hitler 1932/33. Ein Beitrag zur Problematik des politischen
Katholizismus, Stuttgart 196g, S.86ff.
3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Anm.r),Bd.454, S.r?f.(Torgler), 14-16(Goring), 17-21
(namentliche Abstimmung); Goebbels, Tagebücher (Anm.2), S.241f.(Eintragungen vom
12./13.9.1932); Die Deutschnationalen und die Zerst?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Aus
dem Tagebuch von Reinhold Quaatz 1928-1933. Hg. von Hermann Wei? u. Paul Hoser,
München 1989,S.203(Aufzeichnung vom 12.9.1932); Schulthess 1932(Anm. r),
S.1s8-162; AdR, Kabinett v. Papen(Anm.1),Bd.z,S.543-546(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2.9.1932), S.6so-713 (Sitzung des ,Uberwachungsausschusses" vom 27.9.1932); 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seit 1789, Bd.7: Ausbau, Schutz und Un-
terga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uttgart 1984,S.1og2ff; Gerhard Schulz, Von Brüning
zu Hitler. Der Wandel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in Deutschland 1930-1933(= Zwische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Verfassungspolitik und Reichsreform in der Weimarer Repu-
blik, Bd. III), Berlin 1992,S.993ff;Karl Dietrich Bracher, Die Aufl?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des Machtverfalls in der Demokratie, Villingen 1964,
S.627ff.
4 AdR, Kabinett v. Papen(Anm.1),Bd.z, S.s46-561(Rundfunkrede Papens vom
12.9. I932); Walther Schotte,Der neue Staat, Berlin 1932; Edgar J. Jung, Die Herrschaft
der Minderwertigen, ihr Zerfall und ihre Abl?sung durch ein Neues Reich, Berlin 1927'
(193o3); Arm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918-1932. Grund-
ri? ihrer Weltanschauungen, Stuttgart r95o; Kurt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 zwischen
1918 und 1933. München 1962, bes. S.18off; ders, Der Tatkreis, in:VfZ7(1959),
S.229-26o; Klaus Fritzsche, Politische Romantik und Gegenrevolution. Fluchtwege in der
Kris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Das Beispiel des ,Tat-Kreises", Frankfurt 1976; Ebbo
Demandt, Von Schleicher zu Springer. Hans Zehrer als politischer Publizist, Mainz 1971,
bes. S.84ff; Hans Mommsen, Regierung ohne Parteien. Konservative Pl?ne zum Verfas-
sungsumbau am Ende der WeimarerRepublik, in: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unter Mitwir-
kung von Elisabeth Müller-Luckner (Hg.),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1930-1933. Hand-
lungsspielr?ume und Alternativen, München 1992,S.1-18.
5 AdR, Kabinett v. Papen(Anm.1), Bd.z, S.480-490(Ministerbesprechung vom
31.8.1932), 513-516(Besprechung Papens mit Gereke vom 5.9.1932),719-729(Minister-
besprechung vom 29.9.1932); Axel Schildt, Milit?rdiktatur mit Massenbasis? Die Quer-
frontkonzeption der Reichswehrfuhrungum General von Schleicher am Ende der Weima-
rer Republik, Frankfurt 1981,S. rogff;PeterHayes, ,AQuestion Mark with Epaulettes"?
Kurt von Schleicher and Weimar Politics, in: JMHs2(198o), S.35-6s; Joachim Petzold,
Alternative zur faschistischen Diktatur? Die Regierungskonzeption des Generals Kurt von
Schleicher, in: Militargeschichte 22(1983), S.16-31; Schulz, Von Brüning (Anm,3),S.975;
Winkler, Weg(Anm.r),S.717ff.
6 AdR, Kabinett v. Papen(Anm.1), Bd.2,S.537-542(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2.9.1932),794-8or (Brief u. Memorandum Schleichers vom 17.Io.1932); Anpassung
oder Widerstand? Aus den Akten des Parteivorstands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32/33. Hg. u. bearb. v. Hagen Schulze, Bonn 1975, S.72-94(Wehrsportdebatte im
Parteiausschu? am io.11.1932);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2), S.28sff; Karl Rohe,
Das ReichsbannerSchwarz-Rot-Gol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der politi-
schen Kampfverb?nde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Düsseldorf rg66,S.448ff;Helga
Gotschlich, Zwischen Kampf und Kapitulation.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sbanners
Schwarz-Rot-Gold, Berlin (O) 1987, S.i38ff;Winkler, Weg(Anm.1), S.718ff, 736ff,
788ff.(mit weiterer 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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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dR, Kabinett v. Papen(Anm.r), Bd.I, S.398-407(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5.8.1932),Bd.2,S.s37-542(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2.9.1932),719-729(Ministerbe-
sprechung 29.9.1932); Schulthess 1932(Anm.r),S.476-479;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2), S.28off; Michael Geyer, Aufrüstung oder Sicherheit. Die Reichswehr in der
Krise der Machtpolitik 1924-1936, Wiesbaden 198o, S.28off; Edward W. Bennett, Ger-
man Rearmament and the West, 1932-1933,Princeton 1979,S.2o2ff.
8 AdR, Kabinett v. Papen(Anm.1),Bd.z, S.576-585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4.9.1932),593-600(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7.9. 1932); Huber, Verfassungsge-
schichte(Anm.3), Bd.7,S.1106ff; Vogelsang, Reichswehr(Anm.2),S.28off.
9 AdR, Kabinett v. Papen(Anm.1), Bd.1, S. XLIff.(mit Einzelbelegen); Schulthess
1932(Anm. r), S.r71(Rede Warmbolds vom 27.9.1932), 189 (Protest des RDI vom
27.10.1932),r93(Kabinettsbeschlusse vom 3.11.I932).
1o AdR, Kabinett v.Papen(Anm.1),Bd.2,S.754-764(Papens Münchner Rede vomI2.Io.
1932),820-828(Gayls Berliner Rede vom 28.10.1932); Winkler, Weg(Anm.r),S.s39ff.
1 Preu?en contra Reich vor dem Staatsgerichtshof. Stenogrammbericht der Verhand-
lungen vor dem Staatsgerichtshof in Leipzigvom ro. bis 14.und vom 17. Oktober 1932,
Berlin 1933, S.492-517; Was bedeutet das Urteil?, in: Vorwirts, Nr. 504,25.10.1932
(Hervorhebungen im Original); AdR, Kabinet v. Papen (Anm.r),Bd.2, S.8o8(Bespre-
chung vom 27.10.I932 über das Urteil des Staatsgerichtshofes),809-813 (Sitzung der
kommissarischen preu?ischen Staatsregierung vom 27.10.1932),813-819(Ministerbespre-
chung vom 28.1o.1932),828-831 (Sitzung der kommissarischen preu?ischen Statsregie-
rung vom 28./29.Io.1932); 831-834(Besprechung Papens und Brauns bei Hindenburg am

29.Io.I932),835-837 (Sitzung der kommissarischen preu?ischen Statsregierung vom
1.II.I932),836f. (Brief Brachts an Ministerialdirektor Brecht vom 1.11.I932),8y8-860
(Brief Brachts an Brecht vom 2.11.1932),872-876(Brief Brauns an Hindenburg vom
3.1.I932),884f.(Besprechung vom 7.11.1932),88s-889 (Brief Brauns an Hindenburg
vom 7.11.1932),907-911(Besprechung vom 1o.I1.1932); Schulthess 1932(Anm.1),
S.184-189 (Leipziger Urteil u. Stellungnahme der preu?ischen Regierung vom
25.Io.1932),193(Erklirung der preu?ischen Staatsminister u. Gegenerkl?rung der Reichs-
regierung vom 3.11,1932); Otto Braun, VonWeimar zuHitler, New York r9402,S.763ff.;
Hagen Schulze, Otto Braun oder Preu?ens demokratische Sendung.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1977,S.763ff.(hier auch das Zitat aus dem ,8-Uhr-Abendblatt"); Hans-Peter
Ehni,Bollwerk Preu?en? Preu?en-Regierung, Reich-Linder-Problem und Sozialdemokra-
tie r928-1932, Bonn 1975, S.27rff.;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2), S.304ff.; Hub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Anm.3), Bd.7, S.1128ff.; Schulz, Von Bruning(Anm.3),
S.1oooff.;Winkler, Weg(Anm. r), S.761ff.

12 Gemeinsame Proklamation der Kommunisten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fur die
Nichtigkeitserklirung des Versailler Vertrags, in: Inprekorr 12(1932), Nr. 90(28.1o.),
S.286gf.;Gegen den imperialistischen Krieg. gegen das Versailler System!-Fur den prole-
tarischen Internationalismus! Kampfrede des Genossen Thalmann in Paris, ebd., Nr. g1
(1.11.),S.2899f.;Rede des Genossen Thorez in der PariserThālmann-Versammlung, ebd.,
Nr.g2(4.11.), S.2941f.; Fort mit Versailles!, in:RF,Nr.195,26.10.1932;XII. Plenum des
Exekutivkomite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September 1932). Thesen und Re-
solutionen, Moskau 1932,S.6f, 9,11(Thesen zum Referat Kuusinens); Winkler, Weg
(Anm.r),S.754ff.(mit weiterer Lit.).-论洛桑协定和国际联盟新协议，1932年7月15日
达成的协议规定，奥地利获得借款的条件是不得追求与德意志帝国结成经济共同体：
Schulthess 1932(Anm.1), S.243,408。
13 Winkler,Weg(Anm.1), S.76sff.(mit weiterer Lit.); Klaus Rainer R?hl, Fünf Tage
im November. Kommunisten, Sozialdemokraten und Nationalsozialisten und der BVG-
Streik vom November I932 in Berlin, in: Diethart Kerbsu. Henrick Stahr (Hg.),Berlin
1932. Das letzte Jahr der ersten deutschen Republik. Politik, Symbole, Medie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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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S.161-177. Die Zitate: Goebbels, Tagebücher(Anm,2), S.267-271(Eintragungen
vom 2.[richtig: 3.]bis 4.11.I932); Protest, in: Vorwirts, Nr.s22,4.II.I932; SA-Putsch in
Schoneberg, ebd., Nr. 523,5.11.I932; zu Papens Rede: Schulthess 1932(Anm. r),
S.I94-196; Letzter Appell, in: DAZ,Nr.52I,s.II.I932.
14综述选举结果：Winkler, Weg(Anm.r),S.774f.(mit weiterer Lit.)。关于柏林：
Richard F. Hamilton, Who Voted for Hitler?, Princeton 1982,S.89ff。论广播的作用：
Hans Bausch, Der Rundfunk im politischen Kriftespiel der Weimarer Republik,Tubingen
1956,S.8sff。
15 Marx starker als Hitler, in: Vorwarts Nr.s26,7.11.1932; Anpassung(Anm.6),S.s5
(B?chel),71(Wels); E.H.(= Ernst Heilmann), Aufdem richtigen Weg, in: DFW4(1932),
Nr.46(13.11.), S.1-s; Horkenbach 1932(Anm.r),S.372-374(Stellungnahmen von Zen-
trum, DNVP, NSDAPu.Rede Papens vom 8.11.1932); Wahlsieg der KPD im Feuer der
Streikk?mpfe (Erkl?rung des ZK der KPD), in: Inprekorr 12(1932), Nr.94(11.1i.)
S.3025-3027;《真理报》评论德国帝国议会选举结果，同上书，S.3027f。
16 AdR, Kabinett v. Papen(Anm.r),Bd.2,S.901-907(Ministerbesprechung vom
9.11. 1932),937f.(Brief Kepplers an Schr?der vom 13.11.1932); Schulthess I932(Anm.
r), S.198(Empfang Papens durch Hindenburg am 1o.11.1932); Eberhard Czichon, Wer
verhalf Hitler zur Macht? Zum Anteil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an der Zerst?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K?ln 1967,S.64-72 (Material zur Eingabe an Hindenburg; der Brief
selbst: 69-71), 73(Information Dr. Scholz für Bracht zur Tagung des Langnam-Vereins
vom 26.11.1932) Henry A. Turner, Jr, Die Gro?unternehmer und der Aufstieg Hitlers
(amerik. Orig: New York 1985), Berlin 198s,S.358ff; Reinhard Neebe, Gro?industrie,
Staat und NSDAP1930-1933. Paul Silverberg und der 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in der Kri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G?ttingen 1981,S.167f;Gottfried Plumpe,
Die L.G. Farbenindustrie AG. Wirtschaft, Technik und Politik 1904-1945, Berlin 1991,
S.s38ff; Heinrich Muth, Das ,K?lner Gespr?ch“ am 4.Januar 1933, in: GWU37(1986),
S.463-48o,529-541.
17 Bundesarchiv Koblenz,Nr.I342: Nachla?J. Wirth: Brief Wirths an Breitscheid vom
14.I1.1932.在此特别感谢 Gerald D. Feldman 对这份文件的提示。
18 Anpassung (Anm.6), S.23f, 45(Wels), 32f. (Severing),41(Hilferding),47(Breit-
scheid); Kampfansage an Papen, in: Vorw?rts, Nr.533,11.11.1932; Winkler, Weg(Anm.
1),S.786ff.关于1932年夏季希法亭的立场：同上书，S.724fa
19 AdR, Kabinett v.Papen(Anm.r),Bd.2,S.944f.(Gespr?ch Papens mitKaas u. Joos
vom 16.11.1932),9srf.(Gespr?ch Papens mit Sch?ffervom 16.11.1932),952-956(Brief
Hitlers an Papen vom 16.11.1932),956-963(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7.11. 1932),
964-972(Ministerbesprechung vom 18.11.I932);Unsere Antwortan Papen, in: Vorw?rts.
Nr. 54I, 16.11.1932; Schulthess 1932(Anm.1), S.zoif. (Erkl?rung des Zentrums vom
16.11.I932); Protokolle(Anm.1), S. s95-597(Sitzung des Vorstands der Zentrumsfrak-
tion vom 19.11.1932); Morsey, Zentrumspartei(Anm.2), S.329ff;Junker, Zentrumspar-
tei (Anm.2), S.112ff; Klaus Sch?nhoven, Zwischen Anpassung und Ausschaltung. Die
Bayerische Volkspartei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2/33, in: HZ224
(1977),S.340-378.
20 AdR, Kabinett v. Papen(Anm.1),Bd.z,S.973f.(Unterredung Hindenburgs mit
Hugenberg vom 18.11. 1932),975-977(Unterredung Hindenburgs mit Kaas vom
18.11. 1932),977-979 (Unterredung Hindenburgs mit Dingeldey vom 18.1. 1932),
984-986 (Unterredung Hindenburgs mit Hitler vom 19.11.1932), 987f.(Unterredung
Hindenburgs mit Sch?ffer von 19.11.1932),988-982(Unterredung Hindenburgs mit Hit-
ler vom 21.11.1932),992-994(Brief Meissners an Hitler vom 22.11.1932),994-998(Brief
Hitlers an Meissner vom 23.11. 1932),998-1000(Brief Meissners an Hitler vom
24.11. 1932); Die Deutschnationalen(Anm.2),S.211-213(Tagebuchaufzeichnung
Quaatz' vom 19.11. 1932); Heinrich Bruning, Memoiren 1918-1934, Stuttgart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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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34ff; Protokolle (Anm.1),S. s95-597 (Sitzung des Vorstands der Zentrumsfraktion
vom I9.11.1932); Schulthess 1932(Anm.r), S.203-213; Horkenbach r932(Anm.2),
S.383-394; Volker Hentschel, Weimars letzte Monate. Hitler und der Untergang der Repu-
blik, Düsseldorf 1978,S.67ff; Vogelsang, Reichswehr (Anm.z), S.318ff;Winkler, Weg
(Anm.1),S.791 ff.

21 AdR, Kabinett v. Papen(Anm.r), Bd.2, S.Ior3-1022 (Ministerbesprechung vom
25.11. I932), I023-1025(Besprechung Hindenburgs mit Kaas vom 25.11. 1932),
1025-1027 (Tagebuchaufzeichnungen Hans Schaffers und Krosigks vom 26.u.27.11.
1932), 1029-1031(Tagebuchaufzeichnung Krosigks vom 29.11.I932); Goebbels, Tagebü-
cher(Anm.1),S.284-286(Aufzeichnungen vom 23.bis 28.11.1932);Die Gewerkschaften
in der Endphase der Republik 1930-1933. Bearb.v. Peter Jahn unter Mitarbeit vonDetlev
Brunner(=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im 2o.Jahr-
hundert, Bd.4), K?ln 1988,S.766-770(Besprechung im Vorstandsbüro des ADGB über
ein Gespr?ch mit Schleicher am 28.11.I932),770-773(Brief Leiparts an Schleicher vom
29.11.1932),773-778 (Sitzung des Bundesvorstands des ADGB vom 29.11.1932); ABI
Berlin, ADGB-Restakten, NB 112: Verhandlungen mit der Reichsregierung(Vertrauliche
Aufzeichnung Breitscheids vom 28.11.1932 über ein Gesprach mit Schleicher [hier auch
Schleichers Schilderung des Gesprachs bei Hindenburg vom 26.11.1932]); Schleicher ver-
handelt mit den Parteifuhrern, in: Vorw?rts, Nr.559,27.11.I932; Schleicher verhandelt,
ebd., Nr.s6o, 28.1I.1932; Richard Breitman, German Socialism and General Schleicher,
in: GEH9(1976),S.352-388 (bes.367ff.); Winkler, Weg(Anm.1),S.793ff.
22 Kabinett Schleicher?, in: Vorw?rts, Nr. s61,29.II. 1932; Alarmierende Gerüchte,
ebd., Nr.s62,29.11.1932;Papen nicht!, ebd., Sturm in den Betrieben, ebd.(Hervorhe-
bungen jeweils im Original); Gewerkschaften(Anm.21),S.773f. (Sitzung desBundesvor-
stands vom 29.11.1932);Winkler, Weg(Anm.1), S.796ff.
23 TheodorLeipart, Die Kulturaufgaben der Gewerkschaften. Vortrag in der Aula der
Bundesschule in Bernau am 14.Oktober 1932, Berlin 1932,S.3,16-20; Ernst Jünger, 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 Hamburg 19321.论Bermauer的演讲及其反响Peter Jahn,
Gewerkschaften in der Krise. Zur Politik des ADGB in der Ara derPrasidial-kabinette
1930 bis 1933, in: Erich Matthias u. Klaus Sch?nhoven(Hg.), Solidarit?t und Men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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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ücher(Anm.1), S.286-291(Aufzeichnungen vom 27.I1.bis I.12.1932);Schmidt-Pa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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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ssners vom. I.u.2.12.I932); Franz von Papen, Der Wahrheit eine Gasse, München
1952,S.243-252(die Zitate Hindenburgs: zsof.); ders., Vom Scheitern einer Demokra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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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be, An der Wendel, ebd., Nr. 573,6.12.I932; Gegen Schleicher!, ebd., Verta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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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DAP (Anm.7), Serie B, Bd.XXI, S.481f. (Aufzeichnung des Ministerialdirektors
Marcks auf Grund von Mitteilungen Schleichers über sein Gesprach mit Litwinow am
19.12.1932); Papenregierung ohne Papen(Artikel der ,Prawda" vom 6.12.1932), 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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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Schulthess 1933(Anm.9),S.7f.(Unterredung Schleichers mit Papen vom 9.I.I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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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chnungen vom 10.-16.1.1933); Schulthess 1933(Anm.9), S.2o; Jutta Ciolek-Kü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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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 AdR, Kabinett v.Schleicher(Anm. 1),S.284f.(Empfang Schleichers bei Hindenburg
am 23.1.1932),300-304(Aktennotiz Eggerts über eine Unterredung mit Schleicher vom
26.1.1933),304f.(Brief Kaas'an Schleicher vom 26.1.1933),320-323(Iagebuchaufz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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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Standespolitik und agrarische Interessen, in: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unter Mitwirkung von Elisabeth Muller-Luckner (Hg.), Die deutsche
Staatskrise r930-1933. Handlungsspielr?ume und Alternativen, München 1992,S.23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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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Heft 377, S.963-973; ders.,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der Weimarer Repub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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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der Antisemitismus,in:Bernd Martin u.Ernst Schulin(Hg.), Die Juden als Minderheit
in der Geschichte,München 198r1,S.27I-289;M.Rainer Lepsius,Extremer National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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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18.论国家暴力垄断的侵蚀nopols: Elias, Zersetzung(Anm.1o), bes.S.28sf。
13 Friedrich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19473; Friedrich Karl Fromme, Von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zum Bo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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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s.u.Hartmut Kaelble(Hg.), Nationalismus, Natio-nalit?ten, Supranationalit?t, Stut
tgart 1993, S.12-33。
1s Hierzu bes. WolfgangRuge, Weimar. Republik auf Zeit, Berlin(O) 198z2,S.3o7ff;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4:Von 1924 bis Januar 1933, Berlin(O)
1966; Heinz Niemann u.a.,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17-1945, Berlin
(O) r982;Grundri? d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O) 1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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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O)1981.论共产国际的“法
西斯主义模式”等：Theo Pirker(Hg.), Komintern und Faschismus 1920-1940. Do-kum
ente zur Geschichte undTheorie des Faschismus, Stuttgart 196s,bes. S.187
16 Karl Dietrich Bracher,Politik und Zeitgeist. Tendenzen der siebzigerJahre, in: ders.
u.a, Republik im Wandel r969-1974. Die Ara Brandt(=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V/r),Stuttgart 1986,S.285-40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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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1938)22
Briand, Aristide(1862-1932)315,343,348,
383,406,429
Brockdorff-Rantzau, Ulrich Graf von
(1869-1928)9I,93,169
Brüning, Heinrich(188s-1970)294,325,
363-384,393-456,461-48o,488, sor,
5IS,520,542,556,s66,s69,s8o, s83,
58sf., 596,6os-607,61o
Brutus, Marcus Junius(8s-42 v.Chr.)16r
Bucharin,Nikolai(1888-1938)149,ISI,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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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hrucker, Bruno Ernst(1878-1966)212
Bülow,Bernhard Fürst von(1849-1929)
382
Bülow, Bernhard Wilhelm von(188s-1936)
382f.
Bumke, Erwin(1874-1945)504
Bussche-Ippenburg, ErichFreiherr von
dem(1878-1957)589

Caprivi,Georg Leo Graf von(1831-1899)
571
Cassel, Gustav(1866-1945)184
Cla?, Heinrich(1868-1953)349
Clemenceau, Georges(1841-1929)140
Cohen(-Reu?), Max(1876-1963)s1,67,
102
Colm, Gerhard(1897-1968)440
Corday d'Armont, Marie Anne Charlotte
(1768-1793)161
Crispien, Artur(1875-1946)149
Cuno, Wilhelm(1876-1933)18s-190,193,
195,197,199,202-206,241,273f.
Curtius, Julius(1877-1948)33of.,336-338,
353f.,359,36sf,368f, 376,383,4osf.,
409,419,429f.
Curzon,Lord GeorgeN.(1859-1925)197

Darre, Richard Walther(189s-1953)571
Diumig, Ernst(1866-1922)30,sof., s7,83,
149f.
David, Eduard(1863-I930) 87,92,94,Ios,
122
Dawes, Charles G.(186s-I951)251
Degoutte, Jean(1866-1938)207
Dehn, Günter(1882-1970) 295
Deist, Heinrich(1874-1962)457
Delbruck, Clemens von(18s6-1921) 1o2
Diels, Rudolf(1900-1957)491
Dietrich, Hermann(1879-1954)338,376,
378-381,384,403f,409f.,435,44I,
466f,473f, 572
Dingeldey, Eduard(1886-1942)41if,45o,
544f, 547,572
Di?mann, Robert(1878-1926)263
Dittmann, Wilhelm(1874-1954)36,40,54,
227f.
Dorrenbach, Heinrich(1888-1919)57-59
Doumer,Paul(18s7-1932)406
Drake, Heinrich(1881-1970)573
Duesterberg, Theodor(1875-1950)445,
448,45I,453,590, 592

Duisberg, Carl(1861-I935)293,362,369,
445,452

Eberlein, Hugo(1887-1944?)153
Ebert, Friedrich(1871-I925)14,I9-44,
48-55, 59,66,70-72,87,94f, ror,Ios,
12f., iis,119-123,127,129,137,139,
157,161, 16s-178,183,204,212,220,
227,231f,23sf., 24of.,246,251-253,
262,26s,268,272f.,276-278,310,397,
598,6oof.,604
Egelhofer, Rudolf(1896-I919)8r
Eggerstedt, Otto(1886-1933)493
Eggert, Wilhelm(1880-1938) sos,547,582,
593
Eichhorn, Emil(1863-1925)39,54,s6f., s9
Einstein, Albert(1879-1955)303,313,426,
489
Eisler, Hanns(1898-1962)287
Eisner,Kurt(1867-I919)28,64,66,76-79,
82
Elbrechter,Hellmuth(189s-?)s69
Eltz-Rubenach,PaulFreiherrvon
(1875-1943)479,555,s89,591
Emminger,Erich(1880-1951)241,263
Enderle,August(1887-1959)214
Engels,Friedrich(1820-1895)595
Epp,FranzXaver Rittervon(1868-1946)
160
Erdmann, Karl Dietrich(I91o-I990)60o
Erdmann,Lothar(1888-I939)5so

Erhardt,Hermann(1881-1971)114,118f.,
12if,137,159,229
Erkelenz,Anton(1878-1945)139,384
Ersing,Joseph(1882-1956)578f.
Erzberger,Matthias(1875-192r)19,36,63,
92,94,Io9f.,117f.,121,I57,16of.,165,
174f,325
Escherich,Georg(1870-1941)131,147
Esser,Thomas(1870-I948)s21f.
Estorff, Ludwigvon(18s9-1943)130
Eulenburg,Franz(1867-1943)244

Faulhaber,Michaelvon(1869-1952)177f.
Fechenbach, Felix(1894-I933)206
Fehrenbach,Konstantin(18s2-1926)91,
139,I55,I57,185
Fellisch,Alfred(1884-1973)227,255
Feuchtwanger,Lion(1884-1958)426
Fischbeck,Otto(186s-1939)1
Fischer,Hermann(1896-192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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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er, Richard(1855-1926)10r
Fischer, Ruth(eigentl. Elfriede Eisler)
(189s-1961)196,20if, 215,254,299,
387
Flick, Friedrich(1883-1972)452
Flieg, Leo(1893-1939)460
Fraenkel,Ermst(1898-1975)106,499,576,
594
Frahm, Herbert(d.i. Willy Brandt)
(1913-1992)426
Frenken, AloisJoseph(1854-1945)274
Freud, Sigmund(18s6-1939)300
Freyberg,Alfred(1892-1945)457
Frick, Wihelm(1877-1946)373,393,403,
431,srof.,573,58o, sgof.
Friesland(d.i. Ernst Reuter)(1889-1953)
154
Fr?lich, August(1877-1966) 214,236
Frolich, Paul(1884-1953)196
Fromm, Erich(1900-198o) 286-288

Gandorfer, Ludwig(gest. 1918)28
Gareis, Karl(1889-1920)160
Gay,Peter(1923-201s)300
Gayl, Wilhelm Freiherr von(1875-I945)
468,474,479,484-487,491f,495,497,
soi, so3f., sogf, s12, 514,s18f, 525,
527-529,538f, 543,547,553,557,6os,
608
Geck, Oscar(1867-1928)22
Geiger, Theodor(1891-1952)296,389
Gereke, Günther(1893-1970)45o,526,
548,557,56s,574
Gesell, Silvio(1862-1930)79
Ge?ler, Otto(1875-1955)128f, 16o, 166,
205, 21f., 214,223f.,226f,229-231,
235,240,242,246,272-274,317,319f,
332,430,445
Giesberts, Johann(186s-1938)92,I32
Gilbert,S. Parker(1892-1938)325,343,
358f.
Gilsa, Erich von(1879-1963)36s,368,422
Goebbels, Joseph(1897-1945)445f.,462,
464-466,477,495,soo,s1o,s13,534f.,
538,s61,568,s73f,sgof.
Goerdeler, Carl Friedrich(1884-1945)
46rf,468
Goring, Hermann(1893-1946)464,478,
495, 521-524,547, 559,573,579f.,
590-592
Gothein, Georg(1857-1940)85

Gradnauer, Georg(1866-1946) 16o, 162
Graefe, Albrecht von(1868-1933)18o,I95,
269
Gra?mann, Peter(1873-1939)sos,s82
Graupe, Georg(1875-1959)225
Groeber, Adolf(1854-1919)26
Groener, Wilhelm(1867-1939)26f.,34,
38f.,44,50,s3f,92,94f, iis,18s,332,
336,338f,362f.,368,376,398,4oof,
412,430,433,446,4sof.,454-456,
464-466,468,473,480
Gropius, Walter(1883-1969) 300,302
Grzesinski, Albert(1879-1947)351,456,
48s,493,495-499,soi, s03
Guérard, Karl Theodor von(1863-1943)
337f,344,346,377,430
Guralski, Samuel(eigentl.August Kleine)
(1885-196o)149,IsI
Gurland, Arkadij(1904-1974)so2
Gürtner, Franz(1881-1941)479,492,509,
539,555,s60,575

Haase, Hugo(1863-19r9)19,31,35-37,
40-42,s3f,83,149
Haenisch, Konrad(1876-1925)49
Hamm, Eduard(1879-1944)206,586
Hammerstein-Equord, Kurt von
(1878-1943)455,589,s9rf.
Hauenstein, Heinz(eigentl. KarlGuido
Oskar)(1899-?)194f.
Hauptmann, Gerhart(1862-1946) 304,444
Hau?mann, Conrad(1857-1922)28
Havenstein, Rudolf(1857-1923)181
Heckel, Johannes(1889-1963)519,576
Hecker, Ewald(1879-1954)540
Heckert, Fritz(1884-1936)224
Heidegger, Martin(1889-1976)302
Heilmann,Ernst(1881-1940)393,397,453,
459,485,s02,537,551
Heimannsberg,Magnus(1882-1962)496f.
Heine, Wolfgang(1861-1944)42,84,11s,
12of.,127f.,130
Heines,Edmund(1897-1934)513
Heinz(-Orbis),FranzJosef(1884-1924)233
Heinz, Friedrich Wilhelm(1899-1968)174
Heinze, KarlRudolf(186s-1928)148,227,
239
Held, Heinrich(1868-1938)278f, 588

Heldt,Max(1872-1933)256,271,332
Helfferich, Karl(1872-1924)117f., 121,
17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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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ldorf, Wolf Heinrich Graf von
(1896-1944)462
Hellpach, Willy(1877-1955)278f.
Henderson, Arthur (1863-1935)409,527
Henning, Ernst(1892-193I)402
Henning, Wilhelm(1879-?)173
Hergt, Oscar(1869-1967)18o,269,572
Hermes, Andreas(1878-1964)171-173
Herriot, Edouard(1872-1957)259f,487,
527
Hertling, Georg Graf von(1843-1919)23
Hertz, Paul(1888-1961)413,494
Heye, Wilhelm(1869-1946)317
Heyl, Wilhelm(1869-1946)317
Hilferding, Rudolf(1877-1941)40,II2,
148,183,18,203f, 206-209,213,217,
221,232,236,238,328,338-341,345,
352f,358-361,372,392f,413f,421,
542,55I,558f,593,599-6o1
Himmler, Heinrich(1900-1945)540
Hindenburg, Oskar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1883-196o)454,48o,553,
579f,s92,606
Hindenburg,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1847-1934)23,2sf,34,39,44,88,
Is,12of, 137,158,173,28o-286,302,
304,310-314,317,320,335f,339,355,
362-37I,375-385,392,394,397,4oif,
407,410-412,415,429-433,444-456,
462-485,491-497,5o3 f, s09-51,514,
518,520-531,539-559,s64,568-597,
603-609
Hirsch, Julius(1882-1961)171
Hirsch, Paul(1868-1940)56,66,9I,126,
130
Hirschfeld, Oltwig von(19oo-?)117
Hirtsiefer, Heinrich(1876-1941)48sf,
492,495f.
Hitler, Adolf(188g-1945)82,107,I58,
176, 181,18gf, 200, 211f,223,234,241,
2sif,269,303,333,349,351,356,376,
385,387-393,398,402f,409,422,43of,
435,444-463,473f,478,481,484,486,
488f,495,504,507-516,520-522,
536-546,550-553,557,s6if, s67-598,
6oi,604-613
Hoersing, Otto(1874-1937)252
Hoetzsch, Otto(1876-1946)172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Heinrich
(eigentl. 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1798-1874)178

Hoffmann, Adolph(18;8-1930)49,64,
69f,149f.
Hoffmann, Johannes(1867-1930)77f, 233
Hoffmann, Max(1869-1927)20
H?fle, Anton(1882-1925)205,219
H?hler, Alfred(1899-I933)402
Holtermann, Karl(1894-1955)455,498,
527
Holtfrerich, Carl-Ludwig
(geb.I942)144
H?lz, Max(1889-1933)153
Hoover, HerbertClark(1874-1964)415f,
418,441
H?pker-Aschoff, Hermann(1883-1954)
280
Horthy, Nikolaus von(1868-1957) 140
Houghton,Alanson B.(1863-1941)183,
212
Hugenberg, Alfred(186s-1951)309,333,
343,349,355,364,377f,380,385,422,
430-432,435,444,469,477,535, 538,
54I,544-548,572,575,579,583,58y,
587,589f, s92f,611
Hughes, Charles(1862-1948)187,232f.

Imbusch, Heinrich(1878-1945)562

Jacobi,Erwin(1884-1965)528
Jagow, Traugott von(186s-1941)136
Jarres, Karl(1874-1951)232,236,240,250,
273,278-281
Joel, Curt(186s-1945)430,433,45of,464
Joetten, Eugen(1877-1959)341f.
Joffe, Adolf Abramowitsch(1883-1927)42
Jogiches, Leo(1867-1919)55,57,76,82
Joos, Joseph(1878-196s) 289,343,520,543
Jung, Edgar Julius(1894-1934)525
Jünger, Ernst(1895-1998)5so

Kaas, Ludwig(1881-1952)257,343f.,384,
398,478,537,543-545,547,582f,594
Kahr, Gustav Ritter von(1862-1934)131,
152f, is8,162,190,200, 21of,223,228,
230, 233-236,251
Kalckreuth, Eberhard Graf von
(1881-I941)467,s64,57I
Kaliski,Julius 102
Kamenew, Lew Borissowitsch(1883-1936)
2I5,253,259
Kanitz,Gerhard Graf von(188s-1949)222,
266,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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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p, Wolfgang(1858-1922)118,120-126,
13I, 136f., I40
Kasper, Wilhelm(1892-?)491,578
Kastl, Ludwig(1878-1969)346f,427,586
Katzenstein, Simon(1868-1945)116
Kautsky, Karl(18s8-1938)16, I9,2I,4of.,
47,59f.,ss8,s87-589,599,6or
Keil, Wilhelm(1870-1968)102,104,360
Keppler, Wilhelm(1882-196o)540
Kern, Erwin(1898-1922)174
Kerr, Alfred(1867-1948)313
Kerrl, Hans(1887-1941)469,486,494f.
Kessler, Harry Graf(1868-1937)29,283
Keudell, Walter von(1884-1973)321f.,
330,355
Keynes, John Maynard(1883-1946)184,
515
Killinger,Manfred Freiherr von
(1886-1944)161

Kippenberger, Hans(1887-1937)424
Kleist-Schmenzin, Ewald von(1890-1945)
590
Klepper, Otto(1888-1957)486,492,495
Klingelh?fer, Gustav(1888-1961)8r
Kl?ckner, Florian(1868-1947)196,422
Klotz, Helmuth(1884-1943)465

Knilling, Eugen Ritter von(186s-1927)
176,21o
Knorin, Wilhelm(189o-1939)488
Koch-Weser, Erich(1875-1944)122,230,
257,311,338f,346,384,391
Koenen, Wilhelm(1886-1963)75,381
Koeth, Joseph(1870-1936)42,222
Kohler, Heinrich(1878-I949)324f.
Kollwitz, Kithe(1867-1945)313,489
Korfanty, Adalbert (Wojciech)(1873-1938)
153
Korsch, Karl(1886-1961)224
K?ster, Adolf(1883-1936)178
Kreiser, Walter(1898-?)434
Krestinski, Nikolai(1883-1938)214
Krohne, Rudolf(1876-1953)274
Kruppvon Bohlen und Halbach, Gustav
(1870-I950)194,I96,422,452,492,515,
568,s86
Kuczynski,RenéRobert(1876-1947)313
Kuhn,Heinz(1912-1992) soo
Kun, Bela(1886-1937?)78,rsrf.
Künstler, Franz(1888-1942)350,498
Kuster, Fritz(1889-1966)426
Kuusinen,Otto(1891-1964)533

Lambach, Walter(1885-1943)343,355
Landauer, Gustav(1870-1919)8if.
Landsberg, Otto(1869-1957)3sf.,54f.,
92f.,380
Lansing,Robert(1864-1928)24
Lassalle, Ferdinand(1825-1864)16s
Lautenbach, Wilhelm(189I-1941)441
Laval, Pierre(1883-1945)429
Law, Andrew Bonar(1858-1923)186,188
Layton, Lord Walter Thomas(1884-1966)
420
Leber, Julius(189I-1945)340
Ledebour, Georg(18so-1947)149
Legien,Carl(1861-1920)4sf.,I24,127,129
Lehmann, Helmut(1882-1959)483
Leipart, Theodor(1867-1947)83,193,203,
4II,425,439,498, so4f., 547f., s5o, 562
Lemmer, Ernst(1898-1970)340,445
Lenin, Wladimir Iljitsch(1870-1924) 21,
79f, I49f., 2Is,253,259
Lequis, Arnold(1861-I949)54
Lerchenfeld-Kofering, Hugo Graf von
(1871-1944)162,176
Leuschner, Wilhelm(189o-1944)450
Levi,Paul(1883-1930) 82f, I13,124,
149-Isi,154,179,202,256,332,339,
361,s98f.
Levien, Max(188s-1937)77,8if.
Leviné, Eugen(1883-1919)78,8o-82
Ley, Robert(1890-1945)456
Liebermann, Max(1847-1935)445
Liebknecht, Karl(1871-I919)19,2I,31,
33,35,37,50,55-57,s9f., 124
Lindner, Alois(1887-?)77
Linsingen, Alexander von(18so-1935)29
Lipp, Franz(185s-?)79
Litwinow,Maxim Maximowitsch(eigentl.
Wallach-Finkelstein)(1876-195r)566
Litzmann, Karl(18so-1936)559
Lloyd George,David(1863-1954)96,140,
156,16g,181
Lobe, Paul(1875-196s)1,116, 219,228,
283,38of,465,521,524,558,593
Loebell, Friedrich Wilhelm von
(185s-1931)280
Loewenfeld, Wilfried von(1879-1946)114
Lossow, Otto von(1868-1942)190,21I,
223,234,251
Lo?berg,Fritz von(1868-1942)94
Loucheur, Louis(1872-1932) 16o, 182, 196
Lowenthal, Richard(r9o8-199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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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bersac, Baron Jean de(1878-1932)182
Lüdemann, Hermann(188o-1959)130
Ludendorff, Erich(186s-1937)23,25-27,
12of., 137,Is8,204,234,252,268f.,278f.
Ludin, Hans-Elard(19os-1948)392
Luther, Hans(1879-1962) 18s,205,222,
232,234,236,238,249f,273-275,306f.,
309-312,321,367,404f,410,435f.,44I,
488,548
Lüttwitz, Walther Freiherr von
(1859-1942)59,114,I19-122, 124-126,
13I,133,136,140
Luxemburg, Rosa(1870-1919)19,21, so,
55-57,s9f,82,124,149,Igi

MacDonald, Ramsay(1866-1937)259f.,
264,307,409,420,427,461,487
MacMahon, Patrice Maurice(1808-1893)
282
Maercker, Georg(1864-1925)95,122,126
Mahraun, Artur(189o-1950)384,391,445
Maier, Emil(1876-1932)450
Maltzan,Ago von(1877-1927)167-16g,
172
Mann, Heinrich(1871-1950) 282,304,489
Mann, Thomas(1875-1955)303f,391f.
M?nner, Emil Karl(1893-?)81
Marat, Jean-Paul(1744-1793)161
Marx, Karl(1818-1883)16s,28sf, 291,
537,567,595
Marx, Wilhelm(1863-1946)241,246,
262f.,264f,267,272-275,278-283,314,
320,322,324,326,343
Maslow, Arkadij(eigentl. Isaak Tscheme-
rinsky)(1891-1941)19I,215,254,287
Max von Baden, Prinz(1867-1929)23f.,
25,28f.,3I-34,42,71,97
Mehring, Franz(1846-19r9)21
Meinecke, Friedrich(1862-1954)276,304,
613
Meissner, Otto(188o-1953)226,246,310,
320,363f.,368f., 371,410,451,456,
468-470,478,sIo,544f, 551,5s3f, s69,
575,58of., s86,590-592,606
Melcher, Kurt(1881-1970)496,498,578
Melchior,Carl(187I-I933)346
Mendelssohn, Franz von(186s-1935)367
Merker, Paul(1894-1969)387
Meyer, Oscar(1876-1945)370
Mielke, Erich(geb. r907)424
Mierendorff, Carl(o)(1897-1943)406, so2

Millerand, Alexandre(18s8-1943)260
Minoux, Friedrich(1877-1945)212
Mirbach-Horff, Wilhelm Graf von
(1871-1918)173
M?hl, Arnold Ritter von(1867-1944)131
Moldenhauer, Paul(1876-1947)359f.,
365-371,376,378
Molkenbuhr, Hermann(185I-1927) 1or
Mollendorff, Wichard von(1881-1937)
84f.
Muhsam, Erich(1878-1934)8rf.
Miller(-Brandenburg), Hermann(1885-?)
116
Muller(-Franken), Hermann(1876-1931)
92,94f., 118,128,133,163,179,
217-219,221,246,263,319,321,
335-345,350,353,359,363-36s,368,
371,378,383,393,395,40r,475,597
Muller(-Lichtenberg), Hermann
(1868-1932)371
Miller, Alfred(1866-1925)213,21s,224f.
Muller, August(1873-1946)42,47
Miller, Richard(1880-1943)37f., so,57
Münzenberg, Willy(1889-1940)300
Mussolini, Benito(1883-1945)14I,188,
190, 223,303,43I, 532

Naphtali, Fritz(188o-1961)327
Napoleon I. Bonaparte(1769-182r)286
Neuhaus, Karl(188o-1947)274f.
Neumann, Heinz(1902-1937?)460
Neurath,Konstantin Freiherr von
(1873-1956)439,477,509,518,527f.,
539,555, s6s,575,589, 591
Niekisch, Ernst(1889-1967)77-79,81
Nobis, Eduard Ludwig(1868-1945)495
Noske,Gustav(1868-1946)28,55,58-61,
76,8of., 92-95,I12,114-122,127-129,
503,6oo

Oberfohren,Ernst(1881-1933)380
Oeser, Rudolf(18s6-1926)127,205,240
Oldenburg-Januschau, Elard von
(185s-1937)473f., 579,s81
Oldeshausen, Erich von(1872-1946)122
Oppen, Heinrich von(1869-1925)39
Ossietzky, Carl von(1889-1938)424,434
Ott,Eugen(1889-1977)551,555

Pabst, Waldemar(188o-1970)6o, 118,
12of.,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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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n, Franzvon(1879-1969)477-481,
484-549,553-558,s63-596,6os-607
Pechstein, Max(1881-1955)313
Philipp, Ernst(1868-?)130
Pieck, Wilhelm(1876-196o)395,399,460
Pieczuch,Konrad(1897-I932)so8
Pilsudski,Josef(1867-1935)315,344
Piscator, Erwin(1893-I966)313
Planck, Erwin(1893-1945)490,5I,523,
565,573,579
Pogany,Josef(eigentl. Peter Pepper)
(1886-1939)151
Pohner, Ernst(1870-1925)13I,200
Poincare, Raymond(1860-1934)170, 181,
186f, 190,194,196f., 209,2I5,232f.,
260,316,342,348
Popitz,Johannes(1884-1945)358,360,
53I,539,575
Poten, Georg(1881-?)496
Preu?, Hugo(1860-1925)42,66,7I,
99-10r
Pünder, Hermann(1888-1976)346,353,
359,375,393,410,413,430,433,438,
464,467,469-471,481,si

Quaatz, Reinhold(1876-1953)20s,218,
255,468
Quarck, Max(1860-1930)87

Radbruch, Gustav(1878-1949)2osf.,221,
229
Radek(eigentl. Sobelsohn),Karl

(1885-1939?) rsof.,167,r9sf.,201,
214f.,225,253
Rakosi, Matyás(1892-I971)1so
Rathenau, Walther(1867-1922)157,1s9f.,
167-182,207
Raumer, Hans von(1870-I96s)183,205,
208,217,221f.
Rauscher, Ulrich(1884-1930)122
Reinhard, Wilhelm(1869-1955)58,114
Reinhardt, Walther(1872-1930)94,I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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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成立的第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战败经历和《凡尔赛和约》的严苛条款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

担，左翼和右翼的激进思潮破坏了人们对民主国家的信任，严重的通货膨胀

和逐年升高的失业率更是让共和国深陷危机。存续的十余年中，它曾多次尝

试克服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引发的动乱，推动政体和经济改革，但收效甚微。

随着希特勒上台掌权，内忧外患之下的魏玛共和国走向了终结。

权力向希特勒的转移是否可以被避免?魏玛共和国是否可以被拯救?它是否

因其内在的必然性而注定失败?人们至今仍在激烈地争论这些问题。《魏玛

共和国》生动地描述了1918~1933年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

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笔调给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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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德意志民主国家的完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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